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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卡尔·马克思——生平

1818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作为律师海因里希·马克思（原名 赫歇尔·马克思·列维·莫德采，Heschel Marx Levi Mordechai，1777–1838）与妻子亨丽埃特·马克思（本姓普雷斯堡，Presburg，1788–1863）的第三个孩子在特里尔出生。为了对这一年进行定位，我们可以挑出两个虽然性质不同但对马克思的一生具有说明意义的事件：这是亚琛会议（Aachener Kongress）召开的一年，同时也是G.W.F.黑格尔（1771–1831）应召前往柏林大学任教的一年。这一方面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另一方面这位19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接手显赫的哲学教席，为马克思生命之初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史背景提供了洞见。在随后近65年的人生中，他将以多种方式面对这两者，介入其中，并最终留下一部在当今任何试图理解现代社会构成的尝试中都无法忽视的宏大著作。

本手册的后续部分和章节将阐述和解释这部作品的主题、论点、发展阶段以及跨越学科界限的接受情况。在这第一部分中——在不过多预陈后续内容的前提下——将精选出马克思波澜壮阔一生中最重要的日期、事件、遭遇和发展。马克思不仅是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他的生平也是难以计数的著述和艺术形式的主题。正如马克思著作的接受史一样，自最早的生平描述（Groß 1885; Mehring 1918 等）以来，传记作品也都打上了其作者的学术、社会和政治观点的烙印。这种历史和政治的视角性可能是所有传记的特征，但在马克思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就关于马克思生平的大量信息和材料（参见 Chronik 1934），以及几乎每一封信、每一份草稿和每一篇文章都能汇集出关于其个人背景和环境的信息这一事实而言，就给传记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若要在叙述中还包含马克思传记的历史，将会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尽管这对于特定的认知兴趣——例如关于不同流派、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马克思的接受（参见第三和第四部分的相关文章）——可能会非常有启发性。但这并非本文所能追求的目标。

选取1818年9月底至11月底举行的亚琛会议，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继战胜拿破仑（1815年）之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的君主们致力于建立一种彻底的威权公共生活秩序。除了商定从法国撤军和确定战争赔款外，这一秩序的核心特别是要压制和粉碎革命及民主运动。尽管经历了拿破仑统治时期，这些运动自1789年以来依然散布于欧洲各地，并在民众中享有不可低估的支持。聚集在亚琛的君主们基于俄国沙皇的政治时代诊断，随后就公共和政治生活的管制达成了一致，这些管制措施从禁止公共体操到严格的新闻审查，再到对大学的监控，无所不包。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赋予了这些措施具体的制度形式。

虽然在亚琛会议上，以及回顾1815年后的国际外交关系，参与国君主的一致性值得注意，但其目的是为了复辟和巩固威权的、非民主的社会秩序。公开要求一个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国家框架内）曾被许多人视为法国大革命充满希望的成果，但统治者们成功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阻断了实现这些政治价值的希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谁若公开反抗当局，甚至只是被怀疑有此类企图，谁就将自己自主生活的希望置于危险之中；更谈不上有多元化的公共讨论或对批评和民主改革开放的政治制度了。虽然最初的几十年可以被描述为革命时代的一部分（参见 Hobsbawm 1962），但在关键方面，公共生活中决定性的是复辟势力的渗透，这对那些不属于贵族和其他精英阶层的人的生活现实至关重要。以所有人的名义争取自由，是一项崇高但实际上极其危险的事业。——这一点，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后来不仅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而且通过对自己生活的重大干预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出生年的另一提及事件——黑格尔就任柏林哲学教授，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定精神史统治地位的象征。黑格尔的著作，首推《精神现象学》（1807），此前已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迁往柏林，他又占据了普鲁士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一个显赫位置。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所描述的那样，他成为了“这所大学的基石”（Rosenkranz 1844, 426）。黑格尔本人在其柏林就职演说中暗示，普鲁士国家的特殊地位与其哲学著作统摄一切“精神教养”的主张之间存在一种趋同性：

“特别是这个接纳了我的国家，它通过精神上的优势，在现实和政治中提升了自己的分量，从而在权力和独立性上与那些在外部手段上优于它的国家平起平坐。在这里，科学的教养和繁荣是国家生活中本质的环节之一；在这所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学里，作为一切精神教养和一切科学与真理的中心，哲学必须找到它的一席之地并得到特别的关照。”（Hegel 1970, 400）

在柏林，黑格尔推进了一个贯穿所有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的工作，并辅以关于政治史、文化史和精神史几乎所有领域的反复讲座。与之相关的全面认知主张、作为基础的辩证法，特别是认为在百科全书式的体系中已将所有知识领域的哲学处理提升到概念高度并带到了其发展终点的观点，对同时代人及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9世纪30年代下半叶，马克思步入这一环境，并以独立的贡献介入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社会政治价值及其遗产形态的争论。其中，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该哲学以一种全面的辩证社会哲学的形态呈现在他面前——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研究的一个核心起点。

家庭状况

对于马克思家族而言，无论是1818年的国际政治发展，还是黑格尔在柏林开始讲学，都没有带来特别的变化。卡尔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这是他最后的官方名字），不仅面对1800年前后等级社会僵化的环境，还面对生活在欧洲国家的犹太人所遭受的复杂而系统的歧视，不得不为自己争取独立的生活。这通过相当的灵活性和坚持不懈得以实现，并且并非没有付出个人牺牲。

直到19世纪，公民的法律地位原则上取决于其等级归属。但这不适用于犹太人，他们通过宗教和种族归属被识别，通常必须为在个别司法管辖区的居留缴纳特别税，并且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他们在历来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的特里尔的生活也是如此，在当地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口中，有一小群人作为商人相对富裕且有影响力。卡尔·马克思的父系祖先属于这一群体；直到18世纪末，其中甚至还有拉比。在拿破仑统治下，特里尔成为主教驻地，公共事务原则上致力于适应法国的权威。对于特里尔的犹太人来说，这一方面意味着文化同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平等的希望，包括取消职业选择和居留方面的限制。

特里尔的犹太人支持同化路线，其教务委员会（Kirchenrat）在世纪之交后由塞缪尔·马克思（Samuel Marx），即海因里希·马克思的兄长领导。海因里希本人在1806年犹太公会（Sanhedrin，集结犹太法学者的国际会议）期间时年29岁，担任犹太教务委员会秘书，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项工作缺乏独立性且报酬微薄，同时也因为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续遭受的社会污名化，促使他在1811年离开特里尔迁往奥斯纳布吕克。在那里，他担任法院翻译：但他被禁止正式定居和从事公证人工作，于是他于1813年继续前往科布伦茨攻读法律。

海因里希·马克思勉强在一年内完成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压缩课程并获得学位，紧接着在1813年底，随着拿破仑在俄国战败以及普鲁士征服莱茵河以西地区，科布伦茨的高校被关闭。海因里希于1814年迁回特里尔，在迅速获得上诉法院的许可后开始从事律师工作。然而，在1814/15年维也纳会议后确立的普鲁士对特里尔的统治下，随着法院辖区的重新划分，作为犹太人的他被禁止在新成立的地方法院任职，即不能作为政府雇员工作。因此，否则就必须在职业上重新定位的他，被迫改变宗教信仰。他在这一年代末于依然是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特里尔皈依了新教。这为他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之一——从1820年起作为辩护律师，从1831年起作为特里尔的司法参事（Justizrat）——他的事业既成功又收益颇丰。

另一个基础是与亨丽埃特（本姓普雷斯堡）建立家庭，两人于1814年在奈梅亨结婚。这对夫妇共有九个孩子，出生于1815年至1826年之间，其中只有长子大卫·毛里茨（David Mauritz）在幼年夭折。亨丽埃特来自奈梅亨一个从匈牙利移民的犹太家庭，主要致力于家庭生活，与终生热衷于启蒙思想的丈夫不同，她受教育程度不高，德语说写都不好。亨丽埃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莱昂·飞利浦（Lion Philips），后者后来成为了至今存在的同名电子康采恩的创始人，也是卡尔·马克思的朋友和支持者。家里的孩子们于1824年受洗为新教徒，母亲则于1825年受洗（参见 Chronik 1934, 1）。


中学与大学时期

关于卡尔·马克思童年和青年的可靠资料，直到1830年他进入特里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理中学（Friedrich-Wilhelm-Gymnasium）才开始出现。按照今天对人文主义教育的理解，该校致力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年轻的卡尔在语言学科表现优异，数学稍逊；他对古典文学以及法国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这种热情伴随了他的一生。阅读古典戏剧后来成为他放松和消遣的方式，即便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和经历个人生活的艰难阶段时也是如此。

虽然在文理中学的师生中不乏天主教保守派，但这所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这对卡尔·马克思来说或许是决定性的——受到了校长约翰·雨果·威滕巴赫（Johann Hugo Wyttenbach, 1767–1848）的影响。他在18世纪90年代曾与法国围攻者合作，并且很可能——他儿子安东·弗里德里希因激进思想和活动被捕的传记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在国家监视并非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与其他左倾教师一起营造了一种批评普鲁士权威的氛围（参见 Sperber 2013, 28）。

海因里希·马克思在卡尔上学期间也因参与政治上的不盲从活动而引人注目。1834年，作为特里尔“卡西诺”俱乐部（Trierer Kasino）成员，他在一次庆祝演讲中引起了政府当局的不满；同年，卡西诺俱乐部的成员因涉嫌亲法倾向（表现为高唱革命赞美诗）而被指控为反对派（参见 Chronik 1934, 2; Sperber 2013, 28–9）。校长威滕巴赫也是其中一员，结果当局给他安插了一位保守反动的副手维图斯·勒尔斯（Vitus Loers）（参见 Wheen 1999, 13–14）。1835年8月和9月，卡尔·马克思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Abitur）。他在宗教和德语方面的作文是现存最早的文稿，吸引了许多人从中寻找他早期思想轮廓的雏形（参见 Fetscher 1999, 11–12）。

遵照父亲的意愿，卡尔·马克思于1835年10月在普鲁士政府于1818年创立的波恩大学注册入学，开始攻读法学。这意味着未来数年他在经济上都要依赖家庭，按照父亲的意图，这不仅是为了让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获得扎实的教育，更是为了助其获得可靠的资产阶级职业生涯。事情的发展并非完全如此，尽管这位年轻的学生肯定不缺乏热情和抱负。

在波恩的两个学期里，马克思不仅投身于学业——第一学期听了法学、法制史、古代神话、荷马史诗和艺术史的讲座，第二学期听了法制史、万民法与自然法以及古代文学的课程——他还加入了一个诗人圈子，并成为一个学生兄弟会（后来担任主席之一）的成员（参见 Chronik 1934, 2–3）。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酗酒和斗殴往往比专注于学术更为重要，但在“特里尔帮”（Trierern，马克思所在的兄弟会）与来自东普鲁士省份的学生之间的对抗中，人们也可以看出一种对普鲁士当局的政治排斥（参见 Sperber 2013, 38–39）。马克思因其外貌被同伴们起了个绰号叫“摩尔人”（Moor），这一时期他也因行为不端在公开场合引人注目，甚至被关了一天禁闭（Karzer）。这类偏离学习计划的行为，以及马克思在财务上的挥霍无度，尤其令他的父亲不悦；后者虽然可以通过一笔额外汇款来解决（这绝不是最后一次有人不得不为马克思的生活费买单），但要摆脱那些干扰，唯有更换求学地点。

在波恩求学期间，马克思还加强了与政府顾问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Johann Ludwig von Westphalen, 1770–1842）一家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源于与海因里希·马克思的职业关系，另一方面源于孩子们之间的友谊。两家的父亲相处融洽，母亲们则稍差一些。这一时期，卡尔的注意力从他的同学埃德加（Edgar）转移到了埃德加的姐姐燕妮（Jenny）身上，并开始追求她。这位年轻女士全名约翰娜·贝尔塔·朱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比她的追求者年长四岁多，被许多人描述为绝世美女（参见如 McLellan 1973, 18）。尽管年轻的卡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面对他的追求，她起初表现得很矜持；然而，尽管他没有财产，她还是在1836年夏天，即他启程前往柏林求学之前，同意了暂时保密的订婚（参见 Chronik 1934, 3; Wheen 1999, 17–18）。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主要通过书信往来，卡尔给爱人寄去了许多专为她创作的诗歌——其中包括一本装订成册的《爱之书》（>Buch der Liebe<），这些作品的传记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参见 McLellan 1973, 20 f.）。燕妮的父亲对马克思的智力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他特别鼓励马克思研读古典文学；马克思对莎士比亚、但丁和歌德的终身热爱都要归功于他的影响（参见 Wheen 1999, 19）。

为了继续终于能够严肃和专注的学业，不只是因为父亲的命令，卡尔·马克思于1836年秋天迁居柏林，并于10月22日在柏林大学法学院注册（参见 Chronik 1934, 4）。随着自与燕妮订婚以来重新规划的未来蓝图，正如海因里希·马克思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走上一条稳健职业道路的压力也随之增加。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听了刑法（爱德华·甘斯 Eduard Gans 授课）、法制史（冯·萨维尼 v. Savigny 授课）和人类学的讲座。除了继续尝试文学创作外，他还致力于罗马法的哲学阐述，并开始摘录哲学和历史著作（参见 Chronik 1934, 4）——这种工作方法他终生未变。他在学习上有多么高强度的投入——想必也沉湎于柏林社交生活的诱惑——可以从他在第一学期结束后因极度疲劳而就医，医生建议他进行充分的疗养这一事实中看出来。1836年秋，他的父母也建议他减少工作量并注意健康；但这类建议从未对倾向于近乎躁狂的工作阶段且始终伴随着健康问题的马克思产生持久的影响。

马克思在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一封汇报学业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他柏林第一年的活动（III, 1, 9–18 / 40, 3–12）。这些内容同时也证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深入阅读并开始在哲学领域进行初步的系统性尝试。他描述说，他抵达柏林后“断绝了[此前]所有已建立的联系”，“极不情愿地进行极少的拜访”，并试图“沉潜于科学与艺术之中”。这里的艺术指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但他补充说，这些只能是“伴奏”，因为他“必须研习法学，且首先感到一种与哲学搏斗的冲动”。因此，他草拟了一个在要求上具有哲学基础的法学体系，并将其呈示给父亲，其中可以看到关于法律规范的形式与内容辩证法的初步反思。但他也报告说，由于概念上的不一致，他废弃了这项工作，并特别是在疗养期间深入钻研了哲学文本。对此他提到，他也把黑格尔——其“怪诞的岩石旋律”在阅读片段时还曾让他“感到不适”——“从头到尾，连同他的大部分弟子，都了解了一遍”。在信接下来的几句中（他在信中稍后还请求在下次机会与父亲讨论关于学术生涯的想法），马克思记录了他这一阶段受到的最持久的影响：

»通过在施特拉劳（Stralow）与朋友们的几次聚会，我加入了一个博士俱乐部（Doktorklub），其中包括几位私讲师（Privatdozenten）和我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贝格博士（Dr. Rutenberg）。在这里的争论中，显露出了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我也把自己越来越紧地拴在了当今的世界哲学上，我本想逃离它，但一切悦耳之声都已沉寂，一种真正的反讽狂热攫住了我，正如在否定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很容易发生的那样。«（III, 1, 16 / 40, 10）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那段时间不仅沉浸在密集的自学中，而且特别是围绕当时的主流学说——“当今的世界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的体系哲学——与年轻同事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在“博士俱乐部”中，辩证法以两种方式成为主题：既作为辩论性的争论对话，也作为探讨的对象，其重心可能在于黑格尔哲学以及当时对黑格尔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立场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写，这驱使他走向了反讽。虽然他在此前的学期中已经在甘斯的讲座中接触过黑格尔思想，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或称左翼黑格尔派）的接触（建立于1836/37年），标志着他早期智力发展中决定性且关键的一步（参见 Leopold 2007; Quante/Schweikard 2010）。

青年黑格尔派致力于重新定位关于社会改革的思考，这最终导致了其与处于黑格尔柏林时期影响下的高校哲学和神学建制派（以老一辈为主）在制度和政治上的对抗。他们的核心依据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宗教哲学和国家哲学。该团体的具体轮廓是在讨论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08–1874）于1835年出版的著作《耶稣传——批判性以此》（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时形成的；施特劳斯在该书中提出，耶稣的生平故事并非经验性的实录，而是犹太集体自我意识的神话投射。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介入了随之而来的争论，他是柏林大学的一位年轻神学讲师，作为（上文提到的）“博士俱乐部”成员，他最初是马克思的对话伙伴，后来短暂地成为了他的导师。布鲁诺的弟弟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 1820–1886）、卡尔·弗里德里希·科彭（Karl Friedrich Köppen, 1808–1863）、阿道夫·弗里德里希·鲁滕贝格（Adolf Friedrich Rutenberg, 1808–1869）、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 1802–1880）、摩西·赫斯（Moses Heß, 1812–1875）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也属于该团体。马克思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富有思想的辩论者的地位，并被建议沿着那个集体所形成的宗教批判和国家批判路线去追求学术生涯（参见 Leopold 2007）。

几年来，这个圈子进行科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工作的媒介是由个别成员创办和编辑的期刊，这些期刊汇集了科学和政治论文以及小型散文和诗歌，旨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发表机关。如果说这些出版物体现了一种界限分明的共同路线未免言过其实；然而，这些文章的共同点在于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持批评基调。在普鲁士专制统治的上述条件下，不仅出版物受到严密监视，每一位撰稿人也都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压制批评和民主倾向的当局的愤怒。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是《哈雷科学与艺术年鉴》（Hallischen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该刊由阿尔诺德·卢格和恩斯特·特奥多尔·埃希特迈尔（Ernst Theodor Echtermeyer, 1805–1844）于1838年创办，作为《德国汇报》（Allgemeinen Deutschen Intelligenzblatt）的副刊发行。《哈雷年鉴》及其后续项目——同样由卢格编辑的《德国年鉴》（Deutschen Jahrbücher）——后来被认为与直到1848年的革命运动有关，它们从一开始就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并于1843年1月在没收了1月号后被查禁。卢格随后移居巴黎，此时与卡尔·马克思共同出版了仅出了一期双刊号的《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该刊也可被视为青年黑格尔派或左翼黑格尔派的出版机关。

马克思后来以多种方式投身于此类出版活动，但他首先完成了学业，此时（从1837年起）他的学业已深受新智识环境的影响。父亲的去世也发生在这段时间。1838年复活节，马克思回特里尔探亲，与已经一年半未见的未婚妻燕妮发生了一场极其情绪化、几近失控的争执，并最后一次见到了垂死的父亲。父亲去世的消息在他回到柏林后才传到他那里，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尽管在奢侈的生活方式和不总是切实的未来规划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依然敬重父亲。由于晋升为司法官（Justizrat）以及在投资方面的一些技巧，父亲的财产大幅增长，这使其遗孀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生活作风绝非节俭苦行的卡尔，此前就曾受到指责，现在不得不担心自己的那份资产份额。通过监护人达成的一项协议至少确保了他剩余学习期间的生活费，部分原因是他母亲同意他预支继承份额，但这同时也导致了他与母亲的争吵（III, 1, 40–43 / 27, 415; 关于此点的详细内容参见 Sperber 2013, 56–58）。

为了进一步深化哲学工作，卡尔中断了法学学业。1839年，他开始着手撰写哲学博士论文。布鲁诺·鲍威尔于1839年转到波恩大学新教神学系，他支持这一计划，并向马克思许诺，他可以随自己到波恩，在那里取得教授资格（Habilitation）并开启学术生涯。不过，前提是必须完成博士论文，而且正如鲍威尔建议的那样，为了论文被接收和认可，他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与普鲁士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搞好关系。然而，在爱德华·甘斯早逝（1839年）后，马克思在柏林已无望获得对其博士计划的支持，于是他在1841年4月初向耶拿大学提交了论文，他在论文中最终将关于古代自然哲学的研究汇集成了一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Über die 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的论著。同月，即1841年4月15日，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参见 Chronik 1934; Sperber 2013, 69–70）。这篇论文题献给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以表达钦佩、感激以及持久的忠诚。

手握博士学位证书，马克思于1841年6月回到莱茵兰，当时他年仅23岁，不仅有了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开展学术工作的前景，而且终于有望结束与未婚妻两地分居的日子。


1841 –1843: 科隆 (1)

马克思返回后，父亲的遗产于1841年6月进行了处理。马克思分得的份额与他的兄弟姐妹相同，但这笔钱远少于他此前向母亲借贷的总额（参见 Sperber 2013, 72）。一年半之后，母亲拒绝再借钱给他，马克思在给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一封信中表示，“只要我母亲还活着，我就无权动用我的财产”（III, 1, 40–43 / 27, 415）。因此，原本寄希望于通过与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合作获得的学术职位，就必须足以维持他对家庭规划所需的生计。

于是，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一篇原本打算作为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的关于古代哲学的研究，并被鲍威尔纳入了一份名为 Archiv des Atheismus（《无神论档案》）的新期刊的筹划中，马克思本应成为该刊的共同出版人。这一计划最终无果而终；况且，这一计划是否真能帮助参与者在普鲁士大学获得职位，也着实令人怀疑。同样，鲍威尔同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 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末日审判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号角：最后通牒》）也并没有起到促进职业发展的作用。因为，融入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反对保守派主导的黑格尔主义的革新运动是一回事——费尔巴哈的著作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基督教的本质》，莱比锡 1841年）也属于这一努力，该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若是因此彻底断送自己在国家公职中的任何未来，则是另一回事。鲍威尔亲身体验到了后者；尽管在波恩，他在福音派神学系的无神论立场并非偶然地引起了反感，但这还没被用来永久剥夺他的任教资格，而在柏林一次庆祝宴会上的反对派言论却导致了这一后果。1842年5月，他的任教资格被剥夺，这也事实上粉碎了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仅一年后寻求学术生涯的希望。

自返回莱茵兰以来，马克思利用主要在特里尔长达数周的停留时间，进一步拉近了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的关系（参见 Sperber 2013, 76–78）。1842年3月3日，在他的一次停留期间，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Ludwig von Westphalen）去世，这对马克思打击很大。然而，只有当马克思在大学之外确立职业地位后，与燕妮的共同未来才成为可能。他在鲍威尔离开大学职务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作为自由撰稿人转向新闻业，并从1842年1月起担任新创办的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的自由编辑。这不仅为他提供了获得独立收入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他传记中一个持久的转变：从倾向于行动主义的学者转变为一名博学的行动主义者，并在这一新活动中找到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身份。通过新闻工作，马克思赢得了一个让他在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中获得认可的地位，但在普鲁士政府眼中却成了捣乱分子；这两种后果对他来说可能都是正中下怀的（参见 Sperber 2013, 78–79）。

作为一份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报纸，《莱茵报》接替了因资金不足而停刊的 Rheinische Allgemeine Zeitung（《莱茵汇报》），并与保守的 Kölnischen Zeitung（《科隆日报》）展开竞争。在格奥尔格·荣克（Georg Jung, 1814–1886）以及最初还有莫泽斯·赫斯（Moses Heß）的领导下，这份报纸试图以新的名称重新起步，他们争取到了富裕的科隆市民对该企业的投资和参与——除了荣克，银行家达戈贝特·奥本海姆（Dagobert Oppenheim, 1809–1889）和恩格尔贝尔特·雷纳德（Engelbert Renard, 1802–1863）也作为合伙人加入。普鲁士当局也对该报与被定性为亲天主教和反普鲁士的《科隆日报》之间的竞争表示欢迎，因此《莱茵报》获得了必要的执照。然而，在投资者眼中，莫泽斯·赫斯作为发行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对通过圣西门（Saint-Simon）和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抱有同情——特别是主张向公有制经济过渡——这与投资者所推崇的自由宪政主义相冲突。在著名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拒绝邀请，以及古斯塔夫·赫夫肯（Gustav Höfken, 1811–1889）因争执而提前结束聘用后，与青年黑格尔派关系密切的荣克成功地安排了马克思在柏林的同伴、同时也是布鲁诺·鲍威尔妹夫的阿道夫·鲁滕贝格（Adolf Rutenberg）担任发行人（参见 Sperber 2013, 79–83）。这为马克思的参与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最早的新闻作品部分以笔名发表，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批判性作家的形象，他有时——且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具体主题——采用一种尖刻、讽刺和论战的语调。他从不把出版视为中立的评论，也从不保留个人判断，这些判断往往通过个别措辞揭示出背后的深层观点。他在1842年于《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的辩论”（分多部分发表于5月5日至19日的版面；I, 1, 121–169 / 1, 28–77）、“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8月9日；I, 1, 191–198 / 1, 78–85）、“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0月16日；I, 1, 191–198 / 1, 105–108）、“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0月25日至11月3日；I, 1, 1999–236 / 1, 109–147）、“离婚法草案”（12月19日；I, 1, 260–263 / 1, 148–151）——显示了极大的题材广度。特别是马克思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批判，可以被解读为对一种虚假的自由观的严密反驳，即那种排他性的、依赖于当权者恩赐的自由观（见第II.C.2章）。

马克思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他为 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关于最新德国哲学和政论的逸文集》）撰写的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都展现了自己作为当前学术话语和政治现实的批判性评论者的形象。这为他不久后在《莱茵报》编辑部内的晋升奠定了基础。投资者对发行量的疲软增长表示不满，此外，阿道夫·鲁滕贝格的表现也未能达到预期，马克思此时也认为他是个不称职的酒鬼（参见 McLellan 1973, 42; Wheen 1999, 36），且鲁滕贝格本人既不撰写文章，也没有执行清晰的编辑方针。在赫斯、荣克以及奥本海姆（马克思向他阐述了自己办报的理念）的支持下，马克思于1842年10月作为固定员工加入编辑部，并接管了领导工作。

与荣克和赫斯希望《莱茵报》此后明确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机关报的愿望相反，马克思却规划了一条相对温和的路线。他支持自由贸易以及对部分青年黑格尔派政治纲领的节制态度都可作为证明，这尤其导致了——特别是在关于“自由人”（Die Freien，柏林的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团体）激进化的纲领和波希米亚式举止的争论中——与布鲁诺·鲍威尔的疏远。在关于“自由人”的争论中（除马克思和鲍威尔外，卢格也卷入其中），甚至可以看出青年黑格尔派反对派激进主义内部的分裂：一边是拒绝社会传统并公开炫耀无神论的“自由人”，另一边是马克思和卢格，他们在不放弃对宗教正统观念批判的同时，专注于社会变革以及对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批判（参见 Sperber 2013, 93）。然而，归属于哪个阵营并不一定是最终的定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也曾一度是“自由人”的一员（见第II.2章）。然而，当恩格斯——他也是《莱茵报》的定期撰稿人之一——于1842年11月在旅途中顺道造访科隆编辑部并首次见到马克思时，这次会面进行得相当冷淡（参见 Wheen 1999, 75）。

在马克思领导编辑部的几个月里，虽然报纸发行量急剧上升，但他也要对激怒普鲁士当局的一些事件负责。他有时使用微妙的笔触以在审查面前显得不引人注目，特别是针对新林木盗窃法的实施、摩泽尔河沿岸葡萄果农的境况、《莱比锡总汇报》被禁以及普鲁士对相对进步的俄国的依赖等问题表明立场。面对马克思指责普鲁士当局应对葡萄果农的困境负责，就连时任莱茵省省长（Oberpräsident）且尚能容忍《莱茵报》的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沙培尔（Justus Wilhelm Eduard von Schaper, 1792–1868），也无法阻止1843年1月21日颁布的查封该报的命令。与马克思一样，报纸的所有者，特别是荣克和奥本海姆，也反对放弃反对普鲁士的立场去适应保守的审查规定。因此，该报于1843年3月停刊。

马克思因此面临着既要为生计和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未来提供坚实基础，又要为他的作品寻找另一个平台的任务。人们很自然地将他在《莱茵报》工作的这段时间视为他从学术话语转向政治话语的起点，或者至少是他工作重心的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即便没有互换角色，也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虽然他在随后的几年里并未放弃对哲学基础问题的探讨，但这些探讨也将始终带有他思想政治化的痕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与部分旧识、部分新交的伙伴联合，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

早在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就已与卢格（马克思曾在卢格同样受到审查压力的 Deutschen Jahrbücher 《德国年鉴》上发表过文章）共同策划创办一份新期刊。这一计划在1843年晚些时候变得具体起来。他们最初考虑的出版地点是瑞士，然后是斯特拉斯堡，但最终在1843年9月确定为巴黎，刊名为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参见 Chronik 1934, 16–19）。

除了大量的阅读，马克思在这一年的春季和夏季主要致力于研究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并受到费尔巴哈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1843年）的影响，撰写了一篇关于黑格尔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法哲学原理》）第261至313节的批判性研究。

1843年5月底，他前往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正和母亲住在那里。经过近七年的订婚期，并在签订了一份规定了债务和未来财产关系的婚前协议后（参见 Sperber 2013, 109–110），两人于6月19日先在民政局登记，随后在福音派教堂举行了婚礼。在沿莱茵河逆流而上的短暂蜜月旅行中，他们花光了马克思母亲赠送的全部礼金，这笔钱原本应该够用到卡尔开始新工作为止。返回后，他们留在克罗伊茨纳赫，马克思在那里的图书馆重新投入工作，完成了关于近代史、法国大革命、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海量阅读任务。

1843 –1845: 巴黎

马克思最终对定居巴黎作为未来的工作地点表示欢迎，并在给曾在克罗伊茨纳赫拜访过他的卢格的一封信中，以充满热情和蓄势待发的语调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哲学的旧大学——但愿没有不祥之兆（absit omen）！——和新世界的新首府。”（MEW 1, 343）。此外，他以政治出版纲领的风格阐述了《德法年鉴》的“倾向”，其核心应在于“时代对其斗争和愿望的自我阐明（批判哲学）”（同上）。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年鉴》预期的动力不应在于教条地捍卫某种立场，哪怕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应在于阐明真正的社会斗争并在这些斗争中表明立场（参见同上）。同样在9月，马克思撰写了他的两部分文章“论犹太人问题”。

当卡尔和燕妮·马克思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并搬进他们的第一个住所时，燕妮已怀有四个月身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燕妮·卡罗琳·马克思，昵称小燕妮（Jennychen），于1844年5月1日出生。随后的几个月里，除了继续研究，马克思主要忙于与其他流亡者建立联系，这些人大多是1789年和1830年革命后政权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海涅是《德法年鉴》的撰稿人之一，该刊最终只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其中除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外，还包含马克思与卢格的通信，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赫尔维格（Georg Herwegh, 1817–1875）和莫泽斯·赫斯等人的文章。由于卢格生病，该卷主要由马克思负责和编辑，结果只包含了德语文章，因为编辑们未能成功争取到合适的法国作者。印数约为1000份，但在普鲁士的传播遭到审查制度的阻挠。随后，马克思与赫尔维格建立了友谊，并在恩格斯发表《年鉴》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开始与恩格斯通信。由于卢格对共产主义发表了反对意见，双方发生了争执，这也导致了他们合作关系的解体。

受到恩格斯文章的启发，马克思于1844年春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广泛阅读并摘录了较新的著作——其中包括斯密、李嘉图、萨伊和詹姆斯·穆勒（参见 Chronik 1934, 21）。所谓的“穆勒摘要”和在此期间产生的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经济学哲学手稿》；I, 2, 187–438 / 40, 465–588）标志着马克思深入探讨经济问题的第一个时期（参见 Quante 2009, 209 ff.）。与此同时，并与此紧密相关的是，马克思继续致力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批判，并计划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

1844年夏天，马克思首先会见了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在随后的多次会面中，马克思用“黑格尔主义”“传染”了他（Chronik 1934, 23），并在巴黎杂志 Vorwärts!（《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卢格的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对该报编辑工作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马克思的另一篇文章（“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新的内阁命令的图解”），同样以批评改革的语调，于8月中旬在同一刊物发表。在1844年的个人交往中，虽然还应提到从8月开始与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 1814–1875）的接触，以及从11月建立的与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 1817–1887）和海因里希·比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 1820–1878）的相识，但最重要的莫过于8月底至9月初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度的约十天时间，当时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途中来访。在这几天里，两人发现彼此在所有理论领域都意见一致，从而为他们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石。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一本主要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该书于1844年11月写成，并于1845年2月以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为题由出版商约瑟夫·吕滕（Joseph Rütten）出版。

马克思在1844年底继续进行他的经济学研究；从这时起，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资本主义经济各个方面的根本性批判将成为他的核心关切。然而，这种后来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之所以未能迅速完成，是因为马克思由于其最新的出版活动，不仅成为了审查制度的目标，还遭受了个人迫害。因为普鲁士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对付马克思，它首先阻碍他的出版活动，继而促成他与其它自由派作家一道被驱逐出法国。受影响的包括《前进报》的创始人和发行人，以及作为《德法年鉴》发行人的马克思和卢格；最终，所有这些作者在普鲁士之外也成了新闻审查的受害者。马克思曾在巴黎自以为对此类干预是安全的，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驱逐令，但随后不得不在1845年1月底的一周内离开该国，同时被禁止返回普鲁士，否则将面临逮捕。不同于之前《莱茵报》被禁时他只是在模糊的意义上被怀疑，现在的他是普鲁士的直接目标和公开的国家敌人。这实际上注定了马克思相对平静的流亡生涯的结束；如果他此后还想在欧洲大陆生活和工作，而不放弃他在巴黎岁月里形成的政治信仰，特别是共产主义信仰，那么他就必须更加具体地投身于反普鲁士的反对派活动中（参见 Sperber 2013, 150–152）。


1845 –1848：布鲁塞尔

当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此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还在处理巴黎的家务事宜时，马克思已与海因里希·比尔格斯（Heinrich Bürgers）一同前往布鲁塞尔，并于二月初抵达。马克思向比利时当局声明不发表关于当前政治问题的言论，在此地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撰写了所谓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IV, 3, 19–21 / 3, 5–7）。恩格斯后来称这份文件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I, 30, 162 / 21, 264）。恩格斯直到四月才抵达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继续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直至1845年年中左右。此时马克思没有固定收入，他的家庭成员中现在还包括了冯·威斯特华伦（von Westphalen）家族的前管家海伦娜·德穆特（Helena Demuth，1820–1890），他必须通过私人借款、认购款支付和微薄的出版稿酬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从出版商莱斯克（Leske）那里获得了一笔预付款，用于计划中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到了年底，出版商催促完成手稿，并在三个月后因面临出版禁令的威胁而解除了合同，随后还要求退还预付款，但未能成功。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不仅推迟了这项一再着手的研究计划的完成，最终甚至使其变得不可能。

1845年7月和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前往伦敦和曼彻斯特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他们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里通过进一步的阅读度过了这段时间，但在伦敦也结识了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的成员以及早期社会主义者威廉·克里斯蒂安·魏特林（Wilhelm Christian Weitling，1808–1871）。在像该同盟这样的主要处于秘密状态的协会中，欧洲许多城市的反对派、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活动家们在此聚会和组织起来。至少在暂时未被当局察觉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直接交流，讨论各自对所经历的政治现实的看法，并最终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其他组织联合起来，规划共同的政治干预行动。马克思在柏林时期就已经拥有了这类圈子的经验，但在布鲁塞尔的几年里，他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家和战略家之一。

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劳拉（Jenny Laura，唤作劳拉）于九月初出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最新一卷的《维甘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esschrift），其中也包含了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文章。他们决定以《莱比锡宗教会议》（Das Leipziger Konzil）为题，撰写一篇详尽的论战文章来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这份手稿在1846年年初之后进行了重组，最初增加了关于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部分，后来又扩展了更多章节；这样形成的文稿汇编最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为题而闻名。将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章节独立出版的计划，因最初有意愿的出资人退出而宣告失败。

从1846年春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以他们所主张的批判的科学共产主义为基础，亲自推动国际共产主义宣传。为此，他们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见 Chronik 1934, 31），并通知了他们在巴黎和伦敦的联系人，同时请求支持。该委员会此后定期聚会，编写并收集关于政治局势的报告（通讯），建立并加强与其他秘密团体的联系，从而筹备一个广泛的政治志同道合者的联盟，特别是马克思希望让这些人为政治斗争宣誓效忠。这种对共产主义政治运动轮廓的塑造，始终包含着针对其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批评，例如针对魏特林和格吕恩（Grün），这些批评经常针对个人的著作和言论。在建设阶段，虽然未能成功争取到普鲁东（Proudhon）作为法国的通讯员，但在伦敦发起一个通讯委员会的进展却很有希望，那里除了（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外，还存在一个（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在那里，主要是手工业者海因里希·鲍威尔（Heinrich Bauer，1814–1851）和约瑟夫·莫尔（Joseph Moll，1813–1849），以及职业革命家（Sperber 2013, 156 语）卡尔·沙佩尔（Karl Schapper，1812–1870），支持建立通讯委员会并支持布鲁塞尔方面的事业。后者随即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之间的信件往来中，要求他们的伦敦伙伴一致反对“哲学的”和“感伤的”共产主义；此外，还提出了举办一次全科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讨论。这里的一致性应通过就他们拥有“来自原本自己阵营的共同敌人”达成谅解来实现，这主要是指赫尔曼·克利盖（Hermann Kriege，1820–1850）。虽然伦敦方面驳回了被视为傲慢的尖锐语气，但提议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

1846年8月，恩格斯迁往巴黎，以加强由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发起的宣传工作。他从那里多次联系马克思，特别是报告他与格吕恩和普鲁东支持者的斗争。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并参与了《反克利盖通告》（Zirkulars gegen Kriege）的发布。签署者们——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最紧密的合作者，魏特林除外（马克思随后与他决裂）——通过这份通告反对由赫尔曼·克利盖编辑、在纽约出版的《人民论坛报》（Volks-Tribun）（MEW 4, 3–17）。这封严厉的私人信件的主要原因是在内容上与那些出版物划清界限，即克利盖冒充为共产主义的、对工人产生“极度败坏道德”影响的“虚幻的情感狂热”（同上）。

到了年底，一方面因恩格斯的报告，与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特别是与沙佩尔发生了冲突。此前还在通信讨论的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未与布鲁塞尔委员会协商的情况下被召集，这在年轻的网络内部被视为一种冒犯。另一方面，马克思阅读了普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1846年10月出版），并感到有必要直接撰写一篇论战文章来反对其中阐述的社会主义观念。他在这一著作上——这是他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出版物——又工作了半年多，最终以《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为题，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以法文出版（德译：《哲学的贫困》；MEW 4, 63–182；更详细内容见第 II.A.7 章，关于其背景见第 II.B.1 章）。

1847年2月，马克思与受伦敦正义者同盟及当地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的约瑟夫·莫尔就该同盟的改组进行谈判。提交给马克思的提议是，布鲁塞尔方面应加入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行列，他本人应在以批判共产主义为导向的重新调整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月，卡尔和燕妮·马克思的长子查尔斯·路易·亨利·埃德加（Charles Louis Henri Edgar），唤作“穆施上校”（Colonel Musch）出生（参见 Wheen 1999, 179）。

当马克思还在撰写反对普鲁东的著作时，遭到了卡尔·格吕恩的猛烈批评，对此他在四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该声明首先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上，随后发表在《特里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上。马克思在这里也寻求明确的立场，支持战斗的共产主义而非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他打算稍后单独出版一份详尽的版本，但起初找不到出版商，直到1847年9月才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Westphälischen Dampfboot）上刊印。这虽然证明了发表此类个人论战文章的困难，但也同时表明，马克思在那个时期几乎作为作者出现在所有民主和共产主义导向的出版机构中。在与普鲁东和格吕恩的辩论中，他重拾了曾导致他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主题，并以尖锐的、强调唯物主义理论和革命动力的语调进行了阐述。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主要因缺钱未能亲自参加，但由恩格斯和多年的战友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1809–1864）代表出席。大会决定将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将起草其基本纲领。

同年夏天，作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继任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布鲁塞尔区部成立，马克思当选为区部委员会委员。八月底，他与从巴黎回来的恩格斯一起成立了隶属于布鲁塞尔区部的“德意志工人协会”（Deutsche Arbeiter-Gesellschaft）；九月，“民主协会”（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成立，最初由恩格斯代替马克思担任副主席一职。马克思于十一月接任此职。早在八月，便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编辑达成协议，该报将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寄来的所有稿件；马克思于九月在该报发表了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并于十月和十一月发表了针对时事评论家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的系列文章，题为《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史。驳卡尔·海因岑》（MEW 4, 331–359）。同样在九月，《民主工场》（Atelier Démocratique）刊印了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文章，这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自由贸易大会之后撰写的，他在那次大会上未能获得发言机会。——这些是马克思的一些组织和出版活动，证明了他日益密集的政治参与。

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与其母亲协商，支取他父亲遗产的（另一）部分款项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汇款于1848年2月到账。

马克思参加了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无疑应被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的成功，因为大会最终采纳了他们的纲领性和策略性原则，并且在他们阻止了坚持摩西·赫斯（Moses Heß）的初稿后，成功获得了起草《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的任务。除了被催促尽快完成的起草工作外，马克思还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举办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座，他在1848年春季将其整理出版。此外，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1817–1897）通知他，伦敦民主派和宪章派的协会已接受了他关于召开国际民主代表大会的建议，他还参加了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巴枯宁（Bakunin）和卡尔·路德维希·约翰·德斯特（Carl Ludwig Johann dEster，1813–1859）被接纳进入协会。马克思于1848年1月底完成了《宣言》，并将其寄往伦敦付印，于2月出版。

1848年春，马克思周围环境中的积极抵抗准备工作也开始密集起来（关于欧洲革命的总体情况，参见 Fahrmeir 2010, 第三部分）。马克思在经济上资助了布鲁塞尔和科隆工人的装备和武装。当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时，比利时当局将其视为间接威胁，这种威胁可能通过来自法国的革命军队的组建或入侵而具体化（参见 Sperber 2013, 214 f.）。此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权限已移交给布鲁塞尔方面，民主协会发布了声援致辞。法国临时政府给予马克思返回法国的许可，正当马克思计划将同盟总部迁往巴黎并处于旅行准备之中时——在1848年3月3日至4日的夜间——被比利时警察逮捕，随即被驱逐出境，连同他的家人受到粗暴对待，最终被押送至法国边境。

马克思前往巴黎，在那里他激活了所有可用的联系，并致力于进一步支持武装无产阶级起义。他让人向他通报科隆的政治局势（MEGA² III, 2, 403–404 和 414–416），并被现已迁至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选为主席——沙佩尔任秘书，鲍威尔、直到三月底才抵达巴黎的恩格斯以及莫尔、瓦劳（Wallau）和沃尔夫为其他成员。活动的重心指向科隆，那里的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四月初，工人开始返回德国；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签署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MEW 5, 3–5），以划时代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题头，连同《共产党宣言》的副本一起交给工人用于鼓动目的。按照三月份已制定的在德国出版一份党机关报的计划，马克思持法国护照经由美因茨回到了科隆。

1848 –1849：科隆 (2)

马克思在恩格斯和恩斯特·德龙克（Ernst Dronke，1822–1891）的陪同下，于四月初抵达科隆，并立即着手准备出版一份新的大型日报。这份《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招股说明书早在四月就已印发，马克思竭尽全力为新报纸招募撰稿人。1848年上半年，欧洲各地和德意志各邦发生了革命起义（参见 Fahrmeir 2010），马克思通过他的亲信（多为马克思组织的协会成员）获悉了这些消息，这也证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影响力是微弱的。

注明日期为1848年6月1日的第一期《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出版了。这份报纸可以被视为1843年被禁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延续，其创办可被视为出版纲领的重启。然而此时，不仅马克思所追求的政治路线更加清晰，政治局势也完全不同了，而且自普鲁东确立新闻自由以来，这份民主派机关报的运作不再受到审查制度的阻碍。这使得该报能够主张建立一个革命的德意志共和国——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可与1792年至1794年的法兰西共和国相提并论——这一倡议受到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的欢迎。

与这些组织之一——科隆工人协会（Kölner Arbeiterverein）——发生了冲突，虽然马克思原则上必须欢迎该协会的存在，但主要因为其主席安德烈亚斯·格特沙尔克（Andreas Gottschalk，1815–1849）不愿接受由马克思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挥。格特沙尔克更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自的家乡竞选议员，虽然他主张建立一个德意志工人共和国，但他——正如对他有重大影响、但本人已于1848年迁往巴黎的赫斯一样——将其视为一个和平、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视为革命剧变的结果。

《新莱茵报》的资金最初由马克思的科隆盟友投资筹集，但也需要反复的努力。马克思自己进行了投资，并于1848年夏末前往柏林、维也纳以及北德意志地区旅行，并与恩格斯一起努力争取恩格斯富有的父亲的资助，但没有成功。尽管新报纸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但借助它，面对不断上升的发行量和广泛的传播，马克思得以在1848年秋确立自己作为有影响力的革命者的地位。他越来越多地参加会议和代表大会，其中包括1848年8月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大会。

《新莱茵报》对三月革命以及随后为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进行政治重组的努力所持的立场，可从1848年6月11日的一篇短文中看出。在《康普豪森内阁倒台》一文中写道（译注：此处原文标题为《Inkompetenzerklärung》，即“宣布无能”，对应MEW篇名为《柏林和法兰克福议会宣布自己无能》相关内容，但下文引文实际出自对此评论）：

“两个议会，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都庄严地把关于自己无能的声明记录在案了。一个议会通过它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的表决，承认联邦议会是自己的上级机关。另一个议会通过否决贝恩德斯议员提案的议事日程的决议，不仅否定了革命，而且明文承认自己仅仅是为了就宪法草案达成协议而被召集的，因而承认了康普豪森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的基本原则。两个议会都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自己。两者都是——无能的。”（MEW 5, 63）

这一尖刻的判词并非针对民主重组的理念，而是针对背叛民主剧变承诺的行为，这种背叛是通过同意改革进程的中央集权化组织而实施的。马克思在这里——这也代表了他在科隆第二时期的特点——表明了他政治观点的反独裁、特别是反普鲁士的攻击方向。这些观点并非根本上的新意，但在1848/49年革命年代的后续进程中，它们演变成了马克思与其他（皆有共产主义动机的）民主活动家之间实实在在的争论点，或者至少对他本人及其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兰克福的九月动乱是保罗教堂议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紧张局势的后果，这在科隆运动中也产生了后果。《新莱茵报》持续报道起义和冲突，发表了对起义者的声援声明，危机的加剧被理解为持久变革的机会。然而，原定于1848年9月25日举行的第二届莱茵民主主义者大会被取消，原因是科隆工人协会主席约瑟夫·莫尔被捕，但他随即被工人解救。随后，莫尔以及恩格斯、德龙克和威廉·沃尔夫离开了科隆；《新莱茵报》的出版推迟到十月中旬。在报纸复刊时，马克思发表了一篇关于科隆革命的报道，其中不仅严厉批评了沙佩尔和贝克尔（Becker）的被捕，还特别批评了其他报纸对事件的描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克思不仅从一场因涉嫌违反新闻法而提起的诉讼中胜诉并得以强化，他还必须照顾恩格斯——他寄钱给身在瑞士的恩格斯并保证他的忠诚；他还必须处理避免报纸破产的问题，因为已无法支付排字工和印刷工的工资。鉴于1849年1月的普鲁士议会选举，他成功地致力于推动工人协会反对资本主义政权。同年四月，他与当地民主委员会决裂，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工人组织联合会（参见 Sperber 2013, 234）。他的报纸刊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MEW 6, 397–423），这是他经济学研究的浓缩版，专门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一呼吁恰逢普鲁士政府在保罗教堂宪法颁布后加强专制攻势，并于1849年5月扩展到科隆。在附近的波恩、杜塞尔多夫以及在恩格斯的大力参与下的伍珀塔尔，发生了起义，而在马克思领导下的科隆工人协会反对这些起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在1849年5月仍被指控参与准备起义，并以此为借口，虽然马克思曾努力恢复在其布鲁塞尔时期开始时放弃的普鲁士国籍，但他被宣布为在普鲁士不受欢迎的人。至此，《新莱茵报》的命运已定，马克思在最后一期出版当天（1849年5月19日）离开了科隆。

燕妮·马克思在离开科隆的那个月里努力出售家具和变卖其他贵重物品，这说明了家庭极其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马克思与恩格斯沿莱茵河而上；六月初，马克思独自抵达巴黎，而恩格斯则从宾根继续前往巴登，马克思的家人也于七月初抵达巴黎。马克思直接与他在共产主义工人协会中的亲信取得联系，并在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的支持下筹集了急需的资金以维持生存。在巴黎，他被迫声明自己仅出于研究目的在此逗留（参见 Chronik 1934, 76–77），同时他写信给恩格斯，谈及计划在柏林出版一份政治经济学月刊。他在巴黎的家庭生活条件不允许继续停留。作为被诽谤的不受欢迎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也没有稳定局势的前景。因此，他在八月继续前往伦敦。他的家人——燕妮此时已身怀六甲——在几周后随他而去。


1849 –1852：革命之后

当时，伦敦——这个马克思将在此度过余生的地方（尽管他刚抵达时可能并未预料到这一点）——是一个欧洲大都会。虽然它没有巴黎或之前的柏林那样令马克思向往的知识界圈子，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室却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佳的基础。同时，作为工业发达的英国首都，当时的伦敦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从1849年9月起，来自四面八方的政治流亡者聚集在伦敦，他们被这里自由和宽容的态度所吸引，而这正是那些受到反革命威胁的人们所欢迎的（参见 Sperber 2013, 244–245）。

马克思抵达伦敦后，依然遵循着一种习惯性的、两部分的模式：他重新建立与盟友的联系，并制定出版计划。在这个新的活动场所，对他而言，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的活力，与继续推行出版一份政治经济学期刊的计划同样顺理成章。在期刊方面，他在向拉萨尔（Lassalle）等人寻求支持后，于11月成功与汉堡的西奥多·哈根（Theodor Hagen, 1823–1871）达成协议，计划从1850年起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在这份销量并不太好的期刊的首几期月刊中，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作为多部分系列文章在此发表（I, 10, 119–196 / 7, 9–94）。

自抵达伦敦以来，马克思就致力于帮助流亡者，主要是通过1849年11月成立的“德国流亡者社会民主主义援助委员会”（参见 I, 10, 553 ff. / 7, 543 ff. 中的文件）。这里的首要任务是为新来者提供经济支持，但这其中的政治意图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再次）与工人教育协会（Arbeiterbildungsverein）建立了密切联系，该协会曾是正义者同盟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持组织之一。然而，随着欧洲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很明显，在伦敦恢复活动至少在最初必须秘密进行。

在个人生活方面，从1849年秋天起，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这不仅仅是因为极度紧张的经济状况。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带着孩子（燕妮、劳拉和埃德加）并在海伦娜·德穆特（Helena Demuth）的陪同下抵达伦敦，并于11月5日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亨利希·吉多（Heinrich Guido）。1850年11月19日，当她再次怀孕时，她刚满一岁的儿子——一直受痉挛折磨且身体虚弱（参见 Wheen 1999, 167）——夭折了。这个打击还远未平复，下一个孩子弗兰齐斯卡（Franziska）于1851年3月28日出生，却在4月14日夭折；当时家里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安葬她（参见 Sperber 2013, 261）。雪上加霜的是，同年，也就是1851年6月23日，管家海伦娜·德穆特也生下了一个儿子，哈里·弗雷德里克（Harry Frederick, 1851–1929）；这个被送往寄养家庭的男孩的父亲最初没有公开，直到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承担了父亲的名分——而马克思本人才是生父（参见 Wheen 1999, 171 ff.; Hosfeld 2011, 87–88; Sperber 2013, 262）。

从1850年起，马克思逐渐与伦敦的潜在政治盟友，以及科隆的维利希（Willich）和沙佩尔（Schapper）决裂，后两者先是接管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席职位，随后却将他们之前的支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开除。一方面，在这段陷入个人和政治孤立的时期，他回到了经济学研究中，并重新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撰写文章，这次不是作为有影响力的编辑，而是作为欧洲通讯员。这从1852年起为他提供了一笔微薄但固定的收入，而且鉴于他文章的受欢迎程度，收入甚至略有增加（参见 Hosfeld 2011, 88；文章见 I, 12–14 / 9–13；见章节 II.C.8）。

这一时期，马克思逐渐从政治激进主义中撤退，转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他的撤退是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和前景存在分歧，同样也是由于与科隆的共产主义者的个人决裂所致（Sperber 2013, 265–6）。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评论共产主义阵营之间这些有时演变成残酷冲突的争执的，在以《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为题收集的充满论战性传记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文件（见 I, 11–12 / 8）。具体而言，科隆的共产主义活动家陷入了特别的困境，他们受到普鲁士当局的监视、迫害，并从1851年5月起以密谋反对政府的罪名被捕并被单独监禁。在1852年10月和11月进行的审判中（该审判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至少在开始时是因为它被导演成普鲁士最后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反对派的展示），彼得·诺特荣（Peter Nothjung, 1821–1866）和赫尔曼·亨利希·贝克尔（Hermann Heinrich Becker, 1820–1885）等人被判监禁，他们两人都曾与马克思保持密切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底撰写了一份后来以《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为题匿名发表的、并非中立的事件描述（I, 11–12 / 8, 405–470）。——同年，马克思还撰写并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该文发表在美国杂志《革命》（Die Revolution）上（I, 11, 96–189 / 8, 115–123；参见 Brunkhorst 2007）。

1853 -1859

1848年革命与科隆共产党人审判之间的动荡岁月，让马克思对所希望的政治剧变的前景感到幻灭。暴力的颠覆尝试未获成功，马克思所预言的因极端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变革也没有出现。因此，马克思甚至考虑发表一份公开声明，以此与所有党派关系和活动保持距离（参见 Sperber 2013, 292）。这份声明并未发表，但他确实进入了一个政治消极阶段。相反，他的精力流向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工作，主要是作为经济发展的观察者和评论员。

1850年代，马克思一家继续遭受命运的打击。1855年4月6日，深受喜爱的儿子埃德加在父亲的怀中去世，年仅八岁（参见 Wheen 1999, 216–7）。这个家庭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尽管同年1月女儿艾琳娜（Eleanor）出生了——她是所有在伦敦出生的孩子中唯一活过童年的。两年多后，在燕妮最后一次怀孕后，另一个孩子的死产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除了致力于18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外，马克思还通过一系列报刊文章积极参与政治讨论。例如，他撰写了题为《帕默斯顿勋爵生平》（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Lord Palmerston）的系列文章（发表于《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1853年10月至12月，以及删节版于1853年10月至1854年1月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见 I, 12, 393–442 / 9, 353–418），这是对英国大臣约翰·坦普尔（John Temple）的一种批判性传记，同时也是反俄的政治陈述和与西方政治体制的清算（参见 Sperber 2013, 305–312）。这几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其中包括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和西方政治家态度的有时是尖刻的评论，他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7月14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责后者表现出“懦弱”（I, 12, 200–209 / 9, 164）。这可以解读为对不久后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事态发展的预见性陈述，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作为紧跟时代政治事件的批判性评论员之远见卓识的证明。

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从8月起以俄亥俄人寿保险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Company）破产为开端从纽约蔓延开来（参见 Sperber 2013, 320 ff.），加强了马克思关于严重经济危机将导致剧变的诊断。他对恩格斯简直是欢呼雀跃地谈论这些事件，并从此加速了他的经济学研究，汇总了前期工作，并在短时间内撰写了直到1939-1941年才在莫斯科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EW 42）出版的著作（见章节 II.A.8；关于《大纲》的创作另见章节 II.B.3.1）。在这个高强度工作阶段的尾声，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勾勒了一个包含六卷本经济学论著的总计划（参见 Hosfeld 2011, 91），但这并未以此形式付诸实施。然而，主要以笔记形式，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多版本（见章节 II.B.3）。

1859 –1871

马克思在1850年代已从政治激进主义中撤退，转而扮演政治评论员的角色。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的政治组织生涯将再次复苏，与此同时，他也继续从事基础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撰写工作。1859年，由于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的提议，马克思短暂参与了《人民报》（Das Volk）的编辑工作，从而与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等政治活跃圈子建立了新的联系。在整个1860年代，马克思为该协会的活动贡献了关于经济学和其他主题的讲座。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样如此——评论了撒丁战争（Sardinischer Krieg），并特别针对拿破仑三世对他所评估的德国构成的危险表明了立场。从马克思在此背景下汇编的对德国政治的观察中，也产生了政治论战书《福格特先生》（Herr Vogt）（I, 18 / 14, 381–686）。在这本书中，再次以政治评论和个人清算的口吻，这次是针对1848年革命的一位前左派，卡尔·福格特（Carl Vogt, 1817–1895）被指控为法国皇帝的间谍（详细内容参见 Sperber 2013, 331 ff.）。

在围绕卡尔·福格特的辩论背景下，马克思与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之间的联系也在1860年代初恢复，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会面和共同出席的活动。拉萨尔因其著作《以弗所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而享有盛誉，他向马克思提议共同创办一份具有《新莱茵报》精神的报纸。在这一新计划的过程中，马克思前往柏林。双方未能就期刊的实施达成一致，主要是因为拉萨尔不愿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挤到次要位置。这种分歧在拉萨尔访问伦敦时继续存在；虽然拉萨尔帮助马克思度过了经济难关，但他们在政治目标上的分歧依旧，合作通过此终结。拉萨尔回到德国，并于1863年5月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该组织成为了社民党（SPD）等社会民主党派前身的对手。拉萨尔致力于工人事业，但他自己——这也是他与马克思的分歧之一——并没有放弃对君主制国家的坚持。他于1864年因决斗受的伤而去世（参见 Friederici 1985）。鉴于拉萨尔的受欢迎程度，关于他可能成为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有力竞争者的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参见 Berlin 1996, 152 ff.）。

马克思曾于1862年申请一家铁路公司的商业职员职位未果，尽管有恩格斯不间断的、有时是救命的支持，这几年他的经济状况依然紧张，但在1863年和1864年，他继承了两笔遗产。他与母亲疏远多年，母亲于1863年11月30日去世，这对马克思的影响远不如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于1864年5月9日的去世。虽然他实际上从未在没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下生活过——同时他也总是将可用的资金，有时是大笔款项，投入到出版项目或支持政治抗议中——但现在开始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时期。马克思一家利用第一笔遗产从1856年搬入的格拉夫顿台（Grafton Terrace）搬到了梅特兰公园（Maitland Park）的一所房子里；他们用第二笔更为丰厚的遗产布置了新家，从而为马克思提供了一间宽敞的书房，政治会议也将在那里举行（参见 Wheen 1999, 265 ff.）。然而，直到1870年，当恩格斯出售了他在曼彻斯特家族企业的股份并保证以后定期向朋友提供生活费时，马克思的经济状况才真正稳定下来（参见 Wheen 1999, 349 f.）。

1864年9月，在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Edward Spencer Beesley, 1831–1915）主持下于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Working Mans Association），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出席了成立大会，但并未进一步露面；后来他才晋升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娶了马克思大女儿燕妮的查尔斯·龙格（Charles Longuet, 1839–1903）也是国际的成员。在国际内部，大家也分享了对林肯反对奴隶制战争的热情，马克思认为“反奴隶制的战争是工人阶级力量发展的新纪元”（马克思致林肯，MEW 16, 19）。马克思成为纲领委员会成员，并于1864年10月撰写了《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I, 20, 3–13 / 16, 5–13），与《共产党宣言》相比，这份宣言更为克制。在这里，他不作为革命者，而是作为工会政策必要性的理论家担任领导角色。作为对约翰·韦斯顿（John Weston）的内部争论的回应（韦斯顿是威尔士早期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的追随者，主张扩大自治生产合作社的理念），马克思于1865年发表了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Lohn, Preis und Profit）的演讲（II, 4.1, 385–432 / 16）。他在演讲中强调了以工会组织对抗形式进行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最终晋升为国际的思想领袖。此后，国际也将自己视为现有条件下的改革力量，并主张实行工人十小时工作制等。

马克思在国际中的崛起——该组织定期在他书房的小圈子里举行会议——恰逢他在撰写《资本论》，其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这部作品的这一部分，他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几十年，并为此撰写了一系列前期工作和中间产物，于1866年完成，从而为工人运动提供了其奠基性著作（参见 Heinrich 2005; 2009 和 2013）。

正如其名称所示，国际在1860年代末从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吸引了大量人员，后来又扩展到奥地利、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相比之下，德国的发展较为滞后：由拉萨尔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直到1867年才同意这些原则，而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SPD的前身）从一开始就认同国际的原则。1868年，主要由巴枯宁（Bakunin）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也提出了加入申请；马克思对这一扩展持有顾虑，担心国际可能会在巴枯宁的影响下分裂，这种顾虑最终被证实是正确的。在此期间，爱尔兰和英国工人之间的争端也威胁到了国际基层组织的团结。

1870年的普法战争转移了人们对这些内部争端的注意力。然而，当战争的目标从推翻路易·拿破仑转变为征服行动，且国际的法国流亡者前往巴黎建立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时，马克思面临着背离为自身阶级组织而斗争的危险。马克思最终支持了公社社员的努力，其中包括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1–1911），他曾是普鲁东的追随者，后成为国际成员，并从1868年起成为马克思二女儿劳拉的丈夫（关于马克思与拉法格的关系，参见 Wheen 1999, 290 f.）。1871年5月，法国政府粉碎了公社，这个在局部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遭遇了突然而血腥的终结。

马克思随后撰写的关于《法兰西内战》（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的文章（I, 22, 179–226 / 17, 313–365）使他在国际媒体上获得了关注，但这更多是一种批判性的疏远。虽然国际现在短时间内被视为一股政治力量，但随着公社的解散，其实力和支持度都受到了损失。1871年格莱斯顿（Gladstone）政府承认英国工会，使得国际的代表权变得多余。马克思努力采取战略行动，但这导致了与巴枯宁的冲突，巴枯宁指责马克思如果掌握政权，会像国际所反对的人一样专制。1872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亲自参加的大会）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被开除出国际（关于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争论，参见 Marshall 2010, 280–283）。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内部所谓的某些分裂》（Die angeblichen Spaltungen der Internationale）（MEW 18, 3–51; 见章节 II.C.6）中否认分裂，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出国际意味着该组织终结的开始；两大阵营之间爆发了继任权之争。由马克思领导的派系的中央委员会虽然奉恩格斯之命迁往纽约，但国际最终于1876年7月在费城解散。

1872 -1883

这十年里，马克思再次进行了高强度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同时并未放弃《资本论》的写作（在国际结束后他最终从中抽身），这在健康方面对他造成了损害。特别是皮肤问题、非常令人不适的痈（长在一起的脓包）以及反复出现的严重疲劳，虽然没能阻止他完成《资本论》，但后来让他付出了代价。因此，他未能撰写出版商在第一卷交付后就催促的《资本论》另外两卷预告的卷次。第一卷在1870年代就已经出了第二版，并被翻译成俄语（由巴枯宁翻译，1873年）和法语（1875年）。

1874年，由于打算去卡尔斯巴德（Karlsbad）疗养，且作为无国籍人士在德国领土上面临被捕的风险，他申请了英国国籍，但由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活动以及对英国王室缺乏忠诚而被拒绝（参见 Wheen 1999, 356–366）。1860年代初，在拉萨尔的支持下，他还曾试图（重新）获得普鲁士国籍，但也未获成功。因此，自1845年被驱逐出普鲁士直到生命尽头，他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

即使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后续卷次的工作——这些卷次由恩格斯从马克思的遗稿中整理并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但他并未放弃作为政治评论员的角色。1875年，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性声明的长篇著作：《哥达纲领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I, 25, 3–25 / 19, 13–32；见章节 II.C.7）。

一篇对重构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很有趣的著作写于1879年至1881年之间：即《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 19, 355–383）。这篇著作应被解读为对瓦格纳针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的个别批评点的回应，其中包含了一些关于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的澄清。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死于支气管炎的并发症，这种病使她卧床数周，并使她甚至无法见到同样患病的丈夫（参见 Wheen 1999, 376）。马克思因此失去了他忠实的伴侣，她在数十年奔波、孤立、流放以及部分时期极度贫困、希望破灭和个人悲剧的日子里，从未离开过他的身边。从这时起，他自己也饱受支气管卡他（Bronchialkatarrh）的折磨，并最终死于此病。当两人前往怀特岛休养时，现年26岁的女儿艾琳娜陪伴在他身边。1882年，马克思进行了他最后一次旅行，从伦敦经巴黎和马赛前往阿尔及尔，回程经过蒙特卡洛（参见 Krysmanski 2014）。回到伦敦后，他既没有恢复健康和体力，也没有免于命运的打击。他经历的最后一次打击是女儿燕妮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她死于对马克思隐瞒已久的膀胱癌，这也是她在第六次怀孕期间所患的疾病。燕妮·龙格（Jenny Longuet）留下了除了她的丈夫（自国际时期以来，她一直与丈夫一起致力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婴儿期夭折——但更留下了一位悲痛欲绝的父亲。当小女儿艾琳娜将小燕妮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在1882年深秋似乎还在恢复，但随后病倒，最终失去了求生意志。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家人陪伴下其去世，并在一场只有11名吊唁者出席的小型仪式上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天也陪伴在他身边，他发表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词，赞扬了马克思的人格和成就，并以“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Sein Name wird durch die Jahrhunderte fortleben und so auch sein Werk!, MEW 19, 337）这句话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恩格斯不仅负责《资本论》另外两卷的编辑工作，还致力于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见章节 II.2）。

恩格斯悼词中的结束语已成为现实，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恐怕连这位忠实的伙伴也无法预见马克思著作的接受和影响具有几乎史无前例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本手册随后的章节将首先按著作（见章节 II）和主题（见章节 III）分类展示其作品的核心方面，并追溯最重要的接受路线（见章节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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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马克思的文本和文学遗产的出版史——正如其部分创作过程一样——是漫长、复杂且在某些方面有些混乱的。有些作品至今未出版，而另一些，包括核心著作，至今仍缺乏符合版本文献学标准的历史考证版。幸运的是，自1975年以来，马克思的著作正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2] ）的形式，按照现行的版本文献学标准，并附带能对其进行历史和系统上恰当解读与定位的科学工具书，以完整和原本的形式出版。该版本预计还要15年才能完成，因此目前尚未有可靠版本的马克思所有核心著作问世。MEGA [2] 的版本在目前可能的情况下，构成了本手册的基础。

在此无法也不应提供关于马克思版本和研究的文本基础问题的详细综述（详见 Sperl 2005）。相反，我们将在此局限于两个观点：一方面指出不同的文本类型及其相关的有效性主张，另一方面简要探讨几个例子，以展示版本文献学基础对马克思著作恰当研究的相关性。

文本类型与有效性主张

MEGA [2] 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著作、文章和草稿，第二部分专门用于《资本论》及其前期工作，第三部分包含书信往来，并且首次包括了通信对象的信件。第四部分首次出版了所有的摘录、笔记和旁注，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手稿遗产将有32卷，与著作部分一样篇幅巨大。

不难看出，这种分类既不依据著作的学科归属，也不依据作者留下的加工程度。因此，第一部分包含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政治著作，但也包括马克思从事写作活动之初的新闻作品。第二部分是按主题编排的，包括所有被归入马克思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文本；它们总共涵盖了1857年至1895年的时期。马克思积极参与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际”；此外，很大一部分学术讨论是在广泛的学术通信框架内进行的。因此，信件也是恰当解读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文本类型，对于重构其思想发展史方面尤为重要。

尽管如此，仍需注意文本类型，这一点在研究文献中并非总能得到遵守。例如，马克思在信中回复关于其理论普遍要求的询问时所作的澄清性陈述，其论证地位不应等同于在详尽的学术文本框架内构想的概念。同样，他在一些前言和后记中著名的、大多是概括性的陈述和图式化或纲领性的草案，必须谨慎解读，并将其回溯到详尽阐述的文本及其政治/时代历史背景中。马克思那些更多用于论战性划界或日常政治争论的文本——以及信件——其背后的批判概念不同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中所设想的概念。为了描绘出马克思著作恰当的整体图景并解释某些张力，必须注意这一点；当然，即便如此，人们恐怕也无法完全消除其全部作品内部的张力甚至不一致性。

MEGA [2] 第四部分包含了马克思在广泛的文献研究中制作的摘录。虽然早期摘录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其中经常能找到马克思的评论和个人思路，但在这种评论较少的后期摘录中，我们可以洞察马克思的工作方式。此外，这些摘录记录了他创作不同阶段所探讨的主题领域，例如他深入的自然科学研究。就马克思创作的晚期而言，这些摘录甚至是唯一流传下来的文件。这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其工作和主题背景的机会，这些背景可能为其理论著作的解释提供重要的解读线索。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第四部分出版的笔记本，它们允许人们一窥马克思思想的“作坊”。仅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存在于这样一个笔记本中，因此属于该笔记本的事实语境。传统的将其归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做法因此至少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能阻碍了对马克思这些提纲的恰当解读。

三个著名案例

然而，在解释时不仅要注意不同的文本类型，因为它们伴随着不同的有效性主张。如果要获得恰当的解释，还必须注意文本的加工程度。关于这一方面，MEGA [2] 的四个部分没有区别对待；在前两个部分中，可以找到从手稿和片段式草案到未完成的文本，再到已出版著作的几乎所有加工状态。不过，各卷中的文本发展过程都在文本批判附录中得到了全面展示，因此马克思文本的所有关于完成度或修订度的相关信息都有记录。最后，在此举三个著名的例子，以不同方式说明为何经过版本文献学厘清的文本基础对于恰当解释马克思著作是不可或缺的。

(1) 就对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发展至关重要的、1844年流亡巴黎期间创作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言，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版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俄国举办的第一版未完成的历史考证版全集框架下，该文本于1932年在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作为第一部分第三卷以编者拟定的标题《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同年，该文本以另一种形式和不同的编者标题在莱比锡的Alfred Kröner出版社出版：作为齐格弗里德·兰茨胡特（Siegfried Landshut）和雅各布·P·迈耶（Jacob P. Mayer）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一卷中的“国民经济学与哲学。论国民经济学与国家、法、道德和市民生活的联系”。

在自1975年起出版的MEGA [2] 中，除了自1932年以来存在于第一版全集以及著作集中的版本外，还有一个符合原始手稿的第二版本。后者不仅清楚地证明该文本绝非代表了适合出版的修订状态，而且还将核心文本元素，特别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附论，重新置回马克思论证的原始语境中，从而使得其中的一些思考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去世后很快——主要也是受工人运动背景下的政治需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消除替代性理论方案的明显努力所驱动——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将马克思的思想展示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一种建立在严格科学基础上的封闭的新世界观。因此——《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编者们努力赋予马克思的文本一种比实际情况更具决定性的形态。消除这种印象不仅意味着清除编辑的人工产物，也有助于瓦解这种已完成的思想大厦的暗示。但这对于以科学上恰当的方式对待马克思思想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2) 关于马克思出版计划的信息——这些计划不仅众所周知地拖延，而且经常变更——对于恰当解读其文本非常重要。在某种形式上，可以通过它们确定与理论总体布局相关的概念性决策。例如，正如MEGA [2] 第二部分所证实的，我们今天归纳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就是这种情况。正是针对这一研究计划，一方面值得怀疑的是，这里是否始终贯穿着一个允许称之为理论草案的总体构想。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基于遗留手稿的选编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有充分理由认为，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类型及其方法论结构的理解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并不一致。因此，具有核心意义的是，现在可以在MEGA [2] 第二部分利用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基础的马克思完整原始手稿进行比对。此外，各种由马克思部分修改过的第一卷版本和译本也触手可及。

(3) 在其他情况下，出版计划的变更归因于外部环境导致的出版可能性变化，从而改变了相关著作的整体性质；例如，命运多舛、最终未能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情况。该文本也在1932/33年以两个不同版本出现：作为第一版全集第一部分第五卷，于1933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合作社出版；以及1932年在Kröner出版社由兰茨胡特和迈耶编辑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第二卷中出版。

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不同，这次不仅编者标题相同，而且文本形态也大体一致。但这绝不符合原始手稿，而是在其文本构成和安排上遵循了追溯至恩格斯的需求，即在这部著作中看到新科学世界观的基础。直到1971年，在汉斯-约阿希姆·利伯（Hans-Joachim Lieber）和彼得·富尔特（Peter Furth）编辑的《著作集——文章》第二卷中，达姆施塔特的科学图书协会出版了一个版本，该版本对之前出版的版本持批判态度，并且特别是在对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至关重要的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一章中，更接近原始手稿。2003年，柏林Akademie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一卷中，根据MEGA [2] 新准则编辑的一些核心文本组成部分的版本面世，主要是费尔巴哈章，即此前在20世纪30年代的版本中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题产生巨大影响的那部著作。

由于这部对马克思理论构建至关重要的著作的最终历史考证版尚未问世，我们在本手册中决定，在介绍马克思著作时以迄今流传的文本版本为基础，尽管我们很清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编辑的人工产物，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编者的需求。在我们看来，目前这是唯一的选择，不仅因为权威版本尚未出版，还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这种——肯定不忠实于手稿的——形态在接受史上具有核心意义，因此将来也必须予以考虑。尽管如此，可以预见历史考证版将引发修正，因为这部著作的性质甚至可能更多是一种论战性干预，而非学术论文。正如本导言第一部分所暗示的，这将不仅改变论证的语境，还会改变该文本的证明目标和有效性主张。当然，这只有当《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新的MEGA [2] 框架下出版时才能断定。届时恰当的解释性反应应当如何，必须由未来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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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显而易见，一本马克思手册如果不对他长达数十年的旅伴、朋友、支持者、政治战友和合著者生平与著作进行至少简要的回顾，是不完整的。相比之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较少成为传记历史或政治思想史描述的独立主题（参见例如 Iljitschow 1973; Henderson 1976; Carver 1989; Green 2008; Hunt 2013）。恩格斯经常只作为配角出现在马克思的传记中。尽管如此，鉴于马克思的学术和政治活动以及他经常陷入的拮据财务状况，恩格斯仍被描绘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盟友。虽然也有关于这两位人物的个别传记描述，证明了对两者生平感知的紧密交织（例如 Gemkow 1981; Carver 1983）；但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通常也占据首位，他的成就往往被赋予相对突出的地位。正如马克思传记一样，恩格斯传记也无法从产生它们的当代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中剥离出来。一个例子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于1970年在民主德国出版的传记，该书对恩格斯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如下评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制定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独立贡献。他通过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学说领域的决定性认识和新的科学发现，丰富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哲学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应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制定、语言学和美学基本问题的阐明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绩。« (IML 1970, 7–8)

独立考察恩格斯生活中的事件，甚至对其影响进行彻底的重构和评价，都超出了本附论的要求。此外，此处不试图就恩格斯对马克思写作和政治活动的发展与形式的贡献程度进行某种特定的论证。相反，在恩格斯在许多方面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伙伴和朋友这一难以反驳的假设下，这里旨在汇集关于恩格斯生平和影响的最重要数据。这既着眼于恩格斯自己的学术著作和政治活动——即独立于马克思及其活动而产生的部分，也着眼于他们的合作。要彻底涵盖恩格斯的著作并追溯其多层面的国际接受史的描述，恐怕需要一本单独的手册。

1820 –1844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于巴门，是纺织厂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796–1860）和妻子伊丽莎白·弗朗齐斯卡·莫里蒂亚·恩格斯（本姓凡·哈尔）九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青年时代深受其父亲的商业活动和维系其父母的虔敬派精神的影响。小弗里德里希最初就读于巴门市立学校，但在14岁时转入附近埃尔伯费尔德的文理中学，该校支持求知抱负，导向自由主义，被誉为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在那里，恩格斯的语言天赋和他对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热情得到了特别的培养（Hunt 2013, 30）。1837年，在父亲的命令下——同年父亲离开了家族企业，与两名荷兰兄弟戈特弗里德和彼得·埃尔门成立了埃尔门与恩格斯公司（Ermen & Engels）——恩格斯在高中毕业考试前离开了文理中学，以便在父亲的企业开始商业学徒培训（Carver 1989, 6 ff.）。因此，他不得不暂时埋葬学习法律并进入国家服务部门甚至自己成为作家的计划。

1838年夏天，恩格斯被派往不来梅他父亲的出口商公司继续深造。他在那里的职业活动主要包括处理国际信件；但他同时也获得了对出口业务运作、贸易惯例和关税制度的深刻见解，从而获得了关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机制的详细知识（Hunt 2013, 41）。办公室里有条不紊的流程，加上远离家乡也脱离了父亲的监管，使他能够投身于不来梅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社交生活。他上舞蹈课，参与学生的击剑活动，加入合唱团，并且不仅因为他的魅力、俊朗的外表以及自信的举止，他还拥有众多的女性崇拜者（Hunt 2013, 42 ff.）。同时，在这几年里，他也开始对政治话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参与其中，同情主要受路德维希·伯尔尼（1786–1837）影响的自由主义文学运动“青年德意志”，并发表了第一批文本。

虽然他的第一批诗歌——例如发表在《不来梅闲谈报》上的《贝都因人》——没有取得巨大成功，但他以笔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在卡尔·古茨科（1811–1878）主编的《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新闻作品却引起了共鸣。这些作品也包括《乌培河谷来信》（I, 3, 32–51 / 1, 413–432），他在信中描述了他家乡地区工人的悲惨处境（Carver 1989, 39 ff.）。像许多自由主义思想者一样，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35）也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对宗教和社会批判探讨的具体形式还有待形成。同样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自学黑格尔哲学（Hunt 2013, 60 ff.）。

1841年春，恩格斯回到巴门，但很快就放弃了家族企业中的职位，并于秋季在柏林的普鲁士皇家卫队炮兵第12连报名服兵役。除了他并不太喜欢的军事训练外，恩格斯致力于哲学研究，并特别与一群青年黑格尔派——其中包括布鲁诺和埃德加·鲍威尔兄弟、麦克斯·施蒂纳、卡尔·弗里德里希·科彭和阿诺德·卢格——建立了迅速升温的联系，该团体被称为“自由人”（Hunt 2013, 79）。他继续发表较小的文学和新闻作品。

1842年11月，服完兵役后，他在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首次见到了卡尔·马克思。尽管恩格斯已经为这份由马克思作为主编负责和领导的报纸撰稿，但在这次会面中，由于恩格斯属于“自由人”团体，马克思将其视为正是他此刻试图疏远的那些青年黑格尔派的盟友。因此，这次会面在个人层面上显得相当冷淡，但结果是恩格斯继续被聘为撰稿人。恩格斯从科隆前往英国，并在1842年12月即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英国社会和内政的文章。

恩格斯第一次在英国的长居主要是在曼彻斯特度过的，他在家族企业的一家工厂的管理部门工作。同时，他关注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并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两项活动都将产生结果：前者的研究融入了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55, MEW 2, 225–506; 参见 Henderson 1976, 43 ff.; Hobsbawm 2011, 89 ff.），后者的研究融入了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 I, 3, 467–494 / 1, 499–524），该文发表在由卢格和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

1843年春，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结识了爱尔兰女工玛丽和莉迪亚（唤作利齐）·伯恩斯，他与她们保持了终生的关系（Hunt 2013, 133 ff.）。——同年他还建立了政治组织联系，与设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取得联系，并结识了海因里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此外，他还参与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和空想社会主义刊物《新道德世界》的工作，并与宪章派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1817–1897）以及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结下了友谊。

1844 –1850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并与马克思在那里度过了十天，这奠定了他们近四十年的亲密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一个起点是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这坚定了马克思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决心；除了理论和政治观点外，他们还拥有共同的敌人，这在他们1845年出版的第一部合作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中得到了体现（Carver 1983, 51 ff.）。

从这时起，恩格斯开始发表公开演讲，并与莱茵省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摩西·赫斯也是其中之一。1845年4月，他移居布鲁塞尔，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后也搬到了那里。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汇集和组织共产主义反对派，特别是通过1846年2月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见第一章）。除了推动政治志同道合者和积极分子的国际网络化，他们的活动内容始终还包括针对其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个人批评。他们在春季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但最初未能找到出版商。

随后，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前往巴黎，继他和马克思于1847年初加入“正义者同盟”后，于1847年6月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缺钱无法出席。在这里，恩格斯始终充当他与马克思共同主张的观点和诉求的代表。这一年他们的活动还包括在布鲁塞尔创立“德意志工人协会”，此外恩格斯还参加了布鲁塞尔民主派的宴会，会上成立了民主协会（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他代替马克思担任了副主席一职。1847年，恩格斯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辩论和文学的文章以及《共产主义原理》（MEW 4, 361–380; 参见 Hunt 2013, 196 f.），这些文件记录了他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纲领进行系统性奠基和宣传的努力。

从1847年11月底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摩西·赫斯提交的草案被否决后，受委托起草新纲领。由此产生的最终由马克思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出版。作为对担心发生的积极抵抗的反应的一部分，恩格斯已于1848年1月底被驱逐出巴黎。

4月，恩格斯也回到科隆待了几个月，并担任《新莱茵报》的副主编，马克思担任主编。在这几个月里，恩格斯撰写了大量主要针对时事政治和革命行动的评论。然而，9月底，由于面临被捕的威胁，恩格斯不得不离开科隆，经布鲁塞尔和法国前往瑞士（IML 1970, 201 ff.）；直到1849年1月他才回到科隆，随后积极参与了乌培河谷的起义（Hunt 2013, 232 ff.）。

1849年5月《新莱茵报》最后一期出版后，恩格斯和马克思离开科隆前往德国南部。马克思再次迁往巴黎，恩格斯则加入了威利希志愿军，并在对处于极度劣势的革命军队而言损失惨重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担任副官作战（Hunt 2013, 238）。在随后于瑞士的逗留期间，他在日内瓦结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

1849年8月，马克思抵达伦敦，恩格斯于11月才随后赶到，并立即被吸纳进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参与其重组工作。同时，他参与了由马克思领导的新的出版计划《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该刊物共六期，于1850年3月至11月在汉堡出版。1850年11月中旬，恩格斯最终回到曼彻斯特，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里，他在埃尔门与恩格斯家族企业工作，最初担任襄理，1864年起成为合伙人。这使得此时也开始学习俄语和军事学的他获得了足够丰厚的收入，从而能够不断资助在伦敦几乎身无分文的马克思及其家人。

1851 –1869

从1851年秋季开始，恩格斯承担了马克思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欧洲通信员的部分义务；其中包括他在1851年10月至1852年10月间发表的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报道和分析（I, 11, 3–85 / 8, 5–108），以及为《布雷斯劳新奥德报》和在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撰写的文章。同时，他继续研究斯拉夫语言、文化和文学，并支持由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查尔斯·琼斯（1819–1869）主编的报纸《人民纪事》（Notes to the People）。

1850年代末，一直作为国际事件分析家和评论员活动的恩格斯参与了在纽约出版的《新美国百科全书》的工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并撰写了匿名发表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MEW 8, 225–268）。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恩格斯亲自为促进该书的接受做出了贡献（Carver 1989, 237）。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参与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人民报》的工作，借此他们与政治积极分子和工人教育协会的外围建立了新的联系。这些繁多的政治和新闻出版活动是恩格斯在埃尔门与恩格斯公司的职责之外承担的，也对他造成了损害——这在马克思的传记中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上了发烧、失眠和抑郁症（Henderson 1976, 207; Hunt 2013, 304）。

1860年，恩格斯两次前往巴门，一次是因为父亲去世，在继承安排中，除了丰厚的薪水外，他还商定获得了公司利润百分之十的股份；另一次是探望重病的母亲（IML 1970, 358及682）。同年及随后几年，他为《军事总以此报》、《兰开夏郡和柴郡志愿军杂志》撰稿，并作为对美国内战的评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撰稿。

1863年1月，恩格斯的长期爱人玛丽·伯恩斯在曼彻斯特去世（Hunt 2013, 304 ff.; Carver 1989, 153 ff.）。多年来，恩格斯通过实行双重生活，包括维持平行的家庭，向外界隐瞒了他与伯恩斯姐妹玛丽和利齐的关系。他始终无法将他对这两位普通爱尔兰女工的倾心与他在商业环境中所需的社会表现协调起来（关于这点的详细内容参见 Hunt 2013, 257 ff.; IML 1970, 260 f.; Henderson 1976, 207 f.）。

在随后的几年里，政治组织参与以及新闻和学术活动未曾中断，且产出日益增加。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Working Mans Association）在伦敦成立，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是其核心人物之一。1865年，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I, 20, 71–108 / 16, 37–78）在汉堡出版；1866年，他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德国战争的思考》的普奥战争系列文章（I, 20, 71–108 / 16, 167–189）。1867年9月，在历经多年断断续续、受尽各种逆境干扰的工作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出版，恩格斯欣喜若狂。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发现这一阶段的结束，这“事情的整个转折……令人无比高兴……；首先是为了你自己，其次是为了你特别也是为了你的妻子，第三是因为这确实是时候让这一切好转了”。而他自己，被日常商务折磨得筋疲力尽，写道，他“除了从这该死的商业中解脱出来，什么也不渴望，它浪费我的时间，让我完全堕落。只要我还身在其中，我就什么也干不了”（MEW 31, 293）。马克思作为回报，毫不掩饰他的感激之情：

»没有你，我永远无法完成这部著作；我向你保证，我的良心总是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是因为我的缘故，让你把你的卓越才华主要浪费在经商上，让它生锈，而且 into the bargain [此外] 还要分担我所有的 petites misères [小苦恼]«（MEW 31, 296 f.）。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恩格斯匿名发表了多篇广告和评论，以吸引人们对这部著作的关注。

1869年6月30日，随着结束在埃尔门与恩格斯公司的工作，恩格斯迈出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并视为解脱的一步（Hunt 2013, 7）。随后，他与伴侣利齐·伯恩斯、马克思及其小女儿爱琳娜一起游历了爱尔兰；一项计划中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宏篇描述仅留下了残篇（I, 21, 181–219 / 16, 459–498）。

1870 –1883

1870年9月，他移居伦敦，作为一个富裕的人在离马克思很近的地方定居下来。从此，他将智力和组织精力完全投入到新闻和学术工作以及政治活动中，这里只能列举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值得强调的是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军事）进程的文章，这些文章于1869年7月至1871年2月发表在《派尔·麦尔公报》上；系列文章《论住宅问题》以及《流亡者文献》，分别于1872年6月至1873年3月以及1874年至1875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I, 24, 3–81 / 18, 209–287 和 I, 24, 365–378 / 18, 519–567）；汇集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标题下的文章，于1880年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并于1882年以德文题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I, 27, 583–626 / 19, 177–228）；以及在工会报纸《劳动标准》上发表的多篇社论（I, 25, 246 ff. / 19, 247 ff.）。从1873年到1883年，恩格斯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这是对“辩证法基本规律”及其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阐述；相关草图和手稿直到1925年才在莫斯科出版（I, 26, 5–553 / 20, 305–570）。在1876年至1878年间，他致力于撰写针对国民经济学家欧根·杜林（1833–1921）的著作，该书即著名的《反杜林论》。它最初在《前进报》上连载，并于1878年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在莱比锡作为书籍出版（I, 27, 217–483 / 20, 1–303）。

在政治活动中，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背景下的共同投入尤为突出。其成立大会于1871年9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举行；恩格斯成为总委员会成员以及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IML 1970, 685）。同年，他们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5月被血腥镇压的巴黎公社。针对在外界看来可能损害国际声誉的内部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5月在日内瓦发表了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MEW 18, 3–51; 见第二章.C.6），但也无法阻止随着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而开始的该组织终结的开端。

1875年3月，恩格斯致信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支持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并同样寻求与拉萨尔派政治路线保持距离（MEW 19, 3–9）。187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I, 25, 171–185 / 19, 150–166），其中他们强调了《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持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从9月底开始，他们成为在苏黎世出版的非法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

1870年代，恩格斯的家庭遭遇了两次丧亲之痛。首先，他的母亲于1873年10月意外去世，此前他还与她就如何评价巴黎公社的处理方式进行过有争议的通信（IML 1970, 396 f.; Hunt 2013, 336）。其次，利齐·伯恩斯于1878年9月12日在伦敦去世；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一天与她结婚，从而满足了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使其多年关系合法化的愿望（Hunt 2013,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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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1895

1883年3月卡尔·马克思去世时，恩格斯一如过去几十年那样陪伴在他身边，成为了此刻已严重缩减的家庭圈子中的一员。在马克思的葬礼上，他发表了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演说，预言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将流芳百世（I, 25, 411 / 19, 337）。对他自己而言，人生的新阶段由此开启；在这一阶段，除了自身的政治和学术活动外，他不再仅仅是伙伴和朋友，而是马克思著作的编辑者、捍卫者和代表。

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1884年于苏黎世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I, 29, 3–114 / 21, 25–173）中，恩格斯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早期形态上的应用。同样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争论的持久主题的，是1886年首次发表的文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I, 30, 122–162 / 21, 259–307），其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修订版在附录中还包含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此外，他通过1890年在德文版《新报》（Die Neue Presse）上发表的文本《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I, 31, 179–209 / 22, 11–48），继续对国际政治进行评论。他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首先发表于《1892年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 pour 1892），随后于1892年1月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发表（I, 32, 88–100 / 22, 245–260）。同年，他为其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撰写了一篇新的长篇导言，该导言也发表在《新时代》上（I, 32, 109–128 / 22, 287–311）。在恩格斯晚期的​​新闻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欧洲可以裁军吗？》（I, 32, 209–233 / 22, 369–399），以及1894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论文《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和《法德农民问题》（I, 32, 277–299 及 308–327 / 22, 447–473 及 483–505）。

作为编辑，恩格斯负责了1885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1894年第三卷的出版，并分别为其撰写了序言；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的各种译本撰写了序言和导言说明。针对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负责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语首版，恩格斯也在1885年贡献了一篇序言。此外，最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上发表的他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也在1885年作为独立出版物与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同发行（I, 30, 89–108 / 21, 206–224）。最后，他在1892年为《国家科学手得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撰写了一篇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简短传记（I, 32, 182–188 / 22, 337–345）。这是继1878年在《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上发表的那篇之后（I, 25, 100–111 / 19, 96–106），恩格斯撰写的第二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凭借其作为伙伴和合著者的身份，恩格斯不仅作为一位并非完全中立、但凭借自身专业知识而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思想捍卫者出现，而且运用明确无误的修辞力量，以帮助其同伴的贡献获得认可和传播。

从1889年起，恩格斯支持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该大会于7月14日开幕，并以第二国际的名义运作。当1890年9月《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所谓的“反社会主义法”）废止时，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便畅通了。恩格斯密切关注社会民主党的进一步发展，并与卡尔·考茨基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保持密切关系。为准备爱尔福特党代会，他向党执行委员会发送了他的意见书《对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I, 32, 42–54 / 22, 225–240）。1893年，恩格斯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会议，并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致闭幕词。

1895年，恩格斯开始筹备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并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撰写了导言。

1895年初夏，他最后一次逗留在伊斯特本（Eastbourne）的疗养地，在那里，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Eleanor）和劳拉（Laura）等人探望了他。8月5日，恩格斯因食道癌和喉癌在伦敦去世，享年74岁。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一则简短讣告中，他被描述为“卡尔·马克思的终生挚友，以及自马克思逝世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Hunt, 2013, 467）。

大卫·P·施魏卡特（David P. Schweik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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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论文与前期准备

马克思于1839年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并于1841年提交给耶拿大学，随即获得通过（关于产生和流传情况，参看MEGA² I, 1, 879–887）。然而，直到1902年，该文才从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稿中整理出版（Mehring 1902）。提交给耶拿大学的手写副本已散佚。其他版本见于MEGA¹ I, 1, 1，但MEW 40在编辑上特别有价值，其文本基于对手稿的重新审视，包含了前期准备工作的全文，并将引用转换为现代引注格式。如今更新的版本是MEGA² I, 1,7–91 / 40, 257–372。与论文主题相关的还有马克思在论文准备阶段整理的材料（MEGA² IV, 1, 5–152 / 40, 16–116）：马克思是在缺席（in absentia）的情况下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的，尽管他从未去过耶拿。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普鲁士的政治局势（参看Steiger 1976），或者是耶拿的博士授予程序比柏林更简单（参看MEGA² I, 1, 882）。这篇博士论文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尽管它对伊壁鸠鲁的研究成果已不再代表当前学术前沿，但其方法论非常现代。与直到20世纪许久之后许多人文学科的博士论文不同，这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为它已经包含了一个脚注系统，并具备清晰的引用和考证方法（参看Schmidt 1969）。

现存文本是一个残篇。此外，这大概是最终提交给耶拿大学之前的版本。该论文由一篇序言（I, 1, 13–15 / 40, 261–263；另见新序言的残篇，I, 1, 92 / 40, 309）、一份目录（I, 1, 19 f. / 40, 264 f.）、两个主要部分（I, 1, 21–58 / 40, 266–305）和注释部分（I, 1, 59–91 / 40, 310–373）组成。第一主干部分的最后两章缺失（参看I, 1, 4 f. / 40, 664）。附录仅存残篇（在MEGA²中不属于I, 1的正文集，而是见于IV, 1, 151–152；参看MEW 40, 306–308）。所有涉及该论文的文本和笔记都汇编在MEW 40的一卷中。论文题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前两个部分主要处理这一问题。在附录中，马克思从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的论战角度探讨了伊壁鸠鲁的神学（参看普鲁塔克2011年的著作《隐居生活是明智的吗？》）。

论文的选题既有哲学史的动机，也有体系性的动机。一方面，马克思希望通过伊壁鸠鲁（以及古代怀疑派和斯多葛派），让人注意到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之外的哲学替代方案。以此为意图，他预告了一部更大的著作（I, 1, 13 和 23 / 40, 261 和 268），其目标是考察这些哲学流派中可被发现的“自我意识的完整构建”（I, 1, 22 / 40, 267），正是因为它们背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衔接了早期的自然哲学家（I, 1, 22 / 40, 267）。这部著作马克思从未着手撰写。另一方面，他追求两个体系性的目标：首先，他梳理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理论的差异，以彰显伊壁鸠鲁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其次，马克思视伊壁鸠鲁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从而将其视为思辨哲学（即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参看I, 1, 23 / 40, 268）的替代方案。因此，除了体系性和历史性目标外，马克思还追求那些从今天的角度可以被称为元哲学的目标。

自我意识哲学与思辨哲学的区别何在？据马克思所述，对伊壁鸠鲁而言，哲学思考的目标在于达到一种他称之为“不动心”（Ataraxie）的意识状态（I, 1, 31 / 40, 277）。例如，哲学并非脱离实践目的的自然观察，因为“不动心”是意识的不可动摇性以及对生活和世界的坚定信心（I, 1, 53 f. / 40, 300 f.）。这种意识状态等同于幸福（作为古代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锚点，I, 1, 54 / 40, 301）。哲学是灵魂的治疗。不安是由于思辨的错误观念、概念和理论进入意识而产生的。

此类不安源头的两个例子是：（1）在第二部分的第五章中，马克思探讨了天体学说（星象，I, 1, 51–58 / 40, 297–305）。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在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乃至整个希腊文化中，天体都是值得崇敬的，并在其超越时间的体系性（非生成的、不朽的、不可分的）中代表着现存的理性。对马克思而言，这种理性对人类意识拥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人们出于恐惧崇拜天体（I, 1, 37, 52 和 54 / 40, 283, 299 和 301），人的愿望可能与天体的运行相抵触（I, 1, 52 / 40, 299），而自然哲学假定永恒规律具有必然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和冲突（I, 1, 29 / 40, 274 和 275）。最后，神话在叙事上强化了这一趋势（I, 1, 54 / 40, 301）。

（2）在第二部分的第四章中，马克思探讨了时间理论。在原子论学说中，时间被排除在世界的本质之外（I, 1, 48 / 40, 295）。它被移入意识之中（同上）。相反，对伊壁鸠鲁而言，时间成为“现象的绝对形式”（同上）。意识内容的更替就是时间：因此，人的感性本身体现了时间（I, 1, 50 / 40, 296）。重构伊壁鸠鲁得出其时间理论的论证过程是复杂的。然而，最终对马克思而言，人的感性是唯一的知识标准（I, 1, 50 / 40, 297）。在感性中，世界本身获得了意识。自然作为知识的客体，在意识中自为因地成为了被知晓的东西（同上）。抽象理性必须首先脱离世界（这期间可能发生各种错误），然后哲学家必须重新重构世界（这期间又可能发生各种错误），而伊壁鸠鲁的感觉主义据马克思看来有两个优点：（1）自然非常轻易地将自身呈现给我们认知（“在听闻中，自然在听闻其自身”，同上）；（2）在伊壁鸠鲁那里——与其他经验主义理论相反——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I, 1, 68 / 40, 328）。因此，从哲学上（2）和实践上（1）来看，伊壁鸠鲁的认识论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I, 1, 31 / 40, 276）。

因此，真正的哲学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意识。据此，人们在伊壁鸠鲁那里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或主体性理论。它是作为一个未经反思的（但朴素的）事实被预设的，而去探寻其概念本质，在伊壁鸠鲁看来则属于思辨哲学的范畴。相比之下，他的方法是现象学的（I, 1, 54 / 40, 301），同时也是实用主义的（I, 1, 67, 38, 6, 57 / 40, 327, 328, 284 和 304）和感觉主义的（I, 1, 26 / 40, 271）。因此，伊壁鸠鲁在他的学说中结合了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个方面。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意图，简要解释伊壁鸠鲁认识论中的“影像”（eidola，小图像）——正如马克思所处理的那样——是有助益的（亦参看Epikur 1990）：许多不同种类的原子穿过宇宙下落，并通过其运动方向确定什么是“下方”（（1）下落运动）。它们相互碰撞，因为原子总是偶然地偏离其轨道（（2）偏斜运动）。因此原子相互撞击并形成聚合物（（3）撞击、弹回和钩连）。在聚合物中，原子保持其下落运动，因此导致所有聚合物发生震颤（（4）palmos/震颤）。由此，聚合物不断剥落外层的原子层，这些原子层以思维般的速度离开聚合物（（5）同（3））。这些原子层本身就是聚合物，被称为“影像”。当它们投射到我们的感官器官上时，便使感官运动起来（（6）同（3））。由此产生思维过程（（7）同（3））。

从第3步开始，没有增加新的解释原则，因此在后续所有步骤中，实体在解释层面是同一的（参看I, 1, 37 / 40, 282 f.；哲学作为具体的总体性，I, 1, 68 / 40, 328）。作为物质实体，“影像”是马克思眼中作用于我们的现实中的对象。而作为现实的有结构的表现（“照片”），它们同时又是观念实体。思维的运动和世界的运动因此不仅是必然地（即：合乎规律地），而且是认识论地（即：合理地）相互联结的。因此，伊壁鸠鲁是马克思后来对具体现实的兴趣以及对唯物主义的强调的一个可能源头。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和体系性兴趣，无论是在他后来构想自己与黑格尔的关系背景下（见下文第2节），还是着眼于他的方法论发展（见第三章.C.8），都显得势在必行。此外，伊壁鸠鲁将哲学作为一种共同的和平等的生活形式来实践，并在这种作为某种友谊联盟的生活形式中，看到了针对希腊化世界政治现实的一种社会批判性的对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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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843年3月至8月间，马克思重新思考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和方法的态度，并由此发展了他的批判。虽然这部著作的导言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参见 I, 3, 2 / 1, 378–391），但著作本身在他生前并未出版。初版于1927年出现在MEGA [1] I, 1, 2中。在MEGA [2] 中，该文本如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题提供（I, 2, 3–138）。在MEW中，该著作以《黑格尔国法批判》（§§ 261–313）为题出版（MEW 1, 201–333）。现存手稿有39印张；然而第一张已经遗失。因此，该文本仅以残篇形式存在。此外，这不是一个论证连贯的文本，而是对黑格尔国法一段内容的逐段评注，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257–360）。

下面将把马克思的四个批判点作为主题单元归纳在一起。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些单元既不存在于大纲结构中，也不作为连贯的论证存在。这种重构并不意味着恰好只有这四个批判点。因为它们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马克思与唯心主义的疏离。因此，人们完全可以从中识别出少于或多于这四个方面的批判。

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指责黑格尔进行哲学思辨（I, 2, 8; 21; 38; 43 和 97/1, 206; 235; 238; 242 和 292）。马克思脑海中浮现的表述，用现代语言可以表达为：>历史想要……< 或 >进化确保了……<。当黑格尔谈到 >现实的理念< 时，他将其作为现实中的作用法则，赋予其主观或个人的意图（I, 2, 7/1, 205 f.）。理念从自身走出进入 >有限的领域<，以便在回归自身时再次成为自为的（>降低自身<，I, 2, 9 和 18/1, 207 和 217）。理念与现实彼此区分地对立，但在相互依赖中又彼此联系。真正的现实变成了 >现象<（I, 2, 8/1, 206），这种现象要么用于图解说明，要么作为人们在哲学思辨（即纯粹理论）之后所关注的对象。现象是 >任意的东西<，黑格尔对此不再有科学上的兴趣（I, 2, 7/1, 205）。

然而，正是这种任意的东西，马克思认为是具体的，它应当是科学的出发点。因此，在他看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抽象的。哲学家更愿意在他的阐述中停留在理念-现实之中（I, 2, 8 / 1, 206）。黑格尔就这样发展了国家的理念，却从未考察过“国家材料”（I, 2, 7 f. / 1, 205 f.）。由于缺乏与物质的接触，黑格尔的哲学作为抽象哲学始终是晦涩的。国家材料是带有其意图（只要它们作为意志在心理学上是可识别的，I, 2, 35 f. / 1, 236）且进行着行动（I, 2, 7 f. / 1, 205 f.）的经验的人，以及包含在历史法律体系中的社会结构（I, 2, 7 / 1, 205）。现实的主体在黑格尔那里被 → 去现实化了（I, 2, 8 / 1, 206）：它们变成了作为角色的、范例性性格的和萎缩的人物形象。对于马克思来说，这里存在方法论错误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切断了与现实的科学联系（I, 2, 8 / 1, 206）。

如果人们不仅想从这种批判中获得对方法的否定性规定，而且还想获得肯定性规定，那么参见 I, 2, 7 / 1, 205：科学家必须从黑格尔那里仅仅作为现象的 ⟩ 黑暗的自然基础 ⟨ 中获取知识。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以有意识的方式且必然地从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这个论题是双关的：一方面，⟩ 国家 ⟨ 可以指科学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它的社会现实。因此，必须 ⟩ 吸收 ⟨ 经验现实，并且要能够理解其 ⟩ 自身的理性 ⟨（I, 2, 9 / 1, 207 f.）。自然就这样在成功的科学家身上使自己被倾听或被认知（I, 1, 50 / 40, 297）。

与这种方法论批判相结合的是本体论批判。黑格尔想要理解历史、社会状况、发展以及个体。动力和发展在他那里得到了思辨的回响。在黑格尔那里，事物相互转化，从一种东西突变为另一种东西（I, 2, 35 f. / 1, 235 f.）。但这发展始终是抽象的（I, 2, 15 f. / 1, 213 f.），因为它们在 ⟩ 具体 ⟩ 的意义上不是现实的（I, 2, 16 / 1, 214）。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概念的运动需要在世界中具有一种自身的、其他的且现实的“效用”（I, 2, 17 / 1, 215）。在他那里，它们是从理念王国被带到现实王国的（“经验的冲突”，I, 2, 6 / 1, 204；“抽象的现实”，I, 2, 17 / 1, 215）。这种带入最终是有缺陷的，因为具体事物只被“形式地”把握了（I, 2, 18 / 1, 216）。

此外，黑格尔缺乏一种能够解释现实的科学逻辑。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本体论方面的批判也可以解读为逻辑方面的批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抽象的理念必须被实现才能成为具体的理念。但这实现并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运动发生的。他的批判有不同的方面。一方面，马克思想要完全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将逻辑构想为可经验验证的理论（I, 2, 18 / 1, 216f.）。另一方面，具体逻辑中的必然性（I, 2, 19 / 1, 217）无非就是经验社会因果性意义上的律则性效力（参见 I, 2, 17 / 1, 215 以及反向推论：I, 2, 36 f. / 1, 237）。

最后，黑格尔理解市民社会的国家：在思考其对象时，他与对象成为了朋友。他的理解（由于方法论、本体论和逻辑上的错误）同时也是一种肯定的辩护（谅解）。这里可以看到理论异化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其他方面还有：通过表述令人感到陌生的东西，并不能扬弃异化（I, 2, 88 / 1, 283）；理论错误作为论证上的不连贯是“迁就”（I, 2, 105 / 1, 300；参见 I, 2, 61 / 1, 260）；虽然黑格尔想创造知识，但他只是在想象（I, 2, 131 / 1, 327；参见 I, 2, 40 和 51 / 1, 241 和 249）。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比其他对手的批判少了一些讽刺、论战和嘲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始终是他哲学的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立足点。我们可以这样积极地表述他的批判：作为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在方法论上这样陈述他的科学，使语言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既通过本体论也通过历史的逻辑相适配，以免陷入幻想从而未能实现其政治功能。

一个重要的系统性问题在第一个批判点中就能立刻看出来：社会科学家从中获取并未之获取知识的材料，其基础要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似乎一度想到了个人的个体心理动机。但在其他地方，他又想到作为行动者的复杂且动态的社会实体（即家庭、国家、阶级、社会、关系、历史）。无论如何，马克思需要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心理学。一种合适的社会心理学，其解释和有效性要求必须像逻辑中的必然性和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普适性那样强大。否则，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要求，它仍然只是“应用数学”（I, 2, 52 / 1, 250）。


3 《德法年鉴》中的文章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由马克思与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共同编辑，仅出版了一期（1844年）。该杂志的诞生源于马克思与其在《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共事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间的决裂。该项目是在两位编辑于1843年流亡巴黎后启动的。《年鉴》的出版之所以未能继续，一方面是因为审查制度阻碍了其传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与卢格之间发生了决裂。在该卷中，除下面将要重构的两篇文章外，马克思还作为参与者出现在与卢格、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通信集中。

3.1 论犹太人问题

通过《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一文，马克思回应了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探讨。这里涉及的是犹太人在社会特别是国家中的社会和法律融合问题。这一主题也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被作为讨论宗教与国家关系的范例。在此语境下，宗教一方面包括作为个体宗教公民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包括其作为教会或社区意义上的法律和社会组织形式。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一问题之所以超越宗教在社会中的意义而具有相关性，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它来理解社会群体的解放，以服务于他的历史观和革命观。这篇文章是对布鲁诺·鲍威尔两本书的书评。它撰写于1843年10月至12月之间，并刊载于《德法年鉴》上。全文已出版于 MEGA² I, 2, 141–169 和 MEW 1, 347–377 等处。

这场部分令人困惑的辩论之所以激烈，源于各种问题丛结：

首先，必须区分国家、社会和私人领域。因为通过法律和团体机构，国家统治着社会和私人领域，并界定其自身、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以及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主权国家和法律对国家内的一切拥有暴力垄断权。

其次，横亘于这一区分之上的，是关于宗教或宗教徒地位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社会中存在着作为个体和不同社会群体精神生活意义上的各种宗教；另一方面，除国家之外，还存在作为法律实体的教会，有时甚至存在国教。宗教生活有时力图在社会或私人层面以此对抗国家。公民也许希望在独立于国家的宗教机构的社会框架内自由地信奉其宗教，或者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信仰视为私事，并希望作为个人宗教自由来对抗国家和教会以捍卫之。

最后，在关于所谓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解放”（Emanzipation，源自拉丁语 emancipere：从[父]权中释放出来）这一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但它同样具有多义性：因为作为政治解放，它是法律上等级结构的废除以及通过国家法律实现的公民自由。宗教解放作为启蒙，是对神学迷信的克服。人，特别是公民，必须从前现代世界观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宗教自由不仅应被设想为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而且必须必然地能够作为摆脱宗教的自由而存在。最后，马克思还着眼于人的解放，即个体的人在社会关系中应当能够过上一种人的生活。在此，他将“人的生活”理解为一种生活在社会中的生活，这种社会使个体能够发展其类特性（Gattungseigenschaften）。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解放包含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I, 2, 162 / 1, 370）。

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我们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由于我们能够解放别人”（I, 2, 143 / 1, 348）。其论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参看 I, 2, 141 f. / 1, 347 f.）：(1) 如果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甚至都未作为公民获得解放，他们如何以及为何应作为国家仅仅去解放德国犹太人？(2) 如果德国犹太人作为宗教徒只想要获得与信教的德国基督徒相同的权利，他们为何一方面接受德国政治解放的缺失（即不要求所有公民的普遍平等），另一方面却想废除其相对于基督徒的特定的基于宗教的不平等待遇？(3) 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中，一方面，犹太人的未解放带来了作为公民的非宗教的法律特权；另一方面，基督教德意志国家将其内部社会中宗教的对立解释为对基督教的优待和对犹太人的排斥（Fremdheit）。

第（1）和（2）点支持鲍威尔关于政治解放优先性的立场。所有德国人必须首先在国家中作为平等的公民在政治上解放自己，然后才能考虑宗教解放。在第（3）点中，增加了一个关于宗教对立和多元化的方面：它们提出真理和独占有效性的要求，并否认对方的人性，特别是当它们与国家结合时。因为犹太人的宗教不平等给他们带来了相对于其他公民的国家特权，正如基督徒作为国教信徒的宗教不平等给他们带来了相对于作为国家异己宗教信徒的犹太人的国家特权一样。这一点显得奇怪而错综复杂。因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鲍威尔批判的是犹太人问题，从而实际上从根本上批判了作为新人理想意义上的公民解放。因为首先，每个人在当前的国家体制中不是基督徒、犹太人或德国公民，而是人。问题被提错了。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解放就与宗教不再有任何关系。这完全可以按照鲍威尔的意思称为“宗教的扬弃”（I, 2, 143 / 1, 348）。

这种扬弃是在人类精神进一步发展意义上将宗教扬弃为科学（参看“消解”，I, 2, 145 / 1, 350）。这才是主要的。马克思接着展开了他的诊断（I, 2, 143–146 / 1, 348–352）：一方面，鲍威尔非系统地提出了太多关于犹太人的问题，并给出了相互矛盾的回答（参看 I, 2, 154 / 1, 360）。另一方面，他提出的问题又太少，因为他没有在各自民族历史的背景下考察犹太人的解放（I, 2, 143 f. / 1, 349 f.）。此外，他没有提出关于他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的问题（I, 2, 144 / 1, 350，参看 I, 2, 147–155 / 1, 353–361）。

鲍威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格局在此可总结如下：(1) 两者都想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2) 鲍威尔想通过用政治解放（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取代宗教解放来实现这一点。但政治解放首先是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解放。(3) 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它必然是有缺陷的。(4) 只有将人的解放纳入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中，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将个体作为国家的人类公民，超越当前的政治框架进行解放。

为什么马克思在（3）中的评估是正确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解放依然有缺陷，一方面可以间接地从鲍威尔本人身上看出，另一方面可以直接从国家的本质及其政治解放程度中推导出来。因为鲍威尔通过政治解放将宗教因素驱逐到私人领域。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上述格局：鲍威尔希望实现政治解放，然后让获得解放的公民自行决定是在公共层面还是私人层面实现宗教解放（即摆脱宗教或信仰宗教的自由）。因此，他假设即使在解放了的国家中，个体依然是信教的（I, 2, 147 / 1, 353）。个体的私人宗教信仰是当前国家中仅仅政治解放的结果。

然而，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宗教的需求恰恰根源于政治解放对宗教的缺陷。它没有消除那些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公正中受苦的个人的世俗限制。他的例子是美国宗教与分离。那里存在着完善的政治解放，但宗教依然活跃。因此，宗教并不妨碍国家的完善。但既然宗教被判定为一种缺陷，那么这种缺陷必须根源于这个国家本身（I, 2, 146 / 1, 351–353）。政治上解放了的公民的国家，通过对宗教的私人需求，让宗教解放的必要性得以延续。

实际上，解放意味着在私人领域也不再有宗教需求。如果非宗教性是通过国家中介的，那么人只是间接地承认自己是人（I, 2, 147 / 1, 353），因为他在国家的前提条件（存在个体私有者的市民社会的世俗国家）中仍然受到主观束缚（I, 2, 148 / 1, 354 f.）。所谓的世俗国家本身就是宗教性的（一种缺陷），因此个体虽然在公开场合是“无神论者”，但在私下里却有宗教需求（I, 2, 148 f. / 1, 355）。马克思继续追踪这一思想，视其为鲍威尔论证的缺陷，直到得出他的结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解放（I, 2, 155 / 1, 361）。

随后，马克思致力于探讨鲍威尔的一个他认为不一致的论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犹太人有可能在政治国家中获得解放，从而获得人权。鲍威尔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I, 2, 155–162 / 1, 361–370）：马克思查阅了许多法律文本，通过这些文本，鲍威尔的论点被揭穿为显而易见的无稽之谈。然而在此处，鲍威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区分的争论。鲍威尔否认可以赋予犹太人人权，因为他最终将政治解放的缺失视为真正的问题，并认为这损害了国家的法治性。对于马克思而言，当前的国家是一个正义问题，因此他可以描述性地接受犹太人被赋予人权这一事实。但人的解放是一种人性得以充分实现的人类生活状态。这种人性对马克思来说是人权的规范性类比，而鲍威尔认为人权在政治上是不可赋予的。马克思忽略了以下选项：鲍威尔可以轻易地区分人权的描述性理解和规范性理解，从而（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摆脱困境，而不必卷入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区分。

因此，马克思倾向于从政治上构想哲学的系统区分。因为在哲学上，按鲍威尔的意思将人权区分为规范性和描述性理解，与马克思对解放的区分同样有益。但在强权政治上，必须坚持这两种解放构想（按马克思的意思）。在这方面，马克思是一位政治决断论式的“哲学家”（见第 II.A.6 章）。三月革命前后的讨论，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和社会主义及反对性质的所有其他派别，在方法和概念上大多仍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

3.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两个重要的版本是：MEGA² I, 2, 170–183 和 MEW 1, 378–391。这是一篇檄文，马克思借此在当时的讨论中定位自己，并对政治状况进行评估。他的论点是，革命首先从宗教批判（I, 2, 170 / 1, 378）然后从（适当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I, 2, 171 / 1, 379–391）蔓延到德国。因此，这里处理的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即对法哲学的哲学批判——而是强调智识批判的革命意义。

在（由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进行的）宗教批判之后，批判进入了第二个哲学阶段。宗教批判表明，国家产生宗教，从而产生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I, 2, 170 / 1, 378）。谁与宗教斗争，谁就是在与那个以宗教为“精神芳香”（同上）的世界斗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同上）。批判的意图在于使人清醒，从而促使他改变现实（I, 2, 171 / 1, 379）。当宗教批判消解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后，那由摆脱了宗教的心灵的行动所推动的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同上）。这样，批判就从“天堂”降到人间，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同时也变成了政治批判（I, 2, 170 / 1, 378）。

马克思将他的文章视为对此的贡献（I, 2, 171 / 1, 379）。他首先区分了三种批判，其中批判是对历史的智识或科学贡献：(1) 对现状的辩护（历史法学派，I, 2, 172 / 1, 380），(2) 以自身为目的的批判（同上），以及 (3) 肉搏式的批判（im Handgemenge），它激起对现有关系的历史压力（I, 2, 173 / 1, 381）。马克思认为德国的状况是一种时代错乱（Anachronismus）（I, 2, 173 / 1, 382），因为复辟在此起作用，却没有任何东西（即革命）被扭转（I, 2, 171 / 1, 379）。在这方面，法国和英国在历史上更为进步。德国的状况是一出历史的喜剧（I, 2, 174 / 1, 382）。因此，批判是一种助燃剂，从欧洲其他地方作用于德国的状况（I, 2, 174f. / 1, 382f.），因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的观念延续”（I, 2, 175 / 1, 383）。因此，在德国，“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I, 2, 175 / 1, 384）。它是“抽象的”（I, 2, 175 / 1, 383）批判，此前只在“头脑”中滋长（I, 2, 176 / 1, 384）。扬弃哲学，同时意味着实现哲学。

与之相对的是理论政治派（同上），它认为“不扬弃哲学就能实现哲学”（同上）。因此，马克思视他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既是针对德国的状况，也是针对没有实践的科学（I, 2, 176 f. / 1, 384 f.）。马克思的思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批判一旦掌握群众，就成为一种武器和物质力量（I, 2, 177 / 1, 385）。为此，它必须变得激进，即在人身上激发出“实践力量”（同上）。马克思在路德对宗教的扬弃中看到了这一论点的例证（同上）。

然而，德国缺乏革命的土壤（I, 2, 178 / 1, 386），因为这里人们的需求尚未发展到使批判能够发挥其革命力量的程度。德国尚未达到“欧洲衰败的水平”（I, 2, 178 / 1, 387）。因此，德国作为解放的革命迄今为止只是政治的，而非人的（I, 2, 179 / 1, 388）。因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确实已经解放了自己。但这部分资产阶级作为群体（“等级”，同上）尚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因此，革命或资产阶级的解放仍然是政治性的，而没有成为普遍的人的解放。在德国，没有任何一个等级拥有能够行动起来的勇气和天赋（I, 2, 180 / 1, 389）。

相反，在法国，不同的人民阶级（I, 2, 181 / 1, 390）分别视自己为“社会普遍需求”的代表（同上）。因此，在那里，部分的解放通过最终到达那个组织人类生存的阶级而成为普遍的解放（I, 2, 181 / 1, 389, 390）。在德国，连革命的第一步局部行动都缺失了（同上）。

接着，马克思思考在德国该如何推进（同上）。他的回答是，必须将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塑造成一个戴着彻底锁链的阶级，它不再是局部利益的表达，而是反抗针对它的特殊不公。这样，人的完全丧失将导致人的完全通过（同上）。通过涌入德国的工业化，无产阶级开始成长为这一角色（I, 2, 182 / 1, 391）。关于科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得出结论：哲学在无产阶级中找到其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在哲学中找到其精神武器（同上）。通过这种联盟，创造了革命从欧洲蔓延到德国的条件（同上）。


这里是翻译后的内容：

4 早期著作

4.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约在1844年5月初至8月，巴黎手稿在巴黎写成，即人们熟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它是早期著作中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在此既疏远了青年黑格尔派（Linkshegelianismus），又从对当时经济学说的批判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和体系化思维形式。手稿在三个方面是残缺的：其一，在语言上，它始终未完全定稿；其二，在思想上存在缺口；此外，在编辑方面推测也有所遗失。马克思并未打算将其出版，直到1920年代末它们才被发现，并于1932年首次出版（MEGA [1] 1.3.29–172）。如今有两个相关版本可用：MEGA I, 2, 187–438 和 MEW 40, 465–588。

手稿的中心主题是“劳动的有机体”（此表述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的运动》(1843), I, 2, 219 f. / 40, 478 f.）。在手稿中，围绕人类生活中的劳动现象，马克思发展了其经济学（生产力）、人类学（异化）、体系（类本质）和方法论（普遍性）的核心概念。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未名义上采用“劳动的有机体”这一概念，但文本中贯穿了生命隐喻，构成了该著作的哲学联想核心。

手稿主要由三个笔记本（I, II, III）组成。由于文本状况复杂，MEGA中有两种呈现方式。第一种（I, 2, 187–322）反映创作过程，第二种（I, 2, 323–438）反映逻辑和论证结构。文本（按第二种呈现方式）由序言及笔记本I中的四个主题组成：

(1) 工资 (I, 2, 327–338 / 40, 471–483),

(2) 资本利润 (I, 2, 338–351 / 40, 483–497),

(3) 地租 (I, 2, 351–363 / 40, 497–510),

(4)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I, 2, 363–375 / 40, 510–522).

笔记本II仅存“私有财产的关系” (I, 2, 376–382 / 40, 523–529).

笔记本III汇集了对笔记本II特定点的补充：私有财产和劳动 (I, 2, 383–386/40, 530–533),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I, 2, 386–399/40, 533–546),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I, 2, 399–418/40, 568–588), 私有财产和需要 (I, 2, 418–423/40, 546–552), 其他增补 (I, 2, 424–428/40, 552–557), 分工 (I, 2, 429–434/40, 557–562), 最后是货币 (I, 2, 434–438/40, 562–567)。

国民经济学范畴

在第一笔记本（I）中，马克思以蒙太奇的形式将自己的表述与许多国民经济学文献的引文结合在一起。正如MEGA中的第一种呈现方式所显示的（MEGA I, 2, 189–247），材料最初按前三个主题以分栏形式在笔记本的页面上排列。这些分栏在页面上连续标注栏目名称（工资、资本利润、地租）。并非每页的每一栏都有内容。很难在此蒙太奇中看出明确的论证目标或简练的思想脉络。各栏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材料在其中的排列完全留给读者去解读。接近尾声时，呈现出两条可以追寻的思路：

(1) 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时代的大地产通常已处于一种正如大资本和小资本尚待预期的状况（I, 2, 227–234 / 40, 503–510）。第一条思路又有三个维度：(a) 它是关于历史地重构所有制关系的过渡。除了历时维度外，还有 (b) 共时维度，马克思借此关注当前经济中这些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种语言特性，(c) 哲学维度进入了历史和经验的阐述中：“地产”、“地产分割”、“利息”、“资本”等概念成为句子中的主语。至少在分析中，这一思路（科学家的范畴概念运动）遵循了历史的进程，正如在历史编纂学和统计学的经验材料中所能追溯的那样。

(2) 在第一笔记本末尾（I, 2, 234–247 / 40, 510–522），人们可以窥见第一笔记本编排和结构的意义。马克思希望在他的国民经济学（经济科学）中，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的语言和设定的规律出发（I, 2, 234 / 40, 510）。蒙太奇技术可能正是以此为目标。例如，糟糕的国民经济学（这是马克思的诊断）从私有财产出发，并制定关于私有财产物质过程（商品和劳动的交换）的一般规律。从 (1) 中人们已经可以知道，存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它们在历史和概念上相互关联并构建了物质过程。因此，在“好的国民经济学”中应该有既具备理性（逻辑、概念）又具备历史维度的规律。因此，作为“好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必须摆脱其他人的做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从一个国民经济学的、当前的事实出发”，I, 2, 235 / 40, 511）。

在 (1) 中可以找到另一种方法的迹象：人们也可以从涵盖一切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出发，而 (1) 仅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细节。鉴于文本的残篇性质和缺乏读者引导，针对方法论的评估提出三种可能的考量：马克思选择另一种方法，是因为在撰写手稿时，他个人无论在概念上还是作为科学家都无法着手进行全面的处理；因为虽然他从糟糕的国民经济学家出发，但旨在通过教学法将其他人引入他的科学阵营；以及他现在出发的内容事实非常适合表达针对时代和同时代人的道德批判和政治推论的共性。

因此，指向“当前的事实”可能有多种原因，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的视角也存在替代方案。然而，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合理的关于不公正的直觉：工人的贫困。道德批判及其由此产生的政治诉求，构成了他与许多被引用的国民经济学家的共同基础。但马克思通过对直觉的明确语言表达达到了这一出发事实的教学效果。这将最终使他的对手成为哲学和政治上的盟友，并将科学引向其他概念和其他规律性：工人不仅被描述为贫穷和受苦（状态），而且他们工作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穷（发展）。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种表述的动态化既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视角，也符合他论证和概念的哲学发展。

在MEW 40第511页末尾，提到这一事实后，一方面发生了向科学术语的过渡（“随着实物世界的增值，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一过渡与规律层面的引入相联系，这在语言上通过按 (1) 中解释的模式，用“劳动”（使人贫穷）替代“工人”（变穷）来实现：“劳动生产”。即使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与此处的重构不同，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 (2) 的开头通过语言重构和语言层面间的隐性转换，追求着他的国民经济学意图。

“劳动生产”

“劳动生产”这一表述不再直观易懂，需要解释（“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I, 2, 236 / 40, 511）。这里在 (2) 中，引言之后通过“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在概念上提出了这种解释。劳动的有机体——虽然马克思自己避免浪漫主义隐喻，但他熟练地使用语言层面，利用语法上充当主语的非人化名词化形式，以及级联式的重构（参阅“神秘的”，II, 5, 634）——生产了工人的贫困，因为他的劳动在以下四个方面使他异化。异化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伦理核心。

异化劳动首先是产品对工人的异己性。雇佣工人通过其劳动生产产品，但在资本主义中这并非他的财产，而是只有通过他可能用工资购买，才能在所有权上成为他的一部分，从而为他所熟悉。私有财产制度介入工人与其产品之间，将产品归于他人（资本家）。最初工人感到与某一个产品相连，但在资本主义视角下，产品必然对他保持陌生，因为工人获得的是工资而非产品。

异化劳动其次是劳动活动对劳动工人的异己性。他必须工作以求生存（作为强制的劳动：服从资本家，仅作为生存手段）。因此他感到不幸福，只能在劳动之外（闲暇）体验满足。劳动不从痛苦中解救他，只让他能在贫困中继续受苦。最初劳动解救劳动者：谁拾起苹果、咬下并咀嚼（即劳动），谁就平息了他的饥饿（获得满足）。在资本主义中，他生活的两个方面（劳动和满足）彼此隔离。

第三，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使工人同他自己异化。使他同他的类本质异化。本来作为人的工人是x，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使他变成y。最初的情况是：谁劳动，谁就通过自我维持生命而在精神和物质上真正实现自己。人们设定目标，在结构上规划其实现，有针对性地启动过程，从而最终实现目标。在资本主义中，工人为了从购买其劳动的资本家那里获得工资而维持生命。

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也使工人同他人（工人、资本家）异化，从而导致第四个异化方面。劳动不仅使个体同自身（方面1、2）及其本质（方面3）异化，也同个体（方面4）异化：作为个体的人在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劳动追求中变得孤立，因为他们再生产的是自己异化的（方面1–3）生存。

异化

从异化的这四个方面，马克思似乎想获得异化概念的四个规定（I, 2, 236 和 239 / 40, 512 和 515）。尽管它应具有概念上的统一性（例如参阅“后果”，I, 2, 242 / 40, 517），但在文本中它们更多是作为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并列存在。该段落以回归第 (2) 节的开头结束：“我们从一个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I, 2, 242 / 40, 518）。资本主义批判的伦理核心在于导致马克思对异化进行四重规定的人类学假设。异化总是原始统一性的破裂，这种统一性是马克思批判的规范基础。关于这种统一性的概念层面，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让读者处于迷雾之中。但在这一段落中，通过追踪关联性的时刻，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东西：

(1) 人（不是个别的人！）面对自然，并通过劳动为了他（这个类，而非人们）的自我保存而占有自然。作为对立面的自然在概念上与他构成一个统一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I, 2, 239 f. / 40, 515 f.；另见 I, 2, 230 / 40, 506）：自然是未组织的且非这种意义上的生命材料：即作为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材料（参阅 II, 8, 192 f. / 23, 192 f.）。马克思在此也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对奴隶的定义：他是主人的工具，正如主人的手也是主人的工具。手和奴隶的区别仅在于，主人在他的手中拥有“感觉”，因而直接在精神上控制它，而对奴隶只能通过命令间接控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5 f.；《尼各马可伦理学》，8.13）。因此，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劳动同时与自然相连。两者构成一个在资本主义中被异化打破的统一体（“感性的外部世界”，I, 2, 236 f. / 40, 512 和 515）。

(2) 人作为类，不仅在实践和理论上，而且在规范上面对整个自然（I, 2, 239 / 40, 515）：人类这个类作为有生命的类，与自身发生关系，因为它实际上可以这样或那样实现自己，因而与动物不同，它是自由的。人类的类生活在这个三重意义上是普遍的，因而是统一的。人实际上占有整个自然。他作为类生活在所有生存空间中，因为他作为类可以有意识地（即理论反思地）占有各自直接的生存空间。这种占有虽然自由，但在事实上有可能失败，即类的现实（现存）生活不同于其理想生活。在认识论上，这可以从人们从当前的国民经济学事实出发这一点识别出来（I, 2, 235 和 242 / 40, 511 和 518）。人类类生活对自然的实践、理论和规范的占有就是其劳动（作为其自创生生命的类劳动：参阅“生产”和“创造”，I, 2, 240 和 243 / 40, 516 和 519；在笔记本III中参阅男女之间的关系，I, 2, 262 / 40, 535；参阅作为类“生产行为”的人类历史，I, 2, 263 / 40, 536）。如果这种三重普遍性失败，统一性或关联性就在失败中瓦解。

(3) 人类个体（工人）的活动是劳动，它在产品中对象化，附着在生产出的结果上。工人借此将他的生命投入对象中，他在其中外化自己（参阅 I, 2, 236 f. / 40, 512 f.）。这种劳动中的外化本应服务于他（每个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在资本主义中，事实上工人被“非现实化”（“饿死”，I, 2, 236 / 40, 512），只有资本家（在类普遍性的三个方面）实现自己。作为类生活意义上的劳动和在社会框架内组织的个体活动意义上的劳动，是对自然的创造性占有（I, 2, 236 和 263 f. / 40, 512 和 536 f.）。创造性行为的主体（工人、劳动、类、社会）——这是论题——实际上总是以特殊方式与行为结果相连（“上帝看着[满意]，那是[他的作品]好的”）。这种关联在特定条件下（私有财产、工资、作为商品的劳动、分工、货币）可能被瓦解。

(4) 在其劳动中，工人的“生命表现”是他——这个个体——的“生命表现”（笔记本III，I, 2, 268 / 40, 539）；在特定条件下（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理想类生活的历史性占有，现实的类生活不仅是一种实现，而且是活生生的存在，因为它（在任何意义上）肯定人（笔记本III，I, 2, 270 / 40, 541）。在第一笔记本末尾，生命的概念也无处不在（参阅“新陈代谢”，II, 8, 293 / 23, 192）。异化概念在本体论（实现，“非现实化”）和性质上（强调的生命力）都依赖于构成其联想核心的生命隐喻。因此，异化成为有机统一体复杂功能中的一种障碍：这些基于关联的统一体要素在国民经济学中以敌视生命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通过异化的四个规定（或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劳动的有机体中潜在的功能障碍，这些障碍反映在国民经济学事实的异化时刻中。在从国民经济学事实出发发展了异化概念后，他考察理论工具的现实性（“现在我们进一步看”，I, 2, 242 / 40, 518）。论述不甚详尽，很难被视为简练。但可以看出，概念工具如何构建了对社会现实的描述。

异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规定还是视角——导致工人的生产活动事实上产生了资本家的财产（I, 2, 242 f. / 40, 518 f.）。在此，异化利用了不同的关联时刻。通过社会中事物扭曲的关联，生产中工人的痛苦与另一个人的生活乐趣（资本家的）联系在一起。此外，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结果，相对于后者是次要的（I, 2, 244 / 40, 520）。表面上私有财产是首要的，但实际上它是次要的。这一诊断表明，国民经济学的反思始于表象，而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则以现实为导向。他的分析还表明，工资和私有财产之间通常的区别是表象：两者是同一的（I, 2, 244 / 40, 520 f.）。因此，人们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来缓解工人的痛苦，但这只是增加了“奴隶的薪水”（I, 2, 245 / 40, 521）。因为工资上涨并不能改变异化的关系。如果解放工人，并不是要把他们放在资本家的位置上。相反，那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解放所有人（同上）。

至此，马克思已经发展了规范基础，借此他不仅能把握、理解和批判现实，而且声称能从这些初步基础中发展出国民经济学的其他范畴。这在笔记本II和III中仅有初步尝试。在笔记本II中，马克思继续探讨劳动与私有财产的联系。该笔记本以句中开头，和笔记本III一样，任何地方都不具有连贯叙述的性质。相反，马克思不断尝试对思考进行新的表述，寻找替代的表达形式，并收集关于细节问题的思想结构和观察。

4.2 穆勒摘要

“穆勒摘要”（IV, 2, 428–471 / 40, 443–463）本质上不是一部哲学著作。毋宁说，它是对詹姆斯·穆勒（1773–1836）1823年在巴黎Bossange出版的法译本《政治经济学原理》（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一书的摘要。穆勒在内容和方法上接近大卫·李嘉图（1772–1823）学派。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研究了这本书。在摘要的某些地方，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段落也印在MEW 40第445–463页。它们主要由两段组成：(A) IV, 2, 447–459 / 40, 445–456 和 (B) IV, 2, 462–466 / 40, 458–463。在 (A) 中，关于 (B) 的主题有一个内容略有偏差的主题复本：IV, 2, 455 / 40, 454。从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在阅读穆勒时特别关注货币、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以便由此得出雇佣劳动的概念，这使他在概念上将货币确定为劳动外化的感性形式 (A)。在 (B) 中，思路重新获得了论证的连贯性。现在，马克思探讨私有财产条件下的作为生产的劳动，并用承认理论的概念工具分析劳动和交换的动态方面。如果将这两个片段视为一个主题单元，马克思在此追求的是一种基础理论的认识旨趣。他想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对穆勒和其他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概念和论证关系进行哲学批判。从体系上看，它们的顺序是颠倒的，因此下文将按体系标准进行重构。

在其思考中，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发展出一种货币理论。他的思路承接穆勒，后者用以现象为导向的经典概念解释经济过程：个体生产和消费是因为他们有需求，他们将自己没有需求的劳动产品与他人交换。在这些被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家表面观察的现象“背后”或“之下”（IV, 2, 450 f. 和 464 / 40, 448 f. 和 460），马克思看到货币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实现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IV, 2, 447, 456 和 462 f. / 40, 445 f., 455 和 459）。在私有财产条件下，这种劳动是异化的，因此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异化本质，即人自己的外化类活动（IV, 2, 448 / 40, 446）。在详细重构其思考之前，必须简要勾勒其论证结构的草图。

他的思考以此科学主义动机为生：科学揭示背景或底层的东西，因此不仅收集、整理和分析表面的现象。在概念上的背景或底层，人的本质在人的劳动中活动。在劳动中，人将自己和他们的需求对象化。这意味着，他们通过生产一个对象，在劳动中将自己的人类属性（主观需求和本质）转移到（某种）外部事物上。他们在产品、社会关系和环境中使自己对象化。因此，作为对象化的劳动通过这种外化产生某种感性可经验的东西（产品，最终也包括货币、货币制度和世界），这东西在相关意义上与他（个人和人类）是同一的，因此与他是统一的：一个个体感到饥饿并通过劳动生产某种能满足这种饥饿的东西。这个某物（产品）就是生产者的需求，因为它是意向性地从这一需求（饥饿）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作为满足与它（他）相关联。生产者和产品构成一个统一体：后来当产品最终被消化时，这种统一体事实上不可分割；在此之前，它事实上是可分割的，因此统一体是脆弱的。在别处（见第II.A.4和II.A.6.2章），这种统一体被用有机隐喻描述（但请比较当前语境中的认识论隐喻：“无能为力” IV, 2, 463 和 466 / 40, 446 和 463）。私有财产撕裂了这种统一体，从而使人同作为人的自己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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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的两个部分（A，B）

马克思在文中并未沿用无力感（Ohnmacht）的认识论隐喻。这种隐喻可以这样表述：一个例子是某人的饥饿与另一人树上成熟苹果的营养价值。一方面，某人是无力的，因为他在法律上无权支配某物（认同/Identifikation）。另一方面，这些人与苹果之间不存在感性关系：一个人有着无法立即消除的饥饿，另一个人则没有饥饿。人们也可以将“无力感”理解为一种意识连接的缺失（占有/Aneignung）。某人的饥饿感无法在不通过法律意识介入的情况下，看到、抓取、品尝另一人的苹果的营养价值并使其以此充饥（参见“自我丧失/Selbstverlust”，IV, 2, 466 / 40, 463）。无论是法律上的无力还是意识上的无力，都无法从论证理论上解释异化指控的重负（参见部分（A））。因此，马克思试图通过承认关系（Anerkennungsverhältnisse）来从论证理论上确保这一思路（参见部分（B））。

由此产生了一种具有“穆勒摘录（Mill-Exerpt）”特征（且在马克思作品中独一无二）的论证，它将劳动过程中的法律无力和意识无力解释为本质主义的无力：在个人和社会的劳动过程中，个体无法将自己和相互之间承认为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本质中被异化了（承认/Anerkennung）。他们无法将自己和他人承认为他们所是的东西：人。马克思试图在（B）中将对产品的法律认同、其意识上的占有以及人的承认结合起来思考，从而为他在（A）中的异化批判获取标准。因为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是人类生命的外化（entäußert）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的方面。马克思想要将其作为不恰当的东西加以批判，因此将其归结为虚假的（撕裂的）起源，并以此获得一个可被积极评价的表面（保持统一的生产）的反衬背景：即首先是（B），然后是（A）。

系统性的首要第二部分：生产（B）

马克思从“穆勒摘录”中提取了他思考的语言切入点，并由此出发，通过不断的替代表述发展他的思想。作为私有制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指的可能是：在私有制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下！），人生产是“为了拥有”（IV, 2, 462 / 40, 459）。马克思将此等同于：生产的目的是“有用的”，且是对生产者的“自利”有用的：人生产只是为了自己拥有。在马克思于表述中使用“人”和“自己”的地方，他总是可以随意地用复数的、具体的和个体的表述来替换类属性的（因而也是本质主义的）“人”。此外，如果假定人类生产的这种功利主义目的设定在私有制条件下是可识别的，马克思便通过他的语言规则引入了一个最初尚为空白的反衬背景（Gegenfolie）：在另一种根本前提下，人类的生产将不再是“为了自己拥有”（同上）。在某些地方，马克思用内容填充了这个反衬背景（另见 IV, 2, 454 / 40, 452）：“人的关系”（IV, 2, 463 / 40, 460），“人的关系”（同上），“人的生产”（IV, 2, 463, 40, 460）。我们可以自由地将其表述为：人们不仅可以“为了拥有”而生产，也可以“为了存在”而生产（“做人或合乎人性地存在”成为生产的目的设定：参见“已实现”，IV, 2, 465 / 40, 462）。

（1）“人”（2）“生产”（3）“为了自己”这种表达方式很难理解。实际上是个体在做某事，然后他们可能拥有某物。通过这种实际上使（2）变得难以理解的说法（1），马克思可能通过（3）引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并由此引入了第二个反衬背景。因为工作的不是类属性的人，而是个体：他们在流水线上生产（参见（2））。“人”特别是指“野蛮人”，他只为了“他的”需要而生产：野蛮人为了他们“直接的”需要而生产（参见 IV, 2, 462 / 40, 459）。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卢梭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这样理解什么是直接需要：其内容“直接”是“被生产的对象”“本身”的那些需要（同上）。

因此，很自然地可以假设在需要和产品之间存在一种间接和一种直接的关系。现在至少有两种解读是可能的：（1）随着对需要与产品之间间接（=为了拥有）和直接（=为了存在）关系的区分，马克思开始在内容上填充这两种目的设定之间的对立。（2）需要与产品之间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区分，服务于区分野蛮人的本真需要与非野蛮人的非本真需要的认识论途径。按照这种解读，将产生一个由（至少）两个生产目的以及一个合乎本质的生产和一个违背本质的生产组成的批判矩阵。通过（2），将开启针对穆勒（及其他人）批判的第二个反衬背景。在对该段落第一小节（IV, 2, 462 / 40, 459）的这种重构中，并不旨在澄清马克思的意图。相反，旨在表明：马克思使用了名词性替代表述和语法变形的语言链条。由此产生了一个密集的论证网络，至少很难将其拆解清楚。另一个语言动机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至关重要：劳动着的人以对象化的形式生产他的需要。必须将需要称为主观-评价性的一面，将产品称为客观-感性的一面，并将生产称为活动或称为将主观东西客观化（对象化）的劳动。这种生产现在有两种关系（同上）：（1）对于野蛮人（无论是在历史意义上还是规范意义上），生产以及产品的供给是“衡量”于需要的（同上）。每个人的产品都对象化了他各自自己的需要。（2）交换以剩余生产为前提：某人生产的比他需要的多，以便将其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剩余生产仍然是衡量于需要的。因为作为每个人生产结果的产品总量，是以“自利”的需要为目的的（同上）。不过，“自己”现在被分配给了不同的人（参见“自己/eigen”一词在 IV, 2, 462 f. / 40, 459 f. 中的出现）。此处三次使用“自己/eigen”，遵循的是将认同、占有和承认在类属性上结合思考的策略，以便得出一个仍停留在自我意识哲学框架内的本质主义论证（IV, 2, 452 / 40, 451）。因为一个生产者的剩余生产对象化了另一个生产者的需要。

由此，生产变成了“谋生来源（Erwerbsquelle）”（IV, 2, 462 / 40, 459）。这意味着：一个生产者对产品的占有，是其需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的尺度。为了使他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马克思称之为“享受的关系”，同上），人生产某种东西。但这“某种东西”并不处于与自己享受自己所生产之物的关系中，而是处于与他人享受的关系中。在交换伙伴那边，情况也是一样。在这第二种关系下，每个人生产结果的一部分不是对象化了他自己，而是对象化了他人。在野蛮人的关系下，通过生产对自己有用的产品，实现了生产者自己的享受。在谋生关系（Erwerbsverhältnisse）下，自利与对自己的享受发生了分离，因为每个人的产品总量分解为与这一个生产者相关的享受和与那一个生产者相关的享受（参见 IV, 2, 462 / 40, 459 f.）。

马克思继续追踪这一思想。他使用了引人注目的表述“你有对我的产品的需要”（IV, 2, 463 / 40, 460）。这个表述是不寻常的，因为通过一种表达方式可以说出双方撕裂的身份：这个属格既可以读作主格属格（genitivus subiectivus）也可以读作宾格属格（genitivus obiectivus）。这种撕裂性意味着：你的需要通过我的劳动在我的产品中被对象化，因为我知道你的需要，因此投入我表面上的剩余劳动；这同样适用于我的需要，它通过你的劳动在你的产品中被对象化。就这些产品而言，人们相互之间表现得“无力”（同上），因为所有权关系和需要是彼此相悖的。这里紧接着一个起初令人困惑的分析：你的人的本质不是你的力量（同上），因为虽然我的产品在内在与你有联系，但它不是你的财产。因此你依赖于我，而我在我的劳动中并不承认你的本质。在个人化的“我-你”语调和对话中，道德谴责（政治）和论证中的哲学缺口（哲学）结合成了一种修辞上的才华（革命姿态）。

如果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而为彼此生产，那么人们在自己对产品的劳动中并没有承认那个他人。只有当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采纳了詹姆斯·穆勒的前提时，这个论点才是可理解的：穆勒的功利主义首先基于一种心理利己主义：即人只有指向自身的利己动机这一论点。此外还有一种伦理利己主义，即人应当只出于他们的利己动机而行动。两者同样分享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给自足（Autarkie）理解。因为每个人作为“我”和“你”，都可以有效地为自己保障自己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自给自足的。这个“我们”似乎必须被反个人主义地（或集体地、社会地）解读（IV, 2, 465 / 40, 462 f.）。但这个“我们”并没有通过单纯的语义概括离开心理学基础：对话中的“你”只是我普遍化的“我”（参见偶然性，以及人类语言与穆勒的资本主义语言的对比；IV, 2, 464 / 40, 461）。此外还加上了一种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其中被考察的对象是与其通过劳动而在人性上相连的产品处于统一体中的人（参见“总体本质”，IV, 2, 454 / 40, 452，以及作为“生存/Subsistenz”的人类存在，IV, 2, 455 / 40, 454）。

特别是利己主义表明，谋生关系必然基于承认的缺失，即使我们为其找到了一种人类语言（参见 IV, 2, 465 f. / 40, 462 f.）。在他们的行为中，人只是利己地指向自己，即使他们是着眼于他人进行生产（IV, 2, 463 / 40, 460：“算计”、“精明”）。由于利己主义，在交换中蕴含着“掠夺”（同上）。相互交换的社会关系必然是相互对抗的“斗争”，即使人们相互尊重（IV, 2, 462 / 40, 459 f.）。因此，事实上的相互欺诈只是偶然的，但掠夺和斗争即使在没有事实上的欺诈时，也是在结构上存在的。

如果现在从观念上描述交换，那么人们交换是因为拥有的某种自己劳动的产品多于所需，并且因为它能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人与人之间的产品交换中，这些产品是等价的价值。被交换的是等价物（IV, 2, 464 / 40, 461）。作为不同生产者生产结果的对象，与其各自的生产者没有直接的人的关系（同上），因为这些对象不是他们自己需要的对象化。因此，它们对于参与者拥有价值、尊严和效用（同上）。在事物的价值中，既表达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冷漠，也表达了相互的工具化（同上）。

在这些表述中，马克思还额外采纳了一个康德式的前提作为穆勒式利己主义的进一步前提：作为自我立法的自律（Autonomie）是个体的尊严和价值。然而，马克思关注的是利己主义的自律，即利己主义者自给自足的需要满足，他们在对那使其实现在自身存在中的东西的个人享受中找到幸福。这种利己主义的自律引入了一个本真性（Authentizität）的要素。（不过：在（A）40, 454 中，无社会的利己主义被等同于异化，这既不符合心理利己主义也不符合伦理利己主义。）在探讨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时，马克思融合了许多思想史的动机。最终他将这些动机汇总在这个表述中：“因此人本身对我们来说是相互没有价值的。”（IV, 2, 465 / 40, 462）然而，这一表述引入了反对穆勒的第二个、本质主义的反衬背景。由于马克思并未涉足将需要按内容分级为本质的（基础的、重要的、真正的等），真正的价值存在于被理解为人类生产的本真性特征的康德式自律概念中：人应当作为人，自己赋予自己生产的人类法则。

从 IV, 2, 465 / 40, 462 开始，马克思发展了这种本真生产的一些方面。如果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我们将在产品的生产中双重地肯定人（IV, 2, 465 / 40, 462）：我们肯定自己和他人。这种双重肯定是没有斗争和欺骗的相互承认。马克思列举了这种承认的四个方面（IV, 2, 465 / 40, 462 f.）：（1）生产者的生产对象化了他的个性、独特性。生产者在生产中享受他个人的生命表现，并在注视产品时享受他那充满力量的人格的乐趣。（2）如果某人（但这只是另一个生产者！）享受某个生产者的产品，那么生产者就直接拥有这样的享受：在他的劳动中满足了一种人的需要，并从而在产品中对象化了人的本质。（3）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生产者将是消费者与类（Gattung）之间的中介。在这之中，他（生产者）将被他（消费者）知晓（思维）和感受（爱）为他（消费者）本质的必要补充。（4）由此，通过生产者生命表现的每一个方面，同时也创造了消费者生命表现的每一个方面，而在他们每一个人的活动中（即所有生产者且仅限生产者的活动中），每个人共同的本质将成为社会的共同体（Gemeinwesen，即成为本真的相互承认的社会的社会产品）。

如果人们在这四点中看到了针对穆勒的真正的批判性反衬背景，那么几乎看不出为什么“谋生关系”原则上且必然是非本真的。在马克思的思考中，没有任何一个论据可以说服穆勒看到自己与马克思之间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只是发展了另一种说法（façon de parler）。

系统性的次要第一部分：交换（A）

在阐述了部分（B）之后，现在可以处理系统上处于次要地位的部分（A）。这些关于交换的思考构成了理解经济价值（即一般的价值）的核心。交换中产品的价值是它们的等价性——因此是一种非本真的价值，它脱离了与人的本质的关系。价值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人性。对于马克思的对手来说，经济过程中统治着供给和需求的法则，以及产品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等等）的论点。而货币最初只是交换的中介。因此，国民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握了作为现象的货币，并对其进行了不恰当的评价。因为对马克思来说，货币是“人外化的类活动”（IV, 2, 448 / 40, 446）。这里预示了一个论点，该论点只有在从私有制（参见（B）中生产的谋生性质）向货币体系发展的终点才能被理解（同上）。

然而重要的是，通过人类生产的对象化在两个方面在“产品”中创造了同一性：一方面，产品是生产者已成为对象的需要（结果同一性）。另一方面，生产的属性，即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生产，也在生产中变得对象化（过程同一性，同上）。因此，人们不仅生产非本真对象化需要意义上的产品（例如小面包），而且还生产经济机器的要素（例如货币体系、银行体系、信贷体系等）。当（B）集中于结果同一性时，（A）的焦点在于过程同一性。

这种过程同一性的原则最终源自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宗教批判（同上）：（1）基督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是外化的（人化的）上帝和外化的（神化的）人。因此，上帝只有作为人化的上帝即基督时才有价值，人只有作为神化的人即基督时才有价值。马克思将这些表述移植到经济学上：（2）货币作为私有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是外化的（私有制式的）社会和外化的（社会的）私有制。因此，社会只有当货币是私有制式的社会时才有价值，私有制只有当它是作为社会性私有制的货币时才有价值。对于私有制为何必须“向货币体系发展”的思考，这种论证结构至关重要（IV, 2, 448 / 40, 446）。如果克服了重述（2）的晦涩难懂，人们就会认识到为什么马克思在货币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无辜手段。

论证现在以如下的表述链条开始：人是社会的存在。这不仅使他在其类活动中通过生产实现需要的对象化，而且也导向交换。如果交换是他的类活动（社会），且此外这种交换具有谋生性质（私有制），那么类活动必须发展向价值（参见（B））。交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1）社会的和人的（参见（B）中：“为了存在” vs “为了拥有”）或（2）抽象的“为了拥有”——抽象是就它代表了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一种非本真关系而言。从生产的谋生性质中产生了作为抽象的、因而是非现实的关系的价值。货币是变得具体（即：现实的、对象性的）的价值。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拥有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通过这点最好能澄清交换价值（=为了拥有）和使用价值（=为了存在；关于此区别参见 IV, 2, 449 / 40, 447）之间的区别。当生产者作为其类生活的一个方面进行交换时，这种价值关系在“为了拥有”的交换社会的实践中对象化为货币。

从历史上看，人们倾向于无辜地理解货币的起源，后来（见第二章 A.8）马克思对发展的看法比早期著作更为分化。马克思参照费尔巴哈表述了货币的罪责。罪责的理由在于将生产视为人的活动和类活动，即具有双重身份构建（结果、过程）的对象化这一论点。

在（A）中，紧接着这一基本论证的大概有另外三个部分：（1）对其他国民经济学家的观察，聚焦于货币、银行和信贷体系，其中也能找到一些对马克思论证的补充表述（IV, 2, 449–455 / 40, 447–453）。（2）紧接着是一个（B）的略微变化且概念上缩略的复本（IV, 2, 455 / 40, 454）。（3）再次是对国民经济学的观察，现在的焦点在于劳动分工的文明发展（IV, 2, 456–459 / 40, 454–456）。

关于（1）：马克思现在可以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迷信，即他们相信钱袋中收集的贵金属的绝对价值。事物的真正价值是其交换价值，它最终存在于货币中，其最高（=越少自然形成）的发展是纸币。在信贷体系中，货币和银行体系获得了一种独立权力的特征。货币不再仅仅是交换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立的权力。虽然圣西门主义者在这一发展中看到了异化的扬弃，但马克思根据他的价值理论将其解释为自我异化的继续。他认为有必要研究信贷体系的本质（IV, 2, 450 / 40, 448）。如果说货币是脱离了特定事物和个体的（脱离了任何人的特性的所有权），那么信贷则将这种脱离推得更远。很难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阶段。在通向货币体系的道路上，交换中虽然有脱离（非本真的生产），但仍保留了一定的现实基础：生产的目的仍然是需要。信贷是交换的一种变体，它远离了这一点：它只关乎货币本身，而这货币就是对象化的人本身。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产生信贷的社会情景：首先，富人可以信任地给穷人钱（IV, 2, 450 / 40, 449）。其次，富人可以信任地给富人钱（同上）。第一种情景描述得稍详细些。在两者中，关键点似乎是：在钱换钱的交换中，货币在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运动仅取决于对他人的才能（同上）和社会美德（同上）的信任。货币脱离了人的需要，并与人的道德性绑定（同上）。人本身变成了交易商品，变成了货币存在的材料（IV, 2, 450 / 40, 448）。在作为物质媒介（硬币、纸币）的货币中，人的需要被异化地包含其中，同样，货币也异化地包含在借款人值得信任的才能和美德中：“我的个人存在，我的血肉［是］货币精神的躯体”（IV, 2, 451 / 40, 449）。很难为这一论点构想一个类似的费尔巴哈公式。接下来马克思表明，作为国民经济学主题的“货币体系”错误地把握和评价了这些现象。——关于（2），这是对劳动概念问题的复述，该问题已经在（B）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关于（3）：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劳动分工被视为社会的一个构成特征，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文明进步的尺度。个体只能生活在分工的社会中，并且只有在其中才能完善自己。对马克思而言，交换贸易是“投机倒把（Schacher）”（IV, 2, 456 / 40, 455）。他的论据见于（B）和（A.2）。因此，劳动分工并不是国民经济学的主题，似乎它错误地把握并错误地评价了这些现象。


5 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本的全标题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这本书出版于1845年，其创作经过在书信中均有详尽记载。马克思为此合著作品做出了主要贡献（参阅 MEW 2, 723–725）。如今主要有两个版本：MEGA [1] 1.3 和 MEW 2。（作为 MEGA [2] I.4 的新版本仍有待出版。）奥托·吕宁（Otto Lüning）在本书的一篇书评中将其誉为一项解放之举，通过它，终于克服了“柏林人那令人作呕的吹毛求疵”（1845, 206）。

该文本是一组文稿的汇编，分为九章。前言明确指出，这本书是针对“神圣家族”的论战（MEW 2,7 f.）。这个柏林家族除了布鲁诺、埃格伯特和埃德加·鲍威尔兄弟外，还包括一系列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们在《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喉舌。这份报纸是在柏林的夏洛滕堡发行的。它是1843年创办的一份机关刊物，布鲁诺·鲍威尔作为主编，在其兄弟埃格伯特的出版社，试图在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期间为纯粹批判提供一个讨论平台（参阅 Barzen 1990; Bauer 196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将这种批判称为“批判的批判”，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神圣家族提出的大部分反驳，都针对文体和陈述技巧方面，并反对《文学总汇报》中对其他作者（例如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重构和阐释。总体而言，这是一连串讽刺性的抨击，其中许多并非毫无道理地揭示了“神圣家族”批判立场的弱点。列宁在其摘录中对此简略地评论道：“许多令人厌倦、吹毛求疵的批判”以及激进但在哲学上并不重要的论点（1970 [1958], 31 f.）。然而，在许多地方，人们仍可以从论述中的评注以及常常是附带的说明中找到线索，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如何处于转变之中的。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神圣家族》也是一份思想状况报告。

因此，人们可以发现（1）对蒲鲁东进行了相当积极的辩护，反对《文学总汇报》对他的解读（MEW 2, 23–56；对比《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2）马克思从对鲍威尔的批判中发展出了关于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思想（MEW 2, 82–91，参阅同上，152–171）。（3）接下来是关于鲍威尔处理犹太人问题方式的进一步争论（MEW 2, 82–151），这一问题在《德法年鉴》中已被讨论过。（4）然后是一段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简短阐述（MEW 2, 131–141），这可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概念发展的补充。（5）通过对欧仁·苏在19世纪提出的济贫银行（Armenbanken）概念的简短批判，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批判的线索，这种批判今天也可以用于针对现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所提出的穷人解放策略（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银行；MEW 2, 209–211）。


因此，人们可以发现（1）马克思针对《一般文学报》对蒲鲁东的接受，为蒲鲁东所作的相当积极的辩护（MEW 2, 23–56；但请比较《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评）。（2）马克思从对鲍威尔的批评中，发展出了关于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观点（MEW 2, 82–91，参见同上，152–171）。（3）接着是继续与鲍威尔对 ⟩ 犹太人问题的处理进行辩论（MEW 2, 82–151），这在《德法年鉴》中已有论述。（4）随后是对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简短阐述（MEW 2, 131–141），这可以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概念发展的补充。（5）马克思早在当时就通过简短批评欧仁·苏（Eugène Sue）在19世纪提出的“穷人银行”构想，提供了一个提示，即人们今天也可以对现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提出的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策略（向穷人提供小额信贷的银行；MEW 2, 209–211）进行类似的批评。

6.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底至1846年中期撰写，但由于出版商的撤资未能出版。随后的出版尝试也均告失败。这是一部文本集，马克思和恩格斯借此在“三月革命前”的讨论框架内——特别是针对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来确立自己的知识立场（参见 MEW 13, 10 和 MEW 3, 547 f.）。恩格斯本人在1886年认为这批文稿（其范围和归属至今尚未完全厘清）尚未成熟到可以出版的程度。初版是1932年的 MEGA[1] I.5。除了其他一些或多或少完整的版本外，1958年出版了 MEW 3。经过语文学修订的版本作为 MEGA[2] I, 5 卷仍有待出版（关于复杂且迄今未完成的编辑历史，以及对意义和接受史的评估，参见 Bluhm 2010）。在 MEW 3 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所谓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不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汇编，尽管它们在实质上与后者有密切联系。下文将对它们进行单独处理（另见第 II.1 章）。

在 MEW 3 中，所谓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置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其标题并非出自马克思之手（参见 MEW 3, 547, 注 1）。这些提纲不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汇编，但在时间和内容上处于相同的论证语境中。然而，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接受史，且因为它们与费尔巴哈部分（I）的紧密联系，它们今天被归入该语境中。这是一篇包含十一条提纲的短文。马克思批评了唯物主义，而他本人也处于唯物主义的脉络之中。“唯物主义”（旧的和新的）、“唯心主义”、“基督教”、“市民社会”这些概念被马克思用来标记范式性的观点，以便批判性地与它们划清界限。

这些提纲既具有世界观的性质，又具有科学的性质。并且它们通过其内部的概念结构彼此区分。马克思首先通过这些提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知识图景中（提纲 1–10），然后合乎逻辑地将其立场标记为政治性的（提纲 11）。

马克思在与费尔巴哈一致反对旧唯物主义的同时，最终也反对费尔巴哈的“直观的[anschauende]唯物主义”（提纲 9）。与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是“抽象思维”（提纲 5）。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特征都在于将感性经验的现实作为知识的对象，因此假定了客体与理解它的主体之间的二元论。面对这种客观的科学理解，人们可以将观念设定为知识的主观对象，并相应地将唯心主义理解为一元论或整体论。一门科学（也可以被解释为哲学或世界观）的知识，可以在思维中从自身发展出来，或者在与一个在认识论上与其对立的现实的互动中发展出来。在提纲 1 中，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说它是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把握这种对立面的。费尔巴哈直观现实，而马克思则将其理解为感性的人类活动。直观的唯物主义看到的是孤立的个体和市民社会（提纲 9；这里可以联想到社会科学中的统计调查），而马克思将社会生活视为既是活动又是理解的实践（提纲 8 和 9）。因此，马克思想要从客观社会生活的主观运动原则来把握它。但这些原则并非像唯心主义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唯物主义地具体的，例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观察社会生活，就像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观察星星一样。这个隐喻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表明马克思在提纲 1 中关注的是这种生活的能动方面：只有通过参与式地考察而不是旁观，才能理解人们在世界中的运动。另一方面，这可以被解释为必须考察他们的意图、情感、理论等。对于望远镜而言，意识的私密性及其内部视角在认识论上是不可通过望远镜获得的。在提纲中，马克思主要对该隐喻的第一层含义感兴趣。直观的唯物主义遗漏了一些相关且因此必须被处理的东西。但这用它的概念手段是无法做到的。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提纲 7）。

因此，马克思希望科学家（就像行为治疗师一样）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而不从视野中丢失科学的客观性（参见“立足点”，提纲 10）。这种新唯物主义（如提纲 11 所述）本身变得“实践”，不再仅仅表现为作为世界之解释的科学。它在概念上将能动方面整合进其科学概念中。这带来了一些后果：

(1) 通过在科学理论上将科学的对象构想为实践的，科学本身作为同一现实的一部分，同时也变成了政治性的（提纲 1，3，11）。(2) 在提纲 2 中，马克思规定，新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有效性主张（Geltungsansprüche）在科学理论上必须被构想为实践的。因此，有效性主张变成了 ≥ 对象性的：科学理性是对构成生活并自我动态化的社会理性的理解，这种理解随着社会生活而变化，并改变着社会生活。(3) 科学之所以成为政治性的，是因为它基于其有效性主张在社会中发挥教育（历史）作用，并且为此自身也通过教育（历史）做好了准备（提纲 3）。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认为教育对于变革既非必要（因为人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现实），也非充分（因为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一方面，这两种角色在个体身上重合；另一方面，角色随着不断的角色转换和教育计划实质内容的动态化而改变。

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在提纲 4–7 中得到了具体化。一方面，马克思在提纲 4 和 5 中解释了费尔巴哈的错误（1）；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提纲 6 和 7 中指出了一条出路（2）。

关于 (1)：在宗教中存在着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分离是一种宗教性的自我异化，因为人必须同时参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费尔巴哈想要朝着世俗世界的方向消解宗教世界，就像人们试图用自然科学解释奇迹一样。也就是说，他的目标是将分离的、对我们而言陌生的宗教世界拉回到感性世界中。但他只是直观它，因为他不把它理解为一种对矛盾做出反应的人类感性活动的实践。

关于 (2)：在费尔巴哈那里，宗教自我异化的消解是通过将宗教情感（religiöse Gemüt）在概念上绑定在人的本质上并固定在那里来实现的。这有两个后果：早期两个世界的分离变成了个体内部的一条心理分界线。这条心理分界线被去历史化，从而被普遍化为“类”（参见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人类心理机制类比）。然而，就像神经衰弱或职业倦怠一样，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宗教情感应被理解为一种源于特定社会形式的问题（即矛盾）的疾病。它不是单纯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疾病产生的，行动者的宗教动机源于其主观经验。因此，治疗手段必须从对个体的实践相关性出发被这样解释：即行动能够消除该疾病的历史根源。


6.2 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果人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一个主题上的（尽管不是实质上的）统一体，那么科学在本质上就是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它解释了个体和社会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历史科学后来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参见 II, 7, 100 / 13, 8 f.；马克思本人并未使用该术语，但参见“我们”，I, 32, 111 f. / 22, 292）。这种科学是否仍然是哲学，需要专门的考量（哲学是“手淫”，MEW 3, 218；参见 Brudney 1998）。马克思反复指责哲学是对自己的非生产性关注。这种批判有两个维度：它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在科学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对此，马克思提出了“科学”。它也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没有改变它想要理解并作为不公正来批判的现实。对此，马克思提出了“政治”。因此，真正的科学必然是成功的政治（革命）。由此可见，马克思为了他自己的思想需要一个积极的意识形态概念（见章节 III.A.5.2）。

《德意志意识形态》分为两卷。第一卷批判哲学意识形态，第二卷批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哲学家包括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费尔巴哈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的评价要好于另外两位哲学家。后两者被赋予了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的名字。社会主义者包括各种今天鲜为人知的人物（弗里德里希·赫尔曼·泽米希、卡尔·西奥多·斐迪南·格律恩、约翰内斯·葛奥格·库尔曼）。

很难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归入某种文本体裁。一方面，它是对这些哲学家立场的正常的、非常详尽的学术探讨。在很大一部分篇幅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搜集“奇葩”言论，或者对对手的著作进行评论和摘录。正如马克思经常做的那样，他在这种探讨中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立场。文中还有马克思以蒙太奇形式创作的被批判者之间的虚构对话或宗教会议。此外，该文本也是对三月革命前（Vormärz）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讨论——其格局和基调——的描述和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调通常是讽刺、玩世不恭、反讽和轻蔑的，以至于人们也可以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称为政治小册子。

“关系”的人类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开头深化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这在上文对费尔巴哈提纲的重构中已有所暗示。它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哲学上有趣的核心。在序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引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段讽刺的抨击开场：人们对自己产生了一切可能的错误观念。（马克思并没有在人类或类存在物的意义上写“人！”。这个反复插入的关于用词的说明与下文的一个澄清相对应。）他们的观念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幼稚的空想”，MEW 3, 13；“神秘主义”，“思辨”，MEJ 2003, 115 / 3, 25）。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代表们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这些错误观念。因此在政治上，由于他们从人们那里承袭的世界观上的自我欺骗，他们自认为是“狼”，但其实是“羊”。他们是哲学界的工业家或叫卖者；因此在政治上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从积极方面看，人们可以从这段抨击中得出两个重要的科学理论假设：（1）人们在世界观上可能根本性地受骗（表象的表面 vs. 真实的深层）。（2）科学或哲学不应关注表面，而必须直接开辟通往深层维度的途径。德国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MEJ 2003, 104 / 3, 19）的哲学批判，批判了各种观念并要求改变意识（MEJ 2003, 104 f. / 3, 19 f.）。马克思将这种批判解读为要求对现实进行不同的解释。马克思指责德国哲学家忽略了德国现实与德国哲学之间的联系。接下来，马克思将通过把他的新方法发展为对立面来解释这一错误。

“物质[ ]环境”（MEJ 2003, 105 / 3, 20）是科学的前提。这一前提由以下因素构成：（1）现实的个人，（2）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他们（3）在代际之间现成找到的，但也（4）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加以改变。因此，科学必须从“经验上[]可确认”的东西出发（同上）。这种“成年”的科学在今天可以谨慎地称为经验社会科学。但马克思对这门科学有一种特定的理解，这种理解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随着（1）-（4），历史进入了视野，因为这涉及历史前提。但对马克思来说，经济也直接进入了视野：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或在科学理论的简化上就是经济学。因为第一个前提（同上）是自然的生存条件，例如人体组织或现成的自然环境。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并没有在人类或类存在物的意义上写“人！”）。

此处最初仍不清楚动物的特征是什么。后来（参见 MEJ 2003, 16 f. / 3, 30 f.），马克思强调动物与其周围环境（如其他动物和环境）没有关系。人有这种关系，因为人拥有意识。动物虽然有一个它们作为物种个体在其中生活的生态位。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有某种关系；但对动物来说，这种对他者的关系并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为它们没有关于自身与周围环境（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其他事物）的关系的意识。既然动物也有感知，那么这里的意识必定是某种引入反思性要素的东西：人生活，→ 既通过 → （参见 Fichte 1975 [1794/95], 40）他们构建自身与其环境关系的图像。他们在精神上生产他们的关系（→ 既通过 →）也在实践上生产他们的关系（→ 也通过 →）。通过生活，人们在不断的动态中改变着自己，即改变自己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环境。一方面，这种动态是人的真实历史。但通过生产的隐喻，这种动态变成了人类生活的经济，只要它是物质地生产和再生产其自身的。马克思用来取代神秘化和幼稚哲学的经验社会科学，是一种在方法上从正确的哲学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学说。当然，后来很明显，这种学说不能从 → 人 → （MEW 3, 69）出发：必要的哲学人类学（生活）和哲学认识论（意识）是从大量的人类个体出发的（MEJ 2003, 105 / 3, 20）。

生产

因此，马克思谈到人们“生产”生活资料（MEJ 2003, 107 / 3, 21）。在某个时候，他们不再仅仅拾取落果，而是砍伐森林以开垦土地，从而成为农民，他们按年度计划并从经验中发展出轮作制等等。人类个体是什么，取决于他们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同上）。生产 ₁ 在这里是有意识的活动，就其在个体和谱系上维持个体的生命而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个体之间的交往，随后开始了个体的生产 ₂，这在之前仅仅是生产 ₁。生产 ₁ 和生产 ₂ 之间的连接是生产的“形式”：生产 ₁ 具有一种形式（劳动分工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MEJ 2003, 111 / 3, 22），这制约了生产 ₂（MEJ 2003, 107 / 3, 21）：如果你种植，你就是农民；如果你制陶，你就是陶工；如果你用谷物和陶罐为陶工和农民进行交易，你就是商人。

这里的指标与其说是为了将马克思固定在某种概念区分上，不如说是为了指出 → 生产（名） → 和 → 生产（动） → 被用于许多隐喻性的用法中，并且马克思因此在论述过程中发展了一个复杂的双关语网络。隐喻的多元性实际上总是触及某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在哲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取决于它们是否可系统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进行这样的尝试。

作为历史上可确证的生产形式，有两个阶段。马克思在 MEW 3 的第 22–25 页（MEJ 2003, 111 f.）处理了第一阶段。劳动分工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部落所有制、公社/国家所有制、等级或行会所有制。所有权概念始终是一个带有相应环境指标的概念。马克思将这种历史考察视为一种“经验的观察”（MEJ 2003, 115 / 3, 25）。他的诊断是：社会和政治关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生产产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受到批判的哲学家忽略了这种联系或这一可确证的事实。

只有在分析的这一点上，意识的概念才进入视野（在本文的重构中，为了阐明人与动物的区别，这一概念已被提前引入；MEJ 2003, 115 / 3, 26）。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思想、观念或意识是被生产出来的。他区分了意识的直接生产和间接生产。意识直接或间接地遵循生产的形式。（这个思想在这里仍然是片段式的。可能在后来，参见 MEJ 2003, 16 f. / 3, 30 f.，通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分得到了延续。）重要的是，人们生产他们的意识（马克思并没有在人类或类存在物的意义上写“人！”）：一个人的意识就是这个人的意识到其自身的生活过程。马克思声称要从“地”升到“天”，而被批判的哲学家则从“天”降到“地”（MEJ 2003, 115 / 3, 26）。错误的道路导致了制造迷雾的、孩子气的幻想。“在现实生活面前”，“思辨”终止了，“实证科学”于现实的前提处开始（MEJ 2003, 116 / 3, 27）。

马克思用来反对其对手的科学有效性锚点，他在方法上这样表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然而，试图改变意识的哲学失去了它自己的生存媒介（同上）。脱离了生活、事实、历史材料和现实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从经验材料的总结、普遍化和抽象中获取其（政治）建议。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材料本身提取其（政治）建议的哲学配方和图式。

方法论的预备性思考到此结束（MEJ 2003, 116 f. / 3, 27）。马克思指出，他的经验科学是一个研究缺口。接下来，他从他的经验科学的视角出发反对他的对手，以预先给出一个概念，即他的经验的——从“人们”而不是从“人”出发的——科学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如何从中论证政治变革。在此过程中，马克思首先致力于历史（(1) MEJ 2003, 12–25 / 3, 28–36），然后继续探讨意识的生产（(2) MEJ 2003, 25 ff. / 3, 37–50）。

关于历史概念 (1)

历史概念是在一个难以理清的思路中发展的。马克思明确列举了三个阐述步骤（第一，第二，第三），后来又提到他采取的另一个步骤。这一步位于 MEW 3 第 29 页到第 30 页的过渡处；可由“由此可见……”识别。但也可能至少有五个步骤（参见 MEJ 2003, 15 / 3, 30：“直到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四个……之后”）。同样不清楚的是这些“步骤”确切是什么。第一个被称为“第一个前提”（MEJ 2003, 12 / 3, 28）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同上）。第二个仅仅是“第二点”（MEJ 2003, 13 / 3, 28）。第三个被描述为“关系”（MEJ 2003, 14 / 3, 29）。第四个在语言上似乎是一个结论（“那么”，同上）。在第五步中，前四个被称为“因素”或“方面”（MEJ 2003, 15 / 3, 30）。关于第五点，马克思不再像以前那样谈论做某事的“人们”，而是类比于“活动”和“做”，也谈论人类或类存在物意义上的“人”（同上）。这种纯粹语言上的变化在理论中引入了一个类属维度，其理论地位仍然不明确。马克思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参见 MEJ 2003, 115 / 3, 26 f.）？可能还有第六个步骤（“分工只是从……” MEJ 2003, 17 / 3, 31）。在重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第一到第四引入了历史的因果因素。如果计算除此之外的步骤，人们会期待历史概念的更多因果因素。这似乎被明确否认了。思路的结构也不清楚：要么是前四个步骤并列，要么是从前三个步骤中在第四步得出结论（关于这一节参见 Quante 2010）。

但情况——在各方面——还要更加复杂，无论是在步骤上还是在其结构上。在第五步的过渡中，一个新的结构要素进入了视野，因为第一到第四步考察了“最初的历史关系”（MEJ 2003, 15/3, 30），因此第五步将接着考察非最初的关系。（“最初”-非最初可能与“直接”-间接和“不经中介”-经中介有关，MEW 3, 26）。随着第六步，非最初的关系将被细分为“必然的”和“想象的”，因为分工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仅仅是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和哲学家的想象，绝非必然（“自然形成的”，“可以想象”，MEJ 2003, 17/3, 31）。复杂的阐述情况表明，对文本进行简单的总结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谨慎地复盘其论述过程：

在最初的历史关系中，人们第一（或者：“首先”，也许这种结构也是一种权重分配）需要吃、喝、住等等（MEJ 2003, 12 / 3, 28）。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 ≥ 第一个历史活动。≥ 在语言上，从 ≥ 做 ≥ 到 ≥ 活动 ≥ 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在方法上，这应该被解释为，它不是总结性的、抽象的和普遍化的，而是代表了从历史，即从可确证的人类的“做”中提取的概念性配方或图式。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是基础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既是最初的，即它们在时间和历史上最先出现（参见“从一开始”，MEJ 2003, 14 / 3, 29），也是最初的，即它们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在时间和重要性上是最初的，所以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出现在非最初的历史关系中（“直到今天仍然[]。”，MEJ 2003, 12 / 3, 28）。现在，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时间上早于其他活动，同时也是作为重要活动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它不仅是出于突出需求的活动，而且这些需求是历史的内在动力。因为第一，这些需求是基础性的，因此它们的满足会产生新的需求（即这些已经满足的基础需求在时间上稍后会再次出现），第二，这是一个在规律上必然且无止境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受批判的哲学家在这两方面（第一，第二）都失败了：他们没有建立唯物主义基础的历史，这里存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并且他们在没有数据基础的历史领域中没有看到历史。

第三，在人类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活动：作为生产新人的特殊活动的性。这种关系一方面像第一点那样是基础性的，另一方面像第二点那样是动态的。但随着它，像家庭这样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人类生命的生产中。然而在第四点中，这一社会维度被关联到前三个步骤，即每个步骤都被理解为一种双重关系：生命的整个生产（既包括劳动[第一，第二]也包括生育[第三]）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MEJ 2003, 14 / 3, 29）。因此，需要科学地理解的历史驱动力，应区分自然和社会的因果因素。

因此，历史的运动是人类生命的持续生产，它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因此是基础的或生物的）方面，另一方面采取社会的或偶然的形式。这样，最初的历史关系（或因果因素）就被命名了。⋅ 只有现在 ⋅（参见 MEJ 2003, 15/3, 30），随着 ⋅ 意识 ⋅，另一个方面才进入考察的焦点。（注意：是 ⋅ 意识 ⋅ 而不是 ⋅ 诸意识 ⋅ 或 ⋅ 诸意识的状态 ⋅！而且作者在这里谈论的是 ⋅ 人 ⋅！在语言的普遍化中，与物质关系的理论联系变得不清晰，参见 MEJ 2003, 25/3, 46。）

在目前的重构中，意识的概念已经被用来区分前文的人与动物。原因是，随着人类生命生产（=历史）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区分，意识的概念可能已经被隐含地引入了；那样它只是在第五步中被显以此说明：动物有自然的基本需求并进行繁衍和社会生活。但它们的生命生产不采取可变的和偶然的形式。动物不以社会的方式生产它们的生命。人类生命生产的偶然性在其社会性中具有一种中介的和间接的维度。因此，要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五步中解释了一些在论述过程中 ⋅ 只有现在 ⋅ 才进入科学家意识的东西（变得显性并成为主题），要么意识本身是一个新的历史因果因素。因此，人们可以继续计算第五和第六步，也可以不计算。因此，阐述步骤的结构及其划分的不清晰性与系统性问题联系在一起。

非最初的历史关系克服了“最初”存在的“狭隘”（MEJ 2003, 16 / 3, 31）意识形式。在卢梭那里，自然状态下和谐生活的朴素意识被赋予了积极意义；在马克思那里，由于其时间上的原始性，它被贬低为狭隘，尽管在其自然自发性中存在一种本真的因素。狭隘的意识（“自然与人的同一性”，MEJ 2003, 17 / 3, 31）虽然是社会的，因此不仅仅是群居的，但作为狭隘的意识仍然是动物性的：一种“群居意识”。人们本来会从论述过程中期待引入一种非最初的、非狭隘的和非动物性的非群居意识。然而，随着第五步中“意识”概念突然入场，第六步中的分工（同上）和生产力（MEJ 2003, 18 / 3, 32）也同样突然地进入了论证的视野。然后，当分工（社会性地）偶然地变成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时，意识就可以想象自己是“真正的”，或者除了“现存实践的意识”（MEJ 2003, 17 / 3, 31）之外的某种东西。（注意：“意识”在想象，而不是“诸意识”在想象，或者这种“意识状态”是一种想象！在文本中，这种普遍化是表述上的决断性变更。在左翼黑格尔派的理论构建中，它们指向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维度。）如果人们在概念上将狭隘意识与最初的历史关系联系起来，那么人们会期待非狭隘意识是那种在非最初的历史关系中想象自己是某种真实东西的意识，即它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因果因素。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就是非狭隘且非最初的，但仍然值得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对立范畴在这里显示出一个缺口：如果随着第五步有一个新的历史因果因素入场（也许是个人的革命或政治意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那么应该存在一种非最初、非狭隘但同时非想象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将克服作为最初历史关系意义上的最初社会生活的动物性开端。核心的系统性问题反映在“真实”一词用法的多样性上，这与可能的第六个阐述步骤有关（参见“从这一刻起[]”，MEJ 2003, 17 / 3, 31）。然而，这个选项意味着意识（非最初且非狭隘，但也非想象）将是一个独立的因果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这个选项（意识“独自（alleene）”开始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MEJ 2003, 18 / 3, 32，另见 MEJ 2003, 16 / 3, 27）。对手值得批判的地方针对的是他们隐含的“独自”论题。

正是在文本的这一点上，概念和历史理论的考察（第一到第四：作为源于事实的因果因素）发生了翻转……


7 哲学的贫困

……解读出的历史科学‘图式’）转变为一种政治分析和哲学家批判。作为读者，有两种选择：（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五点和第六点中不仅将“意识”作为历史的独立因果因素进行批判，而且也将其作为依赖性的因果因素进行批判。那么，整个历史概念必然包含在第一点至第四点中，并承担全部的规范性重担。但这似乎使得什么是最初的历史关系变得不清楚。（2）存在一种意识概念，正如预期的那样，它填补了由概念对（Begriffspaare）产生的空白。那么，第五点和第六点就引入了历史概念的一个复杂的因果因素，人们也就理解了什么是非最初的历史关系。然而，这使得为什么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意识不能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变得不清楚；它至少看起来不再是狭隘的了。文本对于这些选项最终保持未决状态。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分工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自发的（naturwüchsige）（MEJ 2003, 19 / 3, 32；参看 MEJ 2003, 17 和 21 / 3, 31 和 34），第二个是真正的（wirkliche）。第二个阶段的前提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出现了分工（MEJ 2003, 17 / 3, 31）。这以两种变体出现（MEJ 2003, 17 f. / 3, 31 f.）：一方面，理论家出于他们的批判意识和思维劳动，批判作为现实的社会关系（MEJ 2003, 17 f. / 3, 31）；另一方面，其他个体对物质劳动的产品拥有（精神上的）享受（MEJ 2003, 18 f. / 3, 32）。

只有第二阶段的分工才是“真正的”分工（MEJ 2003, 17 / 3, 31）：意指通过社会中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事实上的斗争，从而生产和维持现实的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它才使得历史的因果因素“能够且必须”陷入相互矛盾（MEJ 2003, 18 / 3, 32）。在此处提到了三个“环节”：“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同上）。但是，如果人们此前区分了六个或四个步骤和因果因素，那么关于三个环节的说法就不清楚了。而且为什么从“能够”会推导出“必须”？

意识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享受，另一方面作为对现实的哲学批判，可能与生产者的苦难相矛盾，这是一个历史偶然事实。因此，作为对不公正和贫困的反应而出现的反抗和政治迫害，被归结为分工。相应的对策是在这两个方面废除分工：批判的劳动和劳动的阶级对立必须被废除。分工在人类生命的历史生产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因果相关性，这与“能够”和“必须”如何关联的问题相连。这一点正如意识对历史过程内部功能性的贡献一样不清楚：这三个、四个、五个或更多的环节、关系或方面，在它们生产性的社会作用中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随着分工，所有的矛盾都“给定”了（同上）：（1）不平等的分配（同上），（2）个人或家庭的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MEJ 2003, 19 f. / 3, 32 f.），（3）人（马克思现在不写意指人类或类本质的“人！”，而是写“人们”）处于一个自发的社会中，因此是不自由的（MEJ 2003, 20 / 3, 33）。分工社会的自发性作为一种物的力量（sachliche Gewalt）与个体相对立（同上），就此而言他们无法逃脱。这种物的力量产生于“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并从“成倍增长的生产力”中获得其“社会力量”（MEJ 2003, 21 / 3, 34；参看“协作”，MEJ 2003, 111, 21 和 26 / 3, 22, 30 和 37；“大众”、“大规模”，MEJ 2003, 22 f. / 3, 35–37；“总和” MEW 3, 38）。从“做”到“行为”，从“人们”到“人”，从“个体的感性活动”到“意识”的过渡，在思想上似乎遵循一种积累模型。因此，历史的发展是单个个体单个行为的积累——一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他们对立，并作为一种关系宿命般地反作用于个体的积累（MEJ 2003, 21 / 3, 34）。历史的规律在历史科学中是普遍的“图式”，而在历史现实中是人类生命生产中的“车辙”（Spurrillen）。

从这种社会自发性的不自由中产生了“异化”（Entfremdung）（同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从事实上对立的异己力量过渡到异化的规范概念，使得这种力量不应是 >异己的<，而应是自身的或被意识所意愿的；不应是 >对立< 的，而应成为自身的动力。通过革命人们到达共产主义（MEJ, 2003, 23 / 3, 35 f.），并由此到达异化的“扬弃”（Aufhebung）（MEJ 2003, 20 / 3, 34），即“仅仅是工人的大众”（MEJ 2003, 23 / 3, 35）作为“现实的运动”“扬弃现存状况”（MEW 3, 35）。

历史就是这种运动，历史概念在复杂的因果因素及其作用规律的科学理论框架内对其进行解释，这些因素和规律之所以适合于理解人类生命的生产，是因为它们把握了世界上起作用的因果因素。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节致力于历史观时，他们现在过渡到了“意识的生产”（MEJ 2003, 25 / 3, 37）。

关于意识的生产 (2)

在这一节中，人们可能期待关于意识生产的论述。马克思或许能发展出一种社会心理学，使得将历史的因果因素理解为现实的运动成为可能。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是一种特殊意识的生产：历史观。在 (1) 中发展了他们的历史观之后，他们现在阐述他们的历史观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它是从历史的运动中生产出来的，因为历史首先导致奴役，然后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克服奴役。个体因此从所有（民族的和世界历史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事实上“有能力为这种对整个地球的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获得享受能力”（MEJ 2003, 26/3, 37）。由此，“个体世界历史性协作的自发形式”转变为一种非自发的形式，从而生产出非最初的历史关系：对关系和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同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 >观念< ——根据他们的论点——与他们的对手（鲍威尔、施蒂纳）的观念相对立。后者从之前所说的内容中幻想出自我产生的类的 >奥秘<。如果中立地重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那么他们的对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中称为 >关系< 或 >力量<（通过意识积累的力）的一切都变成了“幽灵故事”（MEJ 2003, 33 / 3, 40；参看 MEJ 2003, 18 和 25 / 3, 32 和 46）。在理论上，他们引入了不存在的事物（意指在经验科学框架内不是真实的和不被视为存在的事物）。如果人们识别出了 (1) 中的论证和概念漏洞，并且如果加上 >巴黎手稿< 中的有机体隐喻，那么不同路径的真正区别并不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讽刺和反讽的语言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种区别是否真的是对手未曾离开的 >哲学地盘<（MEJ 2003, 104 / 3, 18）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踏上的 >现实的历史地盘<（MEJ 2002, 29 / 3, 38）之间的区别，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卷的论述继续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其中包含许多讽刺、反讽和论战性的评论，这些往往仅仅是《神圣家族》的内容和语气的重复。在此，对鲍威尔的批判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推进到了漫画式和怪诞的领域。

对施蒂纳的批判更为棘手。如果抛开批判的语气，马克思用了三百多页的篇幅来讨论他。这与施蒂纳引入讨论的对立方案的重要性相称。一方面，施蒂纳和马克思比论战的语气所显示的要接近得多；另一方面，两者的立场比讨论的坚决语气所暗示的要模糊得多。

施蒂纳脱离了类本质（Gattungswesen）的观念，因为它在人的概念中引入了一个内在的彼岸。因为这种批判击中了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该概念也服务于人对自身的规范性控制。一方面，这是关于个体之间的关系由其行动所决定的问题。关于这一共同论点，施蒂纳试图从个体之间纯粹的个人关系中激发社会承认结构。马克思的类本质、类活动和类生活（Gattungsleben）的批判功能，因施蒂纳最终开放的个体概念而变得毫无意义。马克思因此被夺走了其政治批判的一个核心，即现实的人。

另一方面，这涉及马克思历史概念中核心概念的地位——关系的作用。在这方面，施蒂纳可能是一个比马克思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参看 (1) MEW 3, 422 f.）。如果人们对马克思关于历史概念的讨论进行唯名论式的解读，就会得到一个与此处被批判的施蒂纳有更多共同点的马克思，多于他愿意承认的（参看上文关于历史概念的积累论点）。整体（社会、历史）仅取决于单个人及其在整个个人丰富性中的个体行为：关系是个体行为的副现象（Epiphänomen）。在马克思那里，当他谈到现实的个体时，人们总能发现类似的强调。

面对这个实际上与马克思非常接近的施蒂纳，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时或许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因为他将理论中的一般化（做/行为，人们/人，诸意识/意识）不再唯名论地解释为积累，而是解释为历史的普遍主义规律（参看关于此的 (2) MEW 3, 423 f.）。马克思也是这样定位自己以反对施蒂纳的：关系对个体施加相关的力量，并分配给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能够胜任的职能。科学家语言中的一般层面对应于历史现实中普遍的和规律性的结构。

人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既能找到一种立场 (1) 也能找到另一种立场 (2)。在他批判哲学的抽象性和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的地方，他接近施蒂纳并因此选择了 (1)。在涉及历史概念时，这在语言上导致马克思强调现实性、具体性、物质和意识的感觉论方面。当他谈论关系时，他的语言则有所不同。在他文本的这类语境中，一种起初语义上一般化的语言获得了一种因果的和规律性的维度。每当此时，马克思就选择了 (2)。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概念，人们必须将历史过程的因果动力学解释为实在论的或反实在论的。要么存在一种因果性，要么存在一种历史的“因果性”。如果它存在（即没有引号的因果性），它的规律性就像自然科学的因果性一样是普遍主义的。

马克思和施蒂纳的共同点在于，作为哲学家必须在 (1) 和 (2) 之间做出选择。从系统上看，科学必须被解释为唯名论的或普遍主义的。如果想把 (1) 和 (2) 放在一起思考，就必须在哲学中引入感觉论的普遍范畴。伊壁鸠鲁虽然这样做了，但他的哲学理解与马克思相反，是治疗性的。上文陈述中选择的“积累模型”和“车辙”的隐喻对这三重选项保持中立。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这在他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变得很明显（参看系列 α, I, 32, 290 / 4, 129 f.）。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论述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某些人（如卡尔·格伦）的各种批判。因此它们在哲学上收益甚微。

7 哲学的贫困

这部著作的撰写时间是在1846年底，一直延续到1847年春。它于1847年以法文出版，1885年由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负责翻译并出版了德文版。恩格斯审阅并修订了文本。这记载在恩格斯为德文版撰写的前言中（I, 30, 28 / 4, 558–569）。关于这部著作的第一个提示见于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1847年1月15日，III, 2, 70–80 / 4, 547–557）。

标题《哲学的贫困》是对副标题中提到的本书主要参照对象的反应：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1847）。马克思对蒲鲁东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论战性的批判（III, 2, 70 / 4, 547：“坏，甚至是很坏”）发生在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上：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方法，该方法不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导向（III, 2, 71 f. / 4, 549），因此是“胡说”（I, 30, 315 / 4, 159）；另一方面，他批判其经济学的范畴及其整个概念体系。他将蒲鲁东的经济理论整体描述为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他希望成为综合，结果却是一个复合的错误。”（I, 30, 302 / 4, 144）。

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相互批判应置于当时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方法和经济理论的更广泛辩论背景下看待（亚当·斯密、李嘉图、让-夏尔-莱昂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让-巴蒂斯特·萨伊等）。在这次与蒲鲁东及其他作者的哲学交锋中，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以理解历史和经济现象的相互联系（III, 2, 70 / 4, 547）。但这一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的和个人的。科学家们通过他们的流派代表社会进行相互斗争（I, 30, 300–302 / 4, 141–144）。马克思最终中断了与蒲鲁东通宵达旦的讨论意愿（I, 30, 28 / 4, 558）。

在这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关注从“当前的社会联系”中得出政治结论（作为对社会状况中的苦难和不公的反应：“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I, 30, 302 / 4, 143）。马克思认为避免“社会主义的感伤主义”（III, 2, 79 / 4, 556）是他与蒲鲁东的共同点。然而，他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暗示，蒲鲁东在此仅成为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III, 2, 80 / 4, 557）。蒲鲁东和马克思将他们的科学重构视为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哲学上理解社会不公的苦难，（1）以便适当地识别和批判它，（2）以便（从个体和历史上）解释其产生，以及（3）以便能够找出废除它的正确道路。

结构

该著作由两章组成：第一章“科学的发现”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两章又进一步细分为若干节。第一章有三节：1.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1.2“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和1.3“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在这一章中，蒲鲁东的基本范畴被彻底拆解（劳动价值论）。第二章有五节：2.1“方法”，2.2“分工和机器”，2.3“竞争和垄断”，2.4“土地所有权或地租”和2.5“罢工和工人同盟”。为了能够突显该著作的哲学意义，下文将仅重构第2.1节中的七个论点。其他章节展示了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与蒲鲁东的定理和论证的交锋。抽象被马克思批判为形而上学（I, 30, 287 和 289 / 4, 125–127）。

第一条论点

马克思在第一条论点中以蒲鲁东的自我特征描述作为开头（I, 30, 287 f. / 4, 126），蒲鲁东并非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历史探讨，而是按照观念的顺序进行哲学探讨。根据蒲鲁东和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秩序和理性的结构，这构成了它们的科学性质。从表面上看，人们确实可以在此发现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哲学联盟。马克思强调了蒲鲁东式黑格尔主义的幼稚性。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观念和范畴对于经济阶段的发展和理解所起的不明确作用。范畴在这些阶段中显现出来。根据马克思和蒲鲁东，这里有两件事必须在哲学上被透视：经济阶段是如何发展的？科学范畴与这种发展处于何种关系中（I, 30, 294 / 4, 134）？马克思像老师一样向蒲鲁东讲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它由从正题经反题到合题的发展组成。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这种科学语言的成就在于克服了蒲鲁东关于相互互动的个体的说法。马克思将理性的运动与蒲鲁东对个体运动的科学重构对立起来：抽象的方法与绝对的方法形成对比（I, 30, 288 f. / 4, 127 f.）。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想要抽象地理解一个经济阶段，他会观察人们在做什么，并从中获得其学说的范畴。人们通过观察基于需求进行分工生产然后交换使用价值（等等）的自由个体的行为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因此，研究的具体出发点是行动着的个体的历史现实。这个出发点在历史上、科学上和个体上都是偶然的。科学家为了研究使用各种概念作为 >范畴<：例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过剩/稀缺、效用价值/意见价值、供给/需求、消费者/生产者。这些范畴保留了出发点的个体性，因为它们像自由行动的个体一样仅仅并列存在。科学家是某种以它们进行杂耍的人（参看下文关于 >教条主义经济学家< 的第七条论点）。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嘲笑了这些松散的概念组合。在第2.2至2.5节中，他作为经济学家与蒲鲁东的定理和论点进行了交锋。抽象被马克思批判为形而上学（I, 30, 287 和 289 / 4, 125–127）。

与此相对的是绝对的方法。它既克服了概念、观念和范畴并列存在的问题，也克服了关于它们某种程度上显现在经济现象中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种绝对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指涉黑格尔辩证法被命名；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添加了论点和隐喻：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在生活，且仅通过运动而存在：行动着的和社会生活着的人们生活在他们的历史和经济语境中。科学家运动着的理性在作为观察对象的物体的发展中，重新认出了个体在其环境中运动着的理性。理性通过产生思想、思想群和思想链条来完成“孕育工作”（Zeugungsarbeit）（I, 30, 290 / 4, 129）（参看下文关于“编撰”的第五条论点）。马克思接下来的论点涉及理性在经济阶段中——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孕育工作。

第二条论点

第二条论点指出了抽象方法的错误：它把事物颠倒了，因为它在“现实的关系”中看到了“那些原理的肉身化（Fleischwerdung）”（I, 30, 291 / 4, 130）。作为永恒和不变的范畴，它们属于一种科学家用来把握关系的“人类的非人格理性”（同上）。这种方法没有认识到的是，关系的清单随生产力而改变：“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同上）个体随生产力也塑造思想，且是依据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塑造的。因此，观念（科学的概念）也是偶然的产物。因此，一种恰当的科学方法必须将其方法论的偶然性整合进其科学概念中。

第三条论点

通过第三条论点（I, 30, 291 f. / 4, 130 f.），马克思指出了蒲鲁东的一个核心弱点：因为生产关系包括观念构成了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整体，人们不能将其更替理解为非人格理性的实现。因为在对这种更替进行科学解释的思想、论证、反思的“系列”中，无法理解生产关系整体中的具体关系（I, 30, 290 和 292 / 4, 129–131）。通过科学概念，人们理解的是在生产关系中由人所创造的观念。

第四条论点

根据第四条论点（I, 30, 292 f. / 4, 131–133），抽象方法的问题现在导致无论是从内部还是跨越历史变迁，都无法理解生产关系，特别是苦难的不公正。因此，蒲鲁东在方法上做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反应。他观察个体，既强调好的方面也强调坏的方面。因此，政治的问题被确定为一项任务，即按照科学标准保留好的并消除坏的。概念的抽象性对应于道德说教的哲学和政治方法的普遍性。

第五条和第六条论点

根据第五条论点（I, 30, 294 f. / 4, 133–135），观念通过抽象方法失去了其生命力，因此不再起作用。它们据此失去了其认识论和论证理论的效力。因此在方法上，必须回到一个世纪的世俗历史的观念，回到作为其历史剧作者（Verfasser）的人们。这里的剧作者一方面可以指历史编撰或其他反思，另一方面也可指转义上的书写历史。但观念失去的更多：根据第六条论点（I, 30, 295–298 / 4, 135–139），随着抽象方法，社会关系和发展的历史性也丧失了。非人格理性的范畴的永恒堆积在人类中沉睡，必须被唤醒。这导致了理性的二重化：范畴科学的非人格理性必须与一个时代的社会中的个人理性（社会天才）区分开来。经济理论及其特定概念也属于后者（参看第1.1-1.3和2.2-2.5节中对蒲鲁东的批判）。于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题就单纯变成了科学家任意的假设。根据马克思，蒲鲁东假设的任意性反映在例如蒲鲁东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孩子接受（内化）了平等的理想。平等是一种“神秘的倾向”，是“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始终不去理会”的（I, 30, 298 / 4, 138）。


第七条论点

马克思以一个元理论的第七条论点结束了他的方法论考察（I, 30, 299–302 / 4, 139–144）。正如科学家的假设看似随意地源于社会精神一样，当下的社会结构表现为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而过去的社会结构则表现为人为的。这对于社会之间的历史过渡产生的后果是，随着概念开始失去其意义，会形成更多随意的假设。经济学中随之形成了各种学派（宿命论学派、浪漫学派、人道主义学派、博爱主义学派、社会主义学派、共产主义学派）。这些学派分为两类：正确的革命者和错误的教条主义者。这种归类取决于科学家在构建其范畴和概念时是否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而当前的经济学范畴和概念正开始显露其无用性。蒲鲁东作为错误学说的信徒，将其一般方法应用于正确学说的信徒身上，指责他们是糟糕的社会主义者。


8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篇导言始于1857年8月，并相对迅速地完成了（“一挥而就”，II, 2, 99 / 13, 7）。手稿于1902年被考茨基发现。它最初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构思的（II, 2, / 13）。它未被收录进1859年的出版物中，因为马克思觉得预先说出尚待证明的结论似乎是不恰当的（II, 2, 99 / 13, 7）。这篇导言的第三部分即如今广为人知的“方法论篇章”。在1903年手稿被发现后，该部分发表于《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第1卷，第25期，772–781页）。针对这一有缺陷的初版的修正版本于1939年（II, 1, 3–32 / 42, 3–31）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58年草稿）》的真正导言发表。新版可见于 MEGA[2] II, 1, 17–45。

系统的结构

这篇导言的四个部分是：（1）生产一般（II, 1, 21–26 / 42, 19–24），（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II, 1, 26–35 / 42, 24–34），（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II, 1, 35–43 / 42, 34–42）。第（4）部分以关键词的形式收集了值得一提的内容，因此只能略作提及（II, 1, 43–45 / 42, 43–45）。（关于结构请参阅 MEW 42, 16；在随后的文本中，标题与该大纲中的表述有所不同。）在第1和第2部分中，政治经济学对其研究对象的传统科学研究方式受到了批判。基于这种批判，一方面在第3部分发展出了方法论，另一方面在第3部分的结尾，马克思以目录的形式介绍了与之相关的经济学研究方式。

在第1和第2部分中，马克思有针对性地收集观察结果，这使他能够以关键词的形式和准逻辑的简化方式，为发展他的社会科学方法提出论据。第1和第2部分的论述不够简练。马克思更多地是借用了当时经济学家的概念（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他重构了这些概念在术语和论证上的运作方式，在此过程中往往表现得非常概括或具有演练性质。为了理解这两个部分，可以识别出六个重点主题，并在下文中归纳为（1）-（6）。

六点观察

（1）据马克思所述，16至18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仍完全立足于此基础之上——以“鲁滨逊故事”的形式来看待物质生产（参阅 II, 1, 21 f. / 42, 19 f.）。在这些故事中，社会联系以多种方式被创造成一个偶然的统一体（混合体），而在起点上最初只有个人（鲁滨逊们）（II, 1, 21 / 42, 19）。这些个人作为世间的人行动，进行物质生产，然后才考虑结成社会组织。在作为科学的哲学和经济学中，就这样创造出了在美学上看似令人信服，但实际上只是幻想产物的叙事。如果从历史角度回溯，早期时代（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时代之前）的个人作为生产者并非个体，而是社会整体中不独立的要素。哲学家们在叙述技术上进行了预设，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在科学上采纳了这种叙述，这是19世纪的历史结果：继封建社会之后，在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自由竞争者出现在市场上。16至18世纪的鲁滨逊故事暗示了一种个人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在历史上是后来才实现的。经济学家将这种个人的自然性变成了他们科学的一个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时代错乱的幻想产物。从他的批判中可以看出，科学的范畴不应当是凭空臆造的（II, 1, 22 / 42, 20）。

（2）在以此切入对经济学家叙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以及马克思对此类叙述的推论之后，他审视了经济学家的一些分类，并提出论点：这些分类均不存在（参阅 II, 1, 22 f. / 42, 20 f.）。经济学家们在各处都犯了错。例如，他们在“生产一般”的标题下将生产关系永恒化了（II, 1, 23 / 42, 20）。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始终是处于某种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从概念上讲，该术语在理论中总是带有一个经验性的指标，因为它（作为概念）涉及特定的现实。然而，他的对手考察的是“一般”的生产。这既正确又错误。说它正确，是因为确实存在一些脱离（抽象于）特定（具体）社会关系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生产方面。说它错误，是因为有时某些生产特征被不恰当地普遍化了（II, 1, 23 / 42, 21）。马克思关于这种普遍化的例子（此处经简化）是：任何生产都需要工具，资本是一种生产工具，因此据经济学家所言，资本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他将这种谬误称为对历史生产关系的不恰当的永恒化。

（3）马克思进一步激进地批判了普遍性（参阅 II, 1, 23 f. / 42, 21）。不仅不存在生产一般，而且也不存在一般的生产。此处的论述非常仓促。因为一方面只存在特殊的生产部门（农业、畜牧业等），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知道生产总体性（Totalität）的选项（II, 1, 23 / 42, 21）。因为社会机体也是一个进行生产的社会主体（同上）。他至少留下了一个未决的第三维度，这在后来的第3部分中同样以论题的形式被再次引入：人们可以追问，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何与生产发生关系。经济学似乎不是一种工艺学（Technologie），因此不属于生产部门。根据他的论点，在“生产”这一标题下，必须处理至少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领域。

这个被搁置的问题也许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但它对于本书中方法的阐述至关重要。他在此处还不想处理“科学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同上）。在第1和第2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正在与他的直接对手进行辩论。这个问题将一个元理论层面引入了科学，这在思想史上可能具有根本的新意：科学如何与“生活”、“历史”和“世界”发生关系（参阅“现实”与“教科书”，II, 1, 27 / 42, 25）？马克思与他的哲学自我认知进行着斗争，最终仍不明确。这种不确定性至少必须被指出来：在第3部分，马克思区分了科学家的精神劳动与通常意义上的劳动。理论是工作的（思考的）科学家的产品，他在思考时将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II, 1, 37 / 42, 36）。在思维中，科学家以一种被马克思区别于宗教和实践的方式来占有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家的思维不是“工艺学”（II, 1, 23 / 42, 21）。哲学不是“生产部门”（同上）。但在他的思维中，范畴在叙述发展过程中的运动，对科学家显现为真正的生产行为，“其结果就是世界”（II, 2, 37 / 42, 36）。但这儿是谁在生产？一方面可能是从思辨态度中走出来（并变得政治化）的科学家，另一方面可能是作为总体性的社会主体。马克思似乎未作决定，因为他既没有把科学家角色的转换这一主题具体化，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社会心理学。

（4）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在他们的论述中首先处理生产的一般条件（参阅 II, 1, 24–26 / 42, 22–24）。在穆勒和斯密那里，这包括一方面是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促进生产的条件，如气候、种族、地理。马克思认为这两者都是只传递同义反复（Tautologien）的论述部分，因为它们提供的是相同的科学贡献（II, 1, 24 / 42, 22）。为什么会有这些同义反复？马克思认为这种叙述方式隐含着一种意图，即在处理生产的一般条件时，将偶然的资产阶级关系当作不可动摇的自然规律偷偷塞进去（II, 1, 24 / 42, 22）。一般的经济原则是自然必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原则，只有在分配（产品的分配）中才存在非自然必然的秩序结构：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获得其生产份额，但奴隶和雇佣工人所依据的法律不同于土地所有者或官员。经济学家在这一栏目中处理（1）所有权概念（立法者）和（2）保护所有权的策略（警察、司法）。马克思在此既谈论了“范畴”，也谈论了科学叙述中的“章节”。

马克思抨击了将分配与生产的一般条件分离开来的做法。通过这种分离，叙述的一部分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同义反复），而在另一部分则仅处理了任意的（偶然的）事物。现在他参照（1）和（2）来论证他的批判。经济学家将所有权等同于私有财产，而忽略了公有财产的选项。据马克思所言，这是他们的方法或其叙述架构的结果。因为在“一般生产”部分，他们处理的是个人对自然的占有（II, 1, 25 / 42, 23）。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占有始终是一定社会形式内的占有。生产和分配的分离使得这种联系变得模糊不清（同上）。马克思的对手关于生产条件说，所有权（作为经济范畴）是这些条件之一。同义反复的指责源于以下事实：个人对自然的占有无非就是私有财产（鲁滨逊捡起椰子）。他的对手在分配名下处理的内容，对马克思来说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其他形式的占有导致其他的所有权概念（参阅“强权权利”；同上）。这个问题被经济学家忽略了，因为一方面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另一方面因此在其著作的目录中将生产和分配分开了。因此，在方法论篇章的结尾，对应于方法上错误的目录（II, 1, 17 / 42, 16），出现了一个修正后的正确目录（II, 1, 43 / 42, 42）。

（5）在导言的第2部分，马克思深化了他的批判（参阅 II, 1, 26–35 / 42, 24–34）。虽然导言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他的对手理论中必然的科学盲目性，现在则讨论了另一个方法论上的缺陷。叙述的各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对他们来说，生产似乎是社会的起点，最终汇入消费。中间是分配（共时的分配）和交换（历时的分配）。马克思将这些范畴纳入一种逻辑形式：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II, 1, 26 / 42, 25）。作为普遍性的生产，特殊化为中间的分配和交换，最终汇入作为其目的的消费。马克思将非哲学的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结合起来。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应当是具有启发性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推论（三段论）的联系是“肤浅的”（II, 1, 26 / 42, 25）。于是，他借助黑格尔，通过用自己的方法耍弄对手的范畴，高超地展示了对手的漏洞（参阅 II, 1, 27–35 / 42, 25–29）。在此过程中，这些范畴在许多经济细节上都站不住脚，一方面作为外部批判（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作为内部的荒谬（系统性）。

（6）在前两个部分中，马克思有两个未经反思的前提，它们并非微不足道：其一，存在诸如生产关系之类的东西作为一个生产的整体，可以通过正确的经济学来理解；其二，历史发展遵循必然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逻辑-范畴层面的。如果人们认为这两个论点令人信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变成了（政治）工艺学。

方法论篇章

在导言的第3部分，即著名的方法论篇章中，马克思为经济学发展了他自己的经验-社会科学方法（II, 1, 41 / 42, 40）。这种方法是他从对古典经济学方法的批判中推导出来的，这些批判在第1和第2部分中已经为人所知，现在被反复调用（II, 1, 35 f. / 42, 34 f.）。结果是，马克思为他的方法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目录（II, 1, 43 f. / 42, 43 f.）。他的方法的发展与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批判在思路中很难拆解开来。因此，以下的论述虽然遵循文本的进程，但在叙述技术上进行了干预，以便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图景。

马克思隐含地去区分（1）经济科学的正确与错误方法，（2）科学（哲学）的正确与错误方法，以及（3）科学中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形成，只要它是哲学-经济-政治性的（参阅 II, 1, 36 f. 和 41 / 42, 36, 40 和 55）。思路的复杂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两种错误方法的“错误”中，各自也包含着某种“正确”。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中汇集出了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此外，马克思还通过特定的观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会陷入这两种错误的方法。第3部分的文本思路混合了思路的这三个方面。

关于（1）：17世纪的经济学家从有生命的整体（社会中的现象）开始，在理论上得出了普遍和抽象的规定（劳动、分工、需求等）。据说后来人们又从这些简单的要素出发，重新组合出整体（国家、世界市场）。这首先是一个科学史的论点。在方法论上，它是相关的，因为科学家在第二阶段通过思维把握经济和社会的有生命的整体，从而从实在和具体（我们成长并有意识地生活于其中的现象）中再生产出实在和具体（思维具体）。这第二个实在和具体与第一个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它存在于思维中，而非现象中（II, 1, 35 f./ 42, 34–36）。

因此，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作为科学客体领域的那个整体，以及作为该客体领域在（工作的科学家的）理解性思维中再次出现的另一个整体。这两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主体之外的和主体之内的）都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这些事物是劳动的产物（参阅“将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II, 1, 36 和 15 / 42, 35 f. 和 194）。一次是历史在工作，另一次是科学家在工作，但他本身也是历史和科学的人物。如果科学家最终与非科学家（民众）不同，不再对整体持有混乱的表象（II, 1, 36 / 42, 35），而是理解了多样性的统一，那么他的工作在方法上就是恰当的。经济学家的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的科学由单个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组成，而不是在于把握整体。

关于（2）：错误的哲学方法以黑格尔为例加以说明（II, 1, 36 f. / 42, 35 f.）。他将思维具体规定为实在。这个实在就是思维本身（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在其书桌前的思维）。这种思维是黑格尔的幻觉，因为它把科学家仅仅作为认识论的中间层面插入到历史具体和思维具体之间。但历史和思维构成一个统一体。正如在科学家的意识中表现为理论洞见的那样，思想整体在观念上就是世界整体，只要意识通过其精神劳动占有世界。

黑格尔的方法是理论性的。他将作为理解性主体的思维与被认知的客体（历史、社会）对立起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科学家非生产性地处于两者之间。他的非生产性在于，他工作的思维既不（共同）创造这个具体的整体，也不（共同）创造那个具体的整体。相反，马克思设想了一种方法，将作为思维产物的思想整体放回到思维的对象领域中。在这个主体中，思维具体在思维劳动中发展为作为产品的理论，这个主体就是民众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也属于这个社会。因此，要使黑格尔的理论方法获得成功，社会必须作为一个概念和范畴在其中发展的场所浮现在他脑海中。

因此，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区分了精神劳动和非精神劳动，并相应地区分了不同的产品（II, 1, 36 / 42, 35 f.）。但思维具体和非思维具体在本体论上处于同一位置。错误的哲学方法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将思维从人（科学家和公民）的意识中剥离出来，并在具有独立主体性的意义上将其与现实对立起来。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是非理论性的。马克思在此没有给它命名。但人们可以将其称为“反思-政治的”，因为科学家通过其把握现实的思维，正是在以精神劳动的方式共同塑造这一现实。

关于（3）：成功的科学家与优秀的经济学家分享客体的整体性，与黑格尔分享概念或范畴的动态统一性。因此，正确的科学家在方法上将经验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与系统的（哲学的）研究方式结合起来（参阅 II, 1, 37 / 42, 36）。马克思心目中的科学概念对理论中的概念形成和使用具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通过一些例子对此进行了探讨。

Notes


[2]: MEGA 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 ↩




1 概念澄清与著作史概览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主要科学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该书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Ökonomie）是用来指代一国经济科学的通用术语。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说法是有历史原因的。Oikonomia（经济/家政）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是指家政管理的学说（oikos：家，nomos：法律、规则）。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自16世纪以来的形成，整个国家的经济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便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以便将这一新对象与单纯的家政管理区分开来。在德国，直到20世纪初，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这一名称仍被广泛使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史，参见 Stollberg 1977/78 和 Seifert 1988）。

不过，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德语中的国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slehre）和英语中的 economics。一方面，今天的国民经济学是分化了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它与社会学和政治学并列。而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作为当时唯一发展成熟的社会科学，其涵盖范围比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要宽广得多。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巨大影响，对经济（das Ökonomische）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在18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中，核心在于财富的生产、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国家获取这些财富的不同形式，这一点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主要著作标题中已有所体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相反，当代国民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向行为科学方向发展，研究人类行为如何在相互竞争的目的之间选择不同且有限的手段（Robbins 1932 对此作了纲领性的表述）。在此过程中，主流经济学的趋势是走向日益强化的形式化模型，为了应用数学方法，往往不惜对分析的情境进行极端的简化，以至于实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屏蔽了。

马克思将其计划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已经表明，他不仅要批评个别作者，而且要对整个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对其范畴、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整个学科的诉求，在他1862年12月28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一封信中也表现得很清楚，马克思在那里将《资本论》归类为“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III, 12, 297 / 30, 640，马克思的强调）。

马克思很早就计划对经济学的基础范畴进行批判。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为计划中的国民经济学和政治批判所做的准备工作。然而，那个早期的计划与1857年起产生的经济学批判手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概念差异，因此有理由将这后期的纲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单独处理。

在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文献中，关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的差异，以及关于马克思著作的不同阶段划分，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如果在下文中区分了经济学批判著作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那么不应忘记，这种划分始终只是一种分析辅助手段，用于突出某些差异。这绝不排除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的连续性。此外，这里仅涉及经济学批判著作的阶段划分；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历史研究和哲学反思，可能适用其他的划分方式。

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述，他在1842/43年作为《莱茵报》的主编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II, 2, 99 / 13, 7）。他的进一步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II, 2, 100 / 13, 8）



专注于经济问题的第一个时期涵盖了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5年初在巴黎的时间。这一时期产生的主要文本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摘要”（Mill-Exzerpt）。当时马克思对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知识还非常不足。由于英语知识欠缺，他只能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和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等重要英语作者的部分质量低劣的法语译本（参见他在 MEGA² IV, 2 中的摘要）。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仍带有强烈的哲学色彩。马克思受到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的哲学改革理念（Feuerbach 1843a; 1843b）以及摩西·赫斯（Moses Heß）的经济哲学探讨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思考围绕着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以及资本主义中这种本质的“异化”展开。马克思指责国民经济学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中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反而是通过接受异化的关系为自然关系来肯定它。

研究经济学的第二个时期始于1845年的布鲁塞尔，持续到1849年。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那些在20世纪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名出版的手稿中，对自己1844年的进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对这一批评的自我定性，这是为了“清算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II, 2, 101 f. / 13, 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哲学几乎成了一个骂名，与哲学抽象相对立的是“现实的”、“实证的”科学，现在要根据经验来确认“事实”。关于人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异化，现在不再被提及，或者只是以一种贬义的方式被提及。马克思的异化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因此消失了，或者它是否在《资本论》中再次出现，在文献中存在激烈的争议。

在他的研究中，马克思现在更加转向现存的实证科学。在布鲁塞尔以及1845年与恩格斯共同进行的英国考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学摘录（“布鲁塞尔笔记”，MEGA² IV, 3；“曼彻斯特笔记”，MEGA² IV, 4 和 IV, 5）。马克思现在比在巴黎时更深入地研究现有的经济科学。大卫·李嘉图（1172–1823）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学最先进的代表，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接受，并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MEW 4, 63–182）中被用来揭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多么的不充分和荒谬。在那里，李嘉图受到了近乎狂热的赞颂：


“李嘉图把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生产的现实运动指给我们看，它是构成价值的东西。蒲鲁东先生撇开这种现实运动不谈……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现存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蒲鲁东先生的价值理论则是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证实了他的公式的真理性，因为他从一切经济现象中引出这个公式，并用这个公式解释了一切现象，甚至那些乍一看好象是和这个公式矛盾的现象……”（MEW 4, 81 f.）



马克思当时对李嘉图的批评在于其非历史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永恒、不可改变的形式（参见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III, 2, 70 ff. / 27, 451 ff.）。在1840年代后期的文本中——除了《哲学的贫困》，主要是文章集《雇佣劳动与资本》（MEW 6, 397–423）、《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MEW 4, 444–458）以及《共产党宣言》（MEW 4, 459–493）——虽然可以发现对现存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运用，但尚未对其范畴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在184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是科隆新创办的《新莱茵报》的主编，该报很快成为最重要的德语报纸之一。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不得不离开德国。像许多其他政治流亡者一样，伦敦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

随着移居伦敦，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第三个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在伦敦，马克思一家生活在极端不稳定的环境中，只能靠恩格斯的不断接济才勉强生存。然而，对于马克思的科学工作而言，流亡伦敦却是一个巨大的幸运。他在1859年的序言中回顾道：


“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立足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以批判的精神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II, 2, 101 / 13, 10 f.）



现在进行的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比前两个时期要广泛和深刻得多。从1850年代末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学批判手稿，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不再简单地在批判的语境中使用诸如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等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对这些范畴的理解以及政治经济学狭隘的提问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1857年起产生的经济学批判文本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的贡献，该纲领基于1850年代以来在伦敦获得的认识，并明显区别于1840年代的构想。这第三个时期的经济学批判文本——这也是我们下文将专门讨论的内容——在 MEGA² 中被收集在一个名为“‘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的专门部门中。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这第三个时期可以再次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准备时期（1850–1857），这一时期主要产生的是摘录，只有少量的论述。第二，试图在六册计划的基础上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63）；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大纲》（Grundrisse）和（作为更大手稿一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基于四卷本结构的《资本论》的撰写（1863–1881）。

在1850–1881年这一需在此讨论的时期内，马克思只出版了两部经济学批判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这是一本仅包含商品和货币分析的薄薄的小册子；以及《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1872/73年修改后的第二版，以及1872–1875年再次修改的法译本）。所有其他文本，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开始，都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才出版的，并经过了编者或多或少的强力干预。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原始手稿首次通过 MEGA² 完整且未经编辑干预地呈现出来（关于《资本论》的编辑史，参见 Hecker (1999)；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论，下文只能偶尔涉及（关于自1965年以来的德国辩论，参见 Elbe 2008a；关于国际辩论，参见 Hoff 2009）。


2 准备阶段：1850–1857

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学文献，其中不仅包括英文著作，还有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著作。1850年至1853年间，马克思在那里写下了24本内容详尽的笔记，并按顺序进行了编号。在这些笔记中，他摘录了理论、实证和经济史文献，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收录于 MEGA² IV, 7 至 IV, 11 卷，尚未完全出版）。马克思后来反复查阅这些摘录笔记。

前六本摘录笔记主要涉及货币、信贷和危机等问题。这种主题导向源于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他视1847/48年的经济危机为革命的核心诱因之一，并预期随着下一次经济危机，新一轮的革命动荡也会到来。早在这些初步研究期间，马克思就对李嘉图（Ricardo）所主张的地租理论及其货币理论提出了批评（参见马克思1851年1月7日和1851年2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III, 4, 6ff. 和 24 ff. / 27, 157 ff. 和 173 ff.）。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货币比资本更古老，但它只有在资本主义中才得到完全发展：»作为货币体系本身，只有当劳动自由地与货币交换时，即与雇佣劳动制度结合在一起时，才是纯粹的«（MEGA² IV, 7, 242）。

在这些初步摘录的基础上，马克思——与伦敦笔记并行——建立了一本独立的笔记，题为»Bullion. 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金银。完成的货币体系）（MEGA² IV, 8, 3–85）。在这本笔记中，他按作者归纳了货币理论的立场，并加上了进一步的注释。在第VII号笔记中，标题»Reflection«（反思）下，也出现了对货币理论关联的初步阐述（MEGA² IV, 8, 227–234）。

随后，马克思转向了经济理论的宏大草稿：他摘录了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斯密（Smith）和李嘉图（Ricardo）的基础著作——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原文，且比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更加彻底。对于李嘉图，马克思现在也看到了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

»R. [李嘉图] 舍弃了他视为偶然的东西。但这又是另一回事：去描述真实的过程，其中他称之为偶然运动的东西（但这却是恒定和真实的）与他的规律（平均关系），两者显得同样本质。«（MEGA² IV, 8, 362）。

借此，马克思提出了“规律”与“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离解决还很远。

马克思现在也接收了由这些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所引发的争论。在此过程中，他还摘录了一系列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其中一些人从保守主义立场，另一些人从社会主义立场批评李嘉图。通过这些批评，马克思意识到了李嘉图的一系列其他理论问题。

紧接着，马克思主要关注涉及工人阶级状况的争论：关于资本与劳动交换、工资理论以及缩短工作日的经济后果的辩论。

在随后的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涉及大量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主题的文献。其中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农业化学、殖民主义与殖民政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制度史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直至文化和风俗史。

在1850年代，马克思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他为当时美国最大的日报《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撰写的报刊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论述了欧洲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为此他进行了部分详尽的研究，这些研究记录在其他的摘录笔记中（参见 MEGA² IV, 12）。除了欧洲大国的外交政策，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周期性的起伏（Neuhaus 2011; Krätke 2006）。在此过程中，他也获得了许多有益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见解。

2.2 »Einleitung« [《导言》] (1857)

关于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直到1857年8月才变得更加具体，当时马克思撰写了一篇题为»Einleitung«（导言）的文本，该文本于1903年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首次出版（II, 1, 17–45 / 42, 15–45）。对这一文本的接收通常受到双重误解的影响。一方面，人们认为它是紧随其后产生的《大纲》（Grundrisse）的导言。然而，马克思是想为计划中的全集写导言，而《大纲》只涵盖了其中的一部分，况且后者也并非一部可以被“导入”的“作品”（见下文）。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这里提供了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对所有后续文本都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最近 Harvey 2012 再次持此观点）。然而，马克思的方法论思考总是结合出现的表述问题而发展的。他在《导言》中勾勒的，是他1857年之前研究的方法论和概念总结；这些结果并非不可动摇的真理，而是初步的探索性尝试，在进一步的阐述中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

在开篇，马克思就确立了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此，个人的社会地被规定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斯密和李嘉图作为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II, 1.1, 21 / 42, 19）

这些“虚构”并不是个人现象，它们是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

»只有在18世纪，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才对个人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立场，即孤立个人立场的时代，正是迄今为止发展了的社会（从这个立场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II, 1.1, 22 / 42, 20）

尽管马克思清楚，当谈论生产时，总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同上），但他仍试图在《导言》的前两节中，在一般层面上确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并将其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区分开来。这很快显明，马克思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要给出区别于单纯同义反复的此类一般规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第三节»Di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非常著名（关于详细评注，参见 Jánoska 1994）。马克思指出，似乎正确的是»从现实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例如在经济学中从人口开始«（II, 1.1, 35 f. / 42, 34 f.），并由此达到越来越简单和抽象的概念，如资本、价值和货币。然后»重新踏上回程«，以便再次到达人口，但这时的特定人口不再只是一个表面的表象，而是»许多规定和关系的具有丰富内容的总体«（II, 1.1, 36 / 42, 35）。17世纪的经济学家走了第一条路。在简单的概念多少被确定之后，第二条路也被采纳了，马克思显然是在暗指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体系。他对»正确的方法«的判断非常明确：

»后者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虽然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出发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II, 1.1, 36 / 42, 35）

马克思并不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仅仅是他方法的特质，而是任何科学经济学的特质。因此，这个被广泛引用的公式对于描述《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具体做法用处不大，因为它太笼统了。

这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现在与黑格尔的做法进行了对质：

»因此，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以此作为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同上）

下一段更确切地说明了这种顺带提出的黑格尔批判的意图。对于»哲学意识«——马克思说，对它而言»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因此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II, 37 / 42, 36）。这决不是错误的，而是»一个同义反复«——在这个限度内，即»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同上）。但对马克思来说，关键在于这个思维产物取决于什么。它决不是»外在于或超出于直观和表象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的概念«的结果，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结果。»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现实主体 [即被研究的现实对象，M.H.] 仍然是在头脑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同上）

一方面，马克思在这里反对黑格尔，坚持认识对象的不可消除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强调——以此承接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传统——任何认识的建构性质。认识不简单是经验事实的反映，而是思维生产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掌握形式，它与其他掌握形式并存。然而，这种生产不是自律的，概念基于对直观和表象的加工。马克思指责黑格尔的是这种思维生产行为的绝对化，即否定了那种与头脑之外存在的现实主体之间不可消除的张力关系。

随着对认识的建构性质的强调，现在也克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透露出的经验主义认识观，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将“确认事实”与“哲学思辨”截然对立。

紧接着，马克思追问范畴的历史存在：简单的、抽象的范畴在历史上是否比具体的范畴存在得更早？他的回答是：»Ça dépend«（同上）——视情况而定。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未发展整体的支配关系，或者一个已发展整体的从属关系«（II, 1.1, 38 / 42, 37）。但这似乎被马克思视为例外。他仅以虚拟语气得出结论：»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种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同上）。对他来说，典型的似乎是他用劳动为例所论证的情况。»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同上）但这只是假象。把劳动本身，不带任何其他规定性，理解为创造财富的活动，是一种现代观念，只能在现代关系下发展出来：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这种漠不关心，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其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而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所谓的。[] 因此，这里，>劳动<，>一般劳动<，劳动 sans phrase [不带修饰语的]，这个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才成为实践上真实的。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放在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实践上是真实的。«（II, 1.1, 39 f. / 42, 38 f.）

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深远的结论：并非未发展的社会形式的历史展开能让人洞察社会的已发展形态，恰恰相反：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在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上建立起来的 []«（II, 1.1, 40 / 42, 39）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同上）人们可以争论这种进入生物学领域的类比是否恰当。但这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关于考察历史想表达什么：一种经济形态的历史形成，只有在该形态本身已被充分确定后才能被考察。

当然，马克思也清楚这种回顾性洞察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这样提供了古代经济学等等的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看到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同上）发达社会的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解——可以这样精确化马克思的思路——能让人透视商品生产初期发生的事情，但不能透视这些初期阶段发生的社会背景。古代或封建社会的这种背景拥有其自身的逻辑，不能简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达关系，马克思将在《大纲》中回到这一点。

即便这种回顾性洞察的范围必须在个案中确定，但对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经济范畴的表述，从而也对于他计划中的项目，产生了一个明确的后果：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彼此间的关系决定的，这个次序同它们在自然次序中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II, 1.1, 42 / 42, 41）

现代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超历史的、自然的经济形式，而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式，它已产生、发展并可能再次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表述必然必须是历史的。马克思在这里甚至明确指出，它根本不可能是历史的：必须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理解，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形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大纲》中还将详细论述。

然而，资本主义关系的系统表述在细节上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克思还远未清楚，正如关于方法的章节末尾那份相当粗略的提纲草案所显示的（II, 1.1, 43 / 42, 42）。


3.1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7/58)

如果这个形态本身已经被充分清楚地确定了的话。

诚然，马克思也清楚这种回溯性洞察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看到资产阶级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同上）发达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马克思的思路可以这样精确表述：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以让人洞察商品生产初期发生的事情，但不能洞察这些初期情况发生的社会背景。古代或封建社会的这种背景具有一种独特的逻辑，不能简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达关系，在《大纲》中马克思将回到这一点。

即使这种回溯性洞察的范围必须在具体情况中确定，但对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经济范畴的叙述，以及对他计划中的项目而言，却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彼此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作为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II, 1.1, 42 / 42, 41）

现代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超历史的、自然的经济形式，而是一种已经产生、正在发展并可能再次消失的特定的历史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叙述必然是历史性的。马克思甚至在这里明确指出，它根本不能是历史性的：必须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理解，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形成。马克思在《大纲》中还将详细回到这一点。

然而，资本主义关系的系统叙述在细节上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克思还远未清楚，正如他在关于方法的章节末尾那份相当粗略的大纲草图所显示的那样（II, 1.1, 43 / 42, 42）。

3 1857–1863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六册计划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1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58）

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撰写了今天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文本。这个标题来自第一批编辑，依据的是马克思通信中对手稿的描述。手稿于193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1953年在东德重印；但直到1960年代末才被广泛接受。随着学生抗议运动，西欧对马克思的兴趣重新被唤醒，特别是特龙蒂（Tronti, 1974）、维戈茨基（Wygodski, 1967）和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 1968）的研究表明，《大纲》有助于对《资本论》进行更深入且非经济主义还原的理解。

在一再推迟其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的撰写之后，马克思在1857/58年冬天几乎像着了魔一样撰写《大纲》的手稿。同时，他不仅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还整理了《危机册》（Book on Crisis），这是一份关于185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发展的材料汇编，附有评论并按国家分类（参见 Block/Hecker 1991，该材料汇编将出版于 MEGA² IV, 14）。马克思如此高强度地研究《大纲》，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目前的经济学研究终于足够深入了；这种匆忙的原因更多在于他多年来预言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他预期随之而来的将是革命的发展。他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使他得出这样的观点：革命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847/48年的经济危机决定的，因此他在1850年就已经得出结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I, 10, 467 / 7, 98）。现在这一点似乎终于到了，马克思担心他的书“完成得太晚，以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关注这类事情了”（马克思致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III, 9, 73 / 29, 551）。

没有开头的草稿

手稿没有被马克思命名。它也不是作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的草稿开始的，而是在写作过程中发展成这样的。在一本包含针对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关于俄国的两本小册子的文章草稿以及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德语史》的长篇摘要的笔记本中，马克思从摘录阿尔弗雷德·达里蒙（Alfred Darimon）的《论银行改革》（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巴黎，1856年）开始。很快，这篇摘录就演变成了对普鲁东追随者达里蒙的货币改革概念的根本性批判，后者的主张归结为通过改变货币和信贷制度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这些想法促使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流通手段来革命化生产关系（II, 1, 57 / 42, 58）。这个问题不久之后被更根本地表述为：“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难道不需要特定的交换工具吗？它难道不必然为所有价值创造一种特殊的等价物吗？”（II, 1, 61 / 42, 62）。归根结底，这关乎货币的性质；它仅仅是原则上可以被放弃的交换辅助工具，还是任何商品生产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达里蒙摘录因此转变为对商品与货币关系以及商品流通中各项货币职能的根本性分析，随后是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同样根本性的分析（关于《大纲》中货币理论分析的详细研究以及与后来版本的“货币推导”的比较，参见 PEM 1973）。

作为一个从摘录中诞生的文本，《大纲》没有真正的开头，也不遵循预先存在的计划。文本中可以找到不断变化且绝非最终定稿的计划草案（II, 1, 187 和 199 / 42, 188 和 201）。《大纲》的第一部分只是在后来才被冠以“II.) 货币章”（II, 1, 49 / 42, 49）的标题。对资本的考察获得了标题“资本章”（II, 1, 161 / 42, 165），而在手稿的最末尾，马克思开始了一个“1). 价值”（II, 1, 740 / 42, 767）的章节，但仅写了一页就中断了。前两章只有很少的细分（不同《大纲》版本中部分相当详细的目录是编辑添加的）。不过，在资本章中，三个大部分的划分是清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均无标题）以及（有标题的）“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II, 1, 619 / 42, 637）。

范畴的辩证发展

《大纲》不是一份直接为了出版而写的手稿，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份研究手稿。要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对研究的理解。关于研究与叙述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构造了。”（II, 6, 709 / 23, 27）

这种对材料的占有是在许多摘录笔记中进行的，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既研究了经验事实和统计数据，也研究了主流经济理论的成果。现在开始的叙述过程不仅仅是为了尽可能清晰地展示结果。如果“材料的生命”真的要在观念上反映出来，那么经济范畴的叙述必须同时揭示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联系。在《大纲》开头提出的关于货币性质的问题上，仅仅断言货币在商品生产经济中是必要的并不足够。商品和价值的叙述必须阐明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方面货币是必要的。即使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材料，这也远未解决所有的叙述问题。反之，叙述上的顽固困难也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材料占有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马克思在1840年代的研究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没有如此深入地钻研经济学，他现在也面临着全新的叙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偶然地——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1858年1月13日，他写信给恩格斯：

“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我只是偶然翻阅了一下黑格尔的《逻辑学》（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一些原属巴枯宁的黑格尔著作，便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合理的东西阐述出来，使一般人的理智能够理解。”（III, 9, 24 f. / 29, 260，原文中有强调）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一方面对黑格尔的方法表示认可，另一方面也批评黑格尔对它的神秘化——但他并没有说明他认为哪里是合理的，哪里是神秘化的。不过，他在这里暗示了这种方法对他有用的地方，即“加工的方法”，也就是范畴叙述的方式。马克思可能在1857年10月底收到了黑格尔的书（参见弗莱里格拉特1857年10月22日致马克思的信，MEGA² III, 8, 497）。也就是说，当他在1857年8月撰写“导言”时，他还没有这些书，他是在开始撰写《大纲》后不久收到的。在“货币章”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它们的影响，以至于马克思很快解释道：“后来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纠正一下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里所谈的只是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II, 1, 85 / 42, 85）不过重要的是要注意，马克思在这里绝不认为他的论证依据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而仅仅指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在随后也没有被完全放弃：马克思试图用取自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来确定经济范畴之间的联系。在《资本论》中也能找到这种概念术语的残留。对于许多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由黑格尔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构成的。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 1968）在这方面论证得还非常谨慎。克拉尔（Krahl, 1971）、布布纳（Bubner, 1974）、布林克曼（Brinkmann, 1975）和许多其他人则视黑格尔逻辑学为理解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关键钥匙。在没有了解《大纲》的情况下，列宁也曾宣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列宁 1914/15, 170）。然而，马克思恰恰在拉萨尔身上批评了这种对辩证法的肤浅应用，他在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拉萨尔：

“我从这一条注释[拉萨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中的一条脚注，M.H.]中看到，这家伙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巨著中以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他将会得到报应并领教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地步，同把一个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到对这样一个体系的模糊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III, 9, 52 / 29, 275）

施拉德（Schrader, 1980）的详细研究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本人绝没有进行这种肤浅的黑格尔范畴的应用，他也详细探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来源，并得出结论：马克思在关键地方“不仅在经济内容上，而且在概念甚至构思上都依赖西斯蒙第、斯托尔希和萨伊，而且恰恰是在那些与黑格尔逻辑学重合的段落中”（Schrader 1980, 134）。

黑格尔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个别概念或论证修辞的使用。通过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呈现范畴的方式作为中介，马克思对范畴叙述的困难形成了一种敏锐的问题意识。早在“导言”中，马克思就已清楚，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历史叙述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叙述已经预设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知识。在《大纲》中，马克思也强调，资本的“历史前提”“属于资本形成的史前史，而绝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II, 1, 368 / 42, 372）。为什么？“资本生成的条件和前提正好说明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随着现实资本……而消失”（同上）。历史上正在生成的、产生中的资本与已经产生的资本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其叙述不容混淆。

成熟体系的叙述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马克思指出，“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形式也是这样，因此每一个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II, 1, 201 / 42, 203）。但是，如果所有关系都互为前提，那么范畴叙述就没有不言自明的起点。起始范畴并不是各自经济关系的直接表达，相反，必须将它们抽象到最初可以不涉及其他范畴而进行叙述的程度。

其他范畴必须从这些起始范畴出发进行推导，马克思称之为“辩证的生成过程”（II, 1, 229 / 42, 231；参见 Heinrich 2014, 171 ff.）。因此，第一个问题在于确定哪些范畴根本上可以作为起始范畴，以及抽象必须进行到何种程度。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也指出了抽象的基本方法论意义（II, 5, 12 / 23, 12）。在导言中，马克思还认为他必须从生产的最一般规定开始（独立于各自的社会形式）（II, 1.1, 43 / 42, 42）。直到《大纲》的写作过程中，他才认识到，他必须从某种特定生产形式，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最一般规定开始。

理论缺陷：抽象劳动、资本、危机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份在几个月内写成的手稿时说，里面“搞得乱七八糟”（1858年5月31日，III, 9, 157 / 29, 330）。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与《资本论》相比，《大纲》表现出一系列严重的理论缺陷，这些在文献中很少被讨论（PEM 1978的《大纲》评论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例如，马克思在没有自己的价值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货币理论的思考。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是多么不确定，表现他在资本章中插入句子中间的一段长文，这段话以根本性的问题开始：“价值难道不应当看作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吗？价值本身难道不是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般形式吗？这在经济学中有意义吗？”（II, 1, 190 / 42, 19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II, 5, 22 / 23, 56）的东西，即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的区分，在《大纲》中还不曾存在。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首次引入这种区分。在此之前，他偶尔使用“抽象劳动”这一术语，但意义非常笼统，并不是作为具体有用劳动的对立面。虽然马克思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当他谈到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时，就像斯密和李嘉图一样仅指“劳动一般”（Arbeit sans phrase），但这并不能阻止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规定被混淆。仅仅基于“劳动一般”的分析是不够的，这一点马克思在10年后，即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过（MEW 32, 11）。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的价值”这一非理性表达之间的严格区分，对于《大纲》时期的马克思来说也远未完全清楚。相反，马克思试图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理解为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资本在单个商品中找不到它的对立面，如果资本转化为被消费的商品，那么资本的交换价值也会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如果商品不能构成资本的对立面，那么物化在商品中的、过去的劳动也不能，马克思最终得出结论：

“与物化劳动的唯一区别是非物化的、正在物化的劳动，即作为主体性的劳动。

[] 既然它作为某种暂时的、活的东西存在，那么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存在，在主体中它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存在；因此是作为工人存在。因此，能够与资本形成对立的唯一使用价值就是劳动（I, 1, 196 / 42, 197 f.）”

马克思随后将这些思考尖锐化如下：“作为设定的交换价值的资本，其对立面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进行交换，或者说资本只有在与非资本、与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时，才作为资本存在；真正的非资本就是劳动。”（II, 1, 198 / 42, 199）。以《资本论》的标准衡量，这绝不是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精确规定，但强调劳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主体性，却强烈影响了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 1966）或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 1984）等作者。特别是后者，将其对马克思的接受主要建立在《大纲》之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理论缺陷。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大纲》中也被片面地理解为纯粹的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最终将吞噬整个生产方式。早期的第二份计划草案中写道：“危机。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II, 1, 187 / 42, 188），在《大纲》手稿的最末尾也写道：“然而，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它们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并最终导致它[指资本，M.H.]的暴力推翻。”（II, 1, 624 / 42, 643）

马克思在《大纲》中仅有一处试图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趋势提供理由，那就是近几十年来被广泛讨论的所谓“机器片断”。在那里，马克思探讨了机器应用增加的后果。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中使用的机器越来越多，那么所需的“直接劳动时间”，即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支出的劳动时间就越来越少。马克思从中得出了一个深远的结论：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也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II, 1, 581 f. / 42, 601）

这是1857年以来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马克思论证崩溃理论的唯一一处。各方都引用了这一论证，声称它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并直接应用于当代。但这不仅忽视了马克思再也没有回到这种崩溃理论上，也忽视了马克思论证中的各种弱点，这里仅简要指出几点。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全部劳动时间，既包括直接支出的，也包括物化在机器中的。如果两者之间的比例变得不利于直接支出的劳动时间，为什么这会动摇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呢？即使——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发生了这种情况，虽然可能会引起困难，但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生产方式的崩溃呢？马克思在随后的几年里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些思考，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变得很清楚。在那里，他提到了那个“魁奈医生——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曾用它来折磨他的论敌，而他们均未能回答的”谜题（II, 5, 258 / 23, 339）。这个谜题在于，一方面资本家只关心交换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断试图降低其产品的交换价值。在《大纲》中，马克思也未能回答这个谜题。他在那里将魁奈指出的矛盾理解为资本的矛盾：“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II, 1, 582 / 42, 601）。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并没有像在《资本论》中那样被解决——“商品的绝对价值，就其本身来说，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隐含在商品中的、在销售中实现的剩余价值。”（II, 5, 258 / 23, 338）——反而在《大纲》中成了整个生产方式崩溃的原因（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内容参见 Heinrich 2013b）。

在这个机器片段中，马克思也唯一一次提到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knowledge，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根据它得到改造。（II, 1, 582 / 42, 602）

特别是在承接1970年代意大利工人主义的后工人主义中，这一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例如 Virno 1996；对此的批评参见 Haug 2000；Smith 2013）。




历史发展的类型化——异化、个性和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试图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的过程中，对历史进行类型划分的考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是编辑拟定的标题，II, 1, 378–415 / 42, 383–421）的长篇章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这里对共同体和所有制的各种形式进行了类型划分。

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方面，也对历史阶段进行了类型划分。《共产党宣言》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基本规定的内容，即“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 482），在这里被置于个性的可能性发展的历史脉络中，马克思区分了三个巨大的历史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II, 1, 90 f. / 42, 91)

家长制封建关系的解体，人身依附关系（例如农奴对领主）的消除，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产生了一种新的物的依赖关系体系：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依赖于一个不可控的市场，人身和政治上自由的工人依赖于找到一个愿意支付工资使用其劳动力的货币所有者。古代的奴隶会从剥削者那里逃跑，而对于现代雇佣工人来说，如果找不到人对他进行资本主义剥削，那将是一场灾难。由于这种全方位的物的依赖性，马克思将社会生产称为个体隶属于其中的一种“宿命”（II, 1, 91 / 42, 92）。在此背景下，异化概念再次出现。但不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作为与人的类存在物的异化，而是更加平实地作为社会关系相对于个人的独立化（例如 II, 1, 93, 363, 392 和 697 f. / 42, 94, 367, 396 和 722 f.）。只有消除了这种“宿命”，只有当社会生产受个体控制时，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控制预设了生产目的的改变，即目的不再是交换价值，不再是利润。自由个性只有在成为目的本身时，才能真正得到发挥：

»但是，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II, 1, 392 / 42, 395 f.)

对马克思而言，这类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们在可能性上已经包含在现存社会之中。他强调，只有这样，彻底的社会变革尝试才能成为一项现实的事业：“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中没有发现掩蔽着的无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式的空想。” (II, 1, 92 / 42, 93) 但对马克思来说，这种炸毁不仅存在抽象的可能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交通关系和生产关系同时也生产出炸毁这个社会的手段（地雷）。”（同上，另见 II, 1, 582 / 42, 602）。

批判的要求、六册计划与《一般资本》

直到撰写《大纲》手稿时，预想中的经济学著作的计划才形成。这一计划起初是多么宏大，从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信中对其计划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要谈的这部著作首先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if you like [如果你愿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性叙述。这既是体系的叙述，同时通过叙述本身也就是对体系的批判。” (III, 9, 72 / 29, 550) 这句被广泛引用的话一点也不通俗易懂，而且也没有得到进一步解释。因此，必须谨慎对待各种解读。但至少有两点似乎是清楚的。首先，马克思不打算进行外在的批判，他不想用一个外在于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来衡量和批判它。其次，经济学范畴的叙述应当导向对它们的批判。但是，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也有所叙述，但这并没有导致对这些范畴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心中所想的范畴叙述，一定不同于斯密、李嘉图等人已有的叙述。它必须是一种能够同时表明经济学范畴必然（而不是由于个别理论家的缺陷）不适应其对象的叙述。究竟如何实现这一要求（起初不过是个要求），单凭这封信的内容无法进一步澄清（见第 II.B.4.2 章）。

不过，这种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只应构成计划中事业的第一部分。随后还应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即理论史，最后，“经济学范畴和关系发展的简短历史草图”应构成第三部分 (III, 9, 73 / 29, 551)。关于这第三个经济史部分，后来不再提及，而第二部分很快就被整合进了第一部分。对于这第一部分，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首次勾勒了那个六册计划，一年半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也宣告了该计划：“1）资本（包含一些绪论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 (III, 9, 73 / 29, 551)

从马克思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知道，关于资本的这一册应包含四篇：a) 一般资本，b) 竞争，c) 信用，d) 股份资本 (III, 9, 122 / 39, 312)。他曾告知拉萨尔，一般资本包含三个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858年3月11日的信，III, 9, 99 / 29, 554）关于资本的这一册因此具有如下结构：

a) 一般资本

1. 资本的生产过程

2. 资本的流通过程

3. 资本和利润（利息）

b) 竞争

c) 信用

d) 股份资本

区分一般资本和许多资本的竞争具有核心意义。通过这种区分，马克思试图以此把握他在19世纪50年代获得的一个洞见。他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叶，正如他当时倚重的李嘉图一样，还把竞争视为大量资本主义规律的解释理由，而现在马克思写道：“竞争执行资本的内在规律；使这些规律对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竞争并不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因此，想从竞争中把这些规律解释出来，就等于承认自己并不理解这些规律。” (II, 1, 625 / 另见 448 / 42, 644, 另见 457)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资本的规律必须独立于竞争得到解释。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抽象层次上考察资本，马克思将其概括如下：“只要我们在这里把资本作为价值和货币的区别性关系来考察，它就是一般资本，即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作为单纯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分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 (II, 1, 229 / 42, 231) 但这种资本不是个别资本：“但是，我们这里既不是要涉及资本的某种特别形式，也不是要涉及同其他个别资本相区别的个别资本等等。” (同上)

因此，一般资本的叙述应当满足双重要求：(1) 必须叙述一定的内容，即那些使价值成为资本且在竞争中仅是表现出来的东西。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所述，这一内容涵盖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利润和利息。(2) 这一内容必须在特定的抽象层次上被叙述，必须撇开个别资本、其特殊性及其与其他个别资本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反复强调过（参见例如 II, 1, 605 / 42, 624）。在1861–1863年手稿中，正是这双重要求成为了问题。


3.2 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稿 (1858)

这部随着《大纲》开始着手的著作原本计划作为一系列独立的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包含三章：“1) 价值，2) 货币，3) 一般资本”（III, 9, 99 / 29, 554）。在《大纲》手稿的结尾，马克思曾开始写“1) 价值”这一项（II, 1, 740 / 42, 767），但在仅写了一页手稿后就中断了。随后在8月至10月间，他为计划中的第一分册撰写了一份手稿，但这部分手稿仅写到第三章的开头。它于1941年首次在莫斯科以编者加的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稿》（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rtext）作为《大纲》的附录出版，并也被包含在1953年的重印本中。

这份原稿中，关于价值的第一章全部以及第二章的一半没有流传下来。因此，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尚不清楚。唯一的线索来自于他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其中关于计划中的论述他写道：“1) 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 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之外没有别的实体。价值的这种规定，在配第那里已有暗示，在李嘉图那里已纯粹地被阐述出来，这仅仅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III, 9, 122f. / 29, 315）这里还没有提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关于货币的第二章包含两节在后来的著述中缺失的内容。此处将简要探讨它们。

占有规律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与虚幻的社会主义

在交换过程中，交换者作为商品的占有者相对立。对于并非通过交换获得的商品的所有权，似乎仅仅建立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之上，因此劳动表现为原始的占有方式，现代经济学家宣称“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MEGA² II, 2, 49）。这就是占有规律（Appropriation = 占有）。然而，在考察具体关系时，人们会发现矛盾——雇佣工人恰恰对他们的劳动产品没有所有权——因此经济学家们喜欢“让那种从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产生的观念作为一般规律仍然有效，但把它的严格的现实性却驱逐到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去”（同上）。但是，如果预设了那个基于自身劳动的占有规律，那么“在流通中就自然会展现出一个建立在这个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王国”（MEGA² II, 2, 50）。但这王国只是一个假象：商品和货币的简单流通并不是独立的东西，它只是“表面”。更深层的分析将会表明，

“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是作为前提存在的，以便交换价值作为简单的出发点表现于表面。[] 因此结果就是：已经预设了其他的、更复杂的、或多或少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相冲突的生产关系，即个人的经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的私人生产者在买和卖的简单关系中，在流通过程中相对立。”（同上）

“资产阶级辩护士”（II, 2, 61）把商品和货币简单流通的这种假象信以为真，并声称随着全面的市场关系的建立，就已经实现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与之相反，一系列社会主义者批评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缺乏自由和平等，并试图

“把社会主义证明为法国大革命所没有发现、但已历史地投入流通的观念的实现，并费尽气力地论证：交换价值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适当的形式上）是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弄虚作假了。”（MEGA² II, 2, 60）

面对这种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做出了毁灭性的评判。他指出了他们的“乌托邦主义”，

“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形态和理想形态之间的必然差别，因而承担了这种多余的事情：想要重新实现理想的表达，即被神圣化了的、从现实本身产生的这种反映出来的光像。”（MEGA² II, 2, 61）

在《资本论》中，这些主题被再次提及，但分散在不同章节（参看 II, 5, 128 和 472 ff. / 23, 189 ff. 和 609 ff.），因此论证的关联性不像这里这么清晰。

向资本的过渡

这里涉及“简单流通”与“资本”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开头就指出：

“然而，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流通向资本的历史过渡。简单流通毋宁说是资产阶级总体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领域，它通过其自身的规定表明自己是某种处于它背后的、既由它产生又产生它的更深层的过程——工业资本——的一个要素，仅仅是它的表现形式。”（MEGA² II, 2, 68）

对简单流通的分析并非针对前资本主义关系，相应地，这里也不涉及历史的过渡。这更多是关乎《大纲》中已提到的范畴的“辩证产生过程”（II, 1, 229 / 42, 231）。马克思在原稿中处理的这个过渡在此只能非常简略地复述，因为它预设了对商品和货币的详细分析（参看 Heinrich 2013a, 176–188）。作为考察简单流通的范畴结果而获得的货币，是独立化的价值，是财富的一般形式。如果我把货币保留在手中，它就仅仅是财富的幽灵。这种财富的一般形式只有在流通中被让渡出去以换取“现实的财富”，即大量的使用价值时，才能实现自己，但这样一来，货币作为价值的独立形态也就消失了（MEGA² II, 2, 64）。

马克思推论道，为了不只是以“幽灵的形式”保存表现在货币中的价值的独立性，货币必须进入流通，但不是为了消解为一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在流通中作为价值保存自己：买来的商品必须再次被卖掉。但这过程只有在结束时的价值大于开始时的价值时才有意义。因此，价值作为独立形态，只有在它增殖时才能保存自己（MEGA² II, 2, 77）。这个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增殖的价值，“就是资本”（MEGA² II, 2, 82）。

为了使这种价值增殖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欺诈，必须随同买到的使用价值发生一个消费过程，而且是一个导致具有更大价值的新商品的“生产性消费”（MEGA² II, 2, 77 f.）。这种“生产性消费”的前提是交换，不仅仅是同普通商品的交换，而是同“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的交换（MEGA² II, 2, 90）。劳动能力作为商品被提供，其前提是“自由工人”的存在，这绝非不言而喻的。“他的存在是社会经济形态中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确定地表明，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当它知道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MEGA² II, 2, 91）

简言之，马克思想在此证明，在充分发展的货币中，资本（价值增殖过程）已经蕴含其中。他试图用纯粹概念的手段来做这件事，通过展示货币只有同时作为资本（自行增殖的价值）存在，才能作为价值的独立形态而存在。但这后者有一个历史前提：自由工人的存在。因此，资本的存在不能被纯粹概念地（辩证地）推导出来；这种存在建立在历史前提之上。不过，正是概念分析展示了历史前提在哪些点上发挥作用（关于辩证法在原稿中的界限，参看 Riedel 1998, Reichelt 2000 和 Wolf 2006 之间的争论）。


3.3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

1859年，这部计划中宏大著作的第一分册终于出版了。然而，并非原计划的三章（价值、货币、一般资本，参看 III, 9, 99 / 29, 554），它只包含关于商品和货币的两章。显然，马克思在撰写原稿时意识到，他无法在几个月内完成第三章。另一方面，仅出版前两章不仅在科学理由上是正当的，在政治理由上似乎也是如此。通过分析商品与货币的关联，马克思声称已将那些依附于蒲鲁东、建立在货币制度改革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构想“从根本上摧毁了”（1859年2月1日致魏德迈的信，III, 9, 295 / 29, 573）。

序言—— >历史唯物主义< 的奠基？

比这部著作本身更著名的是它的序言。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宣布了六册计划，还简要勾勒了他的思想历程，以此证明他所提交的是一部宏大经济学著作的开端。马克思说，他去掉了一篇导言，因为他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是会妨碍理解的。马克思强调，→ 那些想跟随我的读者，必须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II, 2, 99 / 13, 7）。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像1857年 → 导言 → 中那样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事实上，论述并非始于最抽象的范畴“价值”，而是始于“商品”，即 → 最简单的经济具体 →（MEW 19, 369），正如马克思后来所写的那样。

在马克思被引用最多的文本中，肯定包括序言中的这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II, 2, 100 / 13, 8）。这一“指导线索”（Leitfaden）在许多论述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的批评者所写——都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不到的概念）的纲要。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该文本主要是针对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历史变迁主要理解为国家政治的变化，并将其原因归结为“伟人”的作用。如果不考虑这一论战方面，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简单化的解释，而论述的简短和独断的形式又助长了这种解释（参看 Weber 1995 和 Ritsert 1988, 第3章）。

马克思主要就两点发表了意见。第一点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核心陈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II, 2, 100 / 13, 8 f.）

第二点涉及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关系的某种历史动力。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II, 2, 100 f. / 13, 9）

依据这些陈述，批评者诊断出马克思社会图景的经济主义（社会被还原为经济基础，其他一切皆由此推导而出）以及马克思历史观的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变化决定整个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者则通常主张一种温和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也承认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认为经济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正如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中已表述的那样（参看 III, 30, 390, 467 和 541 ff. / 37, 436 f., 463 和 489 ff.）。

然而，人们可以怀疑，序言中的这一页半篇幅是否真的构成了马克思社会观和历史观的科学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首先必须指出双重的缺失：既没有提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没有提到剩余产品和剥削。尤其是这一草图在多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构成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基础的生产关系总和，应当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entsprechen）。但生产力也包括科学，而科学又是受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bedingen）的精神生活过程的一个要素。上层建筑的部分同时也是基础的组成部分吗？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定性也绝非清晰。首先提到的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现实基础相适应（entsprechen）。下一句的表述就更强了，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bedingen）着精神生活过程。最后，在序言这句也许是最著名的表述中说，社会存在决定（bestimmen）意识。相适应、制约、决定——这里描述了一整个关系可能性的光谱：虽然“制约”尤其是“决定”指向一种较强的决定论方向，但“相适应”则更倾向于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结构兼容性。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它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是否产生，都是悬而未决的，因为在历史上不仅有变革和发展，也有阻滞和停滞。

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模糊不清的还有发展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序言常被解读为似乎存在一个以生产力自动发展为形式的自主的历史引擎，它必然先导致基础的变革，然后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然而，序言中既没有提到生产力是基于什么而发展的，也没有具体说明一套特定的生产力是否总是只允许单一类型的生产关系。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断言了一种固定的生产方式顺序的观点，无论如何都是对序言的过度解读：这仅仅是一个列举，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完整（>大体说来<），或者是否需要进一步区分。与流行的解释相反，序言绝没有提供一种历史理论的基础，而仅仅提供了历史研究启发法（Heuristik）的一些要素——而马克思所称的 >指导线索< 也正是此意！

这种启发法的一个核心点体现在马克思坚持生产关系的非意向性特征（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借此，马克思反对所有那些像经典的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概念，即认为社会化的本质结构可以从单个个体的意向性和理性出发进行重构，即使这些结构实际上并非通过协议产生的。在较新的方法中，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虽然不再谈论社会契约，但分析的基本单位与契约论非常相似，即行动个体所意指的行动意义。与此相对，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首先定义了位置，个体只有从这些位置出发才能发展出意义、利益和理性。他在《大纲》中已经尖锐地指出：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II, 1, 188 / 42, 189）

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行为是被完全决定的，而是说他们的行动替代方案以及对他们而言显得 → 理性的 → 或 → 非理性的 → 东西，本身还是经过社会中介的。

因此，研究不应始于个体，而应始于社会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马克思在序言之外很少使用）可以被解读为指向这些关系的一种等级关系：不是指事件和现象的决定论意义，而是一种结构对另一种结构的影响，即可能性的创造或限制。然而，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解为在所有历史社会中同源的结构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将导致一种相当粗糙的非历史的普遍化。相反，对于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确定基础和上层建筑分别意味着什么，以及存在哪些适应或制约关系。例如，莫里斯·哥德利埃 (Maurice Godelier, 1990, 211) 区分了“制度”和“功能”：据此，“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等级化的功能 []，它们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制度中”。在特定情况下，如亲属关系等制度可以变成生产关系并承担经济基础的功能，而在其他条件下则非如此。

马克思通过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应关系其实是指向一个几乎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在他对针对序言论述的批评的反应中变得很清楚。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反驳，并最后评论道，»唐·吉诃德为此误了事，是因为他天真地以为游侠骑士道可以同一切经济的社会形式皆大欢喜地并存。«（II, 5, 50 / 23, 96）

展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社会性质

在主题上，“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这两章处理的材料与《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相同。由于马克思最初打算在阐述一个重要范畴之后，提供关于该范畴的理论史（与之不同的是，在《资本论》中曾计划设专门的一卷来讲理论史），因此在第一分册中也有三个理论史附录：第一章末尾的“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第二章中的“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以及“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尤其是关于商品、价值、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阐述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显著改进。不过，也有一些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表述得更清楚，这里将重点关注这些点。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第一个马克思论述展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文本。如果商品是某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展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须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有用劳动，它生产具体的使用价值；作为抽象人类劳动，它物化为抽象的经济价值。

马克思比在《资本论》中更清楚地指出，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他认为这个陈述更像是一个“同义反复”（II, 2, 114 / 13, 22）。他感兴趣的是那种“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定性质”（II, 2, 109 / 13, 17）。人类劳动形成经济价值，这是劳动的一种社会属性——只有在交换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社会中，才存在交换价值，从而存在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在政治经济学中，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质问题并没有被提出，交换被视为一种准自然的交往形式。马克思强调这种特定的社会性质，这已经隐含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它将一种特定的社会性理解为自然的。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对于被理解为自然的社会性，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替代方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在第一章开头得到了非常紧凑的论述：

»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个人的劳动时间，但是个别的个人不加区别的个人的劳动时间 [] 它是这个人的劳动时间，是他的劳动时间，但只是作为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劳动时间，因此，这是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无所谓的。«（II, 2, 111 f. / 13, 19 f.）

既然特定的个人的劳动无关紧要，那么出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就是 ≥ 一般劳动时间。作为创造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它对所生产的特定使用价值也是漠不关心的。但是，交换价值的这种独立于任何特殊使用价值的性质，只有在交换价值本身获得一种独立形态时才能表达出来，因此马克思推论道：

»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它表现在一种一般产品上，一种一般等价物上，表现在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上，这种物化劳动时间对于使用价值的特定形式是漠不关心的 [] 只有作为这样的一般量，它才是社会量。«（II, 2, 112 / 13, 20）

换句话说：个人的劳动时间只有当它表现为一般等价物时，才获得其社会性质。正如后来所展开的，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将商品生产的特定社会性与不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联系进行了对比。在商品生产中，纺纱工和织布工的劳动只有通过“纺纱工的劳动时间和织布工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从而他们的产品表现为一般等价物”（同上）才获得社会性质。而在例如“农村家长制工业 [] 那里纺纱工和织布工住在同一个屋顶下，家庭中的女性部分纺纱，男性部分织布，比方说为了家庭的自用 []”（同上），情况则是另一种关系。在这些关系下，“纱和亚麻布是社会产品，纺纱和织布是家庭范围内的社会劳动 []”（同上）。并非通过交换和产品转化为一般等价物才使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这里成为一个社会量。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及其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社会量，作为劳动前提的共同体（在这个例子中是家庭关系）已经赋予了个体的劳动以社会性质。商品生产则不同，这里是以生产者的孤立化为前提的：

»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劳动为前提的。它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劳动，是由于它采取了自己的直接对立面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II, 2, 113 / 13, 21）

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对蒲鲁东的批判

在对商品生产的特定社会性的定性中已经包含的内容——个人耗费的劳动只有当它表现为一般等价物时才能成为社会量——在下文中由马克思进行了详细展开。其中包含对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处理方式的根本批判，马克思将其特征描述如下：»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扩大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推演货币«，并认为货币是一种»机智地设计出来的权宜之计«（II, 2, 129 f. / 13, 26）。这种观点的后果是将货币琐碎化，将其视为一种虽然非常实用、但本质上仅是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对于理论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了货币的不可或缺性。不是技术困难使得货币成为必要，而是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社会联系的特定性质。

然而，如果保留商品生产却要废除交换和货币，那么类似的对货币的琐碎化也出现在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约翰·格雷（John Gray）在1830年代发展了这种构想：私人生产的商品应上交给国家银行，作为回报，人们将获得生产成本耗费了同等劳动的商品。但这实际上是预设了个人耗费的劳动直接就是一般劳动。然而，个人耗费的劳动必须首先在交换中证明其社会性质：

»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只有通过个人劳动的全面的外化，才成为社会劳动。«（II, 2, 156 / 13, 67）

因为只有在交换中才能确定，私人生产者是否仅花费了社会必要劳动（既是技术上必要的，也是满足社会需求所必要的）。格雷强调，他通过他的劳动货币只是追求一种资产阶级改良，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发展了非常相似的想法，却声称以此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促使马克思发表了毁灭性的评论：

»但是，把贬低货币和神圣化商品郑重其事地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来加以鼓吹，从而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对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种起码的误解，这只有蒲鲁东先生及其学派才做得出来。«（II, 2, 157 / 13, 68 f.)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

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分两部分的书评。马克思曾请求他写这篇书评，并指出了希望的重点：»简短地谈谈方法和内容上的新东西。«（1859年7月19日的信，III, 9, 515 / 29, 460）恩格斯在这两部分中探讨了方法论问题，关于经济内容的讨论本应在第三部分进行，但这部分从未发表。

第一部分主要复述了序言中马克思勾勒其历史观的那一部分。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是 >指导线索< 的东西，在恩格斯那里变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主要特征在上述著作的序言中作了简要的阐述”（II, 2, 247 / 13, 469）。紧接着这一表述，便是后来被多次进行的将这一指导线索拔高为 >历史唯物主义< 的奠基性文件之一。

在第二部分，恩格斯讨论了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恩格斯强调了与黑格尔的关系，虽然黑格尔发展了作为科学方法的辩证法，但只是以一种思辨的、唯心主义的形式。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有能力“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把内核剥出来”，并建立“摆脱了唯心主义外壳的辩证方法”（II, 2, 252 / 13, 474）。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说明这个“内核”包括什么。相反，他转向了马克思叙述的范畴结构：»对经济学进行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出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同上）恩格斯所说的前者并非指现实的历史发展，而是指»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史发展«（同上），当然这是与实际历史平行的。但由于这种历史运动以之字形运动为特征，因此只有逻辑的处理方式才是合适的。在这里，恩格斯确立了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

»但是，这种方式[即逻辑的处理方式，M. H.]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处理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干扰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II, 2, 253 / 13, 475）

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范畴的概念关系中，都存在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当马克思在1857年的“导言”中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特别是在20世纪，书评的这第二部分对于讨论马克思的方法论（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而且在《资本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照恩格斯，人们谈论马克思的 𝜆 逻辑-历史方法。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但也在此之外，人们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恩格斯关于方法的言论被作为权威判断所接受，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内容差异往往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攻击（重要的辩论贡献包括 Bischoff 1973, Holzkamp 1974, Kittsteiner 1977 等）。那个显而易见的论点——如果马克思真的持有与恩格斯不同的观点，他本可以明确批评恩格斯的观点——忽视了两人相互对待的方式。涉及对对方的批评时，两人都极其谨慎。然而，至少有一件事实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这篇书评可能持非常保留的态度。通常马克思绝不会放过引用恩格斯文章的机会。例如，恩格斯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提到四次，他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甚至被提到十一次。但这篇恩格斯的书评，马克思却从未引用过。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即使在明确讨论书评中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时（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这篇书评也没有被提及。


3.4 1861–1863年手稿与剩余价值理论

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本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本书计划的开端。然而，马克思直到1861-1863年才撰写了这第一分册的续篇。在此期间诞生了马克思篇幅最宏大的手稿，约有2300个打印页。从主题上看，它涵盖了计划中关于资本的第三章的大部分内容。手稿约有一半的篇幅涉及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理论与危机理论。“一般资本”概念的瓦解

1861-1863年手稿作为第一分册的直接续篇，以关于资本的第三章开始。马克思考察了 G-W-G，即资本的最一般形式（II, 3.1, 5 / 43, 5）。用货币进行购买，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带着利润——出售。马克思将这种利润的最一般形式称为»剩余价值«（Mehrwert）。马克思解释说，资本家之所以能在不违反等价交换规律（所有商品都按其价值支付）的情况下占有这种剩余价值，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商品（工人劳动的能力）：资本家按其价值购买它，但它在商品生产中的使用却形成了一个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大于它自身的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资本家所占有的这个新形成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还论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些主题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此外，还讨论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问题，这一主题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随着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通过探讨了一个后来对《资本论》第二卷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满足哪些条件，资本才能在物质上（必须有足够的生产资料用于生产，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供劳动力使用）和价值上（必须能从销售收入中购买新的生产资料以及支付允许雇员再生产的工资）进行再生产？我们将在讨论《资本论》各卷时更详细地深入探讨这些主题。

正如在《大纲》（Grundrisse）中一样，危机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主要是在与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争论中讨论这一理论的。与《大纲》相比，马克思现在更仔细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宣布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来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危机趋势。他们提出的论据是：需求没有界限，因此生产过剩永远不会发生；而且从全社会来看，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的，因此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都会被消费掉。特别是他们提出，可以将商品的买和卖简化为产品的简单交换（因为货币只是中介），那样一来，所有产品就永远不可能同时过剩。这些论点导致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导致普遍危机，所有的条件和形式规定，所有的原则和特有的差别（differentiae specificae），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统统被否定了。«（II, 3, 1123 / 26.2, 501）

然而，这种对资本主义危机性质的原则性否定的批判，并没有免除马克思自己给出这种危机性质的正面理由的任务。这方面的重要一步在于精确界定商品过剩（没有遇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商品）与资本过剩之间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资本的过剩生产呢？是旨在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量的过剩生产 []。更确切地说，这不过是表示：为了发财致富的目的生产得太多了，或者说，产品中有过大的一部分不是为了作为收入被消费，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被积累）而生产的。«（II, 3, 1153 f. / 26.2, 534）

因此，资本的过剩生产不是工人或资本家消费受限的结果，而是资本价值增殖能力受限的结果。生产得太多是“为了发财致富的目的”。关于总是生产出过多资本的原因，目前所需进行的分析在这份手稿中还远未详细展开，它仅作为一个纲领被记录下来：

»世界市场危机必须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要素，必须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和展开；而且我们越是深入研究这一经济，一方面就越是必须把这个冲突的各种新规定展开，另一方面就越是必须证明这个冲突的比较抽象的形式是再现于和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的。«（II, 3, 1131 / 26, 2, 510 f.）

因此，危机不再像1857年导言的计划草案（II, 1, 43 / 42, 42）和《大纲》中的早期计划草稿（II, 1, 187 / 42, 188）那样仅被视为叙述的终点；危机要素现在要在所有叙述层面上展开。马克思也不再仅仅把危机视为某种走向最终危机的破坏性事物。马克思现在更多地强调其周期性：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表现，但不再是自动崩溃趋势的迹象（参见第三章 B 节中的关键词“危机”）。

1861-1863年手稿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单个范畴的定义更精确以及解决了特定的理论问题，还因为在这里，在撰写《大纲》期间形成的“一般资本”（Kapital im Allgemeinen）概念瓦解了。正如第二章 B.3.1 节末尾所述，一般资本本应包含资本在资本竞争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所有规定。这涉及从剩余价值经由利润到利息的范畴序列（参见1858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III, 9, 99 / 29, 554）。但同时，这些规定本应在抽象掉资本竞争的情况下进行阐述，本应不涉及特殊的或单个的资本（参见 II, 1, 229 / 42, 231）。

在1861-1863年手稿中执行这一计划时表明，这两项要求无法同时满足。为了阐述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必须涉及“特殊的”资本，他必须区分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和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以解决总再生产的问题（这一主题随后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行了详细论述）。为了推导出利息这一范畴，马克思必须从平均利润率出发，因为事实表明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简单）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前提是分析单个资本的利润率及其在竞争中向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化。1863年夏季之后，在1857年至1862年间非常频繁出现的“一般资本”一词，马克思再也没有在手稿或信件中使用过。在文献中，马克思是仅仅放弃了这个术语，还是“一般资本”的概念确实消失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大多数论著对“一般资本”意指什么的定义都相当模糊，以至于每种立场都能找到理由（参见 Heinrich 2014, 185 ff.；关于其他立场参见 Moseley 2007; Fineschi 2011；关于辩论的概述参见 Arthur 2008）。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斯密和李嘉图的争论

《剩余价值理论》最早由卡尔·考茨基（1854-1938）于1905年至1910年间出版。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考茨基被认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更广泛范围）的主要理论领袖。作为马克思文本的编辑，他也紧随恩格斯的脚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曾宣布第4卷将是经济学理论史。恩格斯在他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就已提到《剩余价值理论》，并指出他打算将这份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II, 13, 6 / 24, 8）。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一旦我有任何可能，我就着手去作。«（II, 15, 11 / 25, 15）恩格斯在这里已经将《剩余价值理论》等同于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四卷——这种等同在20世纪的马克思文献中被广泛接受。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版中，《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第26.1-26.3卷出版，副标题为：»《资本论》第四卷«。

然而，有两个理由反对这种等同。第一：《资本论》不再计划提供单个范畴理论发展的历史，而是提供经济学理论更迭的历史。虽然《剩余价值理论》也包含对利润理论等的离题讨论，但它的构思并不是作为理论史，而是作为一个单独范畴的历史。第二：《资本论》第四卷本应在其他三卷《资本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阐述理论史的联系是以了解范畴的联系为前提的，即需要一个基本完成的研究过程。而在马克思撰写《剩余价值理论》时，他还正处于这一研究过程中。这些理论本身既是马克思理论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他理论研究（例如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组成部分。《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基于一个基本完成的关于范畴联系的研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还是一个复杂研究过程的记录，正如 PEM（1975）所详细阐述的那样。

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进行的广泛争论，在此无法一一重现。同样无法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和其他作者的评价是否真正切合他们的著作，因为这需要详细阐述这些作者的论证。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取向的论著中，不加讨论地预设马克思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我在 Heinrich（2014: 42 ff., 50 ff., 78 ff.）中已经表明，这在许多点上并非如此。我在这里仅限于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缺陷的一般性描述，因为这同时也涉及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远超出了1857年导言中常被引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关于斯密——他凭借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马克思写道：

»政治经济学在亚·斯密那里已发展为某种整体，[] 斯密本人极其天真地处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秘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按照这种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样子，即按照它对非科学的观察者呈现出来的样子，也即按照那些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厉害关系的人所看到的样子，把这种联系提了出来。这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即所谓生理学，另一种是仅仅把生活过程在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述、分类、叙述并归纳在概括性的概念规定之下，——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那里不仅泰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发生矛盾。«（II, 3, 818 f. / 26, 2, 162）

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把经济体系划分为两个领域，一方面是其“内在联系”（其“生理学”），另一方面是“竞争的现象”。这并不涉及功能上不同的领域，如生产和流通。“内在联系”对于直接感知是“隐藏”的。人们无法直接认识它，就像无法直接认识人的内在生理学一样：骨骼、血管、内脏至少在未受伤的人身上是隐藏的。可见的是“竞争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马克思在《大纲》中已指出——解释不了任何东西。马克思认为，斯密不仅没有区分这两个领域，而且在他的理论构建中，他无意识地在两个领域之间跳来跳去——在价值、剩余价值等正确的规定旁边，可以找到错误的规定，而斯密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矛盾和不连贯。因此，斯密的继任者们能够在这一著作的完全不同部分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继续混淆这两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首次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

»但是李嘉图终于出场了，他向科学喝道：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生理学的基础、起点——理解该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基础、起点——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旧有的成规，要求科学说明：它所阐述和提出的其余各个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这一基础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同这一基础相符合或相矛盾；只是复写和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从而也包括这些现象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同作为内在联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实际生理学依据的基础相符合，或者说，同这一基础构成出发点这一点相符合；总之，这一体系的表面运动和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究竟是怎样的。«（II, 3, 817 / 26, 2, 163）

马克思高度评价李嘉图，认为他通过完全用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从而确定了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斯密曾将这种完全由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做法局限于前资本主义的交换。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特殊功绩在于，他“揭示并说明了阶级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现的那样——，这样一来，在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被发现了。”（II, 3, 818 / 26, 2, 163）

然而，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这一进步同时也包含着缺陷。因为李嘉图将竞争现象直接与体系的内在基础相对照，并询问工资、地租和其他范畴是否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相容，这样他的抽象既太少又太多。马克思认为，李嘉图

»有意识地抽掉竞争的形式，抽掉竞争的假象，以便把规律本身作为对象。一方面，应当指责他抽象得不够，不完备，例如，他在考察商品价值的时候，已经同时受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应当指责他把现象的形式直接地直接地看作一般规律的证明或表现，完全没有加以阐明。«（II, 3, 759 / 26, 2, 100）

从这些思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857年导言方法论部分中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话本身还太笼统。首先，确定在哪个抽象层面上展示资产阶级制度的价值理论基础是一项巨大的研究任务：它既不能是马克思在导言和《大纲》开头作为出发点的那种不具特定形式的一般生产，也不能是已经包含所有资本主义规定（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但首先要抽象掉资本和雇佣劳动。他在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中已基本完成了这项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范畴可以像李嘉图那样，简单地通过经验拿来与这一基础进行比较，它们应该被推导出来，应该展示它们与这一基础的必然联系。这需要一系列的»中间环节«（Mittelglieder），而马克思指责李嘉图»跳过了必要的中间环节«（II, 3, 316 / 26, 2, 161 f.）。1857年导言中所说的“上升”描述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这种上升该如何进行？这些中间环节的阐述基于哪些抽象？在此过程中需要在范畴上确定经济关系之间的哪些联系？这些问题李嘉图甚至没有提出过。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在1861年至1863年间，他还远未知晓所有答案。


4 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 1863–1881

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致路易·库格曼（Louis Kugelmann）的信中表示，第二部分（即1859年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Das Kapital）为题独立出版，且只包含“一般资本”（Kapital im Allgemeinen）。其余部分“除了各种国家形式与社会各种经济结构的关系之外”，也可以由他人完成（III, 12, 296 / 30, 639）。这虽然意味着作为结构的“六册计划”尚未被放弃，但马克思意识到他自己已无法完成它了。不过，马克思最初仍执着于阐述“一般资本”的构想，其三个部分随后演变成了三“卷”（Bücher）。然而，在1861–1863年的手稿工作结束后，无论是手稿还是信件中，都不再提及“一般资本”和“六册计划”。

新《资本论》（前）三卷的第一个总体草稿产生于1863年中期至1865年底（MEGA [2] II, 4.1 和 4.2）。第一卷的手稿仅保留了结尾的一章，即“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不过马克思在1867年的印刷版中放弃了这一章。

从1866年初开始，马克思致力于《资本论》第一册（Band）的印刷稿工作，该册最终于1867年9月出版。在前言中预告了四卷（Buch）（II, 5, 14 / 23, 17）：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卷 总过程的各种形态

第四卷 理论史

马克思在第一册中出版了第一卷，并打算将第二卷和第三卷合并作为第二册出版，第四卷作为第三册出版。由于恩格斯将第二卷作为第二册、将第三卷作为第三册出版，今天已无需区分“卷”（Buch）和“册”（Band）。但是，当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的信件中提到“第二册”时，指的总是第二卷和第三卷。

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克思出版了第一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1872/73）以及由他校订的法文译本（1872–1875）。然而，他未能完成后续各册的工作。在1868年至1878年间（可能直至1881年），马克思为第二卷撰写了多份手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这些手稿整理出了《资本论》第二册，于1885年出版。关于第三册的主题，1867年之后只产生了一些较短的文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关系的长篇数学研究。因此，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册（1894年）时，不得不回溯到1863–1865年的手稿。

恩格斯不仅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还在马克思逝世后负责了第一册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其中吸纳了法文译本中的部分修改。当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时，通常指的就是这三册由恩格斯出版和编辑的版本，它们也是大多数翻译的基础。然而，鉴于 MEGA [2] 中发表的马克思原始手稿，这三册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定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参见 Heinrich 2013c）。

4.1 《资本论》手稿与版本

在深入探讨《资本论》的内容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处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由手稿与版本的错综复杂引发的。

计划变更问题

在撰写《大纲》（Grundrisse）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的“六册计划”，其中关于资本的一卷中的论述应以“一般资本”和“许多资本的竞争”的区别为导向。但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册中，既未提及“六册计划”，也没提到“一般资本”，因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ßmann, 1929）就提出了《资本论》是否仍遵循最初计划，还是出现了计划变更的问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对《大纲》的接受，这一讨论愈演愈烈。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已经


4.1 《资本论》手稿与版本

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路易·库格曼（Louis Kugelmann）的一封信中透露，第二部分（即1859年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题独立出版，并且只包含“一般资本”的内容。其余部分，“除了诸如各种国家形式与社会各种经济结构的关系之外”，也可以由其他人来完成（III, 12, 296 / 30, 639）。这意味着虽然作为结构的“六册计划”尚未被放弃，但马克思认识到他自己已无法完成它了。不过，马克思最初仍执着于阐述“一般资本”的构想，其三个部分随后演变成了三“册”（Bücher）。然而，在1861–1863年手稿的工作结束后，无论是在手稿中还是在信件中，都不再提及“一般资本”和“六册计划”了。

新《资本论》（最初）三册的第一个总体草案产生于1863年中期至1865年底（MEGA² II, 4.1 和 4.2）。第一册的手稿仅保存下来最后一章，即“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但马克思在1867年的印刷版中放弃了这一章。

从1866年初开始，马克思致力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印刷稿工作，该卷最终于1867年9月出版。在前言中预告了四册内容（II, 5, 14 / 23, 17）：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态，

第四册 理论史。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出版了第一册，并打算将第二册和第三册合并为第二卷，将第四册作为第三卷出版。由于恩格斯后来将第二册作为第二卷、将第三册作为第三卷出版，今天就不必再严格区分“册”（Buch）和“卷”（Band）了。但是，当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的信中谈到“第二卷”时，指的总是第二册和第三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克思出版了第一卷经过修订的第二版（1872/73）以及由他校订的法文译本（1872–1875）。然而，他未能完成后续各卷的工作。在1868年至1878年（甚至可能直到1881年）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多份关于第二册的手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这些手稿中整理出了《资本论》第二卷，并于1885年出版。关于第三卷的主题，1867年之后只产生了一些较短的文本，以及一项关于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关系的较长的数学研究。因此，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1894）时，回溯到了1863–1865年的手稿。

恩格斯不仅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还在马克思逝世后负责了第一卷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出版，其中他采纳了法文译本中的部分修改。当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时，通常指的是这三卷由恩格斯出版和编辑的版本，它们也是大多数翻译的基础。然而，鉴于MEGA²中发表的马克思原始手稿，这三卷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等同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参见 Heinrich 2013c）。

4.1 《资本论》手稿与版本

在深入探讨《资本论》的内容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处理两个由手稿和版本的错综复杂情况所引发的问题。

计划变更问题

在撰写《大纲》（Grundrisse）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的“六册计划”，其中关于资本的那一册的阐述应以“一般资本”与“许多资本的竞争”之间的区分为导向。但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既未提及六册计划，也未提及一般资本，因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ßmann, 1929）就提出了《资本论》是仍遵循最初的计划还是发生了计划变更的问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对《大纲》的接受，这场讨论愈演愈烈。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 1968）已经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处理了原计划中关于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的各册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卷中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工资以及工人阶级状况对积累的依赖，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基础知识）。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资本论》中提到的专门研究（II, 5, 440 / 23, 565; II, 4.2, 668 / 25, 628），而不再是独立的册书了。（沃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 1992/93）主张六册计划仍然有效。在1976年至1988年哈雷-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工作论文》中的许多文章里，雅恩试图与其研究小组一起重建计划中的六册书的结构。）

就此而言，前三卷《资本论》在内容范围上覆盖了六册计划的前三册，而其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则仍是一个未竟之愿。同样正确的是罗斯多尔斯基的论断，即“一般资本”与“竞争”的区分不再被用作阐述原则。然而，罗斯多尔斯基（1968, 74）对此的解释——这是一个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初步模型——是非常薄弱的。马克思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模型？最重要的是：什么取代了它？

如上所述，“一般资本”的概念包含双重要求：特定的内容应在特定的抽象层次上进行阐述。在处理1861-1863年手稿时，马克思意识到这两个要求无法同时满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资本的阐述（即使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无法与对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的处理割裂开来。虽然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安排材料来解决，但放弃“一般资本”这一概念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不再是在抽象掉竞争的情况下阐述资本，但也还不是在世界市场运动中阐述经验上具体的资本，那么阐述的究竟是什么呢？

对《资本论》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三卷中，每一卷首先在个别资本（不是经验上现存的，而是一个抽象的个别资本）的层面上分析生产、流通和总过程，然后在每一卷中考察在各自抽象层面上可能的总资本的构成。因此，在第一卷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首先在个别资本的层面上进行考察，然后在第23章将社会总资本作为个别资本的简单总和来处理，并得出关于失业发展和工人阶级状况的结论。在第二卷中，首先在个别资本的层面上分析循环和周转，第3篇则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这里它不再仅仅是个别资本的总和，而是个别资本循环交织的结果。最后，在第三卷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首先在个别资本的层面上，随后在社会总资本的层面上进行考察，此时总资本是通过个别资本的竞争构成的。个别资本和总资本在阐述过程中被多次进一步规定，以至于它们直到第三卷才接近其具体的经验形态（详见 Heinrich 2014, 189 ff.）。

因此，我们在1857年以来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项目：一个是“六册计划”，其资本册基于“一般资本”与“竞争”的区分；另一个是四卷本的《资本论》，它取而代之在不同的抽象层面上阐述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因此，说马克思自1857年以来就处于通往《资本论》的道路上，以及《大纲》是“《资本论》的初稿”，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种说法在MEGA²的说明以及大部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演变的文献中被使用。如果我们考虑到《资本论》其实是马克思从1863年开始着手的第二个项目，那么这部新构思的《资本论》的初稿就是1863–1865年的手稿。

作者（马克思）—编者（恩格斯）问题

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者，恩格斯想的并不是要出一个历史考证版，即尽可能以原始版本呈现马克思的手稿及其所有变体。他关心的是一个可读的版本，使“论证的总体思路清晰而立体地展现出来”，正如恩格斯在1889年7月4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所写（MEW 37, 244）。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恩格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文本改动，他在各自的前言中仅对这些改动做了非常笼统的描述。随着马克思原始手稿在MEGA²第二部分的出版，人们清楚地看到，对文本的干预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这些干预包括重写、删减、（未标记的）插入以及对个别段落乃至较长文本部分的重新排序。至少在某些地方，编者恩格斯的这些文本改动也牵涉到作者马克思论证内容的改变（关于评价这些改动的争论，参见 Vollgraf/Jungnickel 1994, Heinrich 1996/97, Krätke 2007; Elbe 2008b）。通过恩格斯的编辑，无论如何都减少了“未完成”的印象，其中恩格斯强调了一系列内容重点，从而也将接受史推向了特定的方向——例如在危机理论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关联上（关于这两点，参见III.B中的相应词条）——而原始文本则保持了相当大的开放性，因而也更具多义性。尽管版本与原作存在这些差异，但对于初次阅读而言，使用恩格斯那个更易获得的通俗版本是可以的。然而，在处理《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信用制度时，恩格斯的干预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是初次阅读也应回溯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

考虑到恩格斯当时可用的有限条件，这一编辑工作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恩格斯借此为后世挽救了《资本论》。但这不能掩盖其版本的缺陷。与许多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任何差异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恩格斯是非常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在马克思去世后，他在1884年10月15日给约翰·菲利普·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的信中写道：

“我一生都在做我注定要做的事，即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也认为我做得还算过得去。我很高兴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一位第一小提琴手。但是，如果现在要在理论问题上让我代替马克思并拉第一小提琴，那是免不了要出纰漏的，没有人比我更感觉到这一点了。”（MEW 36, 218）

为了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进行更深入的学术探讨，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是绕不开的。

如果使用通行的《资本论》版本，那么人们不仅是在阅读恩格斯版本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一卷也是恩格斯的版本。马克思在1872/73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二版中，特别是在关于商品和货币的第一篇中，相对于1867年的第一版进行了重大修改。在1872年至1875年间分多部分出版的法文译本中，他又加入了进一步的修改，特别是在关于积累的最后一篇中。对于德文第三版，马克思计划采纳法文译本中的修改并彻底修订德文文本——但这已未能实现。恩格斯在他负责的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加入了一部分但非全部的法文版修改，因此流传最广的文本，即第四版（MEW中收录的文本也遵循此版），与马克思生前出版的任何版本都不完全相同。


4.2 资本论

在1867年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宣告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并补充道：“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英国是我的理论阐述的主要例证。”(II, 5, 12 / 23, 12) 因此，马克思的目的不是分析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某个特定阶段（“问题本身并不在于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 []”，同上），而是关于一种“理论阐述”，英国的情况对于这种阐述来说仅仅是“例证”。这种“理论阐述”的对象是什么，马克思在几页之后解释得很清楚，他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II, 5, 13 f. / 23, 15 f.) —— 单数形式的“现代社会”一词就已经表明，马克思是在何等高度的抽象层面上进行论证的。

在《资本论》的接受史中，其对象经常被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考茨基（Kautsky）在他对《资本论》的概述中就已经写道，这是一部“本质上的历史著作” (Kautsky 1887, XI)。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人们认为马克思只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列宁则分析了随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

在《资本论》中确实有一系列的历史段落。但是，当它们涉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各种历史起源时，人们通常只在对发达关系的分析之后才能找到它们：在第一卷的末尾，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之后，第24章勾勒了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概况；在第三卷的手稿中，关于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历史考察，也是分别在分析了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资本主义形式之后才出现的 (II, 4.2, 394 ff. 和 646 ff. / 25, 335 ff. 和 607 ff)。

其他的历史段落涉及那些并未被范畴规定所固定的关系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劳动力商品的卖者有权要求缩短工作日，而买者有权要求延长工作日，前者是为了不损害他们的商品，后者是为了确保所购商品的全部使用价值。结果就是围绕工作日界限的持续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勾勒了这一斗争的历史进程。

虽然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对象，它是历史地产生并历史地发展的，但在《资本论》中，历史的叙述是从属于理论的。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的那种“理论阐述”，决定了何时进行历史考察是有意义的。关于这涉及何种类型的叙述，马克思在第三卷的结尾处阐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我们要叙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可以说是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II, 4.2, 853 / 25, 839)。

马克思想要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并非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规律。它完全是由于人类的行动而产生的。关于这些行动者，马克思在序言中就已经指出：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II, 5, 14 / 23, 16)

这段话在政治和方法论方面都值得注意。在政治方面，它表明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批判不同于对资本家的道德责骂。在方法论方面，如果认真对待个人的经济行为遵循经济关系的逻辑这一说法，那么这些关系（即使它们是人类行动的结果）首先必须能够在不诉诸个人有意识的行动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这也将证明“自然史的过程”这一说法的合理性，这里指的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愿的过程）。其次，必须展示这种关系是如何产生一种行动压力，从而将行动者推向特定方向的。

简单商品流通（商品与货币）——叙述层面

第一篇包含前三章——在第一版中，第一卷有六章，在第二版中，这些章变成了篇，每篇包含若干章；下文中提到的篇和章，总是指第二版的结构——这部分还不是关于资本，而是关于商品和货币。这通常被理解为对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描述，恩格斯在第三卷的“增补”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II, 14, 333 / 25, 909)。在马克思那里，“简单商品生产”这一概念既没有出现在《资本论》中，也没有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在《原稿》(1858)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中提到的是“简单流通”，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准确地称之为“简单商品流通”：

前三章讨论的不是商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因此从历史上看根本不能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关于对简单商品生产概念及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构建的批判，参见 Rakowitz 2000; Hecker 2001）。这前三章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流通（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其中首先抽象掉了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行为。第一章的前两句话就已经清楚地表明，这里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II, 5, 17 / 23, 49) 所考察的简单商品流通并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它是其表面：如果保持一定距离观察这种生产方式，它表现为持续的买和卖，而这正是前三章的内容。

这三章对这种买卖的分析是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在第一章（“商品”）中，考察了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形式所采取的经济形式规定 (1)。在第二章（“交换过程”）中，马克思首次引入了商品所有者，这里涉及的是相关人员的行动，这些行动虽然是自由的，但在经济灭亡的惩罚下，必须遵循形式规定的逻辑 (2)。最后，马克思在第三章分析了单个交换过程交织成简单商品流通，并由此推导出货币的职能 (3)。

(1) 商品的形式规定：作为商品，劳动产品不仅仅是使用价值、有用的物品或满足人类需求的服务，它们也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它们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其他物品相交换。由于马克思在第一章开始时只谈到物品，人们通常认为只有物品才能是商品。但服务也可以作为商品出售，这在第二卷中得到了明确的研究 (II, 11, 588 ff. / 24, 59 ff.; 另见第一卷中关于“教学工厂”的提示: II, 5, 414 / 23, 532)。商品的各种交换价值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商品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点：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

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称为“财富的物质内容，不管其社会形式如何”(II, 5, 18 / 23, 50)。这种存在于所有社会形式中的“物质内容”与该内容各自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区别，对于《资本论》的整个论证至关重要。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批判，恰恰在于指责其混淆了这两个方面，这最终导致将资本主义交换经济的社会形式视为永恒和不可避免的。对此马克思反驳道，虽然人们在任何社会都需要使用价值来满足需求，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绝大部分使用价值才采取商品的形式。

马克思继续指出，商品共有的价值不可能与它们的使用价值属性有关，因为在交换中，一种使用价值只要比例适当，就和另一种使用价值同样有效（一公担小麦不仅可以和一克黄金交换，也可以和酸黄瓜交换，只要有相应数量）。作为使用价值，商品在质上是不同的；作为价值，它们在质上则是相同的。如果商品作为（质上相同的）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一点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或多或少清楚地表达过了——那么这种形成价值的劳动也必须是一种质上相同的劳动，这种劳动撇开了具体有用活动的所有差异（这一点古典经济学尚未领会）。超越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推论道：如果商品具有二重性（它们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物），那么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必须具有二重性：作为某种具体的有用劳动（例如作为裁缝的劳动），它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一件衬衫）；作为抽象人类劳动（劳动力的耗费，无论以何种形式），它形成价值。马克思不仅将这种“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II, 6, 75 / 23, 56) 作为他自己的发现提出来，而且强调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II, 5, 22 / 23, 56)。

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的劳动是“人类生存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条件”(II, 5, 23 / 23, 57)。但抽象人类劳动只存在于交换社会中。在《补充和修改》（第一版的修订手稿）中，马克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各种具体的私人劳动简化为这种同等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只是通过交换才实现的，交换实际上使不同劳动的产品彼此相等。”(MEGA² II, 6, 41。马克思也将这句话加入了法文译本，MEGA² II, 7, 55) 因此，抽象人类劳动的“抽象”性质并不指向一种形式上的抽象，例如每个劳动过程都会消耗卡路里。这种形式上的抽象可以在任何社会中进行。这更多是关于在交换中发生的实际抽象过程：通过将质上不同的产品作为价值等同起来，从而抽象掉了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的差异性（Sohn-Rethel (1976) 引入了“现实抽象”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抽象）。

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并非指任何劳动的超历史属性，这也从他对这种二重性的称呼中清楚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说的不是“劳动”的二重性，而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II, 6, 75 / 23, 56)。Rubin (1973, 91 ff.) 早已指出了抽象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而绝非超历史性质。然而，超历史的观点至今仍广泛流传，这种观点可以依托于马克思的一种有问题的表述，即他也曾将形成价值的劳动称为“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II, 6, 79 / 23, 61; 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矛盾性，参见 Heinrich 2014, 206 ff.)。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价值实体抽象劳动称为商品的“共同的社会实体”(II, 6, 72 / 23, 52)。在修订手稿中，他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两种交换的商品每一方“自身”都是同等人类劳动的凝结：

“在它们彼此的关系——它们在其中作为等同物——之外，无论是上衣还是麻布都不拥有价值对象性，或者说不拥有作为单纯人类劳动的凝结的对象性。”(MEGA² II, 6, 30)

其后果是：

“一个劳动产品，如果孤立地看，就不是价值，正如它不是商品一样。它只有在与另一个劳动产品的统一中才成为价值。”(MEGA² II, 6, 31)

在《资本论》第一版中，这一点绝非如此清晰。因此，马克思在第二版中加入了一句话：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均等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感性上不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II, 6, 104 / 23, 87)

马克思补充说，在生产中“物的价值性质 [] 会被考虑到”(同上)，这清楚地表明，这种价值性质在生产时还不存在——生产者仅仅是反思这种价值性质。如果在下文中提到商品和价值，那么指的不是孤立的产品，而是假定商品被交换。

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凝结在其中的形成价值的劳动的量。但是，这种形成价值的劳动并不等同于个体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它更多地表达了社会的平均状况。如果这些平均状况发生变化，那么价值关系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虽然同样数量的抽象人类劳动形成了同样的价值量，但这一价值分配到了更多的产品上，因此单个产品的价值量减少了（关于价值量的详细内容见第 III.C.4 章）。

马克思强调，将劳动产品等同为同等人类劳动的体现，绝不是交换者的有意行为：

“因此，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为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这些物在他们看来是同等人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

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II, 6, 105 / 23, 88)

虽然交换者生产了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但这绝不是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说，人们将商品作为价值交换是因为他们知道其中包含了多少劳动，那将是对该理论的粗暴误解。

由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作为纯粹的社会属性在单个商品上根本无法捉摸，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中也将其称为“思想物”(MEGA² II, 5, 30)，在修订手稿（补充和修改）中称为“一种纯粹幻想的对象性”(MEGA² II, 6, 32)，在第二版中称为“超自然的属性”(II, 6, 89 / 23, 71)。这种属性只有在价值表现中才能在物质上被把握。日常熟知的是货币的价值表现。但为什么货币具有表现所有商品价值的属性，这绝非显而易见。在价值形式分析中，马克思声称要解开这个“货币之谜”。他宣称

“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未尝试做过的事情，即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之谜也就同时消失了。”(II, 6, 81 / 23, 62)

在很大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价值形式分析被理解为对货币从直接产品交换中历史性产生的简略复述。如果马克思意在于此，那么他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甚至从未尝试过这一点，就是极度夸张了。早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提供了货币产生的草图。但马克思根本没谈货币的起源（Genesis），而是谈货币形式的起源。这不是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是分析资本主义中当前存在的形式规定。这种“起源”不是时间上的发展，而是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之间的概念-范畴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史（II, 1, 368 / 42, 372; 见第 II.B.3.1 章）之内。

简而言之，这种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商品的价值为了表达它们是什么，并为了能够普遍地相互发生关系，需要一种“一般价值形式”，这种形式统一地并普遍地表达价值（关于价值形式分析的详细评论参见 Heinrich 2009, 104–162）。如果这种一般价值形式与某种特定的商品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就称之为货币形式。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形式的承担者，这是马克思预设的，但没有论证这一点。被论证的是一般价值形式的必要性。当今的货币体系不再基于货币商品的存在。虽然这在实践上驳倒了（马克思所假设的）货币体系必须绑定货币商品的必要性，但这并没有驳倒形式分析（对此参见 Stützle 2006; Heinrich 2014, 233 ff.）。形式分析的政治后果在于，人们不能只要商品形式和全方位的商品交换而不要货币形式。而在马克思时代流行的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构想（见第 II.B.3.3 章），最终就是导致这种分离。

作为最后一点，马克思讨论了“商品拜物教”（对此参见第 III.B 章中的关键词“拜物教”）。

(2) 商品所有者的行动：“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们的监护人，即商品所有者。”(II, 5, 51 / 23, 99) 第二章以这些句子开始，直到现在才涉及到人的行动。虽然人在其决定中是自由的，但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相互关联，他们就必须服从商品的形式规定，并作为“经济性格面具”(II, 5, 52 / 23, 100) 行动。马克思论证说，商品所有者只有将商品的价值关联到某种作为价值的一般表现的东西上，并从而使这个东西成为货币，他们才能普遍地将商品作为价值相互关联。因此，货币虽然源于交换者的行动，但并非源于他们的思考。马克思总结道：“因此，他们在思考之前就已经行动了。”(II, 5, 53 / 23, 101)

(3) 商品流通和货币职能：单个的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行为交织成商品流通。商品生产者出售他们的商品换取货币（W – G），然后用这笔钱购买他们想要消费的其他商品（G – W），马克思将整个过程总结为公式 W – G – W。通过对商品流通的详细分析，马克思推导出了基本的货币职能。这些货币职能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绝非未知。然而，它们通常只是简单地从经验中提取并列举出来，然后以此开始对货币的分析。相反，在马克思那里，货币职能的阐述是建立在对货币形式（即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关系）的处理以及货币作为经济性格面具行动结果的存在之上的。

货币的第一个职能是作为一般的“价值尺度”。商品作为其共同实体——抽象劳动——的“结晶”而是价值。不是货币使商品可比，而是这种对抽象劳动的共同关联。因此马克思指出：“但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II, 5, 59 / 23, 109) 但是为什么价值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可以用钟表衡量的劳动时间是私人生产者个别耗费的劳动。但是形成价值的不是个别耗费的，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 5, 20 / 23, 53)，这只有在交换中才能确定。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指出：

“商品直接是孤立的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些产品通过在私人交换过程中的让渡，必须确证为一般的社会劳动，换句话说，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个别劳动的全面的让渡，才成为社会劳动。”(II, 2, 156 / 13, 67，重点系 M. H. 所加)

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无法在交换之前，而只能在交换中衡量——如果要将所有商品的价值相互关联，那么这种衡量只能通过货币来进行。因此，马克思称货币为“内在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就是它的价格。商品的价值量除了价格之外无法以其他方式表现，当然，价格也可能不恰当地表达价值量，即当价格不仅反映“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而且反映商品目前可销售的特别有利或不利的情况时。即使是“无价值的”东西（即非劳动产品）也可以被出售并拥有价格，例如贵族头衔或股票期权（即在特定期限内以固定价格购买股票的权利）。

货币的第二个职能是流通手段：商品 A 的所有者出售该商品换取货币，用货币购买商品 B。商品 A – 货币 – 商品 B 对商品 A 的原始所有者来说，结果与直接的产品交换 商品 A – 商品 B 是一样的。因此，在古典以及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中，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中介被视为仅仅是形式上的事情，以至于在许多研究中都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货币。但是，即使对于商品 B 的所有者来说，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也不具有与直接产品交换 商品 A – 商品 B 相同的结果，因为他不是用商品 B 交换商品 A，而是交换货币。例如，他用这笔钱购买商品 C。直接的产品交换随着每一个单独的交换行为而结束，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则导致交换行为的无限交织。但这还不是全部。商品 B 的卖者也可以持有收到的货币并放弃购买商品 C，交换行为的交织就被打断了。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我们就会面临危机。在直接产品交换中，商品 A 的供给总是同时也代表了对商品 B 的需求（供给和需求大小相等），而在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中，情况就不一定如此了。因此，马克思强调，随着交换的货币中介化，“危机的可能性”就给定了 (II, 5, 74 / 23, 128)。至于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变成了危机，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

马克思提到的货币的第三个职能，虽然在语言上有些令人困惑，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根本不需要在场，观念的（想象的）货币就足够了。作为流通手段，虽然货币必须在场，但货币的代表就足够了（在19世纪是代表货币商品的纸币，在20世纪是银行的记账货币，它代表中央银行的

钞票）。马克思强调，只有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货币才是真正的货币，即价值的独立形态。这种价值的独立形态，我们在货币贮藏、支付手段（马克思指的是购买行为的延期支付，即债务的清偿）和世界货币（即国际交易所需的货币）中可以看到。


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和《原稿》（Urtext）中，马克思致力于实现从货币到资本的范畴过渡，即他试图表明，货币并非在简单的流通中，而是在其作为资本的运动中，才真正拥有其作为货币的属性（货币作为价值的独立形式）。在《资本论》中，这一过渡被省略了，看起来资本流通似乎是作为经验事实被接纳的。马克思写道，除了流通形式 W - G - W 之外，“我们还发现” G - W - G（II, 5, 102 / 23, 162）。

对于马克思而言，流通形式 G - W - G 是对资本最一般的描述。据此，资本既不能被视为物（机器、建筑物），也不能被视为一笔货币，而只能被视为一种运动、一个过程。一定数量的价值只有在执行 G - W - G 的运动时才是资本。马克思从 W - G - W 和 G - W - G 的形式区别中，推导出了资本的基本属性。

在 W - G - W 中，是为了买而卖。销售所得的货币额被支出，以获取与第一种商品在性质上不同的第二种商品。这种性质不同的商品的消费是整个过程的目的。该过程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尺度。

在 G - W - G 中，预付一笔货币是为了购买，以便随后能够再次出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额。它们在性质上没有区别，只能在数量上有所不同。因此，G - W - G 的目的只能是 G 的数量增值：G 应当转化为一个增加了 >剩余价值< 的货币额 G，以至于马克思将 G - W - G 写为资本的 >总公式<。然而，这一目的没有内在的尺度：更大的价值增值（马克思称之为 >增殖<）总是优于较小的。同样，该过程也没有内在的终点。一笔货币只有在经历资本运动时，才是资本。如果它被持有不动，它就只是货币。资本增殖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它是目的本身，作为目的本身，它没有尺度也没有终点。

只有在分析了资本的这些形式规定之后，马克思才谈到资本家，并指出：

»[] 只有在抽象财富的日益增值成为他的动作的唯一推动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 (II, 5, 108 / 23, 167 f.)

要成为资本家，绝不需要是预付货币的所有者，但他必须在行动中遵循资本的逻辑。正如马克思在后续章节中所阐明的，资本家实际上遵循这一逻辑，即遵循以谋取利润为目的本身的运动，是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导致的（参看 II, 5, 212, 255, 321 和 477 / 23, 286, 335, 414 和 618）。单个资本家想要获得尽可能大的资本利润，并不是贪婪的表现（尽管可能有这样的例子），而更多是一种系统性的强制：如果没有相应巨大的利润，就无法投资和更新生产设备，这将导致在竞争斗争中处于劣势，并最终导致破产。

如果资本家按照资本的逻辑行事，那么该过程的 >主体< 并非他本人，而是资本，即正在增殖的价值。因此，马克思将资本称为“自动的主体”（II, 6, 172 / 23, 169），这一表述清楚地表明了其中的荒谬性：资本，一种无生命的东西、一种自动机，同时作为 >主体<，作为整个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在运作。

然而，问题出现了：>价值的增殖<，即在 G - W - G 公式所描述的过程中价值的增加，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剩余价值< 从何而来？一种浅显的可能性是，商品 W 低于其价值被购买和/或高于其价值被出售。那样的话，资本利润就被解释为对 >等价交换<（即等量价值的交换）的违反。这种情况虽然可能发生，但作为资本利润的一般解释是不充分的。从全社会来看，价值总量并不会因此增加，一个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将伴随着另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同等规模的损失。因此，马克思寻求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解释剩余价值。

他将这种解释建立在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之上。劳动力是指个人能够工作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被使用，就会付出劳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其有用性，在于这种劳动的付出。如果在此过程中生产了商品，那么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就导致了新价值的形成。

买者必须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其再生产成本决定的（这也包括劳动力所有者家庭的再生产成本）。由于再生产水平随历史变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中也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II, 5, 124 / 23, 185）。马克思最初只谈论“那”劳动力的价值。但他绝不假设每个劳动力的价值都是相同的。正如马克思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后者能在更高程度上形成价值）一样，也可以区分简单的和有资格的、能进行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后者主要由于其更高的资格培训成本而拥有更高的价值（II, 5, 146 f. / 23, 211 ff.）。

在再生产成本中，只有市场上购买的商品的价值被计入，而在家庭中（主要是由妇女）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家务、育儿、护理）却未被计入。女权主义作者在此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盲点”（Werlhof 1978）。但是，马克思是按照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中存在的方式来复述价值规定的。不过，人们可以指责他只是间接且附带地提到了这一点，例如在第13章的一个脚注中（II, 5, 323 / 23, 417）。

假设劳动力的日价值（其每日的再生产成本）由四小时的劳动时间构成。如果每日劳动时间为八小时，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买者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将形成一个新的价值，该价值是买者必须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两倍。在这个新形成的、归劳动力买者所有的价值与买者必须支付的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正是所寻找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力买者占有剩余价值，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买者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获得利益，“对买者来说是一种特别的运气，对卖者来说也绝不是不公”（II, 5, 144 / 23, 208）。

在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时，马克思谈到的是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 而不是工资。正如马克思后来在第17章中所阐明的（II, 5, 433 ff. / 23, 557 ff.），工资不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支付，工资似乎更是劳动本身的报酬，这种假象特别是通过计时工资（每工作小时的工资）的形式被巩固了。马克思指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买者随后可以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支配这一劳动力。因此，小时工资不是一小时劳动的 >价值< 的报酬（劳动形成价值，但它本身没有价值），而是从劳动力的日价值和通常的日工作小时数中推导出来的量。

当工人们通过付出劳动力形成新价值，并从中获得一部分作为其劳动力价值的报酬，而这个新价值的另一部分 ⟩ 无偿地 ⟨ 作为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时，在工资中，似乎全部劳动时间都得到了支付，剩余价值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付出这一事实便不可见了。马克思总结道：

»在工人和资本家双方的一切法权观念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化中，在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中，在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中，基础都是这个表现形式，它使现实关系隐没不见，并且恰恰显示出该关系的对立面。« (II, 5, 437 / 23, 562)

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被出售，这绝非理所当然。马克思强调，为此必须满足两个历史前提。第一，劳动力所有者必须在政治和法律上是“自由”的，才能够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奴隶无法做到这一点）；第二，劳动力所有者必须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至于除了出售劳动力外别无选择，只要他们不想靠乞讨和偷窃为生（II, 5, 120 ff. / 23, 181 ff.）。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前提是两个不同阶级之间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必须存在一个巨大的（法律上自由的）人群阶级，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或足够的货币；另一方面，必须存在一个阶级，他们拥有如此多的货币和生产资料，以至于能够购买和使用第一阶级的劳动力。

然而，在流通层面上，这种社会不平等起初是看不出来的，在这里，自由且法律地位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签订契约，仅以各自的利益为导向，马克思用一句讽刺的话总结了这一点，称商品流通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II, 5, 128 / 23, 189）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 资本主义生产的破坏性潜能

当《资本论》的前四章还停留在流通层面时，第五章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是一种特定历史形式的人类劳动过程。虽然每个劳动过程的目的都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应当同时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生产性劳动”也获得了一种社会特有的含义：在资本主义意义上，只有形成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是否形成剩余价值，不取决于劳动的物质内容，而取决于经济关系。如果我雇佣一名厨师作为家仆为我准备饭菜，那么这名厨师是雇佣工人，但他生产使用价值而非商品，因此也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他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如果厨师在我的餐厅里是雇佣工人，那么他准备的饭菜作为商品被出售，他的劳动现在形成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它是生产性的（参看 II, 5, 413 f. / 23, 531 f.）。

在价值生产方面，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预付货币中用于生产过程的物质部分（原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的部分，他称为不变资本（缩写为 c）；用于支付劳动力的部分，称为可变资本（缩写为 v）。在生产中消耗的物质要素的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上，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因此不发生变化，保持恒定。用可变资本支付的劳动力通过付出劳动形成新价值，（如果劳动时间持续得足够长）这个新价值比可变资本部分 v 的价值大出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缩写为 m）。因此，资本家预付了一笔金额为 c + v 的价值，并（如果 c 的所有要素都被消耗）获得了一个金额为 c + v + m 的价值产品。

马克思将比率 m/v 称为“剩余价值率”。它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尺度（II, 5, 163 / 23, 232）。马克思较为随意地引入的名称“Exploitation”即“劳动力的剥削”——关于“Exploitation”在第7章首次提到（II, 5, 158 ff. / 23, 226 ff.），关于“劳动力的剥削”在第10章首次提到（II, 5, 268 / 23, 350）——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就像谈论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开发（剥削）（II, 5, 262 / 23, 343）或对自然规律的利用（剥削）（II, 5, 316 / 23, 407 f.）一样，不具道德含义。剩余价值率也不说明工人的消费水平。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同样的价值量 v 表现为较少量的使用价值；而在高生产率下则相反。高剩余价值率（即高剥削）在生产率很高的情况下，可能伴随着比低生产率下的低剩余价值率好得多的生活条件。剩余价值率也不应与“利润率”相混淆，后者是 m/(c + v) 的比率，作为整个资本增殖的尺度，直到第三卷才被处理。

从单个劳动力中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可以通过两种根本不同的途径来增加：（1）通过延长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2）通过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强调，对于工作日的长度，没有源于商品生产的尺度，只有两个同样合法但相互对立的权益。劳动力所有者的权益是尽可能短的劳动时间，以保护将来还要出售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买者则希望尽可能长的劳动时间，以尽可能多地榨取所购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总结道：

»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由商品交换规律所确认。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规范化过程表现为围绕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II, 5, 181 / 23, 249)

马克思勾勒了这场斗争的各个阶段，最终导致了对工作日的法律限制。这也清楚地表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在流通过程中截然不同，在流通中他是作为自由平等的商品所有者面对资本家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他不再是“自由的当事人”，需要国家法律来阻止工人“通过与资本的自愿契约，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代替‘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宏伟的条目的，是法律限制工作日这种谦抑的《大宪章》”（II, 5, 240 f. / 23, 319）。

（2）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再生产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降低：再生产所需的使用价值可以在更少的劳动时间内被制造出来，其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价值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作日长度不变，单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也会增加。如果单个企业或单个行业提高了生产率，这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只有微小的影响。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提高生产率的动机不是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在竞争中的优势，即作为率先提高生产率并因此能更廉价生产的人。这种竞争优势迫使其他企业同样提高生产率，从而使之普遍化，进而导致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下降。

马克思区分了三种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方法：劳动力的协作、分工和机器的使用。所有这三种方法都减少了制造单件某种商品所需的时间。

如果一种手工艺活动被资本主义企业接管，那么手工业者不再为自己工作，而是为资本家工作。但生产过程本身最初并未改变，马克思称这种情况为“形式上的隶属”（II, 5, 414 / 23, 533）。但是，如果资本家接管指挥权是为了提高生产率，那么生产过程就会根据剩余价值生产的需求进行重组，这就是“实质上的隶属”（II, 5, 415 / 23, 533）。虽然在手工业企业仅被形式上隶属的情况下，单个工人原则上仍有能力独自生产某物（只要他买得起原材料和工具），但在实质上的隶属中，例如在基于机器的工厂生产中，这已不再可能。马克思强调，机器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工具。机器将工具从人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们被并入机器机制。工人现在是机器的助手，他在需要时协助它、修理它和监控它。在分工组织的机器工厂中，个人只是巨大传动机构中的一个小齿轮。然而，这种传动机构的技术形态却与其资本主义形式被等同起来，这巩固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统治：

»凡是资本主义生产，只要它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不容置疑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 (II, 5, 347 f. / 23, 446)

马克思在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中指出，引入生产率提升是为了增加剩余价值，因此是以牺牲受雇工人为代价的。分工将个人降格为局部工人，往往必须执行单调、不断重复的活动。机器的使用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不独立附属物。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主要旨在节省“成本”的生产过程，在社会、身体和心理方面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作用。使机器系统更高效或更廉价的投资被认为是必要的；相反，用于保护雇员健康的支出则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

»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室中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同时就变成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的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光线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免受危及生命或健康的设备这方面的系统的掠夺。« (II, 5, 350 / 23, 449 f.)

只有通过法律强制才能实现对雇员的最低限度保护，马克思对此评论道：

»有什么比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法律来强加给它最简单的清洁卫生设施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II, 5, 394 / 23, 505)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破坏劳动力的生活条件。正如工人和女工一样，自然界也只是增殖过程的材料，只是尽可能高地实现增殖的手段，以至于马克思用以下论断结束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II, 5, 410 f. / 23, 529 f.)


资本主义积累——及其社会后果

在马克思论述真正的积累，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之前，他考察了生产过程的重复，并假定资本家消费掉了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已经表明，在解释剩余价值产生时必须预设的那种社会关系——即一个缺乏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阶级与另一个拥有这些资料的阶级的存在——现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显现出来了（II, 5, 461 f. / 23, 595 f.）。工人们必须消费掉他们的工资，从而被迫继续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收回了他们预付的资本，并能够再次购买劳动力。即使个别工人可能从其阶级地位中解脱出来，或者一些资本家破产，也改变不了这种阶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恰恰再生产了阶级之间的那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正是该过程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

»是过程本身的机制，不断地把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并不断地把他自己的产品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事实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之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他的经济隶属地位，通过他的自我出卖的定期更新，通过他的雇主的更换，通过劳动市场价格的变动，同时被中介了，同时也被掩盖了。因此，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它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II, 5, 468 / 23, 603 f.）

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作为流通领域显现出的那个“天赋人权的伊甸园”（参看 II, 5, 128 / 23, 189），仅仅是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表面，这种统治当然不再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如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过程中不断重新产生的物的依赖性之上。

如果将剩余价值进行投资，资本就会增大，积累就会发生。马克思在第23章中不仅在单个资本的层面上，而且在社会总资本的层面上考察了这一过程，在此层面上可以把握其对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最重要方法是机器的使用。这改变了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的比例：相对需要更多的c和更少的v。资本的有机构成（c/v的比率）提高了。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一个重要杠杆是积累：剩余价值主要用于购买追加的和改良的机器。这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如果在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像资本一样增长。然而，如果由于机器的使用而导致生产力提高，即有机构成提高，那么在资本规模相同的情况下，这将导致所需劳动力的相应减少。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资本增长与生产力增长的比例。如果资本增长快于生产力，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这使雇佣工人在争取工资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资本增长，那么尽管生产量增加，所需的劳动力却会减少，失业率上升，这会削弱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前一种情况下，工资上涨将导致生产力增长加速，因为为了替代“昂贵”的劳动力，使用昂贵的机器也是值得的。因此，第二种情况总是会反复出现，导致失业率上升，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产生一支“产业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相对于资本的需求而言）。

然而，马克思不仅假设失业率下降和上升的交替阶段，鉴于资本的 ►集中►（马克思以此指代公司的合并和收购），这会导致生产力的强劲增长而总资本并不增长，他假设从长远来看，生产力的增长将主导资本的增长，从而劳动力的释放将会增加。马克思假设 ►产业后备军► 有增长的趋势，其后果是 ►贫困化► 也会增加，即这支产业后备军中处境最差的那部分人（II, 5, 519 / 23, 673f）。

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已经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是以牺牲个别工人为代价的，它们

»转化为生产者的统治和剥削手段，把工人变成畸形的局部人，把他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切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II, 5, 520 / 23, 674 f.）

马克思在这里绝不是像在《共产党宣言》中那样强调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而是强调一种独立于 >报酬< 的状况恶化：劳动折磨、无知和粗野定义了一种悲惨的生活状况，这与工资的高低无关。这种苦难并非资本主义的“小儿科病”。马克思的分析力图表明，这种苦难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该过程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断追求资本价值增殖。

所谓 >原始积累

早在第4章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讨论的正是这些关系的历史形成。这里的“所谓”已经表明了一种距离感：亚当·斯密曾用勤劳者进行的“原始”（即先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财富积累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因为他们由此能够雇佣其他人（不那么勤劳的人）。马克思意图用“真实的历史”来对抗这个田园诗般的“传说”，在这个真实历史中，“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II, 5, 575 / 23, 742）。之前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哪些历史过程是关键的：为了使劳动力能够作为一种商品被大规模出售，必须有一大群人，他们一方面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从而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又不拥有生产资料，从而不得不依赖于出卖劳动力。

»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II, 5, 575 / 23, 742）

马克思以英国历史为例，在一幅宏大的全景画中描绘了这一分离过程。自15世纪以来，英国大部分农村人口被驱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因为地主将其变成了对自己更有利可图的牧羊场。这些被剥夺土地的人不得不作为乞丐、流浪汉或强盗四处漂泊，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受到最残酷法律（马克思称之为 ►血腥立法►）的镇压，最终被迫进入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的资本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教会财产的没收和殖民剥削。作为历史结果，马克思指出：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工人阶级发展起来了，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了一切抵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符合资本增殖需要的轨道上；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保证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被使用。«（II, 5, 591 f. / 23, 765）

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源”期间，情况并非如此，国家权力被用来限制工资和延长工作日（同上）。

在关于原始积累这一章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总结了历史发展并做出了一项预测。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剥夺），他们转化为自由雇佣工人，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且导致了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剥夺独立经营的工人，而是剥夺资本家：“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II, 5, 609 / 23, 790）在资本集中的同时，“协作形式的劳动过程日益在扩大的规模上发展，科学的自觉技术应用……劳动资料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同上）。马克思预测，这些过程不仅会对社会状况产生后果，也会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行动产生后果：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一切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II, 5, 609 / 23, 790 f.）

这一段无疑是《资本论》中被引用最多的论述之一，并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对其的接受。然而，鉴于马克思自己的分析，这一预测的确定性显得相当成问题。不仅没有详细说明“资本垄断”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而且“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即将到来的“反抗”似乎也绝非不可避免，毕竟马克思在几页前还强调（见上文引文），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会发展出一个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为“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的工人阶级（II, 5, 591 f./23, 765）。此外，在分析作为劳动这种表面报酬的工资时（见第II.B.4.2章），他还曾强调，工人的所有“法权观念”和“自由幻想”都建立在这些表现形式之上（II, 5, 437 / 23, 562）。马克思自己的分析清楚地表明，革命阶级意识的发展绝不像引文所暗示的那样自动发生（更详细的讨论见 Heinrich 2005, 193 ff.）。

关于 ⟩ 原始积累 ⟨ 的阐述引发了更深层的问题。早在1870年代，主要是俄国的社会革命者就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世界各国都必须经历相同的阶段。维拉·查苏利奇（1849–1919）在1881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背景是关于传统的俄国村社及其公有制形式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而无需俄国事先经历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在其回信（I, 25, 241 f. / 19, 384 ff.）中，马克思提到了《资本论》的法文译本。在那里，他默默地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定。虽然在《资本论》第1版和第2版中还写着， ⟩ 对农民进行土地剥夺 ⟨ 的历史作为原始积累的基础 ⟩ 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 ⟨ ，并且仅在英国才具有其 ⟩ 典型形式 ⟨ （II, 5, 576 / 23, 744），但在法文译本中，马克思不再一般性地谈论 ⟩ 不同的国家 ⟨ ，而是谈论 ⟩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 （西欧国家，MEGA ² II, 7, 634），他也避免了对英国使用 ⟩ 典型形式 ⟨ 这一表述。原始积累的历史由此被明确限定在西欧，绝不被视为普遍有效的历史阶段序列，这一点马克思在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强调过，在那里他与 ⟩ passe-partout dune théorie historico-philosophique générale ⟨ （ ⟩ 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万能钥匙 ⟨ ，I, 25, 117 / 19, 112）划清了界限。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的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关于历史进程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单线论观念的要素。然而在1870年代，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打破了这种观念（参见 Anderson 2010; Lindner 2011）。

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第二卷）

在第一卷开头，马克思考察了商品流通 W - G - W。虽然当时假定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是在随后才进行的。在第二卷中，流通过程再次成为考察对象，但这次是作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用资本总公式 G - W - G 概括表示，现在将其更详细地表达为：

G−W<A⋮Pm⋯⋯P⋯⋯W′−G′


这里 A 和 Pm 代表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P 代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第二卷分为三大篇。第一篇的主题是资本的循环过程，它源于资本循环的不断重复。正如从上述公式中已经清楚看到的，正在进行价值增殖的价值采取了不同的形态。作为预付货币，它是货币资本（一笔用于资本主义运作的货币）。这笔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用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随后是商品资本：承载剩余价值的商品。马克思随后详细考察了这三种资本形态的循环。

第二篇论述“资本周转”。如果将资本的循环过程视为资本预付和资本流回的周期性过程，就称之为周转。关于资本流回，区别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例如，一台可以使用100个生产周期的机器，只将其价值的百分之一转移到单个生产周期的产品上。因此，在出售一个周期的产品时，为这台机器预付的资本价值也只有百分之一流回，其余部分仍固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完全被消耗掉的原材料和能源载体，将其全部价值转移到单个生产周期的产品上，为它们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出售时因此全部流回，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工资成本也是如此：它们作为新形成价值的一部分流回。

通过第一卷中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做的区分，阐明了预付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不变资本的要素将其已经存在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唯有购买劳动力所花费的可变资本形成了一个比可变资本价值更大的新价值。相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阐明了不同资本部分在价值流通中的作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最早是由马克思引入的，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学中早就为人所知。然而，价值形成和价值流通并没有被清楚地分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混淆和问题。

第三篇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了能够开始并随后继续资本循环，个别资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必须找到足够的生活和消费资料。因此，在社会总资本的总产品内部，必须存在特定的物质和价值比例，再生产才成为可能。根据生产资本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马克思区分了生产的两大“部类”：第I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II部类生产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由工人们用他们的工资（总量等于可变资本）以及资本家用剩余价值（只要这部分没有再转化为追加资本）来购买。在分析两大部类的交织时，马克思已经预示了瓦西里·列昂惕夫在1930年代开发的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元素，列昂惕夫为此于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简单再生产”（即没有积累且撇开固定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复）是可能的，如果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等于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

cII=vI+mI


在价值上（在上述条件下），正是这两个总量必须在两个部类之间进行交换，所有其他的交换过程都发生在一个部类内部。在 ⋅ 扩大再生产 ⋅ （积累）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相应的方程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这些马克思的 ⋅ 再生产图式 ⋅ 及其在分析资本主义关系中的适用性，曾有过广泛的争论（最重要的贡献收集在 Hickel 1970 中）。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和地租（《资本论》第三卷）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

“我们看到，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本书所涉及的，不能是关于这种‘统一’的一般反思。确切地说，它是要寻找并阐述从资本过程——作为整体来看——中生长出来的具体形式 [……]。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资本的各种形态，也就是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生产代理人自己的日常意识中，以及最后在不同资本的相互作用即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形式。” (II, 4.2, 7 / 25, 33)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露了“生财之道的秘密”（II, 5, 128 / 23, 189）：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了工人的无偿剩余劳动。然而，剩余价值并不是以这种一般形式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具体的“资本形态”。这在第三卷的标题“总过程的各种形态”中也很明显，该标题不仅出现在1864/65年的手稿中（MEGA² II, 4.2, 5），也出现在第一卷第一版的前言中（II, 5, 14 / 23, 17）。然而，恩格斯将其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II, 15, 29 / 25, 31）。接下来的阐述将集中于这些“形态”的联系。“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以及第三卷手稿中发现的各种危机理论探讨，将在第三章B节的相关关键词下进行处理。

剩余价值的第一次转化是其作为利润的形态。在利润中，剩余价值不再与作为其源泉的劳动力的耗费相关联，而是与预付总资本相关联。现在，它的衡量标准也不再是可变资本 v（如在剩余价值率 m/v 中），而是预付总资本 c + v，即利润率 m/(c + v)。预付总资本是商品的资本主义成本价格，利润是超过这一成本价格的余额。

但这不仅仅是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计算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神秘化。c 和 v 在价值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消失在其作为成本价格的汇总背后，这使得工资形式看似是对劳动（而非劳动力）的支付变得合理：看似资本家支付了所完成劳动的价值，就像支付了所消耗的原材料和工具的价值一样。利润似乎与这些不同的资本组成部分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是整个资本的果实，而不是劳动的果实。马克思总结道：

“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 [……] 资本表现为对自身的关系，表现为原来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的区别。资本在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了这个新价值，这是人们意识到的。但是，这是怎样发生的，现在被神秘化了，似乎是出自资本本身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occult qualities）。” (II, 4.2, 64 / 25, 58)

如果商品按其价值量 𝑐+𝑣+𝑚 出售，且假设所有部门的剩余价值率相同（即剥削关系大致相同），那么具有不同有机构成 c/v 的两个等量资本，也将获得不同的利润率。一个数字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假设剩余价值率为 100%（即 100 的可变资本 v 同样提供 100 的剩余价值 m）。进而假设第一部门投入的不变资本 c 为 900，可变资本 v 为 100，而第二部门 c = 800 且 v = 200。在这两个部门中，预付资本均为 1000。但在第一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为 100，在第二部门为 200，因此第一部门的利润率为 10%，第二部门为 20%。

对于资本而言，生产的物质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仅仅是尽可能高的资本增殖。因此，资本会从低利润率部门向高利润率部门转移。在资本流出的地方，商品供给减少，价格进而利润率将会上升；在资本流入的地方，商品供给增加，价格和利润率将会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过程有两个后果。第一，商品不再按价值交换，而是按（马克思所谓的）生产价格交换，这种价格使得利润率相同成为可能。第二，单个资本占有的利润量不对应于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如果平均利润率为例如 15%，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个别资本将在预付资本上获得约 15% 的利润率——无论它是雇佣大量劳动力并生产大量剩余价值，还是雇佣少量劳动力并生产少量剩余价值。随着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以及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的转化 →，在劳动力的耗费与单个资本占有的利润之间，现在看来甚至完全不再存在关系了。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取决于社会生产条件，即整个工人阶级的被剥削程度和预付总资本的数量，这一点已经看不到了（见第三章 C.4）。

工业资本（即生产商品或服务的资本）的利润和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纯粹的商业资本，即那些仅仅涉及商品和货币形式转换的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商品的运输是一个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虽然经常由商人组织，但在概念上应与纯粹商业资本的活动区分开来）。商业资本的利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工业资本家将商品以低于其价值（或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给商人。因此，工业资本家为了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放弃了一部分利润，因为这样他自己需要预付的资本较少（不需要组织商品转售的资本），并且增加了其资本的周转速度。在此过程中，工业资本家——并非出于有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竞争的中介——放弃了足量的利润，以至于工业利润率和商业资本利润率之间达到平衡。因此，商业资本的利润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但这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由商业资本的劳动力生产的，而是由工业资本的劳动力生产的。

一旦一般的平均利润率确立，货币就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得使用价值。拥有一定数额的货币，现在不仅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这笔货币现在还具有在正常条件下带来相应平均利润的属性。这种额外的属性构成了具体资本主义形式的信用的基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债务人借钱，要么是因为处于困境（例如歉收后的农民），要么是为了资助其奢侈需求或下一场战争（国王和诸侯）。对于这两类债务人来说，信贷是有风险的，并不罕见地导致贫困。相反，在资本主义信用中，借钱是为了将其作为资本使用并获得（高于利息的）利润。利息从利润中支付，信用起着致富手段的作用。

马克思将生息资本的所有者称为货币资本家，将借入资本的人称为职能资本家，在后者手中，生息资本变成了职能资本，带来一定的利润。利息从这个利润中支付，剩下的就是职能资本家的企业主收入。

利润分裂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起初只是数量上的分割，但这固化为一种质的分割。货币资本家获得利息，是因为他将自己财产的支配权让渡给了他人。利息似乎仅仅是资本所有权的果实，是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资本的果实。相反，企业主收入似乎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职能的结果。因此，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表现为来自不同源泉的、性质不同的量。这种假象由于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加强：利率在资本市场上形成为一个统一的量，而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以及相应的企业主收入）完全受职能资本家措施的影响，并且可能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率。一旦生息资本和资本主义信用确立，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区别对于那些不使用借贷资本的资本家也是相关的。实际上，他通常可以选择是将资本借出并作为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还是让资本自己发挥职能。在他看来，作为职能发挥的实际结果出现的不是全部利润，而仅仅是企业主收入，因为无论如何他都能获得利息。

利息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最终源于对劳动力的剥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只是作为雇佣劳动的对立面而存在。在生息资本中，这种对立已看不到了，因为生息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之外。放贷的货币资本家面对的不是雇佣工人，而是借入资本的职能资本家。而且，职能资本家似乎也不与雇佣工人处于对立面。他所获得的企业主收入，似乎是他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职能的结果。因此，职能资本家获得企业主收入，似乎不是作为剥削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工人——一个负责劳动过程监督和管理的工人。马克思总结道：

“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实际上就是同一回事。利息代表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表现为一种中性的和这种形式无关的形式；企业主收入代表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抽掉了这一职能的特定的资本主义性质。” (II, 4.2, 454 / 25, 396)

生息资本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利息本身，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而在于其无中介的形式：货币似乎完全能够自我增殖。因此，马克思将生息资本称为资本关系的“最拜物教的形式”（II, 4.2, 461 / 25, 404）。一系列利息理论和利息批判都与这种形式相关联，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这些代表了一种简化的资本主义批判，因为它们没有理解利息、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的联系。

最后，马克思论证道，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以使用土地的地租，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如果一位支付地租的农业资本家，凭借他在租来的土地上投资的资本，仍然获得了平均利润率，那么地租仅仅是撇去了这块土地上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但看起来，地租似乎源于纯粹的土地所有权。

通过这里非常粗略勾勒的思考，马克思声称已经证明，所有资本主义的派生收入形式（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地租）最终都只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也就是基于对劳动力的剥削。但在社会的“表面”（在日常意识中），这些收入形式并不表现为它们的本质。相反，它们似乎源于三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对成品价值的贡献。劳动要素提供一份贡献并在工资中获得报酬，资本要素因其贡献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要素因其贡献获得地租。马克思将这种关于三个生产要素的观念（至今仍被大部分经济科学所接受）称为“三位一体公式”（另见第三章 B 节中的“拜物教”一点；关于此内容的更详细论述见 Heinrich 2005，第 10.1 章）。

马克思原本打算将社会阶级的处理作为最后一点，但手稿在这里仅写了一页就中断了。值得注意的是，与《共产党宣言》不同，马克思并没有从作为理所当然既定事实的阶级开始。虽然在《资本论》的许多地方都谈到了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而且也清楚地表明，从“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和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处的对立社会地位，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统治关系中，产生了一种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永久性和结构性的冲突；但一种同时也考虑到资本家阶级内部基本派系划分的系统分析，对马克思来说，似乎只有在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体系之后，即在《资本论》的结尾，才成为可能。

资本主义批判与共产主义

与《共产党宣言》不同，《资本论》不是一部政治战斗檄文。马克思声称提交了一部科学著作，他将其归入“使一门科学发生革命的科学尝试”（1862 年 12 月 28 日致库格曼的信，III, 12, 297 / 30, 640）。在第一版序言中，他鼓励科学的讨论：“任何科学的批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II, 5, 15 / 23, 17）另一方面，马克思称《资本论》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1867 年 4 月 17 日致约翰·菲利普·贝克尔的信；MEW 31, 541）对于马克思来说，严格的科学性与政治批判绝不相互排斥：论证的科学性正是为了赋予政治批判以打击力。

通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这门至今仍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科学进行了基础性批判。马克思提出了认识论上的根本批判：由于受困于商品生产的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关系的物质内容与其特定的社会形式，特定的形式被自然化，从而表现为不可逾越的（见第三章 B 节中的关键词“拜物教”）。在此分析基础上，马克思试图展示两点：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进步，所有生产力和财富生产的增长，都是以牺牲劳动阶级和自然为代价的（参见例如已引用的 II, 5, 350 / 23, 449 f.; II, 5, 410 f. / 23, 529 f.; II, 5, 520 / 23, 674 f. 中的论述），但这并非资本主义的“小儿科病”，而是——如马克思试图证明的那样——根植于其自身逻辑之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需求，而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只要经济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人类就无法掌控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就像火山爆发或地震等自然力一样，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与他们对立。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批判概念是否基于（或需要）伦理基础，在文献中存在激烈争议（参见例如 Angehrn/Lohmann (1986) 中的文章。Lindner (2013) 最近试图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在“伦理至善论”的框架内进行论证的）。无论如何，马克思本人不仅嘲笑普鲁东道德化的资本主义批判（参见 II, 5, 52 注 / 23, 99f. 注），而且原则上否认正义概念具有超历史的有效性，因此它们不能作为他评判不同社会结构的标准。针对关于经济交易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之说，马克思反驳道：

“生产代理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justice），在于这些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的。[……] 只要这种内容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II, 4.2, 412 f. / 25, 351 f.)

《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方案只作了非常概括的勾勒（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无所不能的计划国家——这是经常被强加给马克思的一种观念）。因此，在第一章中，作为对私人商品生产的对比，已经提到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II, 5, 45 / 23, 92）。

“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部分必须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生产者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 (II, 5, 45 / 23, 93)

然而，不仅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其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其“基本原则是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II, 5, 477 / 23, 618），这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目标相呼应，那里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MEW 4, 482)


4.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小型文本

在撰写《资本论》手稿期间，还产生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短篇文稿，但马克思并未将其发表。


1 导言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著作中阐发的思想，不仅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政治实践的思考，也不仅仅是作为历史见证，而且对于他的一般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也是重要的贡献。然而，马克思的政治著作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理论或哲学著作——通常，例如在关于1848年革命或巴黎公社的著作中，这些是身处事件进程中写下的分析（in medias res），既表达了他作为同时代人的见证，也表达了他的理论信念；或者是新闻报道和干预，针对的是欧洲工人运动内部的政治辩论和冲突。

在这些形式和内容极不相同的著作中结晶出来的关于政治斗争和进程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在今天仍然开启了对政治的视角——例如关于制度化（或“资产阶级”）与自发（或“革命”）的政治社会冲突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开启了对政治行动的条件和界限的视角，这些视角质疑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哲学的基本假设，并发展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替代方案。

在此，马克思与政治领域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与广泛存在的偏见相反，他的唯物主义社会分析并没有否定政治性，但确实赋予了它一个与既定理解截然不同的位置和角色：政治性恰恰不消融于传统的政治机构——国家、法律、形式程序和组织——之中，而是扎根于当时旨在解放的社会斗争之中，这些斗争的场所更多是在工厂和街道，而不是议会（Renault 1995, 47; Balibar 2013a）。这种对政治概念的抗争性扩展和移位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马克思而言，政治（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义上）起着掩盖阶级斗争现实的面纱作用，但同时（在革命意义上）也构成了阶级斗争展开的模式——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阶级存在，“社会演化就[不]会不再是政治革命”（I, 30, 333/4, 182）。马克思政治著作的持久相关性恰恰建立在这种双重视角之上：一方面是对政治的批判，它将每一次政治运动同时理解为社会运动，从而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批判，它将社会运动与政治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联系起来，从而将其政治化。

尽管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和情势多得难以计数，但三个主题作为重点从中结晶出来：→ 革命，→ 意识形态 和 → 统治。首先，马克思在此是一种激进政治思维变体的先驱，这种思维导致特定形式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主体的形成，并将与现有政治秩序的彻底决裂作为集体行动的理论依据目标。在他那些历史性更强的分析中，马克思描绘了具体革命运动的起源和动力，以及它们成功和失败的条件。其次，马克思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结构和关联提供了一种虽然在理论上是零散的、但却具有后续影响的回应（Reaktion），对这些结构和关联的批判性分析——最迟自《德意志意识形态》被广泛接受以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许多理论流派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三，对特定政治权力形式的既具时代诊断性又具历史性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著作的一个主要母题，这些权力形式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相伴随的统治形式而建立起来的。在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一种纯粹哲学和政治导向的批判很快就被证明不足以完成分析和批判现有政治统治关系的任务——相反，这种分析和批判必须采取一种基于历史和社会学的社会分析形式，这种分析后来也被马克思表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因此，为了充分理解这些政治著作，了解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及其政治经济学著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这两个背景下的作品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作了详细介绍，因此这里仅在需要明确引用时才会提及。


2 《莱茵报》文章

除了以书籍和文章形式发表的较长篇幅的论著外，马克思的政治著作还包括他一生中撰写的大量新闻稿——主要发表在三家报纸上：《莱茵报》（1842–1843）、《新莱茵报》（1848–1849）和《纽约论坛报》（1852–1862）（参见 Herres 2006）。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这数百篇文章的作用仍然被低估，部分原因肯定在于其中涵盖的历史和时代诊断主题极其广泛——从离婚法到革命、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再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也因为他对日常政治问题的评估和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些文章不仅展示了马克思作为当时尚属年轻的职业新闻业的一位文风娴熟、既具论战性又务实的代表形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见证了一种向权力讲真话（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精神，即对现有状况进行既有经验内容又有理论依据的批判。马克思本人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就这种批判的原则为其新闻生涯的开端写道：“真正的理论必须在具体的局势中并在现有的条件下阐明和展开。”（III, 1, 31 / 27, 409）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95 [1939], 151）就马克思的新闻工作所指出的那样：


“作为新闻报道，它们超越了那个时代。马克思的方法是向读者简要勾勒事件或人物，强调隐藏的利益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险恶行径，而不是行动者自己提供的显式动机，或者是这一或那一措施或政策的社会价值。”



1841年，马克思受邀参与将于1842年1月1日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的工作（关于马克思生活中的这一段，参见 Wheen 1999, 第2章; Sperber 2013, 第3章）。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摩西·赫斯（Moses Heß, 1812–1875）和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806–1856）也属于该报的相关圈子。作为一份反对派的、亲民主的自由主义报纸，《莱茵报》主要反对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以及当局控制和审查新闻出版的企图。当时24岁的马克思于1842年10月15日接任主编后，这份报纸——其文章均为匿名发表——的基调日益激进，并且大概也是由于发行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受到审查制度的压迫。作为记者，此前主要钻研哲学、神学和法律的马克思不仅将视野扩展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参见马克思在 II, 2, 99 f. / 13, 7 f. 中的自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会面也是1842年在编辑部发生的，众所周知，这成为了两人漫长且具有空前成效的合作的开端。随后，恩格斯也从英国寄来文章，其中包括一篇题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稿件（I, 3, 447 f. / 1, 464 f.）。

马克思于1842年5月5日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这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辩论的辩论”系列的第一篇稿件。在这个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对省议会关于新闻立法的辩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在修辞上也极其尖锐的——分析和批判，并为一种让许多现代读者感到惊讶的自由主义——但在某些方面已经激进地尖锐化了的——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观念进行辩护，反对一切形式的监管和审查。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批判武器库中包括剥夺国家指令的法律属性，如下面这段写得更早的引文所示：


“思想法不是国家为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倾向法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团结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特权。”（I, 1, 108 / 1, 14）



当审查制度将批评变成“政府的垄断”，并使用“任意性的钝剪刀”时，它就失去了任何理性特征，并用“权力指令”取代了“理性判决”（I, 1, 147 / 1, 55; 参见 MEW 47, 51）。同时，马克思也批评那些虽然在抽象层面上致力于狭隘的新闻自由概念，但在具体斗争中却在言论自由与人民自治的必要联系面前退缩的自由主义者——正是这些人，“唯恐其理想与粗鄙的现实接触即被视为亵渎”，并且正是由于他们，“我们德国人……才使得自由直到现在还只是一种幻想和一种情感”（I, 1, 160 / 1, 68）。

马克思稍后在他同样重要的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系列文章中，再次提及了这种对法律（这些法律其实根本不是法律，因为它们与更基本的权利相冲突）的批判，以及对那些一旦人民要求权利就放弃其权利和自由理想的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参见 Bensaüd 2007）。马克思在这里首次用社会问题的原始阶级理论概念来把握私有财产的成问题后果。这些文章标志着他从一种仍然是自由主义的视角向一种更强烈的社会主义视角的转变。法律现在已经显现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用来将符合特权阶层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财产）秩序强加给社会中一无所有的其余部分。对此，马克思动员了另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在规范上更为基本的反权利（Gegenrecht）：


“我们为贫民要求习惯法，而且这种习惯法不是地方性的，而是穷人在所有国家都拥有的习惯法。我们甚至更进一步断言，习惯法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这一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权利。所谓特权阶层的习惯，是指违背权利的习惯。[] 那些等级的习惯权利在其内容上就与普遍法律的形式相抵触。它们不能形成法律，因为它们是无法律状态的构成形式。由于这些习惯权利在内容上与法律的形式、普遍性和必然性相抵触，它们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习惯的不法，不应作为法律的对立面来主张，而应作为法律的对立面被废除，甚至视情况加以惩罚。[] 因此，习惯法作为成文法之外的一个单独领域，只有在权利存在于法律之旁和之外的地方，在习惯是成文法的先兆的地方，才是合理的。”（I, 1, 204 f. / 1, 115 f.）



这些段落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理论意义，不仅是因为它们开启了一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视角——以及反霸权法律主张的潜在解放性，甚至是革命性作用——这使得那种认为马克思还原论式地拒绝一切法律的普遍观点变得复杂化（更不用说鉴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私人占有不断推进，这些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在这里，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想化，看似中立的法律已经被揭露为社会斗争的场域和手段，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国家统治也被揭露为实现私人利益的手段。

在马克思早期的新闻作品中，“贫穷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群众”（I, 1, 204 / 1, 115）表现得仍然是被动的，是社会苦难的受害者和被政府忽视的对象，而不是像稍后的无产阶级那样作为历史过程的主体，尽管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参见 Duménil/Löwy/Renault 2009, 11 f.）。

在此背景下，除了这一时期关于新闻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文章外，还有一系列关于摩泽尔农民经济困境的政治意义的文章值得一提。在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找到对私人和集团利益扭曲公共利益指涉的批判，以及对自由新闻必要性的进一步辩护——“就像它（新闻出版）是舆论的产物一样，它也制造舆论，并唯有它能使某种特殊利益变成普遍利益……”（I, 1, 313 / 1, 190），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论断，即“匿名是报刊本质的一部分，它使报纸从许多个人意见的汇集地变成一种精神的机构”（I, 1, 297 / 1, 173 f.）。同样，马克思在这里以一种预示了他后来的意识形态批判项目的方式，主张采取一种“客观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关系在起作用，而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I, 1, 301 / 1, 177）。然而，从作品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的相关性还在于，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成为了马克思稍后开始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表达的私有财产批判的出发点。这种批判之所以采取了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形式，也是因为《莱茵报》于1843年4月1日被国家当局查封，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不久之后，他接手了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的编辑工作，但该刊只出版过一次——即1844年的双刊号，其中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在随后的生涯中，马克思也撰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但他早期的新闻作品因其在作品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分析、批判与介入的典范性结合而保持着特殊的地位。

中间说明

在马克思新闻活动第一阶段的末尾，可以观察到其哲学纲领的激进主义化，这导致了他与黑格尔国家观的彻底决裂（不久之后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根本批判而详加阐述），这对他在政治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特别拒绝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阶级冲突贯穿的社会中，国家可以被理解为普遍利益的表达，并独立于市民社会的特殊构成。在《克罗伊茨纳赫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中，这一洞见得到了哲学的阐述：在这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的真正基础，而黑格尔曾赋予国家抽象和神秘的独立性以及对象化的主权。马克思对此反驳道：“国家是抽象物。人民才是具体物。”（I, 2, 29 / 1, 229）当马克思在这里谈到将所有政治和法律现象——国家、宪法、法律——还原为“它们的现实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I, 2, 31 / 1, 231）时，指的就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他以这种方式将其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唯物主义与激进民主的意涵结合起来：唯有民主制能够承认并制度化这一真理——即所有政治和法律现象本质上都是社会现象，其根源在于人的行动：“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法律是人的存在”（同上）。因此，马克思也将民主制称为“一切宪法之谜的索解”（同上；参见 Abensour 2012 [1997]）。“真正的民主制”（I, 2, 32 / 1, 232）的革命纲领，即是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政治异化的表现。

在马克思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述中，这一视角被尖锐化为这样一个论点：只要解放的努力仅限于政治解放——主要形式是平等的公民权，而不追求克服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全面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特别是克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I, 2, 149 / 1, 355），克服公民（citoyen）与资产者（bourgeois）之间的分裂，那么这种解放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解放变成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宏大项目。只有当人“认识到并组织起自己的固有力量（forces propres）是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己分离”的时候（I, 2, 162 f. / 1, 370），解放才算完成。

与此同时（在同样于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那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它“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它的不是特殊的不公，而是普遍的不公”（I, 2, 181 f. / 1, 390）——登上了马克思著作的舞台，并被赋予了解散阶级社会同时也否定私有财产的任务（I, 2, 182 f. / 1, 390 f.）。它的行动遵循着“绝对命令，即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I, 2, 177 / 1, 385）。无产阶级由此成为“解放的能动因素”（I, 2, 459 / 1, 405），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自我解放成为不再由哲学领导而是自主发生的历史过程。

然而，马克思随后的政治著作也贯穿着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结构理论描述，另一方面是关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实践理论强调（见第 III.C.6 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行动似乎没有独立的意义，顶多只是作为一个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或许只是发生得稍慢一点的过程的“助产婆”而具有派生意义。此外，这两种视角的确切联系仍不清楚。工人们既不是个人也不是集体地受到共产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客观优越性的激励，而是受到既日常又难以忍受的异化、剥削、不公正和非理性的经验的激励。难道仅仅是这两种发展的重合，才造成了因果关系的印象吗（参见 Elster 1986, 159 ff.）？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马克思并不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在行动者背后自动发生的自动过程：“历史什么事情也不做[……]；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MEW 2, 98）历史变迁最终总是要归结为人的变革性实践——即广义上的政治。

然而，人们也总是在作为既定条件面对的情况下追求其革命目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那句著名的格言中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I, 11, 96 f. / 8, 115）针对任何形式的唯意志论，马克思据此坚持认为，革命行动依赖于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构成了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作为革命过程集体主体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根本就不会存在。此外，只有社会和技术的进步才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形成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意识，从而形成适当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在革命动力问题上起着核心作用。阶级意识和阶级忠诚或团结必须有助于克服个人主义和仅仅关注自身利益的视角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行动困境，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合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Harvey 2008, 18）。然而同时，这些客观条件又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针对统治势力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因此，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社会进化”与“政治革命”（I, 30, 333 / 4, 182）最终是属于一体的：没有革命的实践就没有革命。马克思那篇迄今为止影响力可能最为深远的政治著作——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既是一份宣言，同时又宣告了它所号召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必将胜利，这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强调了这种矛盾的双重性质。


3 共产党宣言 (1848)

《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底受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的委托撰写——该同盟脱胎于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是第一国际及后来各国共产党的一种秘密前身组织。宣言发表于1848年，正值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前夕。在当时的局势下，人们根本无法预见到这篇文献有朝一日会成为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之一。宣言分为四个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以及“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除了包含大量纲领性的段落外，还对当时的社会秩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了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而且将这种必要性的根源定位在现存秩序的结构特征和趋势中，并将其归结为劳动与资本、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核心对立。这种阶级对立的消除（Aufhebung）与向一种本质上全新的社会秩序——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相联系；这种过渡既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来实现，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不可阻挡的结果。

尽管他们的视角发生了一定的偏移——例如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仍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MEW 18, 95）。

在这个著名的开篇表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以及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MEW 4, 461）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并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MEW 4, 462）。这一断言包含两层含义：社会的变迁是以社会斗争的模式发生的，而这些斗争是社会阶级对立的表现，因此应理解为阶级斗争——即不同阶级之间，简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上）之间的斗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在于阶级对立的简单化，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如今处于直接和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种不可调和性与其说是源于各个阶级成员的态度，不如说是归因于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消除这种阶级对立的结构性不可能性。而在结构上，这种不可能性又是因为它源于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对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述这一诊断的含义和后果之前，他们用许多读者感到惊讶的积极措辞强调了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不仅体现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也体现为“相应的政治进展”（MEW 4, 464）。以前一切阶级的命运都系于对旧的生存条件的维持，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却是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这种变革对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和现实具有构成性的后果，其中包括两个看似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诊断并同时作出了预判：经济和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加剧——“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MEW 4, 465；参阅 Berman 1982）——以及其同时发生的全球扩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MEW 4, 465 f.；参阅 Harvey 2008）。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资产阶级崛起的背后，是生产力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主要指劳动的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冲突。正如作者在谈到旧的封建秩序关系时所表述的那样：“它们变成了束缚。它们必须被炸毁，它们已经被炸毁了。”（MEW 4, 467）尽管资本主义遵循着与封建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资产阶级将面临类似的命运，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也变成了束缚那些曾经由它促进并赋予其空前动力的发展的桎梏，而这种发展现在正威胁着要摧毁它：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MEW 4, 467 f.）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被这种方式呼唤出来的“魔鬼”还包括那个承载着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逻辑的阶级：无产阶级。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MEW 4, 474；另见第三章.C.6）

这种不可避免的胜利之前的阶级对立尖锐化，也导致了工人阶级日益统一，尽管他们在历史上最初还是作为社会上分散、政治上迷失方向的群众出现的。无产者逐渐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成为“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独立[的]运动”（MEW 4, 471 f.），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宣言》存在的正当性也正在于此。然而，这些表述也表达了一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宿命论乐观主义”（Duménil/Löwy/Renault 2009, 39），这在历史回顾中被证明是极具问题的。

在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了共产党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虽然共产党人不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但他们代表了“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代表并维护整个无产阶级超越民族差异的利益（MEW 4, 474）。他们的特殊作用还归功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同上）。与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相比，共产党人不追求乌托邦式的思想，他们的政治斗争植根于现实的关系和“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MEW 4, 475）之中，旨在消除阶级对立和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表述，即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MEJ 2003, 21 / 3, 35）。

针对来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意见——即共产党人的要求与法律、家庭、道德等相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供认不讳，但指出了这些现象本质上的意识形态特征，即它们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

“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财产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MEW 4, 477）

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思想的根本变化将是社会关系根本变化的后果。即将到来的根本性变化——即“共产主义革命”或“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等同于“争得民主”（MEW 4, 481）。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以及其他“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进行的强制性干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化为十条措施，范围从“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到“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MEW 4, 481 f.）。这些措施的目标是消除阶级以及阶级对立，从而也消除作为阶级的自身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 482）不久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撰写并随即印成传单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MEW 5, 3–5）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措施，该文件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

在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与之进行了论战式的划界。其中包括“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为这一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让步来挽救资产阶级社会的流派的例子，除了“慈善家、[]、慈善事业组织者、保护动物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提倡小修小补的人（Winkelreformer）”之外，蒲鲁东也被点名（MEW 4, 488）——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归入第三类流派的作者——最著名的是圣西门、罗伯特·欧文和查尔斯·傅立叶——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当矛盾的评价：由于历史发展尚未充分成熟，他们无法认识到革命的正在形成中的物质条件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因此“用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代替社会活动”（MEW 4, 490）。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眼光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他们对替代性社会秩序的详尽正面描绘却具有“纯粹乌托邦的意义”（MEW 4, 490 f.；参阅 Leopold 2005）。

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前者（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致力于“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MEW 4, 493）。同时，由此产生的具体行动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作者列出了目前在哪些地方应支持哪些政党。为了激励“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同样著名的表述作为结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上）。这一号召“所有国家”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吁，不仅意在鼓动被剥削者采取政治行动，而且具有特定的批判民族主义的意图：（民族）国家作为社会认同主要来源的角色应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确的国际主义替代方案。

参照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 1999, 107 f.）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宣言》在社会理论方面的独创性主要归结为四个相互关联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中将激进变革的必要性与这种变革不可避免的原因联系起来；他们的阶级理论分析将变革及其原因都与阶级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下所采取的历史演变和尖锐化形式联系起来；这种阶级对立的克服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质量上全新的阶段，其特征不仅是生产力的无阻碍发展，而且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工人的觉醒与政治组织的必要性联系起来，这使他们能够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

然而，《宣言》也例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理解中存在问题的方面：除了上文已暗示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构动力与阶级斗争、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的作用之间的张力外，这里主要还要提到尽管具有惊人的全球视野但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强调欧洲的文明先锋作用），以及一种——也许更多是由于时代环境而情有可原的——对工业化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效应的天真信任。


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篇百余页的论文，是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期间撰写的，最初于1852年发表在纽约的德语杂志《革命》（Die Revolution）上。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在这里将他对直接时事的评论与哲学反思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语），他直接从斗争阶级的实践经验中提炼革命知识。然而，与《共产党宣言》中那种确信胜利的修辞不同，《雾月十八日》代表了马克思反思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以及政治解放斗争的结构性悖论的“典范出处”（locus classicus），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向君主制的明显倒退，已经摧毁了任何目的论的历史观（另见 Carver 2004）。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探讨的根本的历史哲学问题——重复——已经在标题中表达出来，该标题将两个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根据法国革命历，雾月18日即11月9日，这是拿破仑·波拿巴在1799年发动政变的日期，通过这次政变，他反对共和国尚且薄弱的政治制度，并通过政变成为独裁者。但马克思的文本恰恰不是讨论这一事件，而是讨论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coup d’état），路易·波拿巴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默许下，正好在一年后宣布自己为皇帝。这篇论文重构了从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到1852年路易·波拿巴被任命为皇帝之间的事件，致力于对波拿巴主义统治现象进行社会学-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明显超越了马克思在他1850年发表的关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I, 10, 119 ff. / 7, 9 ff.）系列文章中所作的详细但在理论上野心较小的关于革命失败的历史重构（见第二章 C.8）。

在1848年反对被称为“平民国王”的路易-菲利普·奥尔良的二月革命期间，路易·波拿巴从他流亡的英国返回，此前他在两次政变企图失败后退居该地。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六月起义被国民警卫队血腥镇压，以约3000名工人死亡和15000人被捕而告终，从而在历史上确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裂。在民众中颇受欢迎的波拿巴在同年以绝对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1851年，他赋予自己独裁权力，并在一场获得750万法国人支持（反对票仅64万）的公民投票后，于1852年加冕为皇帝，从此采用拿破仑三世的称号。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并非由法国资产阶级积极推动，而是得到了默许。资产阶级面对独裁政权形成时的这种（在此处已是出于反共动机的）被动性，在随后对《雾月十八日》的接受史中，也被理解为历史上后来的但类似局势（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原型；问题一再被提出：究竟是怎样的环境，“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I, 11, 339 f. (engl.) / 8, 359）。特别是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从法西斯主义理论的角度更新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并由此得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结论（典型的例子见 Trotzki 1971；关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波拿巴主义理论，另见 Neumann 1986）。从30年代中期开始，托洛茨基进一步扩展了这种类比，将其应用于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他称之为“苏联波拿巴主义”（见 Trotzki 1988）。

《雾月十八日》的结构由重复这一历史哲学母题构成。著名的开篇句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I, 11, 96 / 8, 115；马克思可能暗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见 Hegel 1986 [1840], 380）。“侄子模仿伯父”的笑剧（见 I, 11, 96 / 8, 115）不仅为马克思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叙事框架，而且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革命实践向其对立面倒退或突变的问题。重复的概念将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使得第二个事件看起来像是第一个事件的变体，从而暗示了一种支配它们相似性的隐秘规律性。作为这种规律性的基础，马克思随即确定了总是先已存在的传统的他律性（Heteronomie），行动者对此并未充分意识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I, 11, 96 / 8, 115）

马克思所诊断的这种神秘的重复原则，不仅通过具有相似行动序列的两个类似事件的出现而生效，而且还以隐蔽的方式铭刻在这些行动序列本身之中。在一场自认为激进创新的革命的后果中，无意识地重复了它想要克服的社会的特征。这种重复本身又可以以两种方式发生，要么作为<悲剧>，要么作为<笑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英雄是悲剧英雄，因为他们的行动既然本质上是通往普遍人类解放的一个过渡阶段，就既是合理的，也是必然失败的。1848年至1852年间阶级斗争的主角们没能达到悲剧的高度，只达到了小丑般的模仿。然而在两种情况下，行动者都在重复强迫（Wiederholungszwang）下行动，因为无论是1789年的革命还是1848年的革命，都争取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但同时也引发甚至助长了一个独裁政权。

这种突变的媒介是国家。马克思描述的不是资产阶级和君主制构成二元对立的冲突，而是一种动态，即行政权从其合法性基础中解放出来，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潜在反面。对马克思来说，这一过程的顶点和突变点是一个被永久化的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以及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被“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所取代（I, 11, 131 / 8, 148）。马克思试图表明，这种取代有一个内在原因，步兵、骑兵和炮兵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反义词，而是其构成要素。议会制宪政国家转变为独裁专制，并非民主败给了它的敌人，而是一种在正常状态下就已经属于它的结构性矛盾的展开。马克思从国家理论的角度将这一过程解释为行政权战胜了立法权，从而颠倒了法治国家预设的目的-手段关系：虽然行政权的全部合法性归功于执行和实施在别处（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任务，但事实上它倾向于从其手段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的主宰。这一过程的最终后果是，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的总统首先限制选举，然后完全废除选举。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共和国从君主制继承下来且未能打碎的庞大国家机器。马克思在20年后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中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结论，共产主义者自己不应再犯同样的错误，认为他们可以“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争权夺利集团在胜利后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MEW 17, 591）。

马克思认为导致波拿巴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小块土地农民（Parzellenbauern）阶级对拿破仑的支持。马克思认为，他们彼此孤立的主体性只能以独裁的方式、从上而下地被联合起来；资产阶级曾以其名义登场的普遍性，由于这种现实的原子化，不能被理解为<共同的东西>（Gemeinsames），而只能被理解为<一般的东西>（Allgemeines），它除了通过暴力之外无法与特殊发生关系。马克思写道：

»小块土地农民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才能的差异，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几乎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块土地农民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I, 11, 180 / 8, 198 f.）

通过指出孤立与权威之间的必然联系，马克思采用了一个黑格尔之前用来反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论点，黑格尔认为后者的哲学是原子式的：如果社会现实仅被理解为孤立个体的总和，那么任何连接它们的东西对它们来说必然是陌生和外在的，因此只有“统治和服从”（Hegel 1986 [1802/1803], 448）是可能的。马克思在这里为其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一文中已做出的观察提供了阶级理论的依据，即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只允许一种单子式的自由，并同时也倾向于消除即使是这种有限的自由。

相对于悲剧和笑剧，社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应该完全从重复强迫中解放出来。它被尖锐地称为喜剧，在其叙事中，悲剧体验被降格为历史规律最终以喜剧方式消解的“阶段”（White 1991, 401; Brunkhorst 2007, 198）。但马克思自己也预感到，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被识别为危险的重复问题并没有退场，甚至对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构成诱惑和危险（作为腐败的诱惑，作为反革命的危险）——也就是说，所有本质性事件可能不仅发生两次，而是三次甚至更多次。马克思警告说，社会革命绝不能重复政治革命的错误，因此它

»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这就好比一个学会了一门新语言的初学者，总是要把这门新语言翻译回自己的母语，但是，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回母语，当他能够忘掉他原来的语言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能够运用这门新语言自由地进行创作。«（I, 11, 101 / 8, 117）

当然，关于社会革命应“从未来”汲取内容的表述是一种修辞手法（Kunstgriff），它显示了马克思困窘的程度，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比傅立叶或蒲鲁东的抽象乌托邦更让马克思痛恨的了，这些乌托邦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基础。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正是不能通过制定未来的革命者必须遵守的非历史的行动指南和原则来应对反革命或腐败的危险，这将否认革命局势在历史上的具体特性。但这在总体上禁止了马克思“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正是路易·拿破仑所做的事情，他如此“战战兢兢地抓住过去不放”。然而，这种拒绝同时也导致了一种马克思不仅承认而且宣称的“不确定的庞然大物”（unbestimmte Ungeheuerlichkeit），其本身容易发生讽刺性突变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从革命政治的实验性及因此结果开放的特性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历史重复强迫的后果只能是对自身错误的彻底修整（Durcharbeiten）：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比一个更其惊人，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宿醉之中。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半途而废、双重人格和可怜相；它仿佛把自己的敌人打倒在地，就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而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大的目的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I, 11, 101 f./8, 118）

最后这句话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已经使用过（Hegel 1986 [1820], 26）。他从伊索的一则寓言中引用了这句话，寓言中一个吹牛的人声称他在罗得岛（Rhodus）跳出了打破世界纪录的一跳，人们便要求他在当场演示这一跳。黑格尔将 Rhodos 改为 rhodon（玫瑰），以呼吁读者不要在未来，而是在现世中寻求幸福（见 Brunkhorst 2007, 296 f.）。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要求必须由形势本身提出，也就是说，革命诗情的未来性必须由现实事后加以兑现。雅克·德里达（1930–2004）对这种过去“错误的”革命与未来“正确的”革命之间的清晰对立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他解构了需要激发的革命“精神”（Geist）与需要驱逐的“幽灵”（Gespenst）之间的对立；他认为，这两种招魂术的模态不可化约地相互污染（Derrida 2004, 151 ff.）。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俄国革命者将革命的反讽提升到了下一个高度，他们将自己视为雅各宾派的共产主义化身。他们从波拿巴主义的插曲中吸取了教训，即革命必须以残酷的手段更有力地捍卫自己，以防范新热月政变的危险。马克思推荐作为防止此类破产声明的唯一保障的自我批评态度，最迟自斯大林以来，其扮演的角色恰恰不是对自己可错性的感知器官，而是独裁控制的工具。


5 法兰西内战 (1871)

由马克思撰写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在1871年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会议上被作为总委员会的宣言宣读。马克思在文中评论了从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法国投降到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残酷镇压期间的事件。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马克思于5月30日便完成了定稿（另外两份草稿也已保存下来）——是因为它是系统性评估公社经验的场域，马克思热情地将公社称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I, 22, 222 / 17, 361）。在此背景下，核心在于反思如何进行国家权力的打碎，同时在现实政治（即此处的战争）条件下如何保持集体行动的协调性。

在向俾斯麦的普鲁士投降及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后，法国于1870年9月成立了国防政府，其行政权由自由保守派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领导。梯也尔不顾仍准备抵抗的共和派反对党的反对，强行与德国缔结和约，导致普鲁士军队占领了巴黎外围地区。随之而来的是驻扎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与共和派主导的巴黎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而巴黎内部的革命倾向也日益增强。在此过程中，未被德军解除武装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871年3月18日，梯也尔试图收缴国民自卫军武器的企图因士兵与国民自卫军的联欢而失败，随后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城内的战略要地，从而实际上接管了巴黎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国民自卫军没有直接进军凡尔赛推翻国民政府（马克思后来批评这是公社社员的主要错误，参阅 MEW 33, 205），而是立即举行了公社委员会（Gemeinderat）选举，左翼和共产主义代表在选举中获胜。

公社存在的72天是马克思生前发生的唯一一次共产主义实践。马克思在半年前还称在战争条件下起义是错误的，但在1871年春季，他坚决地站在了公社一边，并将此事件称为具有“世界历史性重要意义”的事件（参阅 MEW 33, 209；关于巴黎公社的事件结构，也可参阅 Badiou 2011）。马克思从公社在具体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出发，就共产党人在转型理论、经济、政治和伦理方面的纲领得出了结论。

首先就转型理论而言，马克思反复强调公社的实验性质。他在公社中发现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观点的实践范例，即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MEJ 2003, 21 / 3, 35）。马克思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认为从外部抽象地强加于现实的理想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们否认了自身的历史制约性），而且当它们与现实陷入僵化的对立时，还具有潜在的暴力性。马克思认为，因此公社不应致力于符合某种凭空想象的标准，而必须旨在实现一种在现有关系中已经形成的潜力。他写道，公社


“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它知道，……工人阶级为了制定出自己的解放，……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它没有什理想可实现，它只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I, 22, 206 / 17, 343）



从革命政治的实验性质还可以得出，不能从各自的经验中生成固定的原则，以便在随后的尝试中一成不变地再次使用。相反，它总是处于具体的权力格局中，这种格局会挫败任何简单实施预先设想纲领的企图。马克思特别探讨了三点：暴力问题、农民问题和国际主义；这三个方面都无法脱离既有的历史条件来解释。

首先，马克思指出——考虑到当时的条件实际上令人惊讶地——巴黎公社极少使用暴力。直到凡尔赛军队干涉之前，只发生了两起由前士兵实施的处决，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尚未适应新的习惯（针对之前下令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人群的波拿巴主义军官）（I, 22, 194 / 17, 331）。即便是在流血的五月周（Maiwoche），期间因战斗和即决处决导致约3万人死亡，约4万人被捕，马克思声称，公社之所以采取纵火和扣押人质等看似极端的手段，只是因为面对攻击者的残暴，它已别无他法。即使马克思的评价在此可能略显美化，但这种对审慎使用暴力的防御性辩护，与俄国革命期间流行的布尔什维克对和平主义者和调和主义者的嘲讽毫无共同之处。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的文本在回顾中也像是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曾将法国小农称为应对路易·波拿巴独裁统治负责的阶级，因为他们彼此孤立，只能通过专制统治结合在一起（I, 11, 180 / 8, 198 f.），而现在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违背农村人口意愿的社会主主义变革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公社很早就寻求与农民结盟，例如试图将他们从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费用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为了使这种联盟成为可能，马克思必须同时修正他对小农的批评。他通过假设农民取得了学习进步来做到这一点：农民们现在也已经摆脱了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波拿巴主义利益一致的“历史偏见”（I, 22, 208 / 17, 346）。马克思在涉及其他国家时也提出了类似的结盟论点：公社社员从一开始就是国际主义导向的，这在马克思看来体现于外国人可以在公社中担任许多重要职位（I, 22, 208 f. / 17, 346）。据他所说，公社决心不落入资产阶级的经典圈套，即一方面通过爱国主义煽动各国无产阶级相互对抗，另一方面却在针对无产阶级时甚至与敌国军队勾结。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在此也包含战术成分：他知道，只有当德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俾斯麦时，公社才有成功的机会——众所周知，如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巴黎公社社员的这一希望也落空了。

马克思仅简略探讨了公社的具体经济经验，毕竟公社社员在这两个月里几乎没有时间建立全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模式。因此，马克思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纲要性，基本上局限于重申已知的共产主义思想：据他所言，巴黎发生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从而消除了社会化劳动与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正如在《资本论》（II, 6, 107 f. / 23, 91）中一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论证道，“剥夺剥夺者”并不是废除个人财产，而是重建它：只有当共同生产的产品也被共同占有时，财产才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I, 22, 205 / 17, 342 f.）。马克思将这种合作生产的协调模式称为“按共同计划生产”（I, 22, 205 / 17, 343），他将其与资本主义那种无计划的、即无政府状态的他律生产方式及其不断重演的危机相对立。

在内容上，公社采取的政治措施也基本上对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要求目录（参阅 MEW 4, 481 f.）。这包括经典的激进民主措施，如实行普选权和强制委托（imperatives Mandat）、所有市议员以及所有司法和行政人员（法官和警察）均需负责且随时可被罢免、政教分离（I, 22, 202 / 17, 339 f.）以及所有政治文件的公开性（I, 22, 210 / 17, 348）。这些形式上的民主化措施还补充了重要的社会内容，例如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I, 22, 209 / 17, 347）和免费义务教育（I, 22, 202 f. / 17, 340）。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此对其《宣言》中的国家理论进行了重要的重新调整。虽然他在1848年还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目的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MEW 4, 481），但马克思现在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结论，放弃夺取国家权力的策略。马克思在此将历史唯物主义在国家理论上推向了终点：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仅仅是特定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性补充，所以它不能过渡性地成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工具。他简洁的结论是：“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I, 22, 199 / 17, 33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也亲自指出了这一路线转变，参阅 MEW 18, 96）。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对国家权力的“摧毁”（I, 22, 205 / 17, 340）体现了巴黎公社社员相对于法国革命者的优越性。正如马克思在初稿中所表述的：


“因此，这次革命不是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MEW 17, 541）



马克思的哲学前提在此依然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色彩，因为他并非要将个人自由与国家对立起来，而是要释放那些迄今为止被资产阶级暴力机器所束缚的社会性能力。马克思认为，人民的统一不应通过这种方式被取消，而是被构建。虽然资产阶级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与社会生活处于压迫性的对立之中，但他写道，无产阶级公社体制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I, 22, 204 / 17, 341）。马克思没有对这种社群主义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提供详细说明，但他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I, 22, 201 f. / 17, 339）。必须指出，取消立法和行政的严格分离在此绝不是为了将政治权力集中在一点——例如一个政党——上。相反，公社之所以同时是执行和立法的，是因为它与“劳动的解放”（I, 22, 205 / 17, 342）相伴而生。因为每个人都自主地进行生产性活动，劳动不再具有剥削性质，所有公社成员都可以直接，即无需通过与社会生活分离的政治机构，来影响历史进程（参阅 Demirovic 1997, 76）。这种行动协调所需的机构并不是按照经典的议会原则，而是按照委员会民主（rätedemokratisch）原则建立的。

马克思据说也就巴黎公社发表了伦理方面的言论，这并不是指从公社社员的计划中可以推导出某种行动规则或道德原则。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经常被忽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将巴黎公社能够实现一种集体的美好生活描述为它的一个优点。马克思所描绘的美好生活并不能用正义或平等的词汇充分描述，而是包含了借用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话来说属于“生存美学”领域的动机：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在工作，在把玩，在战斗，在流血，它在缔造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的食人肉者忘得一干二净，它在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鼓舞下，容光焕发！”（I, 22, 211 / 17, 348 f.）



这种通过历史行动能力的体验所释放出的狂喜能量，以及那些生活在新社会曙光中的人们的美德（马克思毕竟只能通过目击者报告和报纸文章了解巴黎公社，他以巴黎那些“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真正”“妇女”为例，据说她们现在取代了交际花充斥着这座城市），交织成一幅革命幸福的辉煌理想图景，马克思将其与旧社会的苦难形象地对比，旧社会那些可悲的代表人物现在聚集在凡尔赛：“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I, 22, 211 / 17, 349）。马克思毫不怀疑，这种伦理-美学上的优势也会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仅仅是因为，真正认同自己共同体的人比拼凑起来的雇佣兵更有战斗动力。因此，只有通过普鲁士的帮助，才可能镇压巴黎公社，并残酷地终结法国首都为期两个月的共产主义实验。

在接受史上，马克思关于打碎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论述尤为重要。可以区分出两条截然相反的解释路线：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 1814–1876）在伦敦会议期间与马克思彻底决裂，最终导致国际工人协会的分裂，他指责马克思对公社的处理带有过于中央集权的倾向，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多元和自发动力（参阅 Bakunin 1969 [1871], 200）。恩格斯后来似乎为了证实这一印象，在他为1891年德文版撰写的新序言中，将巴黎公社置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赋予了马克思的著作更强烈的先锋主义-威权主义色彩——这一表达既未出现在初稿中，也未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中：“好吧，先生们，”他致“德国庸人”道，“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I, 32, 16 / 22, 199）。列宁在他于俄国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1917）一书中专门用了一整章来讨论这部著作。但他通过相当大的曲解，将马克思的国家批判主要理解为对议会制和民主的批判：对他来说，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重点绝不是用去中心化的、基层的民主替代结构来取代它，而是建立无产阶级机构以防御反革命，这些机构之所以不再具有压迫性，仅仅是因为在其中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参阅 Lenin 1972, 393）。法国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在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试图既将马克思从列宁主义的挪用中拯救出来，又保护他免受巴枯宁主义的批评，甚至称“马克思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认为他对“国家权力的激情控诉”比通常认为的要接近他的对手巴枯宁的理论得多——或者甚至在反威权主义方面超越了后者（Rubel 1996）。米格尔·阿本苏尔（Miguel Abensour）也应归入这一无政府主义传统谱系（参阅 2012 [1997], 196 ff.），对他而言，真正的民主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像公社一样，只有在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践。


6 政治组织工作文本

马克思的政治著作除了新闻作品、历史和理论文章外，还包括他作为工人运动主角所撰写的众多干预文章和分析（另见 Sperber 2013, Kap. 9）。自184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在政治上日益活跃。例如，他在1846年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旨在促进正在形成的革命工人运动的国际联系；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受该同盟委托与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也归功于马克思的倡议，在他的领导下，该协会实际上一直运作到1872年解体。在德国，马克思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例如参与1869年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以及批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改良主义；前者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与后者合并，组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处仅能简要重点介绍这一著作背景下的几篇重要文本。

在继《宣言》之后撰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强调了那里所阐述的共产党人的目标，即成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MEW 4,474），例如他谈到“不断革命”的任务，以及克服不同国家无产者之间的竞争（I, 10, 258 / 7, 248）。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中，也阐明了为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I, 20, 55 / 16, 15）服务的宗旨。马克思在这里以最简练的形式阐述了他政治组织工作的原则：首先是工人必然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以及无产阶级的普遍角色，它追求的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普遍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I, 20, 54 / 16, 14）；另见 I, 22, 401 / 17, 440）。在同一时期撰写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也以《宣言》中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尾（I, 20, 25 / 16, 13）。这种国际主义视角构成了贯穿马克思政治行动主义的一条红线。例如，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次年度报告》（1868年）中写道：


“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纽带才能确保其最终胜利。正是这种需要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它不是某一宗派或某一理论的温室植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自然成长物，而无产阶级运动本身又源于现代社会正常且不可抗拒的趋势。”（I, 21, 92 / 16, 322）



然而，第一国际内部的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众多紧张关系和冲突，特别是马克思与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随着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国际发生了分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所谓的“分裂”》中对与巴枯宁冲突的描述里，巴枯宁的要求被陈述为对工人阶级内部组织的威胁，从而遭到驳斥：


“无政府状态，这是其宗师巴枯宁的一匹大游行马，他从一切社会主义体系中只选取了招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对无政府状态都是这样理解的：一旦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阶级的消灭——得以实现，国家权力也就消失，因为国家权力是用来把巨大的生产多数压在为数很少的剥削少数的羁绊之下的，那时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巴枯宁的］同盟却把事情完全倒过来了。它要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宣布无政府状态，以此作为粉碎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有力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最可靠的手段。以此为借口，它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力图粉碎它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去代替自己的组织。”（MEW 18, 50；另见在《一桩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中对开除巴枯宁的详细辩护，I, 24, 471 ff. / 18, 327 ff.；关于与巴枯宁更具理论性的争论，见《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MEW 18, 597 ff. 以及 Bakunin 2011）



随后，在章程中，除了经济斗争外，更加强调政治斗争——即“夺取政权”——并加入了这样一段文字：“无产阶级组成为政党是绝对必要的，以便确保社会革命及其最高目标——消灭阶级——的胜利”（MEW 18, 149）。在他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1872年）中，阶级斗争的这一政治维度得到了更明确的强调，马克思写道：“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组织；他必须推翻维持旧制度的旧政治。”（MEW 18, 160）同时——这在政治著作中以如此明确的形式出现实属例外——马克思强调，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并非到处都是一样的，并指出了向解放社会非暴力过渡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诉诸暴力。”（同上）



在不放弃对改良主义幻想的批判的同时，马克思在这里对革命自我解放的不同形式的可能性，阐述了一种比通常归咎于他的观点更为开放的视角。

在此背景下可以提到的最后一份文件是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1849–1919）的信（MEW 19, 242 f.）——以及在此之前篇幅大得多的草稿——其中马克思讨论了俄国农村公社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可能作用以及俄国革命的前景。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否定地回答了查苏利奇关于是否“世界各国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的问题，相反，他提出在俄国直接从农村公社发展共产主义。这一答复之所以有趣，不仅是因为它使人们常归咎于马克思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那种相对线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变得复杂化，并开启了历史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参见 Balibar 2013 [1993], Kap. 4），而且因为它反对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由他自己的追随者所主张的历史目的论，这种目的论后来在俄国革命中对农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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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哥达纲领批判 (1875)

比起那些旨在通过政治组织工作发挥作用的短小文本，马克思于1875年撰写、但直到1891年才死后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更为著名且更具影响力。该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封给威廉·布拉克（Wilhelm Bracke）的附信，以及篇幅明显更长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边注”）。这篇文献是对《哥达纲领》草案的辩驳，该纲领旨在作为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与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影响下的倾向于改良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础。在此次交锋中，马克思对改良主义和对国家的依附态度——即“臣民对国家的信仰”与“对民主奇迹的信仰”这种“灾难性的结合”（I, 25, 24 / 19, 31）——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奠定了后来共产党人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也是马克思著作中少数几篇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秩序向共产主义秩序过渡进程的文本之一。

首先，马克思在第一部分批评了《哥达纲领》开篇制定的原则及其背后的理论误解——主要是他认为狭隘的劳动概念（该概念抽象掉了劳动的根本社会属性）、忽视土地所有权对资本的重要性，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要求。关于最后一点，除了指出“劳动所得”这一概念在经济理论上的不充分性外，马克思还坚持认为，作为法律基础的正义观念相对于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方式而言具有相对性，并提出了一个反问：“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权关系吗？”（I, 25, 12 / 19, 18；亦见 Wood 2004 [1981], 第9章）

对马克思而言，从这种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唯物主义理解中应得出的结论是，对现存规范秩序的批判必须比拉萨尔派走得更远，即直到批判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本身。马克思在此以一种极不典型的方式展示了社会民主主义要求（如公平分配）的不足，即通过将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法律平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相对立。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抽象的平等创造了具体的不平等：即使支付给所有工人同等份额的由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也将无视他们各自具体的出发点，从而总会让一些人处于不利地位。抽象的平等标准依其定义就忽略了所有特殊的需求和利益，因为在这里，工人仅仅作为工人被看待，而没有被视为具有多面性的人。马克思总结道，为了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I, 25, 15 / 19, 21）。马克思此举绝非主张某种无产阶级的阶级司法，而是彻底拒绝抽象法权的归类逻辑（Subsumtionslogik）。阿多诺（1903–1969）后来在他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中继承了这一思想，即他将法律称为非理性之理性的原初现象（Urphänomen）（1997 [1966], 303）。

利益和需求的实际不平等与特殊性无法在法权的框架内得到考量，而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得到体现：

“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I, 25, 15 / 19, 21）

正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警告过的，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即使在社会主义中，“全部陈腐的东西”也会死灰复燃（MEJ 2003, 22 / 3, 35）。马克思在此将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与消除显著的匮乏这一条件联系起来。然而，这并非又是前提，而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如果黑格尔关于劳动对人类自我实现具有核心地位的假设不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上被实体化，而是真正得以实现，那么这也将体现在全社会财富的增长上。这反过来又使个人能够直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和利益，从而放弃抽象的分配标准。因此，马克思在此关注的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不平等”而批判资产阶级的平等，而是为了在整体上调和普遍平等与个体特殊性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这种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共产主义式扬弃，无法一蹴而就。必须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胎记”（I, 25, 13/19, 20）。马克思在此处引入了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的划分，这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转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它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I, 25, 15/19, 20），由法权产生的弊病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其的完全克服则被推迟到第二个“高级阶段”。列宁视这一段落为授权，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构想为执行普遍劳动强制的机构（Lenin 1972, 481 ff.），而无政府主义的作者们则彻底拒绝了这种作为少数人专制统治之辩护的“过渡阶段”构想（参见 Landauer 2010 的精辟论述）。

同样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坚持了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出的将资产阶级定性为革命阶级的观点，但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图剥掉资产阶级企图使其永恒化的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I, 25, 16 / 19, 23）。最后，马克思强调了工人阶级斗争必须坚决采取国际主义导向的必要性，尽管各自的国家背景是“它进行斗争的直接舞台”（I, 25, 17 / 19, 23）。

第二部分致力于批判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在它重新进入这个“妥协纲领”之前，该规律其实早已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在第三部分，马克思反对用关于“社会问题”及其通过国家计划来“解决”的“报刊抄写员的词句”来取代阶级斗争：“这完全是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像建设新铁路一样建设新社会！”（I, 25, 20 / 19, 26）。在第四部分，马克思最后问道：“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并随即亲自回答指出，在这一语境下，自由只能在于“将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I, 25, 21 / 19, 27）。马克思重拾他早期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主题，反对那种将国家视为可以向其提出要求的独立实体的政治立场。与这种“虚构”不同，关于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命运是什么，以及在那里还有哪些类似国家的职能需要保留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I, 25, 22 / 19, 28）。唯一确定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应被理解为“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上）。

诚然，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的提出（亦参见 I, 10, 192 / 7, 89），马克思招致了无数的误解和敌意。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专政”绝非一种与民主相矛盾的政治统治形式，而是与那种躲在民主外衣下的事实上的阶级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一面。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已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且必须捍卫这一转移以反对资产阶级反扑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党或其他机构）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种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自我统治形式（参见 Laski 1999, 85; Nielsen 1986, 38–39）。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伴随着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型政治机器的过程（Balibar 1976）。在这个“向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过渡”（III, 5, 76 / 28, 508）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应失去其独立的——与社会分离的——性质，并最终“消亡”。正如恩格斯在他那封伴随马克思批判的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的信中所写：

“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付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MEW 19, 7）

在1879年的一封“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将他们对改良主义和监护工人阶级倾向的批判与捍卫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革命纲领结合起来（此处的批判已指向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后者很久之后成为了所谓的修正主义争论的主角之一以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的对手）。针对那种认为工人阶级自身无力自我解放的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他们全部的政治组织活动反驳道：

“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慈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MEW 19, 165）

References


	Adorno, T. W. (1997 [1966]), 303.

	Balibar, É. (1976).

	Landauer, G. (2010).

	Laski, H. J. (1999), 85.

	Lenin, V. I. (1972), 481 ff.

	Nielsen, K. (1986), 38–39.

	Wood, A. W. (2004 [1981]), Kap. 9.




8 新闻工作

1843年4月《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被查封后（见上文 3.1），马克思于1844年出版了《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并在《前进报》（Vorwärts）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等报刊上发表了单篇文章。直到三月革命爆发和新闻审查制度废除后，他才得以返回科隆，着手开展一个新的出版项目，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一生中政治上最活跃的阶段之一（参见 Sperber 2013, 第6章）：作为《莱茵报》激进且充满战斗性的后续项目，《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带着副标题“民主派机关报”（Organ der Demokratie）问世。马克思于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担任主编——部分时间是在极度困难的戒严状态下——该报很快成为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参见 Melis 2012）。恩格斯也为聚焦于欧洲革命剧变的报道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恩格斯在1884年回顾《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时所写，该报的工作是遵循《宣言》的原则进行的，“编辑部的章程 [] 就是马克思的单纯独裁 []，这是理所当然的、毫无争议的，也是我们要欣然认可的”，其政治纲领围绕着两个“主要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战争，其中包括恢复波兰”（I, 30, 17/21, 19）。

编辑部认为其任务不仅在于报道整个欧洲发生的事件以及抨击“普鲁士专制统治”及其“狭隘性与一贯正确性的结合”（MEW 5, 324）——这种抨击通过引人注目的抗税号召得到了加强——还在于批判所有那些政客，尤其是左派政客，他们“一步步通过妥协陷入对革命的背叛”（I, 30, 18 / 21, 20）。面对随之而来的财务等各类问题，编辑部至少获得了“这样的慰藉：它是德国唯一的一家、也是欧洲几乎唯一的一家在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和市侩用诽谤的污泥浊水以此来淹没被征服者的时候，高举着被蹂躏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报纸”（I, 30, 20 / 21, 22）。这种政治介入式的报道精神在关于巴黎工人起义的文章中表达得尤为精辟，例如马克思在回应官方媒体的报道时指出：

“那些被饥饿折磨的、被报刊把它看作下贱东西而加以诽谤的、被医生抛弃的、被那些正人君子骂作小偷、纵火者、刑徒的平民，他们的妻子儿女陷入了甚至更加无限的悲惨境地，他们中最好的幸存者被流放到海外——给这些人那阴云密布的额头戴上桂冠，这就是民主派报刊的特权，这就是民主派报刊的权利。”（MEW 5, 137）

当《新莱茵报》在革命被最终镇压后，于出版了总共301期之后最后一次出版时，它是全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并刊登了如下信息“致工人（1849年5月）：《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临别之际，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MEW 6, 519）政治局势的变化再次迫使马克思流亡——这一次是去了伦敦。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一段插曲，这是马克思于1850年在汉堡作为《新莱茵报》的续刊而出版的月刊。在总共出版的六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他们对1848/49年失败的欧洲革命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文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以“1848–1849”为题作为系列文章发表在不同分册上，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念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当代历史的初次尝试”（I, 32, 330 / 22, 509）。在这篇文本中——以及稍后篇幅更长的《雾月十八日》（Achtzehnten Brumaire）中——马克思探讨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自身动力，这种动力不能完全归结为客观因素（Duménil/Löwy/Renault 2009, 50），并批判资产阶级是“秩序党”（Partei der Ordnung）：

“秩序！——当它的霰弹撕裂了无产阶级的身体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轰鸣的。1789年以来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许多次革命，没有一次是反对秩序的，因为这些革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虽然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常有改变。六月起义则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该死！”（I, 10, 139 / 7, 32; 参见 MEW 5, 135）


1 导言

A 哲学基本概念

1 导言

很难列出一份马克思的哲学基本概念清单。马克思一生都在完全不同的阶段发展他的哲学，在这些阶段中，他的概念、论证和关切始终保持着一种家族相似性。马克思的许多文本致力于具体的细节问题。许多文本是碎片化的，仅有初步的阐述。此外，马克思通常是在与对手的哲学交锋中展开工作的。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有一部成型的著作能系统地、详尽地处理整个哲学。因此，解释者必须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片段以及部分的关键词汇编和论证碎片中整理出一个体系。

对“哲学”基本概念的阐述还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马克思反复且坚决地与哲学保持距离（I, 2, 175–177 / 1, 383–385）；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使用了哲学的概念和论证形式，但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它们越来越坚定地获得了经验性（经济学或社会科学）的意义内涵（II, 1.1, 35–43 / 42, 34–42）。因此，关于“哲学基本概念”的论述仍然具有双重缺陷：一方面，它似乎认定马克思是在搞哲学（这是可争议的）；另一方面，若没有社会科学的一面，他的哲学在科学上是不充分的。关于马克思思想自我定位的问题将在第三章 A.5 节中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但无法做出定论。自哲学诞生以来，何为哲学这一问题始终不明。

因此，既可以从描述性角度，也可以从规范性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与哲学的自我疏离。从描述性角度看，这是与以往哲学的疏离。但这并不排除他自己仍是哲学家的可能。从规范性角度看，则是用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取代哲学。但这只是一种表面上清晰的格局。

马克思在其全部著作中都做出了科学理论方面的论述。“什么是正确的科学？”这一问题在他那里至少总是被隐含地思考着。此外，他从科学角度将历史视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只有规律（作为普遍的、理性的、一般的等）才是科学的对象。此外，对马克思而言，科学是系统的。对马克思来说，知识体系总是一个整体，其中各个部分有意义地、完整地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复合体，其中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其原因在于，现实本身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马克思体系的一个特征是，一方面，其系统性对于缺乏经验的读者来说难以进入；另一方面，即使对于有经验的读者，马克思的许多哲学上成问题的举措也令人担忧。在这三个要素（科学理论、规律学和系统性）中，可以将马克思的科学性界定为哲学的。然而，如果有人想确定无疑地断定他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那就是以不恰当的方式垄断了某种特定的哲学理解，而在元哲学层面上，这种理解最好被视为“任意的”或“开放的”。

本文选用的阐述方法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研究，从而更接近真实的马克思，因为它无意呈现所谓的“本真”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在其全部著作中始终在寻找一种科学方法，却从未在严格意义上找到它。除了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不断改变和发展他的方法论观点外，人们还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一个有趣的方法论面向。在第三章 A.2.1 节中，“理智的抽象”（verständige Abstraktion）这一概念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困惑（参考：II, 1, 23 / 42, 20 f.）。这是马克思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不禁要问，抽象的“理智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想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就不能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即寻找理智性的标准），而必须将其理解为一个关于方法论“缺憾”（Desiderat）的问题。这一点的含义将在下文简要勾勒，因为由此可以窥见马克思概念和方法发展的一个特点。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等人，例如指责他们的方法表现为非理智的抽象。对于他们的抽象是非理智的这一论点，他提出了论据。他还使用了其他的定性描述：任意的、纯粹的、空洞的或贫乏的抽象。此类表述以各种变体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中。针对特定方法论路径的论证大多具有否定性质。因为这些作者各自做错了一系列特定的事情，马克思指出了这些错误，加以收集并论证其错谬所在。但在他看来，抽象属于科学或哲学方法论的一部分。对他而言，科学与普遍和必然的规律性有关。这一点他与被批评者是一致的。因此，除了否定的背景（非理智的抽象）之外，人们还应该假设一个肯定的背景（理智的抽象）。

然而，这种肯定的方法论特征——即一种科学上成功的抽象的“理智性”——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明确和最终清晰的阐述。相反，他有时谈到“活生生的抽象”。它的生命力与充分把握“具体”有关。显然，成功的科学就是对知识对象的“充分把握”。什么是“具体”同样不清楚。但马克思在积极方面获得了三样东西：（1）一个清晰的否定背景（非理智的抽象），（2）一个简单但模糊的肯定背景名称（活生生的抽象），（3）一个悖论且模糊的肯定背景名称（具体的抽象）。这三者构成了“理智的抽象”这一概念。

因此，“理智的抽象”这一概念在方法论上是一个表述得相当精确的理论“缺憾”，因而也是一个定义得相当清楚的理论变量。马克思科学或其哲学的所有方法论核心概念都保留为这样的变量。人们也可以称之为信息丰富且经过启蒙的“留白”。鉴于其著作的这种特殊性质，下文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通过收集清晰的否定背景和模糊的肯定背景，来确定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缺憾，从而发展出一个具有系统信息量的由留白构成的骨架。

这种阐述方式会导致一些看起来可能具有贬义的表述。一个虚构的例句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的方法也不过是某种普鲁东式的方言，意指一种任意的言说方式，而非庄严的辩证法，因为他毕竟只是在玩弄一系列思想组群，而没有由此产生绝对方法的艺术整体，因此马克思也许像黑格尔一样只在搞应用数学或将事物混为一谈。”（I, 30, 293 / 4, 132; IV, 2, 464 / 40, 461; I, 30, 288 / 4, 127; MEW 3, 249; I, 30, 289 f./4, 128–130; III, 13, 517 / 31, 132; I, 2, 52 / 1, 250; MEW 3, 441; MEGA² II, 4.1, 98; II, 1.2, 409 / 42, 413 f.）但这样的表述并非贬义，而是论战性的。马克思及其对手共同致力于一种作为系统理论的科学语言。相互之间，对立和缺陷被论战性地揭示出来。所使用的表述无一例外取自马克思自己的语言，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理论那种不可化约的论战性质，这种性质在哲学上可能反过来指向他自己。这些此前被称为“留白”的概念变量，在马克思那里总是指向他自己科学（或哲学）的缺憾，而针对他人时，他又利用这些缺憾进行论战鼓动。因此，必须在本书的关键位置，用这种他特有的论战语调来标示其方法的缺憾性质。（一种方法论的论战总是针对某物的。与方法本身肯定相关的积极特征是：政治的或革命的。）这种意义上的论战不是评价性的，而是概念上必要的和理论构建性的。

接下来的各节最后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标题作为结束。这在两个方面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对立起来。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本文前面提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即使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语言上的连接点。因此，这里似乎将一个马克思原则上不存在的概念预设为他的基本概念。但是，必须能够理解马克思思想中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的系统统一性，以便其著作（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能被视为科学。为此，我们需要一种详尽的方法论理解，这里将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称。

因此，对于接下来的体系草图，选择了一些核心概念，它们对马克思的相关性应该是相对没有争议的。在展开的论述中，这些概念将作为一个清单被逐一处理。在此过程中，文本保持连贯，不直接引用马克思原文或马克思注释。原因在于，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注释者，都没有发展出一个能作为当前任务基础和蓝本的理论整体。取而代之的是，在论述的许多关键处，尽可能汇集了指向马克思文本的大量索引。论述试图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马克思式的修辞和行话，但始终只使用他自己的语言。不过，这份概念清单是按照马克思所陌生的传统哲学系统（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哲学）来构建的。这种阐述策略的目的是，通过一次梳理，既能看到马克思思想中的系统性特征，也能看到其中的哲学问题。此外，人们还可以由此获得对理解其思想的各种可能解释范围的印象（各节开头将指引关于这四个领域的进一步阅读文献）。


2 认识论

在唯心主义哲学中，认识与存在并非哲学上可在理论上分离的对象。认识论与本体论构成了一个概念性的统一体。然而，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统一体恰恰被约翰·洛克（1632–1704）和大卫·休谟（1711–1776）的经验主义残余所遮蔽。这些残余反映在对马克思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识的内在-外在视角中，以及其科学概念对符合论的借鉴中。因此，下文将分开论述认识论与本体论（进一步参阅 Colletti 1977; Göhler 1980; Jánoska u. a. 1994; Murray 1988; Narski 1973 和 Schmidt 1970）。

对马克思而言，哲学本质上是关于自我意识的科学，即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感性经验意识。在马克思的时代，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但在：I, 2, 394 f. / 40, 542 f. 中提到：没有真正的科学）。这一点对马克思构成了问题，可以从提及 >意识< 和 >自我意识< 的地方看出来。有时，这个概念也被同义地替换为 >主体性<。马克思没有主体性理论，而是有一种心理学，在他的历史理论中，这种心理学将行动者的私人意识状态作为驱动力来考察（例如 II, 3.1, 35 / 43, 37）。

马克思希望理解并从哲学（或科学）角度解释人的行动和思想。著名的论点包括：生活决定意识（MEGA [1] I, 5, 16 / 3, 27），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I, 2, 170 f. / 1, 378），意识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MEGA [1] I, 5, 19 ff. / 3, 30 ff.），哲学本质上是自我意识哲学（I, 1, 22 f. / 40, 267 f.）。然而，从许多关于意识的评论以及该概念发挥作用的论证语境来看，仅能得出一个非常单薄的意识概念。因此，>意识< 要么是一个原始概念（因而不可分析），要么主体私人的意识状态完全通过其在世界中的客观效果来解释。那样的话，意识的私密性并非在科学上不可分析，而仅仅是无趣的。

以下几点提示应能有助于接近这一概念：

(1) 意识首先是自然或现实以及社会关系的产物（I, 27, 243 f. / 20, 33; MEGA [1] 1, 5, 15 f. / 3, 26; MEGA [1] I, 5, 19 f. / 3, 30）。

(2) 其运动（意识状态的相继更替）受制于自然联系（因果性，I, 27, 243 / 20, 33）。

(3) 它也可以超越自然联系（MEGA [1] I, 5, 61 f. / 3, 72 f.）。

(4) 物质的东西被转换或翻译为观念的东西（II, 8, 55 / 23, 27），并且

(5) 在这种翻译中，它仍然附着有物质（MEGA [1] I, 5, 19 f. / 3, 30）。

(6) 头脑中的思维过程是将直观和表象加工成一般概念（II, 1.1, 36 f. / 13, 632 f.）。

从这几点可以得出主观一极和客观一极的区分。世界作为具体的现实是客观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主观的内在视角。作为对立一极的意识则具有主观的内在视角（它直接察觉到自身）。这种对立遵循伊壁鸠鲁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现实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过程，其共时和历时的规律性不断变化（世界积极的生命过程，MEGA [1] I, 5, 16 / 3, 27；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历史，MEGA [1] I, 3, 188 f. / 2, 19 f.；生产过程，MEGA [1] I, 5, 26 f. / 3, 37 f.）。在这个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框架内，马克思进行了两项概念上的修正：

(A) 经验直观（MEGA [1] I, 5, 16 / 3, 27）并不像在洛克那里那样，是从外部印入意识的简单的第一观念。那样的话，在意识中人们只能发现极其简单的直接感官性质，精神必须脱离世界利用这些性质来创造自己的世界。相反，马克思追随伊壁鸠鲁。我们在生命过程中作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所接触到的客观世界（自然和历史）的片段，是以其全部的复杂性作为一个整体像 >小画> 一样印入我们脑中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知觉中察觉到现实的共时、历时、特殊和一般的结构，就像察觉到事实和规律一样。

(B) 当世界在人身上形成意识时，它并不像在洛克和伊壁鸠鲁那里那样落入一个空洞的洞穴，那里有现成的能力、技能或加工机制在询问中掌握 >输入<。相反，世界在人身上形成意识的方式本身就是人生活和劳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产物。马克思的真理概念因此与其说不应被解释为符合论的，他的知识概念不应被解释为表征主义的（即使它有时表现出这两种特征）。正如历史作为人的现实改变其自身的规律性一样，人类的心理也在改变。>人类心理< 无非是历史规律性在意识私密性中的体现。因此，感知和理论在理论、概念、论证以及实践方面都带有其时代的索引特征。马克思将这种索引性称为 >前提<（第一个或现实的前提，I, 2, 370 ff. / 42, 375 ff.；表面的自然前提，I. 2, 383 ff. / 42, 388 ff.；>现实的历史地基<，MEGA [1] I, 5, 27 / 3, 38；作为对比参见 >自动机<，MEGA [1] I, 3, 250 f. / 2, 83）。

人的意识因此是历史的产物。作为产物的这种意识包含了独特的需要及其科学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人们通过在这种意识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来创造历史（I, 2, 170 / 1, 378; MEGA [1] I, 5, 10 f. / 3, 21; II, 8, 529 和 717 / 23, 585 和 796; II, 8, 545 / 23, 604; IV, 2, 452 f. / 40, 451）。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积极地维持生命，并依据自己的观念养育和教育后代。因此，主观一极不仅作为主观者（有意识地感知、解释、阐释、理解世界）与客观相对立。相反，作为主观一极，它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有效地干预客观世界，本身就是客观一极的一个积极且动态的要素。历史的规律性（客观一极）在理想情况下也对应于哲学或科学理解意识的规律性（主观一极）。马克思将理论构建构想为抽象，这种抽象在成功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在错误、幻想、神秘化、理想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变成不合理的。

2.2 抽象与具体

在科学中，抽象属于方法。在抽象中，人们认识到认识对象的本质。抽象某物意味着将其从某物中分离出来（参阅 I, 27, 242–248 / 20, 32–38）。因此，抽象在方法上有三个要素：（A）抽象的来源，（B）从中抽象出的结果，以及（C）抽象之前、期间和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A) 在哲学中，思维常被加上纯粹性的修饰语（纯粹数学，纯粹理性）。在其纯粹性中，它以纯粹的（即抽象的）形式为对象，这些形式是在认识中从外部世界剥离出来的。抽象过程的唯一源头是不纯粹的具体、现实和经验。因此，数学形式（数、图形、矩形等）不是先验地从思维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认识中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并借此被理解的。因此，抽象以意识的内部世界和实在事物的外部世界的区分为现实前提（MEGA [1] I, 5, 16 / 3, 27）。

(B) 这种剥离过程在认识论方面是通过感知进行的认识，在方法论方面是科学的一面。科学的另一面是发现抽象对象之间的合理联系（恩格斯：I, 27, 246 / 20, 36；但马克思：I, 1, 124 f. / 1, 31 f.）。科学意识使用抽象（即被抽象出来的）对象进行工作，并推导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思维过程被哲学家误解为对象的先验演绎和推导（见 (A)）。

由于其来源，抽象对象不再是认识论上的特殊之物（即世界呈现的样子），也不再是本体论上的个别事物、世界中的事件或其性质和数量。相反，在成功的情况下（见 (C)），它们是本质的和一般的。因此，合理的抽象的优势在于，知识不是对特殊经验和个别对象的重复指涉的无休止析取（II, 1.1, 9/42, 7）。抽象对象在科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有效性理论功能因此保持为次要的（但在实践上是必要的）。

(C) 合理的抽象省去了方法上不切实际的重复，并且作为哲学，在认识论和有效性理论上从未忽视作为经验直观发展过程的世界积极生命过程（MEGA [1] I, 5, 16 / 3, 27; III, 2, 74 f. / 4, 552; III, 2, 76 f. / 4, 554; I, 2, 18 / 1, 216）。向人显现的世界是哲学的存在媒介（MEGA [1] I, 5, 16 / 3, 27）。合理的抽象在意识从世界的认识论分离中，保持了意识与世界的（本体论的，见第 III.A.3 章，和有效性理论的，见第 III.A.4 章）统一。

因此，不合理的抽象变成了独立的哲学（脱离了存在媒介：在本体论、认识论、有效性理论上）和一堆死的事实（同上）。因此，合理的抽象保留了其源头的生命力（I, 2, 416f. / 40, 587）。其对象作为思维的媒介和知识的客体，源于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生产，MEGA [1] I, 1, 16 和 18f. / 3, 27 和 29）。这种生产始于经验直观的生活，从具体通向抽象。当然，（认识论上的）抽象之物虽然（在语义上）或多或少是一般的，但通过生命力的认识论性质，仍然保持（本体论上的）具体。

活生生的思维在知识的实际应用中，成功地从思维的抽象引导回现实。因为它在抽象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保持着生命力（I, 30, 290 / 4, 129）。因此，合理的抽象成功地引导回其源头的生命力：其科学提供处方和图式，以便对历史时代进行裁量（MEGA [1] I, 5, 16 / 3, 27）。这种成功是纯粹理性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它在思维的执行中被剥夺了生命力的性质。

合理-抽象哲学的构想（或科学）必须指出成功的标准。“生命力”这一特征作为意识性质在这里仅在理论中具有认识论功能。合理的抽象的生命力是否是其理性一般概念的一个认识论特征，这一点尚不清楚（就像不合理的抽象的“幻想的封闭性”一样，同上）。马克思如何区分知识的想象的封闭性和非想象的封闭性？答案是：通过合理的抽象的生命力这一认识论特征。然而，哲学中有许多认识论和证成理论。根据不同的哲学进路，合理性可能是知性（Verstand）的工作，可能是理性（Vernunft）或精神的工作，也许还是先验主体性或现象意识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力在哲学上是多义的。哲学中存在多种选项（如今在许多其他科学中也是如此：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信息学等），因此也有多种认识论的成功标准。关于这一点，合理的抽象概念仍然未决和开放——也就是一个所谓的“研究空白”（Desiderat）。但“研究空白”并非缺陷，因为它在证成理论中指出了合理的抽象概念所面临的任务并加以理解。

抽象概念的两个特征也使该概念显得有缺陷：独立于意识的世界以经验直观的方式呈现给意识。合理的抽象导致活生生的一般概念，并导致对其相互间理性关系的理解。真理的概念现在具有 (1) 有效性理论和 (2) 语义学的方面，这些在马克思的合理的抽象概念框架内仍不清楚。

关于 (1)：如果抽象仅仅是在实用主义上避免重复（经验直观意识状态的无休止析取），那么除了抽象-一般的科学之外，还应该有一门具体-特殊的科学。它仅在它是意识而不是世界本身（从世界分离出来的意识）这个意义上是认识论上抽象的。这两种科学在有效性主张上是相同的，而一般性将不是知识概念的必要特征。因此问题在于，除了认识论的抽象性之外，是否在概念上必然必须存在一般性意义上的抽象性。

关于 (2)：如果合理的抽象思维将活生生的概念应用于行动，那么概念的生命力就保留了经验直观表象中原始的认识论真理。在其中，世界作为具体-特殊的真理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II, 1.1, 36 f. / 13, 632：给定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整体）。真理因此是抽象-一般的思维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契合，这种契合是通过思维时保留生命力而产生的。在成功的情况下，世界在我们要么成功地思考它自己（>现实的前提<，MEGA [1] I, 5, 16 / 3, 27；恩格斯：自然产物，I, 27, 243 / 20, 33）。哲学家的知识在成功的情况下因此是一种上帝视角。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成功是否存在认识论上的直接标准。作为自我意识科学的哲学必须拥有这样的标准。这意味着：科学家的意识中是否存在一种直接的主观确定性，使他在思维中完全正确地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思维在自身的合理的抽象中，即使在主观上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中分离出来，也必须能够清晰地把握它为自己所保留的这种生命力，将其作为思维的一种性质。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这些认识论要求，哲学家就变成了先知（见第 III.A.5.1 章）。

2.3 自然 (1)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有一个心理的侧面：自然是意识，意识是自然。虽然作为客观自然的现实不是意识，但它是理性的。现实是客观₁（= 独立于意识）和客观₂（= 理性地构建的）。相反，意识在意识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现实相对立。但作为认识，它是客观₂，因为认识的本性与被认识的自然是同一的（= 理性的）。

然而，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理性是多层次的：它在正义或不正义的意义上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规范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规范理性意味着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必须接受现实。马克思针对他的社会现实否认了这一点。对他而言（也许与黑格尔相反），社会现实是非理性的（不正义的）。但坏理由也是理由。现实在它是可认识的意义上也是理性的（认识论理性）。这就属于理性的领域，因为它不是一个成功概念。谁写了一份糟糕的数学试卷，谁就在进行不成功的数学思考。但他是在思考（= 运用理性：一个错误在规范上是非理性的，但在认知上作为错误属于理性的领域）。此外，不正义现实的坏理由在马克思看来也是理性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是一般的（语义理性），另一方面是合乎规律的（过程或因果理性）。这种四重意义上的自然的理性对马克思而言构成了一个认识论、本体论和规范性的统一体。

因为历史生产这一复杂但系统的过程的一般和特殊规律，（本质上）取决于主观意识的客观效果（行为）（行动）。而这些行为又反过来被规律所改变。虽然主观意识不是客观自然意义上的现实，但在哲学意识成功的情况下，它是合理的抽象的产物。作为革命的意识，主观意识可以通过引起时代和个人的新的客观意识来改变客观自然。作为哲学的意识，在成功的情况下，它与主观意义上的自然（行动者的理性知识）和客观意义上的自然（生产中的历史现实理性）是同一的。

因此，意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自然。主观上，它是作为对现实的认识。客观上，它是作为现实中的理性。认识和现实由许多种类和层面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上是同一的（见第 III.A.3 章）。这种同一性是对伊壁鸠鲁认识论的回响。

2.4 历史唯物主义 (1)

在第 III.A.2.1 和 III.A.2.2 章中阐发的马克思心理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素。历史是人在其主观和客观本性中进行的一个有结构的、复杂的、活生生的生产过程。主观本性作为（思维的、科学的和哲学的）意识，在人发挥作用且其意识是历史产物的意义上，是物质。客观本性在自然史和人类史总是人类思维和行动的前提（如陶工的陶土）这一意义上，是物质。主观本性与客观本性之间成功或不成功的契合也是物质，因为它在两个方向上改变了历史和意识的现实。

如果简化为其心理学方面，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有缺陷的。（1）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性科学通常希望参照一般规律来理解世界及人在其中的位置。但是：（2）一种自我意识哲学可能将具体知识——就其作为意识脱离现实而言——构想为纯粹特殊的。这意味着，科学的对象也可能仅仅是所有主观动机状态的总和。（人们可能会想到供给、需求和交换的资本主义论题。）一系列无限的特殊心理意识状态将构成历史过程及其科学。那样的话，历史生产的现实规律也许是 (A) 混沌的，或者它们 (B) 仅基于统计规律。这就心理学目前作为主题而言，这两种情况都是兼容的。这就哲学而言，所有这三个选项同样是可以合理设想的；然而，马克思忽略了后两种变体。

在与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的批判性争论中，马克思自己将其进路在论证和概念上推向了一个边缘，即在历史方面是唯名论的，在正义问题的道德方面是任意的立场（MEGA [1] I, 5, 415–417 / 3, 422–424）。一种既是具体-特殊的但又是合理的抽象，将不知晓经济规律，不知晓历史辩证法，也不认为社会的正义规范具有约束力。

在另一处，马克思将类似的唯名论科学称为 >格林方法<（Grimmsche Methode）。《格林词典》按词条编排，文章是单词用法的松散列表，“书”是分多次交付出版的。科学因此将是偶然的，整体上是松散的。相反，马克思明确致力于一个“艺术的整体”（参阅 III, 13, 517 / 31, 132）。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名论或特殊心理学版本，而是基于一般的、必然的和普遍规律的版本。尚不清楚他是否能避免前者。当马克思在语言上强调其生命力和具体性时，他的科学方法论概念将这些选项作为 >研究空白<（Desiderate）保留开放。这种意义上的研究空白是一种概念上的开放性，而非缺陷。

哲学上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特殊版本表明存在首要问题和次要问题。关于市场的价值，有人评价为正，有人评价为负。马克思以来的政治哲学经验揭示了这种对市场的评价是任意的。这类问题是马克思和其他人所关心的，但它们是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市场是否存在或能否存在。“整体”是首要问题的对象（见第 III.A.3.3 章）。整体的规范性方面随后取决于其哲学建构的“艺术性”（见第 III.A.3.4 章）。这种建构的恰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次要问题意义上的评价方向，取决于方法论。政治哲学的政治冲击力源于这两个问题的“交织”（见第 III.A.4.4 章）。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次要问题的意义上需要一种本体论的和一种伦理学的补充。在本体论方面，理由在于世界的物质性本质上不是世界的存在，而是其统一性（整体主义）。现实的这种统一性（客观）对应于思想的总体性（主观）。马克思哲学中现实的本体论整体主义回答了合理的抽象是抽象-一般的还是具体-特殊的这一问题（见第 III.A.3 章）。在伦理学方面，理由在于世界的物质性本质上不是一堆死的（心理学）事实，而是至少就人而言，也代表了在生产和再生产其生命中幸福和充满意义的存在的活生生的发展（见第 III.A.4 章）。


3.1 现实性

践的或具体心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基于普遍、必然和通用法则的版本。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能够避免它们。当马克思在语言上极力强调生命力和具体性时，其科学方法的概念将这些选项作为»希求（Desiderate）«保留下来。在此意义上，一种希求是一种概念上的开放性，而非一种缺陷。

从哲学上讲，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心理学-具体版本表明存在首要问题和次要问题。关于市场价值的问题，有些人评价为正面的，有些人评价为负面的。马克思以来的政治哲学经验揭示了这种对市场的评价是武断的。这类问题是马克思和其他人所关心的，但它们是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市场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能够存在。≥ 整体 ≤ 是首要问题的对象（见章节 III.A.3.3）。整体的规范性方面随后取决于其哲学建构的 ≥ 技艺性 ≤（见章节 III.A.3.4）。这种建构的恰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在次要问题意义上对整体评价的方向，取决于方法论。政治哲学的政治主攻方向源于这两个问题的 ≥ 交织 ≤（见章节 III.A.4.4）。

因此，在次要问题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一种本体论和伦理学的补充。在本体论方面，其理由在于，世界的物质性本质上并非世界的存在，而是其统一性（整体论）。与这种现实的统一性（客观的）相对应的是思想总体（主观的）。马克思哲学中现实的本体论整体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知性的抽象是抽象-普遍的还是具体-特殊的（见章节 III.A.3）。在伦理学方面，其理由在于，世界的物质性本质上不仅仅是一堆死的（心理学的）事实的集合，而且至少就人类而言，也代表了其在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一种幸福且充满意义的存在的鲜活发展（见章节 III.A.4）。

3 本体论

在马克思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之所以难以分割，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生命力 ⟨ 既是认识意识的主观认知特征，又是现实的客观本体论特征。作为正义之物，社会整体是一个 ⟩ 鲜活的 ⟨ 总体。作为非正义之物，它则是一个内在矛盾的、因此是 ⟩ 死的 ⟨ 或 ⟩ 垂死的 ⟨ 总体。这些表述表明，认识论（III.A.2）、本体论（III.A.3）和伦理学（III.A.4）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构成哲学的独立工作领域。

在下文中，现实（III.A.3.1）将作为鲜活的总体（III.A.3.2）在其本体论方面被把握。人类生活及其社会生产有机体的生命力，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见 III.A.2.4），存在于其类生活（III.A.3.4）之中。人是一种普遍和通用的生物，因此，个体人类的共同生活是在一个鲜活的社会整体中的生活。为了理解其认识论和本体论语境中的有机论隐喻，必须首先将辩证法视为科学方法和本体论来考察（III.A.3.3）。关于这些方面的进一步探讨，请参阅 Archibald 1989; Burkett 1999; Fleischer 1969; Hughes 2000; Märkus 1981; Meaney 2002; Meikle 1985; Schmidt 1971 和 Tabak 2012。

3.1 现实

马克思的现实概念难以把握。在简单和原始的实在论意义上，现实是与意识相对立的本体论上的具体事物（见章节 III.A.2.1 和 III.A.2.2 中的»客观极«）。这种实在论之所以是简单或原始的，是因为存在具体的意识内容（知觉），这些内容从认识论的内在视角看，直接带有一种被动性的环节，使其在知觉中表现为由某种其他（外部）事物所引起。知觉不像幻想图像或论证那样是被主动产生的，而是自然发生的。

这种实在论是简单的，因为它只知道内-外视角的环节，以及通过因果关系进行的外部与内部的中介（II, 8, 55 / 23, 27: »移入«, »翻译«）。它是原始的，因为它最终仅仅是从特定意识内容的认识论性质中推导出来的。

除了这种简单或原始的实在论之外，马克思那里还存在一种科学实在论：在这里，具体的（以及特定的或普遍的）意识内容也是通过具体的现实，在一个无法进一步分析的因果过程中产生的。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在本体论和语义上是同一的。因此，只存在一个具有两种认识论视角的现实。现实之所以是具体的，在于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II, 1.1, 23 / 42, 21）。客观极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统一体（即一个自洽的整体，参见 3.3），其内部是多样化的（层级性的、复杂的和动态的）。马克思在这里采纳了伊壁鸠鲁的认识论，他一方面在哲学上提升了它（A），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发展了它（B）。


3.2 总体性

对伊壁鸠鲁而言，哲学仅具有治疗功能。不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因此，伊壁鸠鲁不主张科学实在论，而是主张常识实在论。马克思则在哲学的对象中看到了无法被“治疗消除”的“真正”问题。

关于 (B)

在伊壁鸠鲁的认识论中，小影像从内在动态的现实中剥离出来，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撞击人类。这些小影像就像照片，其快速的连续更替在意识中产生了一种电影。因为意识无法捕捉到它们离散的连续性。照片死一般的寂静让位于电影的生命。

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鸠鲁的认识论，他将离散的小影像本身动态化（它们变成了“小电影”）。现实是一个分层的、复杂的且在各方面都是动态的过程。它的动态性不仅在于它在感知中从自身剥离并物质性地印入意识；此外，它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表现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多样性的统一），其中除了许多差异（本体论的）和区分（语义学的）之外，还存在两种认识视角（主观的、客观的）之间的差异。

从小影像和小电影的隐喻（起源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认识论的改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忽视的认识论选项隐藏着本体论选项：因为在意识中，电影的单个小影像（frames/帧）汇聚成一个生动的整体，是因为意识在认识上无法体验到小影像在本体论上的离散性。作为现实之反映的电影，在其认识论的统一性中，无法解决本体论上的连续性或离散性问题。

马克思认识论中的双重动态化清楚地表明，他不是古典经验主义者或感觉主义者。因此，他最终也不可能主张简单的或朴素的实在论，因为伊壁鸠鲁的认识论就像哲学经验主义一样，预设了感知主体面对作用于它的客观世界的被动性。然而，人们不禁在马克思著作（Œuvre）的许多地方看到朴素和简单实在论的残余影响。但这仅属于他的心理学（认识论）范畴。

马克思从未严格区分本体论、语义学和认识论问题。作为科学家（哲学家），人们做出区分是因为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是我们主动（行动）制造并被动（感知）把握的。因此，区分和差异在本体论和语义学上是同一的：科学家的语言表述在结构上与现实的进程是同一的。因此，经验主义的主动-被动隐喻就像符合论真理观一样是不恰当的。将现实概念的本体论与其语义学区分开来，首先是一种哲学的技巧，这种技巧只有在认识论上才是正当的（小影像、小电影）。科学家个体在他的认识过程中做出这些区分，是为了（1）在主观认识中让自己看清事物，（2）将其作为认识传达给其他个体，以及（3）实现他所认识到的东西。然而，之所以只有一部正确的电影，是因为哲学家意识中电影的认识论统一性恰当地对应了连续现实的动态性。

马克思的哲学现实概念现在必须在两个方面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明确马克思的科学实在论究竟包含什么。首先，应在概念上理清现实的多样性（A）。迄今为止，它只是被暂时地、未经解释地描述为动态的、复杂的和分层的。接着，应为马克思区分一种强（B）和一种弱（C）的现实概念。马克思在这方面（B，C）保持未定，并有针对性地发展了一种修辞，这种修辞消解了这一区别（D）。这种修辞保持了他科学方法中有待完善（Desiderat）的特性。

关于 (A)

人们可以将现实的拓扑结构想象为（1）静态的或动态的，（2）简单的或复杂的，以及（3）平坦的或崇高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实本质上是历史的，因此是动态的。人们可以在其中区分自然史（自然科学）和人类史（MEGA [1] I, 5, 567 f./3, 18 Fn.）。但这区分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归因于马克思的认识兴趣。历史在共时和历时上都是复杂的。在历史上可以区分原因和结果（事件）、作为更大可隔离单位的阶段（时代）、或多或少的速度（连续性、革命），以及最重要的规律性。

历史不只是简单的动态，而是复杂的。因为历史的本质本身就是动态的：它的规律在其中、随之并通过它发生变化。历史可以被科学地把握（它把握一般规律），但科学工具（理论）必须顾及它规律的动态性（不存在万能钥匙，I, 25, 117 / 19, 112；历史规律没有自然的和独立的存在，II, 1.1, 24f. / 42, 22f.）。这种法则的动态性被称为辩证法（II, 8, 55 / 23, 27f.; I, 1, 24 / 42, 22; I, 1, 77 / 42, 77; I, 1, 137f. / 42, 139; 恩格斯: I, 27, 233f. / 20, 22; I, 27, 336 / 20, 131f.）。通过它，人类史可能在系统上严格地（而不仅仅是相对于认识兴趣）区别于自然史。

作为现实之法则动态的历史问题引出了辩证法的地形学问题。当科学家想要理解历史时，他在其求知欲中重建的不只是一部平坦的历史，而是一部崇高的历史。这一点需要通过一种规律分类法来解释。因此，历史科学中的规律概念现在应定位在一个五维的选项网络中。

历史总体上是一个因果过程，即一种离散的单一事件（原因-结果）。历史的各部分同样也是单一事件。像自然科学的因果规律一样，历史的规律是（1）普遍规律。此外，它们存在于历史现实中，因此是（2）实质性规律，因为现实是合乎理性的。尽管历史的原则是普遍的，它们却被构想为（3）动态的。因此，在人类史中，“普遍”仅意味着总是恰好存在一个解释原则：一个连接原因和结果的规律。这唯一的解释原则自身动态地发展。其动态性本身再次遵循规律。这个立场现在可以有强和弱的解读。作为弱的解读，历史是（4）平坦的。作为强的解读，历史是（5）崇高的。

历史作为单一事件及其普遍解释原则的特性，可以被唯名论地解读为叙事性的历史概念。对于它而言，一个弱的规律概念将是构成性的，因为它是“平坦”的。规律将仅仅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所有具体方面的完整复述（理性的=语言的）。这种规律概念（(1)-(3) & (4)）在认识上是不可达的，但在本体论和语义学上是有意义的。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规律概念（(1)-(3) & (5)）：历史的规律在一般意义上是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实质性在其普遍性中将成为历史的一种因果轮廓或浮雕（参见 II, 1.1, 11 f., 24, 26 f., 31 f. 和 60 / 42, 10 f., 22, 24 f., 31, 和 61：扁平；I, 2, 434 f. / 40, 563：突出）。如果人们沿着“等高线”走，它的崇高性使得历史在认识上成为可达的。

马克思不仅不予考虑唯名论的选项，而且——在放弃（2）的情况下——也不考虑非实质性的规律概念（概率性解释），或者——在放弃（1）的情况下——不考虑多元论的规律概念。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历史不是一个事件（解释与理解）。然而相当清楚的是，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一种普遍的、实质性的、动态的和崇高的规律概念，用于将历史作为一个单一事件来解释。最终，马克思没有论证这一历史概念，因为他在认识论或本体论上都没有排除替代选项。


3.3 辩证法：矛盾与运动

有时人们在描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会认为，这位科学家通过他的科学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规律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他的心理学，特别是他的认识论，并不符合“表面”这一隐喻，而更符合“崇高性”的隐喻。关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现实的指涉，更多是来自恩格斯或两人之间的信件（但在前言中也可见马克思的相关表述：II, 8, 43 / 23, 11 f.; I, 2, 173 / 1, 381）。

当马克思在其著作的不同部分以极其差异化的方式，在不同程度的普遍性上，并在复杂且动态的关联中探讨经济关系及其内在运动规律时，这种作为科学的历史同时就是现实。辩证法作为科学家用来理解其作为科学对象的现实的科学方法，同时对现实的结构和动力具有构成性意义。科学解释的规律与历史的规律是同一的。问题仅仅在于，作为这种历史概念之基础的现实概念有多强。这同时也涉及辩证法包含何种类型或哪些种类的规律和解释类型的问题。

关于 (B)：马克思没有区分现实的本体论、语义学和认识论层面。它们是同一的。这一论点导致了一个强的现实概念：汇集在认知意识中的理论性和概念性连贯的知识，作为认识论上的抽象内容，在语义上或多或少是普遍的或具体的，但作为认识者在认识论上鲜活的知识，它始终在本体论上是具体的。科学家意识中的科学家理论就是现实。因为现实在规律上是动态的、实质性的，且在理性上是崇高的，科学家似乎就是尘世内在的神本身。

关于 (C)：如果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中，科学家不是神或先知，而仅仅是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制作关于世界的图像或影片。这幅图像、这部影片就是理论，在成功的情况下，它们与世界相符。弱的现实概念将这种同一性限制在现实的本体论-语义学方面。认识论方面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任何科学家（理性的马克思和他那些非理性的对手一样）都认为自己的科学是鲜活的。科学家对世界的图像是否与世界保持接触，这体现在政治成功上。

强的现实概念 (B) 表明，马克思可能无法区分叙事性的历史概念和理性的历史概念。弱的现实概念 (C) 表明，人们或许无法先验地（即在科学取得政治成功之前）判定谁是一位理性抽象的科学家。针对他的对手，马克思作为科学理论家主张一种强的现实概念。当他自己作为科学家处理历史时（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II, 1.1, 34 ff. / 42, 33 ff.; 或在《资本论》, II, 2, 8 / 23 中），一个弱的现实概念就足够了。马克思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在所谓的“方法章”中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II, 1.1, 3–32 / 42, 3–31; 特别是 23 f. / 21 f.）。因此，马克思的科学实在论或科学理论实在论是无法最终厘清的。

关于 (D)：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展了一种掩盖这些科学理论问题的修辞。观念的生产直接交织在物质活动中，因为它是社会语境中有意识的行动（II, 1.1, 27 f. / 42, 26）。因此，科学的材料是特定的个人，因为他们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关系”中进行生产（II, 1.1, 27 / 42, 25）。但这“关系”是什么？

它们可以是（1）一种特定的力量或（2）一种一般的力量。作为特定的力量，特定事物遭遇特定事物：在个别情境中活动的个人的个别激励性观念遭遇其他人的观念。作为一般的力量，作为力量的特定事物遭遇作为力量的特定事物。为了理解社会过程，必须将本身即作为关系而被引发的起作用的关系引入理论。（3）作为范畴，力量和关系（例如市场）随后充当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解释原则。然而，如何从（1）经由（2）到达（3）？

马克思在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的争论中，似乎对这个方向（1–3）心中有一个积累模型。

具体-现实-个别这一三位一体作为一种固定的群众性力量共同发挥作用（II, 1.1, 24, 31 f. 和 35–39 / 42, 22, 30 和 34–38）。在修辞上，人们可以通过 tun/Tat（做/行动）、die Menschen/der Mensch（人们/人）和 sinnliche Tätigkeit der Individuen/das Bewusstsein（个体的感性活动/意识）之间的切换来确定这个积累模型（参见 zusammenwirken [共同作用], massenhaft [群众性的], masse [群众], Summe [总和], Sichfestsetzen [固定化], MEGA ¹ I, 5, 11, 19 和 22–28 / 3, 22, 30 和 33–38）。这种切换是任意的，因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继续使用 tun（做）、die Menschen（人们）和 sinnliche Tätigkeit der Individuen（个体的感性活动）（见第三章 A.2.2 中关于无穷析取的问题）。

在这种修辞的决断论时刻之外，还加上了权力的物化和心理化（社会身体，社会主体，II, 1.1, 10 / 42, 8；生产有机体，II, 8, 377 / 23, 407）。权力在存在的漩涡中凝结为现实。如果联想到人的心理学，这个想法就完全可以理解：存在决定意识，就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车辙。虽然这些车辙可能具有某种规律性（参见“回声”，MEGA ¹ I, 5, 15 f. / 3, 26; II, 1.1, 41 f. / 42, 27 f.），但要赋予它们哲学意义上的理性系统性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必然性（事件因果性），似乎是一个非常强的推论。

3.2 总体性

现实在其强和弱的构想中都是具体的多样性统一意义上的总体性。因此，科学研究在结果上是一个“艺术性的整体”（III, 13, 517 / 31, 132）。由于构成性的普遍规律，路径和结构贯穿于最终平淡且无限分化的多样性之中，并发展出一种自身的生命（现实的生命过程，MEGA ¹ I, 5, 16 / 3, 27）。这样，不同的总体性在现实中凸显出来，并开始展开自身的生命。

它们从作为具体历史前提的其他总体性中产生，并以此这种方式从历史中成长出来，直到它们消亡并为其他总体性腾出空间（例如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定居农民或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有机体作为总体性具有新陈代谢，具有生产力，并对环境反应敏感。（此处列出一系列引文以供参考：“新陈代谢”，II, 8, 74 和 192 / 23, 57 和 192；“简单的生产有机体”，II, 8, 353 / 23, 379；有机系统，II, 1.1, 188 / 42, 189；作为客观有机体的工业，II, 8, 385 / 23, 416；“整个机体的过敏”，II, 15, 564 / 25, 587；“有机组织的顺序”，MEGA ¹ I, 3, 229 / 2, 61；“现实的有机体”，MEW 8, 139 [≈ 现实的组织，MEGA ² I, 11, 122]，“社会有机体”，I, 12, 172 / 9, 132; I, 25, 23 / 19, 23）。

这种意义上的总体性是现实的真实要素，就像原子、分子、山脉或生物有机体一样。在这里，应避免使用 >现实的方面< 这种认识论说法（本体论的反义词：>领域<），也应避免使用 >层面< 这种需作语义解释的说法（本体论的反义词：等级）。分层划分为不同领域的整体之要素，是内在复杂的个体。它们对同一包容性现实（历史）的其他要素产生因果作用。它们具有内在的生命发展（诞生与消亡）。

在历史整体的过程中，社会是一个由整体（历史，“社会”，II, 8, 74 / 23, 57；“例子”，II, 8, 346–354 / 23, 371–380；“生产有机体”，II, 8, 377 / 23, 407）生产组成的多环节系统。如果想要理解这些结构、其作用方式及其内在运动规律，就需要将这些要素作为现实的哲学范畴。它们就像生物体内的器官，以及历史中的生物体。在其中，理性进行着同一的⟨生育工作⟩，即理性的科学家在其理论结果中作为⟨艺术性的整体⟩成功呈现的那种工作（I, 30, 290 / 4, 129; III, 13, 517 / 31, 132; 非理性的科学家：II, 8, 75–77 / 23, 58–60）。

3.3 辩证法：矛盾与运动

马克思对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强调也伴随着矛盾的概念。在哲学传统中，人们大多谈论命题之间的矛盾，人们还可以额外认为这些命题是关于现实的命题。因此，作为相互矛盾的命题，它们不能同时且在同一方面为真。传统逻辑意义上的矛盾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具有次要的相关性。

作为辩证法核心的矛盾概念，并因此作为哲学和历史核心的矛盾概念，旨在指涉现实的一个解释性特征。现实中存在着起作用的对立面，因为存在着给现实带来动力的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仅仅是原子的冲突（参见伊壁鸠鲁宇宙论中的古代唯物主义），而且也是意识的冲突，只要它是作为在历史世界中行动的人的意识而起作用（见第三章 A.2.1 关于伊壁鸠鲁认识论的参考和第三章 A.3.1 关于积累模型的参考）。因此，像恩格斯那样区分客观辩证法及其在思维的主观辩证法中的“反映”（I, 26, 361 / 20, 481; I, 27, 328–338 / 20, 123–133; II, 2, 252 f. / 13, 475），是有问题的。

历史现实中的矛盾解释了其动力（偶然性）及其运动（趋势、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实。理解历史中的这种动力和运动不仅反映了它，而且自身也是共同构成历史的。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中的时间方向（原因解释结果并必然先于结果），历史在其动力中也有一个方向。较早的阶段解释较后的阶段，因为在较早阶段中，矛盾作为现实中的缺陷在起作用（I, 2, 173 / 1, 381; MEGA ² I, 2, 398; I, 2, 418 / 40, 546）。

然而，根据现实的积累模型，国家材料中的匮乏概念（参见 MEGA ² I, 2 和 MEW 1 遍布各处）是多义的：（1）关系（例如私有财产等法律结构）是有缺陷的（I, 2, 17/1, 381; II, 8, 126/23, 117; I, 2, 363/40, 510; IV, 2, 453/40, 452），这种匮乏要么是（2）主观需求满足的缺失（饥饿感），要么是（3）作为工人的死亡而成为客观的缺失，因为当工人因“饥饿”而死时，他们在现实中必然缺席（II, 8, 617/23, 687）。但是，根据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具体解释模型，工人本质上并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私有财产所代表的社会对抗。工人饿死是一个正义的丑闻，马克思和国民经济学家都想理解和解释它，以便加以补救。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一丑闻的回答是：私有财产！货币流通！银行系统！市场！因此，工人饿死是因为市场运作不灵或私有财产不够自由。马克思则反驳道：私有财产创造了对金钱的需求，这剥夺了工人的生活基础，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或者必须过度消耗地工作。因此他饿死了。导致他死亡的相关原因是私有财产，而不是饥饿。在科学所观察的现实中，私有财产的这种因果相关性必须在其科学方法中被充分把握。

因此，饥饿感要么会驱使工人去偷窃，要么自杀，要么反抗这些关系（恩格斯：MEGA ¹ I, 4. 114 / 2, 344 f.; 参见马克思：I, 2, 363–365 / 40, 510–512）。这一表述表明，匮乏也可以是（4）科学理解的有效性主张的匮乏，如果这种理解作为理解并不是充分的解释（不是饥饿杀人，而是私有财产；I, 2, 419 / 40, 547; I, 30, 288 f. / 4, 127 f.）。国民经济学家出于其正义感不应·遗憾·工人的饿死，而应·遗憾·私有财产。如果他掌握了充分的科学方法，那么他也必然会这样做。那样的话，他的科学就会像工人的充分反应一样，也是·起义·。但这种起义不应是反对某人手中拥有工人所渴望的东西（即作为起义的偷窃）。相反，起义必须针对作为社会构成关系的私有财产（即作为废除私有财产的起义）。针对这一丑闻的起义的正确目标，只有通过正确的方法才能识别。因此，科学解释的无缺陷的有效性就是对现实中缺陷的治愈。

矛盾作为缺陷（(1)-(4)）的作用导致特定阶段的克服（动力）及其特定的演替（运动）。因此，历史过程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解释）。所以，科学的表述不能任意进行，而是在强制性的论证中通过理解来展开：按规律发展的规律性是其对象和材料。马克思对这些规律性的科学理解，一方面利用了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方法和概念（A），另一方面利用了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些方法论片段（B）。此外，人们必须（C）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 (A)：一系列熟悉的经济学概念（范畴）被马克思在历史和概念上置于一种表述技术的相互关系中。这在意义上导致了如下的思路：在商品中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II, 8, 135 f. / 23, 127 f.）。这种矛盾（对立）在历史过程（商品流通）中产生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II, 8, 138 / 23, 130），后者在更发达的社会中变成了资本（MEW 6, 409）。虽然商品还是活劳动的产物，货币是 ≥ 抽象劳动（II, 8, 113 f. / 23, 101 f.），但资本代表了 ≥ 死劳动 ≥。在历史上，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最终产物）是资本的第一种表现形式（II, 8, 163 / 23, 161; II, 1.1, 129 f. / 42, 130 f.）。

货币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货币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并与（= 矛盾于）劳动对立（MEW 6, 409; I, 1, 174 f./ 42, 177 f.）。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对立，通过再次改变流通过程（就像之前的货币一样），使货币成为资本（MEGA ² II, 8 和 MEW 23, 第4章）。这些概念是商品、货币、资本、流通，是同一事物或多或少发展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对立，是矛盾和发展动力。它们的关系既解释了共时运动的结构（作为产品的商品，流通），也解释了历时运动的结构（作为历史阶段产物的货币和资本）。

针对这种经济范畴在历史中运动的描述，可以提出批评。它看起来像是概念的任意杂耍。这种描述缺乏逻辑的束缚。这个束缚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方法论中借用的：

关于 (B)：马克思有时采用的黑格尔科学概念的方法论片段，可以理解为（1）矛盾本身的概念，（2）否定的概念和（3）否定的否定的概念，但也包括（4）扬弃（否定、保留、提升），（5）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概念，最后是（6）在（思维和历史的）运动序列中的 >普遍、特殊、个别< 结构。

辩证表述的一个简短示例可能如下所示：也许在一个历史阶段，由于（1）社会中的矛盾，产生了脱离其内在规律的趋势（2）。它们与旧事物分离，但最终产生了一种新事物，它既区别于旧事物也区别于革新趋势（3）。这是一种提升，它在拒绝的同时也拯救性地保留了旧事物（4）。这一运动虽然是逻辑的，但它既不是本体论上抽象的（即：它也是具体和现实的），也不仅仅是语义上普遍的（即：它也是个别或特定的）或有效性理论上普世的（即：它也是特殊的）。如果想要内容丰富且有说服力地重构这一运动，可以在表述技术上利用结构（5）和（6）。

针对这种描述可以提出很多批评，也可以有多种替代性的表述。但是，当人们阅读马克思对历史和经济运动的描述时，会一再发现这个逻辑层面。这就产生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统一性的问题。

关于 (C)：人们可以将范畴在现实中的运动与其逻辑之间的区分解释为对象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区分。但这会使科学变成一种恶劣的抽象。两者（(A) 和 (B)）作为现实构成了一个具体的统一体。它们并没有作为形式和内容被区分开来。因此，现实之所以是崇高和理性的，恰恰也是因为它自身是矛盾的。

因此，历史过程的按规律发展的规律（A）具有连续的逻辑结构（B）。但为什么恰恰是这种结构？为什么这种结构保持其非历史的相关性？马克思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参见：I, 2, 416 f. / 40, 587）。

矛盾的概念和范畴运动的概念引出了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辩证法〉（Dialektik）是否不仅仅是一种〈方言〉（Dialekt）？一种用黑格尔体系片段将任意事物随意结合为科学有效性主张的方言（参见 II, 1, 130 f. / 42, 29: 黑格尔派; 另见 MEGA ¹ I, 3, 264 / 2, 97）？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仅是因为回答它会引入元哲学的前设，而人们已无法为这些前设提供令人信服的哲学论证（马克思：I, 30, 301 f. / 4, 143; 恩格斯：I, 27, 601 / 19, 203; I, 26, 332–334 / 20, 334–336）。

因此只能断定，马克思那里的辩证法究竟应该是什么，这根本就是不清楚的。在 (A) 中可以找到社会科学的表述结构，这并非没有替代方案（因为马克思的对手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在 (B) 中可以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表述逻辑，马克思可以用它来撬动他的对手：但这个逻辑是马克思任意选择的。它是任意选择的这一点，一方面可以通过那些在哲学中并非无可替代的元哲学前设而变得合理。但方法的任意性也源于以下几点：没有这个逻辑，也可能存在其他逻辑，或者是唯名论的无规律性，或者是历史的混沌规律。为什么必须在这些选项中做出决定？为什么不同且相互矛盾的规律概念不能在正确的方法中是有效和起作用的？由于马克思既没有排除其辩证法的认识论替代方案，也没有排除本体论替代方案，他对一种简化的黑格尔逻辑的偏爱仍然是任意的（关于此处所持的方法论怀疑主义，见第三章 C. 7.）。


3.4 类生活

历史作为具体的总体，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性现实。其动力是整体各要素之间必然进行的运动。一方面，这种发展的逻辑基本结构保持同一；另一方面，历史的规律性由历史某一阶段的矛盾必然地产生变化。人的历史就是他的类生活。

这一概念补充了马克思的本体论，并过渡到伦理学（见第 III.A.4 章）。“类”有两个维度：（1）它在普遍性中统摄了个体的所有本质生命表现；（2）这种类的普遍性同时又是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生活 (I, 2, 389–392 / 40, 536–539)。因此，类的普遍性既不是一个抽象特征，也不仅仅是一个语义特征（规律性），而是作为“理想总体”，既具体又具有规范性和社会性 (I, 2, 392 / 40, 539)。由此，类概念填补了现实概念中论证理论的空白：历史的创生工作如何成为一个在其动力中内在必然的总体，且同时又是其自身哲学批判的媒介（参看 I, 2, 389 / 40, 536; I, 2, 400 f. und 416 f. / 40, 570 und 587）？

人的类生活不仅在种类上不同于其他物种。虽然（至少）许多非人类动物静态地再生产自身，但人在这样做时却是动态的。生物个体的生产首先在于其自身的生计维持（营养、保护），其次在于再生产（繁衍同 >类< 的新个体）。动物有时也 >分工< 且 >协作< 地捕猎，但人类是以 >特殊< 的方式——即 >有意识< 地这样做。

因此，必须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见第 III.A.4.1 章），并理解人特有的劳动过程（见第 III.A.4.2 章），以便对人类同自身的异化发展出适当的理解（见第 III.A.4.3 章）。然而，这三个问题涉及人的现实的伦理本质（见第 III.A.4.4 章）。就其本身而言，类和类生活的本体论遵循着已多次强调的体系：不存在作为尺度的人类学常数 (A)，相反，存在一种特定的类意识 (B)，这种意识区别于唯心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充满幻想的观念 (C)。现在简要勾勒这些本体论问题：

关于 (A)：针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提出，不能从被拉回尘世的神性个体的不可变本质中推导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是社会的而非个体的，因此它具体地存在于社会关系的 ⋅ 总和 ⋅ 之中。然而，社会关系是可变的。反观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被做静态和原子式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抽象物（MEGA [1] I, 5, 534 f./3, 6; 但见第 III.A.4.3 章：类本质的规范功能）。

关于 (B)：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从社会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一个时代的文化意识中的平等观念（参看 MEGA [1] I, 5, 30 f. / 3, 41 f.）是对该时代现实关系的反映，因此（在认识论上成功的情况下），人的本质在一个具体社会的历史现实中进入意识（参看“自为”，I, 2, 393 / 40, 539）。在个人的主观个体意识中，人的本质呈现为理论（= 普遍性）形态。然而，这种理论中的普遍性反映的是人的社会本质的活生生（= 经济生产关系）形态（I, 2, 391 / 40, 538）。

关于 (C)：科学理论中的类概念必须将现实的鲜活性挽救至意识之中。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代表许多其他人）错失了这种鲜活性，致使他们关于人的概念变得唯心且抽象（MEGA [1] I, 5, 214 f. / 3, 214 f.）。

诚然，这些关于类本质和类生活概念问题的本体论回答完全借用自认识论（见第 III.A.2 章）。马克思不对认识论和本体论进行区分：在逻辑规律以及思想分析、重构和论证中，反映着现实的融贯性、一致性和决定性（马克思: II, 1.1, 37 / 42, 36; I, 2, 18 / 1, 216; III, 2, 75–77 / 4, 552–554; 恩格斯: »proof of the pudding« [布丁之证], I, 32, 115 / 22, 296）。

类生活反映在类意识中，而在意识的认识论鲜活性（思想具体）中，反映着类的本体论鲜活性。只有将具体的类与具体的社会等同起来，这一思想才具有合理性。关于“人”这一类的单个生物有机体（个体）在其生命活动中再生产“人”这一类的想法，是相当不合理的。马克思在此遵循了进化论的科学主义思想，或者说是预示了它们。人再生产他们的社会视域，这一点是完全合理的。只有当人们把伦理学也混淆进认识论和本体论时，才会弄出一锅哲学的“布丁”（II, 8, 278 / 23, 291; 见第 III.A.4 章）。


3.5 自然 (2)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具有本体论的一面。自然是作为多样的具体统一的现实，它是科学把握的对象。就人而言，这种现实是自然史背景下的经济史。它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现实的单一事件，其中它的规律是实体性的、动态的，并且在其动态中是崇高的。

因此，现实的崇高性在于一般规律的复杂作用，这些规律具体地从中突显出来，并与现实的特定方面处于一种活生生的统一之中。此外，作为动态的规律，它们是偶然的；作为实体性的规律，它们是构成性的。为什么它们作为一般规律是必然的（历史中范畴的运动作为人类的因果性），通过这个现实性概念无法被理解。对此需要澄清方法的适当性（特别是其黑格尔式的回响，参看 MEGA [1] I, 5, 409 f./3, 417）。它在元哲学上仍未经过反思。因此，除了心理学和本体论的侧面外，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还具有伦理的侧面（见第 III.A.4 章）。同样不清楚的是，这个现实性概念究竟是强还是弱。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在哲学上解读现实的理性特征。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作为哲学方法的辩证法是从科学观察到的现实中铭刻给科学家的（见第 III.A.5 章）。

3.6 历史唯物主义 (2)

马克思在其著作的许多地方试图阐明其方法的基本特征。这种方法被他，更多地是被后人称为“唯物主义”，并被具体化为辩证的或历史的，以便将其与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变体区分开来。但是，马克思所指的方法仍然难以把握。对此存在各种互不相关的理由。他的方法具有 (1) 符合论的、(2) 动态的和 (3) 教学法的方面，这使得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全面体系在认识论、本体论和语义学上显得难以置信。

关于 (1)：科学家的任务是运用理论、概念和论证形式充分地把握现实。然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科学家是从现实本身获取其理论要素的（“文献上的反映”，II, 2, 252 / 13, 474）。因此，一种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似乎构成了一个认识论问题（参见恩格斯的表述“百科全书式的头脑”，I, 27, 234 / 20, 23）。

因为科学家的生命短于历史的总体，而且作为国民经济学家，他的视角也始终是有限的。然而，整个科学就是被科学地理解的、没有视角狭隘性的整个历史。无论其方法论或辩证法是什么，现实都几乎无法被完整地呈现和重构。方法论的理想是具体的现实，它作为总体在科学家的思维中转化为思想总体或思想具体（II, 1.1, 37 / 42, 36）。

关于 (2)：此外，就本体论的本质特征而言，现实是动态的。因此，一门完全恰当的科学总是只拥有暂时的理论、概念和论证形式。理论和方法的事实上的静态，一方面源于科学在具体表现形式（书籍）中的固化。另一方面，它是理性地进行把握的科学家与被把握的理性现实之间对应关系的一个方面。

通过科学的这种认识论结构，理论、概念和论证形式作为语义结构获得了一个索引，该索引将它们固定在与现实的关联中。由于现实的动态性，科学家必须始终清楚这种索引性的缺陷。他的方法对他来说总是值得怀疑的。科学是转瞬即逝的。在此背景下，黑格尔逻辑学的片段却显得出奇地恒定。

关于 (3)：马克思确实也为了教学目的而使用方法。它们因此成为一种教育或政治工具。对于不习惯辩证法的读者来说，科学的阐述并无助益。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了价值形式分析的学究式阐述（MEGA [2] II, 5, 12；参看 MEGA [1] III, 3, 393 / 31, 303；“学究式”通常带有负面含义：MEGA [1] I, 5, 227 / 3, 228; I, 27, 504 / 20, 218）。但马克思也隐藏他的方法（III, 11, 616 / 30, 207）。然而，即使对于习惯了的科学家来说，由于历史的全面特征和动态性，任何方法论反思都是一种简化。

辩证法是科学，它是具有规律性方面的现实。但作为科学家的方法，它同时总是也是他的“方言”，因为科学家当前总是恰好拥有对事物的这种理解，而事物本身也许恰好正在再次偏离他的理解。

辩证法也可以是工具。马克思本人不断发展他的“方言”，并在视角的缩减中，他反思了整体辩证法的辩证片段以及与该片段相匹配的“方言”，例如在方法章中（II, 1.1, 21–45 / 42, 19–45）。他在那里探究了几种语言表达形式作为辩证法的候选者，批评它们并进一步发展它们。作为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现实性概念问题的一个选项，该方法在整体上或许也仅仅是工具。理由在于，现实的合规律性与哲学规律体系的选项网络，在马克思那里仍然缺乏哲学上透彻的关联。


3.6 历史唯物主义 (2)


4.1 人

作为一门经典哲学学科的伦理学，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道德被赋予了消极的含义（“道德会话”，MEGA [1] I, 3, 347 / 2, 180；“道德决疑论”/“说教”，MEGA [1] I, 3, 359 / 2, 193；“纯粹道德”，I, 30, 294 / 4, 134；求助于道德，I, 30, 320 / 4, 165；“卑鄙的道德”，“卑鄙的宗教”，国民经济学的道德，I, 2, 422 f. / 40, 551；“道德科学”，I, 2, 420 f. / 40, 549）：它是异化的意识。

尽管如此，规范性以及关于社会不公正的伦理证成、克服这种不公正的必要性及其途径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无处不在。他的道德是经济学。他的伦理学是辩证法。作为方法的辩证法（或许也仅仅是辩证的语言风格）促成了对社会道德缺陷的理解，并指出了克服这些缺陷的途径。

人是马克思转向哲学的动机的枢纽和关键点（4.1）。其理由在于，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受苦，而且他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其生产和再生产（劳动）（4.2）。这种重组（革命）之必要性的核心概念是异化（4.3）。由于不理解人性的规范性结构（4.4）就无法理解异化，因此必须将伦理学视为马克思方法（4.5）的组成部分。在一种整体论的哲学中，所有概念都是相互关联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关于伦理方面的进一步探讨，参阅 Angehrn/Lohmann 1986; Buchanan 1982; Cohen u. a. 1980; Foster 2000; Magnis 1975; Mészáros 1973; Nielsen/Patten 1981 以及 Peffer 1990）。

4.1 人

人及其自身的痛苦是马克思转向哲学的动机的枢纽。这里以一些表述作为出发点：在资本主义中，只要人们不是资本家，人类学特征上的个体性就被剥夺了。因此，只有特定的阶级能达到其他人无法达到的境界。个体性是人类机体存在方式的一个特征，它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在具体的个人因其动物本性而遭受的痛苦（因异化劳动而饿死）中，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在其人性（社会关系）上遭受了失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中，资本家是个体（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的本质），而工人“仍旧是”动物（I, 2, 367 f., 393 f. 和 419 f. / 40, 514 f., 541 f. 和 548）。从伦理视角看，有两个主题领域在概念上是相关的：个体性和意识（见下文 (A) 和 (B)）。

马克思将他的人类学置于一个复杂的哲学传统中。黑格尔在人身上看到的是精神的人（I, 2, 404 f. / 40, 574），费尔巴哈将其转化为抽象的人（MEGA [1] I, 5, 34 f. / 3, 44 f.）。相反，马克思想要看到现实的人，这意味着在他的感性活动中去理解他（MEGA [1] I, 5, 533 / 3, 533）。为了区分马克思所假定的对立的人的形象，需要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概念。如果撇开这些不谈，两个人类学术语变得至关重要：个体的术语（A）和意识的术语（B）。一方面，马克思假定动物性-动物性机体与人性-动物性机体（个体）之间存在连续性。另一方面，人的意识与动物的意识是不连续的。可以在这个张力场中展开马克思的人类学。

关于 (A)：反对这两位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将人理解为现实的人，通过其感性活动，相对于其动物-自然的个体性（机体的自我保存），人获得了一种人性-自然的个体性（本质保存和种群保存）。对他而言，由此得出了以下诊断：人不同于动物。因为作为机体的动物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个体性，而这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对人来说是被剥夺的。也就是说，工人挨饿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让他们受苦，而资本家则过着“富裕”的生活。

在第一种意义上，≥ 自然的 ≤ 是一种描述性属性：动物个体不是 ≥ 被激活的 ≤，因此不是社会活动的产品。动物只是进行生物性的繁殖。（马克思不知道 ≥ 或不 ≤）。在第二种意义上，≥ 自然的 ≤ 是一种描述-规范性属性：人类个体被“激活”，因此是社会活动的产品。人类个体的再生产虽然利用了其生物学机制（性、妊娠），但也受到社会的重塑：存在着人类再生产的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历史、法律和经济的塑造标准，这对科学地充分把握这种再生产是必要的。

诊断表明，这些条件和社会关系使个别的人类机体受苦。通过人类机体生活中的这一评价性时刻，类比于动物的生物机体个体性，社会机体的社会个体性被引入进来，在其中，人类机体能够或多或少成功地生活并发展其个体性。痛苦首先是一种 → 个体的 → 意识事实。现实的人感到饥饿并饥饿而死。但是死去的不是“人”，而是无产者；他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私有财产（IV, 2, 452 f. / 40, 451; I, 2, 365, 371 f. 和 391 f. / 40, 512, 519 和 539; II, 8, 457 f. / 23, 496; II, 1.2, 363 / 42, 367）。在三个方面，这种关于人性的描述-规范性构想是有问题的：

(1) 动物也受苦。它们饿死不仅是因为自然界缺乏食物、温暖和保护，还因为兄弟姐妹互相推挤、将兄弟姐妹挤出巢穴，以及这对父母偷走那对父母的猎物。即使在动物那里，某些个体遭受的匮乏也可能是作为其类生活的表现而集体造成的。这其中没有任何道德上（规范上）的恶。马克思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方面人与动物之间存在差异？为什么人的痛苦在道德上甚至在正义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动物的痛苦却没有？

(2) 个人的主观痛苦，首先作为意识意义上的主观性，既不是真正的社会性的，也不过是许多单独痛苦体验的事实性延续。在单独的痛苦中，我们无法得知这种痛苦的原因（自然暴力或社会暴力）。非异化的人也会受苦（失恋、悲伤、感染、夏日酷暑、气候变化等）。在单独的痛苦中，我们甚至无法得知我们自身痛苦的心理结构。在马克思的人类学中，评价性的意识状态（痛苦）与其被定性为公正或不公正（规范性）之间，最初并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

(3) 描述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必然保持概念上的相互独立。这是 (1) 和 (2) 的后果。一方面，马克思无法清晰地把握人与动物的对立。为什么工人的个人饿死在个人道德上是相关的，而被欺负的动物却不是？另一方面，人格个体（Person-Individuum）的个人痛苦（工人今天的饥饿，明天因此而死）虽然在其个人（事实上的主观）相关性上是清楚的，但并非仅凭这一点就在其社会（规范上的客观）相关性上也是清楚的。在马克思的人类学中，人的概念在人类个体的生物学概念和社会学概念之间摇摆。这种摇摆通过痛苦的（个体或社会）心理学来中介。然而在心理学中，痛苦是多义的：作为痛苦体验的痛苦，作为个体病理学的痛苦，以及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痛苦。

关于 (B)：马克思从痛苦体验经由个体病理学直接推断出社会病理学。这种联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在马克思的人类学中，人通过意识与动物区别开来。虽然动物也是 ⟨ 有意识地 ⟩ 生活，但人是 ⟨ 有意识地 ⟩ 生活：因为动物虽然在感知体验和感觉的意义上拥有意识，但人的意识原则上要与这种意识区分开来。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人成功地 ⟨ 最终脱离了动物界 ⟩（MEGA [1] I, 5, 60 / 3, 70：⟨ 摆脱了其自然性质 ⟩；MEW 40, 516 f.：人进行普遍的生产；I, 2, 389 f. / 40, 537：人生产人；恩格斯：I, 27, 446 / 20, 264）。人的意识之所以是必然偶然的，是因为它是不可还原的社会性的。

因此，人本质上是社会意识。人类人格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中介的关系。动物通过其生物-机体的本性和物种本性拥有一个它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它们拥有导致动机的感知、感觉和需求，从而总体上作为个体和物种保存自己。感知、感觉、需求和动机对于人来说，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直接的事实。它们是经过中介的事实。解释人类行为的不是直接的事实，而是间接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决定意识（MEGA [1] I, 5, 10 f. / 3, 21），而这个 >存在< 就是人在历史中的社会存在。

人们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建立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环境 (A) 是偶然的（存在着不断变化的环境，原则上所有地方都可以成为环境），而且他们直接的意识事实 (B) 不是解释性的事实。

关于 (A)：人们可以在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中审视自己。他们看到自己感觉到需求，以及如何能够满足或无法满足这些需求。通过行动，人们可以成功地确保需求的满足：要么通过改变需求，要么通过改变地点。人作为生物物种在其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将自己创造为社会的人。两者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偶然的适配关系中。他的生命是普遍的。

关于 (B)：通过人如此这般地生产（即过他的生活）和再生产（即繁衍），他将自己生产为人：他的意识是他有意识的生命（生产）的产物。通过有意识地反思它并通过实践实现它，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生活。人的社会性并非不言而喻地包含在意识概念中。它是从生产和劳动概念中得出的（见章节 III.A.4.2）。无论是他的意识还是他的环境，都不是作为一种自然事实与人对立。相反，他（个体、类）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偶然地占有他自己的意识（自为）、他的环境（自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自在自为）。

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一种有问题的概念群将人与动物在概念上区分开来。它本身是不完整的，而是指回本体论（痛苦：见章节 III.A.3.4，矛盾）并指向劳动概念的一个规范性特征（意识：见章节 III.A.4.3，异化）。

马克思一方面将人与其他动物连续地划分开（个体），以便另一方面将其看作与动物不连续的对立面（意识）。人同时具有一种动物-人的双重本性：他最初的动物性痛苦是其社会性痛苦的基础。在认识论上，他的动物性痛苦因此是通往其社会性痛苦（不公正）的评价性通道。另一方面，人具有一种原则上将其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意识本性。因此，不仅他的 >需求< 是偶然的（社会中介的），他的 >痛苦< 也是如此。痛苦的客观-规范相关性绝不仅仅是意识的主观-评价性自然事实。

因此，马克思对人性的思考既可以是与自然连续的，也可以是不连续的。无论是连续性还是不连续性，总体上和单独来看都缺乏说服力：连续性命题使得理解规范性要求成为可能。然而，哲学的一致性却因此半途而废（见上文 (A)）。不连续性命题在哲学表述上至少更一致，但由于意识概念的三重偶然性（自为、自在、自在自为），它失去了规范性要求的标准（见上文 (B)）。


4.2 劳动与所有权

生产隐喻在马克思哲学中是多样且多层次的。最普遍地，可以将此概念表述为同义反复：生产生产生产。（此公式中第二位的 → 会被视为对生产的不恰当的静态理解。）个人通过劳动自我维持（食物、衣物、住所等），从而生产自己。但他们也通过在后代中繁衍自己，作为人来生产自己。在生产过程中，个人既生产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正如这些关系反过来生产个人的意识一样。作为各种意义上的生产的结果，既可能有饥饿和不自由，也可能有人类的自由发展。生产也生产正义和非正义。在这个意义上，生产也生产历史变革。

在这个非常普遍的意义上，生产的概念与历史和现实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然而，它们不可互换。因为生产的概念同时指向作为 >因果原则< 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在此，劳动首先总是人们在历史上发现的劳动（A）。但劳动也是一个规范性概念（B）。

关于（A）：劳动概念的描述性方面符合人的连续性概念（见章节 III.A.4.1）。作为个体和类的人处于与自然的持续物质变换中（自然力量对自然物的形式改变，II, 8, 192f. / 23, 192f.; II, 2, 107f. / 13, 23f.; “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力”，II, 8, 78 / 23, 61）。为了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主动占有他所发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作为一种自然力量面对自然；他通过他的自然本性来克服自然：体力和“精神力”（II, 8, 192–194 / 23, 192–194; I, 2, 365 / 40, 512f.; I, 2, 367f. / 40, 515）。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蜜蜂和其他分工组织的生物没有区别（II, 8, 193 / 23, 193; I, 2, 369 / 40, 516）。工具也不是人类特有的（II, 8, 194 / 23, 194）。

但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表现为通过其生理劳动进行的形式改变，这种改变在其对自然的自然力量效应中是通过观念中介的，因此是观念性的。因此，他的物质变换规律不像蜜蜂那样是自然规律，而是代表了他作为个体和类的一方与他对立的自然另一方之间的偶然关系（参见作为感性占有的活劳动，I, 2, 365 f. / 40, 512 f.）。在这个意义上，人（个体、类）拥有可变的环境。但他作为游牧民、农民、市民等，在与自身关系的变异性的关系中，改变着自身内在的——与环境对立的——自然本性。

在哲学上，可以将这种格局进行强或弱的解读。如果将变异性绝对化，那么在人的可变本性与他所改变的环境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变异性就是“强”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可以完全脱离动物界。如果将人类需求的一个核心领域（营养、温暖、防备自然、健康和养老帮助、教育等）排除在偶然性之外，并认为只有这个核心领域之外的需求才是绝对可变的，那么物质变换的变异性就是“弱”的（参见 MEGA [1] I, 5, 17 / 3, 28; II, 8, 186f. / 23, 185）。

这种“强”变体不符合连续性模型。“弱”变体在内部变异性边界引入了规范性原则，其对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描述性方面的区分力必须保持缺乏支撑。

关于（B）：劳动概念的规范性方面符合人的不连续性概念（见章节 III.A.4.1）。在这里，概念上也需要一方面是具有偶然本性的人，另一方面是具有偶然本性的环境。≥ 一方面与 ≥ 另一方面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人们对自己及其环境形成的观念来中介的。这种关系不是纯粹描述性的性质。

它是评价性的，并由这种评价性特征衍生出法权意义上的规范性（参见 I, 2, 367, 393 f. 和 433 f. / 40, 514, 541 和 562 f.：“肯定”，劳动着肯定/否定自己；I, 2, 370 / 40, 517：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I, 2, 367 / 40, 514：感到自在；劳动作为积极的生活需要，I, 25, 14 f. / 19, 21; II, 1.2, 492 f. / 42, 505; 从反面看是“畸形”，I, 2, 366 / 40, 513; 享受的关系，I, 2, 361 f. 和 431 / 40, 508 和 559; 从反面看是“无能”，I, 2, 366 和 368 / 40, 513 和 515; 另见发挥/确证，I, 2, 401 和 408 / 40, 570 和 578）。从劳动的评价性特征推导出的规范性效力可以分四步重构：艺术家创造性地、自由地且强有力地创作作品（1）。（I, 2, 367 / 40, 514：“能量”；I, 2, 365 / 40, 512：“生命”）他的有意识计划与作为作品被同化的物质是同一的（2）。这种同一性在主观上迫使他认同该作品，在客观上迫使他人将他与该作品认同（3）。因此，他的作品是他的人的所有权，而不是他的私有财产或商品（4）。

马克思在这四个步骤中发展了一种关于人类所有权的唯名论-个人主义的法权概念，该概念只有在异化概念的语境中才成为一种社会的且内容确定的法权体系（见章节 III.A.4.3 中的 (5)）。法权概念是由一种法权直观（即肯定）激发的：

关于（1）：人类物质变换变异性的绝对性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对不连续性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的生产是艺术家的劳动，他在创作中完全在作品中实现自我（参见作曲家的“真正自由的劳动”，II, 1.2, 492 f., 495 f. 和 526 / 42, 505, 508 和 541）。艺术家在内心创造性地、自由地形成了他打算通过劳动创造的东西的观念。因此，他在其创造形式的活动中作为自然力量面对自然，并将他任意的观念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他仅受限于他自身的自然（力量、灵巧、技能）和他打算改变的那部分自然（材料）。他是创造性的，享有创造的自由，并在成功时拥有力量。

关于（2）：艺术家进行创造性劳动。他们通过活动在作品中实现其理念。因此作品就是艺术家，只要他根据自己的观念通过对物质的作用将自己强加于物质。作品与创造者是同一的。（人们可以称此为劳动的燃素说：劳动是一种 ⟨ 物质 ⟩ ，在活动中从意识过渡到外部自然。）产品只是其活动意识的外部存在方式，因为劳动过程是一个对象化过程。因此，艺术家通过他的劳动本身，本质性地在作品中实现自我。（I, 2, 408 / 40, 578：劳动的产品是需要本身，是作为对象化的、物化的、同化的需要，另见：II, 8, 74 / 23, 57; I, 2, 369 f. / 40, 517：“真正地二重化”；同上：“他的产品间接属于他的肉体”；I, 2, 364 f. / 40, 511 f.：产品与劳动的同一性，工人在劳动中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因此他的生命现在属于对象；II, 8, 195 f. / 23, 195 f.：产品是生产的结果和条件；IV, 2, 454 / 40, 452：“总体本质”；IV, 2, 463 / 40, 460：无能。）

关于（3）：在艺术劳动过程成功的情况下，艺术家接受作为外部自然与他对立的作品为他自己的作品。劳动中的评价性要素并非对劳动产品的享受，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人与其产品之间可能的认同。艺术家认同他的作品（例如他署名，或者不直接销毁它）。一方（艺术家）与另一方（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作为一个总体统一体从世界中凸显出来。因此，这是作为自身一部分意义上的所有权，而不是私有财产或他可以交换的商品（见章节 III.A.4.3 中的步骤 (5)）。

关于（4）：在创造者方面、在被创造的作品方面以及在创作过程中，有许多相关方面，但它们只产生一种效果：艺术家接受作品为他自己的：他特有的理念在作品中变成作品的现实属性，使作品从属于他，就像他的一个肢体一样。人们支配自己的身体，并在本体感受上直接且实践地认同其部分（对比：“无机身体”：I, 2, 359 和 368 f. / 40, 506 和 515 f.）。在与作品的认同中，艺术家的决断论式自由就像对待其肢体一样少。他并不收养他的作品。然而他是主动的，因为这种认同属于其实质的实现。

在这种关系中，一切都是偶然的、创造性的、自由的、独创的。因此，在这个通过评价性认同产生的统一体中，存在着一种积极（合法）意义上的人类所有权（I, 2, 392–397 和 434–438 / 40, 540–544 和 562–567; IV, 2, 462–466 / 40, 459–463）。这种意义上的所有权不是（非法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艺术家的作品不是商品。如果他仍然自愿放弃它（与自己分离），那么只有当交换在主观和客观上都能维持统一性时，这才是合法的。这一思想将在章节 III.A.4.3 的论证步骤（5）中继续展开。

在马克思论述作为主体对象化的劳动概念的段落中，一方面针对某种形式的物质客体，他发展了一种具体、现实且有效的法权直观。作为（A）评价性地与某物认同（艺术家：作品！），作为（B）这种自我认同的外部宣示（签名！），以及作为（C）对主观接受的客观接受的迭代（（A）：美！，（B）：我也认同艺术家的作品！）的接受，是马克思对在他之前的政治哲学自然状态场景中叙事性构建的法权和正义直观（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的回应。能够且必须与某物认同的环节，作为主体的评价性行为，在规范上是基础性的（即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感叹号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个法权表情符号：在这种格局（（A）、（B）、（C））中，在心理学、本体论和效力理论上产生了一个具体的和思想上的法权总体。

但这种总体在形成过程中只是众多总体中的一个。因为如果人们不把艺术家的本质还原为艺术家的浪漫主义天才，并且如果人们将艺术生产理解为今天勉强可以算作艺术的一切，那么马克思将劳动视为法权直观的概念就反映了马克思以来政治哲学的（具体、现实和效力理论上的）多元性。因为对艺术家身份的不同理解导致对艺术家对艺术作品所有权的不同理解。在艺术家对自己及其生产的合理理解框架内，因此存在一个法权概念（艺术家对自己及其产品的所有权），但对这种所有权的解释有不同的形式。相反，马克思垄断了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艺术家身份理解。

在这种垄断中，马克思成为了一位将特定的所有权概念与其他概念进行政治博弈的政治哲学家。然而，如果忽略他的垄断策略，就会出现关于艺术家身份的多元观点，马克思就成了现代的政治元哲学家。因为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自马克思以来只有或多或少左倾或右倾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哲学家（泰勒、罗尔斯和诺齐克）在法权概念（劳动=所有权）上跟随马克思，但他们通过其 >艺术家< 形象与 >其生产< 关系的不同认同条件，与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他以及他们的同事区别开来。这种正义理论的带宽（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源于各自 >艺术家< 与各自作品在各自历史语境和传记阶段中认同的事实上可想到的带宽、多样性和社会矛盾性。

马克思掩盖了这种带宽和复杂性，因为他想把历史过程处理为一种因果结构。在政治上这可以理解，在哲学上他最终无法使其变得可理解。假定劳动者（个体）与其及任意产品（对象）之间的认同条件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以及在它们之间进行中介的劳动的根本多样性，必然会在一个社会中产生合法所有权概念的事实上的多元性。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展示了法权构成的条件，但无法提供明确的法权体系。


4.3 异化

马克思在政治上批判社会中的异化。指出社会中的异化时刻，其基础在于对非异化社会条件的构想。就此而言，正义/非正义的对立被还原为异化/非异化的对立。这种还原在哲学上并不直接显现，因为马克思泛化使用了生产这一概念：生活即劳动。社会躯体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生产有机体 (II, 1.1, 10 / 42, 8; II, 8, 377 / 23, 407)，而人类个体的劳动则是其新陈代谢 (II, 8, 74 und 192 / 23, 57 und 192)。

在将劳动概念发展为法权直觉的四个论证步骤中，社会躯体尚未被涵盖。因为 >法<（recht）就是一切非异化的事物。如果从正面表述这一命题，就会得出：>法<（Recht）就是劳动（生活）着的人能够与之完全认同的一切，即作为属于他且对象化了的、与他同一的“我”。

诚然，马克思将法和正义视为有缺陷的社会结构的表现。但在哲学上，在一个非异化社会的成功认同行为中，总是存在着一种“法之存在”（Recht-Sein）的直觉环节。一个像人这样的劳动自然存在物，在生产性的活动存在中，会获得关于适宜性与不适宜性的认识论上的主观经验。就此而言，无论涉及的是异化劳动还是非异化劳动，劳动概念本身必然内在包含着一种法权直觉和一个法权概念。

这里遗留了两个问题：(1) 认同条件可能在主观上是各不相同的，(2) 法或正义完全是个人主义地建立在人类个体或单个认同行为之上的。关于 (1)，马克思引入了人类本质（类本质）这一规范性概念。关于 (2)，他通过一个承认模型扩展了构成法权的认同。借此，他也在此语境下遵循了一种积累策略（见第 III. A.3.1.D 章）。

(5) 虽然生产者与其通过生产活动所生产的产品的认同是与人（个体或心理的个例）相关的。因此，社会交换在法权直觉中并非直接正面地被设定。但交换是与其相容的。因此，分工的社会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是以否定方式设定的：为了保持非异化，它必须保持统一性。为此，马克思发展了双重肯定的构想。每个生产者在生产其产品的过程中双重地肯定自己：(A) 他暂时地肯定他当下的个体独特性和感性直观的人格（见第 III.A.4.2 章，法权直觉的推导：(1)-(4)）。(B) 他在另一人通过交换而得以享用该产品的过程中，依然在肯定他自己。因为他（我）在他人（你）享用产品的过程中，将自己与两人共同的、他们（即我们）的一般本质（即我们）的独特性相认同。因此，如果在共同生产中，所有个体在相互享用所有产品的过程中能够成功地将自己认同为类本质，产品就能在交换中流转（参阅 IV, 2, 465 / 40, 462 f.）。

在马克思那里，类本质的概念在伦理学中作为规范性概念出现，在本体论中作为因果性概念出现，两者皆是直观呈现的。尽管马克思对现实的崇高性和正义的普遍性的构想既非唯名论的，也非多元论的。但可能的情况是，许多人对于涉及其整个生活的非异化劳动有着许多不同的设想。各色人等都可能对他们的生活抱有各种各样的期望。这会对法权直觉的认同条件产生影响。一个人体验为异化的关系，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被视为非异化的。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为我们多种类型的类本质相互负责？这个问题基于马克思的本体论仍然悬而未决。因此可能存在许多合法性总体。因此，合法的法将是一个内在矛盾的伪系统（一堆具有个体认同潜力的、值得过的合法性总体）。


4.4 自然 (3)


5 哲学

马克思希望以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身份，去探讨后来被称为“社会问题”的事物。社会世界中存在着苦难，许多人认为这种苦难是人为造成的，且具有系统性。这一诊断相当平庸，因为它在今天看来仍然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对此存在科学共识。

最后，现在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用什么样的恰当概念来描述马克思的 >写作< 创作。是哲学、宗教、科学还是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一个清晰的回答预设了必须从元哲学的角度厘清什么是哲学。这种厘清在哲学上显得不严肃，因为哲学界对此从未达成过共识。

因此，下文将勾勒出回答这一问题的系统性选项网络。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宗教性的，但它又是宗教性的。这主要源于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马克思的思想不是意识形态，但它又是意识形态性的。这主要源于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关联。马克思的思想究竟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可以同样合理地判定为其中任何一方。对这个问题的清晰回答在哲学上相当没有价值。对于当前理解马克思的元哲学问题意识而言，有价值的是作为对其科学思想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哲学性质之追问的回答的选项系统性（参见此处的 Brudney 1998）。

5.1 宗教

马克思的思想肯定不是宗教性的。因为宗教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道德和愤慨的反应（I, 2, 170 f. / I, 378：“受苦生灵的叹息”；参见 I, 27, 474 f. / 20, 294 f.）。

但是，颠倒的人的世界（市民社会）产生作为颠倒意识的宗教（I, 2, 170 f. / 1, 378）。幻景（Phantasmagorien）是由不公正的物质生活条件产生的智力迷雾（MEGA [1] I, 5, 15 f. / 3, 26 f.）。这些迷雾作为对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反射和回声而产生，是作为对苦难的反应而必然出现的苦难升华物。宗教徒随后在上帝这个全能的存在中寻找作为真正的人的自己。他对自己的理想形象是一种“幻景”（MEGA [1] I, 5, 247 / 3, 250）。宗教徒在认知或实践的避世中寻求幸福，这种避世由于他的不幸而显得必要（I, 2, 171 / 1, 379）。如果能与宗教幻觉和解，它能使苦难在主观和个体层面上变得更可忍受。宗教徒选择精神上的避世，而不是去对抗物质的不公和感性的枷锁（MEGA [1] I, 3, 283 f. / 2, 86 f.）。伴随着错误的意识，从道德上相关的苦难中得出了对苦难的错误反应。就此而言，宗教是颠倒的意识。

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元哲学肯定又是宗教。因为像宗教徒一样，他对苦难的不公正很敏感。如果仅涉及这一要素，马克思可以轻易接受 >宗教< 这一标签。但他的思想在认识论上也是宗教性的。因为他的伦理学具有末世论特征。而且他的认识论将科学性与一种认知的意义体验联系起来，这种体验只有上帝才能获得，就此而言，它使科学家变成了先知。

马克思在规范上有力地批判了不公正。现存状况必然是不公正的，因此必须被彻底克服。即使这种克服不是发生在彼岸，而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经验现实中，马克思的批判仍预设了不公正可以被彻底克服。这接近于（现世的）救赎概念。这之所以显得成问题，是因为并非每种（主观意识到的）苦难都在相关意义上是不公正的（客观上道德可憎的）。

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末世论宗教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从他的认识论中得出以下格局：（1）事实上存在许多科学家，且许多科学家主观上错失了目标（知识），因为他们持有错误的方法。（2）思辨哲学的方法是错误的（A），因为它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以非常差异化的方式成为了这方面的例子。因此，成功的方法不是抽象的，而是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具体）。经济学家的方法是错误的，尽管他们从事具体的（即以经验为导向的）科学。但是（B）他们在方法上缺乏正确的构想、概念和分析结构。（3）因此，如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重构出一种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存在一种具体的经验的且成功的科学（I, 2, 40 / 1, 241：“突变”）。成功的标准借用于符合论，这是马克思通过其非哲学对手的（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而不加反思地买进的（参见“回声”，MEGA[1] I, 5, 16 / 3, 26）。

然而，从这种科学的方法论中得出，在成功的情况下，它将引导科学家获得主观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他的思想总体在主观上有意识地把握作为总体的现实。主观的整体（他有意识的知识）与客观的整体（现实）处于一种卓越的关系中：在科学的表述和受科学影响的行动中，世界通过科学家的意识作用于其自身。他因此成为先知（II, 8, 108 / 23, 94; I, 2, 398 / 40, 54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基于其认识论和伦理学，也必须发展出一个积极的宗教概念。

5.2 意识形态

马克思将 → 意识形态 → 同样理解为颠倒的意识（MEGA [1] I, 5, 15–17 / 3, 26–28; MEGA [1] I, 3, 223 f. / 2, 55 f.）。他也将意识形态和宗教作为同义词使用（MEGA [1] I, 5, 16 / 3, 26）。成功的科学家的知识能够成功地将现实改变得更加公正，因为基于其方法，它在认识论上是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知识不是意识形态（MEGA [1] I, 3, 223 / 2, 55; II, 2, 101 / 13, 9; MEGA [1] I, 5, 20 f. 和 35 f. / 3, 31 和 46; II, 15, 306–308 / 25, 324–326; II, 1.1, 80–84 / 42, 81–84）。

但是，意识形态的产生不仅是作为在不公正社会状况中升华苦难的回声和反射。意识形态不仅由存在所生产（MEGA [1] I, 5, 15f. / 3, 26f.）。如果意识形态在于任意地、自发地仅仅以不同方式解释现实，那么它也可以通过错误的哲学方法产生（MEGA [1] I, 5, 535 和 20f. / 3, 7 和 31; MEGA [1] I, 3, 223f. / 2, 55f.; II, 1.1, 36f. / 13, 632; II, 15, 306 / 25, 324f.）。错误的方法导致科学幻想和错误的政治行动（II, 8, 507f. / 23, 559; II, 3.3, 771 / 26.2, 112; II, 3.4, 1279f. / 26.3, 84）。在方法上，意识形态是不严肃的。在政治上，它是顺从（I, 2, 18 和 105 / 1, 216 和 300; I, 1, 67 / 40, 326）。

但是：构成了成功科学家意识中知识的观念复合体及其动力学，使他在认知、言说和行动中成为社会的治愈先知。假设作为革命性思维的政治家的马克思就是这位先知，那么在前述意义上他就不是意识形态家，因为他的意识（作为前提）不是颠倒的。但是，这种使他区别于其他人（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非颠倒性，对他而言并非直接在认识论上是意识到的。相反，对他来说，这也只能从社会世界中的事实成功中推导出来。由于科学家作为先知仍然是人，因此对他而言，其知识的完整性、封闭性以及在现实中的本体论锚定，都不过是主观假设。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对手的颠倒意识的虚假性。因此，马克思基于其本体论，必须针对他们也发展出一个积极的意识形态概念。

5.3 科学 / 哲学

马克思与（迄今为止的）哲学保持距离。真正的科学和实证科学都始于现实生活。它们在其存在媒介中与自身同在（MEGA [1] I, 5, 16 / 3, 27; I, 2, 40 / 1, 241）。作为颠倒意识的哲学失去了知识的这种本体论存在基础，因此变成了糟糕的宗教和糟糕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用经验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对立于这种糟糕的哲学概念（II, 1.1, 41 / 42, 40：社会科学）。

这种作为思维活动的科学，只有当它在方法上恰当地达到对现实的反思时，才拥有知识：在方法上，这种科学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上与之相当的东西。这种科学将不仅是好的宗教和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还必须积极地、系统地——例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阐述其方法。

许多科学（物理学、化学等）的一个特征是，这类方法论反思正如其各自的学科教学法一样，并不是科学本身的一部分。如果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科学中科学方法论的理论阐述不属于其自身，人们可以考虑是否将其称为积极意义上的哲学。这个积极哲学的概念将把它定位为与其他科学并列的一门具体科学。也许马克思也想用社会科学取代哲学。如果他随后以社会科学家的身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就与哲学有着积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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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一方面引入了一系列新概念，如抽象劳动、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另一方面，他也使用了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如价值、货币、资本、利润或利息。然而，不仅马克思新创造的概念有其独特的含义，那些传统概念通常也不再以（或者至少不完全以）其传统意义被使用。马克思批判概念的一个维度正是在于揭示：不仅是个别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而且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本身，都对经济过程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颠倒视角，这种颠倒波及了它的所有概念。马克思论证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批判旧概念的使用，并为其新含义或新概念的含义奠定基础。在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第II.B章（特别是第4.2部分）以及第III.C.4章中，所有基本概念都必须已经被引入。在本章中详细阐述基本概念只会重复第II.B和III.C.4章中已给出的解释。因此，这里只简要回顾最重要的基本概念；随后将以关键词的形式，对一些在这里比在II.B和III.C.4中处理得更详细的核心概念进行阐述。

1 商品、价值和货币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是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的区分：劳动产品和服务在任何社会中都代表财富，而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中，大多数产品和服务获得了商品的形式。商品表现出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有用的物品和服务，即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们拥有交换价值，即与其他商品的一定交换比例。交换价值是一种抽象的经济价值的表现或表现形式，这种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并非某种准自然的东西，而是纯粹社会性的东西。纯粹社会性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这是商品拜物教的基础（参见关键词 → 拜物教）。

商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商品双重性质的基础在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双重性质：这种劳动一方面是具体劳动（木工劳动、缝纫劳动），它生产具体的使用价值（桌子或裤子）；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即抽以此木工劳动或缝纫劳动的具体特殊性为代价的劳动），它表现为抽象价值。抽象劳动是商品作为商品（即作为劳动产品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东西。就此而言，马克思称抽象劳动为商品的“共同的社会实体”（II, 6, 72 / 23, 52），作为这种实体的“结晶”，它们就是价值（同上）。因此，抽象劳动构成了价值实体。

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量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但是，形成价值的不是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在给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即每小时生产更多的产品，那么单个产品所需的劳动就会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关于这点的详细内容参见III.C.4）。

由于价值——一种纯粹的社会属性——在单个商品上根本无法捉摸，它需要一种自己的价值形式，一个作为价值表现的对立面。充当一般价值表现的商品处于货币形式。货币形式指称价值表现的一种特定形态；它不应与金属货币、纸币等货币形式混淆。必须将真正的货币与单纯的货币形式区分开来，即货币形式与一种特定商品的结合。某种特定商品获得货币形式（成为这种特定的价值表现），是商品所有者在交换中共同行动的结果——但这绝不是共同计划的、有意识的行动。当然，这也不是偶然的行动，商品所有者若不想在经济上灭亡，就必须按照商品的规定性行事。商品以货币表现的价值就是它的价格。因此，价格表现价值，尽管价格可能恰当地也可能不恰当地表现价值（经验上的市场价格并不围绕商品的价值量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波动，关于这点参见关键词 → 转型问题）。即使是非劳动产品，即没有价值的东西，也可以拥有价格。在商品流通中，货币随后获得各种货币职能。对货币形式、货币和货币职能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学中是没有对应物的。

2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

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既不是一笔钱也不是一堆商品，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预付出去以求增值的价值，马克思用资本的总公式 G-W-G 来表达：货币交换成商品，商品交换成更多的货币。回流的货币额 >G 与预付的货币额 G 之间的差额，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不断重新获取这种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目的。货币所有者只有在他将资本的这一目的作为自己的主观目的时，并在这一范围内，才是资本家。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交换的是等价物（相同的价值量），这种增殖，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如何可能的。马克思通过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商品——的存在来解释这一点。劳动力是人劳动的能力。工人（男或女）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由购买者根据其判断来使用。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工人和他家庭的正常再生产成本决定。历史上，被视为正常再生产水平的标准会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提到在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时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活劳动。如果通过这种劳动生产了新商品，那么新价值就形成了。如果工作日足够长，新形成的价值就会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购买者支付给劳动力所有者的）与新形成的价值（购买者获得的）之间的差额正是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劳动力所有者通过劳动形成的价值大于他们以工资形式获得的价值这一事实称为剥削。当然，马克思避免了任何道德评价，并强调劳动力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只能期望获得被交换商品的价值。如果商品的购买者从使用价值的消费中获得了某种特别的利益，这与商品的出卖者毫无关系（II, 5, 144 / 23, 208）。

货币所有者发现劳动力作为可出售的商品存在，这绝非理所当然。一方面，这预设了工人是政治上自由的，从而能够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奴隶或农奴做不到这一点）。但通常只有当劳动力是工人的唯一财产，即他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时，劳动力才会被真正出售。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两个阶级的根本不平等之上：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拥有货币和生产资料的阶级，另一方面有一个阶级，其成员虽然政治上自由，但基本上被排除在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外。这种特定的不平等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以“所谓的原始积累”为题进行了描述。

工人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劳动力的价值。但工资不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另一个名称，在工资中，似乎被支付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劳动形成价值，“但是劳动本身没有价值；”（II, 5, 434 / 23, 559）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劳动的价值是一个不合理的表述（irrationeller Ausdruck）。由于工资表现为对劳动价值的支付，劳动力所有者似乎又收回了他通过劳动形成的新价值，从而使剥削变得不可见。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并强调被出售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马克思标示了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3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在商品的生产中，不仅耗费了劳动，还使用了原材料、能源和机器。被消耗的材料的价值完全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中，机器的价值则根据其磨损程度转移进去。马克思将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缩写为 c），因为其价值在增殖过程中保持不变。相反，马克思将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缩写为 v），因为其价值发生变化：工人们获得 v 作为劳动力的报酬，但他们通过劳动形成了一个数额为 v + m 的新价值（其中 m 为剩余价值的缩写）。因此，预付资本为 c + v，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假设所有不变资本都被消耗）为 c + v + m。

马克思将比率 m / v 称为剩余价值率，它是劳动力受剥削程度的度量（但这绝不是工人生活水平的度量：在生产率高的情况下，较小的劳动力价值可能比较低的生产率下的高劳动力价值表现为更多的使用价值量）。

资本运动的目的是剩余价值。对于剩余价值或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没有标准，原则是：越多越好。资本的这一内在规律通过竞争的作用对单个资本家强制执行：他需要尽可能大的剩余价值以在个别资本的竞争中维持生存；因此，他将不断寻找增加剩余价值的可能性。

增加剩余价值基本上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在于延长劳动时间：形成更多的新价值，从而使新形成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增加。即使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工人的报酬因此略有增加，只要劳动力价值的增加小于新形成价值的增加，这个差额也会增大。马克思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19世纪，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增长最初导致了工作日的极度延长，摧毁了劳动者的健康。随后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对工作日的法律限制。

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可能性在于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如果在许多行业中劳动生产力提高，这在不降低雇佣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是可能的。此时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因此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量的价值也随之降低。从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下降了。马克思将这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导致生产条件的不断变革以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系统性应用。投入使用的机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昂贵，因此不变资本 c 相对于可变资本 v 增加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的价值构成 c/v 上升。然而，这些变革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剩余价值，这必然以牺牲人和自然为代价（II, 5, 410 f. / 23, 529 f.）。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雇佣工人和资本家有着对立的利益，这导致了持久的阶级斗争。斗争主要围绕工资的高低（即劳动力价值量中的历史和道德要素）、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及工作条件展开。

4 利润和利息

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马克思新引入的概念。它们不应与利润和利润率混淆。虽然剩余价值概念将资本增殖的结果与劳动力和耗费的劳动联系起来（即与使这种增殖成为可能的量联系起来），但利润则将资本增殖的结果与预付的总资本（c + v）联系起来，无论其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在数量上，这个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等的。但不相等的是剩余价值率 m/v 和利润率 m/(c + v)。

由于在工资中，劳动对产品价值的价值贡献似乎已经被支付了，现在看起来利润好像是资本（无论以何种方式）的果实。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关系（利润是资本的果实）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宣称这种关系是错误的，而是致力于展示这种错误的观点为何如此具有合理性外观。

如果利润与剩余价值在数量上相等，那么它的大小就不取决于预付总资本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可变资本的大小和剩余价值率。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那么等量的资本将获得不等的利润率。在利润率不相等的情况下，资本会离开利润率低的领域，流向利润率高的领域，直到利润率由于价格的涨跌而大致平均化（参见关键词 → 转型问题）。因此，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单个资本获得的不是与剩余价值等同的利润，而是与剩余价值不同的平均利润。同样，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再仅仅是偶然地偏离价值，市场价格现在围绕所谓的生产价格波动，这种价格使得所有资本能够获得大致相同的平均利润率。

如果一笔特定的货币作为资本被预付，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可以预期这笔资本会带来平均利润。货币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使用价值：人们不仅可以用它购买各类商品，还可以用货币赚取利润。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信用形式中，即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投资融资的信贷中，涉及的就是货币的这种额外使用价值。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借给另一个人，后者将其作为资本预付并获得利润。货币所有者获得从这个利润中支付的利息。对于货币所有者来说，他的钱变成了生息资本，他自己变成了货币资本家。那个借钱并将其作为资本使用的是职能资本家。他获得的是支付利息后剩下的利润；这个剩余量就是企业主收入（Unternehmergewinn）。利润分裂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对于作为预付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家来说也是相关的。他可以为这笔钱获得市场通行的利息，而无需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因此，表现为投资资本的特定果实的不是全部利润，而仅仅是企业主收入。由于总利润的数额可能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但正常的利率是一个统一的量，因此企业主收入在不同企业之间是波动的。现在看起来，利息似乎是单纯资本所有权的结果，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多少有些成功的企业经营行为的结果。这样一来，无论是利息还是企业主收入，似乎都与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任何特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再也看不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同样都是剥削的结果。

因此，工资、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对马克思来说不仅仅是中性的科学范畴，它们以一种颠倒、扭曲的方式表达了资本主义关系。对马克思而言，所有这些颠倒都在生产要素理论中达到顶峰，该理论也被当代主流经济理论的大部分视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在每个生产过程中都有三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要素相互独立地对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做出贡献。这三种要素分别以工资、利润（或利息）以及地租来支付，看起来仿佛它们对成品商品价值的各自贡献由此得到了补偿。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要素理论是对实际关系的颠倒。它掩盖了只有劳动才形成价值，而利润、利息和地租只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即对工人剥削的结果。马克思讽刺地将这种关于三种生产要素的观点称为三位一体公式（II, 4.2, 834 ff. / 25, 822；关于这点参见第III.B.5章关于拜物教的内容）。


5 拜物教

在《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题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差异。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之处既不在于其作为使用价值的属性，也不在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即耗费的劳动时间。神秘的是商品形式本身，因为“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的物的形式”，劳动耗费的持续时间取得了价值量的形式，而“生产者的关系”则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II, 6, 102 / 23, 86）。马克思尖锐地指出：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同上）。

马克思将劳动的社会性质被 >反射< 为劳动产品的对象性属性，以及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一现象，称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同上）。

在19世纪，“拜物教”（Fetischismus）一词尚未具有今天那种依附于特定对象 or 材料作为刺激物的性欲含义。这种词义要追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6）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之前，拜物教仅指特定的、主要出现于西非的宗教观念，即认为个别物体具有直接的魔力或超自然作用。在19世纪的欧洲，这类观念被视为非洲部落社会落后的证据。当马克思谈到 >商品拜物教< 时，他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绝不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启蒙和理性。当然，马克思不仅是在论战性地使用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对商品世界这一特殊性质的精确描述。

在关于《资本论》的文献中，拜物教在第一卷出版后的最初50年里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直到1923年，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通过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使其变得显赫，但同时他也将其转化为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卡尔·科尔施（1886–1961）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且此后被反复重申的论点，即马克思在其哲学阶段称为“自我异化”的东西，现在在他批判科学的阶段则称为“商品的拜物教”（1938, 104）。然而，这忽略了一点：对于早期的异化理论而言，对“人的本质”的指涉是构成性的，而拜物教理论则完全不需要这种指涉。拜物教也常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例如在年轻的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那里（1957, 437）。对此，马克思曾强调，拜物教性质绝非仅仅是生产者的错觉或想象，而是一种“散文气地实在的神秘化”（II, 2, 128 / 13, 35），是一种源于商品生产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的真实关系。虽然商品生产者通过社会分工在物质上相互依赖，但生产却是私人进行的。只有在交换中，生产者才发生社会接触，只有在交换中，他们的私人劳动才被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生产者而言，

»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它们本身的那样，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II, 6, 104 / 23, 87，我〔作者〕的强调）。

由于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取得了物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些物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生命，一种独立的动力。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已经相对于生产者而独立化了，这一点在每一次价格暴跌和每一次危机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商品虽然是由人生产的，但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它们并不受人控制。马克思总结道：

»它们〔交换者，Michael Heinrich注〕自己的社会运动在它们看来具有物的运动的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II, 6, 105 / 23, 89）

即使 >他们私人劳动的关系< 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它们本身的那样，即表现为 >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能看透整个关联。这些 >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是如何构成的，即它们归因于私人生产（在这种生产中，劳动的社会性质是在产品交换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对人们来说绝非直接透明（关于这种 >事后社会化< 的后果，参阅 Heinrich 2012）。因此，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某种特定社会中介的结果，这种关系反而似乎是进行交换的产品的对象性属性的表现，就此而言，马克思称之为 >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II, 6, 103 / 23, 86）。>虚幻的<（phantasmagorisch）并不是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身，而是那种认为这一关系是一种无中介的、纯粹的物的关系的看法（因此也称之为 >对象性的外观<，II, 6, 105 / 23, 88）。如果这种社会中介被遮蔽，那么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被理解为任何社会生活永恒不变的事实：»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在被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这〕是最终的«（同上）。

陷于拜物教并不是一种彻底的、无法克服的状态。然而，拜物教构成了对社会关系进行任何观察的一种背景。陷于商品生产关系之中的，不仅是生产者的自发日常意识，还有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承认，虽然政治经济学已经

»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隐藏在这些形式后面的内容。但它从未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II, 6, 110 f. / 23, 94 f.）

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恰恰没有提出关于被分析的形式规定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它忽视了产生这些形式的商品生产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私人耗费的劳动，只有在事后的交换中才被承认为（或者不被承认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商品生产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没有进入视野，那么商品生产就被视为自然的，商品生产的规律同时也就是亚当·斯密（1723–1790）所声称要描述的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律（关于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论证中的地位，Elbe 2005 和 Wolf 2002, 249 ff. 有详细论述，Grigat 2007 研究了马克思拜物教分析的多种接受情况）。

随着《资本论》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研究，对拜物教的分析还远未结束。在第二章中，马克思谈到了货币拜物教。黄金（或其他某物）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表现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这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仅仅因为所有商品所有者都把他们的商品与这个某物作为一般的价值表现联系起来，它才变成了货币。但这看起来好像这个某物生来就是货币：

»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表现其价值于它，相反，似乎其他商品都表现其价值于它，是因为它是货币。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II, 5, 58 f. / 23, 107 f.）

就像商品拜物教一样，在货币拜物教中，社会关系在货币上的独立化本身并不是错觉，而是对产生这种独立化的社会过程的遮蔽，从而使得后者表现为“自然的”。

资本拜物教也是如此。资本能够增殖，能够产生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其原因在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即在于资本家占有了通过劳动力耗费而形成的 >剩余价值< 这一事实（他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但获得了一个更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通过劳动力的使用新形成的；马克思将这两个价值量之间的差额称为剩余价值，参阅第二章 B.4.2）。这种剥削是由特定的阶级关系使之成为可能的，即一方是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工人阶级，另一方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然而，在工资的形式下（工资表面上支付的是已完成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的价值，参阅第二章 B.4.2），这种剥削关系变得难以辨认。看起来好像工人们对成品价值的贡献与例如原材料供应商的贡献没有任何区别。两者都为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做出了贡献，但也作为报酬获得了其贡献的等价物。如果成品的价值高于其生产所需的价值总和，那么这既不能归因于工人，也不能归因于原材料供应商，而只能归因于资本本身。资本必须拥有能够自我增殖的“神秘性质”（II, 5, 109 / 23, 169）。在产业资本（即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资本）那里，为了产生利润至少还需要一个生产过程，而在生息资本那里，这个过程也被省略了。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将生息资本称为资本关系的“最外在的、最具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II, 4.2, 461 / 25, 404）。

马克思只谈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文献中有时对该概念有些滥用的情况（工资拜物教、国家拜物教等）不能归因于马克思。不过，除了这三种拜物教形式外，马克思还认识到许多颠倒或神秘化（刚才讨论的工资形式中就存在这种颠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尾以“三位一体的公式”为题，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拜物教形式和神秘化（II, 4.2, 834 ff. / 25, 822 ff.）。这涉及这样一种观念：仿佛资本主义生产是由三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共同作用构成的，它们同等地为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做出贡献，并以工资、利润或利息以及地租的形式获得各自的报酬。在这种源于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观念中，在一种马克思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宗教”（II, 4.2, 852 / 25, 838）的自发意识中，客观和主观的生产条件（一方是生产资料和土地，另一方是人类劳动）与其特定的社会形式规定（生产资料取得资本的形式，土地取得地产的形式，劳动取得雇佣劳动的形式）被等同起来，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自然的、不可改变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可变的仅仅是各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必须共同作用，这却表现为一种社会自然规律。马克思总结道，在这个三位一体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II, 4.2, 852 / 25, 838）


6 危机

经济危机是社会经济再生产的严重扰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困境和匮乏导致了危机性的经济发展——粮食危机和饥荒是由粮食短缺引起的——而在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基于过剩的危机。商品的生产过剩导致它们根本无法出售，或者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致使生产者无法获利而破产。然而，商品的不可售性绝不意味着消费者的所有需求都已得到满足，它仅仅表明不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在经济科学中爆发了一场争论：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究竟是基于特定的偶然情况，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主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实际上是在无危机的状态下运行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接受了“萨伊定律”（以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命名），该定律指出，每一笔额外的供给都会创造等量的额外需求。在产生额外供给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额外的需求（因为需要原材料和工具，雇佣拿工资消费的雇佣工人，而通过额外商品获利的资本家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消费）。如果每一笔额外的供给实际上都产生了等量的额外需求，那么总供给就总是等于总需求。虽然单个行业的供给和需求不必一致，但如果一个行业存在供给过剩，那么在这一或多个其他行业中必然存在需求过剩。因此，根据萨伊定律，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经济危机，即不存在那种没有其他地方的需求过剩与之对应的普遍供给过剩。

如果假设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商品A—货币—商品B）与直接交换（商品A—商品B）之间只存在形式上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那么萨伊定律最容易得到证明。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商品A的供给实际上等同于对商品B的需求，而B的供给等同于对A的需求。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参见 II, 2, 165 f. / 13, 77 ff.），然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批评了这种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必然平衡的观念：交换的货币中介使得卖出商品A而不买入商品B成为可能。因此，交换的货币中介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II, 5, 74 / 23, 128）。马克思继续指出，经济学家们只能通过抽象掉货币来“证明”危机的不可能性。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仅仅有危机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危机实际上会发生（同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仅陈述了危机的存在及其破坏性潜力（参见 MEW 4, 467 f.），但未能提供真正的解释。他直到1857年开始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才尝试这样做。从《大纲》（Grundrisse）到《资本论》，随处可见对危机理论或多或少详细的探讨。然而，在马克思的任何文本中，都没有关于危机的总结性章节。他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探讨周期性危机过程与超周期性危机过程之间的区别（关于“小危机”与“大危机”的区别，参见 Altvater 1983）。如果从时间发展的角度考察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探讨（参见 Itoh 1976; Heinrich 2014, 341–370），就会发现其论证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既反映了马克思的危机经历，也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的范畴变化。仅凭这一点，就不能简单地将各种危机理论方法进行叠加。

马克思在《大纲》的开头就勾勒了一个抽象的危机概念：

“因为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基本要素，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它们的发生绝不需要重合。它们的互不相干可以发展到其中一个要素对另一个要素的固定化和表面上的独立化。但是，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个整体的要素，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独立的形式被暴力打破，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而在外部建立起来。”（II, 1, 127 / 42, 128）

马克思将危机理解为对那些相互归属但彼此独立化的要素（如买和卖，或生产和消费）内部统一的暴力恢复。马克思在后来的文本中也保留了这个抽象的危机概念（例如 II, 3, 1123 / 26.2, 501; II, 4.2, 377 / 25, 316），它清楚地表明了危机的双重性：一方面是一个暴力的、破坏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某种建设性的东西，即恢复相互归属要素之间已丧失的统一，从而为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基础。

在《大纲》（1857/58）中，马克思强调了危机的破坏性特征，并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一个时刻。这里也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性“崩溃”的唯一思考（II, 1, 581 f. / 42, 601，另见第 II.B.3.1 章）。然而，1857/58年的危机，即第一次真正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带来崩溃的趋势。危机很快就过去了，资本主义经济从中变得更加强大。马克思注意到，虽然危机对于依赖工资的人和那些破产的企业来说极具破坏性，但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却是完全具有生产性的。此后，在他的危机理论思考中不再有崩溃危机的构想，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一再宣称这种构想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例如 Grossmann 1929; Kurz 1991）。

在1861-63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辩论，成功确立了商品的生产过剩（没有遇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商品）与资本的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资本的生产过剩在于旨在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量的过剩（II, 3, 1153 f. / 26.2, 534，见第 II.B.3.4 章）。

随后，马克思研究了导致这种资本生产过剩的条件。在此过程中，他在不同的语境下提出了不同的危机原因，后来的接受者据此构建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相关内容参见 Berger 1979a; Hoff 2009, 276 ff.; Sablowski 2012）。

例如，在为《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手稿II中，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在其寿命中跨越单个生产过程的事物）的周转是“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 虽然资本投资的时期是非常不同且互不重合的。然而，危机总是构成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也或是或少地为下一个周转周期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II, 11, 132 / 24, 185 f.）

然而，马克思的论证更多地是指向危机可能会提前结束固定资本的周转，从而危机影响了这一周转，而不是周转能够影响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周期，这在各个行业中固定资本寿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也不太合理。马克思后来没有再回到这个缺乏说服力的结构上。

在《资本论》中还可以找到消费不足论危机理由的残留。在源自1864/65年第三卷手稿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中，马克思写道：

“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一方面是群众的贫穷，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II, 4.2, 540 f. / 25, 501）。

同样，在1868年至1870年间写成的第二卷手稿II中，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提到，它“不是受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一个绝大多数人总是贫穷且必须保持贫穷等的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II, 11, 308 / 24, 318, 脚注 32）。

然而，在1877年至1881年间写成的第二卷手稿VIII中，可以找到对消费不足论论点的根本性批判。在那里，马克思基于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讨论（总结在他的再生产图式中，见第 II.B.4.2 章）提出了批评。这些表明，无论工资高低，总资本的再生产都是可能的，因此低工资绝不必然导致危机。此外，他反驳消费不足论者：

“危机每一次都恰恰是由一个时期准备好的，在这个时期中，工资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在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份额。[] 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这样的条件，即不顾善意或恶意，它只允许工人阶级享有暂时的相对繁荣，而且这总是作为危机的风暴鸟。”（II, 11, 742 / 24, 409 f.）

从这些晚期的探讨可以清楚地看出，不能将《资本论》第三卷（基于1864/65年手稿）中的危机理论思考绝对化；后来为第二卷撰写的手稿部分修正了该手稿的陈述。尽管如此，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争论仍集中在第三卷，因为在那里的第15章，紧接着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讨论，有着对危机理论问题最详细的探讨。在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中，这些更多是暂时的和非系统性的评论。然而，这些内容被恩格斯在他编辑的第三卷中进行了处理、重新排列并加上了小标题，从而传达出比原始文本强得多的连贯性印象。最后，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但这在MEGA²发表原始手稿之前并不清楚）给这个第15章加上了标题“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这导致人们误以为马克思想要将他的危机理论构想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直接后果。在很大一部分文献中，危机理论也正是被这样理解的：由于“规律”，导致利润率下降，结果造成资本的“过度积累”，并最终导致不断重演的资本主义危机（例如 Mattick 1974）。但马克思对此的思考仍停留在非常初步的层面上：马克思陈述了生产力提高、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和相对过剩人口的不同影响，然后得出如下较为模糊的结论：

“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在这个空间，时而在那个空间并存，时而在时间上相继发生，这种对抗性因素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发泄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是使被扰乱的平衡得到恢复的暴力的爆发。”（II, 4.2, 323 / 25, 259）

这类紧随“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之后的思考只构成了马克思探讨的一部分。马克思还思考了各种与该“规律”完全无关的危机趋势，因此这些趋势也完全独立于该“规律”是否能成立（关于论证问题参见下一个词条）。

因此，马克思也考察了一种基于利润率下降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II, 4.2, 325 / 25, 261，恩格斯在多处将“资本的生产过剩”替换为“过度积累”，这个概念随后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讨论中被广泛采用），这种下降“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如在“规律”中所表述的那样，M.H.注]，而是由于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增加”（II, 4.2, 326 / 25, 262）。这种方法后来也被称为“利润挤压”（profit-squeeze）或“利润钳制”理论，例如 Glyn/Sutcliffe (1974) 用它来分析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趋势的最一般表述就在马克思探讨的开头。马克思没有假设任何特殊条件，他只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马克思用对这一目的的追求来论证危机的存在。他指出，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过程（>Exploitation>）所发生的条件，与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即将其转化为可以再次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并不重合。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它们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积累欲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样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redundancy of capital）与日益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结合在一起，是丝毫不矛盾的 []。”（II, 4.2, 312 f. / 25, 254 f.）

虽然剥削仅仅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界限（就生产力提高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最大化增长的障碍而言，关于相对剩余价值见第 II.B.4.2 章），但剩余价值的实现既在“社会的消费力”中存在障碍——工资应尽可能低——也在“积累欲”中存在障碍，即资本家依据未来获利机会而定的投资行为。通过引入投资行为，马克思脱离了消费不足论的论证，尽管他没有进一步论证“积累欲”受什么限制。为此，还必须考虑手稿后面才讨论的信用制度的积极作用，它既有助于积累的扩张也有助于其收缩。在那里马克思指出：“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物质发展 []。同时，它加速了危机 []。”（II, 4.2, 505 / 25, 457）在第15章中，在不考虑信用制度的情况下关于危机所说的一切，必然是不完整的。如果马克思计划在《资本论》中独立处理危机理论，那不可能是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之后，而只能是在信用理论之后。

不过，至少在1864/65年，马克思还没打算在《资本论》中阐述这样的危机理论。在第三卷手稿的结尾，他总结了所有超出《资本论》叙述范围的内容：

“在论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它们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要把世界市场及其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业和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等等这些过程撇开不谈，也就是说，不谈这些过程表现为支配生产当事人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并作为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与生产当事人相对立的实际运动。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等等不属于我们的计划，我们要说明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可以说是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II, 4.2, 853 / 25, 839）

1864/65年手稿中的思考虽然是迈向危机理论的重要步骤，但绝非已完成（或几近完成）的结果，但这在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大部分文献中却被如此假设。《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远未完成，这不仅是因为叙述的抽象水平；理论本身还有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在马克思1870年代的信件中也表现得很明显。1873年5月31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能“用数学确定危机的主要规律”（MEW 33, 82）。如果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危机过程就必须以极大的规律性运行。马克思提出关于数学确定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他对这种规律性还完全不清楚。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也很有启发性。在那里，马克思写道，他无法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当时计划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

“直到目前英国的工业危机达到顶峰之前。这次的现象很独特，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以往 [] 因此必须观察目前的进程，直到事情成熟，然后才能‘生产性地消费’它们，即‘理论上地’消费。”（MEW 34, 370 f.）

正如提到的“理论”消费危机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关心的不是几个说明性的数据，而是他希望通过分析这场危机获得新的见解。马克思本人在上述信件中指出，国家银行的角色和货币市场的国际交织是影响危机进程的重要因素。此外，在这场危机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危机类型，一种持续数年的停滞，这与马克思所熟知的快速的周期性衰退和同样快速的回升不再有任何关系（马克思在1880年12月12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强调了危机极不寻常的持续时间以及同时缺乏货币恐慌，MEW 34, 463）。

因此，马克思不想在危机达到顶峰之前出版《资本论》是完全合理的。他的研究过程尚未进展到能够提供一个——哪怕是非常抽象的——危机理论阐述的程度。这一论断绝不会贬低1864/65年手稿中关于危机理论的见解。特别是马克思从追求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来解释危机的纲领，即使在2008年之后的最近几次危机过程中，相比于试图用——原则上可避免的——市场体制缺陷或经济政策失误来解释危机的各种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方法，依然保持着其吸引力。


7 “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确信，虽然资本主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显著波动，但在长期内会下降。然而，关于利润率这种长期下降的原因却存在争议。亚当·斯密提出了资本竞争加剧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加，它们之间的竞争斗争会愈演愈烈，从而迫使个别企业降低价格，这将减少其利润（Smith 1979, 111）。然而，反驳的论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被迫降低其销售价格，那么当他们购买机器和原材料时，其采购价格也必然会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的销售价格和采购价格都下降，那么所获得的利润率是否会下降就绝不是确定的了。

同样确信利润率会长期下降的李嘉图，则用人口增长来论证。人口增长将需要更多的食品，因此必须耕种越来越多的耕地。这导致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从而产出更低的产量。谷物价格会上涨，为了使工人们能够买得起日益昂贵的食品，工资也必须上涨，这最终会导致利润下降（Ricardo 1951, 110 ff.）。马克思反对李嘉图的论证，他认为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其生产率绝非必然下降。马克思密切关注了农业化学当时取得的进步，并知道通过人工施肥可以显著提高土壤产量。

因此，马克思绝不是第一个断言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人，但他声称自己是第一个为这一定律找到了一贯理由的人：他认为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如《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所阐述的那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食品和消费品的价值会降低，劳动力价值随之下降。在通过劳动力的消耗新形成的价值总额中，用于支付劳动力的部分将减少，相应地，留给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部分将增加（见第 II.B.4.2 章）。

马克思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有三种基本可能性：工人的协作、分工和机器的使用。虽然协作的增加或分工的加强通常不会给资本所有者带来额外的成本，但这与机器的使用情况不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型改良机器通常比旧机器更昂贵。由于预付资本由机器和原材料的成本（不变资本 c）以及工资成本（可变资本 v）组成，预付资本 c + v 将会增加，资本的价值构成 c/v 也会增加。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利润率 m/(c + v) 会下降（其中 m 代表剩余价值）。

关于利润率规律最详尽的论证出现在1864/65年为《资本论》第三卷撰写的手稿的第三章中。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时以此手稿为基础。在恩格斯那里，手稿的第三章变成了第三篇，包含第13、14和15章。如果在下文中提到章节，指的就是恩格斯的这种划分。

马克思的阐述在内容上划分得很清楚：首先，他阐述了“规律本身”，即由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不变资本投入的增加，利润率会下降（第13章）。之后，马克思列举了六种“起反作用的原因”，它们可以阻碍利润率的下降，甚至暂时使其逆转（第14章）。在规律和反作用原因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看到了对利润率实际运动的解释，即利润率绝非单调下降，而是交替上升和下降，但——正如19世纪普遍持有的观点那样——长期来看会下降。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最初的章节随后转入关于危机倾向的不太系统的思考，这些思考经过恩格斯的大力修改、重新以此排列并加上标题，作为第15章呈现。

在试图论证利润率下降时，马克思没有对市场形式或竞争条件做进一步的假设。他仅仅假定了在第一卷中考察过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方式。因此，马克思声称已经“证明”了利润率下降是“出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性质”（II, 4.2, 296 / 25, 231）。如果他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利润率规律必须适用于所有表现出相应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在20世纪，“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属于马克思理论中讨论最多的点之一。不仅坚定的马克思批评者质疑马克思论证的一致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当然，也有人做出了大量努力来加强马克思的论证，并反驳批评者提出的论点。在试图使马克思的规律“合理化”的过程中，亨宁（Henning, 2006）收集了大量此类支持性论点。对这些思考的批判性讨论见海因里希（Heinrich, 2007 和 2014，第8章）。围绕马克思“规律”的争论无法在此一一复述。下文仅讨论在关于马克思利润率规律的争论中反复出现的马克思论证的基本问题。

为了展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有效性，马克思必须首先证明“规律本身”的有效性（他试图在第13章中这样做），其次必须阐明，“起反作用的原因”在长期内只能阻碍但不能阻止利润率的下降。我将从讨论第二点开始。

马克思指出的起反作用的原因包括：（1）通过延长工作日和加强劳动强度而出现的“劳动剥削程度”的增长，（2）“工资被压低到其价值之下”，（3）不变资本要素的廉价化，（4）“相对过剩人口”，即由于生产力进步而失业的工人，这会压低工资，（5）对外贸易，这既可以使不变资本要素也可以使食品（进而使劳动力）变得便宜，最后是（6）股份资本，因为其增殖不是以平均利润率为导向，而是以利息率为导向，因此股份资本较低的增殖不计入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II, 4.2, 301–310 / 25, 242–250）。

如果马克思现在声称所有这些反作用原因都不能废除该规律，他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对利润率发展起相反作用的定量趋势。为了证明利润率在长期内朝一个方向移动，马克思必须指出，在长期内一种趋势在数量上强于另一种趋势。然而，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尝试进行这种定量比较。这可以通过第三个“起反作用的原因”来演示。关于生产力提高的效果，马克思指出：


“简言之，就是那种使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在量上增加的发展，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减少了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从而使得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不断增加，但并不和不变资本的物质数量按同一比例增加”（II, 4.2, 305 / 25, 246）。



马克思在这里断言，不变资本数量的增加大于其廉价化，但他没有给出理由。然而他很清楚，情况也可能相反：


“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的量可能增加，而它的价值仍保持不变，甚至反而减少。”（同上）



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可以在计算机工业中找到：新的更强大的型号往往比几年前的旧型号更便宜。为什么在长期内不变资本的增加应该强于其廉价化，马克思只是进行了断言。甚至找不到试图进行的论证。其他起反作用的原因情况也类似，因此它们是否能废除该规律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在如果有谁反驳说马克思的假设是“合理的”，说相反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那就误解了当一个人声称存在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时所背负的举证责任。无可争辩的是，存在许多利润率可能下降的状况。但马克思不仅想指出利润率可能下降，他还想阐明它在长远来看实际上会下降。那么他就必须证明，从长远来看，起反作用的原因实际上无法阻止这种下降。

然而，许多争论根本不是关于这些“起反作用的原因”的作用，而是关于马克思是否成功地充分论证了“规律本身”。如果这里已经存在疑问，那么对“起反作用的原因”的讨论就是多余的了。

马克思通过考察利润率公式 m / (c + v) 的一个数字示例开始了对“规律本身”的讨论，在示例中他增加了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保持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下降（II, 4.2, 285 f. / 25, 221 f.）。然而，这里完全忽略了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效应，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就在手稿的下一页，他解释说，“即使劳动剥削程度提高”，利润率也会下降（II, 4.2, 287 / 25, 223）。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


“结果显而易见：因为在这个劳动所推动的物化劳动即生产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却不断减少，所以，这个活劳动中无酬的、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必然会按不断减少的比例减少。”（同上）



马克思现在考察的不是比率 m / (c + v)，而是“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与被推动的物化劳动的比率。由这些劳动量形成的价值量一方面是 v + m，另一方面是 c。因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比率 (v + m) / c（它独立于剩余价值率）会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即 m / (c + v) 也会变得越来越小。然而，只有当不变资本的廉价化程度低于其各要素的增长时，(v + m) / c 才会下降。如果廉价化与这种增长一样强，那么 c 的价值保持不变。但是，即使接受 (v + m) / c 变得越来越小的假设，也不能自动得出利润率也会下降的结论。虽然 (v + m) / c 是 m / (c + v) 的一个上限，即：

(v+m)/c>(v+m)/(c+v)>m/(c+v)


但是，只有当上限降至零时，受其限制的量才必须在某个时候也随之下降。如果上限不是趋于零而是趋于一个正值，那么受限的量就有可能从下方（即以上升的方式）趋于这个正值。因此，如果想证明利润率必须在某个时候下降，就必须证明量 (v + m) / c 趋于零，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参见 Holländer 1974 的讨论）。

因此，在他所谓的利润率下降的证明中，马克思将一些本该先证明的东西预设为已知的。在他于第15章试图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下利润率下降的不可避免性的另一个思考中，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马克思主张，如果一个资本雇佣的工人数量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下降，那么这减少了的工人数量所形成的剩余价值量在某个时候也必然会减少：


“2个工人，即使能靠空气生活，根本不需要为自己工作，也提供不出同24个工人（假定每人只工作2小时 [显然指的是2小时剩余劳动，M. H.]）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因此，用提高工人剥削程度的方法来抵销工人人数的减少，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限度确实不可逾越，所以它能够阻碍利润率的下降，能够延缓这种下降，但不能废除这种下降。”（II, 4.2, 321 f. / 25, 257 f.）



这一论证的开头是无可反驳的，无论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2个工人形成的剩余价值都会比之前的24个工人少。但是，从剩余价值量的下降推断出利润率必然下降，只有当为了雇佣这2个工人所需的总资本 𝑐+𝑣 至少与以前雇佣那24个工人所需的一样大时，才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条件是否满足绝非清楚明了。即使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雇佣2个工人的可变资本也仅为雇佣24个工人所需可变资本的1/12。但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只需雇佣2个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应该已经显著下降。因此，可变资本将远低于以前价值的1/12。如果总资本要保持不变，不变资本不仅必须增加，而且其增加的数额必须等于可变资本减少的数额。如果不变资本增加得较少（并且没有理由从一开始就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正如马克思正确推断的那样，不仅剩余价值量减少了，而且为所考虑的这两名工人所需的总资本也减少了。但是，如果剩余价值量和总资本都减少，那么利润率的下降就以剩余价值量的减少速度快于总资本的减少速度为前提。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剩余价值量的这种更快下降是合理的。

这让我们面临一个基本问题，这是任何关于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的论证所面临的。由于利润率是两个量的数量比率，仅证明一个量的上升或下降是不够的，必须始终比较这两个量各自下降或上升的速度，才能对利润率的发展做出陈述。然而，这里缺乏进行这种速度比较的前提条件。看不出该如何论证一个量比另一个量上升或下降得更快。如果将利润率公式 m / (c + v) 的分子和分母都除以 v，即约去 v，这不会改变分数的数值，这一点就变得特别清楚。此时利润率 p 的表达式为：

𝐩′=𝐦/𝐯𝐜/𝐯+1


分子是剩余价值率，分母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加1。基于《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马克思可以假设，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都会上升。为了证明利润率长期下降，必须证明在长期内剩余价值率的上升速度慢于价值构成的上升速度。但这需要生产力提高的程度与为此所需的不变资本增加的规模之间存在一种规律性的联系。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演示。假设 m 和 v 各为 100。那么 m / v = 1，剩余价值率等于 100%。进一步假设生产力在所有行业平均翻了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将减半，剩余价值将相应扩大。生产力提高后，v = 50，m = 150，剩余价值率为 150/50 = 3 或 300%。也就是剩余价值率增加了两倍。利润率是否下降取决于分母是如何发展的。c / v 是否增长强劲，以至于 c / v + 1 增加超过两倍？假设在生产力提高之前 c = 100（v = 100 同上），那么 c / v = 1，生产力提高前分母的总值为 2。由于生产力提高后剩余价值率增加了两倍，为了使利润率至少保持不变，分母必须增加两倍；为了使其下降，分母必须增加超过两倍。为了使分母增加两倍（即其总值从 2 升至 6），c / v 必须增加四倍（即从 1 升至 5）。由于生产力提高后 v 从 100 减半至 50，为了达到这种五倍关系，c 必须从 100 增长到 250，因为 250/50 = 5。只有当不变资本增长得更强劲，例如从 100 到 260，分子才会增加超过两倍，利润率才会下降。但是，在生产力的翻倍（或任何其他增长）与不变资本数量增加的特定最小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能断定在某些情况下，生产力提高 x% 需要不变资本至少增加 y%。如果我们无法指出这种联系，那么我们也就不知道特定的剩余价值率提高是伴随着大量还是少量额外的不变资本。因此，我们无法对利润率公式中分子 (m/v) 和分母 (c/v+1) 增长速度的比率做出陈述。因此，在马克思试图论证利润率规律的一般层面上，关于利润率长期运动的方向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它可以下降，可以上升，也可以保持不变。

在辩论的这一阶段，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经验确定利润率的发展，从而判定马克思的利润率规律是否正确。除了所有的统计困难（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必须首先转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此外，由于基准年的变化和统计涵盖量定义的变化，长期的统计比较是有问题的）之外，人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利润率规律是对未来做出的陈述，而统计数据总是涉及过去。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发现利润率在过去因为马克思列举的原因下降了。但这并不能决定未来是否也会如此。

在1864/65年之后，再没有马克思明确探讨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文本。然而，假设他在1870年代仍坚持该规律的有效性可能有些草率。1875年，马克思在一份长篇手稿中试图探究利润率运动的“规律”（MEGA² II, 14, 128 f.）。MEGA² 的编辑们给这份手稿加上了编者按标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处理”。通过大量的数字示例，马克思考察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量关系。这些例子表明，即使在 c 增长的情况下，利润率的下降也绝不像马克思在 1864/65 年假设的那样理所当然。虽然在本文中没有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进行明确的讨论，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手边册中发现了一条手写注释，这表明他不再从这个规律出发；至少这条注释与该规律直接矛盾：


“这里供以后说明用：如果扩大只是定量的，也就是说，在同一企业里，而在资本较大和较小的情况下，利润量和预付资本的大小成正比。如果定量扩大引起定性变化，那么较大量资本的利润率同时也提高。”（MEGA² II, 8, 906，马克思的强调；恩格斯编辑的没有强调的文本见：II, 8, 591 / 23, 657）。



“只是定量的扩大”指的是在价值构成 c/v 保持不变情况下的资本增长，“定性的扩大”指的是在 c/v 同时提高情况下的资本增长。后者正是马克思在1864/65年论证利润率下降时的状况——现在他却假设利润率会上升。

如果人们接受“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实际上无法被论证，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这一规律的缺失是否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基石丢失了。在1864/65年的手稿中，马克思赋予了这一规律巨大的意义，但这与其说是为了理解具体的发展，不如说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局限性的表现，这也体现在“经济学家们对利润率下降的恐惧”中：


“但是在他们对其下降的利润率的惊恐中，重要的是这一点：他们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方式，而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它在财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和财富生产本身相冲突的。”（II, 4.2, 310 / 25, 252）



但马克思还知道一系列其他的点，这些点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受限的。例如，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讨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时，他就强调商品生产属于一种社会形态，“在那里，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II, 6, 111 / 23, 95）。

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构成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在《资本论》中，关于危机理论最详细的讨论出现在第三卷第15章，紧接在利润率规律的处理之后，标题为：“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位置和标题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危机理论是利润率规律的直接后果，反之亦然，即没有利润率规律就没有危机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如此激烈地捍卫。如上所述，第15章归功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排列和编辑。该章节那个建立起与规律如此紧密联系的标题也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然而，对文本的仔细阅读表明，只有一部分关于危机理论的思考与利润率规律有直接联系。对于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更大部分论述来说，这一规律绝非相关。即使没有这个“规律”，也可以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见第 III.B. 7 章）。


8 转形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不变资本 c（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固定资本，即那些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持续存在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是由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这部分新创造的价值中，一部分补偿了可变资本 v（支付的工资）；剩余部分是剩余价值 m，预付资本因此而增殖。因此，商品的总价值为 c + v + m。在《资本论》的前两卷中，马克思假定商品是按其价值出售的。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考察了利润（相对于预付总资本 c + v 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率 m / (c + v)。资本家感兴趣的是后者，即利润率，因为这是要被最大化的目标。超出商品资本主义成本价格 (c + v) 的盈余应尽可能大。在第 II.B.4.2 章中已经表明，各个部门如果按商品价值进行交换，会导致不平等的利润率：在合理的假设下，即不同部门的剩余价值率 m / v 大致相同，不同的价值构成 c/v（这在不同部门是可以预期的）会导致等量的资本使用不同数量的 v，从而获得不同数量的剩余价值量。马克思假设通过资本竞争来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这样做的结果是，低利润率部门的供给减少，从而导致价格上涨，而高利润率部门的供给增加，价格下跌。某些部门价格上涨导致那里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剩余价值，而其他部门价格下跌也导致利润下降。利润率呈现出平均化的趋势。然而，这样一来，商品就不再按价值交换，单个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再等同于那里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马克思将那些能使所有资本获得相同利润率的价格称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用一个计算示例来说明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他首先根据价值量计算平均利润率 𝑝（剩余价值总额除以所有成本价格之和）。然后，他将生产价格得出为成本价格 𝑐+𝑣 与平均利润之和，平均利润由 𝑝×(𝑐+𝑣) 得出：

生产价格=𝐜+𝐯+𝐩′(𝐜+𝐯).


换句话说，商品的成本价格仍然按价值计算，平均利润仅仅是部门之间剩余价值量重新分配的结果。因此，各平均利润之和等于各剩余价值之和，生产价格之和等于价值之和。

在文献中，这种转换方法的种种问题经常在 → 转形问题 → 这一名称下被讨论：如果成本价格是按价值计算的，那就假定了资本家能按价值 c 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工人们也能按价值购买其消费资料（这决定了 v）。但是，如果所有商品都按其生产价格出售，它们就不能同时按价值被购买。不过，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既然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成本价格进入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形成，既然生产价格可能偏离商品的价值，那么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就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商品总价值中由进入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所构成的那个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的这种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等于该商品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就总是有可能发生误差。对我们目前的考察来说，没有必要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论述。« (II, 4.2, 241 f. / 25, 174)

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极大地低估了这个问题。问题不仅在于生产价格的水平可能与马克思的计算略有偏差，更在于整个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定量转换方法受到了质疑，因为该方法是基于成本价格以价值形式进入生产价格……


1 商品、价值与货币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一方面引入了一系列新概念，如抽象劳动、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另一方面，他也使用了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如价值、货币、资本、利润或利息。然而，不仅马克思新创造的概念有其独特的含义，传统概念通常也不按其传统含义使用，或者至少不完全按其传统含义使用。马克思批判概念的一个维度就在于指出，不仅政治经济学的个别代表人物，而且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都对经济过程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颠倒视角，这种颠倒触及了其所有概念。马克思论证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批判旧概念的使用，并论证其新含义或新概念的含义。因此，在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的第II.B章（尤其是第4.2部分）以及第III.C.4章中，所有基本概念都必须已经被引入。在本章中详细阐述基本概念，只会重复已在II.B和III.C.4中给出的解释。基于这个原因，这里只简要回顾最重要的基本概念；随后将以单独的词条形式介绍一些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将在这里得到比在II.B和III.C.4中更为详细的处理。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是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的区分：劳动产品和服务在任何社会都构成财富，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中，大多数产品和服务获得了商品的形式。商品表现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它们是有用的物品和服务，即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们拥有交换价值，即与他种商品的一定交换比例。交换价值是一种抽象经济价值的表现或表现形式，马克思不将其视为某种准自然的东西，而将其视为某种纯粹社会性的东西。某种纯粹社会性的东西表现为物的属性，这是商品拜物教的基础（参见词条 → 拜物教）。

商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商品二重性的基础在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种劳动一方面是具体劳动（木匠劳动、裁缝劳动），生产具体的使用价值（一张桌子或一条裤子）；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抽像掉其作为木匠劳动或裁缝劳动的具体特殊性的劳动），它表现为抽象价值。抽象劳动是商品作为商品（即作为劳动产品的特定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东西。因此，马克思称抽象劳动为商品的“共同的社会实体”（II, 6, 72 / 23, 52），作为这种实体的“结晶”，它们就是价值（同上）。因此，抽象劳动构成了价值实体。

物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量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但形成价值的不是个别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指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即每工时生产更多的产品，那么单个产品所需的劳动就会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详见III.C.4）。

由于价值——一种纯粹的社会属性——在单个商品上根本无法捉摸，因此它需要一种自己的价值形式，一个充当价值表现的对立面。那种充当一般价值表现的商品，处于货币形式。货币形式指代价值表现的一种特定形态；不应将其与金属货币、纸币等货币的各种形式相混淆。必须将单纯的货币形式与现实的货币区分开来，即货币形式与一种特定商品的结合。某一特定商品获得货币形式（成为这种特定的价值表现），是商品所有者在交换中共同行动的结果——但绝非共同计划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然而，这也并非偶然的行动，商品所有者必须按照商品的形式规定行事，否则将面临经济灭亡的惩罚。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就是其价格。因此价格表现价值，但价格可能恰当地，也可能不恰当地表现价值（然而，经验上的市场价格并不围绕商品的价值量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波动，参见词条 → 转型问题）。甚至非劳动产品，即没有价值的东西，也可以拥有价格。在商品流通中，货币随后获得了各种货币职能。货币形式、货币和货币职能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学中是没有对应物的。


2 剩余价值与劳动力

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既不是一笔货币，也不是一堆商品，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即为了增殖自身而被预付的价值，马克思用资本的总公式 >G-W-G 来表达这一点：货币交换成商品，商品被交换成更多的货币。马克思将流回的货币额 >G 与预付的货币额 G 之间的差额称为剩余价值。不断重新获取这种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目的。货币所有者只有在将资本的这一目的作为他自己的主观目的的范围内和时间内，才是资本家。


3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既不是一笔货币数额，也不是一堆商品，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为为了增殖而预付的价值，马克思用资本的总公式 G-W-G 来表达这一点：货币交换成商品，商品交换成更大的货币数额。马克思将流回的货币额 G 与预付的货币额 G 之间的差额称为剩余价值。不断重复获取这种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目的。货币所有者只有在将资本的这一目的作为其主观目的时，并在这一范围内，才是资本家。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交换的是等价物（同等的价值量），这种增殖，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如何可能的。马克思通过一种特殊商品的存在来解释这一点，即劳动力商品。劳动力是人劳动的能力。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买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使用。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工人和他家庭的正常再生产成本决定。历史上，被视为正常再生产水平的标准是变化的，因此马克思提到在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时包含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活劳动。如果通过这种劳动生产了新商品，那么就形成了新价值。如果工作日足够长，新形成的价值就会大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买者支付给劳动力所有者的）与新形成的价值（买者获得的）之间的差额正是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劳动力所有者通过劳动形成的价值大于其以工资形式获得的价值这一现象称为剥削。不过，马克思不做任何道德评价，并强调劳动力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只能期望获得被交换商品的价值。如果商品买者从使用价值的消费中还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利益，这与商品卖者毫不相干 (II, 5, 144 / 23, 208)。

货币所有者发现劳动力作为可供出售的商品存在，这一点绝非理所当然。这首先以工人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从而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前提（奴隶或农奴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但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劳动力是工人唯一的财产，当他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时，劳动力才会被真正出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两个阶级根本不平等的基础上：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拥有货币和生产资料的阶级，另一方面必须有一个阶级，其成员虽然政治上自由，但却被大体上排除在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外。这种特定的不平等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进行了描述。

工人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劳动力的价值。但工资不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另一个名称，在工资中，被支付的似乎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劳动形成价值“但它本身没有价值；”（II, 5, 434 / 23, 559）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劳动的价值是一个不合理的表达。由于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的支付，劳动力所有者似乎又收回了他通过劳动形成的新价值，从而使剥削变得不可见。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并强调被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马克思标示出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3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在生产一种商品时，不仅要消耗劳动，还要使用原材料、能源和机器。被消耗的材料的价值完全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中，机器的价值则根据其磨损程度转移进去。马克思将预付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缩写为 c），因为其价值在增殖过程中保持不变。相反，马克思将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缩写为 v），因为其价值会发生变化：工人获得 v 作为其劳动力的报酬，但他们通过劳动形成了一个数额为 v + m 的新价值（m 为剩余价值的缩写）。因此，预付资本为 c + v，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假设全部不变资本都被消耗掉）为 c + v + m。

马克思将 m / v 的比率称为剩余价值率，它是劳动力受剥削程度的度量（但绝不是工人生活水平的度量：在生产率高的情况下，较小的劳动力价值可能比较低的生产率下较高的劳动力价值体现为更多的使用价值量）。

资本运动的目的是剩余价值。对于剩余价值或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没有限度，原则是：越多越好。资本的这一内在规律通过竞争的作用强制实行于单个资本家身上：他需要尽可能大的剩余价值，以便在单个资本的竞争斗争中维持生存；因此，他会不断寻找增加剩余价值的可能性。

增加剩余价值基本上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延长劳动时间：形成更多的新价值，从而使新形成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增加。即使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工人的报酬因此略有增加，只要劳动力价值的增加少于新形成的价值的增加，这一差额仍会扩大。马克思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19世纪，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增长最初导致了工作日的极度延长，摧毁了工人的健康。随后的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对工作日的法律限制。

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可能性是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如果许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提高，这在不恶化雇佣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是可能的。那时，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从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量也只具有较低的价值。因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下降了。马克思将这种提高剩余价值的方法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导致生产条件的不断变革以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系统性应用。使用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昂贵的机器，使得不变资本 c 相对于可变资本 v 增加。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的价值构成 c/v 上升。然而，这些变革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剩余价值，这必然以牺牲人和自然为代价（II, 5, 410 f. / 23, 529 f.）。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雇佣工人和资本家有着对立的利益，这导致了持续的阶级斗争。斗争主要涉及工资水平（即劳动力价值量中的历史和道德因素）、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及劳动条件。


4 利润与利息

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马克思新引入的概念。它们不应与利润和利润率混淆。虽然在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中，资本增殖的结果是与劳动力和付出的劳动相关联的，也就是与使这种增殖成为可能的那个量相关联；但在利润中，资本增殖的结果则是与预付总资本 (𝑐+𝑣) 相关联，完全不管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的。在数量上，这里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等的。然而，剩余价值率 m/v 和利润率 m/(𝑐+𝑣) 是不相等的。

由于在工资中，劳动对产品价值的价值贡献似乎已经得到了支付，因此现在看起来，利润（无论以何种方式）似乎就是资本的果实。虽然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关系（利润是资本的果实）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但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宣称这种关系是错误的，而是致力于展示为什么这种错误的观点显得如此合情合理。


5 拜物教

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马克思新引入的概念。它们不应与利润和利润率混淆。虽然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将资本增殖的结果与劳动力和耗费的劳动联系起来，也就是与促成这种增殖的量联系起来；但利润则将资本增殖的结果与预付总资本 (𝑐+𝑣) 联系起来，完全不管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的。在数量上，这个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等的。然而，剩余价值率 m/v 和利润率 m/ (𝑐+𝑣) 是不相等的。

由于在工资中，劳动对产品价值的价值贡献似乎已经得到了支付，现在看起来利润好像（无论以何种方式）是资本的果实。虽然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关系（利润是资本的果实）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但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宣布这种关系是错误的，而是致力于展示这种错误的观点为何如此看似有理。

如果利润在数量上与剩余价值相等，那么其大小就不取决于预付总资本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可变资本的大小和剩余价值率。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那么同样大小的资本将获得不等的利润率。在利润率不等的情况下，资本会离开利润率低的领域，涌向利润率高的领域，直到利润率通过价格的涨跌大致拉平（参见关键词 → 转型问题 → ）。因此，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单个资本获得的利润并非等同于剩余价值，而是不同于剩余价值的平均利润。此外，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再仅仅是偶然地偏离价值，现在的市场价格围绕所谓的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这种价格使得所有资本能够获得大致相同的平均利润率。

如果一定数额的货币作为资本被预付，那么在正常条件下可以预期这笔资本会带来平均利润。货币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使用价值：人们不仅可以用它购买各类商品，还可以用货币赚取利润。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信用形式中，即不是用于资助消费而是资助投资的信用中，关键就在于货币的这种额外使用价值。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借给他人，后者将其作为资本预付并获取利润。货币所有者获得从该利润中支付的利息。对于货币所有者来说，他的货币变成了生息资本，他自己变成了货币资本家。那个借入货币并将其作为资本使用的是职能资本家。他获得支付利息后剩下的利润；这个剩余量就是企业主收入。利润分裂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对于那些自有资金作为资本预付的资本家也是相关的。他可以为这笔钱获得市场通行的利息，而无需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就此而言，作为投资资本的特定果实出现的并不是全部利润，而仅仅是企业主收入。由于总利润的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但正常利率是一个统一的量，因此企业主收入在不同企业之间是波动的。现在看起来，利息似乎纯粹是资本所有权的结果，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多少有些成功的企业经营行为的结果。这样一来，无论是利息还是企业主收入，都与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任何特定的关系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已经看不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同样都是剥削的结果了。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工资、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并非简单的中立科学范畴，它们已经以一种颠倒、扭曲的方式表达了资本主义关系。对于马克思而言，所有这些颠倒都在生产要素理论中达到了顶峰，该理论在当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大部分内容中也被视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在每个生产过程中都有三个生产要素协同作用——劳动、资本和土地——并且这三个要素相互独立地对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做出贡献。这三个要素分别通过工资、利润或利息以及地租获得支付，看起来仿佛它们各自对成品商品价值的贡献由此得到了报偿。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要素理论是对实际关系的颠倒。它掩盖了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利润、利息和地租只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即剥削工人的结果。马克思讽刺地将这种关于三个生产要素的观点称为三位一体公式（II, 4.2, 834 ff. / 25, 822; 参见关于拜物教的第三章 B. 5）。


6 危机

在《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题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提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差异。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之处既不在于它是使用价值这一属性，也不在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即耗费的劳动时间。神秘的是商品形式本身，因为“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的物化形式”，劳动耗费的持续时间取得了价值量的形式，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则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II, 6, 102 / 23, 86）。马克思尖锐地指出：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同上）。

劳动的社会性质被反射为劳动产品的物的属性，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马克思将此称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同上）。

在19世纪，“拜物教”（Fetischismus）一词尚未具有今天那种依附于特定物体 or 材料作为刺激源的性欲含义。这种词义可以追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6）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之前，拜物教仅代表特定的、主要出现于西非的宗教观念，即认为个别物体直接具有魔力或超自然作用。在19世纪的欧洲，这种观念被视为非洲部落社会落后的证据。马克思通过谈论商品拜物教，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绝非像它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启蒙和理性。当然，马克思不仅是为了论战性地使用这个词，更是为了精确描述商品世界的特定性质。

在关于《资本论》的文献中，拜物教在第一卷出版后的头50年里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直到1923年，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通过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使其变得显赫，但同时也将其转化为涵盖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且此后被多次重复的论点，即马克思在其哲学阶段称为“自我异化”的东西，现在在他批判科学的阶段则称为“商品的拜物教”（1938, 104）。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即对于早期的异化理论而言，对“人的本质”的指涉是构成性的，而拜物教理论则完全不需要任何此类指涉。拜物教也常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例如青年哈贝马斯（Habermas，生于1929年）（1957, 437）。对此，马克思曾强调，拜物教性质绝非生产者一方单纯的欺骗或想象，而是一种“平凡而现实的神秘化”（II, 2, 128 / 13, 35），是一种源于商品生产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的现实关系。虽然商品生产者通过社会分工在物质上相互依赖，但生产是私人进行的。生产者只有在交换中才发生社会接触，他们的私人劳动只有在交换中才被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对于生产者而言，

“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它们本身的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II, 6, 104 / 23, 8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由于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取得了物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些物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生命，一种独立的动力。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确实相对于生产者独立化了，这在每一次价格暴跌和每一次危机中都表现出来。虽然商品是由人生产的，但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它们不受人控制。马克思总结道：

“它们[交换者，M. H.]自己的社会运动在它们看来具有物的运动的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II, 6, 105 / 23, 89）

即使私人劳动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它们本身的样子，即表现为物的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看透了整个联系。这些物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构成的，它们归因于私人生产（在这种生产中，劳动的社会性质是在产品交换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这对人们来说绝不是直接透明的（关于这种事后社会化的后果，参阅 Heinrich 2012）。因此，物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似乎并不是某种特定社会中介的结果，这种关系反倒像是被交换产品的物的属性的表现，就此而言，马克思称之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II, 6, 103 / 23, 86）。虚幻的不是物的社会关系，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无中介的、纯粹的物的关系（因此也称之为“物的假象”，II, 6, 105 / 23, 88）。如果社会中介被遮蔽，那么物的社会关系就会被理解为任何社会生活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形式虽然只是对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才有效，……在被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显得]是终极的”（同上）。

这种受拜物教束缚的状态并非是彻底的、不可逾越的。然而，拜物教构成了任何关于社会关系观念的一种背景。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不仅是生产者的自发日常意识，还有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承认，虽然政治经济学已经

“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隐藏在这些形式里面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未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II, 6, 110 f. / 23, 94 f.）

由于政治经济学恰恰没有提出关于被分析的形式规定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它就忽视了产生这些形式的商品生产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即私人耗费的劳动，它只有在事后，在交换中才被承认为（或不被承认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商品生产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没有进入视野，那么商品生产就被视为自然的，商品生产的规律同时也就是亚当·斯密（1723–1790）所声称要描述的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律（关于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论证中的地位，Elbe 2005 和 Wolf 2002, 249 ff. 有详细论述，关于马克思拜物教分析的多样化接受史，Grigat 2007 进行了研究）。

随着《资本论》第一章中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研究，对拜物教的分析还远未结束。在第二章中，马克思谈到了货币拜物教。黄金（或其他东西）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表现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这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仅仅因为所有商品所有者都把他们的商品与这个东西作为一般的价值表现发生关系，它才变成了货币。但这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生来就是货币：

“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它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II, 5, 58 f. / 23, 107 f.）

正如商品拜物教一样，在货币拜物教中，社会关系在货币上的独立化本身并不是欺骗，而是产生这种独立化的社会过程的遮蔽，使得后者看起来是“自然的”。

资本拜物教也是如此。资本能够增殖，能够产生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其原因在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即在于资本家占有了通过劳动力耗费而形成的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他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但获得了一个更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通过劳动力的使用新形成的；这两个价值量之间的差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见第二章.B.4.2）。这种剥削是由特定的阶级关系成为可能的，即一方面是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然而，在工资的形式下（工资表面上支付的是已完成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见第二章.B.4.2），这种剥削关系变得无法辨认。看起来似乎工人和女工对成品价值的贡献方式，与例如原材料供应商没有任何区别。两者都对生产商品的价值做出了贡献，但也作为报酬获得了他们贡献的等价物。如果成品的价值高于生产它所需的价值总和，那么这既不能归因于工人，也不能归因于原材料供应商，而只能归因于资本本身。资本必须拥有“神秘的性质”（II, 5, 109 / 23, 169），能够自我增殖。虽然在产业资本（即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资本）中，为了产生利润至少还需要一个生产过程，但在生息资本中，这个过程也消失了。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称生息资本为资本关系的“最外在的、最具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II, 4.2, 461 / 25, 404）。

马克思只谈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文献中有时对该术语有些泛滥的使用（工资拜物教、国家拜物教等）不能以马克思为依据。不过，除了这三种拜物教形式外，马克思还知晓许多颠倒或神秘化（刚才讨论的工资形式中就存在这种颠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尾以“三位一体公式”为标题，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拜物教形式和神秘化（II, 4.2, 834 ff. / 25, 822 ff.）。这涉及这样一种观念：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是由三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共同作用构成的，它们同等地对所生产产品的价值做出贡献，并以工资、利润（或利息）以及地租的形式获得各自贡献的报酬。在这种源于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观念中，一种被马克思称为“日常生活的宗教”（II, 4.2, 852 / 25, 838）的自发意识，将客观的和主观的生产条件（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和土地，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与其特定的社会形式规定（生产资料取得资本的形式，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劳动取得雇佣劳动的形式）等同起来，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自然的、不可改变的生产方式。历史上可变的仅仅是各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但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必须共同作用，却表现为一种社会自然规律。马克思总结道，在这个三位一体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II, 4.2, 852 / 25, 838）

References


6 危机

经济危机是对社会经济再生产的严重扰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物资匮乏和短缺状况——粮食危机和饥荒是由粮食短缺引起的——也曾出现过危机性的经济发展，但在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由于过剩而引发的危机。商品的过剩生产（Überproduktion）导致它们根本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致使制造商无法获利而破产。然而，商品的不可销售性绝不表示消费者的所有需求都已得到满足，它仅仅表明不存在有支付能力的请求（zahlungsfähige Nachfrage）。

在经济科学领域，爆发了一场关于此类生产过剩危机是基于各自的特殊情况，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的争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主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其实是可以无危机运行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接受了“萨伊定律”（以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命名），该定律指出，每一个额外的供给都会创造等量的额外需求。在生产额外供给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额外的需求（需要原材料和工具，雇佣领取工资并将其消费的雇佣工人，以及通过额外商品获利的资本家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花费利润）。如果每一个额外的供给确实产生等量的额外需求，那么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虽然单个行业的供给和需求不必一致，但如果一个行业出现供给过剩，那么在一个或多个其他行业中必然存在需求过剩。因此，根据萨伊定律，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经济危机，即出现没有其他地方的过剩需求相对立的普遍供给过剩。

如果假设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商品A—货币—商品B）与直接交换（商品A—商品B）之间只存在形式上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别，那么萨伊定律最容易得到论证。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商品A的供给确实等同于对商品B的需求，而B的供给等同于对A的需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参阅 II, 2, 165 f. / 13, 77 ff.）以及随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已经批评了这种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必然平衡的观念：交换的货币中介使得卖出商品A而不买商品B成为可能。因此，交换的货币中介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II, 5, 74 / 23, 128）。马克思继续指出，经济学家们只有通过抽象掉货币，才能“证明”危机的不可能性。不过，马克思也坚持认为，仅凭危机的可能性还不能说明危机确实会发生（同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仅仅陈述了危机的存在及其破坏性潜力（参阅 MEW 4, 467 f.），但还未能提供真正的解释。他直到1857年起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才尝试对此进行解释。从《大纲》（Grundrisse）到《资本论》，随处可见对危机理论或多或少详细的探讨。然而，在马克思的任何文本中，都没有关于危机的总结性章节。他也从未探讨过周期性危机与跨周期（überzyklischen）危机过程的区别（关于“小”危机与“大”危机的区别，参阅 Altvater 1983）。如果考察马克思危机理论探讨的时间发展脉络（参阅 Itoh 1976; Heinrich 2014, 341–370），就会发现其论证发生了重大偏移，这既反映了马克思的危机经历，也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的范畴变化。因此，简单地将各种危机理论方法相加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在《大纲》的开头就已经勾勒了一个抽象的危机概念：


“由于买和卖这二者作为流通的本质要素，彼此处于互不关心的状态，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分离的，所以它们绝不需要重合。它们的互不关心可能发展到把一种要素对另一种要素的巩固和貌似独立化。但是，既然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的要素，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一独立的形式被强制打破，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由外部建立起来。”（II, 1, 127 / 42, 128）



马克思将危机理解为对那些虽相互关联但已彼此独立化的要素（如买和卖，或生产和消费）内部统一性的暴力重建。即使是马克思在后来的文本中依然保留的这一抽象危机概念（例如 II, 3, 1123 / 26.2, 501; II, 4.2, 377 / 25, 316），也清楚地表明了危机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暴力的、破坏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某种建设性的东西，即恢复相互关联要素之间已失去的统一性，从而为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基础。

在《大纲》（1857/58）中，马克思强调了危机的破坏性特征，并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时刻。在这里也能找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性崩溃的唯一思考（II, 1, 581 f. / 42, 601，另见第 II.B.3.1 章）。然而，1857/58年的危机，即第一次真正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带来崩溃的趋势。危机很快就过去了，资本主义经济从中走出并变得更强。马克思注意到，虽然危机对于雇佣劳动者和那些破产的企业来说极具破坏性，但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完全是具有生产性的。此后，在他的危机理论思考中不再有崩溃危机的构想，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一再声称这种构想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例如 Grossmann 1929; Kurz 1991）。

在1861–63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辩论，成功地确定了商品的生产过剩（即没有遇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商品）与资本的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资本的生产过剩在于旨在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量的过剩（II, 3, 1153 f. / 26.2, 534，见第 II.B.3.4 章）。

随后，马克思研究了导致这种资本过剩的条件。在此过程中，他在不同的语境下列举了不同的危机原因，后来的接受者据此构建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参阅 Berger 1979a; Hoff 2009, 276 ff.; Sablowski 2012）。

例如，在为《资本论》第二册撰写的手稿 II 中，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在其寿命中跨越单个生产过程的资本）的周转是


“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 虽然资本投资的时期是极不相同、互不一致的。然而，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为下一个周转周期提供新的物质基础。”（II, 11, 132 / 24, 185 f.）



然而，马克思的论证更多地是倾向于危机可以提前结束固定资本的周转，从而危机影响这一周转，而不是周转能够影响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周期，鉴于各个行业中固定资本的寿命截然不同，后一种观点也不太合理。马克思随后没有再回到这种不太令人信服的构想上。

在《资本论》中还能找到消费不足理论危机论证的残留。在1864/65年为第三册撰写的手稿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马克思写道：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II, 4.2, 540 f. / 25, 501）。



同样，在1868年至1870年间撰写的为第二册准备的手稿 II 中，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提到它“不是受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贫困这就必然始终贫困的那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等等”（II, 11, 308 / 24, 318, 脚注 32）。

然而，在1877年至1881年间撰写的为第二册准备的手稿 VIII 中，可以找到对消费不足理论论点的根本性批判。马克思在那里的批判基于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讨论，这些讨论总结在他的再生产图式中（见第 II.B.4.2 章）。这些图式表明，总资本的再生产在工资高或低的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因此低工资绝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危机。此外，他反驳消费不足理论家说：


“危机每一次都恰恰是由于一个时期作为准备的，在这个时期，工资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地在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 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一些条件（与善意或恶意无关），它们只是暂时容许工人阶级享有相对的繁荣，而且这种繁荣总是作为危机的乌鸦（预兆）。”（II, 11, 742 / 24, 409 f.）



这些后期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基于1864/65年手稿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危机理论思考不应被绝对化；后来为第二册撰写的手稿部分修正了该手稿的说法。尽管如此，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争论仍集中在第三卷，因为在那里的第15章，紧接着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讨论之后，有着对危机理论问题最详细的探讨。在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中，这属于相当初步和非系统性的评论。然而，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时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加工、重新排序并加上了小标题，从而传达出一种比原文大得多的连贯性印象。最后，恩格斯（而非马克思，这在 MEGA² 发布原始手稿之前并不清楚）给这个第15章加上了标题“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这导致人们误以为马克思想要将他的危机理论构想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直接后果。在很大一部分文献中，危机理论也正是被这样理解的：由于该“规律”，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造成资本的“过度积累”，最终引发不断重演的资本主义危机（例如 Mattick 1974）。但马克思对此的思考仍停留在非常初步的层面上：马克思指出了生产力提高、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和相对过剩人口的不同影响，然后得出了一个相当模糊的结论：


“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在这个空间并在，时而在那个时间继起，使互相冲突的作用力周期地在危机中爆发。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为恢复遭到破坏的平衡而产生的暴力的爆发。”（II, 4.2, 323 / 25, 259）



这类紧随“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之后的思考，仅仅构成了马克思探讨的一部分。马克思也反思了各种与该“规律”毫无关系的危机趋势，因此这些趋势也完全独立于该“规律”是否成立（关于该规律成立理由的问题，见下一个词条）。

因此，马克思也考虑了一种“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II, 4.2, 325 / 25, 261，恩格斯在多处将“资本的生产过剩”替换为“过度积累”，这一概念后来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讨论中被广泛采用），这种过剩基于利润率的下降，而这种下降“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如“规律”中所表述的那样，M. H. 注]，而是由于可变资本的金钱价值上升”（II, 4.2, 326 / 25, 262）。这种方法后来也被称为“利润挤压”（profit-squeeze）或“利润钳制”理论，并被例如 Glyn/Sutcliffe (1974) 用于分析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趋势的最普遍表述，出现在马克思探讨的开头。马克思没有预设特殊条件，他只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马克思用对这一目的的追求来论证危机的存在。他指出，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过程（“Exploitation”）发生的条件，与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即将其转化为可以再次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的条件，是不一致的。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它们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变动范围或大或小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积累欲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绝不是矛盾的是，资本的过剩（redundancy of capital）与日益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结合在一起 []。”（II, 4.2, 312 f. / 25, 254 f.）



剥削仅仅在生产力发展中找到界限（就生产力的提高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最大化提升的限制而言，关于相对剩余价值见第 II.B.4.2 章），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则存在障碍，既在于“社会的消费力”——工资应尽可能低——也在于“积累欲”，即资本家的投资行为，这种行为以未来获利的机会为导向。通过引入投资行为，马克思脱离了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证，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论证“积累欲”是受什么限制的。对此，还应考虑手稿后面才讨论的信用制度的积极作用，它既有助于积累的扩大，也有助于积累的收缩。在那里，马克思指出：“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同时，它加速了危机 [……]。”（II, 4.2, 505 / 25, 457）在第15章中，在不考虑信用制度的情况下关于危机所作的论述必然是不完整的。如果马克思计划在《资本论》中对危机理论进行独立处理，那么这种处理不可能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之后就进行，而必须在信用理论之后才可能。

然而，至少在1864/65年，马克思还没打算在《资本论》中阐述这样一种危机理论。在第三册手稿的结尾，他总结了所有超出《资本论》叙述范围的内容：


“在论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它们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不讨论：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周期、工业和商业的循环、繁荣和危机的交替等等，以怎样的方式对当事人表现为压倒一切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表现为盲目的必然性。之所以不讨论，是因为现实的竞争运动等等在于我们的计划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理想的平均状态中表现出来。”（II, 4.2, 853 / 25, 839）



1864/65年手稿中的思考虽然是迈向危机理论的重要步骤，但绝非成品（或接近完成的结果），尽管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大部分文献都这样假设。《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远未完成，不仅是因为叙述的抽象水平；理论上还有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这也体现在马克思1870年代的信件中。1873年5月31日，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是否可能“用数学方法确定危机的主要规律”的问题（MEW 33, 82）。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危机过程必须以极大的规律性运行。马克思提出数学确定的问题，表明他对这种规律性还完全没有把握。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也很有启发性。马克思在信中写道，他无法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当时计划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


“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达到顶峰之前。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独特，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以往 [……] 因此，必须观察目前的发展过程，直到事情成熟，然后才能‘生产性地消费’它们，即‘理论地’消费。”（MEW 34, 370 f.）



正如“理论地”消费危机这一说法所表明的，马克思关注的不是几个说明性的数据，而是他希望从对这次危机的分析中获得新的见解。马克思本人在上述信件中列举了国家银行的作用和货币市场的国际交织作为影响危机进程的重要因素。此外，这次危机还表现出一种新的危机类型，一种持续数年的停滞，这与马克思所熟知的快速的周期性衰退和同样快速的复苏已毫无关系（马克思在1880年12月12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强调了这次危机的异常持续时间，同时却缺乏货币恐慌，MEW 34, 463）。

因此，马克思不想在危机达到顶峰之前出版《资本论》是完全正当的。他的研究过程尚未进展到能够提供哪怕是非常抽象的危机理论阐述的程度。这一结论绝非要贬低1864/65年手稿中的危机理论见解。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从追求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来解释危机的方案，在2008年后的最近一轮危机过程中，相比于试图用——原则上可避免的——市场体制缺陷或经济政策失误来解释危机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方法，依然保持了其吸引力。

7 “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确信，短期内可能剧烈波动的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长期来看会下降。然而，关于这种利润率长期下降的理由却存在争议。亚当·斯密提出了资本竞争加剧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加，它们之间的竞争斗争会变得更加激烈，迫使个别企业降低价格，从而减少其利润（Smith 1979, 111）。但反驳意见显而易见：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被迫降低其销售价格，那么当他们购买机器和原材料时，其购买价格也必然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的销售价格和购买价格都下降，那么所实现的利润率未必会下降。

李嘉图同样确信利润率长期下降，他用人口增长来论证。人口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食品，因此必须耕种越来越多的耕地。这导致必须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产量降低。谷物价格会上涨，为了让工人能买得起日益昂贵的食品，工资也必须上涨，最终导致利润下降（Ricardo 1951, 110 ff.）。针对李嘉图的论证，马克思反驳说，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其生产率未必会下降。马克思密切关注了农业化学当时取得的进步，并知道通过人工施肥可以显著提高土地产量。

因此，马克思绝非第一个断言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人，但他声称是第一个为该规律找到一致性理由的人：他将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如《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所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基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食品和消费品的价值会降低，劳动力价值随之下降。在通过消耗劳动力新创造的价值总额中，用于支付劳动力的部分减少，相应地留在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增加（见第 II.B.4.2 章）。

马克思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有三种基本可能性：工人的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使用。虽然协作的增加或分工的加强通常不会给资本所有者带来额外成本，但机器的使用则不同：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型改良机器通常比旧机器更贵。由于预付资本由机器和原材料成本（不变资本 c）和工资成本（可变资本 v）组成，预付资本 c + v 会上升，资本的有机构成 c/v 也会上升。马克思因此推断，利润率 m/(c + v) 会下降（其中 m 代表剩余价值）。


7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利润率规律在1864/65年创作的《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第三章中得到了最详细的论证。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时以此手稿为基础。在恩格斯那里，手稿的第三章变成了第三篇，包含第13、14和15章。下文若提到“章”，指的都是恩格斯的这种划分。

马克思的阐述在内容上划分清晰：首先，他阐述了“规律本身”，即由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不变资本投入的增加，利润率会下降（第13章）。随后，马克思列举了六种“起反作用的因素”，它们可以阻碍利润率的下降，甚至暂时使其逆转（第14章）。马克思认为，通过规律与起反作用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利润率的实际运动，它绝非单调下降，而是交替地上升和下降，但长期来看——这是19世纪普遍认同的观点——它会下降。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的趋向下降”。马克思原本的这一章最后进入了关于危机趋势的不太系统的思考，这些内容经过恩格斯的大力修订、重新排序并加上标题后，作为第15章呈现出来。

在试图论证利润率下降时，马克思没有对市场形式或竞争条件做进一步的假设。他仅仅预设了他在第一卷中考察过的、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因此，马克思声称已经“证明”利润率下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性质”中产生的（II, 4.2, 296 / 25, 231）。如果他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利润率规律必须适用于所有表现出相应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在20世纪，“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属于马克思理论中讨论最多的点之一。不仅坚定的马克思批评者质疑马克思论证的一致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当然，人们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加强马克思的论证，并反驳批评者提出的论点。亨宁（Henning, 2006）在试图使马克思的规律“合理化”时，收集了大量此类支持性论点。海因里希（Heinrich, 2007和2014，第8章）对这些思考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关于马克思“规律”的争论无法在这里一一复述。下文仅涉及在关于马克思利润率规律的争论中反复出现的马克思论证的基本问题。

为了展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有效性，马克思首先必须证明“规律本身”的有效性（他在第13章中试图这样做），其次必须阐明“起反作用的因素”长期内只能阻碍但不能阻止利润率下降。我将从讨论第二点开始。

马克思指出的起反作用的因素有：（1）通过延长工作日和强化劳动而出现的“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2）“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3）不变资本要素的廉价化；（4）“相对过剩人口”，即由于生产力进步而失业的工人和女工，这压低了工资；（5）对外贸易，它可以使不变资本的要素以及生活资料（从而劳动力）变得便宜；最后是（6）股份资本，因为其增殖不以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为导向，而是以利息率为导向，因此股份资本较低的增殖率不计入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II, 4.2, 301–310 / 25, 242–250）。

当马克思现在断言所有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都不能废除该规律时，他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对利润率发展起相反作用的数量趋势。为了证明利润率长期向一个方向运动，马克思必须指出，从长期来看，一种趋势在数量上强于另一种趋势。然而，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尝试进行这样的数量比较。这一点可以通过第三个 → 起反作用的因素 → 来演示。关于生产力提高的作用，马克思指出：

“简言之，同一种发展，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量依其同可变资本的关系来说日益增长，一方面又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在不断增长，但不和不变资本的物质规模按同一比例增长”（II, 4.2, 305 / 25, 246）。

马克思在这里断言，不变资本量的增加大于其廉价化，但他没有给理由。然而他很清楚，情况也可能相反：

“在个别场合，不变资本的量可能增加，但它的价值保持不变，甚至会跌落。”（同上）

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可以在计算机行业中找到：新型号性能更强但比几年前的旧型号更便宜的情况并不少见。为什么在长期内不变资本的增加应该强于其廉价化，马克思只是这样断言了。甚至找不到尝试性的论证。其他起反作用的因素情况类似，因此它们是否能废除该规律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有人反驳说马克思的假设是“合理的”，相反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就误解了当声称存在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时所背负的论证任务。无可争辩的是，存在许多利润率可能下降的状况。但马克思不仅想指出利润率可能下降，他还想阐明它从长远来看确实会下降。那么他就必须证明，从长远来看，起反作用的因素确实无法阻止这种下降。

然而，许多争论根本不是关于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的作用，而是关于马克思是否成功地充分论证了“规律本身”的问题。如果这里已经存在疑问，那么对“起反作用的因素”的讨论就是多余的了。

马克思通过考察利润率公式 m / (c + v) 的一个数字例子来开始讨论“规律本身”，其中他增加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而让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下降（II, 4.2, 285 f. / 25, 221 f.）。然而，这里完全忽略了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效应，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在手稿的下一页就解释说，“即使劳动剥削程度提高”，利润率也会下降（II, 4.2, 287 / 25, 223）。为什么会这样呢？

“既然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即生产上消费的劳动资料的量相比，总是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无酬的、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是以不断减少的比例进行着。”（同上）

马克思现在考察的不是 m / (c + v) 的比率，而是“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与被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的比率。由这些劳动量形成的价值量一方面是 v + m，另一方面是 c。因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比率 (v + m) / c（它独立于剩余价值率）会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即 m / (c + v) 也会变得越来越小。(v + m) / c 的下降只有在不变资本的廉价化程度低于其各要素的增长时才会发生。如果廉价化与这种增长一样强，那么 c 的价值保持不变。但是，即使人们接受 (v + m) / c 变得越来越小的假设，也不能由此自动得出利润率也下降的结论。虽然 (v + m) / c 是 m / (c + v) 的上限，因为：

(v+m)/c>(v+m)/(c+v)>m/(c+v)


但是，只有当上限趋向于零时，受其限制的量才必须在某个时候同样下降。如果上限不是收敛于零而是收敛于一个正值，那么受限的量就有可能从下方（即以上升的方式）收敛于这个正值。因此，如果想证明利润率在某个时候必须下降，就必须证明 (v + m) / c 这个量趋向于零，而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参见 Holländer 1974 的相关讨论）。

在他所谓的利润率下降的证明中，马克思把必须先证明的东西当作了既定的前提。马克思在第15章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下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性时，另一处思考也是这种情况。在那里，马克思提出，如果一个资本雇用的工人数量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减少，那么由减少了的工人数量所形成的剩余价值量在某个时候也必须减少：

“2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不可能和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一样多，虽然后者每人只工作2小时[显然是指2小时剩余劳动，M. H.]，即使前者可以靠空气生活，因而根本不必为自己工作。因此，用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办法来抵消工人人数的减少，是有一定限度的；它虽然可以阻碍利润率的下降，使之延缓，但不能废除这个规律。”（II, 4.2, 321 f. / 25, 257 f.）

这个论点的开头无可反驳，无论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2个工人形成的剩余价值肯定比之前的24个工人少。但是，从剩余价值量的减少推导出利润率必然下降，只有当雇用这2个工人所需的总资本 𝑐+𝑣 至少与以前雇用24个工人所需的一样大时，才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条件是否满足绝非显而易见。即使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雇用2个工人的可变资本也仅为雇用24个工人的可变资本的1/12。但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只需雇用2个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应该也已大幅下降。因此，可变资本将远低于以前价值的1/12。如果总资本保持不变，不变资本不仅必须增加，而且增加的量必须等于可变资本减少的量。如果不变资本增加得较少（而且没有任何论据可以从一开始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不仅——如马克思正确推断的那样——剩余价值量减少了，而且用于所考察的这两个工人的总资本也减少了。但是，如果剩余价值量和总资本都减少，那么利润率的下降是以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快于总资本的减少为前提的。然而，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这种剩余价值量更快的下降是有理由的。

至此，我们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任何关于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的论证都面临这个问题。由于利润率是两个量的数量关系，仅证明一个量的上升或下降是不够的，必须始终比较这两个量的下降或上升各自的速度，以便对利润率的发展做出陈述。但这缺乏进行这种速度比较的前提条件。看不出如何能论证一个量比另一个量上升或下降得更快。如果将利润率公式 m / (c + v) 的分子和分母都除以 v，即用 v 约分，这一分数的数值不变，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明显。于是得到利润率 p 的表达式：

𝐩′=𝐦/𝐯𝐜/𝐯+1


分子是剩余价值率，分母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加1。基于《资本论》第一卷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马克思可以假设，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都会上升。为了证明利润率长期下降，必须证明长期内剩余价值率的上升速度慢于价值构成的上升速度。但这需要生产力提高的程度与为此所需的不变资本增加的规模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的联系。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演示。假设 m 和 v 各为 100。那么 m / v = 1，剩余价值率为 100%。进一步假设，所有行业的生产力平均翻了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将减半，剩余价值将相应扩大。生产力提高后，v = 50，m = 150，剩余价值率为 150/50 = 3 或 300%。也就是剩余价值率变成了三倍。利润率是否下降，取决于分母如何发展。c / v 的上升幅度是否大到使 c / v + 1 增加至三倍以上？假设生产力提高前 c = 100（v = 100 如上所述），那么 c / v = 1，生产力提高前分母的总值为 2。由于生产力提高后剩余价值率变成了三倍，分母必须变成三倍才能使利润率至少保持不变，变成三倍以上才能使利润率下降。为了使分母变成三倍（即其总值从 2 升至 6），c / v 必须变成五倍（即从 1 升至 5）。由于生产力提高后 v 从 100 减半至 50，c 必须从 100 增长到 250 才能达到这五倍，因为 250/50 = 5。只有当不变资本增长得更厉害，例如从 100 增长到 260，分子才会增加至三倍以上，利润率才会下降。但是，在生产力翻倍（或任何其他提高）与不变资本数量增加的特定最小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生产力提高例如 5% 可以通过不变资本的小幅增加来实现，在另一种情况下，生产力提高 5% 可能需要不变资本的巨大增加。无法建立某种规律性的联系，即生产力提高 x% 要求不变资本至少增加 y%。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给出这种联系，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知道，特定的剩余价值率提高是伴随着大量还是少量额外的不变资本来实现的。因此，我们无法对利润率公式中分子（m/v）和分母（c/v+1）增长速度的比率做出陈述。因此，在马克思试图论证利润率规律的一般层面上，关于利润率长期运动的方向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它可能下降，可能上升，也可能保持不变。

在争论的这一点上，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经验确定利润率的发展，从而判定马克思的利润率规律是否正确。除了所有的统计困难（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必须首先转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此外，由于基准年和统计量定义的变化，长期的统计比较也存在问题）之外，人们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利润率规律是对未来的陈述，而统计数据总是涉及过去。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只能发现，由于马克思列举的原因，利润率在过去下降了。但这并不能判定这在未来是否也会如此。

1864/65年之后，再没有马克思明确讨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文本了。然而，认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坚持该规律有效性的假设可能有些草率。1875年，马克思在一份长篇手稿中试图探究利润率运动的“规律”（MEGA² II, 14, 128 f.）。MEGA² 的编辑给这份手稿加上了编者拟定的标题“对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处理”。马克思用大量的数字例子考察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量关系。这些例子表明，即使在 c 增长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也绝不像马克思在1864/65年假设的那样不言自明。虽然这份文本中没有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进行明确的辩驳，但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自用本中发现了一条手写注释，这表明他不再从这个规律出发；至少这条注释与该规律直接矛盾：

“这里以此备注供日后参考：如果扩大只是数量上的，那么在同一行业资本较大和较小的情况下，利润量与预付资本量成比例。如果数量上的扩大发生质的作用，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同时也会提高”（MEGA² II, 8, 906，马克思的强调；恩格斯编辑的文本没有强调，见：II, 8, 591 / 23, 657）。

“只是数量上的扩大”指的是在价值构成 c/v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的资本增长，“质的扩大”指的是在 c/v 同时提高的情况下的资本增长。后者正是马克思在1864/65年用来论证利润率下降的状况——现在他假设利润率会上升。

如果人们接受“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无法真正得到论证，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因此失去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在1864/65年的手稿中，马克思赋予了该规律极大的重要性，不过与其说是为了理解具体的发展，不如说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局限性的表现，这种局限性也反映在“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恐惧”中：

“但是，他们对利润率下降的恐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了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II, 4.2, 310 / 25, 252）

但马克思还知道其他一系列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限的要点。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讨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时就已强调，商品生产属于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其中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II, 6, 111 / 23, 95）。

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构成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在《资本论》中，关于危机理论最详细的论述出现在第三卷第15章，紧接在对利润率规律的讨论之后，标题为：“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位置和标题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危机理论是利润率规律的直接后果，反之亦然，这意味着没有利润率规律就没有危机理论。因此，“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捍卫。如上所述，第15章归功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排序和加工。那个与规律建立如此紧密联系的章节标题也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然而，对文本的仔细阅读清楚地表明，只有一部分关于危机理论的思考与利润率规律有直接联系。对于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绝大部分论述来说，这一规律绝非相关。即使没有这个“规律”，也可以存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见第III.B. 7章）。


8 转形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由其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不变资本 c（这里我们暂不考虑固定资本，即那些在单个生产过程中持续存在的生产资料）——和通过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组成。这一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补偿了可变资本 v（支付的工资）；剩余部分是剩余价值 m，预付资本藉此增殖。因此，商品的总价值是 c + v + m。在《资本论》前两卷中，马克思假定商品是按其价值出售的。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考察了利润（相对于预付总资本 c + v 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率 m / (c + v)。资本家对利润率感兴趣，并试图使其最大化。商品超出资本主义成本价格 (c + v) 的余额应尽可能大。在第二篇第4章第2节中已经表明，在各个部门按价值交换商品会导致不平等的利润率：在一个合理的假设下，即不同部门的剩余价值率 m / v 大致相等，不同的资本价值构成 c / v（这在不同部门是可以预期的）会导致同量资本使用不同数量的 v，从而获得不同数量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通过资本竞争会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资本会从低利润率部门流向高利润率部门。其结果是，低利润率部门的供给减少，从而价格上涨；而高利润率部门的供给增加，价格下跌。某些部门价格的上涨导致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高于剩余价值，而在其他部门，价格下跌也导致利润下降。趋势上，利润率会趋于平均。然而，此时商品就不再按价值交换，单个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再等同于其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马克思将那些能使所有资本获得相同利润率的价格称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通过一个计算示例说明了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他首先基于价值量计算平均利润率 𝑝（剩余价值总和除以所有成本价格的总和）。然后，他通过成本价格 𝑐+𝑣 加上由 𝑝×(𝑐+𝑣) 得出的平均利润，获得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𝐜+𝐯+𝐩′(𝐜+𝐯).


换句话说，商品的成本价格仍然是按价值计算的，平均利润只是各部门间剩余价值量重新分配的结果。因此，单个平均利润的总和等于单个剩余价值的总和，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

在文献中，这种换算方法的种种问题常以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sproblem）为名被讨论：如果成本价格是按价值计算的，那就假定了资本家能按价值 c 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工人也能按价值购买其消费资料（决定 v）。但是，如果所有商品都按其生产价格出售，它们就不可能同时按价值被购买。不过，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既然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成本价格进入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形成，既然生产价格可能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就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商品总价值中由进入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那个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的这种变形的含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某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和在该商品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等同起来，总是可能产生误差。对于目前的考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谈论这一点。« (II, 4.2, 241 f. / 25, 174)

最后这句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极大地低估了这个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生产价格的数额可能与马克思的计算略有偏差，而且关系到整个将价值转换为生产价格的定量方法的有效性，因为该方法基于成本价格作为价值进入生产价格这一前提。但如果成本价格本身也要作为生产价格来考量，那么马克思的简单方法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在计算生产价格之前，进入成本价格的那些商品的生产价格必须已经是已知的。

拉迪斯劳斯·冯·鲍特凯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在1906/07年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考虑到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交织，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末尾考察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他联立计算了所有商品的生产价格。如果部门间的实物联系是已知的（例如，生产一吨钢需要多少煤和铁矿石），那么这种联立计算在数学上并不成问题，简单的线性代数工具就足够了。几十年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已得到解决（例如斯威齐 [Sweezy] 在其1942年首次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是如此认为，该书几十年来一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最具影响力的阐述之一）。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在1960年出版《用商品生产商品》后，争论再次爆发。虽然斯拉法的书旨在批判新古典主义，但他的思路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马克思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斯拉法仅依据生产的实物投入产出关系来确定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而不使用价值量。斯蒂德曼（Steedman, 1977）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redundant）。因此，他致力于在没有任何价值理论的情况下重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做法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价值理论的功能不仅仅是为计算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提供基础，放弃价值理论也就是放弃了重要的洞见（参见 Berger 1979b; Ganßmann 1983）。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转形问题引发了数量庞大到难以概览的讨论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1）坚持放弃价值理论，主要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这通常伴随着一种借鉴斯拉法模型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数学化（参见 Roemer 1981）。（2）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试图挽救马克思的转形理论。在这方面最有趣的尝试是将转形实际上限制在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上，并将成本价格排除在转形之外。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接受它们为价值量，而是因为它们作为上一生产周期的生产价格，必须被简单地假定为既定的（参见 Foley 1982; Lipietz 1982; Moseley 2015 对此方法有新的解读）。（3）然而，也有人质疑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定量转形是否必要和有意义。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首先涉及的是对社会化这一面向的进一步考量。在价值中，仅涉及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而现在，还涉及单个资本在全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中的份额，即单个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在货币价值理论的框架内，价值量不仅仅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平均量，不通过交换是无法确定的。但交换只发生一次，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就是说，价值并不脱离其作为生产价格的转化形式而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而言，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唯一存在方式。要理解生产价格，需要价值这个范畴——但不需要一个定量的价值体系。但是，如果不存在一个脱离于定量确定的价格体系之外的定量确定的价值体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在定量意义上——是需要被转形的。试图进行定量转形，是让马克思陷入一个既多余又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产价格必须被解读为价值的转化形式，必须揭示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关系，但生产价格不必从价值量中定量计算出来（例如 Milios/Dimoulis 2002; Heinrich 2014, 267 ff. 持此论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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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与唯物主义理论传统

自我定位： 马克思的理论生涯是以唯心主义者的身份开始的：最初是在当时流行的大学哲学的氛围中，随后成为了一名充满激情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然而，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便进入了一个哲学上的重新定位阶段，这一阶段以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暂时告一段落。这部文本与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划清了界限，并阐述了一种明确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理论。这一转变在传记上最重要的诱因，一方面可能是接触到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的哲学，另一方面则是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对抗，据马克思自述（II, 2, 99 / 13, 7），这是他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所经历的。在后来的自我描述中，马克思强调自己是唯物主义者（MEW 32, 538 f.），并将他的方法基础描述为唯物主义的（II, 10, 14 / 23, 25）。

马克思从未由使用过今天通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最初谈到的也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II, 2, 247 / 13, 469）或“唯物主义历史观”（I, 29, 11 / 21, 27），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III, 30, 389–392 / 37, 435–438; III, 30, 466–469 / 37, 462–465），他才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表述。特别简练的是下面这段话，它同时也可以被读作一种定义：恩格斯写道，他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性的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分裂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I, 32, 116 f. / 22, 298）。恩格斯是否想借此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确立”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官方”名称，是值得怀疑的。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恩格斯对名称问题也不太感兴趣，而是采取了临时的和实用主义的处理方式。然而，随着他们的理论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加，人们显然也越来越需要一个朗朗上口的名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表述应运而生并迅速流行开来。1893 年，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恩格斯对此作了友善但并非毫无批评的评论（MEW 39, 97）。1896 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1904）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Del materialismo storico）的书。自那时起，这一术语便成为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标准名称；这大概是因为它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该理论的本质。

划时代的变革： 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仅仅是个人的立场转换，而是必须放在一个划时代的变革背景下看待。发源于英国的工业化已经蔓延到欧洲大陆；城市化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改变了旧社会的社会结构；以蒸汽机和铁路为形式的技术日益介入日常生活。在这一背景下，不同出身和国籍的理论家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印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用传统思想的手段已无法应对。对社会现实及其日益加速的变迁的实证研究，应当取代神学思辨和哲学体系的构建。对新社会状况最著名的反应包括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在英国创立的功利主义，以及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在法国发起的实证主义。在德国，这一过程至少部分地采取了与黑格尔霸权哲学划清界限的形式；既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坚定拥护者，那么即将到来的思想改革似乎必然指向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他将这种批判与一种对根本上新型思维方式的纲领性要求联系在一起，这种思维方式将经验的自然、有血有肉的人及其尘世命运推向了前台。

马克思也表现为这种新思维类型的倡导者，这种思维类型（不仅仅是出于论战的原因）以唯物主义为名。对马克思而言，唯物主义是哲学、宗教、思辨、教条或形而上学的对立概念，所有这些都已不再能胜任现代现实。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个概念代表了无偏见、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著名文字中，这一点得到了纲领性的表达：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MEJ 2003, 107 / 3, 20）



对于年轻的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的”、“经验的”和“科学的”这些概念几乎是同义的；在他后来的创作阶段，这一点也没有改变。1859 年，他将“物质的”定义为“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II, 2, 101 / 13, 9），而在《资本论》（II, 5, 303FN / 23, 392FN）中，他认为“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或多或少是同义词。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支持唯物主义的决定与政治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那句著名的格言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IV, 3, 21 / 3, 7）。在马克思所处的青年黑格尔派环境中，实现哲学的纲领绝非新鲜事；像边沁或孔德这样的作者也明确以社会改革为目标。马克思的发展与这些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了政治上明显更为激进的方向。在 1843 年至 1848 年流亡巴黎和布鲁塞尔期间，他接触并加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因此，他的政治议程变成了革命性的，这使他一方面有别于边沁或孔德的改革纲领，另一方面也有别于他（以前的）青年黑格尔派朋友。向社会革命议程的过渡同时也加速了他与哲学唯心主义的决裂。他指责青年黑格尔派在他们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上只达到了实践的概念，而没有达到实践本身。唯物主义似乎为马克思提供了改变现实状况的更好前提。一方面是因为它贴近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顾及了人的物质需求，从而为相应的社会改造提供了合法性。


不需要多大的聪明才智，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学说 [] 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MEW 2, 13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MEJ 2003, 7 / 3, 42）。如果这里的“唯物主义”被置于与“实践”、“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直接联系中，那么这就表明了马克思议程本质上的实践特征（见章节 III.C.8）。“马克思项目”的核心是一个政治实践项目，一个革命项目；它旨在提供一种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型解决方案。

唯物主义： 但是，“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对此是如何理解的？像许多其他基本理论概念一样，马克思也没有对“唯物主义”下定义；恩格斯的相关言论（例如 I, 30, 132–135 / 21, 274 ff.）无法填补这一空白。尽管唯物主义的历史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哲学思潮，代表着一种本体论、一种认识论和一种人类学-伦理学命题：

(1) 在本体论层面上，唯物主义主张物质（自然、现实等）相对于意识或精神的首要性。

(2) 在认识论层面上，唯物主义取向认为意识和认知依赖于物质。

(3) 在人类学-伦理学层面上，唯物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首要的是物质存在。

每一个命题都是可以解释且需要解释的（参见 Bayertz 2007, 50–54）。因此存在着非常不同种类的唯物主义；问题在于，马克思发展和代表了哪种变体，即他的唯物主义的特殊性何在。

尽管有个别的反对意见（如 Kline 1984），但这应该是清楚的：马克思会接受上述三个命题，因此可以明确地被称为唯物主义者。不过，这里需要两个限定条件。(1) 自 1844 年以来，马克思便与哲学保持了严格的距离：首先当然是与哲学唯心主义；但唯物主义只要它是哲学，也同样受到这种否定的波及。马克思不处理抽象的本体论、认识论或伦理学问题；在他们分工合作的框架内，这些问题留给了恩格斯；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马克思的理论纲领并不旨在阐述一个无所不包的唯物主义体系，而仅仅是针对一种社会和历史理论。(2) 在此过程中，他虽然承接了旧唯物主义理论的相关主题，但他认为概念上的新开端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可追溯至古代的传统中，唯物主义主要关注自然哲学问题，较少关注社会，几乎不关注历史。无论如何，马克思认为相关的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是不令人满意的；关于费尔巴哈，他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MEJ 2003, 12 / 3, 45）因此，他不仅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也与旧的唯物主义理论划清界限。

正面地说：马克思认为需要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来克服其前驱的这些缺陷。在内容层面上，这种唯物主义应该较少关注自然，而更多关注社会和历史。在形式层面上，它不应再是哲学的，而是科学导向的。因此，后期的马克思虽然如上引述，确实将自己视为唯物主义者，但这更多是与一种方法论态度相结合；对他来说，唯物主义和科学或多或少是同义词。

然而，这种自我解读忽略了一点，即在他的科学（经济学）著作框架内也提出了哲学问题。我们将看到，他毫不犹豫地在一种虽然非正统但绝对是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回答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比他的自我陈述有时所暗示的更具哲学性，而更少实证主义色彩。

自然与劳动

劳动： 对于唯物主义理论来说，很自然地会将社会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并让其从人的自然需求中产生。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也遵循了这一推导模式，他设定了三个前提：第一，人是自然的、肉体的、物质的存在；第二，为了生存，他必须满足其自然需求；第三，自然构成了他从中获取满足这些需求之手段的宝库。这些对其他生物，特别是动物也适用，因此这就提出了人如何区别于它们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人的区别在于他满足需求的方式：即通过劳动（或通过生产；这两个词的区别在此可以忽略）。这一方面与将人主要视为思维存在的唯心主义解释划清了界限。与之相对，马克思坚持自然人最基本的物质匮乏性，人必须先吃饭才能思考。另一方面，随着进一步提出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吃饭的命题，他也反对了旧唯物主义理论，后者虽然强调了人和人类需求的自然属性，但对人并非简单地发现满足其需求的手段，而是必须通过劳动生产出来这一事实考虑不足。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实践并不是理论构建的系统起点。在 1845 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IV, 3, 19 / 3, 5）



因此，他将一个传统上更多由唯心主义理论强调的要素纳入了自己的构想；当然，他不忘强调其感性的，即物质的特征，从而对其进行唯物主义的重新解释。

但是什么是劳动？能在其基础上充分确定人与动物的区别吗？毕竟动物也不是坐享其成；当它们筑巢、织网或酿蜜时，它们也在“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关于劳动理论的连贯阐述。在《资本论》中，提到了两个将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区分开来的属性。首先，它的特点在于其意向性和预见性的因素，这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 []。（II, 10, 162 / 23, 193）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唯心主义；但马克思不是消除主义的唯物主义者（eliminative materialist），他丝毫没有怀疑精神因素的存在及其因果效力。其次，人类劳动的特征在于工具的使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些动物物种所具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II, 10, 194 / 23, 194）

然而，只有将这两个属性置于行动理论的背景下，它们的重要性才会变得清晰。这种行动理论的痕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384–322），并在 18 世纪晚期的表现主义人类学中被激进化，黑格尔也代表了这一理论。根据这种理解，人类行动首先应被视为行动主体内在潜能的“表现”（Ausdruck）。马克思采纳了这种行动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物质劳动。这涉及三个方面：

(1) 劳动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目的而对自然的改造和占有，而且包含主观目的的对象化（Objektivierung）。在劳动中，主体的内在潜能被外化（entäußert）并物质化。因此，劳动对马克思来说成为了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媒介。

(2) 作为劳动者，主体不仅作为个体发挥作用；他们外化和对象化的不仅是个体潜能，而且是类属性（Gattungseigenschaften）：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生活。（I, 2, 395 / 40, 517）



因此，在劳动及其产品中，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I, 2, 395 / 40, 542）。与动物不同，这些本质力量不是固定的。

(3) 因此，它们不仅在劳动中表现出来，而且在劳动中发展。即当人


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他也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使这些力量受他自己的控制。（II, 10, 162 / 23, 192）



在劳动中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对人本身具有特定的反作用；通过这种反作用，自然关系同时获得了一种历史维度。

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命题。人通过劳动不仅生产直接的生活资料（=消费品），而且生产工具。这些工具比个体的生命更长久，并被其后代继承、继续使用和改进。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阶段。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这里涉及的不是随便什么物品；在工具中，个体作为类的代表，其内在潜能采取了客观的、物质的形态。而在这种形态下，它们被积累起来，构成了那个被称为“历史”的超个体发展过程的物质“脊梁”：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其中每一个世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因此，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MEJ 2003, 23 f. / 3, 45）



关于历史，马克思当然还有更多要说的；但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他是如何通过几个步骤（1）从人作为自然存在，（2）经过工具中介的劳动，（3）以及在工具中对象化的类属性的积累，（4）得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的。

双重关系： 迄今为止未被考虑到的是，人永远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面对自然和进行劳动的，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在共同体中。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虽然在这方面人与其他群居动物也没有区别；但他们的区别在于，人并不停留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上。这一差异又与劳动有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体现在劳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命的生产 [] 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MEJ 2003, 14 f. / 3, 29 f.）



这一命题构成了马克思人类学与作为社会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连接点。在被广泛引用的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核心思想是这样写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II, 2, 100f. / 13, 8f.）



这是一段高度浓缩且听起来颇具教条意味的文字；它包含三个需要说明和解释的命题：

(1) 在他们的劳动或生产中，个体之间结成特定的关系：“生产关系”。

(2) 这些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

(3) 这种经济结构是现实基础，在其上竖立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并有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关于这三个命题中的最后一个，下文将不作详细探讨（见章节 III.C.5）。取而代之的是，将更仔细地考察第一个命题。在这个命题中，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范畴：“生产关系”。它表达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社会本体论的核心思想。


物质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劳动或生产的人；此外还假定，个体在生产中彼此结成“关系”。为了理解马克思对此的含义，首先要确定他没有对其做出什么断言。首先，并不是断言人们仅在或只在生产中联合起来，而在生产之外过着孤立的生活。生产关系是除个体间自然关系之外的特殊关系；但会对后者产生影响：例如，家庭虽然是一种自然关系，但其各自的结构却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因此也并不是断言生产关系是个体之间存在的唯一关系；除它们之外，还有任意多种其他类型的关系。相反，论点在于，在所有其他关系中，生产关系之所以具有特殊作用，是因为它们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最后也并不是断言这种经济结构由单一的生产关系构成；这里明确使用的是复数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由多个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总体构成，不过其中一种生产关系通常扮演主导角色。

马克思从未系统地阐述过生产关系的正面特征。当他在《序言》中谈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这些关系时（类似 II, 15, 850 / 25, 885），他首先陈述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我们回溯历史多远：我们从未发现孤立的个体，而总是发现以合作和分工方式进行生产的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源于马克思将这一事实与人类劳动本质上以工具为中介的特性联系起来。根据马克思（II, 10, 162 ff. / 23, 192 ff.），在其简单形式中，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其中三个要素共同作用：劳动个体本身，借助工具将自然的某些可用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将后两个要素称为“劳动资料”（Arbeitsmittel）和“劳动对象”（Arbeitsgegenstände），并将它们归纳在“生产资料”（Produktionsmittel）这一总概念下。因此，人类个体A只有在拥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进行劳动。关于这种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及所有权），存在着不同的分配可能性。我们高度简化地考察两个例子：

(1) 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史前猎人A和B，他们都拥有生产资料（狩猎工具和猎场）。当他们共同狩猎时，谁也没有理由从属于另一方；因此他们的合作是基于平等进行的。

(2) 在第二个例子中，两人都经历了新石器革命并以农业为生。然而，现在A拥有生产资料——土地，而B没有。由于B必须劳动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依赖A至少将部分土地让渡给他使用。显而易见，这在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因为B依赖于A，而A会因为出让土地要求B提供某种回报（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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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不仅生活在共同体中，而且与他人共同劳动。个体在劳动中一方面与自然、另一方面与其他个体建立的双重关系，是特定人类生产的自然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基本观点在于：当这两种关系都通过劳动手段或生产资料为中介时，真正属人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层面才得以实现。通过工具进行中介是人类劳动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是与自然的互动；同时，它也在进行劳动的个体之间建立了真正属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个体之间关系的特定社会性质（马克思会说：“经济形式”），取决于对生产资料的支配。

因此，我们能够更精确地确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1）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2）是在生产中形成的，并且（3）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中介的。与科恩（Cohen, 1978, 31）等人的主张不同，我们在生产关系中面对的是一种三元关系。这种三元性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至关重要。首先，只有从工具中介性的论点出发，马克思理论的各个部分之间——特别是他的人类学（制造工具的动物 toolmaking animal）、他的劳动概念和他的社会本体论之间——才能建立起联系。其次，如果没有这一点，他的社会理论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治纲领之间的联系也将无法理解。这一纲领的意义正是源于马克思理论提供的一种解释：即整个社会结构（首先是其“经济基础”，然后也是“上层建筑”）之所以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为什么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变革。

物质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要点在于，马克思将生产关系描述为“物质的”。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被强调了，在谈到上述关于个体在生产中建立的双重关系时，文中写道：

»因此，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人们之间的一种物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废话。« (MEJ 2003, 15 / 3, 30)

这段话的否定指向是明确的：马克思意在与所有那些认为社会是由“某种政治的或宗教的废话”维系并解释其结构的理论划清界限。尽管他不否认意识现象的存在和效力，但他试图建立一种理论类型，至少能够解释社会的基础结构而无需诉诸此类现象。但是，将这种结构积极地特征化为“唯物主义的”（意指：“物质的”）理由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引用的序言中提出的决定性理由是，生产关系是“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用今天的科学理论术语来说，马克思眼中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涌现的结构形成”（emergenter Strukturbildung）过程。以个体生产行动的形式，我们面前有一个微观层面，从中生长出生产关系的经济宏观层面。宏观层面虽然依赖于个体的生产行动，但相对于微观层面表现出了新的属性。个体在微观层面的行动当然是意向性行动，受愿望和观念的影响；但这些并不会直接穿透到宏观层面。宏观层面（=“社会的经济结构”）受制于不同于微观层面个体行动的规律：即需要在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分析的经济规律。

对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的“物质性”主要在于其不以意识为转移。当个体保持一种人类典型的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时，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它们必然地出自个体的劳动或生产，即出自他们的实际行动；（2）因此，无论在存在上还是在结构上，它们都不取决于参与个体的意图、愿望或思想；（3）它们不仅是个体行动的（非预期的）产物，而且同时反作用于这种行动，即改变其背景条件。

通过这一物质性命题，马克思在本体论上将社会拉近了自然：两者都是物质的。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论取向来说，这当然不足为奇。但与该取向的旧有（以及当代）变体不同，马克思并不推行自然化纲领。相反，他不断抨击资产阶级理论家试图将社会现象还原为自然现象、将社会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的各种尝试。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 1828–1875）的论战提供了一个例子，他在其著作《工人问题》（Die Arbeiterfrage, 1865）中试图将社会过程解释为达尔文式“生存斗争”的表现形式（III, 13, 361–364 / 31, 465–468; MEW 32, 685 f.）。这种抨击首先是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动机：马克思在此类自然化中看到了一种辩护倾向，即将现存的社会关系美化为»自然的«或»天赐的«，从而使其合法化。其次，他认为这在理论上也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这最终导致将具体的历史关系和过程归结为像»生存斗争«这样抽象的一般公式，从而省去了对这些关系和过程进行详细实证研究的麻烦。第三，这种自然化掩盖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在本体论上的相关差异。尽管生产关系具有物质性，但它们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是»文化«而非自然。马克思一再坚持这种本体论差异。例如，他指责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说他»很清楚，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呢绒、麻布、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的产物«（MEW 4, 130）。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和“生产”不仅是人类学范畴，更主要是社会理论范畴。生产关系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副）产品。

有迹象表明，马克思甚至更进了一步。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他批评了“从前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IV, 3, 19 / 3, 5）。据此，实践或劳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不仅应被理解为前者构成了后者，而且应在一个更激进的意义上被理解，即生产关系即是实践。这其中的含义在上述针对普鲁东的论战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曾说过，人们生产商品，并由此（eo ipso）生产了他们制造这些商品所处的生产关系。因此，劳动产生两种效应，二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1）诸如呢绒、麻布、丝织品等商品，它们获得了独立于劳动过程之外的坚实存在；以及（2）抽象的“关系”，它们没有脱离劳动过程的独立存在。生产关系只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它们不是作为“物”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活动着的存在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本体论方面，社会对马克思而言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总体。他明确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II, 1.1, 188 / 42, 189）当古尔德（Gould, 1980, 33）声称马克思认为社会由»关系中的个人«（individuals-in-relations）构成时，这一清晰的陈述被淡化了。诚然，社会关系不能独立于人类个体而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它们充当了社会的»构件«。社会是个体在其生产行动中彼此建立的关系的总和。

政治经济学：在二手文献中，人们往往没有足够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式的社会本体论也是他经济理论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关于在稀缺条件下尽可能高效地生产产品的学说，也不是理性选择理论；它是关于那些他认为对整个社会大厦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恩格斯在1859年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撰写的详细书评（可以认为该书评是与作者协调过的）中，非常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不论是个人的还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产品——进行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这个产品上系着两个人或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这两者已经不再是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这里我们就立刻得到了一个贯穿在整个经济学中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了可怕的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II, 2, 253 / 13, 475 f.)

恩格斯这里关于马克思商品概念的论述，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其他概念，特别是资本概念。马克思在许多场合批评了主流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物品、一个东西、一种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工具«等的倾向（参见 II, 1, 179 f., 416, 481 f. / 42, 182, 493, 420 f.）。他将这种倾向描述为»经济学家的粗俗唯物主义«（II, 1.2, 567 / 42, 588），因为它忽略了关键点：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II, 1, 180, 416, 557 f. / 42, 182, 420 f., 577）。更确切地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II, 15, 789 / 25, 822）。三位的资本关系（资本家——生产资料——工人）仅仅是多种形式的生产关系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因此，如果指责马克思的理论将社会简化为“经济”，那是出于一种误解。因为通常的理解将“经济”等同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但这恰恰是马克思仅在次要层面上感兴趣的。由于他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退居幕后，而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则占据了前台。

»最后，作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出现的，首先是资本和劳动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II, 1.2, 367 / 42, 371)

在这一点上（以及许多类似的各种场合：II, 1, 414 f., 589 f. / 42, 420, 607 f.; II, 6, 533 f. / 23, 603 f.; II, 15, 851 / 25, 886），马克思阐明了他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即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于该理论的范畴在概念上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本体论，并用科学手段将其延续。

生产力：马克思不仅对作为关系构成的客观现实的社会感兴趣，而且对社会的历史变迁感兴趣。社会的历史性是从一开始就激发他建立理论的决定性经验之一；解释这种历史性是他理论的核心目标之一。其中，政治实践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他在《资本论》中宣称，他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II, 10, 9 / 23, 15 f.）时，这也应理解为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特征。在这一点上，经济理论也延续了最初在哲学上构想的历史理论，该理论解释了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历史变迁。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并进而如马克思在序言中所确信的那样导致“上层建筑”变革的一般原因是什么？

如果生产关系是个体生产行动的涌现结果，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因必然在于这种行动。在生产关系的经济宏观层面和生产行动的微观层面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宏观层面的变化以微观层面的变化为前提。马克思用形式和内容的术语讨论了这种联系：生产是内容，一定形式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如果内容发生变化，形式迟早也必须发生变化。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无非是这个内容（=生产活动）变化的过程，它进而使得形式（=生产关系）的调整成为必要，这又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据此，我们可以更精确地重新表述上面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个体改变其生产行动的方式？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不能诉诸劳动个体意识的变化；因为生产关系不是出自他们的思想，而是出自他们的行动。意识的变化可以伴随生产关系的变迁，肯定也可以延缓或加速它，但不能作为其决定性的动力。由于马克思也不愿援引“外部”因素，无论是奇迹还是自然灾害，因此答案必须在劳动本身的结构中寻找。这种结构的变化不难观察和描述。例如，以谷物生产为例：它可以通过在开阔的野外采集野生草籽来进行，也可以通过使用联合收割机大规模种植高产作物品种来进行。第一种情况下的劳动不同于第二种情况。相关的区别之一在于，第二种情况下的劳动更有效率；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生产力”更高。这种“劳动的生产力”源于劳动过程的上述三个“简单要素”相互作用的特定方式：劳动者本身、他的劳动资料和他的劳动对象。比较原始的野生谷物采集和现代农业可以看出，后者的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更高，是因为在所有三个层面上都发生了变化：（1）农民的技能更高；（2）作为劳动资料，他不再依赖双手，而是拥有机器；（3）他的劳动对象也不同了，即一种经过培育具有高产、抗病等特性的谷物品种以及人工施肥的田地。此外还有（4）个体之间合作形式的改变，例如通过劳动分工的强化。

由于马克思假定个体基本上倾向于尽可能有效地进行生产，他假设存在一种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起作用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趋势。由此，他确定了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动力。我们可以分五个步骤回顾他的思路：第一，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第二，他们有兴趣尽可能有效地进行劳动。第三，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他们由此（eo ipso）改变了其生产行动。第四，由此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第五，这些导致上层建筑的变迁。

关于这第四个步骤（以及随后的第五个步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确实会出现复杂情况，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对此作了如下描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II, 2, 100 f. / 13, 9)

这里主张的是，生产关系的“变迁”不是无冲突地进行的，而是以社会革命的形式进行的。其原因从引用的段落中看不出来；我们将在下一节回到这个问题。

在此之前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没有说“劳动的生产力”，而是为了简便省略了所有格（genitivus possessivus），简称为“生产力”。这种简化是致命的，因为它容易引起误解，以为这里假设了能够发挥自主因果作用的独立“力量”。果然，无数无论敌友的解释者都接受了这种误读的邀请。为了简单起见，“生产力”一词甚至被当作“技术”的同义词；既然马克思声称生产力是历史的动力因素，历史唯物主义突然就显得像是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变种。马克思著作中确实有些地方似乎在强化这种解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MEW 4, 130）然而，这类粗疏的表述并不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能找到的全部。

各自的“劳动生产力”源于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也包括可以近似地与技术等同的劳动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劳动生产力所依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完整的表述»劳动的生产力«提醒人们，不是工具或机器自己在劳动，而是人借助它们在劳动。技术是由人构造、应用、监控、维护、修理等的。如果人们可以将人造物视为“生产力”，那它永远只是在可能性的意义上；需要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这种可能性。马克思多次强调了这一点（II, 10, 166 f. / 23, 198; II, 13, 37 f. / 24, 42）。同样，他也强调生产力是个体的力量（MEJ 2003 88 / 3, 67），人是»主要生产力«（II, 1, 335 / 42, 337; 另见 MEW 4, 181）。即便对于人也适用：他不是“自在地”作为生产力，而只有当他确实进行生产性活动时并在其范围内才是。

这里涉及的不是术语上的细枝末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核心点。早在《神圣家族》中，即在他们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抨击了其青年黑格尔派前友们将抽象概念转化为有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倾向：»历史什么都不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做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进行战斗 []。«（MEW 2, 98）这也适用于“力”。马克思的理论不知道有什么独立起作用的、引发革命的生产力；就像它不知道有什么进行战斗的历史一样。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个体的生产行动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迁。既然这第一个过程表现为量的增长，那么将由此涌现的生产关系的变迁理解为适应改变了的生产行动的逐渐过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变迁是在社会革命时代完成的论点相矛盾。马克思使用社会革命这一概念，并非想说明这些过程的表现形式（例如它们是否必然以内战的形式进行），而是想强调其质的特征：这是一次社会剧变，是向新社会秩序的非无冲突的飞跃。

阶级：为了理解变迁的革命性质，首先有助于明确的是，目前为止我们谈论的是在生产活动框架内彼此建立关系（生产关系）的个体；这些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如果我们从鸟瞰视角观察这种经济结构，我们会发现，一个具体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经济相关方面是相似的：个体A与B的生产关系类似于C与D（或与B）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一个具体社会中，个体群组彼此处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因此，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非所有者的属性，总是适用于个体群组。这就把一个给定的社会表现为一个群组之间的关系网络，这些群组各自具有两个特征：它们以相似的方式和范围支配生产资料，并因此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相似的位置。沿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习惯，马克思将这些群组称为“阶级”。因此，社会的阶级结构无非就是其“经济结构”，只是这是从个体总体如何分布在该结构的“位置”上的角度来考察的（参见 Elster 1985; Wright 2005）。

马克思既没有声称发现了阶级的存在，也没有声称发现了源于阶级的冲突（III, 5, 74–77 / 28, 507f.）。但他试图用他的理论为这两者提供经济学解释。在此，他主要关注的是证明阶级的存在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是与特定经济阶段相联系的现象。虽然在这些阶段内阶级是必然的，但并非自然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多次强调了（上述定义的）»文化性«。»自然界并不产生一方面是货币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是仅仅拥有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II, 10, 154 / 23, 183）这主要是针对那些将社会不平等归结为自然不平等的理论，无论是性别、种族、体力还是智力的差异。虽然阶级差异可能与这些自然差异重合；但它们并不植根于此。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一种经济历史的解释开启了阶级在未来消亡的前景：不与社会阶级分裂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可能的，历史发展正趋向于这种生产关系。

除了阶级概念是合乎逻辑地从马克思关于“生活的社会生产”的假设中得出之外，它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从人们生产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马克思对于这一纲领应被理解得多么全面和严格并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希望将其关联到“从长远来看（in the long run）”的基础性社会现象上；并且他并不认为所有现象都可以直接从生产关系中“推导”出来。支持这一点的例如著名的致安年科夫信中的一段话：

»假设人们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那么你就会得到一定形式的交往和消费。假设生产、交往和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那么你就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得到相应的市民社会。假设有这样一个市民社会，那么你就会得到相应的政治国家，而这个政治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 (III, 2, 71 / 27, 452)

根据这一草图，我们应将经济决定论想象为一个升级模型：非经济的社会现象不是直接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而是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环节与它们相连。

这既适用于观念的生产，也适用于个体的社会行动。个体的阶级归属显然是一个中介环节，因为从中产生作为行动倾向的利益。阶级归属和从中产生的利益因此中介于经济基础与个体的社会、政治行动之间。它们不仅对于解释社会行动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解释分歧的社会行动，即社会冲突也是必要的。我们在序言的框架下已经遇到过这一点，当时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革命？如果个体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改变其生产行动，生产关系为什么不会“自行”改变？如果涌现论题是正确的，如果经济宏观结构是从个体的生产微观行动中生长出来的，那么微观行动的改变难道不会“自动”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吗？这个问题在上面曾悬而未决，现在可以回答了。

任何一套生产关系都不只是“经济结构”，而是总是伴随着阶级结构；显而易见，不同的阶级会形成不同的利益：一方有兴趣克服现存的生产关系，另一方有兴趣维持其存在。由于对立的阶级将采取措施来实现其利益，它们并不是简单地相互对立，而是陷入相互冲突。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会自行解决，而是采取不同阶级之间革命冲突的形式。从一种生产关系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需要历史主体，通过他们的活动来完成这一过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并不是唯一的行动倾向。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劳动的定义包含目标成分；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推演到其他类型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信念也扮演着行动倾向的角色。由于信念可能与利益相背离，利益并不会自动且直线地转化为相应的行动。行动的这种多因素条件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例如无产阶级实际上（de facto）并不总是像历史唯物主义档案所预期的那样行事。马克思曾为此差异伤透脑筋（参见 Schultz o. J.）；他有时试图通过称无产阶级为»相对于资本的阶级，但尚未为它自己«（MEW 4, 181）来解释这一点，从而承认客观阶级地位与实际行动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但他确信，至少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将会贯彻并导致革命；他相信，通过他的经济理论，他已经为这一信念提供了科学基础（II, 10, 685 / 23, 791; II, 15, 260 / 25, 274）。


结论

从历史视角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表现为19世纪思想中革命性断裂的一个时刻。像许多其他理论家一样，马克思确信旧的思维形式不再适应新时代；既然旧的思维形式是唯心主义的，那么新的必须是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论述中，唯物主义一词是在一种令人惊讶的非特定意义上被提及的：作为一种无偏见的、以经验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正如当时自然科学中所成功实践的那样。随着转向唯物主义，马克思便立足于当时广泛流传的科学化纲领之上，他试图在其经济理论中实现这一纲领。同样缺乏独创性的是，他将转向唯物主义与深远的政治实践目标联系起来；但具有独创性和影响力的是这些目标的内容以及他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当马克思置身于唯物主义哲学传统中时，他很清楚自己不能仅仅延续它，而是必须从根本上更新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和实践兴趣聚焦于社会，而在唯物主义传统中，社会此前并未处于中心地位。只要该传统涉及社会，它就没有将社会（顺便说一句，对自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分析。能够解释社会的本质历史性，是马克思对这一待创立理论的决定性充分条件：它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在他看来，这无法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理论手段来实现。唯物主义一方面必须科学化，另一方面必须提升到黑格尔哲学所设定的理论复杂性水平。尽管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进行了批判，但直到最后，黑格尔的理论仍然是衡量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和历史理论的标尺。

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意味着，这两个对象被视为物质的。这当然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名称；对马克思而言，它主要由意识独立性意义上的客观性来定义。他的核心论点首先是，社会和历史不是由个体的意识构成的，而是由他们的行动构成的；其次，扮演这一角色的不是任何一种行动，而是（至少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与自然的生产性互动，即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一种社会本体论，这与早期的唯物主义社会理论有着重大区别。他的唯物主义所涉及的现实是去质料化、去自然化和历史化的：

(1) 只要古代或近代的唯物主义理论敢于超越自然领域进入社会领域，它们采取的都是人类学和原子论的方法。它们将社会理解为人类个体的总和，并将这些个体视为构成社会的质料（Stoff）。马克思也选择了人类学的出发点，但他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原子论划清界限。对他而言，人天生是社会性生物，社会由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更确切地说：社会是一座多层建筑，其结构取决于劳动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的现实是一种关系性的现实。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这些是定义意义上的物质关系：即不依赖于参与个体意识的关系。因此，这里的物质一词摆脱了其与质料或实体的传统联想。用今天的话说，马克思是（社会）关系方面的实在论者。

(2) 旧唯物主义首先是自然哲学，其对物质的理解相应地也是以自然-质料性的既定事实为导向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始终是自然主义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时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以及今天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主义在理论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当它们试图解释社会现象时。他反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决定性（尽管不是唯一）理由是，社会虽然具有自然基础，但不能还原为自然。它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由人类活动构成的。即使马克思会拒绝将自然与文化进行僵化的对立，但对他而言，社会的文化属性也是一个政治上不可妥协的事实，因为只有这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改变性。

(3) 然而，社会不仅是可以改变的；它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历史是一个客观的、遵循规律运作的过程。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变革从长远来看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个体也不能随意引发这种变革。他的目标在于分析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维度无论在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那里，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除了古尔德（Gould, 1980）之外，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 Lukács 1986）宏大的晚期著作是一个例外，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正统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问题发展的回应，而非对原始文献精确研读的产物。因此，研究界几乎没有注意到，社会本体论的去质料化和历史化与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有着显著的趋同。在物理学中，能量取代了原子，认识对象越来越不被构想为实体，而是被构想为过程、关系或相互作用（参见 Ostwald 2012 [1895]; Cassirer 1976 [1910]）。同时，在地质学、生物学和热力学中，确立了一种关于自然的历史图景，即自然是一个处于不断转化和变迁中的世界。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试图阐述这些发展与马克思唯物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使用了马克思也曾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术语（参见 Bayertz/Krohn 1986）。

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这样一种非机械的、非质料的、取而代之以关系性和过程性的现实观，是否还配称为唯物主义。因此，关于自然科学，当时人们曾谈论唯物主义的“克服”（Ostwald 1895）。其前提条件是将物质等同于质料，或将唯物主义等同于质料主义（Material-Ismus）。就马克思而言，唯物主义一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19世纪40年代的语言习惯和讨论背景决定的，因此具有偶然性。只要他在哲学和政治上所看重的两个见解保持不变，马克思本可以接受另一种名称：第一，社会关系是客观真实的；因此第二，不能仅靠思维来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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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哲学

阐释路径

鉴于在相关专业文献中，关于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大量通常相互排斥的解释，因此关于历史哲学及其在马克思全部作品中的地位的问题得到不同的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 Wetherly 1992）。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出独立的哲学或历史理论，这对他的实际作品（Œuvre）具有重大意义（Heinrich 1999）；而其他解释者则假设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他的历史哲学之上，因此这对充分理解他的其他理论是必不可少的（Lemon 2003, 239; Iorio 2010a, 241 f.; 2012, 23–44）。

如果遵循第一条路径，那么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及其对其整体观点意义的探讨自然很快就结束了。人们充其量可以进行一种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的尝试，试图证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具有实质意义的历史哲学思辨；或者更有希望成功地尝试证明，马克思无疑存在的思辨对其核心理论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

但是走这条路似乎并不特别合理。因为马克思显然对一般历史和无数特定的历史主题感兴趣，正如他笔下的几乎任何文本所证明的那样。即使人们不必为了有意义地探讨历史事实和联系而主张一种独立的理论甚至历史哲学可能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作为 19 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理所当然地将其思想的所有对象，尤其是关于这些对象的理论，理解为历史形成的、因而在时间中可变的产品。在某种哪怕是最极简的意义上，这种对理论反思对象以及理论反思本身的理解，无疑是一种关于历史性乃至历史的初步理论。

基于上述考量，如果追随第二条路径，将再次面临不同的解释进路。一方面可以主张，马克思仅用一种相对模糊的历史理论来侧翼掩护或松散地包裹处于其理论反思中心的经济批判、经济史、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学考察。另一方面则确信，马克思发展了一套详尽的历史理论，该理论具有足够的独立内部结构，使他能够为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反思奠定论证基础。

对上述两种变体的一种替代方案基于著名的区分，即一方面是深受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和摩西·赫斯（1812–1875）影响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另一方面是他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更成熟的著作（参见 Kim 1995, 10 f.）。人们并非没有考据学上的合理性可以主张，年轻的马克思还主要致力于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本体论前提进行唯物主义的重新解释，从而将其“颠倒过来”；而在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较少关注一般的人类历史理论，更多关注欧洲某些国家特定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书写，尤其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前史、现史和后史。在这种解读中，成熟的马克思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组织的社会团体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理论批判者，而远非某种特定历史哲学的代表。

下文将详细阐述的解释进路代表了刚才概述的几种观点的结合。根据这一进路，马克思不仅在其创作的两个可区分阶段主张了不同的历史理论，而且在其中一个阶段甚至同时发展了两种理论。为了更详细地解释这一进路，下文将在规定性（stipulativ）意义上区分一种历史哲学和三种不同的历史理论，后者的功能是进一步具体说明前者。这种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规定性区分旨在服务于五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首先，旨在指明马克思在其创作早期阶段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了一种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相对立而发展的历史哲学立场。其次，旨在阐释马克思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在何种程度上试图通过两种不同的历史理论来具体化他以黑格尔为导向的历史哲学。第三，旨在阐释这两种理论的兼容性问题。第四，旨在展示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中，在长达约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过程中，在何种程度上展开了第三种历史理论，从而将他此前偏爱的两种理论推向后台。第五，最后简要阐释为何马克思早期的两种历史理论中只有一种能够进入当代科学。

青年马克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的柏林求学期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或左翼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关于传记参见 Sperber 2013）。这一围绕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的松散团体的代表人物与保守的老黑格尔派不同，他们依靠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来反对普鲁士的专制反动状况（参见 Eßbach 1988; Leopold 2009）。在此期间，马克思深入研究了一般意义上的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历史、法和国家哲学。人们最好关注这一法学、国家和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历史哲学在其作品中的地位。

简而言之，黑格尔教导人们将整个世界历史解释为一个超个体的世界精神的成熟、自我发现，尤其是自我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角不是人类个体，而是精神及其理念，并相应地由上述自由理念所驱动（Lemon 2003, 201–237）。由于理论内在的原因，世界历史对黑格尔而言首先是政治历史，其中自由理念的最终实现据黑格尔所言是制度化地发生在君主制色彩的法治国家中。鉴于这一信念，黑格尔具体化了卢梭和康德已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将国家作为更高形式的普遍性和自由的化身置于市民社会之上。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这种关系构想的批判，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政治理论思想的出发点，这种思想在他那里也从一开始就是在历史哲学的视角下进行的（同上，238–277）。

马克思在其历史观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理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戏剧结构和舞台布局，但改变了角色分配和视角（Quante 2008, 135 有类似观点但侧重不同）。他在大约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的、受费尔巴哈启发的反唯心主义并在这一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转向，主要在于将黑格尔理念世界的本体论从其哲学世界观中驱逐出去，取而代之赋予人类以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赋予世界精神的角色。对于马克思而言，目的论构想的历史的最终目标不再像黑格尔那样是在君主立宪制法治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实现抽象的自由理念。目标毋宁在于人类的完全自我创造，马克思也将其理解为人的全面解放，即从宗教、政治以及最后是经济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当人类个体将自己实现为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时，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意味着他不再将自己理解为一个以自利为导向的原子式个体，而是理解为人类的一员，并在此意义上理解为本质上的社会存在（关于类存在物和类生活的概念，参见 Lange 1980, 105–113; Quante 2009, 262–275）。如果人们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自己，那么一个社会就是可能的，在这个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与他人的需求和能力和谐一致地互动，并在此意义上与所有其他个体共同真正实现其类生活。

鉴于马克思思想的上述出发点，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样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不需要通过政治结构进行人为或制度性的维系。因此，对马克思而言，历史运动的终点是正确的、即共产主义的因而是无阶级的社会形式——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是某种国家形式。基于这一信念，他很早就加入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法国无政府主义传统，并预言在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国家和政治将会消亡。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个体联合体不依赖于任何政治结构，因此也不依赖于任何国家组织的统治关系。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马克思像之前的黑格尔一样相信，历史过程的终结在一个更高的成熟阶段复制了世界历史的起点——依据辩证理解的发展图式。在黑格尔那里，理念的原始统一性在历史发展和展开过程的终点作为绝对理念的自知统一性而回归。马克思在结构上类比于黑格尔的这种形而上学构想——基于可疑的历史编纂学推测——假设了对土地的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这将在历史终结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重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动将是计划经济的，在此意义上是理性的或由理性决定的，而不再是市场经济的，即不再是——在词义上——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阶级差别（因此也没有阶级对立或对抗）。因此，没有任何个体会受到统治阶级成员对其自由的限制。借用黑格尔关于自由理念的学说，马克思也将计划经济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王国”（II, 15, 795 / 25, 828），他将其与人类历史上迄今实现的“必然王国”（同上）相对立（亦见 Engels 1884）。

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不把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发展想象成线性的或连续进化的过程，而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其中每一个较晚的时期都被理解为其前身的更高形式。正如将要展示的那样，马克思鉴于其历史哲学而展开的两个早期历史理论都具有这一本质特征。

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他是某种历史局势的见证者，在这种局势下，历史即将到达其最终阶段。黑格尔认为在普鲁士国家看到了自由理念以其制度化形式成长起来。马克思则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将为通往共产主义社会开辟道路。正如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将人类历史整合进一个宏大的世界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中，这在他反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变成了普遍的自然史。根据黑格尔的观点，非精神的自然是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在通往认识和完全自我创造道路上的总体历史中的一种中间阶段。与之相反，马克思将人理解为总体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在与非人类部分的自然的经济互动中，通过将其理性地从属于自己日益自觉的目的，也使这部分自然人化了。

最后，我们要指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这也涉及到他们作为历史哲学家的自我理解。正如从黑格尔的体系哲学中无法推导出任何道德或政治性质的规范性要求，因为该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不承认任何可以提出要求的环境，马克思也确信可以放弃任何形式的规范性前提或价值设定。根据他的自我理解，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需要与竞争项目对抗并强制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政治项目。相反，马克思认为，通过其基于历史哲学的社会和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运动趋势表达出来，从而使其进入意识。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实现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性压力蕴含在社会趋势本身之中，并不是通过规范性理论才进入世界，从而从外部对抗现存的关系。

正如黑格尔能够将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仅理解为描述，而且理解为世界精神历史性自我产生最终状态的表达，甚至理解为上帝的自言自语（Lemon 2003, 204），马克思也认为，他的理论现在只需要成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内容，就能让工人阶级确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确信向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终结时代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过渡。在马克思看来，由此观之，自己的理论是实现历史必然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本身就是其服务的世界历史运动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坚持其受黑格尔启发的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形态。然而，正如要展示的那样，他将通过三种不同的概念群或三种不同的历史理论来具体说明它们，而这些理论的相互兼容性却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和摩西·赫斯共同编写的手稿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三种历史理论中的第一种。虽然这里的术语尚未获得稳定的表达，但社会分析的概念性三分法已初现端倪。在马克思随后逐渐采用的规范表述中，可以区分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最后的意识形式，关于后者，马克思在少数几个地方也使用了在他之后变得著名的术语“上层建筑”（或“超结构”）。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们徒劳地寻找关于他如何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式的精确定义。此外，所有这三个概念都被他在多种并不总是能清晰区分的含义上使用。尽管如此，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命名的→ 历史唯物主义 →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结构，可以重构如下（参见 Cohen 2001; Iorio 2012）。

马克思通常将生产力（常称为“劳动生产力”，较少称为“生产力量”）概括为技术设备、工具、机器的总体，即社会成员在全社会物资生产中可支配的所有手段和程序方法。因此，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可以粗略地等同于技术或工艺的水平。马克思通常将生产关系（较少称为“生产条件”）理解为在社会成员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以及通常还有（习惯）法律关系。通过提及意识形式，马克思通常试图捕捉社会成员的意识内容，但他较少关注单个个体的意识内容。更多时候，他是从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关注那些人们现如今最可能称之为公共意识或舆论的内容。与其相关，关于其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第三个要素，马克思经常也着眼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结构。这种制度性基础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其时代的精神，因为社会成员典型的意识形式或内容在其中得以体现。正是这种制度性基础结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通常也被称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其中在预示马克思的第二种历史理论时要强调这一假设，即上层建筑主要由统治阶级的思想、信念和利益所决定。

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也大致对应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概括性地称为人的社会存在而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三分法与马克思的断言相一致，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II, 2, 100 / 13, 9）。马克思模仿费尔巴哈的名言“思维来自存在，而不是存在来自思维”（1970 [1843], 258）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简短表述，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在意识形式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这些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单向的依赖关系。马克思确实在许多地方表达的观念是，社会成员的意识内容（或相关社会的相关制度）是由社会成员生活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关系本身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因此是可以解释的。

通过马克思所做的另一个假设，这种对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的构建的分析变成了一种社会变迁理论，并在此意义上变成了历史社会理论，即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这一附加假设是，生产力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更确切地说，技术在物资生产中的应用倾向于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带来技术可能性的改进和精细化（Cohen 2001, 55–62）。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周期性地导致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根据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及其关于关系单方面依赖于生产力的观念，这本质上意味着生产关系必须周期性地适应生产力的先进发展水平。这种适应必然也导致社会意识或体现该意识的政治-法律制度的适应。简而言之，技术变革使得经济、社会、法律以及最终政治的调整成为必要。

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此前概述的社会和历史理解表达得最为简练：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II, 2, 100 f. / 13, 8 f.）

人们不难在马克思关于进步的生产力与保守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转变为更高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构想中，认出黑格尔的辩证发展图式。考虑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推动力，马克思此外显然认为，他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再次达到了一个进步阶段，现存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无法长期抵制这一阶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下一次经济基础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层建筑的最后一次变革已列入 19 世纪的世界政治议程。根据这一理论，结果也将是解放了的无阶级社会，其成员有计划地、理性地、自主地并因此从所有异化层面中解放出来地组织经济物资的共同生产和分配（Schmitt 2002）。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马克思三种历史理论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了他受黑格尔启发的历史哲学的具体化。


这里是您提供的德文内容的简体中文翻译。



阶级与阶级对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用来填充受黑格尔启发的历史情节的第二组概念，源自阶级斗争理论的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但主要是由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巴贝夫、傅立叶、布朗基、圣西门）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深入研究了他们的著作。

根据这一理论，所有前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组织不是同质的，而是划分为可以通过经济标准来区分的社会阶级（Schmitt 1997, 145–158）。此外，根据这一理论，所有前共产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匮乏社会，因为全社会的物资生产效率不足以完全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因此，总是有社会阶级在经济上剥削其他阶级的成员，部分或全部地占有他们的劳动产品。马克思也将这种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归入剥削这一概念之下。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上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成员的劳动成果的剥削，很少是赤裸裸的，即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相反，在任何时候，社会成员中都盛行着一种合适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常由当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思想组成，因此也符合该阶级成员的利益。由于统治阶级不仅能让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能让被统治阶级的成员相信其意识形态，盛行的剥削形式总是能被赋予道德、法律乃至政治合法性的表象。

马克思认为，这种现存剥削结构的合法化表象，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以往所有的社会总是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但随之而来的阶级对立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才导致公开的阶级斗争。因为只有当既定的合法性观念已经过时，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价值观念和思想开辟道路时，公开进行的阶级斗争才会开始。例如，18世纪关于全人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新思想开启了法国大革命，从而开启了从晚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过渡，因为它们对以前既定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质疑。如果说以前人们确信社会不同阶层存在根本差异，这不仅证明了贵族制度的合理性，也证明了君主专制国家形式的合理性，那么启蒙运动的平等思想只能使民主的国家形式合法化，在这种形式下，所有社会成员都被承认为在法律和政治上平等的公民。

马克思再次隐晦地借用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特有的自由目的论，他认为虽然法国大革命给许多人带来了显著的自由增长，但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才能获得。他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这一观点，即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法律关系下，自由思想被扭曲和滥用了，因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框架下的自由主要被理解为贸易自由和经济行为者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上按自己的判断买卖劳动力的自由。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不再需要通过匿名的和使人匿名化的市场交换劳动和劳动产品时，在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在没有经济强迫的情况下，根据其个人能力和需求为同胞进行生产时，才会存在。

马克思再次与黑格尔的辩证思维保持一致，他认为既定社会形态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会不断激化，直到以前被统治的阶级爆发政治革命，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从而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及其政治国家形式开辟道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直到法国大革命，政治动荡总是导致新的阶级结构，因此不断产生新的阶级冲突和统治关系，这些迟早会导致下一次革命起义，从而导致社会的社会和政治重组。这里再次显示了将过去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时代的做法，这一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已经可以看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II, 2, 101 / 13, 9）或者正如马克思在另一处直接引用其第二种历史理论的概念资源所表述的那样：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MEW 4, 462）



既然马克思还确信，他所处时代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只剩下两个相关的阶级，他就可以认为，工人阶级反对统治和剥削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汇入最终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将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从而只剩下以前的工人阶级。然而，从纯逻辑的角度来看，一个只由单一阶级组成的社会当然等同于无阶级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无阶级社会中，根据定义不可能再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因此也就不用再指望会有政治革命。以前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结构可能会消失。人类历史达到了它的目标。世界终将找到和平：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后将出现一个新的阶级统治，最终导致新的政治权力？不。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是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秩序解放的条件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劳动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及其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了[]。”（MEW 4, 181 f.）



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

显而易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概念群与包含阶级斗争理论核心要素的概念群之间没有任何重叠。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典型的意识形式等概念对社会进行的分析性分割，倾向于指向结构主义-系统理论的社会分析，其中个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相反，阶级斗争理论恰恰将行动者和行动者阶级的行动置于前景，因此是以行动理论为基础的。

这当然不是说，迄今为止概述的马克思的两种历史理论是相互排斥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否兼容，或者它们甚至如何能够相互补充，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有趣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明确探讨过这些问题。不过，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许多著作中同时使用这两种理论的核心概念，从而至少隐含地表明他确信它们是可以相互兼容的。

他在隐含地假设这两种历史理论具有兼容性时，这种指导他的想法很可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结构与阶级斗争理论之间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因为马克思似乎认为，社会历史中阶级矛盾足以大到为政治革命铺平道路的历史社会阶段，必然与先进生产力和既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样迫切要求社会革命改造的阶段相重合。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几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和历史证据来支持这种矛盾结构存在普遍一致性的假设。因此，人们很容易推测，马克思是如此坚信他仅仅是通过这两种历史理论来具体化同一个受黑格尔启发的历史哲学，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想到应用这两种理论可能会导致相互背离的结果。因此，他的论点显得是特设的（ad hoc）：即只有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迫使社会经济发生变革时，阶级对立才能导致具有政治成功前景的公开阶级斗争。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并行主张的这两种历史理论，显然比马克思认为的更加相互独立。特别是当我们按字面意思将它们视为独立的历史理论，而不仅仅是抽象历史哲学的具体化时，情况更是如此。

如果将它们理解为独立的理论，就会再次出现关于它们兼容性的问题。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在于，本质上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关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功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本身不提供关于社会变革因果机制的信息，而仅服务于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前提。在这个假设下，阶级斗争理论通过其对集体行动者或行动者阶级的行动理论聚焦，可以作为因果机制理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解释那些历史唯物主义在功能主义解释中无法解释的社会变迁。

（Iorio 2010b; 2012）。

沿着上述路线重构马克思两种历史理论的关系，与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所持的一系列观点很好地兼容。例如，这种重构符合他的这一观念：历史只知道人类行动者，即使行动者的决策和行动自由受到系统性（即经济、社会以及最后的社会心理）边界条件的限制。但这种重构的核心问题无疑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解释必须将大量的功能主义-科学理论引入马克思的著作，而这些著作本身几乎不包含这些理论。马克思本人既不是历史功能主义理论的信徒，也不熟悉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之间上述的那种联系。正如前面推测的那样，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必要性问题，因为他只把这两种理论理解为其受黑格尔启发的历史哲学的具体说明。

资本作为自增殖的价值：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形而上学

马克思主要在其晚期著作中用来重新讲述黑格尔式历史的第三组概念，其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从中汲取营养以展开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对商品概念的分析出发——这种分析基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传统区分，区分了具体的和抽象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试图发展一种逻辑-概念上的不同价值形式的谱系（参见 Berger 2004; Heinrich 2005）。尽管这个价值谱系的逻辑-概念架构最终指向资本概念，但马克思以一种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的方式将他的价值理论嵌入到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考察中。这些考察涉及以市场或商品经济组织起来的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前史、现状和可预见的未来。

在《资本论》（在其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自称为黑格尔的学生，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他自己的辩证方法之间的区别作了一些模糊的论述，II, 6, 709 / 23, 27）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以及阶级斗争及其人类行动者的重要性都退居幕后。相反，马克思转而不仅从谱系上把握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即作为一种发展中先后存在的不同阶段，就像人们今天在进化生物学中谈论智人的各种前身那样。他也不满足于对不同价值形式进行类型学解释，即作为一种现象的同时存在但相互独立的不同变体，就像人们今天谈论不同形式的民间音乐那样。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分析基于一种可疑的、他自己没有专门提出问题的观念，即在这些过程中不断发生价值向不同形式的转化。

这种关于价值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化的观念，使马克思能够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在表面上不同的价值形式背后总是隐藏着同一个价值，它只是时不时地改变其（表现）形式。这种单一价值认同的表象最终使马克思能够将价值变成市场经济事件的主角，将人类贬低为其意志薄弱的傀儡，他们的行为仅仅是执行资本自我增殖利益所需的一切：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


“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就这样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我们把自行增殖的价值在生活循环中交替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但在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在这个货币和商品的不断转换的形式变化中，改变了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它自己分离开来，自行增殖了。因为它设定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己的运动，所以它的增殖是自行增殖。它获得了去设定价值的神秘性质，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生活生生的幼仔，或者说，至少会下金蛋。”（II, 6, 172 / 23, 169）



因此，价值，特别是以资本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在非共产主义的异化时代的黑暗时期继承了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遗产。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几乎所有不同形式的价值只存在于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条件下，因为人造产品除了其简单的使用价值外，只有在以按照其交换价值在商品市场上进行买卖为目的而生产时，才会获得交换价值。相反，在这种意图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中，产品的“使用价值”则处于前景，即产品具有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属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经济秩序将是这些形式之一。由于它基于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的概念，生产出来的产品将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者完全着眼于同胞的需求，即为了其特定的使用价值而制造的。

没有交换价值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不同价值形式链条导致资本作为自增殖价值存在的这一谱系发展就会停止。只有在共产主义经济秩序的条件下，人类才能自主地主宰经济和社会事件的进程，并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自由而自觉地塑造自己的生活。异化的时代结束了。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精神又回到了人类身上。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价值——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分配时代——对人类进行的恶作剧已经结束了。

显而易见，马克思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历史理论离不开形而上学的棘手基本假设。特别是这种信念——即不同的价值形式仅仅是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始终保持不变的价值实体的不同表现形式——证明了马克思需要一种受康德-黑格尔启发的“两个世界”学说，并依附于一种高度投机性的价值本质主义。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被证明是试图发展一种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尝试显然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时所奉行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导向的纲领不相容。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前两种历史理论已经很难相互协调，那么要将第三种理论与前两者调和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马克思几乎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第三种历史理论的概念群如何能服务于不仅涵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的前史、现状和后史，而且还能具体化整个历史哲学，即包括古代和中世纪。

结语

如果按照第一节所解释的一般历史哲学与具体化它的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来看，可以确定，历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最迟在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终结。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以及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被视为最后几位试图根据统一原则重构人类历史的作者，从而呈现出一幅相对容易理解的、线性的发展图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在1979年强调了对这种“宏大叙事”持久性的信仰的丧失。当然，这一普遍判断也适用于马克思以黑格尔为导向的历史哲学。

然而，如果将历史哲学理解为较少基于形而上学的世界历史事件总览，而更多是对历史科学及其方法的科学理论反思，那么马克思思想的痕迹在当代理论图景中仍然可以找到。这虽然不太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鉴于其概念资源，它很难反思以服务业为主导且现代信息技术发挥作用（马克思在19世纪对此尚无法预见）的当代经济和社会制度。马克思晚期著作中价值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对近期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及其历史的理解也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阶级斗争理论不难被解释为政治理论方法的雏形，这些方法在当代科学中仍被代表和进一步发展。这些进一步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民主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其中虽然不再使用阶级和阶级利益这些粗糙的概念，而是谈论社会群体（包括协会、联合会、政党、教会组织等）及其群体利益（参见 Schmidt 2010, 210–224）。但是，就像马克思一样，许多所谓的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基于卢梭的关于全社会统一意志和利益的理解是虚幻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应被解释为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民主理论的多元主义者大多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联盟中的不同群体拥有不同强度的权力手段。

当然，民主理论中的这种多元主义不再认同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线性历史发展的观念，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自由和谐合作的个体的无阶级联合。但是，如果没有将阶级斗争理论嵌入受黑格尔启发的历史哲学中，马克思也就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目的论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当代民主理论中的多元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进一步发展，它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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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 / 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

自然、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政治上存在争议且经常被用于论战的概念。然而，在其充满冲突的使用中也揭示出一种哲学上的多面性，其中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意义内涵相互重叠。例如，在本体论方面，自然主义如今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认为自然之外或自然之上别无他物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该术语意指（始终）以自然科学为导向。在伦理学中，这是一种试图从人类本性中获取美好生活评价标准的进路。反之，人道主义承接伦理自然主义，指代一种教育和教化哲学，其目标是通过实现人类本性的特定潜能来全面发展个性。在认识论上，它常被认为具有强烈的真理诉求，涉及所有人类表达媒介。此外，它也常被归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即自然要么在目的论上以人为导向，要么人类可以任意操纵自然。最后，关于自然的谈论本身也表现出重大差异，这取决于它是指代指涉对象的性质、指代对其的认识论概念化和经验，还是指代伦理评价。此外，它在领域语义和本质语义之间摇摆：自然可以指代事物的自然属性，即区别于人类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受进化时间性支配的东西，或者指代一个实体的基本属性，从而指代其本质。

在马克思那里，自然、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这种系统多面性不仅呈现出特定的形式；其主要特征还在于权重的分配不均：尽管关于自然的论述贯穿其全部著作，并随着各自的问题域和语境而变化，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这对概念仅在显要位置出现过一次——即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因此，这两个概念在这篇文本中的确切含义，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和创作阶段（尤其是晚期著作）是否可以被认定为人道主义和/或自然主义，如果是，是在何种意义上，这些都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某些方面）联系起来的一种可能性，在于“人的自然”（menschliche Natur，或译人的本性）这一概念。马克思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晚期马克思才明确使用这一概念，而早期著作中始终谈论的是“人的本质”（menschliches Wesen）。另一方面，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作为“自然形成性”（Naturwüchsigkeit），成为一种他律社会状态的隐喻，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历史是以进化的方式而非反思控制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自然表现为人类解放的对立概念。


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现存最早的文本之一，即1835年的中学毕业论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展示了作为其著作出发点的人道主义：

“神也给人指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如果生活条件允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那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就其真理确信不疑的思想基础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接近于共同目标即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不过是手段。” (I, 1, 454–457 / 40, 591–593)

在此，人道主义意指一个完善自我及人类物种的伦理方案，其手段必须不断地被重新发现，即通过人们以真理诉求为导向，并从事赋予他们最大尊严的活动。

马克思在1837年秋十九岁时写给父亲的信，则证明了他早期对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受哲学驱动的：马克思报告说，为了逃离黑格尔哲学的“怪诞的岩石曲调”（MEW 40, 8），他写了一篇关于希腊斯多葛派学者克莱安西斯（约前331–约前232）的对话，“为此我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自然科学、谢林和历史”，但最终还是被带回了“敌人的怀抱”（MEW 40, 9）。自然科学和以谢林（1775–1854）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在这里表现为对抗黑格尔诱惑的（尚）无效的解毒剂。

随着1841年博士论文的完成，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群体话语中一个独特的行动者出现了。这一话语的统一性问题在于哲学的实现方案：青年黑格尔派共同的观点是，黑格尔仅在理论上，在“对永恒的凝视”（Hegel 1832, 14）的统治下，克服了世界的分裂。现在的关键在于也在实践上实现和解，即通过真正克服现存的矛盾，从而以这种方式实现哲学。在此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追随两种相互竞争的哲学策略：一种是行动哲学（Tatphilosophie），它承接费希特，从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我产生出发，主要代表人物为奥古斯特·切什考夫斯基（1814–1894）、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和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另一种是自然哲学-人类学策略，特别是费尔巴哈（1804–1872），他承接谢林和法国唯物主义者，将人理解为感性的自然存在。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主义中的独特地位在于，他试图调和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策略，即行动哲学和自然哲学。马克思对他当时的哲学战友的批评是，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与自然、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本身仍处于对立之中。哲学的真正实现必须在这方面也带来和解，即通过哲学的自我扬弃。

在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因此要求为自我意识理论奠定自然哲学的基础，其中伊壁鸠鲁被作为该项目的重要理论资源提出。伊壁鸠鲁将“带有其一切矛盾的原子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贯彻并完成了。”（I, 1, 58 / 40, 305）在他那里，自然不再是一种决定论的联系，而是获得了向理性和自由的开放：“同伊壁鸠鲁相反，德谟克利特把这一项[这一；UL]作为原子的概念的实现的东西，看作强制的运动，看作盲目的必然性的行动。”（I, 1, 39 / 40, 284）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将他预见到的源自伊壁鸠鲁的行动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综合，明确地与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的实现问题联系起来：“世界的哲学化”必须同时对应着“哲学的世界化”，即概念与非概念的和解，从而也是青年黑格尔派两个党派的和解。

在这一和解项目中，马克思极力主张从社会哲学角度具体阐述非概念的一面，即作为对黑格尔现代社会合法化理论的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

“在研究国家状况时，人们太容易被诱惑去忽视状况的实物本性（sachliche Natur），而把一切都解释为当事人的意志。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状况，它们决定了私人以及个别政权机构两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运动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I, 1, 301 / 1, 177)

在1842年和1843年期间，马克思最初主张一种共和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痛惜现代性中自由的丧失：

“人，那就是精神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共和主义者。[…] 人们的自尊心，即自由，必须重新在这些人的胸膛里唤醒。只有这种随着希腊人一起离开世界，并随着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蓝雾中的感情，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为了崇高目的的人类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I, 2, 475 f. / 1, 338 f.)

虽然民主国家在此处被马克思视为最高的伦理生活形式，但“被蔑视的、可鄙的、非人化的人”（I, 2, 477 / 1, 340）却是君主制使其制度化的原则，也是黑格尔竭力试图辩护的原则。

在1843年夏天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即所谓的克罗伊茨纳赫手稿）中，共和制国家本身变成了一个问题：作为社会组织模式的民主制与国家陷入了冲突关系，马克思此时脱离了共和主义（参看 Abensour 2004）。与君主制不同，在君主制中，人民作为宪法的一个要素从属于宪法，而在民主制中，

“宪法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 这里，宪法不仅就其自在的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都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宪法表现为它本来的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I, 2, 30 f. / 1, 23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作为人类自决的集体侧面，人民主权在民主制中被普遍化，以至于政治人与私人之间任何僵化的界限都消解了。政治组织形式不再凌驾于被组织者之上，而是处于被组织者之中，因此“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灭亡了”，因为它“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宪法，已经不再被认为就是整体了”（I, 2, 32 / 1, 232）。

在撰写完克罗伊茨纳赫手稿之后，马克思的观点立即转向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其核心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政治人与私人的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被归因于私有财产的经济普遍化。马克思在此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政治解放，通过它所有人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而不论其等级、教育或宗教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I, 2, 150 / 1, 356）。然而，私有财产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离并没有因此被扬弃，反而是被预设和确认了。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解放不是解毒剂，而是私有财产得以展开的完成形式。它启动了一种全面的工具化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们将自己和他人仅作为手段对待，并降低为基本的自然功能：“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I, 2, 159 / 1, 366）这导致——马克思这里主要着眼于自由主义——一种意识形态效应，即把私人及其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解为一种“自然”（本性），而政治和社会作为“人为的”制度在（道德上）对其进行限制。

相反，人类解放意味着与现实的自然成长性（Naturwüchsigkeit）以及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决裂，即把人的自然力量识别为社会可塑造的潜能并进行反思性组织：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的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并组织自己的‘原有力量’（forces propres）并将之作为社会力量的时候，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己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算完成。” (I, 2, 162 f. / 1, 370)

此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论述已经具有非常不同的维度：在社会本体论上，他断言市民社会的运作像其余的自然界一样；在认识论上，错误的自然化受到批判；而在伦理上，马克思建议对人类本性的潜能进行社会-政治的反思性处理。后者在文本的第二部分通过对作为其余部分的自然的工具化批判得到了补充：金钱“使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都丧失了自己的特性。[]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对自然界的看法，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I, 2, 166 f. / 1, 375）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简要概述的宗教批判，再次阐明了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群体话语中的地位。它寻求在行动哲学的自我意识理论（鲍威尔）与自然哲学-人类学的关于人是需求存在物的方法（费尔巴哈）之间找到一条社会哲学的中间道路：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I, 2, 170 / 1, 378)

马克思将宗教描述为社会苦难的表达、补偿和辩护媒介，而这种苦难是由不符合人类本性的实践和制度引起的：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百科全书式的纲要，是它的通俗形式的逻辑，是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是它的狂热，是它的道德核准，是它的庄严补充，是它普遍的慰藉和辩护理由。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实现，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现实性。”（同上）

当马克思写道，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围绕着人转动”（I, 2, 171 / 1, 379）时，构成这种宗教批判视域的人道主义带有人类中心本体论的特征。然而，这种人道主义的主要意图是伦理-政治性质的，旨在革命化社会关系，为此康德绝对命令的目的公式被转向了社会层面：“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以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I, 2, 177 / 1, 385）

在马克思于1844年夏天紧接着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所作的“穆勒摘要”中，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的论点，即人类解放只有当人“在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时才算实现，获得了（些许）具体化。马克思认为，在私有财产统治下，人类的合作关系表现为工具化与他律的交织：“使你的需要对我的物品具有一种价值、一种尊严、一种效用的，只是你的物品，即我的物品的等价物。”（IV, 2, 464 / 40, 461）在市场条件下，对方的需求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当我为我的物品获得等价物时我才给予。由于对方因此仅被视为工具，无论是“他者”（Alter）还是“自我”（Ego），都通过其物品的等价性要求而受到他律：

“我们每个人都真正把自己看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那样。你确实使你自己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和生产者，以便占有我的物品 []。既然这种物品对我们的相互奴役在发展之初现在也真的表现为统治和奴役的关系，那么这也只是我们的本质关系的粗陋和坦率的表达。” (IV, 2, 465 / 40, 462)

马克思在此建议区分市场互惠与需求互惠。在前者中，合作性的依赖处理采取了他律和工具化的形式；在后者中，它作为自身显现出来，成为目的本身，并以此方式同时使得积极自由成为可能：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 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享受了个人的乐趣，即意识到我的个性是实实在在的、感性可触的因而凌驾于一切怀疑之上的权力；(2) 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意识到给另一个人的需要提供了与它相适应的物品；(3) 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上）。

根据马克思在此主张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个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在其活动及其产品中肯定自己：一方面，对方的需求被承认为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它被承认为更大的联系（类）的一部分，在这种联系中，依赖不被体验为限制，而被体验为补充和丰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异化劳动发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由于该文本没有提供独立的科学解释，与其说它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它作为社会哲学诊断和评价性人类学更有趣（详细评论请参阅 Quante 2009）。马克思区分了在资本主义中出现的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1）工人同自己的产品异化，（2）同自己的活动异化，（3）同人类的类本质异化，以及（4）人同人相异化（I, 2, 363–375 / 40, 510–522）。前两个方面和第四个方面不难解读为对“穆勒摘要”中所要求的“肯定”的阻碍：工人既无法在其活动中也无法在其产品中实现和认出自己，就像非工人一样，与同胞的关系也是工具性的。异化在此意指无力、冷漠、意义丧失和尊严丧失的现象，马克思尚未将其与剥削和贫困化区分开来（参看 Jaeggi 2005; Fracchia 2011）。


相比之下，马克思在此处所指的“与类本质的异化”（>Entfremdung vom Gattungswesen<）究竟意味着什么，绝非显而易见，这尤其是因为他所说的“本质”（>Wesen<）一词，在指代一种实体（“作为类存在物的人” = 一个整体中的实体）和归属基本属性（“人类物种的本质” = 所有人都共有的基础属性）之间摇摆不定。如果“类本质”在后一种意义上被理解，它就等同于“人的本性”（>menschlicher Natur<），这里涉及的是对其他三个异化方面的处于人类学层面的深化。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的本性而言，其身体构造、反思性以及社会性尤其具有构成意义。相应地，同产品的异化指向了一种与自身身体性、进而也与其余自然的异化关系；在活动中的异化指向了反思性的阻滞；而与他人的异化则指向了被压抑的社会性（参阅 Lindner 2013, 第2章）。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尤其关注反思性的一面，即那种能够以目标导向和控制的方式将自身与自己及自身条件置于某种关系中，并对其施加改变影响的能力：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 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I, 2, 368 / 40, 515)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正是反思性的活动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I, 2, 369 / 40, 516)

这种反思性的构想对于马克思那里“自然”（>Natur<）、“自然主义”（>Naturalismus<）和“人道主义”（>Humanismus<）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因为它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以及自然的领域语义学和本质语义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然而，作为其自身本性、其“本质”（>Wesens<）特征的反思性，使他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bloße Natur<）。他可以对其他的自然以及对他自己采取目标导向和控制的态度。因此，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历史便区别于其余的自然史：它不必服从盲目的必然性，不必服从“自然自发性”（>Naturwüchsigkeit<），而是可以在美好生活的意义上被安排，使得身体性、反思性和社会性不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是成为目的本身。

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批评了那种要求简单生活的“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卢梭式的诉求，称其为“非自然的”，因为它们让人的本性的动力停滞了：“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不仅丝毫不像真正的占有，甚至表明了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I, 2, 388 / 40, 535)。对于这种在基本概念层面上通过反思性构想所强调的人的本性的内在动力，马克思通过一种感性的审美化理论赋予了其历史的具体性。继狄德罗（Diderot, 1713–1784）尤其是席勒（Schiller, 1759–1805）之后，感官对他而言是包含着世界关系的潜在能力，它们包括“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I, 2, 394 / 40, 541)。巴黎手稿 在此处使用的另一个名称是“本质力量”（Wesenskräfte）(I, 2, 393 / 40, 541)。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此类潜在能力是在人类历史中展现出来的，而且是与其在物质财富中的对象化并行且相互依存地展现的：

“正如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 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I, 2, 394 / 40, 541)

即便对于五官感觉，其“形成 […] 也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I, 2, 394 / 40, 541 f.)。

根据马克思的诊断，感性潜能也已被资本主义所侵占，因为它们连同其对象都处于一种工具性的占有制度之下。因此，人类的解放也意味着一种获得解放的感性，这种感性变成了“人的”（>menschlich<），即成为了目的本身：“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I, 2, 393 / 40, 540) 马克思在这里非常明确地置身于人文主义的教化传统之中，他描绘了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体的形象，这个个体处于一种全方位占有的世界关系之中：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听、嗅、味、触、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是对对象的占有。”(I, 2, 392 / 40, 538)

这些表述可能很容易显得“极权”（>totalitär<），但在全面展开的个性方面，马克思绝非意指一种对能力的强迫性占有，而是指能力培养和实现的社会可能性条件。而且，这种全方位发展的个体并不是一个行动主义的超人；继费尔巴哈之后，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脆弱性得到了强调：“不仅人的财富，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它是人与人之间的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对最大的财富即对他人有极大的需要。”(I, 2, 397 / 40, 544)

《经济学哲学手稿》 是马克思唯一同时使用 →自然主义（Naturalismus）和 →人道主义（Humanismus）这两个概念的文本。虽然在这个文本中发现的人的本性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将 →自然主义 和 →人道主义 结合起来的人类学可能性，但在这一对概念明确出现的地方，马克思却采取了另一个方向：他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和解计划框架内进行历史哲学的论证。→人道主义 和 →自然主义 从而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两种相互竞争的策略——行动哲学（Tatphilosophie）和自然哲学——的占位符。像所有其他矛盾一样，它们也等待着一种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和解，而通过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向，自然史已经在目的论上走向这一和解。人道主义和行动哲学在此通过人经由劳动 →自我产生（Selbsterzeugung） 这一拓扑结构相互联结。不过，马克思立刻引入了自然哲学-人类学的基础：“在设定的行动中，[人]并不是从他的 →纯粹的活动 落入创造对象的过程，相反，他的对象性的产品只是证实了他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他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I, 2, 408 / 40, 577) 作为劳动者，人不是在一个先验的平行世界中通过，而是并且始终是自然存在物。同时，一种生产和形成的动力被归于自然，这种动力在目的论上是以人为导向的。

“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为了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历史的全部运动是……这一生成过程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I, 2, 396 / 40, 543 f.)

因此，马克思在这一语境中断言，自然随着人类的自我异化也与自身相异化，以便随后通过异化的扬弃体验一次“复活”（>Resurrektion<）：新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I, 2, 391 / 40, 538) 在其顶峰，自然哲学再次转化为行动哲学，自然史表现为通过劳动实现的人的日益增长的自我创造：“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I, 2, 398 / 40, 546)

根据年轻的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能实现并同时被扬弃，因为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普遍的和解，在这种和解中，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道化的对称运动也得以完成：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I, 2, 389 / 40, 536)

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正如它们在手稿中被使用的那样，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相结合，这种本体论既具有目的论维度（自然界成为人），也具有普罗米修斯维度（人通过劳动自我产生）。至少关于“自然主义”的说法，与今天该术语的本体论用法背道而驰，因为后者排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伦理方面则有所不同，手稿中的评价性人类学与当代伦理学辩论中对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解相当吻合：美好的生活取决于人的本性的特定潜能的展开，这允许个体全面发展其个性。从认识论角度看，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将自然科学视为需要和解的对立面问题：

“自然科学展开了巨大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 自然科学往后[一旦异化被克服; UL]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I, 2, 395 f. / 40., 543 f.)

这里很难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即（彻底的）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相反，马克思在此处完全是青年黑格尔派话语的一部分：他设想的是一种哲学的统一科学，其中没有独立科学的位置。


现实主义社会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1845/46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他早期的青年黑格尔派理论框架决裂了。在接受史中一个著名的争议问题是，这种决裂是否也包括了1843年和1844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是否如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Althusser 2011）所声称的那样，转向了“反人道主义立场”。然而，只有当在伦理学和本体论层面对人道主义进行区分时，讨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最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抛弃了《手稿》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自然界为人的生成（Werden der Natur für den Menschen）以及人通过劳动进行的自我创造（menschliche Selbsterzeugung durch Arbeit）的假设，在1845/46年之后的著作中不再出现；在这种特定的本体论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是“反人道主义”。然而，对于人道主义的核心——伦理学而言，这种说法是无法成立的，阿尔都塞的解释在这里似乎几乎得不到马克思文本的支持（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 Geras 1983）。

在这一方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两处文本是相关的。第6条提纲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IV, 3, 20 f. / 3, 6) 阿尔都塞将第6条提纲解读为对任何人性概念的告别。然而文本说的是：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没有消解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马克思只是再次将社会性概括为人类本性得以实现的构成性媒介。不过，他现在针对费尔巴哈强调，这并不涉及非时间性的主体间性。第二处相关文本是第10条提纲：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IV, 3, 21 / 3, 7) 当马克思将其新唯物主义致力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立脚点时，不难在其中认出《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人类解放方案：社会应当通过人们与其自身的社会性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关系而变得人性化。

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以一种现实主义社会哲学的意义勾勒了费尔巴哈提纲所假设的“新”唯物主义，这种哲学将自然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与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延续了1843/1844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假设结合在一起。即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社会本体论乍一看似乎只在细节上偏离了《手稿》，但它们之间仍有根本区别，即社会及社会化个人嵌入于其余自然界（übrige Natur）之中这一点，不再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目的论相耦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标志着马克思向当今自然主义本体论理解的过渡：“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übrige Natur）的关系。” MEJ 2003, 107 / 3, 20 f. 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必须考虑到人的肉体性以及由这种肉体性所“产生的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而不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详尽阐述：

“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MEJ 2003, 107 / 3, 21)

在这里，不仅自然界为人的生成消失了，而且人通过劳动进行的自我创造也变成了通过人们的活动对自然基础的变更。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经常被解读为一种反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否认独立于人类历史并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规律，并——典型的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无缝地延续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动哲学（tatphilosophische）策略。除了马克思与其早期团体话语的决裂外，在这里丢失的还有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隐含预设的区分：即表层自然（Oberflächennatur），即由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塑造并具有特定文化体验的自然，与深层自然（Tiefennaturen），即首先使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成为可能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机制之间的区分（参见 Soper 2000）。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针对费尔巴哈的自然狂热，一方面强调了表层自然的社会文化建构特征：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自己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MEJ 2003, 10 / 3, 44)

然而，这些可被称为建构主义的陈述在下一句中立即得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奠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同上），也就是说，基本的自然规律以及诸如地震等自然偶然性是不可支配的（Unverfügbarkeit）。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自然主义社会本体论假定，任何社会由于依赖于其余自然界和个体的肉体性，都面临着物质和人口再生产的问题（参见 Beer 1990）。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性支配关系（Verfügungsverhältnisse）中处理这些问题，被视为决定一个社会构成的关键，因为对资源和人的支配关系——马克思以阶级还原论的方式思考这一点——决定了各自的社会分工、权力关系和冲突模式（详见 Lindner 2013, 第3章）。

这种社会本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意识形态批判（见第III.C.5章）和某些伦理假设的补充。虽然意识形态批判批评了包括错误的自然化（Naturalisierung）在内的现象，但在伦理上，《手稿》中的评价性人类学得以延续，因为异化诊断的规范性内容转化为对自发（naturwüchsig）分工的批判：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naturwüchsig）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MEJ 2003, 20 / 3, 33)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放构想同样保持着人道主义色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面发展的个体，他们实现着自我：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Selbstbetätigung）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然后，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以前的受限制的交往转化为个人本身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MEJ 2003, 91 f./3, 68)

正如在1844年的马克思文本中一样，对他人的依赖不是限制，而是个性发展的媒介：“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自由才成为可能。”(MEW 3, 74)

包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主义社会哲学同时要求一种以科学知识为导向的取向：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MEJ 2003, 116 / 3, 27)

人们很容易在这里看到一种要求对哲学进行全面认识论自然化的诱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的“真正的、实证的科学”仅仅或主要指自然科学。相反，在一段被划掉的段落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MEW 3, 18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里考虑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一种未详细说明的历史科学。这一段落被划掉，与其解读为对历史导向的修正，不如解读为对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统一科学或概念科学方案的拒绝。

马克思著作的巨大矛盾之一在于，现实主义社会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转化为该文本本身明确警告过的东西，即转化为一种“可以用来以此对历史时期进行剪裁的药方或图式”。(MEJ 2003, 116 / 3, 27) 这种图式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架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被理解为历史的跨历史的、目标导向的驱动力，它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生产方式，其中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及其文化对应物分别与经济-技术基础处于一种功能关系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就是1844年自然目的论在历史哲学上的后续项目。在这一项目中，人道主义伦理服从于一种进步逻辑，这种逻辑将解放和人类尊严转化为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mus）：

“例如，如果工人们 [这是1845/1846年与施蒂纳的争论中已经断言的；UL] 在他们的共产主义宣传中强调，人的天职、使命、任务是多方面地发展自己，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包括思维能力，那么圣桑丘（Sankt Sancho）就在这里看到了针对异己者的天职，看到了神圣东西的强加，他试图通过以下方式把人从这种强加中解放出来：他把这个为了自我牺牲而在分工下被肢残并被归入某种片面职业的个人，置于某种保护之下，以反对这个个人自己想要改变现状的、被他人宣布为天职的自身需要。”(MEW 3, 273)

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逻辑暗示了一种无边界的结果论（Konsequenzialismus），其中为了解放和自由的目的，一切似乎都是允许的——既包括对个人自主权的漠视，也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无情剥削。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晚期著作

马克思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期间绝未背离其早期著作中的伦理人本主义，这一点在1857/58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手稿中得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回避了异化概念，但现在它又重新出现，即马克思强调了其评价性人类学的历史导向：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关系的丰富性，并且还没有使这种丰富性作为独立于他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II, 1.1, 94 f. / 42, 95)



马克思在此反对预定的尺度，并以此强调其伦理人本主义的反目的论取向：正如那个反问句所问，为什么人类不应当“发挥他的创造天赋，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这种历史发展正是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呢？” (II, 1,2, 392 / 42, 396) 然而，正是这种人类力量以自身为目的的展开，在资本主义中却被一种“外在目的”的统治所颠倒，在这种统治下，“人类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同上）。

这也是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这样的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诅咒而非自我实现的原因之一：


“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看作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看作也就是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行动正是劳动，——这些都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当然，他说得对：在以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为形式的劳动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其相对立的所谓不劳动则表现为自由和幸福。” (II, 1.2, 499 / 42, 512)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出版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强调自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即生命的自组织，以此驳斥神创论的假设（参看 I, 2, 397 f. / 40, 545; MEJ 2003, 10 / 3, 44），但现在达尔文因彻底终结了自然目的论而受到赞誉：“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尽管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1861年1月16日；III, 11, 315 f. / 30, 578）

达尔文通过经验阐明了此前被误解为目的论的东西：自然界中如何能够出现向更高级的发展和日益完美的适应。但是，据说达尔文提供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究竟是什么？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关于达尔文的全部言论，他对进化论的片面取向是不太可能的。相反，马克思似乎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可以相互借鉴，因为人类的社会性和历史在本体论上既不外在于其余的自然界，也不能还原为后者。这种借鉴之一就是假定对抗的存在。同时，正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突现（emergent）性质，允许对某些自然科学假设进行批判：


“至于达尔文，我重新看了他的书，他在其中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就像马尔萨斯先生的妙语不在于他不把该理论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只应用于人类——而且是按几何级数——以此同植物和动物相对立似的，这真以此使我感到好笑。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出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致恩格斯的信，1862年6月18日；III, 12, 136 f. / 30, 249）



在接受达尔文思想的同时，马克思也更加转向亚里士多德（384–322）。<劳动的二重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质料与形式的区分，即所有人类社会形态因归属于其余自然界而共有的东西（质料方面）与在社会历史中各不相同的属性（形式方面）之间的区分，不仅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导差异，而且对于《资本论》的自然观也是核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劳动因此是人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生存条件，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为了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为了维持人类生活而必需的。” (II, 6, 76 / 23, 57) 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在价值这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社会化形式中，“不包含一个自然物质原子” (II, 6, 80 / 23, 62)。在劳动的使用价值方面，我们要面对的是马克思本体论自然主义最清晰的表述：


“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II, 6, 76 f. / 23, 58)



与1844年的人类学保持连续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赋予人性一种反身性，这种反身性通过劳动负责人类能力潜能的发展：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他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他也同时改变他自己的本性。他使自身的沉睡着的潜能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量的活动受自己的控制。” (II, 6, 192 / 23, 192)



质料与形式的区分也构建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自然化的认识论批判。这种自然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视为“和生产劳动本身一样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 (II, 6, 111 / 23, 95 f.)。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必然性的假象主要是这样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机制并不作为其本身可见，而是其关系属性表现为对象的内在自然特征。

除了这种针对错误自然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外，《资本论》中还有一种关于自然的社会本体论表述，它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自发性（naturwüchsig）被描述为一种进化的非反身性，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与其余自然界无法区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例如他将价值规律称为自然规律——在社会中也起作用着特定的因果机制：


“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社会分工的自发环节而互相处于全面依赖状态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还原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所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II, 6, 105 f. / 23, 89)



当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和贯彻着的趋势” (II, 6, 66 / 23, 12) 时，这也并非表明他片面地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相反，将规律构想为趋势，指向了一种非决定论的因果性理解，这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适用。

即便在《资本论》中，伦理人本主义也绝未消失。因此马克思谈到“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II, 6, 543 / 23, 618)。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的非反身性：


“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实际上只是通过它们作为价值量发生作用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 (II, 6, 105 / 23, 89)



这里的伦理问题在于，人们受其自身的经济关系控制，而不是民主地塑造这种关系。另一方面，文中用激烈的笔调描述了资本主义工厂劳动如何将工人还原为功能单位：


“生产发展的一切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 (II, 6, 587 f. / 23, 674)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伦理人本主义是以伦理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处最为明显，那里马克思区分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这一区分在马克思著作中一方面是一个异常，因为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纲》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相反，它将自由置于劳动之外：“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II, 15, 794 / 25, 828) 另一方面，马克思如何描述必然王国之内的解放是具有启发性的：


“这个领域[物质生产领域；UL注]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他们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来进行合理的调节，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这始终仍是必然王国。” (II, 15, 795 / 25, 828)



马克思在此不仅强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合理调节，而且明确指出，关键在于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这种人类本性的构想与早期著作中的人的本质的构想是同一的。

诚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人道的一面，也批判了其生态破坏的动态：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II, 6, 477 / 23, 529 f.)



借此，生态责任意义上的代际正义这类事物也进入了视野：


“从一个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地球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地球的占有者，地球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boni patres familias）把她改良后传给后代。” (II, 15, 752 / 25, 784)



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其开端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末，参看 Lindner 2013, 第7章），1875年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对于<自然>、<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断然反驳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I, 25, 9 / 19, 15) 马克思认为，只有从人的自然制约性出发，才能对社会统治关系进行恰当的批判：


“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同上)



同时，《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著作中唯一一篇至少暗示了关于分配正义立场的文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扣除了用于公共需要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部分之后，生产者将按照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比例取回消费资料。针对这种优绩主义的分配模式——在社会主义流派中主要由圣西门主义者所主张——马克思完全本着当今平等主义的精神反驳道，这将会“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II, 6, 14 / 19, 21) 然而，与当今的平等主义者不同，马克思的替代方案不是一种旨在“修复”个体和社会差异的实质化的机会均等构想，而是在自决和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下以需要作为分配模式：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II, 6, 15 / 19, 21)



可以确定，伦理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是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常数之一：从中学毕业论文到晚期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尽管他不想确立任何理想（参看 MEJ 2003, 21 / 3, 35）——始终坚持全面发展的人格这一理想，该理想建立在特定的人性构想之上。他著作的另一个常数是，从认识论上看，马克思既不追求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还原自然主义，也不赞成二元论的反自然主义：他超越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之间无休止的争论。相反，马克思发生变化的是他的本体论观点：1845/46年向现实主义社会哲学的过渡，意味着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且持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的决裂。

正如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一样，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自然>、<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也存在各种不同的、部分相互对立的倾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晚期著作中发现的显著生态问题意识，与1844年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主义相对立。后者作为一种无边界的后果主义，也是伦理人本主义的巨大对手，因为在进步的祭坛上，人的尊严和个人自主权变得微不足道。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著作中巨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似乎并非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所谓的科学主义，而是一种在19世纪就已经不再处于其时代科学高度的历史哲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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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价值论

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即某种特定的效用，而且还具有交换价值；它们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与一定量的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在经济学中，关于交换价值取决于什么存在着争议。如今，人们习惯于区分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在下文中，如果仅提到“价值”，则是指交换价值或作为其基础的经济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主观价值论将主观评价视为交换价值的基础，而客观价值论则将这一基础更多地视为耗费的劳动时间或生产成本。如果仅将耗费的劳动视为交换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被称为劳动价值论。

较早的交换价值效用理论认为，商品效用的大小是其交换价值高低的原因。亚当·斯密（1723–1790）用著名的“水与钻石”悖论反驳了这一观点：尽管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水更有用，但水的交换价值却远低于钻石。斯密提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关键量不是效用，而是获取某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代表人物，如大卫·李嘉图（1772–1823），也强调了劳动的根本作用。直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莱昂·瓦尔拉斯的边际主义理论的兴起——该理论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即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所带来的额外效用）——价值效用理论才经历了复兴：水的低交换价值现在被解释为水的边际效用低（因为除沙漠地区外，水资源丰富，额外增加一单位水带来的附加效用很低）。早在19世纪末，这种新观点就已广泛确立，并在20世纪演变为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在科学上已经过时。由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强调劳动在决定交换价值中的核心作用，他们都被视为劳动价值论的代表——尽管在他们那里徒劳地寻找这一术语。这种高度简化的观点主要强调了古典学派价值论与马克思价值论之间的共同点，却忽视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

证明问题

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英国经济学中，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也影响了《资本论》的阐述。马克思在致力于分析商品的第一章开头，仅简短地论述了劳动与价值形成的关系。从第二版开始，这一开头构成了第一章的第一节。随后的三个篇幅大得多的节，讨论了马克思的方法与古典学派观点存在根本区别的要点。然而，由于随着边际主义的胜利，劳动价值论的方法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价值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的前几页以及马克思——被认为——试图证明劳动价值论的尝试上。

马克思在那里论证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交换该商品所获得的另一类商品的数量）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II, 6, 72 / 23, 53）。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起作用（只要数量比例合适，所有种类的商品都可以相互交换），因此被交换的商品仅具有一个共同属性，即它们都是劳动产品。马克思认为，既然它们的使用价值并不重要，那么在交换中，劳动的具体性质也不重要，在交换中，商品被“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II, 6, 72 / 23, 52）。作为商品，这些劳动产品是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 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 (同上)

欧根·冯·庞巴维克早已在这些最初的页面中看到了一个——失败的——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准实证证明的尝试（Böhm-Bawerk 1896）；他认为马克思随意选取了一对交换的商品，对其进行仔细观察，然后声称这种观察表明，这对商品的唯一共同点是“抽象”劳动，因此这必然是价值的“实体”。庞巴维克对这一——所谓的——论证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被交换的不仅仅是劳动产品；另一方面，被交换的劳动产品除了是劳动产品之外，还有更多的共同属性（庞巴维克列举了抽象的有用性——某种效用必须存在）。

马克思将价值限定在作为商品交换的劳动产品和服务上，并且他打算在后续部分阐明被交换的非劳动产品的价格（即用货币表示的交换价值），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尚不明显。然而，在第三章中，马克思指出，一个东西可以形式上拥有价格而没有价值（II, 5, 64 / 23, 117），例如未开垦的土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着手解释诸如土地等非劳动产品的价格。

认为马克思声称通过经验观察来论证抽象劳动是价值实体的观点，必须假设马克思认为商品实际上是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的（或者价值构成了价格波动的重心）。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强调情况并非如此（II, 5, 119, Fn. 38 和 165, Fn. 31 / 23, 18,1 Fn. 37 和 234, Fn. 31a）。虽然马克思在前两卷中假设了按价值交换——但这是一种有意简化的假设，在第三卷中被放弃了。这意味着，马克思非常清楚，对单个商品交换的经验观察恰恰不能提供价值。

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比在《资本论》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他认为价值论涉及的内容：

»关于必须证明价值概念的这种瞎扯，是由于既对所谈的问题，又对科学方法完全无知。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我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同样，大家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self-evident〔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MEW 32, 552 f.)

马克思在这里关注的是任何分工的社会生产的基本问题：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他称之为自然规律（意指对所有分工社会都有效的必然性）。在商品生产中，除了市场之外，不存在其他分配社会劳动的机构：生产者必须根据其产品的交换价值来判断他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行业。如果交换价值与他们的劳动投入相比过低，那么他们就必须选择另一个比例更好的行业。如果交换价值没有这种与劳动的联系，那么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就无法通过市场进行。因此，如果要总结马克思的论证，可以说，那些呼吁证明价值论的人，并没有理解价值在商品生产经济中具有什么功能。

马克思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理解了是劳动表现在价值中——但是它没有追问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在一开始就强调了这一任务：»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一切商品都是同一单位的结晶。现在我们要考察这个单位的特定性质，即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定性质。« (II, 2, 109 / 13, 16 f.) 在考察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殊性质方面，马克思区别于古典学派，从《资本论》第二版开始，这一考察的结果占据了第一章的第2至第4节，这些部分都比学术接受史长期关注的第一节要长得多、详细得多。以下对马克思价值论的讨论参考的是第二版的版本。从《资本论》第一版到第二版的部分重大变动在此无法讨论（参见 Hecker 1987）。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在第二节中，马克思讨论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从第二版开始的标题）。马克思不仅通过宣称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来强调这一点的意义，而且还强调是他（马克思）首先“批判地证明了”这一点（II, 6, 75 / 23, 56）。通过具体有用的劳动（木工劳动、裁缝劳动），生产出特定的使用价值（桌子和上衣）。正如使用价值在质上各不相同一样，各自的具体劳动在质上也各不相同。作为价值物，桌子和上衣在质上是相同的，只有量的区别。因此，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也必须是无差别的、质上相同的劳动。但是，质上不同的具体劳动只有在抽象掉它们作为具体有用劳动的差异时才是相同的。因此，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对应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它一方面是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表现为商品价值的抽象人类劳动。正如本节标题已经阐明的，马克思谈论的不是每种人类劳动的二重性，而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虽然具体有用劳动，即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II, 5, 23 / 23, 57），但抽象一般劳动绝不是独立于社会形式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指出，虽然裁缝劳动生产了上衣，但并不生产上衣的价值。后者是它作为抽象一般劳动生产的，而这种劳动属于一种并非由裁缝编织的社会联系。（II, 2, 115 / 13, 24）。

价值形式与货币

第一章的第三节讨论的是价值形式。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是价值物，这一点在它们自身上是看不出来的，它们需要一个独立的价值表现。商品的展开的价值表现是货币形式，即价值不是表现在任何随意的其他商品中，而是表现在货币的形式中。在第三节中，马克思想要证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II, 6, 81 / 23, 62）。正如在章节 II.B.4.2 中已经指出的，这里涉及的不是历史发生史，而是价值与价值形式之间必要的范畴联系。这里也存在着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区别，后者仅将货币视为简化交换的技术辅助手段。早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就指责李嘉图没有考察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其后果是：

»因此，他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联系，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须表现为货币。« (II, 3, 816 / 26.2, 16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同样指出，李嘉图学派之所以只能不充分地回答塞缪尔·贝利的批评，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任何说明”（II, 6, 113 / 23, 98）。马克思声称通过他的价值形式分析恰恰提供了这种内在联系。

劳动产品并不是作为单个的物品，而只有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和价值物。这在马克思对第一版的修订手稿《补充和修改》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MEGA II, 6, 33 f.; 见第 II.B.4.2 章）。马克思在价值形式分析中考察了它们的价值是如何在这种相互关系中表达出来的。他从最简单的价值形式开始，即商品A的价值表现（>20码麻布<）在任何另一种商品B（>1件上衣<）中。在此，商品A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其价值需要被表达；商品B处于等价形式，它充当价值表现的材料。商品A作为物体只是使用价值，为了表达其价值，它需要商品B。但这作为物体同样也只是一个使用价值。如果这个使用价值充当价值表现，这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例子中是上衣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价值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将其称为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征（II, 6, 88 / 23, 70）。等价形式的另外两个特征源于第一个特征：生产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相应的私人劳动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的表现形式（II, 6, 91 / 23, 73）。

上衣只有在与麻布的关系中才拥有等价形式（及其特征）。只有在这种关系中，表达价值才是它的属性。

»但是，一物的属性不是产生于该物同他物的关系，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上衣似乎也像具有重或保暖的属性一样，天然就具有等价形式，具有直接可交换性这种属性。这就造成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谜的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一完成的形态出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打动了他的粗俗的眼光。« (II, 6, 90 / 23, 72)

马克思后来分析为货币拜物教的东西，在等价形式中已经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将价值形式分析从简单的价值形式（一种随意的商品表达单一商品的价值）推演到一般价值形式（一种单一商品充当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表现）。只有通过这种形式，商品才能作为价值物全面地相互发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价值使得（一般）价值形式成为必要。如果一般等价形式固定在某种特定的商品（如黄金）上，那么就达到了货币形式（Heinrich 2009, 104–162 对价值形式分析的各个步骤进行了详细评论）。

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不是货币，而是货币形式。货币形式作为商品价值的一般表现，是商品的一种形式规定。货币，即货币形式的物质载体，是交换者行动的结果（马克思在第2章对此进行了考察）。虽然行动者的意志是自由的，但为了不在经济上灭亡，他们必须服从商品的形式规定，他们必须作为“人格面具”（II, 5, 52 / 23, 99）行事。

在第三章开始讨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时，马克思强调，商品的价值虽然基于劳动时间，但除了通过货币之外，根本无法以其他方式衡量（见第 II.B.4.2 章）。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指出，货币是在交换中让渡的抽象劳动的“直接存在形式”（II, 2, 134 / 13, 42）。因此，纯粹的劳动时间计算是不可能的，这抽掉了所有劳动券乌托邦和关于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构想的基础。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和货币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和复杂的联系。因此，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 1997）也将马克思的价值论称为货币价值论。与其相对的是，不仅古典和新古典的价值论，而且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正统派所代表的价值论，都表现为前货币的，因为它们恰恰没有把握价值与货币的这种紧密联系，即形成价值的劳动“必须表现为货币”（II, 3, 816 / 26.2, 162）的必然性。

马克思假设货币形式的载体必须始终是一种商品（在19世纪是金或银），因此纸币只是这种货币商品的代表。对于19世纪来说，这或多或少是准确的，纸币通常部分由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支持。最迟自1973年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来，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与黄金或其他商品已没有正式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一情况受到了不同的讨论。一部分人——缺乏说服力地——声称货币与黄金存在非正式和间接的联系（例如 Krüger 2012），其他人则承认，马克思关于必须有货币商品的观点，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历史过渡状态普遍化了。但这被认为对价值论的解释力关系不大，因为马克思的核心成就被视为证明了货币形式的必然性，而不是货币形式某种特定载体的必然性（Stützle 2006）。

价值量

早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前几页，在引入（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之后，马克思就提出了价值量如何决定的问题，并给出了显而易见的答案：通过形成价值的劳动量。当然，这就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算作形成价值的？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中，马克思仅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形成价值的不是单个生产者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这就是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II, 5, 20 / 23, 53)

仅从这一规定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商品的价值量并非仅由单个生产过程决定。什么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只有当产品在交换中相遇时才会显现出来。如果这种生产条件的正常性发生了变化，例如因为劳动生产力——平均而言——提高了，那么单个产品的价值就会下降。

将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是形成价值的劳动的唯一规定。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中，马克思讨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简单平均劳动”是平均而言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从事的劳动。相反，“复杂”劳动需要特殊的资格，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具备，因此“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在更高程度上形成价值。各类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以何种比例折算（即一小时复杂劳动形成的价值是两小时、三小时还是四小时简单劳动形成的价值），是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确定的（II, 6, 78 / 23, 59）。

最后，社会需求也起着作用。如果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而言，某种商品的产量过多，即花在这一类商品上的“社会总劳动时间”份额过大，那么这对该类商品的单个生产者的影响，就如同他“在自己的个人产品上花费了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II, 5, 68 f. / 23, 122）。

对于商品的价值量而言，所有这三个规定都是相关的，而不仅仅是通常假设的第一条。所有这些规定的实际贯彻是在个别资本的竞争中进行的。正是这种竞争，对越来越大利润的追逐，以及在竞争中成功的生产者对不太成功的生产者施加的压力，导致这些规定反复不断地得到实施。

价值与意识行为

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六章开头用海狸交换鹿时，一只海狸的价值是一只鹿的两倍，因为捕杀一只海狸所需的劳动时间是捕杀一只鹿的两倍，交换者是知道这一点的。根据所耗费的劳动量进行的交换——一只海狸换两只鹿——是交换者对劳动时间进行比较的自觉结果。马克思强调，在商品交换中情况恰恰不是这样。

»因此，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II, 6, 104 f. / 23, 88)

交换者只知道他们生产特定使用价值所个人耗费的具体劳动量。但是，形成价值的是抽象人类劳动，其数量是各自平均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结果：个人耗费的劳动被还原为生产该使用价值所社会必要的劳动，复杂劳动被还原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社会生产某一特定领域耗费的劳动被还原为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际所需的量。这三种还原的结果，交换者在交换前根本无法知道，他们充其量只能估算，但在过程中总是会被社会过程的意外结果令人不快地惊讶到。

虽然是人通过其行动产生了社会联系，但在私人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社会联系是在他们背后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联系对社会成员来说是不透明的，这种联系更不受个人的控制。个人受制于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统治关系。早在《大纲》中，马克思就指出，个人从属于一种社会生产，这种生产作为一种命运存在于他们之外（II, 1.1, 91 / 42, 9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道，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形态……其中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II, 6, 111 / 23, 95）。

这里非常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通过价值论追求的认识目标：其目的不是要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商品的交换比例（如果不考虑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化，这也是不可能的，参见第三部分 B 章中的关键词“转型问题”），而是要揭示那种将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与所有其他社会形式区分开来的特定社会化方式的特征。这种认识对马克思来说具有核心的政治维度，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还愿意在自己亲手制造、却无法控制的社会关系下生活多久——这种无法控制并非由于任何不可改变的必然性，而是由于其生产被特定地组织为私人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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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识形态批判

尽管对于信念或陈述在何种确切时刻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存在不同看法，但很少有人会觉得这种批判完全不可理解。“意识形态”这一称谓对我们如此熟悉，生动地表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最成功的理论计划之一。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种认为某些信念或陈述与其它信念相比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因而应当受到批判的想法，其实极其依赖前提且充满问题。尽管如此，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20世纪承接马克思之后几乎持续保持理论热度，这表明它迎合了一种即便独立于马克思特定理论之外也值得关注的需求。

马克思并非“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概念史始于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于1796年提出的计划，即发展一种idéologie，也就是关于观念的精确科学（参见 Adorno 1997; Larrain 1979, 27）。随后，“观念学家”（Ideologe）这一称谓的贬义色彩源于拿破仑对德·特拉西及其他idéologues提出的指责，指控他们进行政治颠覆性的形而上学思辨。因此，讽刺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最初批判实际上是一种保守派的批判，它将从事精神对象科学研究的想法作为意识形态加以驳斥（Eagleton 2000, 78）。

然而，正是这种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活动继承了idéologues的遗产，这形象地展示了马克思发展其理论时意识形态批判所处的张力场（Larrain 1979, 28 ff.）：首先，现代社会科学语境下存在一种需求，即描述和解释观念、信念及态度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其次，在相关理论中，观念日益通过追溯社会原因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一种揭露作用，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至今未被认识到的对我们思维的影响，从而对思维的客观性和自主性提出了质疑。

第三，此类理论开启了解释对于启蒙社会科学而言显得神秘的现象的可能性：为什么在大多数社会中，人们系统性地坚持那些不仅错误而且对他们有害的信念和态度。第四，在马克思的时代，黑格尔哲学提供了一种表现主义的（即使用表达模型运作的）关于精神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联系的解释，它将社会理解为精神特定发展水平的表现。这种（适当或不适当的）表现的理念同样开启了一种批判视角，虽然这种视角似乎无法与社会科学的解释要求相调和。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念就游走于这一理论张力场中。然而，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基础的意识形态理论，并非经典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即提供一个理论上合理、经验上可验证且预测成功的明确模型。相反，马克思在其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构思了一系列模型（Rosen 1996, 24），这些模型虽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却由一个单一的基本理念所支撑：意识形态是指影响社会或个别社会群体之个人及集体行动的一套信念、态度、自我描述和需求构想，以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形式（参见 Jaeggi 2009, 68; Geuss 1983, 13 ff.; Eagleton 2000, 8）。此外，意识形态理论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被从社会原因和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考察，例如考察它们对社会立场的依附性，或者它们如何被特定的社会利益所支撑。最终，意识形态理论通过揭露以下事实而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一些被考察的信念和态度由于其社会角色而表现为客观真实、独立以及历史和社会普遍的，尽管它们并非如此。这种欺骗性结构最终使这些信念和态度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特定的功能性作用，即为特定的统治关系进行辩护和维稳。

这份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简短草图包含四个方面，这也是一般意识形态概念的特征。首先，马克思关注的是在某种方式上错误、因而可以通过批判加以纠正的意识形态形式或内容。在这方面，意识形态批判的贬义意识形态概念不同于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后者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特定社会、文化或阶级无处不在的意识形式，不存在非意识形态的思维（参见 Geuss 1983）。其次，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特定社会起源的意识形式。因此，只要我们没有看清其社会出身，就无法完全理解相应的信念。第三，马克思假定意识形态具有特定的后果，即它们通过使统治合法化或通过其他方式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从而造福于特定的社会制度或群体。第四，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思维形式不仅单纯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包含不真实的信念或具有错误的起源），而且特别是因为它们错误地理解了自身才成为错误的：意识形态思维自认为是独立的；它假定自己基于理由，而实际上它只是社会利益的反映，诸如此类。这一特征也引出了一种独立的批判形式：我们可以拥有正确的信念，但对这些信念的性质（例如关于其来源）却拥有错误的二阶信念。

意识形态理论试图同时（因果地或功能地）解释意识形式并（作为一阶或二阶错误）对其进行评判，这指向了该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某种意识形式的真理性（或恰当性）的评判，只能从一个进行判断的人的内在视角出发，权衡支持或反对某个信念的理性理由。然而，将一种意识形式解释为因果中介的社会事件的一个环节，则预设了放弃这一视角，并从外在视角考虑意识形式存在的起因和后果，而非理由。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似乎必然涉及一种“认识论断裂”（Celikates 2009）。当我们不再将人们的信念视为讨论中需要理解的论点，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科学中需要解释的对象时，我们似乎占据了一个处于可能意识形态之外的立场，而我们如何能够证明这一立场的正当性尚不清楚。

因此，必须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论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成功提出了一个或多个可信的模型，用以此理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以及在此前提下意识形态批判是否能够得到辩护。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隐性意识形态批判

虽然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出现“意识形态”一词，且未处于核心位置（Rosen 1996, 173），但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首先，在他的黑格尔哲学阐释中可以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要素，他指责黑格尔哲学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颠倒了观念与现实人类生活之间的联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将“精神”的一般发展视为历史的一个独立因素，而实际上历史只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的（I, 2, 11/1, 209; I, 2, 414/补卷1, 584）。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世界被颠倒了。马克思从他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研究中获得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二种重要形式。青年黑格尔派攻击宗教，视其为幻象对人的统治，从而将黑格尔所描述的精神自主性理解为一种病态。对他们而言，宗教是人类自我意识与人类物种真实生活相异化的范例（对此详见 Brudney 1998）。其中最著名的立场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的立场，他认为宗教只是表面上是关于神圣存在之属性和能力的理论，实际上（但以一种异化的形式）是关于人作为类的本质属性和能力的理论。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提出（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通过一种人的替代性自我构想来改造思维，从而使神学的异化的、颠倒现实的思维被一种人能够认清自己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所取代。

马克思很快就批评了这些理论。他特别怀疑宗教和哲学幻象可以通过思维的改革来消除。针对这一立场，他论证道，宗教并非源于思维与人的本质的精神异化，这种异化其实源于一种无法实现这一本质的社会实践。因此，重点不应是批判幻象，而必须是批判产生幻象的实践。

马克思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阐明了这一论点：第一个方面在《论犹太人问题》（I, 2, 141 ff. / 1, 347 ff.）中得到阐述。在此，马克思论证说，人对自由主义国家的认同不能成为宗教的世俗替代品，也不是异化的解药，相反，自由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人的异化的一个条件。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人的一般“类生活”与其个人生活处于对立之中（I, 2, 148 / 1, 354）。自由主义国家的前提是，社会的再生产发生在一个以利己主义构建的领域，即市场之中。它由此制度化了其公民作为个体的资产者（bourgeois）的实际生活与他们作为共同体一般成员、作为普遍的公民（citoyen）的自我构想之间的分离。这正是阻碍个体认同其类属性的分离，而这种认同本应是治疗宗教幻象的良药。因此，即便是世俗国家也以另一种伪装延续了宗教异化的形式（I, 2, 152 / 1, 358）。

通过这一转向，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批判从狭隘的宗教观念批判中剥离出来，并为将其普遍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他将宗教幻象的根源定位在人的政治和经济异化以及阶级统治之中（对此参见 I, 2, 363 ff. / 补卷 1, 465 ff.）。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诊断出的自我异化是社会状况的表现或产物（I, 2, 170 / 1, 378），因此，如果缺乏社会现实的改变，对这些幻象的纯理论批判注定会失败。

由此结晶出三个假设，使马克思区别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宗教或政治批评家：第一，思想和历史观念形式不能被理解为自给自足或具有自给自足的效力。第二，幻象完全可以恰当地反映现实的某种结构——在资本主义国家，人并非只是表面上，而是真实地与人类相异化。因此，意识形态总是既是错误的又是符合现实的。第三，意识形态批判不能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活动，而必须理解为一种要求消除意识形态关系的实践批判。由此，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再仅适用于思想，也适用于制度和实践的属性——意识形态获得了物质的一面。

作为社会关系反映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现被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首次被明确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仅将宗教，而是特别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宗教批判的两个方面描述为范式性的意识形态意识：首先（MEJ 2003, 104 f. / 3, 19 f.）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宗教（以及特定的政治）观念是投射的结果，必须且能够通过论证来摧毁。据此，人与世界之间（错误的）宗教关系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认知关系。此外，从这一观念还衍生出一种假设，即人们关于其与世界关系的（错误）观念能够解释这种关系的异化形式（MEJ 2003, 105 和 31 ff. / 3, 20, 39 ff.）。然而，这种联系恰恰是相反的：人们的实践关系是解释因素；而表现这些关系的被颠倒的观念则是一种衍生的现象。其次，青年黑格尔派抽象地谈论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MEJ 2003, 36 / 3, 41），却没有认识到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关系以及社会交往形式（MEJ 2003, 29 / 3, 37）的各种具有历史特异性的形式（MEJ 2003, 12, 30 / 3, 28, 38）才是决定性的解释现实（MEJ 2003, 107 f. 和 115 / 3, 21 和 25 f.）。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思想称为“物质行为的……升华物”（MEJ 2003, 116 / 3, 26）和“流溢”（MEJ 2003, 115 / 3, 26）时，他们不再指涉（如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部分出现的那样）人可能与之发生关系的外在对象的物质性，而是指涉其关系和互动形式本身的物质性（Schnädelbach 1969, 81 f.）。这里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一种针对唯心主义颠倒和错误的二阶信念的批判，这些信念假定观念是独立的并且能够单独具有解释相关性。

从“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MEJ 2003, 115 / 3, 26）这一论断出发，也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观念，从而也包括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从社会环境中得到解释。因此，在观念扮演独立解释角色这一意识形态假设背后，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认知错误，相反，这一假设本身也必须恰当地反映了某种社会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也认为，思想能够扮演独立角色的观念反映了一个被颠倒的现实：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camera obscura）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的历史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的物理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样。”（MEJ 2003, 115 / 3, 26）

根据这一暗箱模型（详细论述见 Haug 1984, 22 ff.），意识形态由一种二阶信念构成，这种信念首要并非认知意义上的错误，而是——正如人眼的类比所示，光学颠倒对于正确的视觉感知是必要的——在其颠倒中以某种意义恰当地反映了被颠倒的社会现实（Rosen 1996, 180; Eagleton 2000, 92）。因此，意识形态同时既是（从外在立场观察）错误的，又是（从内在立场观察）与其对象相符的。

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现实的颠倒究竟应如何理解，以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恰当性之间的张力对于意识形态批判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仍未明确——如果意识形态正确地反映了错误的关系，那么是否还存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批判？

同样不清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以及是否能够假定他们自己的批判可以占据另一个外在的立场（Eagleton 2000, 91）。他们的批判面临着自我瓦解的风险。

作为分工产物的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有另一个模型，它区分了意识受社会制约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谈到了作为一方的“意识”和作为另一方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约的认知性世界关系的“意识”，一旦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以“自发[的]”（MEJ 2003, 17 / 3, 31）分工为特征的生产形式，就会出现。这种分工需要语言协调，从而使一种认知的行动协调形式成为可能，这无非就是这些（合作）关系的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狭义的意识形态只有在这些关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才会产生，即当出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时（同上）。在这一点上，“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同上）。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简单反映，而是同时作为表面上独立于体力劳动的阶级产生的结果，是观念形成与其社会起源的异化（Hindrichs 2010; Larrain 1979, 45; Eagleton 2000, 85）。受历史决定的（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种必须将自身误解为自给自足的意识形式（但参见 Eagleton 2000, 90 ff.）。

但在这里，意识形态错误主要也不是认知问题。相反，分工导致“我们自己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物质力量”（MEJ 2003, 21 / 3, 33）；思维形式变得独立，尽管它们是由人创造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失去对分工控制的后果，还是对观念自给自足的信仰助推了这种丧失，这一点在此处尚无定论（但在 MEJ 2003, 72 f. / 3, 74 中有提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定，这样产生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意识形态最初反映物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这些组织形式可能会与通过技术进步而改变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也会陷入“与现存关系”的矛盾之中（MEJ 2003, 17 / 3, 31），这暗示了其解体的可能性。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描述人们实践活动[的]、实证[的]科学”（MEJ 2003, 116 / 3, 27）的优点，但也显而易见，社会引致的意识形态无法通过科学批判来克服，而只能通过改变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来克服。“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MEJ 2003, 29 / 3, 38）。但这再次引发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如何还能将其理论理解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作为阶级利益表达的意识形态

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第三个模型，意识形态必须被理解为社会阶级利益的表达：阶级必须——这也是政治著作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在政治斗争中将其特殊利益表现为普遍利益（MEJ 2003, 20 / 3, 34; I, 10, 191 / 7, 89; I, 11, 124 / 8, 141; Elster 1985, 482 ff.）——这里不清楚这种“必须”是否表达了一种工具性规范，即是否只有为了成功才必须这样做，或者是否涉及另一种“必须”。对于追求统治的阶级而言，这种工具性的必要性尤为存在。这些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MEJ 2003, 42 / 3, 47）。

与上述模型不同，根据这一假设，每个阶级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不相同，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EJ 2003, 40 / 3, 46）。这并非天真的工具主义意义上的理解，仿佛统治阶级会故意宣扬对其有用的观念（I, 11, 124 / 8, 142 对此有明确表述；参见 Rehmann 2008, 32），即便作者们指出了“构想型意识形态家”（conceptiven Ideologen）（MEJ 2003, 41 / 3, 46），这些人的行当就是编造一个阶级关于其自身的幻象。更确切地说，那个能够将精神劳动置于物质劳动之上的阶级的意识形式，在一个时代的思维中占据概念上的主导地位（II, 3.2, 604 / 26.1, 257 中关于“自由精神生产”的评论支持了一种较弱的解释，参见 Larrain 1979, 51）。

这里涉及反射模型的另一种变体，它暗示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它们将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且社会的一部分被迫接受并不反映其利益的意识形态。

与通常的推测不同，意识形态意识类似于某个阶级的社会一厢情愿，这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并非核心。相反，在他的思想中存在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型：意识形态一度被理解为错误的二阶意识，这种意识对其自身观念的人为性、历史性、解释上的非独立性或特殊性缺乏认识。同时，意识形态被描述为错误状态的正确表达，但同样可能与既定社会发生矛盾，从而在常规意义上变得“错误”。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下两种主张之间摇摆不定：一是主张“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式”（MEJ 2003, 29 / 3, 38）；二是隐含地主张，对精神独立性的特定信仰使一种实践合法化或服务于某个阶级，从而毕竟部分地解释了这些关系。同样悬而未决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关系的普遍特征的问题，还是将其特定地定义为特定阶级的虚幻自我描述的问题。最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似乎既不能通过一阶或二阶的认知标准，也不能通过统治批判被完全涵盖。

“基础与上层建筑”

关于社会关系与意识之间表现性和功能性关系的理念，在1859年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II, 2, 99 ff. / 13, 7 ff.）中简短却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在此，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础”，“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II, 2, 100 / 13, 8）。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也总是会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中被解决，“人们借此[形式]意识到这一冲突”（II, 2, 101 / 13, 8）。因此，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个人信念，还包括意识形式——尽管这里只将其描述为意识到冲突的表现和形式，而非关系的一部分。针对这种副现象式的解读，存在一种对该段落的功能主义解释，G. A. 科恩（G. A. Cohen）的解释可作为范例：意识形态由现行法律解释，因为意识形态存在的理由在于其对法律进而对生产关系的功能性（Cohen 2000, 216; Brudney 1998, 179 ff.）。意识形态并非无效，而是具有支撑或破坏特定生产关系的倾向，但归根结底是通过其对统治性生产关系的效用得到解释的。


资本主义关系的客观假象

在《资本论》中，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扮演重要角色（Larrain 1979, 57）。然而，马克思在那里也保留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一个客观颠倒的现实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意识。这种客观颠倒关系的各种基础在于经济，其存在产生了一种假象（同上，180）。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经典意义上作为合法化错误意识的意识形态，与“对客观欺骗性关系的一种更无辜的、恰当的反映”。第一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存在于“庸俗经济学”中，其代表人物用“辩护性的空谈”（II, 8, 510 / 23, 562）来“宣扬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的世界的……自鸣得意的观念”（II, 8, 109 / 23, 9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作为真正的科学，至少试图在外部现象背后认识经济的真实本质（II, 3, 4, 1453 / 26.3, 445）。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对经济的看法仍然总是属于意识形态（Larrain 1979, 187），这一点体现在国民经济学也无法消除这种假象，这种假象主要表现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和资本表面上的独立性中：在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特别是不同劳动的相对价值，表现为具有不同价值的物与物之间的物的关系（II, 8, 101 / 23, 86）；事物似乎是内在价值属性的载体。因此，就像在拜物教中一样，事物表现为自主的、非自然能力的载体。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意识形态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直接地嵌入在社会现实的本质中。但是，由此产生的扭曲结果并不必然是狭义上的错误信念。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已经发现了商品价值的真实本质——即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力——但这一下发现“绝没有驱散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化假象”（II, 8, 103 / 23, 88），就像“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并没有使空气形态本身不复存在”（同上）一样。

然而，在空气的例子中，科学解释仅仅阐明了某种（日常的）说法，而没有破坏它及其相应的感知，这并不是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假象的持续存在则是一种成问题的幻觉（Meyerson 1991, 146 ff.）。社会关系阻碍了我们去实现实际上所必需的对某种说法和观察方式的消除。

目前尚不清楚，关于价值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评价为一种认知错误的表达，毕竟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没有一个化学家能在珍珠或钻石中发现交换价值”（II, 8, 111 / 23, 98）。错误必定更多地在于，我们的说法是我们无法放弃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Rehmann 2008, 38）：意识形态性在于，我们必须将事物作为价值的载体来对待，因为这是协调“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唯一可能形式（II, 8, 101 / 23, 87）。但这​​种实践必然性为何是一种意识形态呢？这里的批判不能是认知批判，而必须更多是统治批判；只要协调以这种形式发生，人们就无法将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关系来对待（例如通过集体改变它们）。因此，仅靠批判，没有社会变革，是无法摧毁意识形态的。

功能主义问题

关于意识形态是具有社会起源并同时具有特定社会目的的错误意识的说法，表明意识形态的存在可以通过功能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主要基于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在每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都是那种与各自社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意即它支持这些生产关系，并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支持性特征。这一假设超出了意识形态有利于某种统治形式的断言。它声称，意识形态 I 对统治秩序 H 所具有的效用解释了 I 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必须证明 I 不是偶然产生或持续存在并有利于 H，而是有利于 H 的这种倾向是 I 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因果责任。

这一主张至少有三种表述方式（Cohen 2000, 287 ff.）：首先，类比生物进化，可以主张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该机制只允许那些有利于 H 的意识形态变体产生或存在。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能够指出一种普遍机制，以评估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G. A. Cohen 建议，即使没有指出相关机制，只要功能性与现象形成之间的联系在归纳上足够稳定，也可以接受功能性解释（同上，249 ff.）。然而，只有在缺乏对错误信念存在的更好替代解释时，这才能成为一种正当理由，而在许多情况下，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释。此外，极不清楚哪种类型的效用在解释上是相关的。几乎每种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都在短期或长期内对几乎每种形式的统治“有用”，因为它巩固了统治形式，迫使其合理化，或者以其他某种方式使其受益（Rosen 1996, 188 f.）。功能性解释也往往没有充分区分错误信念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情况与信念使统治秩序合法化的更狭义的情况。正如 Geuss (1983, 25; Eagleton 2000, 68 也有类似观点) 指出的那样，例如关于统治者残暴的错误信念可能会稳定他们的统治，而不使其合法化。这些不明确之处表明：如果不具体说明意识形态的有用效果是什么，那么关于意识形态是由其产生这种效果的倾向所引起的说法就过于模糊且不可证伪。由于马克思也考虑了意识形态有利于新统治秩序的情况，这意味着最终任何可能有利于某种可能统治秩序的意识形式都将被称为意识形态。但这只是平凡地适用于任何意识形式，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

最后，支持功能性主张的第三种方式是假设目的理性的行动者对意识形态元素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然而，这种欺骗理论几乎不是马克思的想法；另一方面，他的理论必须为行动者的理性考量留出空间，以免让意识形态看起来仅仅是强加给被动受害者的东西。

正如 Rosen 正确指出的那样（1996, 258 ff.），功能性假设的吸引力建立在一种将社会视为自我调节系统的图景之上，这种系统“在主体的背后”再生产统治。然而，在缺乏这种功能主义论题普遍有效性的可接受支撑的情况下，通过功能性来对意识形态进行一般性定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意识形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错误”的？

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模式的回顾表明，关于意识形态哪里错了的问题，有一系列可能的答案（参见 Geuss 1983, 22）。一种意识形态可能是错误的，是由于：

(1) 认知错误，即特定信念的不真实或非理性；

(2) 二阶认知错误，即关于心理或意向状态的信念的不真实；

(3) 它对虚假现实的正确反映，其中现实的“虚假性”既可以在于其欺骗性特征，也可以在于特定关系的客观颠倒；

(4) 意识形式源于有问题的根源，特别是社会性质的根源；——这种虚假性虽然经常与意识形态概念联系在一起，但在马克思那里只起间接作用；此外，仅指出根源并不适合用来批判信念和态度（Geuss 1983, 30）；

(5) 思想形式对于错误的社会设置的功能性；

(6) 在特定意识形式中对错误社会关系的表达，独立于这些思想的认知恰当性；以及最后

(7) 在特定意识形式中对特定的、错误利益的表达。

马克思似乎认为，至少其中一些方面是系统地相互关联的，因此意识形态通常不仅仅在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必须回答意识形态批判究竟在确切地批判什么的问题。

只要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组信念，批判就可以采取认知主义的方式，简单地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处理为不真实；但那样批判就必须违反所有证据地假设，意识形态对所有持有它的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Boudon 1988, 49 ff.）。此外，这样也就不清楚如何将意识形态与简单的幻觉区分开来。

然而，越是将利益相关性、功能性和意识形态谱系等方面置于中心，越是强调社会现实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假设，就越不能将意识形态主要描述为不真实。但是，利益、出身和功能本身不能是真或假的，并且通常也不能直接确立相关信念的非理性或不真实；即使是源于压迫或对压迫具有功能性的信念，也可能是真实和理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越是广泛，越是强调只有变革而非理论才能消除意识形态，马克思就越难维持他可以从自己理论的立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张。对于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出路，部分由马克思，部分由追随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所采取：(1) 人们可以放弃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方面，让其变成意识形态分析，虽然揭示思想自给自足的幻觉，但不批判特定的意识形态；(2) 可以指向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可能性，或指向 (3) 一种已经实现的替代性社会运动，以此来批判统治的意识形态；(4) 可以放弃简单的认知主义真理概念，转而支持更复杂的真理概念，或者 (5) 最终不以真理，而是以规范的正确性作为标准。

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规范性批判？

如果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应用认识论规范，那么问题就在于是否考虑其他规范。经常有人怀疑，意识形态批判披着对信念进行认知主义批判的外衣，实际上是在对态度和实践进行道德批判（Leist 1986, 59）。根据这种解读，意识形态批判本身陷入了二阶错误，因为它误解自己为非道德的批判。这一论点背后的假设是，如果不添加规范性前提，任何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后果或功能性的陈述都无法导致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关于每一个这样的事实，它好还是坏最初是未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涉及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涉及——即使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似乎拒绝了这一点（MEJ 2003, 21 / 3, 34; Leist 1986, 61 f.）——一种异化概念，该概念指向一种人类劳动的概念，在其中人可以充分实现自我（Leist 1986, 60 f.）。

在这两种立场中，都存在一种危险，即马克思简单地预设了他所应用的规范标准，这最终是对实践后果的普通道德批判。与这种观点相反，人们一再表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内在批判”进行（Jaeggi 2009），即一种在相关意义上从对象本身获取标准的批判，它指出了已经具有规范构成的实践中的矛盾（同上，284）。这样一种构想作为规范性前提只需假设，人们不容忍矛盾的事实倾向是正确的，并且原则上可以导致实践的改善。

在试图从一些意识形态批判的认识（关于信念的性质、产生或功能）对当事人来说是“反思性不可接受”的这一事实中获取规范性的其他尝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对非可选用规范性的引用（Geuss 1983, 75）。

这些重构马克思的可能性是对他自己没有明确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他的理论声称它不是道德的（MEJ 2003, 116/3, 26），但并没有展示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在没有道德规范的情况下运作。

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争论的初始问题

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描述表明，在这一理论传统中可以找到不相容的主张：一方面，意识形态理论总是关于对错误事物的批判。这种批判必须允许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正确意识的想象。然而另一方面，正是马克思对意识形式自给自足幻觉的批判，适合于破坏根本存在非意识形态的、非社会决定的意识这一观念。此外，越是涉及思想的整体形式和范畴，每一个思想就越被证明为特殊的形式，从而关于真实思想的问题就变得越发成问题。如果认真对待这些方面，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只能是对将给定的意识形式误解为自给自足这一点的批判，但它不再允许“正确”与“错误”意识之间的绝对区分。此外，这就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主体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还是也是意识形态的行动者，以及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意识形态批判的两条路径之间的这种张力具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意识形态不再主要被视为可验证真伪的信念集合或可评价的态度，而是被视为社会状态的表达，那么不仅思想和言论，而且社会实践、习惯、设施和制度，甚至建筑和技术都可以被理解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随后被描述为一种物质关系。这样一种视角也比仅仅专注于批判信念的视角更容易与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性项目接轨：社会关系找到的表达形式虽然不是因果有效的元素，但构成了可以作为社会科学解释一部分的因果链的边界条件。此外，这种理论满足了马克思的要求，即不把主体的动机和观念信以为真，而是将这些元素理解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些过程中，思维主体的范畴不再具有中心地位，但也冒着低估主体主动再生产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成功的批判，也被限制为对独立性幻觉的二阶批判。虽然它回避了关于规范基础的问题，但也因此失去了部分最初的规范要求。

介于实证主义与批判之间的意识形态理论

作为马克思的后续，意识形态概念，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在资产阶级理论中，主要是在物质性和否定思想自给自足的方面被采纳；相反，批判的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其规范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纯粹的认识论考量或被完全忽略。例如，列宁（1870–1924）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Lenin 1963, 407; 参见 Rehmann 2008, 56 ff.），同时坚持直接现实主义的真理概念，这使该意识形态有资格成为科学（Lenin 1971）。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是否能不仅仅是对理论真理性的批判，这就变得不清楚了。

在资产阶级方面，卡尔·曼海姆（1893–1947）创立了知识社会学，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抗方案及进一步发展。像马克思一样，它假设集体共享的思维形式既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和表达，或者就是这些过程本身（Mannheim 1978, 27）。根据曼海姆的观点，当一个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涉及个别的信念，而是涉及范畴性的思维形式，并且最终变得具有反思性时，它就变得激进。这样一个“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面临着自我破坏其最初揭露意图的危险（同上，70; 同上，71）。知识社会学正是从这里切入，它通过承认并分析每种思维形式的特殊性，对意识形态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视角。由此产生的中立意识形态概念将思维形式视为主要由主动的集体过程决定的；曼海姆将其进一步特征化为需要通过理解的各种精神科学来把握的“体验共同体”（同上，29）。通过在方法论上赋予地点的关系性、需不断更新的综合以特权地位，意在避免知识社会学因这种特殊性论题而导致的相对主义自我破坏。但这极大地削弱了理论的批判维度和解释维度。批判因此只能被想象为对实践自相矛盾的批判，或者是对某种思维形式所基于的现实变化的否认的批判（同上，83 ff.）。这种知识社会学的（中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在20世纪由 Berger 和 Luckmann (1977) 发展为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了主体在生活世界的符号建构中的成就。

卢卡奇与葛兰西

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发展一个既全面、唯物主义又允许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哲学上最有趣的建议，来自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和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卢卡奇（另见第四章 B.8）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早期著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概念消解为阶级意识概念。但他超越了马克思关于思维形式由物质互动形式决定的相对不确定的观点，接过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并将其转化为物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实践形式逐步超越市场殖民了整个社会，并在法律和官僚机构中，以及在个体的对他人和自我的感知中，导致了量化的、特殊主义范畴的支配，并最终导致了一种“沉思的”态度（Lukács 1968, 264）。这种物化现象的病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同上，285 ff.）和政治中得到反映，其中思想必须始终停留在二律背反（同上，307）中，甚至完全放弃世界的可知性（同上，286）。只有通过其阶级意识（同上，387），无产阶级才能将自己制度化为总是已经在创造现实的历史的“主体-客体”（同上，225），并看穿社会存在的“总体性”（同上，354）：这种认识最终构成了其世界观的真理。所有以前形式的阶级意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一致的和现象学上病态的，这一假设使卢卡奇能够将意识形态作为物质条件的恰当表达这一观念与一个强真理概念结合起来，但代价是依赖于一种非常具体的世界关系理论，以及假设社会实践与思维形式之间存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表达关系，从而否定了后者的自主性（Eagleton 2000, 115 ff.）。

与卢卡奇不同，安东尼奥·葛兰西（见第四章 B.4）从意识形态概念作为“世界观”的中立定义出发：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要素的总和，是一个社会各阶级及其主要是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政治霸权（Hegemonie）的战场（Gramsci 1994, 1384; 1996, 1545），市民社会代表了一种独立的统治形式。葛兰西在此拒绝了对上层建筑的简单经济决定论（1996, 1572）。由于意识形态不仅是斗争的对象，也是斗争的手段，该概念获得了一种积极的意义（1994, 1255），关键在于发展一种与统治秩序相对立的霸权，并培养受压迫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阶层（同上，1390），他们将分裂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实践意识形态之间的日常意识系统化为一种世界观的形式（同上，1384）。由于葛兰西拒绝将客观真理作为划分意识形态的标准（同上，1447），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初并不具有直接的认知批判性质；然而，只要它是关于阶级统治存在条件和构想技术的揭露性理论，其中就蕴含着对掩盖这些过程的批判。葛兰西的构想构成了今天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例如由 Chantal Mouffe 和 Ernesto Laclau 代表）的基础。


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见第 IV.B.7 章）而言，在其早期阶段，他们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为了解放的利益，从科学理论上克服思维自主性的假象（Horkheimer 1992 [1937]）。然而，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意识形态批判这一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了质疑：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关于思维独立性的虚幻信念，预设了精神的相对自主性，而阿多诺（1903–1969）和霍克海默（1895–1973）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越来越强烈地将其视为资产阶级时代中正在走向灭亡的要素（主要见于 Adorno 1997 [1954], 465 f.; 474）。在极权社会中，竞争被直接的命令所取代，文化被大众操纵所取代，那些假定精神自主性的意识形态思维形式，虽然比以往更具辩护性，但实际上已甚至不能再充当现实的意识形态表达（同上，477）。这也同样适用于意识形态批判（同上，458）：这种批判性洞察——即思维受制于某种（统治）实践——不能被视为明确的进步，因为它只是确认了思维的工具化，而未对其进行批判。因此，批判理论一方面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规范性要求——即对启蒙、真理和解放的（正当）要求，以及对精神自主性的（意识形态）要求——来使其显性化：意识形态“要求正义观念本身”（同上，465）。另一方面，它必须考察资产阶级思维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迎合了该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无异议地融入控制系统的过程。因此，意识形态批判被整合进一种全面的理性批判中，这种批判（承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特别对西方理性的同一性强制（Identitätszwang）提出了质疑（Eagleton 2000, 148）。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终结后的意识形态批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Adorno 1997 [1954], 475 f.）也可以被视为一例，他们在《启蒙辩证法》（Horkheimer/Adorno 1988 [1947]）中以“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为题对其进行了阐述。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的理论承接了阿多诺的意识形态概念，他诊断出一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消融”（Marcuse 2004 [1967], 35）：生产过程中技术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了个体压抑性的需求结构，并阻碍了超越现存秩序的需求和思想的产生。根据这一理论，当意识形态完全在现实中实现，而个体的意识结构又现实地适应于此时，作为意识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当下就变得无效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产生了批判的立足点源自何处的问题，还产生了规范性标准的问题——马尔库塞相对直接地用自由的理念来回答这个问题（同上，22）。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批判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进行了重新奠基。他将哲学和精神分析等意识形态批判科学与解释学的理解性科学以及解释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其依据是前者预先在规范上包含了一种对“成熟/自主”（Mündigkeit）的认识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一种任意的规范性态度，而是一种针对权力影响思维的反思性态度。这种态度在语言沟通的结构中总是已经被预设，因而是不可选择的（Habermas 1981 [1968]）。凭借这种指向⋅无支配的沟通⋅（herrschaftsfreie Kommunikation）实践之理想化预设的兴趣，意识形态批判获得了一个基础，用于将思维形式的虚假性判定为由某些因素决定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在无支配的商谈（Diskurs）中会被证明是不可接受的。这特别涉及阻碍此类商谈的系统性扭曲的沟通。在此，哈贝马斯修正了马尔库塞关于⋅客观意识形态⋅的诊断，将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定位为：通过行动语境中技术统治合理化的主导地位，掩盖了沟通的潜能（Habermas 1969, 91）。通过这种理论构建，哈贝马斯偏离了马克思的构想（即假设物质再生产的实践在意识形态中得到表达），转而支持这样的论点：符号再生产实践的合理化历史构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背景。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1995）中阐述的关于现代性中个性、文化和生活世界具有自身逻辑的合理化的理念，同时也构成了与阿多诺意识形态理论相对立的立场。尽管哈贝马斯同样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潜能持负面评价，但他希望通过将批判理论的基础深植于沟通结构之中，来挽救其免于自我瓦解，在他看来，这种自我瓦解发生在阿多诺、尼采（1844–1900）和福柯（1926–1984）的理论中（Habermas 1985）。

阿尔都塞和福柯

随着结构主义理论之后对语言构成性功能的日益关注，20 世纪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方面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了中心：

意识形态被重新理解为语言和实践结构的效果。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见第 IV.B.12 章）将这一思考置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Althusser 1977; 另见 Therborn 1980）的核心。根据这一理论，意识形态主要不是观念，而是那些在意识形态控制的物质机器（如学校、教会等）中得以实现的观念或意识形式。

这种机器优先的原因在于，阿尔都塞（1977, 140）认为，意识形态观念的主体正是通过这些机器才被构建出来的：主体（sujet，阿尔都塞在使用该词时利用了其双重含义，既指主体性又指臣服/屈从）之所以从个体中产生，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权力的“询唤”（Anrufung）对象，并服从于这种权力。因此，主体性被描述为并非总是既定的要素，而是作为一种在意识形态机器场域中被创造出来的位置。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中，决定性的一步在于决定将意识形态从主体性的认知内在视角中剥离出来，将其基础下移，并作为主体性形式的超历史分析范畴引入。

同时，阿尔都塞借此回避了必须决定预先存在的主体在意识形态生产中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问题。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狭义上的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实的错误表征，而是“表征了个体与其真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同上，133）。在此，阿尔都塞有意识地接受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其中科学是认知的且开放的，而意识形态是情感的、被体验的且封闭的，但在认知意义上并不必然是错误的。这些论点以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影响了当今最重要的社会学意识形态理论，即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的惯习理论（Habitustheorie），他将社会不平等的合法化定位在社会实践中无意识地、系统地再生产的性情倾向丛（Dispositionskonstellationen）中，这些构成了社会中不可质疑之物，即“也就是”（doxa）的基础（Bourdieu 1976, 318; Rehmann 2008, 121 ff.）。朱迪斯·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建立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想之上。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则与阿尔都塞划清了界限，该理论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强调意识形态具有限制统治并为受压迫群体开启重新阐释可能性的功能。

随着米歇尔·福柯著作的出现，争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福柯完全拒绝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该概念总是预设了需要被解释的真理与非真理的对立，以及一个主体（Foucault 2003, 196 ff.）。此外，福柯拒绝了功能主义模型的假设，即能够区分非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福柯发展了一种关于权力在话语（Diskurse）中运作方式的描述，在话语中，知识或真理才首先变得相关。在这样的话语中，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以至于真理应被理解为区分真假的一套具体的规则集合（Foucault 1978, 53）。同样的对自给自足性和先在性的否定也适用于主体这一范畴。

因此，福柯不再谈论真理（例如政治经济学的主张），而是谈论“真理的政治经济学”（Foucault 2003, 211），即把真理理解为一种由权力关系和权力技术构建的生产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些生产过程中，主体性可以作为一种对人性（Das Menschliche）的特殊指涉的关联物出现，但不能作为正确或错误认知的自给自足的场所。福柯以此加入了将意识形态批判深化为对思维表面上的自给自足性的批判的行列。但是，福柯不再谈论意识形态，而是谈论由规则构建但（不像意识形态那样）构成统一体的“话语形成”（Foucault 1988, 58）。在这些前提下，意识形态批判本身必须被重新理解为一种谈论真理的方式和一种话语权力的模式——然而，由此带来的权力概念的泛化，危及了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导向来区分话语的可能性（Eagleton 2000, 15）。

重构尝试：思维形式与实践

对于马克思之后的意识形态批判争论而言，一个核心思想是：意识和实践都可能采取意识形态的形式。但是，什么是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形式的错误之处又在哪里？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形式的范例是宗教、哲学，最后是价值；这些形式的特点在于，无论具体思考的内容如何，它们都使思维发生于其中的整个实践变得错误。因此，对其的批判必须比仅仅批判个别错误的陈述更为激进。现代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在这个列表中添加了更多的建议（物化、工具理性、主体性），但在回答这些形式的错误性究竟何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统一的答案。

马克思将错误性定位于某种思维形式内在的自给自足（Autarkie）幻觉，以及这些形式倾向于将自己理解为一种普遍立场的表达。如果我们仅将其理解为关于信念、规范或实践的二阶错误，那么并不由此得出这些信念、规范或实践本身是值得批判的结论。由此并不能产生对实践本身的批判。

然而，一旦我们认真对待关于实践形式的讨论，并像福柯和布迪厄那样将构成一个对象领域的实践区分规则以及实践所依据的词汇纳入考量，这个模型就变得更加合理（参见 Stahl 2013）：宗教、哲学和商品交换都是由构成性规则构建的实践。在意识形态实践中，这些规则的结构方式使得在实践内部无法将区分的特殊性和实践依赖性——即实践是由人建立的事实——作为主题。由于它们原则上不能在实践中出现，因此它们看起来似乎独立于实践。正如马克思以价值形式为例所展示的，对于意识形态实践而言，明确的错误信念并不是必要的——原则上，只要实践的规则阻碍这种知识在实践中成为主题，市场参与者即使都知道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也无妨。在商品交换的互动中，就像在主体性实践中一样，几乎没有空间来批判其构成性规则。

如果我们跟随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系统性地产生自给自足幻觉的实践构成，那么这种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是错误的呢？显然，并非每一种实践都必须为每一种互动形式提供空间。在这里，值得认真对待马克思关于关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说法：实践是由其内在设定的价值决定的（主体性旨在自主；市场交换旨在互利）。如果一种实践的规则以某种方式构建该实践，使其系统性地产生挫败这些价值导向的结果（导致贫困的市场，导致屈从的主体性实践），那么这种实践的参与者就面临一个实践问题。只要没有其他实践使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无法在实践中把可能的改变作为主题，就会阻碍这一问题的解决；这种无能的无意识状态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该问题再生产的系统性组成部分。

因此，当实践的意识形式制造了问题，同时又阻碍了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性解决时，实践可能是错误的；其实践者被自我创造的规则所统治。但是，规则总是由那些对维持规则有利益关系的机构来执行的。因此，意识形态的统治总是社会统治，它挫败了他人的规范性期望，并生产了这些期望。因此，意识形态的错误性可以被理解为统治的规范性错误，对其作为矛盾的诊断并不预设一个外部的立足点。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和统治批判可以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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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革命

人们通常将 → 革命 → 理解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它既具有事件性，本质上又是法外的（außerrechtlich）。此外，通常只有当行动者意识到或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集体行动在目标和形式上具有革命性时，人们才会谈论革命（参见 Geuss 2004；在此意义上，谈论技术、科学等领域的革命是一种概念的引申）。显然，革命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随后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参见 Draper 1977–1990）。同时，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概念融合了历史与政治、描述与规范、分析与准则的维度，以及社会和政治剧变的事件性与过程性。这种融合的原因在于，革命一方面是过去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历史学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另一方面，标志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也代表着与过去所有历史动力的决裂，并因此成为一系列规范性要求的对象，这些要求证明了将其尊为普遍解放的引擎是正当的，并旨在将该概念与解放（Emanzipation）的概念结合起来。

关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涉及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人类自由及行动能力的兼容性问题，也就是通过集体行动“炸开” (aufzusprengen) “历史的连续体”的可能性（Benjamin 1991, I.2, 702）。提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探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与其政治学著作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因为在这两极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革命作为社会现实中客观矛盾的结果必然发生；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斗争的结果，即原则上在其过程中具有偶然性、取决于不同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因而是结果开放的对抗，这种对抗总是由特定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这种张力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MEW 4, 474），这种方式似乎是对宣言这一文本体裁本身的述行式（performative）反驳。

作为历史概念的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著名的第一句话中首先将历史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历史”（MEW 4, 462）。不同的历史群体在这些特定的格局中要么占据“压迫者”，要么占据“被压迫者”的位置，他们的对抗构成了各自社会领域的定义。这两个位置之间的斗争遵循着一种潜在的逻辑，这种逻辑确保斗争明确地“每次都以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告终”（MEW 4, 462；着重号 RC/DL）。马克思和恩格斯将1524/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德国历史上最激进的事实”（I, 2, 178 / 1, 386）——理解为最早的“真正”革命（参见 I, 10, 367 / 7, 327 ff.），但也把这个概念应用于“自由民和奴隶”或“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抗。因此，他们使用了一个原本在哥白尼天文学中指代天体运行，且直到光荣革命（1688年，即古罗马几百年后）才具有政治含义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在历史上回溯性地投射了这一观念，并以此假设在过去每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中，保证旧社会形态灭亡的都是同一个原则。

这种观点背后的历史观既是进化论的——与不断进步的观念相联系——又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它将革命的历史想象为一种必要的序列，其中既不能跳过单个步骤，也不能逆转方向。正如随后许多后殖民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观念必须要么拆解（deartikulieren）非欧洲的发展模式，要么将其贬低为原始的。从这种目的论的基本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在德国与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君主制，而在印度和中国，他们则（主要由于私有制、铁路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引入）将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的进步表示欢迎（关于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典型例子参见 Avineri 1968；随后是 Bartolovich/Lazarus 2002; Anderson 201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革命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驱动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产生的生产潜力超过了其自身政治法律参数所能容纳的范围。因为马克思描述的社会不是静态和僵化的，而是动态和对抗性的，所以他可以假设，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中特别精辟地表述的那样，新社会总是不断地“在旧社会的胎胞里”产生：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MEW 13, 9）

因此，生产关系总是遭遇同样的命运：“它们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MEW 4, 467）

据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和法律革命是经济革命的结果或“表现”，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余波，是一个次要的调整过程（参见 Iorio 2003, 第9.2章）。这一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个“所有革命时代的灯塔”，MEW 6, 138）可以看得最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其进行了快进式的解释：通过美洲殖民化、工场手工业系统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以及最终由蒸汽机的发明所支撑的工业革命的结合，资产阶级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力量，这种力量在封建关系中不仅无法体现，甚至受到阻碍。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体系中引发了变革，正如它此前已经在社会空间中，即在经济和生活世界中，“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MEW 4, 464）。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革命性矛盾原则在历史上最新的表现，同时也是其顶点。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与之前的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仅是通过革命建立的，而且依赖于将革命原则本身恒定化（verstetigen）。这种变革在过去的历史中只标志着从一种社会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转换点，现在却被长期化，并成为这种社会形式本身的原则。这种特殊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它迫使每一个资本主义行动者以灭亡为代价进行持续的内部和外部扩张，并推动技术创新。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迫切地去不断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建立新生产基地以及发明新的通讯和运输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它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没有这一点，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其结构（内在的危机倾向）及其伴生现象（异化、剥削、虚假意识）是如此具有灾难性，以至于这种过渡显得别无选择，并且随着阶级斗争激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过渡正日益临近。

“不断革命”（Revolution in Permanenz）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基于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在现象层面上也可以被称为“狂乱的停滞”（rasenden Stillstand, Rosa 2005, 421, 436）：尽管变化率在加速，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似乎正在封闭，变成一个“铁笼”（马克斯·韦伯），并且不再允许任何 ⋅ 真正的 ⋅ 转型，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和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从马克思的革命乐观主义视角来看，这当然是一种视觉错觉，因为它过于停留在表面现象和行动者的经验上，低估了资本主义体系可再生产性的内部和外部界限。而在这种乐观主义因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惨痛失败而破灭之后，正是对这种长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范式所带来的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灾难的预感，促使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Benjamin 1991, I.3, 1232）对马克思及其对资产阶级革命角色的颂扬提出了批判性的反对意见：革命恰恰不是历史的火车头（如马克思所言 (I, 10, 187 f. / 7, 85)），而是抓下紧急刹车。

无产阶级革命既延续了过去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打破了它。它延续了这一逻辑，因为它也是对这样一种局势的反应：即资产阶级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过程主要还是通过危机理论和主体理论的混合来解释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文中写道，“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地下魔鬼了。”（MEW 4, 448）资本主义周期性地陷入危机，例如因为其巨大生产力所生产的商品找不到销路（生产过剩危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记录的，在资本主义中，生产了太多食品这一事实竟然荒谬地导致饥荒（或者，如2007/08年的房地产危机中，建造了太多房子却导致无家可归）。资产阶级只能通过销毁商品或征服新市场来短时间地应对这些永久性危机，但这仅仅相当于为下一次危机做准备，从而推迟并最终甚至加剧了问题。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可能存在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即“可持续的”资本主义。

正如产生这些危机一样，资本主义也产生了一个对其被克服有着生存利益的主体：“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MEW 4, 468）无产者是这样一群人的集合体：对他们来说，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一无所获，因此通过革命也不会失去什么。从无产者的角度来看，维持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因以下事实而更加凸显：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阐明的那样，他们的贫困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制造的，也就是说，原则上他们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参见 I, 2, 181 f. / 1, 390 f.）。

因此，他们有进行社会变革的动机，而且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化，他们也别无选择。同时，他们也拥有进行这种激进变革的可能性，因为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化，他们被置于一个使其有能力废除资本主义的位置：通过工厂劳动，他们被大规模地聚集在一起；通过学校，他们受过教育；通过新的通讯手段，他们能够相互联系。无产阶级的这种智力、社会和情感财富的观念，马克思在《大纲》手稿（1857/58）的一部分，即所谓的“机器片段”中，也用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 II, 1.2, 582 / 42, 602）这一概念进行了暗示，该概念在意大利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us）的马克思接受史中起着关键作用（Negri 1991 [1979]; Virno 1996; Negri/Hardt 2002）。如今对这一观念的改编尝试指出，例如，当今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非物质和网络化劳动的生产力与版权及专利法之间的冲突（Siefkes 2007）。尽管如此，在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结构理论描述与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实践理论强调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可以看到马克思革命理解的基本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行动似乎没有独立的意义，至多只有作为这一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只是可能稍慢一些的过程的“助产士”的派生意义。此外，这两种视角之间的确切联系仍不清楚。工人们既不是个人也不是集体地被共产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客观优越性所激励，而是被异化、剥削、不公正和非理性这些既日常又难以忍受的经验所激励。

是否仅仅是这两种发展的重合才导致了因果关系的印象（参见 Elster 1986, 159 ff.）？首先重要的是要指出，马克思并不把历史理解为在行动者背后自动进行的自动过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MEW 2, 98）历史变迁最终总是要归结为人的变革性实践——即广义上的政治。当然，人们也是在作为既定条件面对的情况下追求其革命目的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著名的公式中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I, 11, 96 f. / 8, 115）

为了反对任何形式的唯意志论，马克思因此坚持革命行动依赖于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构成了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作为革命过程集体主体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根本就不会存在。此外，只有社会和技术的进步才使无产阶级可能形成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意识，从而形成适当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对于革命动机的问题起着核心作用。如果要形成一个整合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阶级意识和阶级忠诚或团结必须有助于克服个人主义和仅仅关注自身利益的视角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行动困境。然而，这些客观条件同时又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针对统治权力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因此，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结构（structure）和能动性（agency）最终是属于一起的：没有革命实践就没有革命。

这种张力关系，以及试图通过改变政治实践的概念来解释它的尝试，也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为什么他们曾在1848年归类为“不可避免”（MEW 4, 474）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这一问题的回答。两人对这场革命的描述类比于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封建主义，现在则是社会化生产的产品在危机中的毁灭。在封建主义内部积累的资产阶级权力，现在被资本主义内部积累的无产阶级权力所取代。《宣言》中这种类比的问题在于，它在贫困化理论和赋能理论（Ermöglichungstheorie）之间摇摆不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动机和可能性的假设似乎相互矛盾：要么无产者在资本主义中一无所有，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变革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行动和组织能力的物质基础被剥夺了；要么他们拥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他们在封建主义中不曾拥有的），但这同时也可能削弱他们的革命动机，因为拿个人已经获得或有望获得的物质可能性去冒险似乎是有风险的。因此，革命似乎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允许给工人阶级做出广泛物质让步的社会中更为理性，但同时在这些社会中革命又必须被视为过早的。这样看来，革命的客观和主观促成条件似乎是分离的：前者更多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后者更多存在于经济上不那么发达的社会。这种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整合或腐蚀的现象，是许多甚至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主体建构理论的出发点，当然，这些理论从根本上质疑任何具有经济主义倾向的历史哲学，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

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得出的结论是，工人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不能把领导权和权力留给资产阶级：“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并且至少是决定性的生产力已经集中在无产者手中。”（I, 10, 258 / 7, 248）

换句话说：只有当革命被理解和实践为无产阶级的和政治的革命时，它才会不同于以往的所有革命，并能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铺平道路。


作为政治概念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最初被写入此前的革命史中，但它同时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中断。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是最后一次必然的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证道，以往每一个在历史上成为革命催化剂的阶级，都将其自身的解放同时理解为普遍的解放，但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却又重新建立了阶级统治。对特定阶级施加的不公必须与社会的整体不公相重合，这样从中的解放才能表现为普遍的解放（I, 2, 179 f. / 1, 388 f.）。阶级的统治只能以普遍权利的名义，而不能以特殊权利的名义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掩人耳目或宣传伎俩：并不是先宣布普遍权利，然后私下里又不予兑现。更确切地说，一个阶级的特殊解放是以普遍解放的形式实现的。马克思的历史原型又是法国资产阶级的角色，其解放是以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形式完成的。现在，无产阶级与这些前驱人物的区别在于，从一开始施加在它身上的就不是某种特定的不公，而是普遍的不公；因此它的解放不可能是部分的，而必须是完全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之所以不会再次导致仅仅一个阶级跃升为普遍性的代表并由此建立新的阶级社会，其原因在于，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体现了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总体消解。即，无产阶级占据了这样一个位置：

»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而是不公本身，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它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 (I, 2, 181 f. / 1, 390)

只要共产主义革命将是一场普遍的革命，之前的革命就可以在后天（a posteriori）被解读为部分的或特殊的革命，从而被理解为既有正当性但又因结构性原因而不完整的革命。这对应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中对通过法国和美国革命实现的、仅仅是部分的“政治解放”的分析，他将此与未来的、完全的“人的解放”相对立（I, 2, 150 / 1, 356）。

根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中阐述的认识，即共产主义

»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依照它去调整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MEJ 2003, 21 / 3, 35），马克思并不打算详细描述或规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这里遵循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即任何试图产生一个从外部强加于真实历史进程的非历史理性标准的尝试，不仅被指责为“应然的无力”，而且这种抽象普遍主义也被视为蕴含着“雅各宾式的意念恐怖”的危险（参见 Habermas 1991, 7–9）。从马克思对所有在不成熟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努力的这种批判中，也可以形成一种对马克思革命理论后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如果在否定社会斗争的偶发性中存在着静默主义“等待”的危险，那么在否定革命实践的历史基础中，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先锋派的政治主义或唯意志论的危险。

意识到必须避免这些短路，马克思既制定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也制定了一种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应当遵循的行动计划。最重要的成功条件是足够先进的——仅靠资本主义就能实现的——生产力发展，因为如果试图在社会匮乏的条件下建立共产主义，正如马克思极具先见之明地预言的那样，随着贫困，对生活必需品的争夺就会重新开始，而“全部陈腐污浊”就会死灰复燃（MEJ 2003, 22 / 3, 34 f.）。无产阶级应当遵循的战略同样师法于诸如法国革命这样的历史范例，并在形式上沿用了其主要阶段，如被列为最重要步骤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MEW 4, 474）。同时，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和形态上也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种区别，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走得最远，在那里，针对社会解放的努力讽刺性地转变为专制主义（这可以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例子中观察到），他认为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写入一种自我反思的原则（参见 MEW 18, 118）。当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理解为一种不能在科学家、专家或政党干部领导下进行的自我解放实践时，他强调了这种自我反思性的一个方面：»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受过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必须由仁爱的一切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I, 25, 185 / 19, 165）

虽然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条件和基本行动参数源于对过往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但《共产党宣言》中的要求清单则应被理解为对一种非常具体的现实政治阵线的情境性且临时的干预，它不应被赋予哲学文本的科学尊严，而且完全可以设想其替代方案。该清单按照时间顺序包括：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随后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资本并将其集中在国家手中，提高生产力，实行高额累进税和没收财产，银行系统通过国家集中，对所有人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建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以及公共教育（MEW 4, 481）。正是这个国家统治最初不被废除而是被强化的“过渡阶段”，被马克思相当顺带地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I, 10, 192 / 7, 89，随后也有 I, 25, 22 / 19, 28），这个概念直到列宁（1870–1924）才获得了令人生疑的名声，但马克思用它主要指的不是民主的对立面，而恰恰是统治从少数人向压倒性多数人的过渡，从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大众民主”（Balibar 1977, 91）。然而，从一开始，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代表与马克思之间争论的神经中枢，对马克思而言，国家不能立即被废除，而是在阶级对立消除的过程中逐渐被一个自由联合体所取代，»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482）。

作为政治概念，也就是说作为纲领性概念，革命概念必须在与竞争的转型理论的对抗中确立自己。因为彻底的社会变革迄今为止总是以革命方式进行，这原则上也可以被理解为对革命理念的批判。根本性社会转型的承诺恰恰在于做一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事情——这甚至可能适用于转型的方式本身。因此，由革命概念的历史污染所带来的困难，既不能通过指责旧社会值得批判来解决，也不能通过指责新社会值得赞扬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反思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过渡来处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尖锐地抨击各种当代的对立思潮和派别，但他们关注最多的两个竞争性转型理论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者过于肤浅的变革和“反权威主义者”（MEW 18, 308）过于突然的无过渡性似乎彼此根本对立，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它们的共同根源在于其社会无效性，这种无效性源于对资本主义和剥削之间必然联系的误解，以及普遍缺乏充分的社会理论分析。因此，他们可以用指责其缺乏现实历史时刻根基的术语来批判这两者。»挽歌«（»封建的社会主义«，MEW 4, 483）、»怯懦的悲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MEW 4, 485）、»肮脏的、令人萎靡的文献«（»德国的社会主义«，MEW 4, 488）、»纯粹的修辞形象«（»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MEW 4, 489），这些仅仅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来败坏所有那些社会批判的名声的术语，这些批判通过向统治阶级发出虔诚的呼吁，不仅行事短视和天真，而且自身也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为它们有助于传播这样一种幻想：即在资本主义内部可以对无产阶级进行真正的改善，从而赋予资本主义一副人道的面孔。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严厉地将共产主义战略与左翼划清界限，例如反对1872年被马克思称为“政治冷漠主义”（MEW 18, 299）的»纯粹教义«，以及反对以巴枯宁（1814–1876）为首的反权威主义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3年用相当不客气的方法将后者挤出了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责其缺乏现实联系，这可能导致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奴隶道德，从而导致实践上的瘫痪，正如恩格斯特别是在一篇简短的干预文章《论权威》（1873）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但是，反权威主义者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那些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这个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MEW 18, 308）

基于此原因，暴力的角色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解中也必须被视为具有两面性（ambivalent）。这种两面性同样建立在革命概念的描述性维度和规范性维度之间的张力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并批判了暴力在一般历史进程中的角色，特别是资本主义中的结构性暴力。暴力的诱惑对于革命政治来说也在于其明显的有效性，作为一种手段，它被目的神圣化，被用来反对现存关系的暴力。在这种论证形式中——后来被法农（Frantz Fanon）移植到反殖民革命运动中，此前托洛茨基（1879–1940）也明确用它反对任何“道德主义”，但也反对约翰·杜威（1859–1952）的辩证立场（参见 Kohlmann 2001）——对现状之暴力的常态性的描述性指涉，变成了在革命实践中使用暴力的规范性合法化，从而免除了伦理道德上对暴力批判的负担（参见 Marcuse 1984 [1968]）。当然，这也破坏了革命的目的，因为革命的目的恰恰应该在于人类的解放，即在于与迄今为止的历史决裂；因为如果革命在其使用的手段上，最终在其形式上，与历史上的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毫无区别，那么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因为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会被其所使用的手段所损害和扭曲。

这种转变似乎并非始于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实践的辩论，而是已经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资本论》（1867）中，马克思还将暴力明确地描述为资产阶级革命与经济剥削之间联系的一个特征：»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II, 6, 674 / 23, 779）在他攻击欧根·杜林（1878）时，恩格斯在整整十年后拾起这一表述并将其用于辩护。他嘲笑杜林没有牙齿的“牧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没有认识到暴力

»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死灭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在杜林先生那里没有一个字。他只是发出长叹和呻吟，承认为了推翻剥削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以此堕落。«（I, 27, 373 / 20, 171）

这种合法化形象暗示自己不对历史上的暴力发生负责，只是发现它并将其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后来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以高得多的赌注继续用于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1854–1938）和伯恩施坦（1850–1932）（参见 Adamczak 2009，以及关于手段和目的关系的辩论 Kohlmann 2001）。最迟在伴随着至少一部分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革命而来的暴力过度之后，那种认为»能够掌握暴力而不会反噬其使用者«（Balibar 2001, 1306）的观念已被证明是一种幻想。

马克思仅在其著作的少数几个地方明确探讨了彻底社会转型的替代性、也就是和平的可能性。例如，他在187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我们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MEW 18, 160）

恩格斯在1895年也指出：»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和采用颠覆成效要好得多。«（MEW 22, 525）然而，鉴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两人似乎都一致认为，否认在那些地方»我们革命的杠杆必须是暴力«（MEW 18, 160）是天真的。


这是一份从德语原文翻译成简体中文的学术文本。

进一步发展与界限：革命、国家与政党

除了革命的暴力性质问题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1871–1919）那里——革命与国家之间，以及党的先锋队职能与工人的自我解放之间的张力关系被证明是核心议题。

关于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对巴黎公社（即1871年3月至5月活动的革命巴黎市议会）的不同评估是具有启发性的。与马克思所说的“使机器更加完美而不是打碎它”（MEW 18, 197; 参看 MEW 33, 205）的所有先前革命不同，在巴黎，国家机器（包括警察和军队）被立即拆除，政府权力由人民自己以基层和委员会民主（rätedemokratisch）的形式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这种直接民主的自组织形式联系起来。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1）导言中强调的那样：“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这种专政是什么样子的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MEW 17, 625）

然而，关于公社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虽然如前所述，马克思坚决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但他同时声称有必要在某些方面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无产阶级的类似国家的组织，因为在阶级斗争中它必须“使用暴力手段，即政府手段”（MEW 18, 630）。然而，巴枯宁（1814–1876; Bakunin 2011 [1873]）也反对这种制度化的权威形式，认为这早晚会退化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出于类似原因，巴枯宁也批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党这种组织形式的观点——这种拒绝在马克思看来是幼稚和唯意志论的：“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是其社会革命的基础。”（MEW 18, 633 f.）类似的倾向也反映在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的批评中，即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所代表的、在巴黎公社中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革命必须由一小群坚定的革命者通过突袭（Handstreich）来发动；这只能导致不是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少数暴动者的专政（MEW 18, 529）。然而，与无政府主义者（著名的又是巴枯宁）不同，恩格斯也认为，缺乏集中化和缺乏配备强制权力的权威，应被视为公社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

随之而来的是，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以国家和政党为中心的倾向占据了上风，无政府主义流派越来越被边缘化和压制（这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主导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中表现得很明显）。毫无疑问，列宁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在这一发展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的著作《国家与革命》（1918）中重申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并论证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结构上具有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必须打碎它，取而代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种工人阶级的国家。列宁此时公开的威权主义主张认为，民众之所以在自由方面尚不成熟，主要是因为劳动对他们来说还未成为第一生活需要：因此还必须用暴力强迫他们。尽管他在该著作中很少谈及党的作用，但在革命后不久的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从而实际上倾向于成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也是卡尔·考茨基（1854–1938）在与列宁的辩论中表达的担忧，并因此被后者指责为叛徒）。没有国家和党，革命和社会主义似乎不再可能——相反的观点被宣判为“幼稚病”。因此，汉娜·阿伦特（1906–1975; Arendt 1994 [1963]）后来在委员会（Räten）中定位的革命的激进民主遗产也被否认和断送了。

列宁早在1902年的著作《怎么办？》中就阐述了他关于党的角色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成为俄国共产党人官方和实践的自我理解：由激进和积极的共产党人—— → 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任务是在阶级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向群众灌输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正确的意识。在内部，党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这样虽然所有成员都参与负责人的选举，但同时他们必须对领导层的决定保持完全忠诚，从而使党成为革命斗争中尽可能有力的武器。针对被称为自发主义的立场，列宁坚决不认为群众会自发地达成这些认识。相反，工人们会自发地倾向于一种 → 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us），即追随工会在其改良主义中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从而破坏革命的工程。

这一观点后来也被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在其有影响力的文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提出（参看 1968 [1923], 257 ff.）。他区分了基于社会和经济地位可被归因的客观可能性的客观阶级意识，与工人们事实上的意见和利益，并赋予党以表达无产阶级自我理解形式的任务，即将其物化的意识解放为革命的阶级意识。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晚期的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都反对这种关于党在革命实践中角色的观念。卢森堡主要反对对党的角色的过度集中和威权主义的理解，因为这会使党成为工人的监护人，从而迫使他们处于被动状态，过度限制了工人的革命实践及其自我解放。卢森堡认为，只有通过投身于革命实践，工人们才能积累必要的经验并形成适当的意识，这也包括通过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她来说，群众罢工是群众自发革命力量的典范，这种力量是不能简单地自上而下规定的（参看 Luxemburg 1986 [1906]）。然而对于卢森堡来说，这种对自发性的强调并不与理论和组织的必要性相矛盾；相反，它们被理解为同一革命实践中相互交织的方面。

托洛茨基，其本人是十月革命的核心行动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尖锐批评者，他在反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发展的辩论中延续了这一论证路线。斯大林公开谈论“自上而下的革命”，即借助国家和党，并通过使所有政治和社会行动者服从其权威，来推进现代化和工业化工程，从而实现“一国社会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于1929年先是被斯大林驱逐流亡，随后在流亡中被谋杀——这个纲领不仅是对革命的背叛，也是自我瓦解：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作为全球性的变革——即作为“世界革命”——才能成功；相反，长期孤立的革命以及“一国社会主义”的工程必然失败。他关于“不断革命”的论述也指向类似的方向，他试图以此在理论上论证在半封建的、被归类为“落后”的国家（如殖民地）中，革命经历不同阶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参看 Trotzki 2010）。

意大利政治家和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概念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批评。在他1917年关于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中，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群众比客观状况和党的精英更是驱动力；对他来说，这是怀疑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潜在决定论的一个理由。当然，葛兰西后来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差异，例如他在《狱中札记》中断言，在西方社会，主要涉及夺取国家权力的“运动战”策略（如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下降，让位于“阵地战”策略，即通过在公民社会的机构和公共舆论中建立反霸权来进行日常和细微的霸权争夺，而公民社会和公共舆论——除了强制和暴力之外——至少在西欧和南欧充当着国家的根本支柱（Gramsci 1991 ff. [1948 ff.], Q 7, §§ 16, 83 和 Q 13, § 24）。在这场斗争中，党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超个体的机构，同时体现和具体化“集体意志”（作为实践-意志的“阶级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形成这种意志，从而将分裂的群众塑造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者（同上，如 Q 13, § 1）。阶级的统一性也必须首先被、并且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而不仅仅产生于客观环境。

最后，在具有实际深远影响的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发展中，还应提到毛泽东（1896–1976）将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做法，这种做法赋予革命的社会、文化和主观先决条件以更大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这些先决条件只能通过群众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来创造，鉴于中国没有规模可比的城市无产阶级，必须主要动员农村人口参与其中。这种行动主义的革命理解所带来的致命深渊已由文化大革命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毛泽东试图通过反对党内官僚及其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倾向的运动来重振中国革命的最后尝试（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理念及动员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辩护，参看 Badiou 2011, 71 ff.）。尤其是毛泽东对游击战的强调，后来在拉丁美洲背景下，例如被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生于 1928），以及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所采纳，并再次被进一步发展和适应当地（尽管受到全球集团对抗影响）的力量对比。

对于所有这些试图坚持革命概念（哪怕是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修正）的尝试，改良主义（Reformismus）的纲领构成了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这不仅仅是由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发挥影响地发展出来的。对伯恩施坦来说，民主不仅代表目标，也代表手段，因此他断然拒绝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他关于通往伦理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平（进化而非革命）道路的呼吁不仅具有影响力，也在共产党人中引发了反对。后来，这些思想也被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所采纳，后者同样将一个不那么集中化的政党、建立联盟和妥协，以及总体上的议会民主道路理解为适应西欧和南欧国家情况的策略。

如果在斯大林主义中可以看到革命政治的诱惑，那么改良主义的诱惑则是驯化和融入现有的社会体系。因此，卢森堡早在1899年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就反驳伯恩施坦，指出尽管改革是必要的，但只有革命性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才能够克服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易感性。最迟随着德国社民党（SPD）在1914年投票支持战争拨款——此后这被视为社会民主党背叛的标志——改良主义的转型策略是否真的具有基于更现实的形势评估并争取实实在在改善的优势，必须受到质疑。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改良主义具有实际优势，但鉴于革命工人运动的失败，改良主义作为一种原则性的——非暴力的、渐进的且在现有政治秩序内运作的——替代方案，是否能为解放政治提供可行的基础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表现为融入现有体系、逐渐放弃曾经激进的目标以及适应保守和（新）自由主义政治风格和规定的历史。

问题与展望

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工程所面临的所有历史挑战外，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基于几个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无论从理论视角还是在历史经验的背景下都已成问题。首先是社会总体性（Totalität）的观念，即一个单一的社会连贯性背景，它至少“在归根结底”（Althusser 1977, 114）是由经济决定的，并且各种社会和政治现象都应能以此溯源解释。其次，这种连贯性背景被认为是由一个单一的核心对抗所决定的，该对抗本身是经济构成的，而其他（如种族、性别或宗教编码的）统治关系则被认为是偶然的。由此第三，产生了一种特定的转型观念，这种观念根本无法应用于一系列其他的剥削、排斥和压迫关系，甚至有可能再生产这些关系，并且它将革命理解为一个全面进步过程的各方面，该过程具有目的论结构。最后第四，革命被想象为与这种社会总体性的彻底决裂。

这些假设在历史上因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和贫困化的回应的出现、因俄国革命未能开启真正的解放、以及因无产阶级通过福利国家、代议制民主或消费主义融入资本主义而受到了损害。此外，通过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经济首要地位和经济主义运作的转型理论的批评，这些假设在左翼内部也成了问题。结构上具有目的论和单线进步的观念已从经验、方法论和规范的视角受到了批评。最后，结构同质的总体性观念以及与其彻底决裂的想象，主要受到了后结构主义视角的质疑（例如参看 Laclau 1996）。

在所谓的“第一代”批判理论（见第 IV.B.7 章）的著作中，革命的概念之所以只扮演一个占位符或消失点的消极角色，除其他原因外，正是因为它的缺席阻碍了任何真实的解放实践，从而为哲学作为理论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正当性（Adorno 1997 [1966], 37）。当然，关于工人阶级非革命性质的诊断以及寻找其他革命力量（学生、少数群体、“第三世界”）的失败，是否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高估了系统拉拢、吸收或化解任何抗议和任何变革实践的能力，仍有争议。与此不同，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早期著作中（参看 1976，特别是第 6 章），还可以找到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以便能够顾及规范结构和社会学习过程的内在逻辑，这些逻辑不应被假定属于某个革命的宏观主体，也不简单地遵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发展。在这里，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的概念已经占据了关键地位，一方面导致某些社会现象只能从参与者的视角进行充分重构，另一方面将解放的革命实践概念消解为社会关系的交往流动化。因此，哈贝马斯也接受了（民主）国家和（社会调节的）市场在事实和规范上的不可逾越性，并放弃了克服现有社会秩序的这些结构特征的革命视角，转而在话语实践的框架内对其进行改革。

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类似，今天在德国激进左翼的部分人中，革命承担了一种想象视界的功能，将“完全不同的社会”与现状区分开来；对“革命之后”情境的描述于是服务于积极反面方案的表达，这些方案通过纯粹的消极批判是无法形成的。对这种收缩为消失点的革命概念的替代方案，一方面是恢复激进或“密集”改革（Esser/Hirsch/Görg 1994）的理念，该理念认真对待社会力量对比的偶然性特征，并且最近主要受到拉丁美洲政治发展的启发而获得了新的动力（Zelik 2011）；另一方面是主要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引入的颠覆（Subversion）概念，它意在对一种社会形态的文化和社会基质进行点状的暗中破坏，并以此方式有助于霸权关系的转移（Butler 1991）。在此背景下，还应提到“主体性的革命”这一理念，例如在哈特和内格里（Hardt und Negri, 2002）那里，它旨在有助于克服对革命主体的集体或个人身份的固着，帮助识别传统工人阶级之外的新的革命实践主体，并展示“改变世界而不夺取权力”（Holloway 2002）的新途径。

在总体性和进步概念失去其合理性之后，受马克思启发的革命概念似乎只有通过承认多线历史进程以及政治场域和行动者的多元性才有未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将革命重新表述为微观革命，或表述为相互之间处于复杂且部分对立关系中的多元革命和解放实践。完全顺应这些思想，例如在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 1990 [1977]）那里，可以找到恢复作为政治行动范畴的革命概念的尝试，该概念既顾及这种行动的偶然性也顾及其必要的反思性，并坚持有必要废除国家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等级，建立自由联合。对马克思著作较新的激进民主式挪用，例如米格尔·阿本苏尔（Miguel Abensour, 2012 [1997]），也指向这个方向，并强调民众（demos）的制宪权力的革命潜力。所有这些更新尝试都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受马克思理论和解放阶级斗争历史启发的革命导致了威权和压迫政权，并且这使得毫无保留地承接这些传统成为不可能。但它们也坚持认为，不能因为这段历史就宣布革命的概念、实践或政治遗产已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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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辩证法

关于马克思思想中辩证法的功能和结构问题，直接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最根本辩论的核心。在此过程中，阐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对于马克思本人，对于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后来那些引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家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问题，无论是在他的总体哲学中，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中，都远超出了这一方面（下文中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指的是记录在 MEGA² 第二部分中的马克思研究计划；而对于他 1859 年的著作，我则引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通常也结合了论证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方法的在方法论或科学理论上的优越性的要求。或者恰恰相反，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非理性。

马克思的辩证法甚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记录在 Schliebe/Kalinina 1977 中）和《资本论》（Dühring 1868）的第一批当代评论者那里就已经引起了关注。虽然马克思可能没有注意到第一批评论，但他对杜林（Dühring）的评论做出了回应。在 1868 年至 1870 年间为《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一份手稿中，马克思写下了一段评论，这可以被视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著名论述的前身：

»杜林博士在对这部著作第一卷的评论中指出，我对黑格尔逻辑学骨架的忠诚依恋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我甚至在流通过程的形式中发现了黑格尔式的三段论。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非常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那些自以为已经把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以此为死狗的自作聪明的后继者的絮叨，在我看来只是可笑的。但我已自作主张，对我的老师持批判态度，剥去他辩证法的神秘主义外衣，并使之发生本质的变化等等。« (MEGA² II 11, 32 注 10)

关于辩证法地位的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讨论的焦点，这促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中就加入了一个附录，在其中收回了辩证法。这个附录随后构成了第二版第一章的基础，其论证结构又经过了修改。伴随这些改建工作的是马克思的自我反思，这些反思部分记录在信件中，部分记录在前言和后记中。他试图通过阐明自己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来确信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他想通过这种立场的确定，向读者阐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依据的方法的特殊性。

与这种自我理解和阐释的话语（可以将其视为关于辩证法辩论的第一条线索）平行的是，马克思改变了他的批判计划的结构，因为辩证方法的实施迫使他进行修改。这对他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也产生了反作用，因此相对于不断变化的执行过程，并未提供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这是第二条线索，在这条线索中，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辩证法问题大多是隐含地进行讨论的。这条线索延续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法文译本的修订工作中，并一直延伸到因马克思去世而中断的英文译本的准备工作中。这种对辩证法问题的双重探讨又叠加了第三条线索：通过一系列在他自己看来仅属于教学法性质的修改，马克思响应了恩格斯的要求，使他的理论更容易为未受过黑格尔哲学训练的读者所接受。然而，他坚持认为，这些修改仅涉及表述方式，绝不涉及其理论的实质内容。

仅仅是这三条讨论线索的复杂相互作用，就导致了难以恰当回答马克思思想中辩证法的功能和结构这一问题的巨大困难。更糟糕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在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的编辑干预中，而且还通过他的前言和后记产生影响。从这些前言和后记出发，有一条直接通往辩证唯物主义正统观念（见第四章 B.1）的道路，从而导致了一种在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辩论中至今仍不断处于争论中心的概念。

关于辩证法本身是什么的一般性问题，以及同样难以回答的关于辩证法（在某种具体的意义上）是否可以被证明为理性的普遍问题，不能也不必在本章中处理。鉴于开头概述的出发点的复杂性，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功能和结构的具体问题也将难以回答。下文选择的切入点是从两次自我理解的尝试出发，在这两次尝试中，马克思确定了他与黑格尔及其思辨方法的关系。随后，将展示旨在阐明马克思辩证法的功能和结构的讨论的核心主题领域。最后，将总结这场多层次、多分支的讨论的成果，并明确那些在阐明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法过程中仍需回答的未决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即使有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仍需与黑格尔进行辩论的两个理由。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黑格尔批判——马克思明确提到了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 1809–1882）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08–1874）——仍停留在 »黑格尔式的超越性« (I, 2, 317 / 40, 469) 的立场上，因此在这个框架内无法成功克服宗教、神学和哲学。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新创造的基础，»至少为了证明它们«，必须通过 »与哲学辩证法的批判性辩论« (I, 2, App. 852 / 40, 470) 来加以巩固。就其自身的构想而言，与黑格尔的辩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马克思一方面使用了黑格尔的 »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 (I, 2, 275 / 40, 546) 这一思维范式，来指明共产主义在人类类本质发展史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为了阐述其构想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基础并抵御唯心主义的质疑，他在手稿中采用了费尔巴哈黑格尔批判的核心要素。因此，马克思必须表明，费尔巴哈的构想并不代表倒退回黑格尔哲学之后，也就是说，即使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也能兑现黑格尔的论证要求。此外，他必须解释，为什么尽管转向费尔巴哈，人们仍可以继续使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范式。

马克思首先列举了费尔巴哈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第一，费尔巴哈表明哲学是宗教的最后形式，因而是一种异化形式。第二，他在其构想中奠定了 »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 的基础，»因为费尔巴哈把社会关系 [] 作为理论的根本原则« (I, 2, 276 / 40, 570)。第三，费尔巴哈把 »基于自身并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 (I, 2, 276 / 40, 570) 宣布为本体论基础，从而驳斥了黑格尔那种作为肯定而自居的否定的否定这一唯心主义构想。

马克思赞同这种黑格尔批判以及费尔巴哈的现实主义反驳方案；因此，对两人来说，黑格尔哲学都被视为人类异化的表现。同时，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本身也受到了批判：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 »否定的否定仅仅理解为哲学与自身的矛盾«，并觉得有权将他自己的现实主义构想 »直接且毫无中介地« (I, 2, 277 / 40, 570) 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但这却丢失了黑格尔的一个根本性的哲学洞见：»因为黑格尔把否定的否定 [] 理解为一切存在的唯一真实的行动和自我活动行为，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同上)。费尔巴哈在他的黑格尔批判中忽视了这种哲学潜力。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费尔巴哈有功绩，但为了论证他在手稿中构想的对象性类本质的概念，与黑格尔进行批判性的辩论是必要的。

因此，马克思面临着三重任务：他必须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性缺陷在哪里，以至于人们必须致力于费尔巴哈发现的新基础。同时，他必须识别黑格尔辩证法中值得保留的内容；并且他必须展示如何在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内使用黑格尔的构想。

马克思将缺陷的根源定位在：黑格尔将哲学意识——也就是 -> 异化的人的抽象形态 <- 作为 -> 衡量异化世界的尺度 <- (I, 2, 284 / 40, 572)。他指责黑格尔不关心现实的异化及其实际的消除，而是将所有异化现象还原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马克思认为构成黑格尔论证的真正认识兴趣的 -> 异化 <-，即是 -> 自在和自为、意识和自我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对立 <-。对黑格尔来说，对象的占有 -> 同时甚至主要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对于自我意识来说，令人反感和异化的不是对象的特定性质，而是其对象性的性质 <- (I, 2, 298 / 40, 580)。如此定义下的对象的占有——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对象性类本质构想中将其定义为 -> 人的已成为对象和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 <- 的重新占有 (I, 2, 284f. / 40, 573)——只能是一种 -> 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 <- 的占有 (I, 2, 285 / 40, 573)，这种占有让现存的现实保持不变。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其人性，而在于“只有精神”，其“真实形式”在黑格尔那里最终被视为“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即人的“真实本质”，所以自然和社会世界仅被作为“抽象精神的产物”而被占有 (I, 2, 285 / 40, 573)。马克思认为，这种将人唯心主义地还原为自我意识的做法，是现实异化的表现，这种异化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找到了其理论表达。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讨论背景，马克思的论证方向就很容易理解了：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有着共同的动机，即批判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人的异化形式。然而，他们使用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自我意识原则，因此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马克思认为，只有费尔巴哈表明了这个框架本身仍是一种神学形式，必须予以摒弃。这正是通过拒绝自我意识构成人的本质这一论点，并承认人不可消除的对象性来实现的。

至此，马克思实现了他的第一个论证目标。同时，他也对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提出了批评。由于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要素整合到了他的行动和异化构想中，他现在必须致力于他的第二个论证目标，并突显黑格尔“否定的否定”中积极的、值得保留的内容。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伟大之处在于：

»首先，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I, 2, 292 / 40, 574)。

因此，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I, 2, 292 f. / 40, 574)。但因为黑格尔以异化的尺度为基础，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 (I, 2, 293 / 40, 574)。马克思在此重复了之前的论证范式，即黑格尔找到了事实性异化的客观正确表达，但同时又将其肯定地作为人的本质整合进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因为他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异化的尺度，黑格尔是第一个认识到宗教、神学和哲学中人类自我异化结构“作为哲学的行动” (I, 2, 293 / 40, 575) 的哲学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没有看透这种哲学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形式，而在哲学内部完成的异化的扬弃只是表面的。因此，他的结论是：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对于假象本质或自身异化的本质在其否定中的确证，或者说，是否定作为位于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之转化为推体。« (I, 2, 299 / 40, 581)

在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中需要保留的积极方面，他列入了“扬弃，作为对象性的、收回外化的运动” (1, 2, 301 / 40, 583)。马克思将这一黑格尔理论要素纳入自己关于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构想中，因为在他看来，这抓住了人类行动的基本形式，以及通过外化并穿过异化的人类类本质自我实现的基本结构。他总结自己的思路说，在黑格尔那里可以发现“在异化中表达出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洞见，即关于人的现实的对象化的异化洞见” (I, 2, 301 / 40, 583)。对此，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必须消除由黑格尔异化的尺度所引起的扭曲。如果清除了这些，人们就可以接纳这一基本洞见，并用实践中“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规定对人的对象性本质的现实占有” (I, 2, 301 / 40, 583) 来代替仅仅在思想中对人的异化的扬弃。

除了列入这一项（马克思将其归结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之外，马克思还提到了“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逻辑学中——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 (I, 2, 303 / 40, 585)。他列举了三点：

首先，黑格尔的逻辑学表明，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那些相对于自然和精神而独立的普遍的固定思维形式，是人类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也是人类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 (I, 2, 303 / 40, 585)。这些应被理解为具体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独立化了，并在异化的视角下——如在黑格尔的《逻辑学》（1812/1816）中所发生的那样——呈现为独立实体的假象。

其次，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展示了这个范畴体系的联系，而他之前的哲学家总是只把握了“那些固定的抽象概念” (I, 2, 304 / 40, 586) 中的个别几个。因此，黑格尔使得将这个抽象概念的体系作为总体使其成为“批判的对象” (I, 2, 304 / 40, 586) 成为可能。

第三，黑格尔将重心从作为异化思维产物的抽象转移到了 -> 在自身中旋转的抽象行为 [1] <- (I, 2, 304 / 40, 586) 上，从而完成了从结果到异化的对象化过程的过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不仅在概念上把握了劳动的本质和对象性类本质自我实现的结构（尽管是以自身仍是异化的形式）。由于黑格尔哲学是人在思维中自我异化的必然终点，他的逻辑学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因为资本主义代表了人在社会实践中异化的顶点。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阐述，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异化总体，必须被理解为黑格尔哲学构想的物质可能性条件。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黑格尔的逻辑学就可以被用来展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异化。这一考量是马克思在其通过黑格尔批判进行自我理解的第二阶段中向自己阐明的核心点之一。

这样，三个任务中的两个已经解决了，即使马克思关于第二个问题（即黑格尔辩证法的哪些方面需要保留）的回答，要在制定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的过程中才会展开。相比之下，关于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基于何种修改，才可能在马克思新构建的框架内使用黑格尔的概念和构想这一问题，则仍未得到回答。马克思确实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笔记本第16页上的一则笔记得到证明，他在同一个笔记本中也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首次发表这则笔记的第一版全集编者将该文本的日期定为 1845 年 1 月，因此处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语境中。马克思为自己记录道：

»4. 你对被表象的对象的、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的扬弃，等同于现实的对象性的扬弃，即不同于思维的感性行动、实践和现实的活动。（还需展开。）« (MEW 3, 536)

然而，并没有发现马克思完成这一任务的文本。

Notes


[1]: (原文未提供定义) ↩




黑格尔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

关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存在断裂，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人类学相容，这在学术界尚存争议。然而毫无争议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着手制定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的第一阶段时，出现了黑格尔接受史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黑格尔的《逻辑学》处于中心地位，而在第一阶段，《精神现象学》曾是马克思的核心参照点。

马克思在大约1858年1月16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报告如下：

»例如，我把这一直以来的整个利润学说都推翻了。在处理材料的方法上，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by mere accident）——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属巴枯宁的黑格尔著作，并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帮了我很大的忙。« (III, 9, 24 f. / 29, 260)

在马克思署名为1873年1月24日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在谈到第一版的评论者时指出：»《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很少被人理解« (II, 6, 704 / 23, 25)。随后，他详细引用了一位名叫考夫曼的俄国作者于1872年在圣彼得堡的《欧洲导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特别之处——大概也是马克思在跋中给它这么多篇幅的原因——在于，据马克思所言，考夫曼将《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为严格的现实主义，而将马克思选择的叙述方式则描述为»不幸的是德国辩证法的« (同上)。马克思对考夫曼的这一评价评论如下：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又描述得这样好意，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II, 6, 708 f. / 23, 27)

马克思本人曾在——生前未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从黑格尔那里转化并借用的资本主义叙述方法，容易造成一种唯心主义概念演绎的假象，这是需要纠正的。因此，马克思接受了评论者关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与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之间的区别，并将其转化为另一种区分：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构造了。« (II, 6, 708 f. / 23, 27)

尽管做了这一让步，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方法在本质上是辩证的。因此，他也觉得有必要在此处确定他的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后者正是被考夫曼贬低为不幸选择的德国唯心主义表现方式：

»将近30年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以此为乐，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就像勇敢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在莱辛时代对待斯宾诺莎一样。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即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辩证法在神秘的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对于实用的资产者来说，最为明显地表现在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迁中，而这种变迁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但是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II, 6, 709 f. / 23, 27 f.)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本身描述为»充满矛盾的«，从而没有将辩证法局限于叙述层面，而是将其定位在客体领域，即资本主义组织的社会世界中。因此，不仅共时的社会状态被理解为一个内在矛盾的总体；当马克思谈到其去神秘化和合理的辩证法的批判及革命性质时，他还增加了一个历时的维度。这表明现存事物是生成的且暂时的；对»现存事物的理解«同时包含对其»否定、其必然灭亡«的理解。由此，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被赋予了否定的性质，并从中推导出现存关系的»必然灭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他的辩证法既非外在于被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分析作为共时社会总体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构成。因此，他说自己与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卖弄«（kokettiert），不能被转移到转换后的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自身辩证方法所具有的功能上。在后者中，马克思恰恰不再是与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卖弄，因为他以转换的形式占有了其基础范畴和思维形式，将其作为自己的辩证方法。

他自己对由此产生的复杂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甚至以观念这个名称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Demiurg），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遭受的神秘化，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II, 6, 709 / 23, 27)

马克思以三种方式描述了这种关系，这三种方式之间的结合并非没有张力。他说到的»截然相反«可以毫无问题地被解释为命题逻辑上的 p 与 非p 的关系。只要马克思的构想代表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接继承，这一特征描述就是适用的。此外，主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立场，即经济关系而非观念性因素（如规范性观念或思想）应被视为历史的驱动力，也可以归结为截然相反的形式：在马克思的解读中，黑格尔将观念视为独立的主体，日常现实仅为其外部表现。马克思则设定了相反的前提，即现实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也就是类本质的存在形式，应被视为独立且能动的主体，而观念性的东西，即上层建筑的各种形式，应被视为依赖于它的量。

他的表述 ⟩倒立着⟩（auf dem Kopf），作为 p 对 非p 这一矛盾关系的空间隐喻，适合于对 ⟩上⟩ 和 ⟩下⟩ 规定的简单颠倒（简单否定）。这种颠倒可以归类为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颠倒，或者是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多次进行的因果角色的互换。这两种特征描述所描述的关系都保持了被否定者的内部结构不变。然而，这并不能涵盖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改造的所有方面。无论是关于本质与现象的说法，还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内与外的说法，抑或是马克思反复提到的关于唯心主义构想中特定事实或现象受到的神秘化或扭曲的说法，都无法通过如此简单的操作得到充分描述。

马克思使用的»倒过来«（Umstülpen，意为翻转、外翻）一词提供了另一个意象，在其一种含义上，它与“头足倒置”具有相同的内容。在另一种含义上，例如翻转衬衫袖子、手套或口袋时，是将内部翻向外部（参阅 Fulda 1977）。这样，原本作为内侧隐藏于直接视线或触及之外的东西就显露了出来。作为内-外转换的翻转，与单纯颠倒的意象不同，表达了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它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反复提出的说法，即他的方法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这个内核在黑格尔那里采取了神秘的形式。

总的来说，翻转代表了一种复杂的转换方法，它是动态的，并改变了被翻转者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所批判的»神秘化«——他将其视为掩盖、欺骗、误导或扭曲——通过翻转得到了纠正，即现象被规定为本质，而黑格尔设定为本质的东西被规定为现象。正是本质与现象的颠倒引出了意识形态，包括国民经济学的解释。为了看穿这一点，必须像马克思继续追随费尔巴哈那样，否定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前提并将其改写为截然相反的东西。然而，这仅仅是开启了对神秘事物的揭示，并未完成。为此，需要通过翻转对神秘掩盖的现象进行转换，从而使隐藏的本质变得可见，并使作为异化状态之意识形态扭曲的虚假本质被看穿。

作为自我澄明的黑格尔批判：简短总结

马克思在批判性地确定其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过程中，反思了他两个核心理论构件的方法论和哲学层面。对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展的对象性类存在物的哲学人类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构成了核心参照点。马克思用一种构想为社会行动的历史哲学构想，取代了自我意识通过外化和异化实现自我并在哲学上占有自身本质的辩证法：作为对象性类存在物的人，以异化的形式对象化其类本质，以便随后在扬弃运动中以重塑社会关系的形式有意识地占有它。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项目而言，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互动也是构成性的；不过这一次，《逻辑学》构成了马克思自我澄明的参照点。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将范畴的整体论表现为一种自我展开并由此变得反思性透明的活动过程，而马克思将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叙述：其中，资本在自我分化和自我稳定的过程中，作为»自动的主体« (II, 6, 172 / 23, 169) 展开为一个虚假的总体，这同时应被理解为人类类本质以绝对异化的形式进行的完全外化。

这一仿照黑格尔逻辑学的模型，旨在对资本进行系统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哲学适切重构。同时，这一系统展开的状态构成了人作为对象性类存在物的自我实现历史（需在历史哲学上重构）中的一个独特时刻。因此，在《资本论》中少数几处不致力于共时系统结构的展开，而是致力于确定该系统结构的历史哲学位置的地方，马克思回到了铭刻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哲学人类学中的辩证运动模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II, 6, 683 / 23, 791)

早在1844年就已经很复杂的初始状况，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了。马克思在制定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一再宣布要在某个时候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之处剥离出来。但是，关于如何在马克思新构建的理论框架内使用黑格尔的概念和构想，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以及基于何种修正使用的问题，即使在1872年也未得到回答。因此，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及其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后来一再成为讨论的中心，这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思想中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一个历史定位

正如马克思思想中复杂的情况一样，关于辩证法在其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的功能和结构的争论，也呈现出一种极其多层次的面貌。为了能够至少在轮廓上展开这一讨论，第一步将进行简短的历史定位；随后的第二步将勾勒出这场争论在系统性方面的主要脉络。这种展示策略进行了一种分析性的分离，但这在实际事物中是无法找到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争论始终涉及系统性的要点；同时，系统性的主要脉络也总是有其自身的问题史。尽管如此，这里选择的方法将有助于获得对这场分叉极广的争论的概览，并获得初步的定位。

马克思通过转化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而使自己所处的境地，本质上在系统性方面已经是极其多层次的了。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的方式，也无助于澄清这一局势。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立场带来的不清晰性进一步加剧了困难，这种不清晰性最终导致了对后者（恩格斯）的一种在接受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误解。

与今天被称为《大纲》（Grundrisse）的手稿（写于1857年和1858年，但直到1939年才首次出版，部分内容直到1941年才问世）不同，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几乎找不到马克思关于他自己的方法、更不用说他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提示或反思。在作为“方法章”而闻名的《大纲》导言中，则有着详细的思考（参见 Jánoska 等 199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那篇或许正因其标语式和刻板的特性而在接受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序言中，这些思考被缩减为马克思的一句在其语境中几乎难以理解的话，即想要“跟随”他的读者，“必须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II, 2, 99/13, 7）。在该书出版当年发表的评论虽然部分地确定了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但正因如此，要么认为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难以下咽”，要么甚至将这种辩证方法评价为“晦涩的形式”（引文据 Schliebe/Kalinina 1977年的评论文献记录，第115和117页）。

马克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1859年出现的对其著作的评论，他对反响的缺失感到失望，并要求恩格斯通过撰写详细的评论来引起人们对该书的注意。尽管有些不适，这位朋友还是满足了马克思这一强烈的请求。1859年8月，恩格斯原计划的三部分评论中的两部分发表了，其第二部分必须被视为一个影响深远且持久的错误解释的源头。因为在他的评论的这一部分中，恩格斯探讨了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的方法。他这样做的方式是，将马克思的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转化：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承担这样一项工作的人，即从黑格尔逻辑学中剥去包含了黑格尔在这方面真正发现的内核，并使辩证方法摆脱其唯心主义的外壳，以简单的形态建立起来，成为思想发展的唯一正确形式。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此为基础的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II, 2, 252 / 13, 474）。”

在这段评论之后——这段评论在当时只有读过那些在1859年尚未出版的文本（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大纲》）的读者才能理解——恩格斯将马克思用来展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的辩证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等同起来：“逻辑的处理方式是唯一适用的。但是，这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处理方式，只是剥去了历史的形式和起干扰作用的偶然性而已”（II, 2, 253 / 13, 475）。

一方面，恩格斯在他的评论中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构想的一个具体特征，即事物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基础实体，以及对此的物化批判：“经济学探讨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同上）然而，通过将历史的发生与理论内部的概念发展等同起来，他同时也向世界引入了对马克思构想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最终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

恩格斯的这种后来被称为“逻辑-历史”的解读，通过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前言和后记、对正文微小但有影响力的修改以及解释性脚注的添加而在编辑上得到了巩固，这也成为了由他编辑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基础（关于恩格斯这种错误解读的背景，参见 Kittsteiner 1974 及主要是 1977 的分析）。例如，他在1894年出版的第三卷第一分册的序言中谈到了一种“误解，以为马克思要在那里下定义，而实际上他是要在那里面进行阐述，而且以为一般地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确定不变的、一劳永逸的定义。”在一个辩证构成的构想中，为了充分把握其对象领域的各种过程，概念本身“也同样会屈服于变化和变形”——这是对马克思方法无可争议的正确描述。但是随后，恩格斯的根本性错误解读再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他谈及马克思有着“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并参照《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将简单商品生产描述为资本的“历史前提”（所有引文 II, 15, 16 / 25, 20）。

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也曾多次批判性地探讨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对第一卷第一版的评论中，不仅将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变体，而且将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合二为一：“在这种概念规定之后，紧接着就是关于作者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念，他试图对此一方面进行逻辑分析，另一方面，正如辩证方法所带来的那样，同时也进行历史的展开和描述”（Dühring 1868, 183）。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略的论述相一致，杜林将马克思分析中的概念发展同时也理解为对一种“历史必然性”（同上，184）的假设，从而表达了一个核心论点，该论点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官方教条的核心（关于这种正统观念的典型例子，参见 Rosental 1957 和 Stiehler 1966）。

在他的教科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中，杜林也详细处理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著作的第三版中——此时他与其支持者与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斗争在政治和出版领域已全面展开——他的批判语调大大加剧。针对《资本论》第二版跋，杜林反驳了马克思关于只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卖弄”（kokettiert，或译“调情”）的说法，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他与之‘卖弄’的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在本质上和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式的非逻辑和非辩证法本身”（Dühring 1879, 488）。同时，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概念发展“应当是半历史半逻辑的”，并且“历史的建构和整个所谓的资本发展”（同上，480 f.）是建立在“黑格尔式的非辩证法”（同上，478）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杜林在其对第一版的评论中还指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回归，但并未对其进行负面评价，那么现在马克思构想的这一基础对他来说就是“辩证法的故弄玄虚”（同上，479），这使得马克思理论纲领的科学性变得不可能：“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根本谈不上精密学科意义上的最终和最严格的科学性，决定性的经济概念的处理也显示了错误逻辑出发点的后果”（同上，481）。

尽管杜林与恩格斯及马克思之间存在尖锐且毫不留情的争论，但这可以确定：杜林和恩格斯都将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为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统一。马克思本人没有任何地方明确反对这种解释，尽管这显然不符合他的自我理解（唯一的疏远迹象可以看出，马克思没有任何地方引用恩格斯的这篇评论）。

杜林对马克思关于他只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卖弄”的说法的反驳，指向了另一个关于《资本论》中辩证法地位的不清晰之处，这同样直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这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范畴的辩证发展，是否仅仅是叙述的一个教学元素，还是说这种辩证法属于对象领域本身。第一卷完成后，恩格斯批评了马克思提交给他的文本版本。他的批评点是，第一章中的概念发展非常难以理解，向作为读者的无产阶级进行宣传的成功可能会受到威胁。马克思对这一批评做出了回应，他增加了一个附录，在其中以教学上简化的方式重新展示了价值形式分析。他承认，《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形式分析”相比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展示“难以理解”，“因为辩证法比第一种展示要敏锐得多”（MEGA² II, 5, 11 f.）。对于“完全不习惯辩证思维的读者”，马克思建议跳过第一章的相关部分，转而阅读附录：“在那里，我们试图把事情叙述得像科学的理解所允许的那样简单，甚至像小学生那样”（同上，12）。这个附录在第二版中成为了第一章新版本的基础，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辩证法是否可能仅仅涉及展示的层面，而不涉及被处理的事物本身。

相对于恩格斯认为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是一个教学上的决定，马克思则坚持认为，通过这个附录绝没有放弃其构想的辩证性质，因为这属于被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说与之黑格尔式表达方式“卖弄”至少必须被视为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明。无论如何，直到今天，它一再引发各种解释，有的根本不把辩证法算作马克思理论纲领的核心内容，例如可以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看到的那样，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对《资本论》的阅读所理解的那样，试图证明这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变体（见章节 IV.B.10 和 IV.B.12）。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关于辩证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纲领中的地位问题，以及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复杂关系的尝试，在两个讨论语境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在主要讲德语的地区，自1990年代以来，在“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见章节 IV.B.9）的名称下，发展出了一场内部分歧广泛的辩证，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对马克思理论纲领的基本概念、方法论和核心定理的适当理解。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这些作者采纳了在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萨克·伊里奇·鲁宾（Isaak Iljitsch Rubin，参见 1973 [1924]）或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存在的论证线索和思想动机。他们明确反对恩格斯和马列主义正统的“逻辑-历史”解读，并将马克思理论的范畴理解为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分析工具。这一解释方向的特定差异在于，他们重点在于澄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方面，特别关注价值理论和社会实体在马克思理论中的构成条件。

与此同时，主要在英语出版物中，发展出了一个“新辩证法”（New Dialectic）学派，其成员也称之为“体系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见章节 IV.B.11）。像新马克思阅读一样，这一学派的作者们——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明显分歧——也共同聚焦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此外，新辩证法作者的一个构成性特征是，他们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参考著作，这使得该学派有别于主要参考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及其历史哲学的经典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该学派的解释建议分享了一个假设，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引用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是构成性的，从而提供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阅读的连接要素。最后，新辩证法或体系辩证法学者共同确信，对于马克思理论构想中的这一黑格尔遗产，人们不仅必须在注释学上予以注意，而且必须将其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在系统上可持续且可连接的特征。

马克思思想中辩证法的地位：一个系统性的概描

观察马克思解释的中心辩论，可以发现，关于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问题，始终充当着各种问题和不同目标的结晶点（详细参见 Elbe 2008, 第一部分）。同时，对马克思本人存在的状况的重构——包括他自己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构想整合进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这一问题的意识——表明，至今仍在辩论中被探讨的一些系统性问题，起源于马克思本人或其理论草案本身。恩格斯很早就做出的上述决定，以及马克思理论在现实政治中凝固为官方世界观，进一步使得关于马克思辩证法地位和结构的争论变成了一个由各种不同问题组成的过度复杂的纠结。更糟糕的是，各个参与者都将自己的前提和意图（部分也是政治意图）带入马克思理论，并带入这场解释性的争吵中。

在系统上，讨论的一个中心线索在于首先适当地重构马克思理论的辩证结构（如 Zelený 1973）。这方面的光谱范围从肯定黑格尔的解释（例如 Hartmann 1970），到假设只需对马克思著作（正确的版本）进行无遮蔽的观察（典型的如 Reichelt 1970 和 Backhaus 1997），直到认为必须部分修正马克思的立场以获得一致且可信的批判社会理论（如 Backhaus 在其后来的分析中以及大多数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在极端的对立面，有些代表认为辩证法总体上，或者至少其黑格尔版本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么是努力使马克思理论免受其影响（如 Nanninga 1975），要么正是将其黑格尔遗产作为其非理性的最终证明（这是例如 Becker 1972 的策略）。折中的立场试图将辩证法理解为用于表述问题二律背反的展示或研究策略（Narski 1973），或者作为通过确定兼容性条件来构建理论的方法（Steinvorth 1977）。努力只在展示层面或作为研究逻辑的工具允许辩证结构或矛盾，而不承认它们在本体论意义上是现实的坚实特征，这源于一个前提：这种矛盾的本体论化要么在理性上无法理解（参见 Göhler 1980），要么在唯物主义转向的理论框架中没有位置（如 Colletti 1977）。重构的范围从假设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进行这种本体论化，而仅仅是为了研究或展示目的使用辩证法，直到强调紧随黑格尔的论点，即马克思将本体论矛盾视为一种需辩证展开的原则，通过它批判性地证明资本主义的虚假总体性（Arndt 2012）。

对恩格斯提出的将逻辑发展与历史发生相互认同的解释的批判，团结了所有想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压抑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的人。共同的目标是拒绝这种正统观念中所铭刻的将辩证法视为一种非历史构成的、作为所有对象领域基础的常量的观念。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稿中，马克思曾记录了“辩证的展示形式只有在其知道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MEGA² II, 2, 91）。这些界限——人们这样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一方面在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范畴总体性，仅对一个特定的、其本身也是事实上被预设的和偶然的社会状态有效。另一方面，这不仅承认了分析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考虑到，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本体逻辑相反，资本的逻辑具有经验前提，这些前提它自己无法产生，但如果系统一旦建立，它会试图在内部强力地再生产这些前提。

马克思为这种转化所付出的代价，他自己是很清楚的，这在辩论中也并非未被注意到：“由于马克思不准备为采用黑格尔的思想动机而支付其思辨前提的全部代价，他也不能援引在其自身理论之外提供的关于其辩证方法科学性的证明”（Kocyba 1979, 30）。这虽然既没有证明马克思理论的非理性，也没有证明其失败，正如某些作者乐见的那样。但是，任何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构和每一个系统性的连接尝试必须完成的任务，已经被明确地识别出来了。

争论的成果与未决问题

对关于马克思思想中辩证法的结构和地位的辩论所带来的成果的总结，不可避免地至少部分保持争议，因为这种争论在哲学内部至今仍未结束。一些解释问题归咎于文本基础；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考可能无法转化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解释。此外，他试图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构想整合进自己的理论纲领，由此产生了仅靠解释手段无法解决的系统性问题。由于关于辩证法在系统上的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不能成为本文的主题，我在此最后仅限于马克思构想的系统导向解释的维度。

通过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与其1840年代的哲学构想分离开来以使其一致的策略，最终出于两个原因无法令人信服：首先，在后期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行动、对象化或异化的替代构想，而在没有这些构想的情况下无法重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其次，如果不纳入马克思黑格尔批判的第一阶段，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期间能够假设：在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与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展开的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可系统重构的亲缘关系。

一个作为解释假设看似合理的重构，必须将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批判进行自我澄清的两个阶段结合起来，但可能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这样重构出的立场在系统上将是有问题的。在这里，明确区分作为对象性类存在的人的哲学人类学核心组成部分的历史哲学辩证法，与一种允许展开资本主义总体性结构的体系辩证法，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帮助的（参见 Quante 2014）。

同样，将以转化形式从黑格尔借用的辩证法解释为一种外在的、或充其量是涉及理论展示的表面性的策略——至少作为解释假设——也不能令人信服。在批判的社会理论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进行系统性评估应该放弃辩证法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可以保持开放。但应该清楚的是，这样一种非辩证构成的批判社会理论虽然可以从马克思或其一些思想动机或内容陈述中获得灵感，但它不能被视为狭义上的进一步发展，也不能被视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项目的改进版本。在马克思的构想中以及对作者而言，辩证法既是其自身理论也是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构成性特征（参见 Stapelfeldt 2009）。放弃它将意味着从一开始就错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领域的矛盾性（参见 Brentel 1986 和 1989）。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基础进行解释的结果，都对此确信无疑。

只有将《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理解为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哲学的后继模型，旨在从哲学上阐明资本主义作为虚假总体性的系统，才能对其进行恰当的解释。这里既不能否认马克思本人一再修改其理论纲领，而且如果我们把现在可以在 MEGA 第二部分完整看到的他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根本不能谈论一个始终如一的理论草案。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在其自我理解中以及出于系统性原因，被迫修改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基本概念和前提。他对此非常清楚；在他已引用的1858年1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报告了重读黑格尔逻辑学对他产生的巨大用处，他继续写道：

“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合理的东西阐述出来，使一般人都能理解。”（III, 9, 24 f. / 29, 260）

我们今天知道，做这类工作的时间再也没有到来，马克思的这个计划也像手稿中宣布的“在下文进一步阐述绝对否定性的逻辑内容”（I, 2, 303 / 40, 585）一样没有实施。但有很多证据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中进行的黑格尔批判阐明了黑格尔方法中的这一合理性，即使不是以一种一般人能直接理解的形式。十有八九，我们今天必须自己着手工作，发展出一种关于马克思以何种方式转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以便然后以这种“去神秘化”的形式将其作为展示方法置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25年后整理马克思遗稿时，仍在寻找马克思在1858年预告的这份手稿：

“明天我终于有时间花几个小时来整理摩尔留给我们的所有手稿。这里主要涉及一篇关于辩证法的纲要，他一直想写这个。但他总是向我们隐瞒他的工作进度；他知道，一旦人们得知他完成了什么，他就会被一直催促，直到他同意出版为止”。（MEW 36, 3; 恩格斯致拉夫罗夫的信）

它至今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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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科学社会主义

1880年，恩格斯出版了一本法文小册子，马克思为其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在序言中他将恩格斯的文本描述为“科学社会主义导论”（I, 27, 542 / 19, 185；原文有着重号）。三年后，这本小册子在德国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为题出版；毫无疑问，正是这本小册子使“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得以普及。马克思本人在其他地方（MEW 34, 474–478）也使用过这一术语，但也谈到过“批判的共产主义”（MEW 4, 358）或“批判的和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I, 25, 198 / 19, 229）。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众多名称中的一个，马克思或恩格斯并没有最终确定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在术语问题上，他们两人都不像后来的追随者那样挑剔和狭隘。

尽管如此，马克思确实提出了鲜明的科学性要求，而后来恰恰是→ 科学社会主义 →这一概念得以确立，这并非偶然。因为它指代的不仅仅是马克思规划中的某个方面，而是其实践政治的核心。正是由于这个实际原因，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很早就成为了争议的对象（参看 Bernstein 1976 [1901]），这种争议一直持续至今（参看 Cohen 2001, 66–170）。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仅是社会理论，还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社会主义与科学

如果将其理解为符合经典图式的定义，那么复合词“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部分指代的是genus proximum（临近的属），第一部分指代的是differentia specifica（种差）。通过归入这一定义，马克思的规划被分配给了一个属（它是社会主义），同时又与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它是科学的）。因此，首先需要厘清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理解以及马克思是如何使用它们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从英国和法国传入德国的政治语言中；“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参看 Schieder 1982; 1984）。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最初都相对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如此。根据洛伦茨·冯·斯坦因（Lorenz Stein）的观点——他的著作《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1842）和《1789年至今法国社会运动史》（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1849）对这两个术语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社会主义是这两种思潮中更具建设性、因此也更可接受的一种。同时，他强调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共同点：（1）两者都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扩张及其伴随的社会动荡的反应；（2）两者都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并表达其社会利益；（3）两者都致力于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变革。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也找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系统性区分。在早期文本中，这两个术语通常被放在一起提及（I, 3, 495–499 / 1, 480 ff.; MEW 2, 56, 132, 138, 142, 509 ff.; MEW 3, 441, 442, 445, 454, 475）。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偏好，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个概念代表了两种思潮中更激进的一派。然而，即使在《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尽管已经决定使用“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某些段落中仍被结合使用（MEW 4, 489 ff.）。显然，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相关差异；因此，本文中这两个词也被作为同义词使用。

然而，我们需要确认在这两个术语中同样存在的一种语义多义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指代一系列理论（=S₁）；指代特定的团体及其活动，即一种社会运动（=S₂）；以及指代一种追求的未来社会秩序（=S₃）。这些含义并不重合，尽管它们之间自然存在联系。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S₃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对此本文不作详述。关于另外两个含义，他们在早期的言论中就已明确表示哪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决定性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MEJ 2003, 21 / 3, 35）一年多以后，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这整个历史，特别是人类文明国家目前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MEW 4, 321 f.）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首先是想指代他们时代的社会运动。

尽管偏好S₂，马克思在1847年仍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描述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I, 30, 301 / 4, 143），从而触及了含义S₁。当时，他和恩格斯一起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久之后，两人受邀为该组织起草一份纲领性声明，即《共产党宣言》。其中一方面强调了共产党人与阶级或运动的统一性，声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MEW 4, 474）。但另一方面，这是“共产党”的宣言，即一个即便在按当时的含义（参看 Schieder 1991, 130 ff.）理解“政党”一词——作为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或派别——也不能轻易等同于阶级或运动的团体。宣言中是这样描述这种差异的：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MEW 4, 474 f.）在这里，“共产主义”一词不再指代整个社会运动，而是指代其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部分，且这一部分在理论上掌握了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洞见。

科学：这就触及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differentia specifica（种差），因为对马克思来说，毫无疑问，宣言中提到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的“洞见”，即社会主义理论（= S₁），应当是科学的。此处必须考虑到，“科学”一词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的使用范围比后来更广泛且不具体。它的含义接近日常语言中的“知识”，包括所有形式的通过方法获得的、系统整理的并因此被证实（或被认为已证实）的知识。因此，哲学很自然地被视为一门科学。虽然自然科学由于其成就早在18世纪就已在科学中赢得特殊地位，但它们并没有垄断“科学”这一术语。直到19世纪后期，“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才日益收窄，并越来越强地指向“精密”科学。

在这种对“科学”的广泛理解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被归入这一术语之下（参看 Pelger 1980），这不足为奇。早在19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science sociale）和“社会主义”（socialisme）这两个术语在法国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中就被作为同义词使用；英国的欧文主义也是如此。德国作家明确重申了这一主张。洛伦茨·冯·斯坦因在其对《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次阐述中强调，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不仅仅是改善无产者处境的政治社会方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1842, 129）。根据莫泽斯·赫斯（Moses Heß, 1812–1875; Heß 1961 [1843], 200）的说法，法国社会哲学自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2）以来，已开始“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渗入民间”。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早期德国手工业者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告诉他的读者：“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门科学。”（1977 [1844], 134）二十年后，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5）在法庭上著名的辩护演说中宣称：“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对立极的结盟，当它们拥抱在一起时，将在其铁臂中压碎一切文明的障碍——这就是我只要一息尚存就决心毕生致力于的目标。”（1919 [1863], 248）因此，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在历史回顾中可以断定，“19世纪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宣称他们的学说是科学”（1901, 5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最初也强调了社会主义与科学的这种普遍联系。恩格斯证明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科学研究，冷静、无偏见、系统的思考，简言之，社会哲学”（I, 3, 499 / 1, 483）；关于蒲鲁东（1809–1865），他也提到了“真正的科学研究”（I, 3, 503 / 1, 488）。但很快，他们的评价中就夹杂了更疏离的基调。这在两年后的《神圣家族》中已有端倪：“较有科学性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如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把唯物主义学说作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发展起来。”（MEW 2, 139）这里，“科学的”被用作一个可分级的谓词，其适用的程度取决于社会主义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宗教论证，转而以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无神论）进行论证。事实上，傅立叶和圣西门在他们的理论中很自然地诉诸上帝和宗教；圣西门的最后一本书题为《新基督教》（Neues Christentum, 1825），这并非巧合。在该书中，基督教被理解为一种博爱的道德，应作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该书以对欧洲君主的呼吁结尾，内容如下：

“王侯们，听听上帝的声音，他通过我的嘴对你们说话，重新成为好的基督徒吧 []，以基督教的名义联合起来，履行它赋予有权势者的所有义务；记住，基督教命令他们这一力量用于尽快增进穷人的社会幸福！”（Saint-Simon 1977 [1825], 455）

马克思一方面承袭了这些及类似的理论，但他很快就认为这些理论是不充分的，并希望通过一种“科学的”理论来超越它们。在这里，“科学的”最初仅意味着它应当不再依赖上帝和宗教。

但在这些言论中，已经显露出对不同变体的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的区分，并非所有变体在他看来都具有同样的科学性。1846/1847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区分。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后，他们面临竞争的社会主义流派，不得不将自己的观点与这些流派划清界限并加以明确（I, 30, 301 / 4, 143; MEW 4, 482–92）。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后来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中也回到了这一点。这种区别的意图，马克思在与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 1814–1876）的争论中作了解释，后者曾批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指出，这个概念“仅用于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后者想把新的幻想强加给人民，而不是把自己的科学局限于对由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的认识”（MEW 18, 635 f.）。对马克思来说，关键的差异在于：S₁的一种流派想把自己的观念从外部“强加”给运动，而另一种流派则将自己视为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对立的不是“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区分它们的标准在于它们与工人运动的不同关系。

因此，就其主要含义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用于与那些（1）构想基于宗教或道德理由的社会蓝图的社会主义版本划清界限，因为它们（2）由于历史上出现较早，并未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所以，就其主要含义而言，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并非内在的理论“尊严”，而是社会主义理论（=S₁）与社会主义运动（=S₂）之间的关系。

作为实践方案的社会主义

因此，理解马克思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外部关系”：即在于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一种特定解决方案。

理论与实践：自古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到了18世纪，它越来越集中于通过哲学指导来改变社会的问题。尽管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但它们通常在两点上是一致的：首先，改变社会的实践被构想为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实践：如启蒙、教育、批判等。其次，它被理解为精英的作用：如（开明的）立法者的行动，或知识分子及哲学家的影响。这两点都出现在启蒙思想家（如爱尔维修和康德）的政治观点、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边沁和孔德）的方案、“空想社会主义者”（参见上文圣西门的引文）以及德国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ärz）的相关辩论中。马克思直接承袭了后者。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Hegel 1986 [1821], 28）——被他的一些追随者视为有问题的，甚至是可耻的。人们认为，哲学不能满足于回顾和理解过去；它必须转向现在和未来，并试图对其施加影响。历史已经达到了一个危机、顶点和转折点，这使得它成熟到可以“实现哲学”。因此，黑格尔派学者奥古斯特·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Cieszkowski, 1814–1894）曾宣告，哲学必须“在未来乐于主要被应用 []。实践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实践的哲学——其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的发展——这是哲学总体上未来的命运。”（Cieszkowski 1976 [1838], 129）这并非孤立的观点；其他人，包括莫泽斯·赫斯，也认为哲学现在必须变得务实，成为一种“行动的哲学”（参看 Stuke 1963; Quante 2010）。

当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期间加入青年黑格尔运动时，他也接受了他们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观点。据此，哲学的实践首先是批判的实践。首先是对宗教的批判，正如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08–1874）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在开创性著作中所发展的那样；随后是对现行政治状况的批判。宗教和政治被视为同一综合征的两个方面。基于政治世界本质上由观念、尤其是宗教观念所统治的信念，“实践”和“批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合。在他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遵循了这一构想。“但是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它是批判，这种批判用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用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I, 1, 68 / 40, 327f）两年后，我们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中再次遇到这种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与实践构想的核心要素。马克思将该杂志的任务定为“批判”，并明确表示宗教和政治是构成“主要兴趣”的对象。因此，它是关于“意识的改革”，然后将会表明，“世界早已拥有一个事物的梦想，只要拥有了它的意识，就能真正拥有它”（I, 2, 487 f. / 1, 344, 346）。简而言之：批判带来“意识的改革”，而这导致政治关系的重组。

无产阶级的发现：当1844年《德法年鉴》付印时，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其中表达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构想。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在短时间内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方面都采取了新的方向。在哲学上，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他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基本假设保持距离；并转向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社会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主要不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实践行动和这种行动发生时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理论中，“实践”首先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并在这一意义上上升为关键范畴：它现在表现为决定性的社会构成和结构化力量（参看 Opitz 1967; Lange 1980; Labica 1998）。

在政治上，马克思与莫泽斯·赫斯（1812–1875）一样，已经背离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自由派反对党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在他看来，政治改革既不可能也不充分；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变革。但是，这样的革命如何可能呢？从马克思此时所采取的唯物主义视角来看，他不再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以及最初他自己所宣传的“意识的改革”纲领是合理的。如果社会和历史主要不是由观念控制的，那么意识的改变就不足以干预历史和塑造社会；当然，如果涉及到革命性的重组，就更是如此。这一结论在《德法年鉴》的另一篇文章中已有端倪：“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I, 2, 177 / 1, 385）这里用战斗性的语言表达了一个简单的见解：存在于意识之外的社会关系不能仅通过思维来改变；即便是通过“批判性”思维也不行。一年后，这被表述得非常清楚：“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MEW 2, 126）至此，青年黑格尔派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已变得无效。“批判”可能是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一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已经转化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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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正义理论家的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卡尔·马克思一生的主题。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他生命结束，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对在19世纪西欧和北美确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进行批判。但他使用了什么理论工具呢？从他的著作和言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最初试图在哲学人类学的框架内证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异化的不可消除的源泉，因此使人类本质的展开成为不可能。然而，这种资本主义批判方式在19世纪40年代被马克思放弃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明确的目标是在社会、经济和历史理论的框架内批判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研究者们仍在讨论以下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批判，它与年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处于何种关系；此外，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否也从正义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将作为正义理论家的卡尔·马克思（1）、作为异化理论家的马克思（2）和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者的马克思（3）作为研究对象是合适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定并阐明解释其著作的核心问题。

1 马克思作为正义理论家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否持有正义理论的立场？虽然毫无争议的是马克思没有制定出一套正义理论，但这个问题一直被反复讨论（参见例如 Dahrendorf 1952 或 Forst 2013）[1]。近期，这个问题在英语世界得到了特别深入的探讨，这一情况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主题方面对政治哲学话语产生的强烈影响有关。事实表明，要厘清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的关系，需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F-1 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并因此对其进行批判？

F-2 马克思是否认为共产主义是正义的并因此予以支持？

如果要研究那个问题（F-1），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在其著作的关键位置，马克思对正义观念和法律规范进行了社会科学和历史的分析，他想以此证明，这些观念和规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II, 2, 100 / 13, 8）[2]，其性质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那些经济条件和要求。如果马克思在这样的语境中使用诸如“权利”、“非正义”、“正义”或“不正义”等表达，他是以描述性的方式进行的。因此，相应的情况不能表明马克思是根据一种隐含的自身正义观来评价他所研究的社会关系的。

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仅作为正义理论家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究竟是否这样做过？许多马克思评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示否认。他们认为，马克思仅仅是从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角度处理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正义观念和法律规范，并强调他并不认为雇佣劳动关系是不正义的（参见例如 Wood 2004 [1981]）[3]。与其他作者（参见 Rawls 2008, 459–534）[4]相比，他们提出了以下论点：在其著作的许多地方，马克思给人的印象是，雇佣劳动关系构成了盗窃的事实——这是因为，工人在其工资形式中只获得了他在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一部分商品，而这些商品的另一部分则无偿地落入了资本家手中（参见例如 II, 10, 201 和 521 / 23, 237 和 608，马克思在那里谈到了“贪欲”和“被掠夺的钱”）[5]。但是，马克思不可能认为，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正义观念或法律规范，雇佣劳动包含盗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显然无法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因此，如果马克思将雇佣劳动与盗窃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必须是根据另一种正义观念来批判它的。但这另一种观念只能是马克思自己的、未明确阐述的正义观。因此，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不正义并加以批判的评估是正确的。

马克思的正义观能否被阐明？根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参见例如 Cohen 1995, 144–164）[6]，马克思上述的盗窃论点只能通过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持有的假设来辩护，即个人是他自己人身的排他性所有者（关于这一点最初参见 Locke 2007, §§ 25–51）[7]。其他作者（如 John Roemer，例如在 Roemer 1988 中）[8]也基于系统性的考量，主张借助一种剥削理论来阐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这种理论不集中于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将社会基本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然而，这样做使他们面临一种反驳，即他们放弃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思想，并向自由主义理论靠拢（参见 Kymlicka 1997, 152–156）[9]。

上述问题 F-2 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边注》中声称，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至少在“高级阶段”——以下情况才会适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I, 25, 15 / 19, 21）[10] 但这句话该如何理解？一些也将自己的思想置于马克思传统的哲学家认为，这句话命名了一种“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出于“正义”的原因应该支持它，并且它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实现（参见 Van Parijs 1993, 156 和 178–182）[11]。相比之下，其他评论家将马克思的上述言论理解为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状态的描述性陈述。根据他们的解释，马克思声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只从事那些符合其能力并能完全满足其多样化需求的活动。但马克思并没有以此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基于正义的评价。相反：马克思在其著作的许多地方不仅对分配正义问题发表了贬损性的评论，甚至还持有这样的立场，即相互视为合法权利主体的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是错误的（在此背景下可参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论文中的论述）。此外，由于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和他人）的意识在共产主义中将不再存在（参见 I, 25, 15 / 19, 21），马克思不可能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正义的并出于正义的原因而支持它。

我们重构的关于问题 F-1 和 F-2 的讨论表明，要证明马克思是正义理论家为何是困难的。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制定这样的理论，而且迄今为止，还没能成功地借助一种统一的理论来阐明或证明他那些似乎与正义有关的言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成员间相互视为合法权利主体的社会构想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


2 作为异化理论家的马克思

毫无争议的是，马克思构想了一套关于社会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该理论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 (I, 2, 363 / 40, 510) 是全面异化的根源，并且他确信，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异化。马克思在1843年和1844年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生前未出版、直到1932年才以德语完整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展了这一观点。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异化理论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明确的批判。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来，马克思关于社会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不少评论者将其视为一种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而这种思想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已不再是主题（参见例如 von Magnis 1975）。撇开下文将要处理的关于该理论与其后期著作关系的问题不谈，我们可以确定，早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引发了以下问题：

F-3 马克思关于社会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建立在哪些基本概念和基础假设之上？它属于什么类型的理论？

F-4 这一理论处于怎样的思想史语境中？

F-5 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是否可以理解（intelligible），他所做的基础假设是否合理（plausible）？

虽然马克思通过其论述清楚地表明，他确信人们在资本主义中是异化的，而在共产主义中则不是，具体表现为同他们的劳动产品异化、同作为活动的劳动异化、同他们的人类本质异化以及同作为人类个体的彼此异化（参见 IV, 2, 447–466 / 40, 443–463; I, 2, 363–375 / 40, 510–522）。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一种活动或状态一般来说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是异化的或令人异化的，也没有对他上述概略的立场发展出一套连贯的辩护。更有甚者：马克思声称他的理论在方法上仅建立在对“私有财产”概念的“分析”之上 (I, 2, 372 / 40, 520)，这暗示了关于异化标准的界定和辩护的问题在他的考察框架内可以被忽略。但正如我们随后的思考所显示的，这种评估是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的。因此，上述涉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假设的 F-3 问题被反复提及和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彼此间未必相互排斥的——回答中，下文所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参见 von Magnis 1975），马克思关于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本质上基于以下假设：如果在一个社会状态中，没有人将自己或他人仅仅作为手段对待，那么该状态就不是异化的；如果在一个社会状态中，至少有一人将自己或他人作为手段对待，那么该状态就是异化的。此外，马克思认为，将自己或他人作为手段对待在伦理上是错误的；因此，他的异化理论建立在他自己未明言的伦理上的工具化禁令（Instrumentalisierungsverbot）之上。基于这些假设，马克思可以将资本主义市场批判为异化的——因为人们在这里将彼此视为实现各自利益的手段——并将共产主义社会（在其中个人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活动）证明为非异化的。

其他的评论者在当前的语境下强调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作用（参见主要是 Lange 1980, 11–134 和 Quante 2009, 233–246）。根据他们的理解，马克思将劳动理解为一种“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的行为 (Lange 1980, 50)，并且他隐含地从对象化的成功与失败的方式之间进行了区分。基于这些行动理论的考量，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资本主义中而非共产主义中同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及作为活动的劳动相异化。此外，最近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类型的承认（Anerkennung）或一种价值‌评价（Wertschätzung）构成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参见例如 Brudney 2009 和 2013 或 Chitty 2013）。在此背景下，有人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按马克思的观点之所以没有异化，是因为他们将彼此视为具有特定消费和生产需求的 共同体 （Gemeinwesen）或 类存在物 （Gattungswesen）而相互珍视。由于这种珍视无法在以私法和市场经济为结构的社会中形成，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必然同他们的活动、活动的产品、他们的人类本质以及同作为人类个体的彼此相异化。

此外，还有人指出，马克思主张一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学，根据这种人类学，人类本质（“共同体”、“类存在物”）是在一种合作形式中实现的，这种合作的特征在于人们带着特定的意图和信念为彼此而活动。这种本质主义是否如一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伴随着对人类本质实现的某种伦理上的推崇（参见例如 Lukes 1985, 86–87），在马克思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参见 Quante 2009, 270）。最后，如果遵循当代的研究，马克思在构想其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似乎默认回溯了法国早期社会主义所发展的透明且和谐的社会关系模型（参见 Schmidt am Busch 2013）。

如何回答上述问题 F-4，自然取决于人们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假设持何种信念。将这一理论与伦理上的工具化禁令联系起来的评论者，通常将其置于康德及后康德唯心主义的传统中（参见 von Magnis 1975, 387）。马克思本人曾暗示，他所主张的劳动概念归功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影响下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改造（参见 I, 2, 399–418 / 40, 568–588）。因此，那些将作为对象化的劳动概念视为马克思异化理论基本要素的作者，将该理论置于黑格尔及后黑格尔德国哲学的语境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也请参见 Habermas 1996, 482–487，那里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思想史上 通过黑格尔 追溯到 浪漫派 的 表现主义教化理想）。借助承认或价值评价概念来分析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们也建立了类似的联系（参见例如 Renault 2013）。他们主张，黑格尔是第一位使用这一概念来界定特定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德国哲学家，而费尔巴哈关于爱的关系的各种概念性思考，似乎影响了马克思对非异化的人类关系的理解（参见马克思在手稿 《詹姆斯·米尔的书 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 摘要》 中自己对 爱 这一表述的使用; IV, 2, 465 / 40, 462）。那些认为马克思出于伦理原因将人类本质属性的实现视为必要的评论者，习惯于将他的异化理论置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中（参见 Lukes 1985, 87; Fetscher 1999, 55 也有类似判断）。

像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具有何种哲学吸引力，关键取决于其基本概念的可理解性及其基础假设的合理性。因此，我们的问题 F-5 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其中部分讨论至今仍在继续，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些讨论主要涉及我们在处理问题 F-3 时所识别出的那些概念和假设。例如，关于一些评论者认为支撑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工具化禁令，有人指出它根本无法被人类所满足，因此不是区分异化与非异化社会状态的合适标准。即使是一个单独的人（比如马克思笔下的“鲁滨逊”；参见 II, 10, 75–82 / 23, 90–98），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也会进行大量对他而言没有内在价值、仅作为实现其他目的之手段的行动。此外，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马克思关于劳动作为对象化的概念是否根本就是一个可理解的概念（参见例如 Wildt 1987）。似乎只有当我们把当前语境下的“对象”（Gegenstand）一词理解为“事态”（Sachverhalt），而不是“物质客体”（materielles Objekt）时，这一概念才成立（参见 Quante 2009, 242–245）。但即使这样做了，问题仍然在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否是一个在社会哲学上有用的概念。在此背景下，主要需要澄清的是，是否只有手工艺活动，还是我们通常视为工作的其他活动，也能归入作为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概念之下（参见 Habermas 1996, 484–487 和 Honneth 2003, 230–242）。此外，人们一再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非异化社会的构想是否与我们日常将单个个体视为自主主体的观念相容。这个问题也在上述对马克思理论的承认理论式解读的过程中被讨论过（参见 Schmidt am Busch 2011, 120–130）。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的本质主义假设是有问题的，根据该假设，人类生活是在一种特定的、并非由人们自由决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形式中实现的。由于马克思没有为其本质主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请参见 Iorio 2012, 31–33 的不同评估），因此即使是一些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及其扬弃的理论从今天的视角看具有社会哲学吸引力的哲学家，也拒绝这一理论要素，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 Brudney 2013, 734）。


3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者的马克思

1844年后，马克思不再致力于基于本质主义人类学来批判其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计划。受麦克斯·施蒂纳1844年出版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影响，他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这场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进行的“自我澄清”，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说法，演变成了与其“昔日的哲学良知”的清算（II, 2, 101–102 / 13, 10）。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此后既没有致力于出版这些手稿，也没有致力于进一步阐述其中发展出的异化理论。

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的明确目标是发展一种与上述讨论的理论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如果遵循马克思自己的论述，那么自那时起，他所关注的就是奠定和阐述一种社会、经济和历史理论，旨在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不稳定的、在历史上暂时的社会形态。具体而言，马克思凭借其发展的历史理论——这通常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素——声称对“社会形态”（II, 10, 10 / 23, 16）的产生和消亡提供了解释，并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结构性原因而无法长存。正如马克思自己所知（例如参见其《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这一理论项目的成败仅取决于对社会过程分析的正确性；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导致异化还是不导致异化，在当前的语境下是可以被忽略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诸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或《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等著作中试图论证的内容，是一种与手稿中阐述的截然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批判。

鉴于我们旨在进行的探——


1 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颁布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1946 [1938], 647）。相应地，“DiaMat”（其通用缩写）几十年来一直作为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哲学。然而，若因此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名表达的哲学立场全盘否定，则是错误的。在斯大林之前和之后，背景各异的作者都曾试图以其名义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样一个项目，有两个对照概念至关重要：其一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这一区别由列宁引入，但即便在他那里也已模棱两可，后来更是处于不稳定和有争议的状态；其二是与“机械唯物主义”的划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通过这一划界将自己定义为过程哲学和复杂性哲学。

马克思从未由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就像他与哲学的关系终其一生都充满冲突一样（参阅 Lindner 2013）。作为固定短语，辩证唯物主义首次出现于约瑟夫·狄慈根（Josef Dietzgen）1888年的著作中，并在19世纪90年代主要通过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中广泛传播。狄慈根在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的漫游》（Streifzügen eines Sozialisten in das Gebiet der Erkenntnistheorie）中，将该名称用作“新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同义词（1920 [1888], 214）。他认为，承袭恩格斯而被归类的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人的18世纪旧机械唯物主义，是从一种过于狭隘的、以可触摸事物为导向的物质概念出发的，因此未能将“人类精神”纳入“研究的实质性对象”（同上，213）——这些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够克服的缺陷。普列汉诺夫则在《新时代》（Neue Zeit）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以略微不同的意义使用该术语，即作为黑格尔已“暗示”（1971 [1891], 272）过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义词，并在他1897年的同名著作中继续这种用法。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在论述中都同样引证了恩格斯。

恩格斯的晚期哲学完全有理由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源地。在1888年的文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恩格斯区分了消除所有固定的、被称为“形而上学”意义的“辩证方法”，与宣称拥有绝对真理的“唯心主义体系”（参阅 I, 30, 129 / 21, 270）。恩格斯假定，辩证方法可以从黑格尔体系中剥离出来，并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以过程理论的方式改造了早期的唯物主义。他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指出，相对于“18世纪单纯形而上学的、纯粹机械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既在历史中看到人类的发展过程，其任务是发现这一过程的运动规律，同时也“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进步，根据这些进步，自然界同样也有它在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因此它“在这两种情况下……本质上都是辩证的”（I, 27, 235 / 20, 24）。据此，恩格斯宣称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I, 27, 336 / 20, 132）。在仅存片断、于1925年首次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这门“关于整体联系的科学”区分了以下“主要规律”：“量转化为质——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当它们被推向极端时的相互转化——通过矛盾或否定的否定进行发展——发展的螺旋形式。”（MEW 20, 307）即便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主要规律”具有何种地位也已相当不明确：它们究竟是旨在为非人类自然界和社会奠定规律基础的“存在法则”（Seinsgesetze），还是为了把握19世纪日益具有复杂性意识的自然科学发展（参阅 Prigogine/Stengers 1990）的一种尝试？

尽管恩格斯的晚期哲学常被描绘成各种漫画形象，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实在论的过程哲学，强调一种非还原的自然主义。因此，恩格斯认为：


	所有属性都依赖于物质载体（唯物主义）；

	物质事物的存在独立于我们的概念图式（实在论）；

	实体处于永久的变迁和改变之中（弱过程主义，就实体未被理解为过程的实例化而言）；

	不存在自然之外的事物（自然主义）；

	在自然界内部，既产生性质上的新事物，也存在着彼此建立且相对独立的物质“运动形式”（MEW 20, 55）（反还原论或历时及共时的涌现）。



然而，恩格斯给这一进路增加了三个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似乎绝非必要，但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却产生了或多或少致命的后果：

(1) 认识的反映论（Abbildtheorie）：虽然恩格斯通过“辩证方法”宣布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和近似的，从而使其脱离了洛克式的“寻求确定性”（参阅 I, 30, 149 / 21, 293）。但是，源于混淆感官印象和概念而导致的反映论在语言和概念语用学上的缺陷依然存在，甚至因对形式逻辑的攻击而进一步加剧。

(2) 历史哲学的进化论：虽然恩格斯强调进化过程的非线性（这些过程表现出“辩证的飞跃”，这旨在通过量转化为质的“规律”来把握），但他同时声称，“透过一切偶然性并在一切暂时的倒退中，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同上），这使得“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无止境的发展进程”（I, 30, 126 / 21, 267）成为可能。

(3) 本体论的整体主义（Holismus）：复杂系统的涌现属性引导恩格斯以及大部分辩证哲学传统假设，各个系统组件只有通过系统关系才被产生出来——这种观点至今仍以“内在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internal relations, Ollmann 2003）为关键词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论。

列宁以其1909年出版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正典化的第一阶段。在该书序言中就已经出现了在概念史上荒诞的断言，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曾几十次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来称呼自己的哲学观点”（LW 14, 9）。列宁在这篇文本中对认识的反映论进行了极其教条的辩护：这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恩格斯已经谈到了“事物的摹写、影像、映像、镜象”；其他任何说法都无异于“背弃唯物主义”（同上，231）。然而，列宁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与此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像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这样给贝克莱的现象主义注入了康德先验哲学的人，认为19世纪的自然科学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唯物主义，那么他们所依附的只是源自18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歪曲形象。

另一回事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分，列宁随后在1913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引入了这一区分：

“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镭、电子、元素转化——以此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巨大成果。”（LW 19, 5）

列宁的区分在构成上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它暗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纲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以此为导向，或者说后者类比于自然科学被前者“证实”。


2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部奠基性文本并没有沿用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分。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Lukács）和柯尔施（Korsch）都将这两个术语作为其各自理论方案的同义词使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延续了恩格斯对“辩证方法”的优先排序，并批评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源于恩格斯对辩证法阐述的误解，本质上是由于恩格斯——追随黑格尔的错误榜样——将辩证方法也扩展到了对自然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规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范畴在思维中变化之基础的范畴基质的历史性变化等，在自然认识中并不存在。”(1970 [1923], 63)

卢卡奇那种青年黑格尔-费希特式的行动哲学（Tatphilosophie），拒绝了唯物主义关于基本自然规律以及自然偶发性具有不可支配性（Unverfügbarkeit）的强调，视其为一种“直观态度”（kontemplative Haltung），这反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引向了一种自身反倒是教条主义的反自然主义轨道。柯尔施在总结围绕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讨论时声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错误地赋予了唯物主义优先于辩证法的地位。他说，列宁因此不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强调辩证法，以反对资产阶级科学中庸俗的、前辩证法的以及如今部分已经有意识地采取非辩证法和反辩证法态度的唯物主义，而是更多地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中咄咄逼人的唯心主义倾向”(1966 [1930], 59)。

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讨论的彻底教条化，并非是在1930年代斯大林主义大清洗的过程中才完成的，而是始于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他在1920年代是苏共的主要哲学家。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首次出版之际，德波林宣称：“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构成：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包括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1969 [1925], 94f.) 德波林在此背景下还声称，晚年恩格斯为自然科学所做的贡献类似于马克思为社会科学所做的贡献。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随后完成了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1946 [1938], 647) 的最终经典化确立。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分被按照“推广论”的意义单一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在社会生活研究领域的推广”(同上)。斯大林删去了恩格斯的辩证法“主要规律”即“否定之否定”，并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确定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同上, 648)：(1) 自然界是“联系的统一整体”(同上)；(2) 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状态”(同上, 649)；(3) 进化是“上升路线的运动，[] 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同上, 650)；(4) “内在矛盾”和对立面的斗争是“发展过程的内容”(651)。在斯大林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654) 必须遵循的“基本特征”中，除了整体主义和进化论之外，还有认识的反映论（Abbildtheorie）。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如何作为国家和党的哲学发挥作用，在斯大林1938年的论述中仅见端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科书和词典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例如，由施图斯洛夫（Steußloff）等人出版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深刻变革的总过程进行有计划的、自觉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是 []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被目标明确地从一个发展阶段引导向下一个更高的阶段。”(1989 [1974], 368) 在克劳斯/布尔（Klaus/Buhr）的《哲学词典》中可以读到：“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性的洞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政策的哲学基础，成为了按照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世界进行实践改造的强大思想武器。”(1974, 756)

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在其对斯大林主义哲学的分析中提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属于“作为合法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1969, 39)。虽然我们应赞同他的观点，即反映论与列宁所要求的哲学的党性相结合，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侵犯的真理垄断地位，但他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考似乎首先是由反自然主义的条件反射所引导的。内格特像每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一样也做出本体论假设，但他指责自然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体论扭曲”(同上, 38)。至于处于斯大林主义本体论中心的历史哲学进化论是否反过来可能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的投射，这个问题内格特根本没有提出。

比斯大林的《简明教程》稍晚，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出版了一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小书，试图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的晚期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分在他那里变成了马克思著作的一个分期特征：“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地形成和展开的。从黑格尔逻辑学出发，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以唯物主义——即彻底的经验主义——的名义否定了这一逻辑学。”(1967 [1940], 81)。直到1858年起，“作为经济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方法吸纳进自身。[] 在被马克思否定之后，辩证法与根基更深厚的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同上, 82)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比黑格尔主义更黑格尔”(同上, 83)，因为在其中，始终是认识内容决定概念形式，而不是相反。通过引用《资本论》(参见 II, 6, 308 / 23, 327)，他还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将具体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1967 [1940], 86) 并非恩格斯的添加，而是已在马克思那里初露端倪。

尽管背景截然不同，列斐伏尔关于“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1967 [1957], 10) 的计划，在法国主要由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推进。作为对斯大林主义推广论的反对，阿尔都塞承接了对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区分的另一种解释可能：他将前者理解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将后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见 2011 [1965], 35)。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一系列新概念被发展出来，其中包括多元决定的矛盾（überdeterminierter Widerspruch）和作为生产的认识。后者表明，即便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对反映论的批判也绝非必然意味着回归黑格尔，在这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选项，就阿尔都塞而言，即法国的认识论传统。

辩证唯物主义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那里发生了另一种转变。布洛赫将“历史-辩证的、过程的物质”与“机械论的现成的、静态的物质”(1985 [1963], 209) 区分开来。正是过程物质包含了作为“客观现实-可能性”的“尚未（Noch-Nicht）”(同上, 217)。辩证唯物主义以这种方式变成了一种“尚未存在的本体论”（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一种“具有持续关联至——作为存在者中介的——‘处于升腾中的存在’（Sein als seiend vermitteltem In-Aufgang-Sein）的过程-格式塔式存在者（prozessual-gestalthaften Seienden）”的本体论。(同上)

如今，辩证唯物主义在进化生物学中拥有其最坚固的堡垒。除了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著作外，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莱翁廷（Richard Lewontin）1985年出版的《辩证的生物学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一书主要对此负责。莱文斯和莱翁廷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的替代方案提出来：“还原论者和辩证法学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恒定性视为正常状态，除非证明并非如此，而后者预期变化，但接受表观的恒定性。”(1985, 277) 除了部分与整体的相互构成之外，他们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矛盾“不仅是认识论和政治上的，而且是广义本体论上的。力与力之间的矛盾在自然界无处不在，而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制度中。”(同上, 279)

鉴于莱文斯和莱翁廷的书，甚至像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这样公开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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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量变转化为质变、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情况如下：

“第一定律仅仅被视为非还原论的原则。

第二定律被认为是对自然界能量存在的解释，即对其内在本质的解释，而非某种由外部（例如上帝）赋予的东西。

第三定律，否定之否定，是对自然界持续变化这一断言的一种有些奇怪的措辞，例如，没有任何实体保持不变，而是逐渐被另一个实体取代。

很明显，博物学家们会完全同意这一点。”（Mayr 1997, 15）

在较新的著作中，莱文斯（Levins）致力于将辩证唯物主义与整体论方法区分开来。这涉及一种“对机械还原论方法及其对立面——整体唯心主义关注点——这二者普遍缺陷的批判。（2007, 103）”“辩证法家重视对还原论的整体论批判。但我们拒绝分离/连接或自主/整体的尖锐二分法，以及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从属。”（同上， 107）

在自组织理论内部，辩证唯物主义今天也拥有支持者：

“自组织理论中的概念，如控制参数、临界值、分岔点、相变、非线性、选择、涨落和强化 [] 对应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则。所谓的秩序涌现、信息的产生或对称性破缺 [] 对应于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和否定之否定概念。自组织理论表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仍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并且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反——并未失效。”（Fuchs 2005, 59）

如果将辩证唯物主义从反映论、历史哲学和整体论中解脱出来，就会出现与当前讨论的多种连接点，如“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 Coole/Frost 2010）或“新实在论”（Neuer Realismus, Gabriel 2014），特别是与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 Bryant et al. 2011）、德勒兹主义唯物主义（DeLanda 2006）、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 Bhaskar 1979 和 1993）以及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的系统主义（参看 Wan 2012）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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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主义记者路易斯·布丁（Louis Boudin）于1908年提出，并随后被以此命名的作者们肯定地采纳（参看 Bauer 1970）。它指的是一群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他们的活动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密切相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尤为具有影响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通过一套明确信念来表征的固定学派，他们在内部持有部分异质且不断变化的观点。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兴趣，即把马克思与其他知识和科学立场相结合，并防止马克思主义遭受——真实的或臆想的——教条化和僵化，在他们看来，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正经历这种僵化。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尔·雷纳（Karl Renner）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出版刊物是1904年至1920年代的《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以及从1907年开始发行的月刊《斗争》（Der Kampf）。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解读的核心缺陷在于该理论缺乏规范性基础。由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更强调马克思学说与其他科学流派和理论的共性，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全新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理论大厦，因此这一缺陷应通过整合补充性定理来克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虽然解释了为什么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代表了一种价值。如果一个工人在劳资斗争中面临是否应成为罢工破坏者的规范性问题，仅仅向他指出社会运动的规律是无济于事的。工人的问题指向的是规范的有效性（参看 Bauer 1970a）。负责生成/起源问题的科学社会主义，应由负责有效性问题的康德主义来补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麦克斯·阿德勒——在此特别借助了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的康德诠释，该学派的核心代表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和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与社会主义关系密切。康德主义一方面应通过接纳康德伦理学和社会主义对绝对命令的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被理解为社会科学的正统学说提供一种先验确证的有效性（Adler 1925）。对社会科学其他理论方案的开放态度，也导致了对正统学说的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Adler 1904）。

在经济理论方面，希法亭的著作《金融资本》（Das Finanzkapital）具有核心地位，该书于1909年发表在《马克思研究》上。书中将《资本论》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证分析，这种分析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应资本主义当前的特性。希法亭研究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将其特别理解为大企业（如托拉斯）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形成和与银行业的交织。（Hilferding 1923 [1909], 第14章）这一过程导致了金融资本的发展：

“因此，工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后果。工业资本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不再属于使用它的工业家。他们只能通过银行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银行相对于他们代表了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必须将其资本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固定在工业中。银行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工业资本家。我把这种银行资本，即实际上以此种方式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同上，283）

这种类型的资本代表了资本主义在希法亭进行分析时期的主要特征。上述的交织趋势导致资本主义从其自由主义阶段——这也是马克思当时所看到的阶段——过渡到一个（准）国家调控的阶段。无产阶级必须夺取这个国家调控机器，以便以此结束帝国主义和殖民化，并实施一种克服阶级对立的国家经济调控（Hilferding 1923 [1909], 第25章）。凭借这些论点，希法亭奠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mokap）理论的基础，并创作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

虽然许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在形式上坚持革命性地消除资本主义的目标，但由于希法亭的考量以及他们现实政治的实用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靠拢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他们日益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即向社会主义的变革必须通过民主手段而不是反对民主手段来实现，这在政治上体现为1926年林茨党纲的要求。由于坚持道德信念以及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列宁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政治发展持批评态度，这加强了他们寄希望于民主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倾向。

在所谓的奥地利并入德国（Anschluss）之后，许多支持者遭到迫害并被迫流亡。1945年后，温和派的卡尔·雷纳成为战后奥地利的首任联邦总统。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对抗正统马克思解读的知识制衡力量，以及作为对抗苏联现存社会主义的、兼容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替代方案的角色，曾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晋升为一股极具吸引力且被广泛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但在二战后，他未能重获这一地位。在1968年前后社会动荡背景下寻找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对已成为历史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背景下，在寻找一方面替代西方模式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替代东方集团现存社会主义的方案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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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股起源于法国、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影响西欧左翼辩论的思潮。在哲学上，它一方面受到现象学、法国黑格尔接受史以及笛卡尔持续影响的熏陶；另一方面，它基于一种特殊的马克思解读，这种解读主要依据早期马克思，并将这个“好”的马克思与“坏”的、后期的马克思严格区分开来。其重要性基于其支持者在哲学上的地位和个人声望，除了理论著作外，他们主要通过政治参与而闻名。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显著特征：（1）社会分析的焦点是日常生活的结构，而不是首要关注生产关系。（2）既拒绝封闭的理论体系，也拒绝决定论的历史观。（3）赋予人类主体性以核心作用（参看 Poster 1975, ix）。存在主义的基本主旨在于强调自由和个体的积极作用；对于历史进程而言，决定性的不是辩证法，而是个体的行动。将这种激进的自由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类实践的情境约束性相结合，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诉求。自由与情境决定性之间持续的张力，特别可以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之间的辩论中追溯。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存在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由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中引入（参看 Merleau-Ponty 1968 [1955], 33–73）。他用这个词指代一种特别是在西欧流行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另见第 IV.B.9 章）。他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著作。如果说存在主义最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迎来了某种第二次繁荣，但这完全不符合其先驱的本意。卢卡奇本人曾多次批判性地探讨存在主义：除了非理性主义之外，他还指责存在主义迷恋抽象的个人自由（他在萨特那里尤其发现了这一点），以及一种贫瘠的死亡思维（他认为这是海德格尔作品中的特征）。卢卡奇在此赞同地引用了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话：如果一个人如此执着于死亡，那他在生活中完全可以继续当资本家（参看 Lukács 1973 [1949]）。

卢西安·高德曼（Lucien Goldmann）曾在系列讲座和遗留手稿中探讨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虽然他确认存在主义思维的个人主义是两者的本质区别，但同时也着重强调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共同点”：“重拾黑格尔传统，拒绝先验主体，认为人不可分割于他所属的世界，将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定义为历史性。”（Goldmann 1975, 92）

虽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与法国的思想先驱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一位德语代表值得一提：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门下学习，并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关于历史性本体论的教授资格论文项目。马尔库塞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异化中生存与本质的鸿沟对他而言是核心主题（参看 Marcuse 1930）。马尔库塞后来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作为同时代人敏锐地观察了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态度。马尔库塞作为68年反叛运动的精神导师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其著作尤其在美国和德语区具有影响力。然而，对于他自己参与塑造的抗议一代的“政治存在主义”，他指责其有时缺乏约束力，并对此提出了他在萨特思想中很早就发现的“严肃精神”（esprit de sérieux）的要求（参看 Marcuse 1965 [1948], 36）。在其主要著作《单向度的人》（1967 [1964]）中，马尔库塞将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时代诊断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主题结合了起来。

路径与困境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1945年至1960年间达到鼎盛，当时萨特和梅洛-庞蒂在著作中寻求存在主义主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兼容性，并通过他们的理论构想，特别是他们的政治参与，塑造了法国的公共辩论。萨特于1945年创办的杂志《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解放到大约1950年，梅洛-庞蒂最初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而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发展情况的曝光以及基于与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梅洛-庞蒂日益远离马克思主义，萨特却发生了向共产主义的靠拢（参看 Poster 1975, 第4章）。这种靠拢表现为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这在今天的视角下几乎难以理解，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困惑。

将“个体的（主体性）”与集体性的意义及其动力学放在一起思考，在文献中有时被称为萨特的人生规划。这一规划与对萨特最重要的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里有笛卡尔，那里有马克思”（Desan 1966, 8）——這两个立场并不容易协调。从这一规划的“笛卡尔式”一面开始，萨特发展了一种激进的第一人称个体认同概念。其核心是一种前反思的自我意识概念，这种概念必须与反思性的自我认识严格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对萨特的整个思想至关重要。这种自我意识并非纯粹的认识论态度，而是实践性的（参看 Moran 2001）——我们的自我关系通过将“我们是什么”这一问题变成自己的任务来表征我们的存在。构成主体性的自我关系因此被确定为个体自由；主体性的事实性（Faktizität）不包含任何“什么”的内容（Was-Gehalt），因为我们是什么，无非就是我们把自己造成的东西。萨特那句著名的口号“注定自由”或“存在先于本质”，正是表达了这一基本立场。

萨特明确将这一立场与笛卡尔的“我思”（cogito）联系起来，从根本上以第一人称设定了人类的认同，而且是单数的第一人称。这种直接自我把握的“我思”并不是“我们思”（cogitamus）——相对于构成主体性的自我关系，所有的社会相互关系都是次要的，正如在《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中对“为他”（Für-Andere）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参看 Theunissen 1966, 5）。将自己理解为被他人感知，意味着将自己客体化，从而失去了前反思的自我关系。虽然在这一论点中可以看到早期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存在主义重构（参看 Chiodi 1976）；但这并非归因于经济条件，而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根据这一概念，与角色的认同无非就是不真诚（自欺）。

任何集体认同——即群体成员身份——也都是客体化的结果。虽然根据《存在与虚无》的构想，确实存在一种“我们思”，即共同的认知或实践意向性的体验（参看 Sartre 1991 [1943]）。萨特关于共同活动的现象学暗示，可能存在复数的前反思自我意识，这种复数的前反思自我意识可能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现象，即在任何客体化之前对他人的感知，将其视为现实或可能的合作者（参看 Schmid 2012）。但萨特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思想，并宣称这种“主体-我们”的体验是偶然的，仅仅具有心理学意义。在社会本体论上，很明显每一个“我们”首先都是客体，即通过第三者的客体化目光为中介。

显然，从这里很难找到与卡尔·马克思思想的连接点。对马克思而言，社会性起着核心作用，他远未将主观自我意识视为特权切入点（参看 Poster 1975, 第3–5章）。马克思这个名字代表了萨特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萨特有时甚至将其视为与其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在其自传体随笔《词语》（Les mots）中，萨特评论了自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尽管对存在感到厌恶但某种程度上仍感到幸福的私人学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我改变了。”（Sartre 1964, 215）

萨特的同时代人也看到了这种张力。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1945）的最后一部分可以解读为对《存在与虚无》主体概念的回应。梅洛-庞蒂在其中指出，萨特的主体哲学会导致自由变得不可能（参看 Merleau-Ponty 1965 [1945], 496）。与此相对，他尝试对“笛卡尔式”的主体性概念进行世界化（Mundanisierung）、社会化、历史化和肉身化（Inkarnation）。虽然梅洛-庞蒂同意萨特，认为首先是我的意图使障碍显现出来；但这不应被理解为好像我的自由可以决定障碍就在此处，因为这是世界赋予自由的，世界的具体形态不由我的意图决定。梅洛-庞蒂用世界的本土意义（autochthoner Sinn）来反对萨特的激进自由理解，就像历史中的独立意义一样，这种意义不能归结为主观的自我理解（参看 Merleau-Ponty 1965 [1945], 499 和 510）。

对于梅洛-庞蒂而言，“生存筹划”（existenzieller Entwurf）的概念代表了将自由与情境束缚结合起来的尝试。他在此特别针对无产阶级的存在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思维试图从无产阶级的客观生存条件来解释阶级意识，而唯心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则想将这些生存条件还原为无产者的个人意识。梅洛-庞蒂虽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他清楚这两种理论都走入了死胡同，需要根本性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缺乏自由和主体性的概念；而存在主义的自由概念则缺乏世俗和历史的锚定（参看 Merleau-Ponty 1965 [1945], 503–506）。


争论与趋近

虽然萨特最初几乎没有表现出对马克思的关注，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二战后不久就撰写了大量直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许多最初发表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后来收录在两部文集：《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 1947）和《意义与无意义》（Sens et non-sens, 1948）中。《人道主义与恐怖》是梅洛-庞蒂对阿瑟·柯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说《日午的黑暗》（Sonnenfinsternis，又译《中午的黑暗》）的回应——该书是对随着斯大林主义恐怖被揭露而引发的共产主义清算的回应。梅洛-庞蒂探讨了共产主义暴力的主题，追问其对于革命的必要性，并将其与自由主义形式的暴力（如帝国主义）进行了对比。

对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收录于《意义与无意义》（1948）中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起着核心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梅洛-庞蒂继续探讨了在《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结尾处开启的主题：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以及主观赋予意义与客观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对此，梅洛-庞蒂写道：


“如果既不存在外在于我们的既定社会自然”，也不存在“世界精神”，不存在观念自身的运动，也不存在集体意识，那么对马克思来说，谁才是历史的载体和辩证法的动力呢？是那个以特定方式参与对自然的占有、并在其中通过他与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人；是具体的人类主体间性，是诸存在的继起的和共时的共同体，它们正在某种本真性中实现自己，它们承受这种本真性并改造它，每一个都由另一个所创造，同时也创造着另一个。” (Merleau-Ponty 2000 [1948], 176)



梅洛-庞蒂提出的观点是，需要一种对共同体的理解和一种集体意向性的构想，将人既理解为自由的行动者，也理解为受情境束缚的行动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唯心主义主体哲学的框架内富有成效。历史产生于人类的活动，因此必须在人类行为构想的框架内加以理解。

在萨特那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逐步接近类似思考的过程。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1946）中，萨特还在针对一系列他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来为他的存在主义辩护。主要的指责是“把人的孤立化置于焦点”，从而忽视了共同体和团结。萨特最初通过赋予个体主体的单一性以普遍性来回避这一指责：“在选择自己时，他就在选择所有人”（Sartre 1994 [1946], 121）。他进一步将存在主义描述为一种介入的、反静种种主义（anti-quietist）的行动思维，但同时也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教条”进行了有力的划界。“任何唯物主义的后果都是把人，包括他自己，当作客体来对待”（Sartre 1994 [1946], 133），从而错失了他们存在的自由。

在随该文附带的一场讨论中，萨特展望了发展一种马克思式历史辩证法的意愿，但这将是在“主体性层面”上进行的（1994 [1946], 152）。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时事政治分析的背景下成为主题的。1952年5月，法国政府逮捕了几名法国共产党的官员，法共随即号召罢工，但在工人中响应者寥寥。在《共产党人与和平》（Les communistes et la paix, 1968 [1952–54]）中，萨特为“党”的事业站台，要求工人遵守严格的党纪，并试图反驳党已无法依靠工人的印象。萨特此前不久还在设想一种非共产主义的左翼（参阅 Poster 1975, 165），此刻却近乎狂热地转向反对那些认为可以脱离共产党反斯大林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直到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后，萨特才改变了对党的态度）。在这些思考过程中，萨特现在援引了一种历史整体性的动机，这种整体性既限制又开启了社会关系。“历史整体随时决定着我们的力量，它在我们的行动领域和现实未来中规定了界限；它制约着我们要面对的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想象、存在与应然、时间与空间。从这里出发，我们反过来决定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Sartre 1968 [1952–54], 80）。

在《辩证法的历险》（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1955）中，当时已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梅洛-庞蒂表达了他对萨特向共产主义靠拢的惊讶和怀疑：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未能将强调客观结构生产力和由此产生的行动者情境束缚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社会观，建立在主体哲学基础上的激进自由概念协调起来。萨特是用与共产主义相反的原则来捍卫共产主义的：他否定历史的任何生产力，将其理解为意志行为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将共产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选择之上（参阅 Merleau-Ponty 1968 [1955], 118 f.）。梅洛-庞蒂反驳说，萨特必须发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体，才能继续应用他的激进自由概念。

克劳德·勒福特（Claude Lefort）在对《共产党人与和平》的回应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责萨特剥夺了“阶级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将其转变为个体的任意结合，从而证明萨特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参阅 Lefort 1982 [1953], 84）。像勒福特一样，梅洛-庞蒂也注意到了萨特与共产主义自我理解之间的鸿沟：萨特“把共产主义纳入了他的宇宙，而没有顾及其实际的自我理解”（参阅 Merleau-Ponty 1968 [1955], 120）。萨特用极端的某些主观主义来对抗共产党人的极端客观主义。梅洛-庞蒂拒绝这两者：“纯粹客体和纯粹主体的哲学同样都是恐怖主义的。一致性仅存在于后果中。其动机处于无法消除的竞争之中。”（参阅 Merleau-Ponty 1968 [1955], 118）

对梅洛-庞蒂来说，萨特无法解决自由与情境束缚之间的对立是确定的。他认为，阻碍对自由与个体（一方面）和历史与社会（另一方面）关系进行适当理解的根本问题，在于萨特的二元论本体论：“问题在于，是否如萨特所说，只有人和物，还是也存在着这个我们称之为历史、象征和待确立真理的中间世界。”（参阅 Merleau-Ponty 1968 [1955], 242）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潜在的张力只能通过社会本体论分析来克服，这种分析要抛弃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而不陷入唯物主义。这关乎笛卡尔与马克思、第一人称身份与集体性的综合。

萨特试图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中实现这种综合。在这里，重心从个体的独特主体性转移到了人际关系和共同行动发生的集体性形式上。这部著作的两卷本前有一章关于方法的讨论，其中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即存在主义在哲学的多元论中是其时代和社会地位的表达。萨特综合的关键在于随后发展的社会本体论。通过结合历史重构（特别是关于法国大革命）和系统化的类型学，萨特发展了一种制度的发展史。萨特用“序列”（Serie）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情境：在该情境中，个体在注意力分散的条件下与相同的对象打交道，但在互动中纯粹以个人的行动计划为导向。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例子是公交车站的通勤者和现代大众媒体的消费者。这些人既没有“我们”意识，也没有因共同的内在属性而在前政治上注定统一。使他们倾向于共同行动的原因更多源于情境：如果公交车迟迟不来，人们最终可能会自行组织起来；如果收音机里的新闻太过令人震惊，由此也可能会偶尔产生共同行动。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第三方”（le tiers）这一形象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在这里，第三方有时被整合进群体中。从群体发展到组织，再到制度。序列性的集体——大众——随之转变为群体。萨特那些有时相当远离政治的日常例子阐释了政治的本体论范式：人类有能力从个体的、受情境局限的生活导向视角（在该视角下，他人仅表现为外部限制），转换到一种将情境视为与他人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共同行动的契机的视角——即从“自在阶级”（Klasse an sich）到“自为阶级”（Klasse für sich）的转变。决定共同生活形式的既不是独立于参与者态度和利益的客观存在，也不仅仅是由外部第三方的视线所构建。或者，用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的话来说：“阶级既不是被确认的，也不是被颁布的”（Merleau-Ponty 1965 [1945], 499）。

后来的作者如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 1923–2007）也延续了这一视角。高兹在他受马克思和萨特启发的《经济理性批判》中，将个体通过自我组织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置于中心（参阅 Gorz 1989）——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遥远回响。

变体与展望

在萨特和梅洛-庞蒂辩论的背景下，除了《现代》之外，还有两份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由同名组织出版的《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 1949–1965）。该团体的宗旨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并发展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 1922–1997），他在逃离希腊后于1945年起定居巴黎；以及克劳德·勒福特（Claude Lefort, 1924–2010），他是梅洛-庞蒂的学生，曾参与《现代》的工作，但在关于《共产党人与和平》的辩论（如前所述）后与萨特疏远（参阅 Lefort 1982 [1953]）。其次要提到的是杂志《论据》（Arguments, 1956–1962），其编辑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生于1921年）是抵抗运动成员，并在1950年代初也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成员。后来，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 1924–2010）接任了编辑角色，他和卡斯托里亚迪斯一样也是希腊人，同样不得不在1945年逃亡。阿克塞洛斯的博士论文《马克思，技术的思想家》（参阅 Axelos 1966）可以作为该团体思想的一个例子，该文试图从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和技术批判出发，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在系统性方面，马克思所探讨的物化倾向和现代人的异化，旨在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被遗忘状态（Seinsverlassenheit）及其对现代技术本质的界定结合起来思考。

在中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努力。作为例子，可以列举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ík），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反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影响力的代表，也在“布拉格之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8年他曾短暂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随后于1970年被开除出党，并被迫离开布拉格查理大学。他的代表作《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Dialektik des Konkreten. Eine Studie zur Problematik des Menschen und der Welt, 1963）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批判性衔接结合起来。

一些较新的流派——在更广泛的术语理解下——也可以归类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许借用奥利弗·马尔沙特（Oliver Marchart）的一个术语，称之为“左翼海德格尔主义”（Heideggerianismus der Linken）更为恰当（参阅 Marchart 2010, 59）。这一标签旨在描述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定位为左翼的海德格尔主义，它主要在意大利和法国获得了声望。这一流派与德国的海德格尔接受史形成了显著对比，后者追随海德格尔本人的政治取向，主要发生在民族保守主义圈子中。相反，“左翼海德格尔主义”试图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灵感源泉出发，为左翼理论建设做出贡献，从而将自己定位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张力场中。著名的意大利代表人物有恩佐·帕奇（Enzo Paci, 1911–1976）、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 生于1936年）和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生于1942年）。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虽然不能直接归入这一思想传统——他主要在其理论著作中衔接海德格尔，并从1980年代起更多地转向政治问题——但他对马克思的探讨成为了这一流派的重要灵感来源（参阅 Derrida 2004）。

“左翼海德格尔主义”在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 生于1940年）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1940–2007）那里获得了最详尽的形态。他们于1980年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政治哲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Politique），由此发起了众多活动和出版物，开辟了政治哲学的新领域（参阅 Lacoue-Labarthe/Nancy 1997）。该团体的核心思想是区分“政治性”（le politique）和“政治”（la politique）（参阅 Bedorf/Röttgers (2010)）：一方面包含一个狭义的政治概念，指代制度化的政治——即作为制定集体约束性决策的社会子系统的政治。另一方面，与这个狭义的政治概念相对立的是一个广义的政治性概念，它探讨政治行动的基础问题，并同时坚持认为政治无法被最终奠基；因此，政治性成为了那个让政治的偶然基础变得可协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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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东尼奥·葛兰西

意大利记者、政治家和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通常，他与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一道，被视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物，该流派致力于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经济主义倾向划清界限。葛兰西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关于霸权（Hegemonie）的概念，以及文化和市民社会在理论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已被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背景迥异的学者，以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代表人物所吸收并进一步发展。

葛兰西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其政治参与紧密交织：他是意大利共产党（PCI）的创始成员之一，曾任议会议员及总书记，直到1926年被法西斯分子无视其议会豁免权而逮捕。在漫长的政治囚禁期间，葛兰西将其思考记录在所谓的《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1929–1935年，共32本，近3000页）中。尽管由于其笔记性质，这些手稿难以被归类为传统的著作，但它们必须被视为其政治哲学的代表作（在这一背景下，从葛兰西写给妻子朱莉娅和大姨塔蒂亚娜的信中体现出的作品观和自我形象也极具启发性；参阅 Gramsci 1995 ff. [1947]）。由于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葛兰西于1937年在正式获释后不久去世。

在主题和方法论上，《狱中札记》涵盖了极广的范围，从意大利历史和工人运动，到对福特主义（Fordismus）——即一战后建立的标准化工业大规模生产形式，以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命名——和教育体系的分析，再到关于常识（Alltagsverstand）、大众文化和霸权的理论，同时也包含了对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贝内德托·克罗齐以及马克思等理论家深刻而创新的探讨。总体而言，葛兰西的作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实践哲学，反对任何唯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还原论（参阅 Thomas 2009）。因此，在他看来，政治和文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是斗争的场所，具有独立的意义，从而拥有相对的自主性。这种反还原论——它可以承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赋予了葛兰西的作品在发展一种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方面特殊的意义。

鉴于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西方社会的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葛兰西将分析的中心转移到了文化和结构性的障碍上，这些障碍至少对革命的缺席负有共同责任。藉此，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比，他赋予了所谓“上层建筑”现象大得多的重要性，并让文化条件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相关因素，与经济关系并列。在此过程中，霸权和市民社会的概念，以及党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被证明对葛兰西的分析尤为核心。

霸权（Hegemonie）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力量——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阶级还是其他群体——或一种意义形态（广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只要这种地位不仅仅是通过强制建立和再生产的，而是至少在文化-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或“合法性信仰”（马克斯·韦伯语）为中介而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霸权地位允许行动者（如资产阶级）将其自身的特殊利益通过某种方式表现为普遍利益。尽管列宁已将霸权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联盟策略，但直到葛兰西的思想中，它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核心概念。葛兰西用这一概念回应了西欧和南欧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现实：他们遭遇了渗透进市民社会——例如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的资产阶级思维和行动结构，这使得像在俄罗斯那样通过政变实现社会主义的成功变得不可能。在此，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狭义国家（政治社会）的支柱，但他将其归入广义国家（整体国家）的范畴。他将媒体、博物馆、教会和学校，以及建筑和公共空间的设计（如通过街道和广场的命名塑造行动者的日常意识）等截然不同的机构都囊括在内。因此，与更具认知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观点不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强调了这些思维、行动和感觉结构的物质性（参阅 Eagleton 2000, 第4章）。

葛兰西区分了两个霸权主要群体，其领导地位源于经济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与仅建立在权威和强制基础上的统治不同，葛兰西将霸权描述为一种（日常）文化、道德和智识上的领导及同意的动员。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主要群体为自己创造统一的身份，构建社会场域，并试图通过建立一种以强制为铠甲的霸权（Hegemonie gepanzert mit Zwang）来稳固自身地位，抵御敌对主要群体的攻击（Gramsci 2012 [1975], 如 Q 6, § 88, Q 19, § 24; 另见 Buckel/Fischer-Lescano 2007）。霸权是政治力量对比（包括联盟和妥协）的结果，而意识形态斗争对此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利益在此被表述为共同利益（参阅 Gramsci 2012 [1975], 如 Q 13, §§ 14, 17, 18）。葛兰西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暴力与共识、强制与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理念必须在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中同时被考量。在此背景下，主要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运动战”（Bewegungskrieg）策略的重要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阵地战”（Stellungskrieg）策略，即通过在市民社会机构和公共舆论中建立反霸权（Gegenhegemonie），进行日常的和细微的霸权争夺战（参阅 Gramsci 2012 [1975], 如 Q 7, §§ 16, 83 和 Q 13, § 24）。

葛兰西是在与马基雅维利的对话中发展其关于政治实践的思考的——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构建与葛兰西一样，都植根于政治实践本身，因此总是具有历史特殊性——并将政党呈现为“现代君主”（参阅 Gramsci 2012 [1975], 如 Q 13, § 1; 另见 Fontana 1993）。党的作用是作为一个超个体的机构，同时体现并具体化“集体意志”（作为实践-意志层面的“阶级意识”），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形成这种意志，从而将分散的大众塑造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者。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葛兰西并不将政治现实理解为静态和既定的，而是理解为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力量对比，政治行动者被迫不断介入其中，以扩展或巩固其地位。由此可见，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能从客观既定的“革命”形势导向政治转型。在此，葛兰西同样致力于在结构与行动（或能动性 agency）这两个极点之间寻求一种实践理论的中介。因为客观既定可能性的实现依赖于集体行动者——党，正是党首先表达了大众的意愿，并赋予转型以形式和方向。阶级的统一性也必须首先被——且不断被——生产出来，而并非简单地源于客观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葛兰西也赋予了知识分子重要的角色。尽管根据他不贬低而是严肃对待常识（senso commune）的观点，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或角色，而这一角色对于确立和稳固政治霸权至关重要（参阅 Gramsci 2012 [1975], Q 12, § 1; Q 4, § 49）。葛兰西进一步区分了传统知识分子（如自认为独立于阶级，但最终致力于维护现状的学者和艺术家）和有机知识分子，后者是在社会阶级内部形成的，他们同时表达并塑造这些阶级的经验和利益，因此对于集体意识和意志的形成处于核心地位。

在二战后的理论辩论中，葛兰西的思考被各方吸收并发展。这里可以想到路易·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机构、教会、媒体等，以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理论，该理论承接了葛兰西关于作为广义国家一部分的市民社会的分析（参阅 Althusser 2010 [1970]）；或是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关于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中主体性与生产关系变化分析。最具成效的结合之一是将葛兰西的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的思维模式相联系，这体现在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那被定性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他们制定了系统的语篇和霸权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霸权应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接合（Artikulation）实践，在此过程中，通过所谓的等同链（Äquivalenzketten），不同社会力量形成了一种共同意志，目标是战胜一个共同的对手。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这种实践从经济决定论的残余中剥离出来——这些残余在葛兰西那里仍体现为主要群体的经济基础——并将霸权理解为彻头彻尾的政治现象（Laclau/Mouffe 1991）。

此外，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也被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所接受，例如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89 ff.）那里，并深刻影响了关于大众文化以及身份建构与表征的论述。属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和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也承接了葛兰西的思想，它们从中借用了“属下”（Subaltern）的概念，该概念一方面指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另一方面指代意大利南北之间准殖民的关系（参阅 Srivastava/Bhattacharya 2012）。与资产阶级以及众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不同，葛兰西严肃对待属下的文化和历史，并将其作为一种反精英、因而是反霸权的历史书写形式的对象，这种历史书写转向那些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记录的属下的实践和话语。最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us）发展了一种替代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霸权概念，该概念超越了一个国家单纯的军事和/或经济优势，并分析全球层面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ks）的存在（参阅 Cox 1996）。正如这些截然不同的现实化尝试所证明的那样，任何试图发展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努力，如果不利用葛兰西的理论创新，都将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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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莎·卢森堡

生于俄属波兰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在政治和写作上活跃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开展活动。她被视为“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代言人”（Flechtheim 1966, 5）。卢森堡在理论和实践中致力于批判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套关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理论与之相对立。

在她的理论代表作《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中，她——承袭马克思《资本论》的传统（参看 Dath 2010, 119）并进一步发展其著述遗产——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尽管，或者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具有不完整性，她将其视为“进一步智力工作的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Luxemburg 1974 [1967], 291），并作为她自己经济分析的核心参考来源。罗莎·卢森堡为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的马克思传记撰写的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二、三卷形式与内容的小短文证明了这一点（Luxemburg 1974 [1967]）。她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界限和崩溃的观点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此外，她的作品还包括关于群众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意义、党组织（此处主要是针对列宁集中制党领导的批评）以及性别关系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差异化论述。

卢森堡1898/99年在各报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被视为她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后来结集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为题出版。她在文中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泰因（Eduard Bernstein）的论点做出了批判性回应；总体而言，她在其中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参看 Dath 2010, 20）。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那些虽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出发，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特定基本信念（如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的作家和政治家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参看 Kolakowski 1978, 117）。在卢森堡看来，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形式与社会改良和革命的联系紧密相关。社会改良，即“为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的日常实际斗争”，是实现社会变革即革命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伯恩施泰因却取消了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Luxemburg 1974 [1899], 369），因为他放弃了社会民主党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并将手段——即单纯的社会改良——提升为了目的。

尤其著名的是针对伯恩施泰因的批判文章，作为附录收录于《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标题为“民兵与军国主义”。卢森堡认为改良主义观点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且阻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变革。改良主义观念代表着“与资本主义无限期存续的妥协”（Kolakowski 1978, 94）。成功的改革或许能带来公共生活中的民主参与，但除此之外，它们通过稳定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保守作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因此被抛弃。卢森堡坚持认为改良与革命存在质的区别（同上，96）。她批评改良主义态度支持和“捍卫军国主义”以及“确信这一军事制度的必要性”（Luxemburg 1974 [1899], 446）。改良主义者为了经济状况的短期改善而牺牲长期的社会主义利益。对此，她提出了被她称为“马克思的神奇钥匙”（同上，415）的东西，而改良主义者缺乏对此的领悟：“马克思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以及整个经济体系的秘密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性，它的崩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同上）

理论代表作

1912年，卢森堡撰写了她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论》，其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方式的可能性条件，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形成。旨在弄清实现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是否可以无限进行。同时，正如副标题所示，该书旨在成为“关于帝国主义经济解释的一个贡献”，并回答为什么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问题（参看 Kolakowski 1978, 83）。卢森堡在研究中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各个章节。她积累理论的出发点和主要参考来源是《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其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方式的图式（参看 Kolakowski 1978, 82; Dath 2010, 123）。为了解释生产扩大的过程，马克思将不变资本（即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可变资本（即工资）和剩余价值（即价值增值）这几个参数进行了对比。

术语“积累”（Akkumulation）代表了资本主义对资本堆积的追求；用更技术性的话说，它指“将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流动资本”（Kolakowski 1978, 83）。这一过程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卢森堡的理论中，积累这一概念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界限和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问题时获得了核心地位。在她看来，马克思并未令人满意地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及其内在经济界限的问题（参看 Luxemburg 1985 [1913], 113 ff.）。在俄罗斯的接受史中，其后果是马克思的图式部分地被解读为意味着资本主义无限积累的可能性（参看 Kolakowski 1978, 85 f.）。

在此背景下，卢森堡引入了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她致力于强调，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这些作为销售市场构成了持续实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条件（参看同上，86）。基于这一洞见，她得出结论：随着非资本主义生产区域被排挤，资本主义的扩张必将触及其界限。卢森堡试图以此解释帝国主义政策的动机——既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又证明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体系）的矛盾性。在其研究框架内，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主要指向总资本或“作为一个全球体系……作为一个单一的、包罗整个世界的市场”的资本主义（Kolakowski 1978, 88; 参看 Luxemburg 1985 [1913], 9）。在《资本积累论》中，继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一般阐述之后，是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让-夏尔-莱昂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等早期国民经济学经典作家为背景，对这一主题进行的历史性探讨。

政治活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资本积累论》于1913年出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卢森堡早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就表达了反军国主义立场，并对战争问题表明了态度（参看 Dath 2010, 40）。在战争前夕，她与社民党（SPD）日渐疏远，她坚决拒绝该党关于军备融资的决议。1913年，她退出了社民党重要的出版媒介《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的编辑部，并于同年参与创办了杂志《社会民主党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Korrespondenz），即后来的《斯巴达克信札》（Spartakusbrief）。左翼社会民主党组织斯巴达克同盟（此前称为“国际小组”）即以此命名，德国共产党（KPD）后来由此诞生（参看 Dath 2010, 45）。

卢森堡一生中多次因“煽动暴力”、“煽动公众不服从”或“瓦解军力”被捕入狱。1915年，她在狱中撰写了《社会民主党的危机》（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一文，该文于1916年以笔名“尤尼乌斯”（Junius）非法出版，因此被称为“尤尼乌斯小册子”（参看 Kolakowski 1978, 80; Dath 2010, 105 和 144）；尤尼乌斯出版社的创始人在70年代末正是以此笔名命名的。这本小册子包含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期间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其论述在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失败的诊断中达到高潮（参看 Luxemburg 1974 [1916], 53）。卢森堡的论证不仅带有批判意图，她还希望——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促成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我反省（参看同上，55）。正如她引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言，必须从失败中学习。其基础是她在最后一批文本中的一篇里所坚持的信念，即革命是通过“一次次失败”接近其目标的（Luxemburg 1974 [1919], 534），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后来重申了这一信念：“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五十次失败的、也就是尝试过的革命，总比一次都没有好。”（Bloch 1975, 179）

1919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她的社会民主党战友及斯巴达克同盟的联合创始人——被自由军团士兵逮捕、虐待并杀害。

接受与评价

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论》在1913年出版后立即遭到猛烈抨击。它被宣布为“在结构上完全失败”（Luxemburg 1985 [1921], 415）。在一篇详尽的“反批判”中，她对各种指责做出了回应（Luxemburg 1985 [1921]）。

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1980年代中期通过对卢森堡群众罢工理论的解构主义解读，开启了他们霸权概念的谱系研究，藉此他们展开了关于各种政治运动象征性统一的思想（参看 Laclau/Mouffe 2001 [1985], 8 ff.）。自2000年以来，主要是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受到了讨论（参看 Schmidt 2013 中的文章）。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在2000年与资本主义研究者格奥尔格·菲尔贝特（Georg Fülberth）的辩论中，重拾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终结的论点，并指出了在其必然终结的证明与对其有意废除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的张力（参看 Hacks 2005, 57 f.）。奥托卡·卢班（Ottokar Luban, 2008）认为卢森堡坚定的基层民主导向的民主概念是这位思想家获得持久认可的原因。

在东德（DDR），只要卢森堡为工人运动所做的努力能融入统治党的意识形态，她个人就会得到认可（类似的工具化利用在整个东欧集团都发生过）。她那些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观点被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斥为“卢森堡主义”而遭到拒绝（参看 Weber 2003, 12 ff.）。虽然SED组织了每年举行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逝世周年的国家纪念活动，但反对派人士却引用卢森堡的文本来批评SED，而这些文本曾被党宣称为危险的错误（参看 Weber 2012 [1], 106）。

在西德（BRD），对卢森堡的评价则呈现出多样化且基于根本不同的政治条件：起初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卢森堡的排斥，以及媒体将其塑造成“反对任何形式共产主义的可怕幽灵”（Weber 2003, 8），卢森堡很长一段时间只引起了左翼的兴趣；但这种评价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得到提升。在此期间，奥西普·弗莱希泰姆（Ossip Flechtheim）出版了她的政治著作，关于卢森堡的传记以及她的其他著作和书信集也相继出版；在1970和80年代，她日益被视为人道和民主的共产主义代表而受到推崇（参看 Weber 2003, 9 ff.）。此外，自1970年代以来，她被视为“左翼女权主义的偶像”之一（Puschnerat 2003, 74）。

注释


[1]: 原文档此处使用了引用标记 (`^{ [1] }`)，但未提供相应的脚注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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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恩斯特·布洛赫

恩斯特·布洛赫于1885年出生在路德维希港。1905年至1908年，他在慕尼黑和维尔茨堡主修哲学，并于1908年凭借一篇关于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开始转向乌托邦思想。在他随后于柏林度过的时期，布洛赫参加了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讨论课，并在那里结识了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他与卢卡奇维持了数年的亲密友谊和哲学合作，卢卡奇对布洛赫从1918年起转向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Münster 2004, 84 f.）。在此期间，布洛赫致力于他的第一部著作《乌托邦的精神》（Geist der Utopie），该书于1916年底完成，并于1918年首次出版。魏玛共和国时期，布洛赫主要在慕尼黑和柏林度过，期间他进行了多次旅行，并与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W·阿多诺、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等思想家保持联系。在纳粹主义兴起的影响下，布洛赫撰写了《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1935），并于1933年离开德国，经由瑞士、维也纳、巴黎和布拉格，最终于1938年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1938年至1947年），他创作了代表作《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但该书直到1950年代才在民主德国（DDR）出版。1949年至1961年，布洛赫生活在莱比锡，他在那里获得了教授席位，最初受到民主德国国家领导层的赞誉。然而，由于他频繁的批评言论以及对民主德国哈里希（Harich）小组和匈牙利卢卡奇的具体支持，他在1957年被强制退休并被禁止发表作品。1961年柏林墙修建时，布洛赫正身处西德，他不再返回民主德国，而是定居蒂宾根。尽管年事已高，他在那里担任客座教授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哲学影响，直至1977年去世。

马克思解读

由于布洛赫将自己的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对于这一界定起着重要作用。对布洛赫而言，马克思写于1843年至1845年间的早期著作尤为重要。布洛赫反复提及这些早期著作以及青年马克思本人（参见 Bloch 1968）。同时，甚至在这些早期著作公开发表之前，例如在《乌托邦的精神》和《痕迹》（Spuren）中，布洛赫就已经对当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表达了批评，这些批评后来能很好地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印证。

在此，我们将主要依据布洛赫在莱比锡讲座（LV 4, 435–451）中的论述，对其马克思哲学解读进行示例性展示。布洛赫与其他思想家交锋的一个特征是，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哲学兴趣来接受他们的思想。因此，阅读他的解读不应抱着寻求精确文本分析的要求，而应将其视为一种视窗，借此观察布洛赫从各自的探讨中获得了何种启发。

出于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兴趣，确定早期作品与其成熟作品（特别是《资本论》）之间的关系对布洛赫来说至关重要。他在其中捍卫“连续性论点”，即虽然马克思的作品在不同阶段确实有不同的侧重，但早期作品与晚期作品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断裂。因此，布洛赫反对那些认为只有晚期作品才代表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而早期著作应归入前科学阶段的解读。虽然他承认早期著作的基调更具哲学性，但他认为，反对将马克思作品割裂为哲学早期和经济学晚期的一个理由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已定期探讨经济问题，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示（同上，435 f.）。反之，布洛赫试图证明，早期作品的哲学基础，即便在基调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依然存在于晚期作品的关键位置。例如，关于《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章节，他认为：对宗教的人类学批判在此被应用于商品，“拜物”和“拜物教”这些词汇本身就标志着其来源（同上，439）。

对布洛赫而言，证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在后期作品中继续发挥作用，至少具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介入其中，揭露了民主德国一些“中层、低层甚至高层官员”（同上，436）嘲笑青年马克思中的人道主义元素的态度，指出这暴露了他们对马克思整体的无知。另一方面，他以此在两个方面捍卫了自己哲学的地位：一方面，他的哲学主要通过早期著作与马克思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在民主德国工作的学者，他必须证明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相一致。

在此背景下，布洛赫将哪四个方面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四个主要点”（LV 4, 443）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主要点是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该理论，“[工人]在他的产品中加入了一个大于他工资的价值，而工资仅是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同上，444），从而剩余价值源于剥削。布洛赫提出的第二点是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将其理解为矛盾的历史必然出现，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从其存在的第一刻起就被迫产生它未来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同上）。然而，布洛赫利用这一较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题来批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以及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同上），并强调这些相互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主要点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同上，446）。同时，他试图以希特勒为例说明，实践并不等同于成功。最后，第四点是“未来的视域”。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不同，知识不是通过回忆或回顾获得的，哲学的核心任务是开拓新事物和未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倾向哲学与潜伏哲学”（同上，448），其任务在于发展并实现具体的乌托邦（同上，449）。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刻画满足了上述所有目的。布洛赫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同时也批评了民主德国的一些发展，并以一种与其自身哲学相兼容的方式解读马克思，在最后一点上，他甚至走到将自己的哲学植入马克思思想的地步。

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

布洛赫将自己的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但这远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这样总结布洛赫著作给人的印象：

“在出现于马克思主义边缘的奇特事物中，布洛赫的著作无疑代表了最大的哲学怪诞。他是唯一一个汲取各种源流，试图在继承下来的教条之上，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诺斯替教和启示录风格的形而上学、宇宙论和思辨宇宙发生学的人。”（Kolakowski 1979, 459）

即使科拉科夫斯基并不是一位善意的布洛赫解读者，并最终认为他是一位“精神不负责任的教师”（同上，484），但这以特征描述确实切中了布洛赫哲学的重要特质。以下将通过“异化”（Entfremdung）、“希望”（Hoffnung）和“非同时性”（Ungleichzeitigkeit）这三个布洛赫术语对此进行示例性说明。

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在布洛赫显著的异化批判中得到了体现。在这里，他使用了诸如“被创造物长到了创造者‘我’的头顶之上，被创造物似乎完全成了自动运行的扫帚，然后其他一切事物显得多么自动化。这些异化的社会根源在于所有人和事物的商品化”（GA 13, 39）等表述，直接承接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中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及其与产品的异化构成了出发点和四种异化维度中的前两种（Quante 2009, 248–256）。布洛赫在蒂宾根哲学导论开篇的名言“我存在，但我并不拥有我自己。因此我们才正在成为”（GA 13, 13）也与这一异化理论相一致，因为这里个体和人类族类的异化成为了主题，而布洛赫的表述如此深奥，以至于从个体（“我”）的异化中显现出整个族类（“我们”）的异化。非异化是尚在生成过程中、即尚不完善的族类的目标。在布洛赫看来，非异化的构想比马克思更为复杂。如果说马克思构想的非异化主要是“现实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II, 5, 58 / 23, 94），那么布洛赫则在诸如偶然、忧虑和死亡（GA 1, 32）等现象中也看到了主体与其生活世界之间同一性的缺失。

然而，异化不仅仅是一个负面现象。正是那些保持陌生的概念或经验，同时也能标记出“世界中的活板门，即习惯的现实失去立足点的地方”（GA 4, 390），也就是离开一个异化的世界转向一个非异化世界的希望，因为“否则人们甚至无法感到不满足”（GA 15, 11）。布洛赫试图用“希望”、“具体乌托邦”或“尚未存在的本体论”等概念来把握，并在马克思主义中称之为未来视域的这一面，其特征在于它立足于现状并指向超越现状的事物。在此，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式哲学思考与其说是对乌托邦的实质性描绘，不如说是对乌托邦思维的持续呼唤以及对所需基本态度的刻画：

“[人]类的渴望以两种形式存在：作为不安和作为清醒梦，是驶向另一个世界的帆。[] 关于我们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是所有世界问题的合力，而在一切事物中把握这一自我及‘我们’的问题，那开启回归家园之门的震颤世界的行动，是乌托邦哲学的最终基本原则。”（GA 3, 260）

因此，对更好事物的希望是通往非异化社会的动力和动机——帆中的风，而在异化分析中同时也扬弃了所有其他的世界问题。布洛赫的三卷本著作《希望的原理》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并非无因，在该书中，他通过白日梦、童话和社会乌托邦等不同对象阐述了具体乌托邦的学说，并试图证明可以从中发展出一种积极的具体乌托邦。

缺乏实质性的乌托邦描绘也源于其切入点的多样性，布洛赫在其“非同时性”分析中对此进行了阐述。虽然布洛赫认为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内容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因为“在所有面具和逝去的文化之上，升起的是那个‘一’，那个始终被追寻的，那一种预感，那一个良知，那一种救赎”（同上， 13）。然而，这种内容可能会因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布洛赫拒绝那种认为会自动导致解放的线性进步观念。对他来说，人们可以“在古老的、过去的形态中找到乌托邦的盈余，这些形态在今天，甚至在未来仍与我们有关”（GA 15, 11）。通过将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视为革命的神学家（GA 2），布洛赫揭示了这位传教士对德国农民起义的重要作用，并借此展示了宗教内容可能发挥的革命性功能。然而，过去不仅包含针对现在和未来的乌托邦内容，现在本身也是以非同时性的方式构建的，即在一个异质的现代社会中，结合了完全不同的教育水平、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需要被审查其各自的乌托邦内容。在其法西斯主义理论著作《这个时代的遗产》（1935）中，布洛赫揭示了纳粹宣传如何不同于左翼，巧妙地利用这种非同时性：“纳粹靠[空谈、神秘主义]为生，但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受干扰地利用它进行欺骗，正是因为一个过于抽象（即落后）的左翼使大众的想象力营养不良”（GA 4, 149）。

评估布洛赫哲学的现实意义是困难的。事实上，与1970年代强烈的公众兴趣相比，对其的接受度可能已显著下降。尽管如此，尤其是他试图从各种信仰体系中探究其异化和解放内容的尝试，对所有左翼的、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构成了挑战，这些理论不仅要假设一种非异化的状态，而且还要勾勒其轮廓，同时又不陷入天真的乌托邦主义。与此同时，布洛赫自己也未能对这一项目给出实质性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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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指由围绕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群知识分子（主要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哲学和社会学方法。特别是在其初期，批判理论明确地将自己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批判理论”这个标题甚至被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伪装名”（Wiggershaus 1986, 13）——然而，这个名称同时也表明，“霍克海默和他的合作者并不认同正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而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性内容”（同上）。在批判理论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元素并不总是显而易见地占据主导地位。在显性的理论借鉴层面，韦伯（Weber）的理性化理论（见下文）、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以及从康德（Kant）到黑格尔（Hegel）的德国古典哲学元素同样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如此，批判理论的某些基本前提和动机仍追溯至马克思。因此，无论如何，将其地位视为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影响源之一是合理的。

本文将阐述批判理论的不同代表人物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和创造性吸收；重要的先驱（特别是乔治·卢卡奇 Georg Lukács）也将被纳入考量。阐述主要以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核心基本思想关系的系统性和内容性问题为导向，但也大致勾勒了批判理论中马克思接受史的脉络。在此过程中，将清楚地展示这种对马克思的关系是如何从卢卡奇等先驱，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本雅明），发展到后几代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

下文将处理四个不同的主题领域：（1）拜物教性质（Fetischcharakter）和异化（Entfremdung），它们构成了批判理论中资本主义分析和批判的基础范畴；（2）批判理论中的历史哲学思考，其中既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距离，也有批判性的挪用；（3）社会哲学的元理论，其中批判性社会理论的解放性旨趣在面对社会现象的实证主义描述时得以凸显；以及（4）理论的规范性问题，这对许多批判理论代表人物来说，正如对马克思一样，仍然是一个问题。

拜物教性质与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病理

毫无疑问，马克思思想中对批判理论影响最深远的部分包括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分析（参见 II, 10, 70 ff. / 23, 85 ff.）。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并非根据这些商品最终服务的即人类需求来协调，而是根据其价值（见章节 III.C.4）来协调。然而，由于其核心的协调作用，商品的价值在行动者眼中表现为商品的一种内在的、自然的属性；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者和交换者的社会关系则退居幕后。

在批判理论接受这些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的出版是一个决定性的进一步影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70 [1932]）的一篇早期文章证明，人们认为在这些记录中找到了该分析真正的哲学背景。于是，拜物教性质可以被视为早期马克思所分析的“异化”的萌芽。马克思认为，当我们通过价值协调我们的共同行动时，我们就从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产品（作为与人类需求相关联的东西）中异化了；同样也从我们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中异化了，这种类本质存在于共同的生产活动中，但现在只以一个拥有自身规律的物化世界的颠倒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最后，我们也从作为人的自身中异化了，因为我们的需求对我们和他人而言不再被视为提供产品的理由。

这种被如此“充实”的拜物教分析已成为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这一方向的确定发生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68 [1922]）中，这部作品本身虽不算作狭义的批判理论，但必须被视为决定性的先驱之作。在这里，对于批判理论至关重要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首次被用于描述拜物教性质的结构。卢卡奇将这种结构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所有生命表现中的核心结构问题”（Lukács 1968 [1922], 170），并将其追踪到自动化商品生产、法律、新闻业和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等领域。

然而，为了理解马克思分析的这种扩展，必须指明另一个影响：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卢卡奇在他对法律体系和官僚机构中的物化分析中，广泛引用了韦伯的分析，这些分析通常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理解为特定形式的理性的确立。首先很容易重构卢卡奇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识别出一种理性化形式的。如果我们仅通过商品价值这一抽象量来协调我们的生产，那么从分析角度看，这包含了一种对我们所重视的行动理由的改变。关于谁需要什么或能用什么的问题，或者关于谁为谁做了多少工作的问题，不再是我们作为理由来处理的考量。取而代之的是，唯一被视为相关理由的是人们拥有的东西值多少钱，以及人们能用它换取什么。这可以被理解为向另一种理性形式的转换。从新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这涉及效率的提高和从模糊的人文主义范畴中脱离——即一种理性化。然而，从早期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机械的、冷漠的和抽象的计算形式。

卢卡奇的分析在其他提到的领域中也恰恰发现了这种转换：“对我们来说，这里生效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即基于计算、基于可计算性的理性化原则”（1968 [1922], 177）。基于生活世界的信念和理由的共同行动变成了一个服从自身计算法则的对象领域，在其中，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关系退居幕后。这就是物化。

如前所述，这种利用韦伯手段对马克思思想的扩展构成了早期批判理论的核心工具。在《启蒙辩证法》（Adorno/Horkheimer 1969 [1947]）中，一方面提到拜物教性质“像一层僵硬的外壳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上, 34 f.）。同时，这一过程是用韦伯的“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 同上, 9）概念来描述的。随后，完全按照卢卡奇的意义，这一过程被批判为一个世界不再根据传承的理由和意义脉络被理解，而是作为一个由孤立的、原子的对象组成的、服从可计算的机械规律的领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主体与世界所处的多种关系被压抑了——既有激发启蒙过程的对自然危险的古老恐惧，也有自然的幸福承诺，这种承诺存在于与自然的联系和对应（参见同上, 15 ff.）的体验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再次极大地激进了卢卡奇提出的拜物教思想的扩展。根据他们的观点，甚至概念思维本身也内在具有这种灾难性的基本结构（参见同上, 50 ff.）。正如《启蒙辩证法》所展示的，在人类的自然历史中，概念思维的作用是进行识别——将个别的、特定的事物归类为一般类型的案例（并忽略其特殊之处）。由此，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同质的、无关联的对象的排列，其运作完全可计算。这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结构类比并非巧合。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仍写道：“交换原则，即人类劳动向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一般概念的还原，与同一性原则（Identifikationsprinzip）同根同源。它在交换中拥有其社会模型；若无它，就没有交换”（Adorno 1966, 149）。

即使在如此广泛的概括之外，马克思关于商品结构的思想也在批判理论的具体分析中得到应用。这适用于例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现代大众文化中，文化产品，特别是电影和流行音乐（当时指：施拉格音乐 Schlager 和爵士乐），并非根据美学原则创造，而是以大众市场的指令为导向生产的。这赋予了产品标准化的格式，并使接受者变成了消费者。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当然承认，艺术在许多时代都依赖于市场以及购买者或赞助人的恩惠。但在我们的社会中，文化产品才首次仅为了其交换价值而被生产。最终，正如阿多诺所言，对于消费者来说，纯粹的交换价值甚至成了享受的真正对象：“实际上，消费者崇拜的是他自己为托斯卡尼尼（Toscanini）音乐会门票支付的钱。”（Adorno 1980 [1938], 24 f.）简而言之，人们与其说是喜欢一首乐曲，不如说是喜欢它的知名度（参见同上, 14 f.）。对于文化生产也同样适用：一种人类自我理解的形式屈从于市场体系的异己机制，从而其功能被扭曲。

法兰克福学派后几代的代表人物也同样致力于在其他社会领域寻找与物化结构类似的现象。例如，哈贝马斯在承接霍克海默（1967）的著作（如 1968b; 1981a; 1981b）中，探讨了现代认识论的分工：首先是道德、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分工，其次是科学内部的分化，特别是经验-分析科学、历史-诠释科学和批判科学之间的分化。理论学科的自主性，尽管取得了所有进步，却导致它们错误地将自己理解为脱离了人类生活的利益语境。经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是提高技术效率和可支配性的代理人，但并未作为此类角色被反思。鉴于这些科学达到的水平，关于特定制度正确性的问题被视为不科学并归于日常意识，在科学辩论中可能被斥为幼稚或不严肃。科学性变得意识形态化了。

哈贝马斯诊断出物化现象的另一个领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进程参与。这些国家面临双重任务：通过社会系统缓解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弊端，同时保持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由不受侵犯。为此，国家通过补偿消除了公民追求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最紧迫动机；通过这种方式，决策空间被限制，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通过这一发展，公众舆论获得了一种不同的系统功能。在民主参与中，它本应作为“政治意愿形成链条中的第一环和合法性的基础”发挥作用，但从系统视角看，它被证明“是合法性获取的结果，[] [是] 大众忠诚生产的最后一环 []，政治系统装备它以使其独立于生活世界的限制”（1981b, 509）。由于公众舆论在一个服务于获取忠诚的系统中的这种角色，公民最终从他们的政治角色中异化了：他们不再积极参与，而是形成了选民客户（Wählerklientel）的态度，用忠诚交换补偿。

此类发展在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交往行为理论》（1981）中被描述为：原本属于基于规范性理解过程的生活世界的社会领域，现在服从于特定社会系统的指令，并由金钱或权力等异己的“调控媒介”（Steuerungsmedien）来协调。这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同上, 522）命题被明确作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分析的推广呈现出来（参见同上, 489 ff.）。

批判理论内部的当前路径也承接了物化（参见 Honneth 2005）和异化（参见 Jaeggi 2005）的核心概念；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更紧密的系统联系。

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卢卡奇在批判理论接受马克思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也揭示了早期批判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奇特关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虽然表现为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其历史哲学假设与其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卢卡奇最终主张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过程是关于主体-客体（Subjekt-Objekt，黑格尔《差异论文》中的术语）的自我认识（参见 Lukács 1968 [1922], 267）。即使这个主体-客体不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Weltgeist），根据该观点，历史是正是这个主体-客体自我认识的过程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因此，卢卡奇本人后来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保持距离，并严厉地称之为“过度黑格尔化”（Überhegeln Hegels，同上, 25）。

这给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澄清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任务。这个问题在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仍未解决。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方面可以确定，他们并未主张“上层建筑”对社会物质基础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单方面解释性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努力与卢卡奇早期作品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保持明确距离。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仍有批评：“但是物化本身是虚假客观性的一种反思形式；将理论集中在它周围，即集中在一种意识形态周围，使得批判理论在唯心主义层面上对于统治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来说变得可以接受”（Adorno 1966, 191）。尽管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最终描述了一种理性的自然历史，其中克服当代异化关系的决定性历史哲学步骤又要由理性方面——甚至是理论方面——来完成（参见 Adorno/Horkheimer 1969 [1947], 48 f.）。批判理论应有助于实现的目标是：“启蒙完成并扬弃自身”（同上, 49）。

随后在批判理论的第二代，即哈贝马斯那里，出现了一种非常系统化的、致力于方法论澄清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衔接。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哈贝马斯对比了两种行动类型，他最初参照黑格尔称之为“劳动”和“互动”，后来称为“策略行为”与“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这些互动形式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动力。早在关于这一模型的最初著作中，他就强调这种二元性旨在代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进化范畴的生产性推广：“马克思用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假设的范畴框架，[需要] 一种新的表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必须被更抽象的劳动和互动的联系所取代”（Habermas 1968a, 92）。这一纲领构成了其主要著作的历史哲学框架（参见 Habermas, 1981b, 171 ff.）。这里描述了最初完全作为通过交往再生产的生活世界运作的古老社会，如何日益分离出工具性行为的子系统（如市场）。目的导向行为的子系统的分化和扩张随后对那些合法性仍基于生活世界内交往行为的制度设施产生压力。由此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的动力（主要参见 Habermas 1968a, 94）。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个更一般的模型在何种程度上比马克思的模式更充分？首先，它避免了简单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低复杂性。虽然交往结构的制度框架在社会进化中往往扮演着被动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沟通和充分理由获得的合法性的社会整合作用本身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参见 Habermas 1976, 12）。其次，哈贝马斯认为，在他更灵活的模型中可以更清楚地表明，目的理性行为子系统的扩张不必在每个社会阶段都具有解放潜力。虽然目的理性行为自主领域的发展压力瓦解了传统的统治形式。然而，对于当代，哈贝马斯诊断认为，核心的社会病理恰恰基于目的导向行为子系统的指令蔓延到一个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并将其“殖民化”。金钱和权力等调控媒介随后统治了本应由通过充分理由达成的共识来决定的事物。第三，哈贝马斯认为，该模型允许将意识形态批判更灵活地适应各自的社会阶段。在当代，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恰恰是那些传统上被归类为“生产力”的知识形式，即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变得意识形态化了，因为它们通过将关于充分理由的达成共识排挤为“非科学”的东西。同时，恰恰是这种交往的、以共享价值为导向的行动，为批判理论提供了规范性标准（见下文）。

8 格奥尔格·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激进言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任何理论都必然参与对现实的颠倒描述（见第三章C.5）。然而，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者的处理实际上表明，他对这些理论的批判包含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立场。他的诊断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国民经济学确实捕捉到了构成当前社会状况的某些东西；因此马克思使用了它们的范畴。但另一方面，它不把所描述的关系理解为生成的和可变的，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变的、由法则决定的自然。

与此相反，马克思旨在利用经济学范畴，但避免犯将其宣称为永恒有效和社会中立的错误的错误。因此，不仅要注意自身范畴在事实上的恰当性，还要注意它们源于何种社会状态，以及它们在维持该状态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社会理论不仅必须进行描述，还必须反思自身的社会角色。

批判理论也认同这一信念。虽然在批判理论中有时也能找到似乎表达激进认识论怀疑的陈述，例如经常被引用的关于社会“迷惘关联”（Adorno/Horkheimer 1969 [1947], 48）的说法，或者《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论点，即启蒙与统治是外延重合的。然而总体而言，批判理论也形成了一个更具差异化的反思自身社会角色的纲领。通常，例如在Geuss（1983）的导论中，这种对理论自我反思的努力甚至被视为批判理论的特征之一。在霍克海默的一篇经典纲领性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批判的思维方式”：“因此，经济范畴如劳动、价值和生产率，对它而言正是其在该秩序中所被认为的那些东西，它将任何其他解释视为糟糕的唯心主义。同时，简单地接受这种有效性似乎是最大的非真理 []”（Horkheimer 1970, 28）。这里存在着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复杂态度明确且有意的更一致。虽然必须接受描述性科学的某些范畴和一般性陈述捕捉到了原本的社会现实。然而它们所遗漏的是，这种状态并非既定的。通过仅仅应用这些范畴，它们同时掩盖了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也许应该有所不同。

因此，恰恰是实证主义事实描述的态度——尽管在描述上是正确的——隐瞒了决定性的东西：“就 [] 感知中给定的事态被理解为产品而言，它们原则上属于人类控制之下，无论如何将来应该归于其下，它们就失去了纯粹事实性的特征”（同上，29页及下页）。这不仅意味着认识反而应该由一种对变革的可能兴趣所引导。它也意味着，将人类可塑造的现实实证主义地描述为一块既定的自然，本身就间接助长了一种利益：即维持现状的利益。

正如当年的马克思对待古典国民经济学那样，批判理论的捍卫者也以好斗的方式对其他方法论主张这一观点——例如在所谓的实证主义争论（参见 Adorno 等人 1969）中对抗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

在哈贝马斯那里，尤其是《认识与兴趣》（Habermas 1968b）中，再次发现了批判理论中理论自我反思的一个非常系统的版本。哈贝马斯在此致力于分析科学认识与特定社会生活语境，特别是与由此产生的实践兴趣相关联的各种方式。他再次明确地参照马克思，对两种认识类型和两种相关联的认识兴趣进行了初步的基础区分。首先，他批评马克思主要在生产、劳动和工具理性的概念中从范畴上理解类历史，从而也理解类的认识活动的历史。然而，马克思的著作还包含另一个方面：“相反，在其实质性研究的层面上，马克思总是考虑到一种包含劳动和互动的社会实践”（1968b, 71）。这里预设的劳动（工具性行动）和互动（交往行动）的二元性上文已做解释。这种以马克思为导向的对这两个社会行动领域的区分，现在构成了区分两类科学及其两种认识引导兴趣的基础：诠释学科学及其对达成共识的兴趣，以及经验-分析科学及其对工具性支配的兴趣（参见同上，221）。当然，这种明确承接马克思的区分并没有为恰恰反思这种对社会生活语境之卷入的理论留出位置。经验-分析方法和诠释学方法本身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反思的批判计划基于一种独特的认识兴趣，哈贝马斯称之为解放的兴趣。哈贝马斯简短地将符合这种认识兴趣的理论称为：批判的。其兴趣是解放性的，因为对兴趣和社会语境在认识本身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可以用来终结对后者的无意识依赖。

在《交往行动理论》（参见 Habermas 1981b, 422 ff.）中，哈贝马斯（再次）展示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将其作为一种通过两种理论语言的对比，以范式方式例示了批判类型的理论。

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作为问题

这里要考察的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最后一部分，更多是一个问题而非教条。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是无休止的讨论和信仰之争的主题。但很明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理由对道德陈述持保留态度。马克思本人主要出于讽刺意图提及“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II, 10, 160 / 23, 189），并且是在它们作为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掩饰发挥作用的地方。事实上，很有理由怀疑，恰恰是道德信念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有效切入点。（当然，放弃伦理辩论是否反过来有助于隐蔽地促进统治利益，这一点尚不清楚。）相应地，特别是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克思相当明显地努力以伦理中立的方式表述其官方理论，并仅指出当时实践与行动者的伦理理想之间的内在分歧。

批判理论的代表因此面临一个困难。一方面，他们恰恰要与不反思自身认识兴趣的实证主义陈述划清界限，并凸显其自身的解放兴趣（见上文）。对此他们并不隐讳这种兴趣是规范性的：“对支配社会生活的范畴的批判性承认，同时也包含着对它的判决”（Horkheimer 1970, 28）。另一方面，批判理论的代表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继承了对道德观念的怀疑。一方面，任何积极的道德陈述都有意识形态嫌疑，并可能隐蔽地助长错误的状态（见上文）。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似乎都如此深地卷入现存的不义之中，以至于不清楚何种行动可能是正确的。正如阿多诺在一句著名的格言中所表达的那样：“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1980 [1951], 43）。

可以确定，批判理论的早期代表并未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们一再提到发展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必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项目越来越被排挤（参见 Wiggershaus 1986, 559 ff.）。霍克海默仅模糊地建立在叔本华式的团结和同情伦理之上（参见同上）。在阿多诺那里，可以发现隐约参照本雅明的神学视角（参见例如 Adorno 1980 [1951], 281）以及关于艺术救赎潜力的提示（参见 Adorno 1970）。在批判理论第一代理论家中，只有马尔库塞（1965）系统地努力勾勒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他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将其表述为——在历史进程中被压抑的情欲本能。

直到哈贝马斯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仅发现了作为任务的规范性问题，而且发现了一个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建议，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承接了这一点。哈贝马斯几十年来阐述的总体思想在于，可以从互动结构，即交往行动中发展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这样，一方面可以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部着手，因为该过程包含交往行动。另一方面，通过对对话式理解的隐含预设进行语用学分析，可以看出，理解/达成共识的理念预设了参与者对某些相互规范的接受。早在其教职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1）中，一种依据此类规范决定社会生活的民主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理念就已经作为背景存在。如前所述，哈贝马斯在这个早期表述中恰恰承接了马克思。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正是马克思将现代形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念像镜子一样展示给其实际非资产阶级实现的社会条件”（1961, 138）。作为理念存在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并且——根据哈贝马斯——被马克思信以为真的东西，是一种根本性的重构：

“公共领域不再充当私有财产所有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相反，自主的公众通过对融入社会的国家进行有计划的塑造，确保其作为私人享有一个人身自由、闲暇和迁徙自由的领域。在此之中，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和亲密的交往将首次作为一个真正的私人领域，从社会劳动的强制——这一领域依然是必然性的王国——中解放出来。”（同上， 143）

因此，在这段早期段落中，哈贝马斯关于由自由共识/理解主导的激进民主的理念证明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明确启发的。后来的研究路径，如霍耐特（1994）的方法，同样致力于在人际关系中寻找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霍耐特主要以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承认研究为导向。虽然他的承认理论也提到了马克思讨论承认理念的段落（对此参见 Quante 2009），但并未给予它们作为独立连接点的地位，而仅仅在“一种社会哲学传统的痕迹”这一总标题下讨论马克思的思想（Honneth 1994, 23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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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乔治·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

纵观匈牙利哲学的代表人物，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对本国及国际受众产生了最强烈且最广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所谓“周日社”（Sonntagskreis）的成员，这是一个布达佩斯知识分子的工作圈子，该圈子也推动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和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1892–1978）的事业发展。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1923）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灵感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不仅通过其宏大的综述性著作继续成为匈牙利思想精英的塑造因素，还通过广泛的学生圈子（他们或多或少属于布达佩斯学派）发挥影响。这些学生的第二代以及布达佩斯学派的外围环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力。

尽管大多数解释者都将重点放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上，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以及齐美尔和韦伯的社会学与思想史。随笔集《心灵与形式》（Die Seele und die Formen）的两次出版（1910年、1911年——先是匈牙利语，后是德语）证实了他的存在主义取向——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围绕着人们如何赋予其生活以形式的可能性。然而，这两个版本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匈牙利语版本捍卫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赋予形式只能在哲学和艺术的狭窄框架内实现，而德语版的新随笔则探讨了如何塑造生活的形式（参见 Lendvai 2008）。

《现代戏剧发展史》（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Dramas，1911），也被称为“戏剧书”，被视为齐美尔对卢卡奇著作产生影响的主要文献。作者在进行了一系列美学以及本质上属于历史哲学的思考后，转向了戏剧艺术社会学，并对戏剧作品中所呈现的知识本质进行了知识社会学分析。该书提出的论点是，真正的戏剧只有在一个社会阶级衰落的英雄时代才有可能产生，因为正是这些时代能够提供意识形态和伦理上的争议与冲突，而这些正是通过戏剧和悲剧的媒介来表现的。对于卢卡奇来说，现代戏剧真正的困难在于个体的可表现性，现代社会的个体极端内向，从而使其可表现性受到了毁灭性的削弱。因此，资产阶级的阶级衰落可以说无法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衰落”（Fehér 1977）。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影响在他著名的早期著作《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1916）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书是对一本计划已久但从未完成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残篇的完整加工（Nyíri 1986, 182）。卢卡奇延续了“戏剧书”的思路：现代的生活体验素材并不利于戏剧，相反，史诗和小说的形式却拥有巨大的优势。然而，《小说理论》并没有停留在关于文学形式演变的历史社会学尝试上，而是转变成了一篇终末论的历史哲学论文：卢卡奇特别强调了素材，即所呈现的历史。

在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人们可以轻易地理解那些引导这位匈牙利哲学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力和动机：他对社会学解释和阐释的敏感性，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物化状态及其美学上的贫瘠感到的不满。为了改变这些状态，卢卡奇能够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恰当的理论工具，尽管这一思想流派在他的早期阶段常常显得过于简化。这一转变发生在1918-1919年，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直接相关。他向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导致他接受了人民委员的职位——这是年轻的卢卡奇做出的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随着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覆灭，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必然的流亡。他向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可以通过一份篇幅宏大的哲学文献来研究，即《历史与阶级意识》，该书至今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尽管卢卡奇后来明确否定了书中的多个思想。在这一语境下，异化和物化是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问题，根据该书的观点，这些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环境：在这里，社会行动者不仅彼此异化，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化为经济商品之间的超个人关系。

卢卡奇认为解决方案在于运用正统马克思主义，即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辩证视角。对卢卡奇而言，唯有如此才能恰当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从而识别出那些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本质的必然对抗。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保证对社会的认识，并被揭露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些工具将社会发展过程描述为无对抗的，从而掩盖了其真实本质。然而，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辩证认识（如果将社会事实置于历史总体性的层面上）不仅能导向正确的历史理论，还能导向社会现实矛盾的扬弃（Aufhebung）。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不致力于扬弃资本主义关系，就没有人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对历史社会关系的认识只有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才成为可能，因为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受其利益和社会决定因素的限制，只能构建出直接的、孤立的、因而也是虚假的现实图景。相反，无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地位——占据了一个特殊的认识论位置：它能够将孤立的事实感知为动态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将这些理解为趋势和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函数：工人阶级成员如何才能意识到那些必然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产生、由历史本身所确定、并可被称为归属于它的阶级意识的具体任务？只有那个能够按照自身阶级意识的模式改造整个社会——从而能够从生产过程出发进行理性行动——的社会形态，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种能力取决于上述阶级能否真正有能力根据自身利益解释所有世俗现象，以及能否根据符合自身历史使命的范畴来分析社会。这些过程的最终结果将是阶级社会的废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不久，一场激烈的争论随之爆发，同时波及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圈子（Congdon 1991, 62–72）。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辩论的最后，这本书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列为禁书，卢卡奇（出于政治和理论的考量）被迫修正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卢卡奇的立场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将共产党指称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唯一可能的代表，而不是实际的代表；该书的行动理论也与俄国革命的实际进程相矛盾。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的首次出版促成了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修正。一方面，这些手稿证明了卢卡奇的信念，即异化问题处于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另一方面，手稿也证实了卢卡奇在其分析中犯了一些错误：与不严谨的卢卡奇相反，马克思认为物化（Verdinglichung）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的过程并不等同于异化。对于布达佩斯学派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赋予了人类“类本质”（Gattungswesen）以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一概念始终被“阶级”概念所取代。

这一认识也是晚期卢卡奇的一个主要思想，他在综合性著作《审美特性》（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1963）和《社会存在本体论》（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1984）中，特别强调了不受阶级决定的人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明确强调社会条件。在本体论的系统性章节中，卢卡奇将人性视为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畴不可分割，从而不再为脱离社会的人性留下空间。对于卢卡奇来说，作为人类存在的人类存在是一种受到双重（生物和社会）决定的状态。

经济条件在这里并不扮演关键角色；它们并不优先于其他社会决定因素，因此处于背景之中。卢卡奇甚至对那些描述受经济条件束缚、被动的个体，即在历史进程中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个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明确的批评。一方面，经济发展既产生其自身的矛盾，也产生可能的替代方案，这完全正确。但另一方面，对替代方案的选择总是关乎个体。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只决定选择的可能条件，而不决定选择本身。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这些条件，并且在做出历史决定时保持积极主动。

乔治·马库斯（György Márkus，1934年生）——与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1933–1994）、阿格妮丝·赫勒（Ágnes Heller，1929年生）和米哈伊·瓦伊达（Mihály Vajda，1935年生）一起——属于卢卡奇的直接学生，即后来被称为“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圈子。他的著作《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Anthropologie und Marxismus，1981）产生于围绕卢卡奇本体论的辩论，走了类似的道路，并被视为一本重要的书籍，它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教义丰富并修正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观。在马库斯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是，人类本质由非历史的属性组成：当然，马克思那里也有人类在历史上持久的性格特征，但这些对于理解“真正的人”绝非决定性的。人类的类本质只能从人类的历史社会发生学的角度来理解。

马库斯转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他提到人与动物的决定性区别在于，人类——由于其身体构造——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并且只有通过在具体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之间创造自己的生活，才能拥有历史。生产改造了环境，保障了需求的满足，但也改变了人自身。特定的需求满足导致了需要再次被满足的其他需求等等。每一个需求都通过生产工具带来新的需求——马库斯称之为生产与需求的辩证法，它构成了历史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一过程，人类存在的条件变成了配得上人的条件。这些条件通过日益精细的需求和需求满足方法在历史上展开，这些方法不断重新产生并揭示新的人类能力。

只要生产还不是一个自愿的过程，只要自然力或生产者的地位还统治着行动者本身，个体就会从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中异化出去。这些外部条件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能被扬弃：劳动不再是对外部强制的反应；人类存在和人类本质不再是对立的原则，异化随之消失。

这一过程基本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但个体的作用在其中保持不变。历史发展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源于现行社会状态与发展中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危机时期，个体有能力选择局势的恰当解决方案——社会关系的改变也会让矛盾消失。历史过程遵循一个特定的、由非个人逻辑决定的方向；然而，具体个体的个人决定可以改变这一航向。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导向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个体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物种在历史上达到的状态。

人类学的灵感也贯穿了阿格妮丝·赫勒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作


9 新马克思阅读

概念

在本书所使用的含义上，“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已出现，但它指代的是一股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即可辨认的接受谱系，且拥有更早的先驱。

“资本逻辑”、“新”、“黑格尔”或“讲坛马克思主义”等称谓并未能准确抓住新马克思阅读的特质。这些由同时代人使用、部分带有论战意图的概念，要么定义过窄，要么过于宽泛。“资本逻辑”这一称谓过于狭隘，因为尽管新马克思阅读试图重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证方式，但它分析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整个语料库，甚至部分地将其他著作（如《大纲》）置于前景。新马克思阅读也不能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来概括，因为一些代表人物也采用结构主义和分析学派的方法。“新”或“讲坛马克思主义”等称谓则过于宽泛，因为它们要么仅针对制度形式，要么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有涉及马克思的研究辩论几乎全部囊括在内。

新马克思阅读这一概念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尝试，即重构马克思本人的对象理解和方法理解。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一致认为，以往的接受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马克思基本概念的错误理解，或至少是局限性的理解。因此，新马克思阅读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并部分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后者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与以往接受史中的核心教条保持距离。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新马克思阅读并不止步于批判官方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决定论和客观主义。新马克思阅读处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忽视或以正统方式构想的马克思理论的对象领域：其范式核心在于重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国家理论意蕴，这与经典马克思理解的核心论题划清了界限：其中除其他外，还彻底背离了价值理论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反映论以及操纵论—工具主义的国家观。


价值理论与方法论

来源与先驱：虽然关于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是法兰克福发明的传说顽固地存在（Reichelt 2008, 11），但其核心问题早已在联邦德国的讨论之外和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来了，尽管后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可被视为新马克思阅读的中心。

新马克思阅读始于苏联作家伊萨克·伊里奇·鲁宾（Isaak Iljitsch Rubin, 1886–1937）于1923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1973 [1923]）。虽然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鲁宾未能建立学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才被再次认真接受（参见 Projekt Klassenanalyse 1975 等）——因此不能被视为直接来源。但他却是新马克思阅读的先驱，在其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种解读的重要主题：（1）对马克思主义在接受《资本论》过程中将价值理论基本概念去历史化的批判，以及指出马克思价值理论本身的矛盾性；（2）对劳动概念进行形式分析的区分，即具体劳动、生理上平等的劳动、社会上等同的劳动和抽象劳动，即指出价值实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特定属性；（3）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化具有客观匿名且相对于行动者独立化的特征；（4）批判对辩证叙述的经验主义解读以及与之相关的简单商品生产理论，这些自恩格斯的评论以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共识；（5）强调马克思分析中商品与货币分析的必然联系；以及（6）指出交换过程在财富形式构成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没有直接承接鲁宾，日本理论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探讨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一提的包括宇野弘藏（Kozo Uno, 1980 [1950/52]）将《资本论》视为“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观点，或者见田石介（Sekisuke Mita）对恩格斯关于逻辑与历史方法统一的教条的拒绝（参见 Otani/Sekine 1987, 249）。然而，这种日本的话语（概览参见 Hoff 2009, 95–117）在其他国家没有引起反响。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等人关于《资本论》写作计划的辩论（Rosdolsky 1968, 24–78; Schwarz 1974）兴起，也展现出一些批判传统的动力：这里产生了一种见解，即《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运作完全是在一般资本概念内部进行的，即在概念上作为资本构成要素而发展的现代财富形式的规定性内部进行，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特定社会或时代的现实历史情境意义上的经验表象为对象。因此，《资本论》的阶段论历史化（自由竞争时代对垄断资本主义）被驳回。

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在1965年随着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2015 [1965]）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生于1940年）（2015 [1965]）在《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中的贡献引发了一场讨论，然而这场讨论随后不再是在法国，而主要是在西德以巨大的强度继续进行。当阿尔都塞试图针对马克思的自我评论梳理出《资本论》中应用的辩证法，并借此驳斥经验主义和逻辑与历史概念展开相统一的论点时，朗西埃则主动攻击恩格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本质范畴的经验主义解读，并指责他将解释财富形式的概念抽象层面重新解释为历史发展的阶段。在德国，最初是围绕阿戴尔·施密特（Alfred Schmidt, 1931–2012）（1972 [1968]）、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 生于1929年）（1997a [1969]）和赫尔穆特·赖歇尔特（Helmut Reichelt, 生于1939年）（1973 [1970]）的法兰克福传统路线主导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辩论，但随后这场辩论远远超出了黑格尔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参照框架。

重构辩论：西德的新马克思阅读作为一场重构辩论登场，它首先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末对一种经过文献学确证且不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马克思接受的需求。第一组重构概念一方面涉及（1）反对过度强行的重新解释，严肃对待马克思的文本（Schmidt 1972 [1968], 33）。此外，一种哲学侧重点（2）变得明显，它要求对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实质分析进行适当的元理论重构工作。隐喻应转化为概念，借用自哲学传统的术语应消除其模糊性（Schmidt 1972 [1968], 32 f.; Althusser 2015 [1965], 45–60 和 74–77）。除了旨在消除马克思元理论与其在《资本论》中实际做法之间差异的重构努力外，还有另一种重构（3），视其任务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化，并从马克思“或多或少片段化的叙述”中重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Backhaus 1997a [1969], 42）。这种概念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恩格斯的价值理论进行对比，仅指责马克思叙述的未完成性和非系统性，但在实质分析的背景下并未看到断裂和矛盾。最后一种重构概念（4）旨在批判马克思自己的价值理论叙述变体，并与所谓的通俗化论题相关联，其变体多种多样。它们既涉及叙述方法，这种方法据称随着价值形式分析版本的发展，从“逻辑-系统的”演变为两种不可调和的方法概念（系统的对历史的）的“僵局”（Backhaus 1997b [1978], 135 和 156），也涉及价值理论概念，如抽象劳动及其在社会理论和人类学意义之间的摇摆（Heinrich 1999 [1991], 211 f.）。马克思文本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曾为恩格斯的正统观念提供养料，现在不再被解释为“教学上的不幸”的结果（Backhaus 1997b [1978], 133）。然而，根据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重构出两种明显不同的论述。据此，他的文本为古典传统与科学革命之间相互矛盾的对象概念和方法概念提供了弹药。最后要区分的是一种更为怀疑的重构概念（5），即“重构意味着 [] 把一个理论拆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以便更好地实现其设定的目标”（Habermas, 转引自 Backhaus 1997c, 297）。

资本主义作为辩证的总体性：对于新马克思阅读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视为总体性分析，意在解释一种通过对象性中介的行动关联，它从劳动的特定社会化条件出发，并将其——作为其前提——作为结果再生产出来（参见 Arndt 1985, 136; Wolf 2003, 4）。这种总体性由相互关联且相互对立的要素组成。作为这样的要素，它们是中介的，即它们仅存在于彼此对立的关系中，是互为前提的。将要素置于其必然的相互指涉框架内（商品-货币-资本作为不可分割的联结）既是辩证叙述的任务，也是为了重构这一关联而建立概念上的先后顺序的任务（Bader 等 1975, 79; Heinrich 1999 [1991], 173）。在此过程中，当有组织的复杂性以循环方式呈现时，往往会产生线性因果关系的假象（Arndt 1985, 132）。然而，矛盾发展的原则在新马克思阅读中是一个有争议的点。当分析性方法仅将辩证叙述理解为“建立演绎理论的方法”（Steinvorth 1977, 79）时，源自黑格尔的“强调性”辩证法概念甚至断言事物本身存在逻辑矛盾（Colletti 1977; Göhler 1980）。迪特·沃尔夫（Dieter Wolf）等人的方法采取了中间立场：理性辩证法的标志在于坚持辩证统一的概念，该概念明显区别于矛盾概念两极的融合（Wolf 1985, 328）。这种辩证法坚持“中介内[保留]的差异”（Arndt 2004, 43），并拒绝将经济学批判的对象风格化为非理性实体的倾向（如 Colletti 1977, 29f. 和 36）。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危机性再生产循环各环节的相互指涉性和独立性的概念重构。

逻辑与历史：在新的马克思阅读中，经济学批判的叙述方式被一致理解为逻辑-系统的，从而拒绝了恩格斯关于逻辑与历史方法统一的论点。新马克思阅读认为，《资本论》不仅仅是对“历史过程的描绘”的简化，而是对具有不同概念抽象层面的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分析。《资本论》中历史的作用被重新定义（Ritsert 1973, 64 ff.; Bader 等 1975, 78; Kittsteiner 1977, 33 ff.; Heinrich 1999 [1991], 177 ff.）：结构分析以双重方式蕴含历史性：（1）其范畴的内容具有历史特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叙述处理的是事实的历史序列。相反，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学考察只能基于通过系统分析获得的资本概念进行，因为历史学考察的相关性和选择标准首先源于资本概念。（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关联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历史性：系统叙述也处理在社会形态内部展开的结构性历史动态（阶级斗争、生产力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如果逻辑分析就是历史分析，那么马克思关于辩证叙述的局限性（需要纳入历史前提）的说法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历史性也可以作为逻辑-系统形式分析的界限来考虑：（1）历史性具有偶然的、单一事件的意义，这些事件并非必然源于系统的基本结构。（2）历史性具有系统外部历史性的意义（“生成[]”，II, 1, 368 / 42, 372），它产生了系统自我再生产的前提（“定在[]”，II, 1, 368 / 42, 372）。因此，马克思分析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系统，而是一个有限的系统，因此必须在界限内考察辩证叙述。有限系统拥有并非最初由其自身设定，而是事后才由其再生产的前提（Arndt 1985, 82 和 137）。

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恩格斯早已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叙述的不同抽象层面误解为历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同等经验模型。因此，抽象劳动、价值和简单价值形式等范畴被进行了经验主义的重新解释，马克思视为必然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之间的联系被转化为一种历史偶然的联系。由此，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和价值理论领域陷入了马克思曾批评过的古典经济学的境地。新马克思阅读认为，首先将马克思与古典学派区分开来的并非剩余价值理论，而是劳动的形式理论。他批评在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劳动没有被理解为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没有被理解为关系属性：人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II, 5, 49 / 23, 95），也没有认识到抽象劳动和价值代表着“社会对象性”，即“只能作为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MEGA² II, 6, 30）存在的属性。

此外，古典价值理论的前货币性质受到批评，因为它“将[]价值形式处理为某种完全无关紧要的或对商品本性而言外在的东西”（II, 6, 111 注 / 23, 95 注），也就是说，它没有区分作为位于不同理论抽象层面的范畴的内在价值尺度和外在价值尺度，也没有理解货币形式对于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货币被理解为纯粹的技术工具，出于便利原因通过劳动时间量的计算替代了交换。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和恩格斯都从行动者对其生产商品时的劳动时间或劳动痛苦的认知推导出以交换为中介的社会关联（Brentel 1989, 138–146）。相反，在马克思那里，货币作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必要环节被发展出来，商品的价值是物与物之间特定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结果，这种关系又必须表现为物。如果没有一般的价值形式，商品就无法互为价值表现，而会退回到产品的地位（Backhaus 1997c, 286; Brentel 1989, 316 ff.）。马克思旨在表明，“商品[]的表现包含[着]其分裂为商品和货币商品。或者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作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即作为其对立面来处理”（II, 5, 59 注 / 23, 109 注）。在此必须假定作为逻辑上优先的内在价值尺度的抽象劳动与作为外在价值尺度的货币是“同源”构成的（Brentel 1989, 313 和 319）。

与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相反，马克思的方法因此表现为一种本质认识，即重构一种在经验上无法直接把握的社会结构和行动关联——通过建立一个非经验的理论层面，这一层面首先使得解释诸如货币或利润等经验现象形式成为可能。马克思遵循“在区分不同抽象层面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范畴的原则”（Hoff 2004, 78）。抽象劳动或价值等范畴并没有直接的经验指涉对象，商品和货币范畴的先后顺序不应理解为对各自独立存在的事实的历史考察，而应理解为概念分析。范畴的发展最终同时表现为对社会生产关系独立化过程的描绘，该过程终结于一个自我指涉的过程，在其中，私人劳动的社会化的所谓单纯“媒介”——货币——异化为一个自为目的（Heinrich 1999 [1991], 250 ff.; Postone 2003 [1993], 405 f.）。

法权与国家理论

来源与先驱：为什么这一内容（具体劳动）采取那种形式（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以及作为其产品的价值），这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形式分析问题。这种提问类型在新马克思阅读中也被发现在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法律和政治理论部分。

在此作为先驱值得一提的仅有一位俄罗斯理论家，他于1924年发表了其主要著作《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尤金·帕舒卡尼斯（Eugen Paschukanis, 1891–1937）。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中，直到此时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模型：列宁将国家理解为经济统治阶级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其中阶级统治被理解为个人化的，而与国家机器的关系被理解为操纵论的（Lenin 1960 [1918], 399 和 403; 1963 [1929], 477）。现代暴力组织的具体形式被忽视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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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斥为资产阶级的偏见。相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国家主义将国家理解为受经济奴役者的保护机构、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工具以及公共利益的保障者（Lassalle 1963 [1863], 235 f.; Kelsen 1924）。现代国家的中立形式，即其相对自主性，在这里未被当作幻想加以摒弃，而是被认定为伦理普遍性的化身。

针对这些倾向，帕舒卡尼斯（Paschukanis）问道，为何强制机器“不被建立为统治阶级的私人机器，为何它与后者分离开来，并采取一种非人格化的、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器的形式？”（Paschukanis 1969 [1924], 120）。他的回答是，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其内部与商品形式和法律形式的交织，必须采取一种特定的形式——即超经济的、公共权力的形式，一种“不属于任何特定个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并针对所有人的权力”（同上, 126）；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中立的形态——作为私有财产本身的保障——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结构和阶级统治。帕舒卡尼斯试图表明，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章中关于法律形式的思考（他当时尚不知晓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论述），包含了一个与他的“物的统治”概念相对应的法律和国家概念的萌芽。他既可以利用这一概念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国家抽象普遍形式的孤立考察和美化，也可以用它反对列宁对国家特定阶级内容的孤立考察：后者无法解释阶级内容如何采取法治国家的形式，前者则无法解释这种形式为何必然再生产阶级内容。

国家推导：所谓的“国家推导辩论”（Staatsableitungsdebatte）是西德的产物。始于沃尔夫冈·米勒（Wolfgang Müller）和克里斯泰尔·诺伊叙斯（Christel Neusüß）1970年的文章《社会福利国家的幻想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并于约1978年结束，它试图澄清以下问题：（1）为什么资本主义中的直接强制采取了一种垄断的、超经济的和公共的权力形态，并通过抽象普遍的法律进行统治；（2）这种权力为何再生产阶级统治；以及（3）为何它仍被认可为中立和合法的。其他问题包括（4）国家对经济进行系统性干预的界限，以及（5）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概念与民主或威权等内在历史形态之间的关系（综述参见 Kostede 1976; Rudel 1981, 82–141; Elbe 2010, Teil 2）。

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化的对象性中介结构的洞察。根据“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物的社会中介、该过程中行动者的法律规定性以及国家作为公共统治的超经济机构的特征，彼此处于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Krause 1977, 155），而这种关系又必须在国家机器中独立化，这一事实可被视为核心论点。其目的并非提供现代国家的历史，也不是从其对经济的功能性来“解释”国家实践。分析“并非要重现‘历史的进程’，而是[]要展示这些形式在其‘逻辑’所处的关联中，即它们在[这一][]社会形态条件下[]如何再生产”（Blanke u. a. 1974, 65）。国家推导研究的是经济与政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基础上的分离的持续再生产。因此，它声称是对一个再生产循环中必然且相互支撑的要素的系统性关联的分析。既然这种分离“不是一次性的历史行为”（同上, 69），而是持续地再生产着，那么就必须追问，为何资产阶级的、以交换为中介的占有形式，持续地使一个外在于且并列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机构成为必要。根据“新马克思阅读”，国家不能被理解为资本家的国家，而是资本的国家，也就是说，恰恰在其作为“法律统治”的形式中——这种统治甚至可以主动打击个别资本家或资本集团的利益——它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必要的再生产机构。

在辩论内部，推导国家的出发点尤其存在争议：一方（Blanke u. a. 1974）主张从简单流通出发，另一方（Flatow/Huisken 1973）则从资本主义的发达表面出发。关于民主统治形式对资本的必要性问题也存在争议。虽然最终不能断言这种必要性，但政治民主也绝不应被理解为资本统治的对立面（参见 Kostede 1980, 177 ff.）。资产阶级国家一般理论的局限性最终促使一些代表人物对特定资产阶级国家的起源或当前形态进行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Gertenberger 1990; Hirsch 1980）。关于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研究也紧随价值理论和国家理论辩论的成果之后（综述参见 Elbe 2010, Teil 3）。

兴起

与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参见 Kolakowski 1988），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的诞生时间可以明确界定。它恰逢杰拉德·A·柯亨（Gerald A. Cohen）的书《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于1978年出版。加拿大人柯亨（1941–2009）出身于蒙特利尔一个积极参与工会运动的共产党工人家庭，因此从小血液里就流淌着马克思主义。柯亨后来在牛津大学学习哲学，主要师从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从而接受了分析哲学的技巧训练。他提到的处女作是一次尝试，即利用分析哲学的概念、语言、论证和逻辑手段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并为其辩护以抵御批评。

除了柯亨，还有两位作者可以被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父（参见 Cohen 2000 [1978], xviiiif.; Tarrit 2006）。如果说柯亨主要致力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那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则着手用当代语言，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语言，来重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抵御反驳（Roemer 1981; 1982; 1988）。最后，受过政治学训练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利用决策论和博弈论等工具，首先重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随后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的几乎所有层面都按照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重构。他的意图是对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一次无偏见但批判性的详细考察（Elster 1985）。

柯亨、罗默和埃尔斯特相互独立地得出了一种信念，即马克思主义不应诉诸某种特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专门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必须在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各领域最新研究现状的交锋中证明自己。然而，这三人在之后不久便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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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o Elbe


……似乎了解科恩的书，并组织了一系列起初是每年一次，后来变为每两年一次的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合作的跨学科科学家团体（Cohen 2000 [1978], xix）。这个由大约十名成员组成的小组，在最初的会议上主要探讨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后来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的许多其他方面。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在伦敦聚会，并根据会议举办的时间自称为“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在这个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定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成员数量屈指可数（参见 Jacobs 1996）。几乎所有归类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都是英文的（但参见 Iorio 2003; 2010）。

11 新辩证法

谈论分析马克思主义时，可以指更广泛的含义，也可以指更狭义的含义（参见 Cohen 2000 [1978], xviif. 和 xxii–xxv）。广义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摒弃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一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或思维方式之上的观点，从而主要拒绝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信念，即马克思在词语的实质意义上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辩证法或辩证思维，甚至依赖于一种纯粹的辩证逻辑（但参见 Hunt 1993 尝试分析性地重构辩证法）。甚至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建立之前，科恩就通过将其方法挑衅性地称为“无废话马克思主义”（non-bullshit Marxism）表达了这种对辩证思维的拒绝。这种分析方法致力于清晰的论证、标准逻辑，并避免误导性的语言歧义及概念上的模糊。在这个一般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试图将马克思思想的“硬核”从其黑格尔式的外壳中解放出来。

在狭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致力于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即拒绝将阶级、国家机构等视为社会世界中独立的、需整体解释的行为者，而且利用决策论和博弈论的工具，用当代的理论语言重新阐述、辩护并尽可能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和政治理论学说（Elster 1985）。这种狭义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Rational-Choice-Marxism）（Carver/Thomas 1995）。

尽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追求一个共同的项目，即用分析思维的手段重新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作者并不捍卫一种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参见 Iorio 2008）。

解体

无论是在狭义还是广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都常被指责没能提供对马克思著作的合理在其解读，因为它在方法论上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保持距离，特别是拒绝考虑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路（Roberts 1996; Carling 1997）。这被认为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尤尔根·哈贝马斯及其与分析马克思主义亲缘关系的类似批评，参见 Heath 2009）。作为辩护，人们提出，当代的社会主义就像当代的物理学对待伽利略和牛顿的著作一样，不能拘泥于马克思著作的字句。社会主义是一个研究纲领，其代表人物在方法论方面必须始终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Cohen 2000 [1978], xxviif.）。通过这一思想，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那些显得更具宗派色彩的马克思文本诠释学派明显区分开来。

既然分析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称为一个成员数量有限的相对同质的学派，那么人们现在也可以谈论这个学派的解体或衰落。这种衰落可以通过观察三位创始人的智识发展来说明。

科恩（Cohen）不得不放弃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根据马克思的官方学说，这代表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因此不依赖于任何规范性假设，特别是道德哲学假设——因为这种理论只有在假定科学理论上可疑的、即目的论的前提下才能重构。如果放弃这些前提，就没有理由确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社会主义组织形式过渡。如果人们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形式，那么违背马克思的非道德声明，人们必须依赖规范性前提，特别是道德前提（Iorio 2004）。科恩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在后期的著作中参与了关于正义概念的新近讨论。在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性交锋中，科恩在这一讨论中主张一种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然而，马克思恰恰不希望社会主义项目依赖于正义概念。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术语来说，科恩是有意识地、出于哲学信念地从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Cohen 2000 [1978], 103）。

罗默（Roemer）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从未支持过马克思从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那里继承的劳动价值论。尽管如此，他长期致力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重构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学说，并用其手段加以证明（Roemer 1981; van Parijs 1993）。这个项目也可以被视为失败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绝大部分与当代经济科学的现状不相容。罗默在他较新的出版物中转向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纯粹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为一种特定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进行论证（Roemer 1994a）。因此，他不再关注革命性地克服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社会形式，而是更多地关注如何巧妙地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优点。罗默在他的思考中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诸如社会平等或政治正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Roemer 2006）。

埃尔斯特（Elster）是最显著的案例。具体而言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和一般而言的社会主义关切在他最近几年的著作中已不再扮演可证实的角​​色。在博弈论的基础上，他转向了一般理性理论，并将该理论反思应用于更多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问题领域，如宪法理论（Elster 2002; 2009）。如果埃尔斯特曾经将自己定义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今天肯定不会再这么做了。

类似的智识传记也可以针对分析学派的大多数其他成员来撰写。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今天已不再存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因为其前代表人物几乎已与马克思的所有核心主张批判性地拉开了距离。但毫无疑问，存在一种基于分析基础的新马克思研究（Carver 1991）。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非意识形态的探讨，并且常常有助于获得关于马克思主义大概在哪些概念和论证的基本错误上可被普遍视为失败的见解。如果社会主义还有社会和政治的未来，那么它就不应该过分以马克思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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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Iorio

12 路易·阿尔都塞

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核心地位。马克思本人通过确定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方法的关系，来澄清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所依据的方法（见第 III.C.7 章）。20 世纪末，发展出了一种解释策略，即通过确定《资本论》所用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来探讨该方法问题。被批评者称为“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群作者，通常自称为“系统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对于这是否构成一个新的学派，人们只能持保留态度：一方面，这些作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系统性差异，以至于一些批评者更倾向于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组”（cluster of Marxist theorists）（Callinicos 2005, 43），而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也更强调各自立场的独立性（参阅 Arthur 2002, 1）。另一方面，这些作者所采用的方法并非真正的新方法。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可以找到部分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讨论的系统性解释建议，而且这些主要来自英语国家的建议，与主要讲德语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流派有一些相似之处，后者目前已被一场可称为“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的运动所取代（见第 IV.B.9 章）。

下文中所提到的“新辩证法学派”（New School of Dialectics），鉴于上述限制，应有所保留地（cum grano salis）理解。例如，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生于 1940 年）（2003, 146 f.）无疑是其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一方面将整个群体归入这一标签之下，但同时也指出了核心的内部差异。相比之下，罗伯特·奥尔布里顿（Robert Albritton）更倾向于仅将克里斯托弗·阿瑟、海尔特·罗伊滕（Geert Reuten）、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方法称为“新辩证法”（New Dialectics）（2003, xix），并将“宇野-关根学派”（Uno-Sekine School）（同上）从该群体中区分出来，后者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托马斯·关根（Thomas Sekine）、斯特凡诺斯·库尔库拉科斯（Stefanos Kourkoulakos）和约翰·贝尔（John Bell）。像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2005）这样的“新辩证法”批评者则指出了克里斯托弗·阿瑟和托尼·史密斯的解释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其他批评者如阿尔弗雷多·萨阿德·菲略（Alfredo Saad Filho）虽然也强调该群体内部的立场并非“在各个方面都必然是同质的”（1997, 108），但这些共同点被认为非常显著且具有系统重要性，以至于可以将新辩证法称为某种学派。

这个学派的轮廓——其内部分歧稍后将予讨论——一方面通过与辩证唯物主义及所有否认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具有构成性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变体（例如分析马克思主义或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见第 IV.B.10 和 IV.B.12 章）划清界限而得以确立。另一方面，与主要基于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的所有形式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也是新辩证法学派确立身份的关键。除了这种通过否定性规定进行的特征描述外，将该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可以被正面地描述。

首先，所有方法的构成性特征在于，它们都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参考著作。这标志着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明显重心转移，后者主要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黑格尔本人未出版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为中心。这与马克思本人身上可以观察到的转变相对应：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 1840 年代上半叶的其他著作中批判性地疏离黑格尔时，主要是从《精神现象学》出发，尽管那里也处理了其他文本，且人们尤其可以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视为重要的参考点。从 1850 年代中期开始，与黑格尔《逻辑学》的讨论成为马克思努力的中心，他试图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讨论来确证自己的方法论基础（见第 III.C.7 章）。

其次，这种重心的转移伴随着新辩证法学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特有的聚焦。其中，《资本论》三卷本是关注的焦点，而在涉及第一卷时，不同版本之间以及德文版与法文版之间的差异也发挥了作用（参阅 Arthur/Reuten 1998；Bellofiore 1997 和 1998 以及 Bellofiore/Taylor 2004 等卷）。其主张是通过回溯黑格尔的《逻辑学》来整体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核心特征。尽管一方面存在复杂的版本情况，另一方面人们现在已广泛承认很难说马克思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理论计划（参阅 Heinrich 2011；另见第 III.B 和 III.C.4 章），但自认为属于这一解释方向的新辩证法作者们声称，通过回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法形式，能够阐明马克思理论草案的系统性。

这就引出了连接该学派各种解释建议的第三个特征：据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引用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是构成性的，不能简化为一种停留在表面的叙述方式，甚至不能简化为马克思文本中一种完全外在的特质。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求和能力而言不可化约的方式使用了黑格尔辩证法，这一信念在属于新辩证法圈子之外的作者群体中也有所体现。因此，这个新学派处于马克思解释的连续性之中，这种解释不仅符合马克思的自我理解，而且在马克思研究中，最迟自列宁以来，一再既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

第四，新的或系统的辩证法学者共同确信，人们不仅要在训诂学上注意到马克思理论构想中的这份黑格尔遗产，而且必须将其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个在系统上站得住脚且具有连接能力的特征。像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这样的作者虽然承认可以在马克思那里证实黑格尔式的构想，但随后要求在对马克思理论计划进行系统重构的过程中消除这些唯心主义哲学的残留。与之对立，新辩证法的作者们认为采用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方面在系统上是必要的，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构成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亲和性甚至对应关系。通过这一点，他们也重拾了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就已经可以找到的一个论点（参阅 Quante 2014）。

鉴于这四个在主题和系统上影响深远的共同点，称之为新辩证法学派当然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必须指出该学派内部的两个重要差异，这些差异可以从克里斯托弗·阿瑟展开的立场出发来确定：

(1) 阿瑟将黑格尔辩证法的系统相关性限制在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包括资本一般形式的发展）上，而罗伯特·奥尔布里顿（1986 和 2007）和托马斯·关根（1997）这两位宇野-关根学派的主要代表则认为，对于涵盖《资本论》全部三卷的构想，可以证实其与黑格尔《逻辑学》存在结构和概念上的对应关系。此外，他们紧密依循黑格尔逻辑学假定的封闭性，假定他们认为本质上是逻辑构成的资本主义，也应被阐释为一个封闭的范畴总体。阿瑟则相反，他采纳了阿多诺批判黑格尔的思想动机，坚持存在一个超越逻辑领域的客观领域。在马克思理论中，这一领域由使用价值和具体（或活）劳动所代表。由此——这是第一个差异的第三个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宇野-关根学派的资本主义分析必须屏蔽这一社会形态的现实对抗性，因为它想要展示其逻辑系统性。剥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颠倒以及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对抗等这些在阿瑟的解释中可以作为马克思资本分析的组成部分来处理的方面，因此必须被安排为一个超出系统重构之外的第二理论计划。

(2) 另一个重要差异存在于克里斯托弗·阿瑟和托尼·史密斯的立场之间：由于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对应范围限制在价值形式分析领域和整体系统的结构层面，阿瑟没有在微观经济结构中为资本主义的这种系统总体性找到基础。但这恰恰构成了史密斯（2003）整体构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在阿瑟那里，范畴发展的动力仅被定位在范畴抽象的系统层面，而在史密斯看来，这一动力植根于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的对抗之中（Smith 1990；关于这种使系统辩证法结构在具体经济分析层面富有成效的努力，亦参阅 Reuten 2003 和 Murray 2003）。

因此，在上述作者之间持续不断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歧，这些分歧正被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的解释和重构建议仍可被视为一个依然富有成效和创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解释策略继承了马克思本人面临的所有问题，这并不奇怪：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及其哲学终极奠基的主张，与马克思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基础的理论类型的要求之间如何相处，这一问题仍有待澄清（参阅 Albriton 1999，Murray 1988 和 Smith 1993）。众所周知，马克思从未兑现向自己及其读者交代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中继续使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承诺。新辩证法学派的长处在于接受并认真对待他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初衷（参阅 Quante 2014）。这也同时是引发众多问题和反驳的入口：不仅是系统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依然引发的未决问题也属于马克思的黑格尔遗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计划和新辩证法目前仍然是结果未定的项目（见第 III.C.7 章）。

Michael Quante

12 路易·阿尔都塞

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属于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鲜有人像他那样致力于建立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和短语：多元决定的矛盾（overdetermined contradiction）、复杂结构的整体、马克思著作中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作为生产的认识、理论反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询唤（interpellation）、无主体无目标的历史过程、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sm）。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教师，他影响了像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的作者，并拥有一个学生圈子，其中包括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人。同时，尽管从未进入其核心圈子，阿尔都塞直到去世仍留在法国共产党（KPF）内，从而卷入了该党的威权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躁郁症发作和反复住院后，他最终于 1980 年 11 月在精神错乱中勒死了他的妻子埃莱娜·雷特曼（Hélène Rytman）。

阿尔都塞的思想只能在他所介入的理论和政治背景下才能理解：共产党的去斯大林化进程缓慢（尤其是法共），第二国际失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法国人文科学的创新与批判，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治理文化战略（Elliott 1987）。贯穿其中的红线是尝试通过与马克思的探讨，发展出一种复杂性和独特性的哲学，这种哲学在政治上依然致力于建立一个无国家的无阶级社会这一计划（Goshgarian 2006）。基于这种连续性，阿尔都塞的著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持续到 1959 年的开端阶段，此时阿尔都塞的思想正在形成；从 1960 年持续到 1965 年的认识论阶段，阿尔都塞试图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来获得一种科学哲学；位于 1966 年至 1977 年间的阶级斗争阶段，此时哲学被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诞生，阿尔都塞以左翼列宁主义的国家批评者形象出现；最后是从 1978 年持续到他 1990 年去世的偶然阶段，此时寻求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一种“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取代，这种哲学源于由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建立的地下唯物主义传统。

开端

认识论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阶段主要由两部书构成，凭借这两部书他在法国以外也声名鹊起：1960 年至 1965 年间撰写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Für Marx, 2011 [1965]）以及与艾蒂安·巴里巴尔、罗杰·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和雅克·朗西埃合著的《阅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 2014 [1965]）。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核心诉求是，借助法国认识论传统（巴什拉、康吉莱姆等）以及斯宾诺莎和弗洛伊德，重构在马克思著作中以及恩格斯和列宁偶尔实践过的哲学。这里的对手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以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为代表的法共官方哲学，阿尔都塞认为斯大林主义在其人道主义修辞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技术主义和康德主义，由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发展的关于历史总体性和实践的青年黑格尔派观念，阿尔都塞认为这是一条理论死胡同（Wolf 2011）。

这一重构努力的中心论点是：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它将始于 1845/46 年的“科学”阶段与“意识形态”的早期阶段区分开来。马克思在 1842 年至 1844 年间仅仅是一个“先锋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他“将异化理论，即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应用于政治和人的具体活动，然后才在“手稿”中（大部分）将其扩展到政治经济学（2011 [1965], 50）。相反，1845/46 年在他那里发生了“双重奠基行动”：随着“历史大陆”的发现，建立了作为“历史科学理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创造了一种“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同上, 35）。通过脱离费尔巴哈，马克思抛弃了任何“人的哲学”，并完成了向“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领域转换”。阿尔都塞的这一解释引发了激烈且至今仍有影响的争议。即使这肯定不是对东西方异议人士的斯大林式攻击（如 Thompson 1995 [1978] 所述），但仅就马克思内部而言，也可以提出一系列反对意见：(1) 将青年马克思等同于费尔巴哈，忽略了他所汲取的多种理论资源。(2) 规范-人类学的假设以及异化诊断在 1845/46 年后的马克思著作中并未消失。(3) 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科学，模糊了依然剧烈的历史哲学问题，并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变成了“所谓的”“历史科学”的一个简单应用案例（Lindner 2011）。

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创立的这种“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在当时定义为大写的“理论”（Théorie），即关于理论实践及其与其他实践类型之差异的认识论超级科学。其原则可以通过对“成熟马克思”应用同样的阅读实践来获得，这种阅读实践也是马克思阅读政治经济学时所用的：“症候阅读”，即将话语的空缺和中断视为一种症候，表明在理论问题域中什么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2014a [1965]）。阿尔都塞主要关注两个综合体。首先，他试图从《大纲》导言中获得一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在那里区分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作为不可相互还原的秩序。他关于“将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II, 1.2, 37 / 42, 36）的说法，指向了一种将认识视为独立生产过程的构想，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技术的原材料（一般性 I）借助作为生产资料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性 II）被加工成独特的认识产品（一般性 III）。尽管这种观点与恩格斯和列宁的反映论彻底决裂，但它本身并非没有矛盾：在阿尔都塞那里，它与一种普遍存在的经验主义理解相对立，后者既包括经验主义的“所与的神话”，也包括科学实在论关于所谓“理论实体”真实性的假设（认为价值或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是真实的，这被认为具有经验主义特征！）。此外，在阿尔都塞的认识构想中，经验的位置尚不清楚，而且理论的真理标准完全是以约定论的方式确定的（Sayer 1978）。

阿尔都塞在这一时期处理的第二个重大哲学主题是因果性。他广泛的思考可以通过相对于黑格尔的三条“分界线”来概括。第一条涉及矛盾的概念：黑格尔的矛盾是简单的和内部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正如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分析所显示的——作为基础、上层建筑和具体（全球）历史情境的相互作用，在根本上是“多元决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即在于此（2011 [1965]）。其次，黑格尔依附于一种“表现的总体性”观念，其中社会整体根据本质的同时性由单一的（精神）原则统治，而马克思则从一个“复杂结构的整体”出发。在这个整体中——根据阿尔都塞的空间和法律隐喻——不同的社会“层面”和“审级”根据历史可变的支配关系相互“结合”（artikuliert），其中每一个都拥有“相对自主性”和自身的时间性，而经济是“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第三，在黑格尔那里存在一种“表现的因果性”构想，其中——根据有机体隐喻——单个元素通过其各自的功能被目的论地解释。相反，马克思实践的是阿尔都塞所称的“结构因果性”，其中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原因在“不可见”的意义上是“缺席”的（2014b [1965]）。阿尔都塞所设想的结构因果性究竟是什么，仍然有些不清楚。后来的文本表明，他关心的是斯宾诺莎的“单一本质”问题（Goshgarian 2003）。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阶段常被（例如 Jaeggi/Honneth 1977）理解为“结构主义”，而他本人被视为“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鉴于阿尔都塞早在《阅读资本论》中就坚持他的结合（Articulation）思想与结构主义的组合术无关，稍后关于列维-施特劳斯的一次讲座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种误解。不仅因为列维-施特劳斯以文化主义的方式无法将亲属关系思考为生产关系，并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民族学意识形态。尤其是他通过无休止的同源性和同构性只展示了一种星丛的可能性，却从未解释其实际存在。因此，单一的星丛——这是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总批评——变成了“一种纯粹形式组合方式的单纯变体”（1995 [1966],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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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与认识论阶段相比，阿尔都塞著作中的阶级斗争阶段首先以哲学观念的重构为特征。这一重构始于一次演讲，在演讲中，阿尔都塞指出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的“经验空白”（Empirieleerstelle），并自我批评地指出未能充分区分哲学与科学（1995a [1966]）。（在1975年[1972]的《自我批评要素》中，他将谈及“理论主义”，并特别抨击认识论的理性主义。）随后，在《哲学与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讲座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他新的哲学构想：哲学没有自己的对象，也不是各种差异性实践的整体，而是一个理论的“战场”；它“不生产知识，而是提出论点，[] 以便以正确的方式提出科学实践和政治实践的问题”（1985 [1967], 14）。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科学中捍卫从科学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从外部输入的唯心主义观点（如结构主义）。在《列宁与哲学》中，阿尔都塞赞扬了列宁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抵抗精神，相应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而是创立了一种“哲学的新实践”（1974 [1968], 44）：“哲学在理论领域代表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科学旁边代表政治；另一方面，哲学在政治中代表科学性，即在卷入阶级斗争的各个阶级旁边代表科学性。”（同上，42）阿尔都塞现在的相关表述是：“哲学，归根结底，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1973a [1972], 39）

导致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末致力于阐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因之一，是他对自己早期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笼统对立的做法感到不满。根据这一新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错误或纯粹的欺骗体系，而是具有一种“物质存在”：它定位在再生产特定阶级关系的制度、仪式和实践中。阿尔都塞在此承接了葛兰西广义的国家概念，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政府、行政、军队、警察、监狱）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家庭、教育系统、政党、利益集团、媒体等），前者的运作主要基于暴力，后者则主要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作，并且典型地将传授某种技能（know-how [法文 savoir-faire]）与“对统治意识形态的臣服”以及“其实践运用的掌握”结合在一起（2011 [1970], 43）。（相应地，科学被定位于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育系统中。）

阿尔都塞理论化的一个特征是，他不将意识形态与统治的显明化（Evident-Machung）和正当化相挂钩，而是——像弗洛伊德和拉康看待无意识那样——认为它是“永恒”的，即跨历史的。他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与其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征”（同上，75）。它通过一种“询唤”（Anrufung）机制发挥作用，在这种机制中，个体通过认同作为自由能动性和责任之所在的大主体（如上帝）和小主体而被“臣服/主体化”（assujettissement，此处取法语双重含义）。正如后结构主义的接受史（例如 Butler 2001 [1997]）所显示的，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变得与文化同义，以至于人们几乎很难再去思考一种不总是已经被臣服的、非统治性的主体性和行动能力。

阿尔都塞反对法国共产党（KPF）“欧洲共产主义式”社会民主化的左翼列宁主义抵抗立场，在意识形态论文中已初露端倪：文中提到（2011 [1970], 52），必须首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才能粉碎国家机器。不久之后，历史被理解为“无主体无目的的过程”，其“动力”是阶级斗争（1973a [1972]）。阿尔都塞这一时期文本的特点是僵化地坚持列宁的革命观，以及严重的阶级（斗争）还原论。相应地，在法文新译本《资本论》的序言中，他指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有从“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出发才能理解（1973 [1969]）。然而，这些文本同时也见证了他在马克思阐释方面的进步：阿尔都塞现在强调诸如剩余价值等“理论实体”的现实性，也不再否认“成熟马克思”中的黑格尔主义成分。在政治上，他反对法共官方路线的斗争导致他试图阻止从党纲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对他而言，这等同于像巴黎公社那样的“非国家”），并谴责党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威权官僚主义实践。阿尔都塞怀着重新开始的希望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终于显现出来了：即使在一个世纪之后，它仍未能发展出一套理论上令人满意且能赋能于政治行动的国家批判（1978）。

偶然唯物主义

对于阿尔都塞著作中偶然的、最后的部分——这部分是在他杀害妻子后主要在精神病院中完成的——除了自传（1993）外，主要有三篇文本具有相关性：在《在其界限中的马克思》（1995b [1978]）中，阿尔都塞将国家定义为党派性的权力机器，它将阶级斗争的暴力转化为普遍约束的法律。他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看法在此发生了显著转变：此前在Gérard Duménil的《<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概念》序言中，他还主张研究相对于叙述（Darstellung）的优先性，并将后者理论化为概念领域的非连续性开启（1983 [1977]），而现在，《资本论》被批评为一本除了少数阶级斗争的片段外，本质上是黑格尔主义的书。

在《相遇唯物主义的潜流》（1995c [1982]）中，阿尔都塞援引了一个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经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延伸至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从非线性、无序和实证性的优先地位出发。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1994 [1986]）中，他最终谈到了一种“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ischer Materialismus），这不再是一种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哲学”。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对单一性（Singularität）哲学的探索是如何扰乱了早期的坐标系的：唯物主义应当是一种唯名论，并与休谟的因果律规则模型相兼容。阿尔都塞几十年来一直宣称“自由”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并显现出某种伦理转向，这回溯到了年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当伊壁鸠鲁的原子在虚空中平行下落并相遇时——在由‘偏斜’（clinamen）产生的偏离中——人们就能在必然性的王国中辨认出人类自由的存在。”（同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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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夫·托洛茨基

俄罗斯革命家、政治家和作家列夫·D·托洛茨基（Leo D. Trotzki，1879–1940）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之一。伴随他政治活动的是大量的文章、论文和历史专著。在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初期的框架内，他是仅次于列宁的决定性人物。

莱布·布朗斯坦（Leib Bronstein）——他在1902年采用列夫·托洛茨基作为化名——在青年时期便活跃于革命圈子。由于其活动，他多次入狱，从流放地逃脱并流亡海外。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从事记者工作并结识了列宁，尽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将两人的关系理想化为一种近乎牢不可破的友谊（Trotzki 1930），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发生分裂。作为政党先锋队理论的批评者，托洛茨基在未来的政党理念上更亲近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而非以微弱劣势落败的该党派系，并与列宁发生冲突。列宁的先锋队理念由对立派系——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所代表，托洛茨基批评该理念容易导致独裁。列宁的政党组织构想会导致最终“党组织替代党本身，中央委员会替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替代中央委员会”（Trotzki 1970, 73）。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逃往欧洲，开始在不同国家从事波折不断的记者生涯。1917年，他因被法国驱逐而抵达美国，随后因沙皇俄国的起义返回圣彼得堡。托洛茨基此时转向布尔什维克路线，并从那时起试图让人遗忘他之前的疑虑和批评。在十月革命和苏联初期的背景下，托洛茨基担任战争人民委员，并在此职位上为红军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在这一时期，他在全世界被视为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并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世界革命最有权势和领导地位的人物之一。在此过程中，托洛茨基主导了秘密警察的建立、对自由选举的阻挠以及对新闻自由的废除。

随着列宁于1924年去世，托洛茨基的权力达到顶峰，随后被斯大林——他低估了斯大林——逐渐排挤出政治中心。1929年，受斯大林指使，托洛茨基先是被流放，不久后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被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开除，他的著作在苏联被禁，家人和追随者遭到无情的迫害和处决。托洛茨基设法首先在土耳其获得收留，他在那里创作了《俄国革命史》（2010）。1933年至1935年，托洛茨基得以在法国逗留；他在那里通过出版活动组织反对斯大林统治的抵抗，这有助于使他成为全球最知名的苏联近期发展批评者。最终，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接收他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获得了前往墨西哥的机会。他在那里继续进行反对斯大林的工作。1938年，在他的倡议下，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成立，但在政治上这更多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组织。此时，托洛茨基在世界范围内仅拥有极少数追随者。由于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将托洛茨基主义构建为一个空洞的公式，用以合法化逮捕和清洗浪潮，托洛茨基自己甚至一度产生印象，以为他在俄国拥有无数追随者，且斯大林主义即将崩溃。托洛茨基在流亡初期对斯大林的批评依然模棱两可，因为他寄希望于被斯大林召回领导层。1940年，托洛茨基被苏联秘密警察（GPU）的一名刺客暗杀。

早在对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中，托洛茨基就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Trotzki 1993 [1906]），该理论主张不同类型革命之间存在连续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会发展成为由工人自发表达所引发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断革命论不仅主张各种革命类型在时间上的纵向联系，还主张一种横向的同步联系，即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并从那里扩散至全球，最终导致共产主义世界社会的建立。这种发展被托洛茨基认为是必然的，并援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加以论证，归根结底是不可阻挡的；托洛茨基根据这一学说解释全世界的任何社会变革，而忽略了经验性事件对历史规律的经验性修正。在一国或个别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

列宁死后，争夺苏维埃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日益显露的对立，在术语上表现为两种革命理念之间的斗争（Trotzki 1993 [1930]）。

当托洛茨基坚持不断革命模式时，斯大林及领导层的大多数人从1924年12月起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有可能独立于普遍的世界革命而在一个国家内稳定社会主义，双方都声称自己忠于列宁主义。实际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主要受权力战术问题的影响。托洛茨基主要用两个论点来反对一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方面，他指出在当今全球经济中，任何孤立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尝试都必将失败并导致堕落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他援引自己对具有自然必然性的历史运动规律的洞察。斯大林（1952 [1924]）很早便试图证明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主义不相容，并特别鉴于托洛茨基立场带来的外交政策风险，发展了更为务实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

托洛茨基并没有对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探讨。他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者，在政治失败后，试图既反对斯大林，又避免向民主政体靠拢，以此捍卫俄国革命的初衷免受扭曲。然而，在此过程中，托洛茨基并未对自己参与苏联构建的角色进行任何批判性分析。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使得托洛茨基对于许多因其对斯大林的批判态度而对他产生共鸣的知识分子来说，最终变得不可接受，并导致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决定的第四国际陷于孤立。托洛茨基主义至今未能摆脱这种边缘化状态。今天主要令人感兴趣的是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2010），以及部分关于斯大林主义统治实践的分析和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似性的分析（如 2009）。同样有趣的还有他对列宁政党理念具有先见之明的批评，尽管他自己从1917年起便否认了这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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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批判理性主义

批判理性主义：这一名称指代一种哲学态度，它在寻求知识和实际解决问题时推荐批判性审查的方法。正如历史（尤其是科学史）所表明的那样，长期以来对不可修正的确定性的要求必须被放弃。在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领域，都必须考虑到错误的存在；不存在确定性和成功的保证。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逐步接近真理。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从一个问题丛出发，首先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到底涉及哪些问题。随后，我们设计出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建议，继而利用逻辑和经验手段对其进行尽可能严格的审查，从而逐步消除我们理论或行动方式中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修正之后，通常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丛，随之可以开启解决问题过程的下一个循环。批判理性主义的特征是彻底的可错论（Fallibilismus）以及持续且尽可能及时地修正错误的原则，即持续寻找错误并及早修正出现的错误的方法。可以用一个简短的公式将批判理性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法概括为 ⋅ 试错法 ⋅ (Popper 1979, 26 f.)，⋅ 猜想与反驳法 ⋅ (Popper 1963) 或者 ⋅ 建构与批判法 ⋅ (Albert 1975)。

批判理性主义将自身理解为广义上的“理性主义”；像启蒙运动一样，它诉诸普遍的人类理性、论证和公开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它与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划清了界限。然而，它并不意图与经验主义对立；相反，批判理性主义结合了经验主义和康德批判主义的要素。批判理性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由出身奥地利的哲学家卡尔·赖蒙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自1965年获封英国贵族头衔：“卡尔爵士”）发展的，他自1945年起正式为这些理念引入了“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这一名称（Popper 2003a II, 263 和 269）。

很快，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加入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纲领。其最重要的学生和追随者包括：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 1924–1999）、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约瑟夫·阿加西（Joseph Agassi, 1927年生）、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William Warren Bartley III, 1934–1990）、艾伦·穆斯格雷夫（Alan Musgrave, 1940年生）、恩斯特·托皮奇（Ernst Topitsch, 1919–2003）、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 1921年生）和杰拉德·拉德尼茨基（Gerard Radnitzky, 1921–2006）。此外，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和艺术史学家恩斯特·H·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 1909–2001）也与批判理性主义关系密切。康德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视为批判理性主义的精神之父（参见 Niemann 2004, 172 f., 399）。

波普尔的生平背景

卡尔·赖蒙德·波普尔于1902年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父母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父亲西蒙·卡尔·西格蒙德·波普尔（Simon Carl Siegmund Popper, 1856–1932）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在他的藏书中，除了康德、威廉·冯·洪堡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作品外，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费迪南德·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著作，此外还有关于马克思批判的重要文献（例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卡尔·门格尔）。老波普尔也积极投身于社会项目；例如，他是维也纳无家可归者收容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卡尔的叔叔瓦尔特·席夫（Walter Schiff）是社会政治党的成员；他的远房亲戚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Josef Popper-Lynkeus）是一位因提出消除贫困和匮乏的建议而广为人知的社会改革家。因此，波普尔很早就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变得敏感。通过家庭朋友阿瑟·阿恩特（Arthur Arndt），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想。据波普尔所说，阿恩特“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相信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发现我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听众：没有什么比结束贫困更重要了。”（Popper 1979, 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普尔最初离开了学校，作为旁听生修读了历史、哲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和文学的讲座，并加入了社会主义协会。根据他自己的自白，他在1919年认为自己“有两三个月”是共产主义者（Popper 1979, 40）；但就在同一年，他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两件事吓退了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傲慢，以及为了运动的目标而接受暴力牺牲。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是波普尔精神发展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Popper 1979, 45）。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及其教义的批判性探讨，引导他思考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于他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著作，而且对于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贡献都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克思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批判

波普尔属于马克思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的批评有引文佐证，并在细节上理由充分。（当然，他的某些解释仍然存在争议；参见 Cornforth 1968; Suchting 1972; Hudelson 1980 等）。波普尔致力于进行区分；例如，他区分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素分别进行评判，评价通常也各不相同。

波普尔自1919年起坚决拒绝马克思主义，但这并未改变他对马克思本人的根本赞赏。他对这个人的赞赏源于其人道主义情怀、正义感和知识上的诚实。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他仍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评价为一项重要的科学成就。直到1965年，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集的影响下，波普尔才修正了他的总体评价，认为“马克思远没有我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人性和热爱自由。”（Popper 2003a II, 364）

共识点

在重要的系统性观点上，波普尔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像马克思一样，波普尔将社会问题视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并赞同这一信条：哲学家不仅应该解释世界，还应该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波普尔也赞同背离神学的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并赞同在历史分析中考虑经济条件。


12 路易·阿尔都塞

米歇尔·宽特 (Michael Quante)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属于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鲜有人像他那样致力于构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相关概念和短语：多元决定的矛盾（overdetermined contradiction）、结构复杂的整体、马克思著作中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作为生产的认识、理论反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和镇压性国家机器、询唤（interpellation）、历史是无主体无目标的过程、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sm）。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哲学教师，他影响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作者，并拥有一个包括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人在内的学生圈子。与此同时，阿尔都塞直到去世都一直留在法国共产党（KPF）内——尽管从未属于其核心圈子——并因此卷入了该党的威权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之中。在经历了几十年反复住院治疗的躁狂抑郁症发作后，他最终于1980年11月在精神错乱中勒死了他的妻子海伦·雷特曼（Hélène Rytman）。

阿尔都塞的思想只有放在其干预的理论和政治背景下才能理解：共产党（特别是法共）缓慢的去斯大林化进程、第二国际失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法国人文科学的创新与批判，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治理文化战略（Elliott 1987）。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是：试图通过与马克思的对话，发展一种关于复杂性和独特性的哲学，这种哲学在政治上始终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国家的无阶级社会这一方案（Goshgarian 2006）。基于这种连续性，阿尔都塞的作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形成阶段（Anfänge），持续到1959年，是阿尔都塞思想形成的时期；认识论阶段（epistemologische Phase），从1960年持续到1965年，在此期间阿尔都塞试图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来获得一种科学哲学；阶级斗争阶段（klassenkämpferische Phase），介于1966年和1977年之间，在此期间哲学被政治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诞生，阿尔都塞以左翼列宁主义的国家批评家形象出现；最后是偶然阶段（aleatorische Phase），从1978年持续到他1990年去世，在此期间，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被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哲学”所取代，这种哲学试图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所开创的地下唯物主义传统中推导出来。

形成阶段

阿尔都塞的形成阶段……（原文此处乱码）

认识论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阶段主要由两部书构成，凭借这两部书，他的名声远播至法国之外：即1960年至1965年间撰写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Für Marx, 2011 [1965]）以及与艾蒂安·巴里巴尔、罗杰·埃斯塔布莱、皮埃尔·马舍雷和雅克·朗西埃合著的《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 2014 [1965]）。这一时期阿尔都塞的核心关切是借助法国认识论传统（巴什拉、康吉莱姆等）以及斯宾诺莎和弗洛伊德，重构马克思著作中（以及恩格斯和列宁偶尔实践过的）哲学。这里的对手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以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为代表的法共官方哲学，阿尔都塞认为斯大林主义在其人道主义修辞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技术主义和康德主义，由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发展的关于历史总体性和实践的青年黑格尔派观念，阿尔都塞认为这是一条理论死胡同（Wolf 2011）。

这一重构努力的核心在于这样一个论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它将始于1845/46年的科学阶段与早期的意识形态阶段区分开来。阿尔都塞认为，1842年至1844年间的马克思仅仅是一个先锋派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他将异化理论，即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应用到政治和人类的具体活动中，随后在《手稿》中（主要部分）将其扩展到政治经济学（2011 [1965], 50）。与之相反，在1845/46年，他实现了一种双重奠基：随着历史大陆的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科学理论得以确立，同时一种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被创造出来（同上, 35）。通过脱离费尔巴哈，马克思将每一种人的哲学都抛在身后，并完成了向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地盘转换。阿尔都塞的这一解释引发了激烈的、至今仍在产生影响的争议。即便这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东西方异见人士的攻击（如 Thompson 1995 [1978] 所言），但仅就马克思理论内部而言，也可以提出一系列反对意见：（1）将青年马克思等同于费尔巴哈忽略了他所汲取的丰富理论资源。（2）规范性的人类学假设以及异化诊断在1845/46年后的马克思著作中并未消失。（3）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科学，掩盖了依旧活跃的历史哲学问题，并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变成了所谓的历史科学的一个简单应用案例（Lindner 2011）。

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一时期定义为大写的理论（Théorie），即关于理论实践及其与其他实践方式之差异的认识论元科学（Superwissenschaft）。其原则可以通过对“成熟的马克思”应用同一种阅读实践来获得，即马克思用来阅读政治经济学的那种实践：一种“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它将话语的空白和中断视为一种症候，表明在某个理论问题域中什么是可见的，什么是不可见的（2014a [1965]）。阿尔都塞主要关注两个复合体。一方面，他试图从《大纲》导言中提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在那里区分了“思维客体”（Erkenntnisobjekt）和“实在客体”（Realobjekt）作为不可相互还原的秩序。他关于“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II, 1.2, 37 / 42, 36）的论述指向了一种将认识视为独立生产过程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技术的原材料（一般性 I）借助作为生产资料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性 II），被加工成独特的认识产品（一般性 III）。尽管这种观点与恩格斯和列宁的反映论彻底决裂，但它本身也并非没有矛盾：在阿尔都塞那里，它与一种普遍存在的经验主义理解相对立，这种理解既包括经验主义的“所与的神话”（Mythos des Gegebenen），也包括关于所谓“理论实体”实在性的科学实在论假设（认为价值或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是真实的，这被认为具有经验主义特征！）。此外，在阿尔都塞的认识概念中，经验的位置仍不明确，真理标准也被完全约定主义地定义了（Sayer 1978）。

阿尔都塞在这一时期处理的第二个重大哲学主题是因果性。他那广泛的思考可以通过针对黑格尔的三条“分界线”来概括。第一条涉及矛盾的概念：黑格尔的矛盾是简单的和内在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正如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分析所显示的——作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具体（全球）历史情境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是被多元决定（überdeterminiert）的。这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特性（2011 [1965]）。其次，黑格尔依附于一种“表现的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ät）观念，其中社会整体根据一种本质的同时性由单一的（精神）原则统治，而马克思则从一种“结构复杂的整体”出发。在这个整体中——根据阿尔都塞的空间和法律隐喻——不同的社会“层面”和“实例”（Instanzen）根据历史上可变的支配关系相互“结合”（artikuliert），其中每一个都拥有“相对自主性”和自身的时间性，而经济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第三，在黑格尔那里可以找到一种“表现的因果性”概念，其中——根据有机体隐喻——个别元素通过其各自的功能被目的论地解释。相反，马克思实践的是阿尔都塞所称的“结构因果性”（strukturale Kausalität），其中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原因以“不可见”的意义“缺席”（2014b [1965]）。阿尔都塞所构想的结构因果性究竟是什么，仍然有些不清楚。后来的文本表明，他关注的是斯宾诺莎的“独特本质”（singular essences）问题（Goshgarian 2003）。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阶段常被（例如 Jaeggi/Honneth 1977）理解为“结构主义”，他本人也被视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尽管阿尔都塞早在《读〈资本论〉》中就坚持认为他的结合思想与结构主义的组合术无关，但这之后不久一篇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讲座进一步证实这是一种误解。不仅列维-斯特劳斯以文化主义的方式无法将亲属关系思考为生产关系，并再生产了“原始社会”的民族学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无尽的同源性和同构性，总是只展示了一种星座的可能性，而从未解释其实际存在。因此，独特的星座——正如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总批评——变成了“一种纯粹形式组合方式的单纯变体”（1995 [1966], 441）。

阶级斗争

与认识论阶段相比，阿尔都塞著作的阶级斗争阶段首先以哲学观念的重构为特征。这一重构始于一次演讲，阿尔都塞在其中指出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的经验空白，并自我批评地指出没有充分区分哲学和科学（1995a [1966]）。（在《自我批评材料》1975 [1972] 中，他将提到“理论主义”，并特别谴责向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借贷。）在《哲学与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讲座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他的新哲学概念：哲学没有自己的对象，也不是差异化实践的整体，而是一个理论“战场”；它“不生产认识，而是提出论点，[] 以便以正确的方式提出科学实践和政治实践的问题”（1985 [1967], 14）。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之一是在科学中捍卫从科学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从外部输入的唯心主义观点（如结构主义）。在《列宁与哲学》中，阿尔都塞赞扬了列宁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反抗精神，并相应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创立一种新哲学，而是创立了一种“哲学的新实践”（1974 [1968], 44）：“哲学在理论领域代表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科学旁边；另一方面，哲学在政治中代表科学性，在参与阶级斗争的阶级旁边。”（同上, 42）阿尔都塞的相关表述现在是：“哲学归根到底是在理论中的阶级斗争。”（1973a [1972], 39）

导致阿尔都塞在60年代末期致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因之一，是对他早期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笼统对立的不满。现在的思想是，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错误或单纯的欺骗系统，而是具有“物质存在”：它位于再生产各自阶级关系的制度、仪式和实践中。阿尔都塞在此承接了葛兰西的广义国家概念，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政府、行政、军队、警察、监狱）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家庭、教育系统、政党、利益集团、媒体等），前者主要基于暴力运作，后者主要以意识形态模式运作，典型的做法是将技能（know-how，法文 savoir-faire）的传授与“对统治意识形态的臣服”以及“其实践运用的掌握”结合起来（2011 [1970], 43）。（相应地，科学位于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育系统中。）

阿尔都塞理论化的特点在于，他不将意识形态与统治的显明化和辩护挂钩，而是——像弗洛伊德和拉康对待无意识那样——认为它是（原文此处乱码），即认为是跨历史的（transhistorisch）。他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再现’”（同上, 75）。它是通过一种“询唤”（Anrufung/Interpellation）机制运作的，在这一机制中，个人通过认同于一个大主体（如上帝），被“征服/主体化”（unterworfen，取法文 assujettissement 的双重含义）为一个作为自由能动性和责任之所在的小主体。正如后结构主义的接受（例如 Butler 2001 [1997]）所显示的那样，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变得与文化同义，并且几乎不再可能思考一种不总是已经被征服的、非统治的主体性和行动能力。

阿尔都塞反对法共“欧洲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化的左翼列宁主义抵抗已经在意识形态论文中显现出来：正如那里所说（2011 [1970], 52），必须首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才能粉碎国家机器。不久之后，历史被理解为“无目标无主体的过程”，其“动力”是阶级斗争（1973a [1972]）。阿尔都塞这一时期文本的特点是僵化地坚持列宁的革命观念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还原论。相应地，在《资本论》法文新译本的前言中，他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有从“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出发才能理解（1973 [1969]）。然而，这些文本同时也见证了马克思解释的进步：阿尔都塞现在强调诸如剩余价值等“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也不再否认“成熟马克思”中的黑格尔主义。在政治上，他反对法共官方路线的行动最终表现为试图阻止从纲领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这等同于像巴黎公社那样的“非国家”），以及谴责党内依然盛行的独裁官僚实践。阿尔都塞怀着重新开始的希望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终于显而易见了：即使在一个世纪之后，它仍未能发展出一种理论上令人满意并能赋能政治行动的国家批判（1978）。

偶然唯物主义

对于阿尔都塞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即偶然阶段——在他杀妻后大部分是在精神病院创作的——除了自传（1993）外，主要有三个文本是相关的：在《马克思的局限》（Marx in seinen Grenzen, 1995b [1978]）中，阿尔都塞将国家定义为党派性的权力机器，它将阶级斗争的暴力转化为普遍约束的法律。他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为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的《〈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概念》所作的前言中，还主张研究优于叙述，并将后者理论化为概念领域的非连续性开启（1983 [1977]），而现在《资本论》被批评为一本除了少数阶级斗争的插入外本质上是黑格尔主义的书。

在《相遇唯物主义的潜流》（Die unterirdische Strömung des Materialismus der Begegnung, 1995c [1982]）中，阿尔都塞援引了一个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直到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统，该传统从非线性、无序和肯定性的首要性出发。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Philosophie und Marxismus, 1994 [1986]）中，他最终谈到了一种“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ischer Materialismus），这不再是一种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哲学”。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对独特性哲学的探索如何扰乱了早期的坐标系：唯物主义应该是一种唯名论，并且与休谟的因果规律模型兼容。在阿尔都塞几十年来将“自由”宣称为意识形态观念的地方，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并且暗示了一种伦理转向，这种转向回溯到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当伊壁鸠鲁的原子在虚空中相互平行地落下并相遇时，人们——在由偏斜（clinamen）产生的偏离中——认识到在必然性王国中人类自由的存在。”（同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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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夫·托洛茨基

俄罗斯革命家、政治家和作家列夫·D·托洛茨基（Leo D. Trotzki，1879–1940）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之一。伴随其政治活动的是大量的文章、论文和历史专著。在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初期的背景下，他是仅次于列宁的关键人物。

早在青年时期，莱布·布朗斯坦（Leib Bronstein）——他在1902年采用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作为化名——便活跃于革命圈子中。由于其活动，他多次入狱，从流放地逃脱并流亡国外。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从事记者工作并结识了列宁，他与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而在他的回忆录中，这种关系被回溯性地美化为一种近乎牢不可破的友谊（Trotzki 1930）。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分裂。作为党先锋队理论的批评者，托洛茨基在未来的政党理念上更接近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而非以微弱劣势落败的党内派别，并因此与列宁发生冲突。他批评列宁的先锋队理念——该理念由反对派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所代表——容易导致独裁。他认为列宁的政党组织构想将导致“党组织最终取代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最后由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Trotzki 1970, 73）。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逃往欧洲，开始了一段在不同国家辗转的记者生涯。1917年，由于被驱逐出法国，他抵达美国，随后因沙皇俄国的起义而从那里返回圣彼得堡。托洛茨基此时转向布尔什维克路线，并从此试图让人遗忘他之前的怀疑和批评。在十月革命和苏联初创时期，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并在这一角色中为红军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在这一时期，他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并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最有权势和领导地位的人物之一。在此过程中，托洛茨基主导了秘密警察的建立、自由选举的阻挠以及新闻自由的废除。

随着1924年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的权力达到顶峰，随后被斯大林——他低估了斯大林——逐渐排挤出政坛。1929年，在斯大林的指使下，托洛茨基先是被流放，不久后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被逐出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他的著作在苏联被禁，家人和支持者遭到无情的迫害和处决。托洛茨基最初得以在土耳其落脚，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俄国革命史》（2010）。1933年至1935年，托洛茨基得以在法国逗留；他在那里通过出版刊物组织反对斯大林统治的抵抗运动，这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苏联近期发展批评者。最终，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接纳他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获得了前往墨西哥的机会。在那里，他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工作。1938年，在他的倡议下，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成立，但在政治上这更多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当时，托洛茨基在世界范围内仅剩少数追随者。由于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将托洛茨基主义构建为一个空洞的标签，用来作为逮捕和清洗浪潮的合法化借口，托洛茨基自己曾一度产生错觉，以为他在俄罗斯拥有无数追随者，且斯大林主义濒临崩溃。托洛茨基在流亡初期对斯大林的批评依然模棱两可，因为他希望能被后者召回领导层。1940年，托洛茨基被苏联秘密警察GPU的一名刺客暗杀。

早在对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中，托洛茨基就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概念（Trotzki 1993 [1906]），该概念主张不同类型革命之间存在连续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发展为由工人自发表达所引发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断革命不仅主张不同类型革命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还主张一种同步的联系，即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并从那里推动至全球，最终导致共产主义世界社会的建立。托洛茨基认为这一发展是必要的，并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其辩护，认为它最终是不可阻挡的，且世界范围内任何社会变革都被托洛茨基根据这一理论进行解释，而根据经验事件对历史规律进行的经验性修正则被忽略了。在一个国家或个别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列宁死后愈发明显的争夺苏维埃国家领导权的对抗，在术语上表现为两种革命理念之间的斗争（Trotzki 1993 [1930]）。

当托洛茨基坚持不断革命模式时，斯大林及领导层多数派从1924年12月起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独立于普遍的世界革命而在一个国家内稳定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双方都声称自己忠于列宁主义。事实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主要由权力战术问题所主导。托洛茨基主要用两个论点来反驳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他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任何孤立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尝试都必将失败并导致堕落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他引用了他对具有自然必然性的历史运动规律的洞察。斯大林（1952 [1924]）很早就试图证明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主义不相容，并且主要由于托洛茨基立场带来的外交政策风险，发展了更为务实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托洛茨基并没有对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探讨。他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者，在政治失败后，试图既反对斯大林，又避免向民主政体靠拢，以此捍卫俄国革命的初衷不被扭曲。然而，在此过程中，托洛茨基并未对他自己在塑造苏联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任何批判性分析。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使得托洛茨基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最终变得不可接受——这些知识分子原本因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态度而对他感到亲近——并导致托洛茨基主义及其主导的第四国际陷于孤立。托洛茨基主义至今未能走出这种边缘化状态。如今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2010），以及部分关于他对斯大林主义统治实践的分析和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似性的分析（例如 2009）。同样有趣的是他对列宁政党理念具有先见之明的批评，尽管他自己从1917年起便否认了这些批评。

Tim Roj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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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批判理性主义

批判理性主义（Kritischer Rationalismus）是一个哲学立场的名称，它在寻求认知和解决实际问题时推荐使用批判性审查的方法。正如历史，尤其是科学史所表明的那样，长期以来对不可修正之确定性的要求必须被放弃。在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领域，都必须预料到错误的发生；不存在确定性和成功的保证。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逐步接近真理。在此过程中，我们从一个问题情结出发，首先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具体涉及哪些问题。随后，我们提出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建议，紧接着利用逻辑和经验手段对其进行尽可能严格的审查，从而逐步消除我们理论或行为方式中的错误。在错误修正之后，通常会显现出一个新的问题情结，随后可以开启解决问题过程的下一个循环。批判理性主义的特征是彻底的易错论（Fallibilismus）以及持续且尽可能及时修正错误的原则，即不断寻找错误并尽早纠正出现的错误的方法。批判理性主义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概括为“试错法”（Popper 1979, 26 f.），“猜想与反驳法”（Popper 1963）或“建构与批判法”（Albert 1975）。

批判理性主义将自己理解为广义上的“理性主义”；像启蒙运动一样，它诉诸人类的普遍理性、论证和公开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它与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划清了界限。然而，但这并非意在与经验主义对立；相反，批判理性主义结合了经验主义和康德批判主义的元素。批判理性主义的基本思想由来自奥地利的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1965年受封英国贵族：“卡尔爵士”）发展而来，自1945年以来，他正式为这些思想引入了“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这一名称（Popper 2003a II, 263 和 269）。

很快，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加入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纲领。他最重要的学生和追随者包括：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1924–1999）、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约瑟夫·阿加西（Joseph Agassi，生于1927年）、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William Warren Bartley III，1934–1990）、阿兰·马斯格雷夫（Alan Musgrave，生于1940年）、恩斯特·托皮奇（Ernst Topitsch，1919–2003）、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生于1921年）和杰拉德·拉德尼茨基（Gerard Radnitzky，1921–2006）。此外，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和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1909–2001）也与批判理性主义关系密切。康德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被视为批判理性主义的精神之父（参阅 Niemann 2004, 172 f., 399）。

波普尔的生平背景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他的父母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父亲西蒙·卡尔·西格蒙德·波普尔（Simon Carl Siegmund Popper，1856–1932）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在他的图书馆里，除了康德、威廉·冯·洪堡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著作外，还摆放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费迪南德·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著作，此外还有关于马克思批判的重要论著（例如欧根·庞巴维克、卡尔·门格尔）。老波普尔也实际参与社会项目；例如，他是维也纳流浪者收容协会（Wiener Asylverein für Obdachlos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卡尔的叔叔沃尔特·希夫（Walter Schiff）是社会政治党（Sozialpolitische Partei）的成员；他的远房亲戚约瑟夫·波普尔-林寇斯（Josef Popper-Lynkeus）是一位因提出消除贫困和匮乏的建议而广为人知的社会改革家。因此，波普尔很早就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变得敏感。通过家庭朋友阿图尔·阿恩特（Arthur Arndt），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想。据波普尔所说，阿恩特“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相信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发现我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听众：没有什么比终结贫困更重要了。”（Popper 1979, 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普尔最初离开了学校，作为旁听生参加了历史、哲学、数学、物理、心理学和文学的讲座，并加入了社会主义组织。据他自己的自白，他在1919年曾“有两三个月”视自己为共产主义者（Popper 1979, 40）；但同年他就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两件事让他感到反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傲慢，以及为了运动的目标而接受暴力牺牲。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是波普尔思想发展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Popper 1979, 45）。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教义的批判性探讨引导他思考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对他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以及在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是马克思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的批评有引文佐证，并有详细的论证。（当然，他的一些解释仍然存在争议；参阅 Cornforth 1968; Suchting 1972; Hudelson 1980 等）。波普尔致力于区分对待；他区分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化。他分别评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素，并且评价往往不同。

尽管波普尔自1919年起就坚决拒绝马克思主义，但这并未改变他对马克思本人的基本尊重。他尊重这个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正义感和知识上的诚实。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他仍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评价为一项重要的科学成就。直到1965年，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影响下，波普尔才修正了他的总体评价，认为“马克思远不如我书中表现的那样具有人性和热爱自由。”（Popper 2003a II, 364）

一致之处

在重要的系统性观点上，波普尔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像马克思一样，波普尔将社会问题视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并赞同哲学家不仅应该解释世界，还应该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信条。波普尔也欢迎背离神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并在分析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时考虑经济条件。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唯物主义）相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密尔的心理主义是一个进步。当然，马克思将经济主义过度推演为一种经济本质主义，视所有精神文化创造，包括宗教、法律、科学和政治，仅仅为物质生产关系的表层建筑。波普尔称赞马克思对阶级对立的描述具有揭示旧制度错误的功绩。此外，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周期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例如长期的高失业率。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著作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最详尽的批判见于他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此外还有一些较短的文章，特别是论文“什么是辩证法？”（Popper 1940；也收录于 2009 [1963], 312–335）和“社会科学中的预测与预言”（Popper 2009 [1963], 336–346）。

出于政治原因，波普尔起初并不打算发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意见；“因为当时在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主义要糟糕得多。”（Popper 1979, 45）当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错误在当时的极权主义运动和政权中有相似之处时，他改变了主意，并开始更深入地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及其现实后果。1936年春，经济学家哈耶克邀请波普尔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研讨会。在那里，波普尔提出了他对所谓“历史决定论”（Historizismus）的批判。同年一月，他已经在布鲁塞尔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Alfred Braunthal）家中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从这些讲座到书籍出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实际问题的研究篇幅越来越大，波普尔最初还是考虑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经过反复周折和多次修改，这些内容于1944/45年分三部分发表在《经济》（Economica）杂志上。直到几年后的1957年，波普尔才将他的思想经过再次修改后以书名《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这部作品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德文版于1965年以《Das Elend des Historizismus》为题出版。这个标题影射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1847）（德译本：1885；MEW 4），这是对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1846）的回应。由于波普尔从一开始就觉得思路过于抽象，他想通过关于历史决定论历史的注释来补充和说明：历史决定论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为何能在不同时期反复盛行？从这些研究中衍生出了大量手稿，最终扩展成了两卷本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5年在伦敦出版。德文译本于1957/58年出版（Popper 2003a）。

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主要关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论批判”（Popper 2003b, X）。它代表了所有犯有同样历史决定论错误的各种历史哲学。波普尔所理解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方法论立场，这种立场认为（1）存在不可避免地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2）发现这些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宏大预测是这些科学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松散结合的集合，其要素或多或少地出现在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思想中。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到的名字包括赫西俄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奥古斯特·孔德、密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卡尔·曼海姆和阿诺德·汤因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焦点是柏拉图，而第二卷旨在揭露黑格尔和马克思为虚假的先知。

马克思将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最终“终极目的”描述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MEW 23, 15 f.）。在他的预言中，首当其冲的是对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预测，马克思正是依据这一所谓的规律。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纯粹、发展最完善且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Popper 2003a I, 96）。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旨在表明历史决定论不是一种可行的社会科学方法。为此，他详细批评了反自然主义（Popper 2003b, 49–93）和亲自然主义的变体（同上，94–144）（关于这些历史决定论假设是否应当归咎于马克思，在文献中存在争议；参阅 Suchting 1972; Hudelson 198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波普尔一直致力于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严格的反驳，试图证明出于逻辑原因，我们不可能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Popper 2003b, XIII–XV; Popper 2001, 68–83）。他的证明基于这样一个考量：关于我们自身，有些事情是用科学方法无法预测的。特别是，我们无法预测我们在自身知识增长过程中将获得的结果。换句话说：对于任何认知系统S，从内部进行完整的自我预测是不可能的。该论证可总结如下：（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决定性影响。（2）然而，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无法通过理性方法进行预测。从这些假设中得出深远的结论：（3）因此，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至少无法预测那些受人类知识增长决定性影响的方面。（4）由此又可以得出，不存在可以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历史科学或历史社会科学。（5）历史决定论方法的主要目标因此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决定论被严格反驳了。为了证明关键前提（2），波普尔试图证明不可能存在能够预测自身计算结果的预测机（人或计算机）（关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严格反驳尝试的讨论，参阅 Habermehl 1980, 19–65）。


其他批评

除了这种针对历史决定论的普遍方法论批评之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批评，这里我们仅举三例（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批评，参见 Keller 1976）。

(1) 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使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改造，也不能作为科学预测的基础。原则上，辩证法既作为一种阐明逻辑关系的逻辑理论，又作为一种旨在重构因果联系的发展理论，这在根本上似乎是有问题的（Popper 1940；关于辩证方法的辩护，参见 Cornforth 1968, 60–126）。针对辩证方法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过于含糊和有弹性，以至于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释”被预测并发生的情况，以及被预测但未发生的情景（Popper 1940）。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理性主义指出了对批评产生免疫的危险，如果是故意为之，则称之为免疫策略（参见 Albert 1968）。

(2) 预言：根据波普尔的观点，虽然马克思对制度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分析，但他所做的预测却无法从中推导出来。历史预言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中受到了审视（Popper 2003a I，第18–21章），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预测。马克思的预言遵循“否定的否定”这一辩证模式（MEW 23, 791），可以重构为三个步骤的论证（关于波普尔对这一预言的重构和评价，参见 Schupp 1975, 111–117; Finocchiaro 1979, 370–37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由此，马克思在第一步中试图推断出一种趋势：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一方的财富增加，而被统治阶级（工人）一方的贫困加剧。在第二步中，马克思推断，除了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和庞大的工人阶级外，所有阶级都将消失；两个阶级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在第三步中，马克思得出结论，在工人战胜资产阶级之后，将出现一个只由一个阶级组成的社会，严格来说，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在所有这些点上，都可以设想出替代性的发展路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实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不同。大量例子（来自马克思时代及其后）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工人贫困的加剧。例如，可以让工人分享所获得的利润。即使出现生产资料的积累和集中，也不意味着只剩下两个阶级。在许多社会中，除了工厂工人外，还有农民和职员等。最后，革命并不能保证无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存续。通常情况下，革命后会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例如由党政干部组成）。特别是俄国革命，它表现出的特征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截然不同。

(3) 政治：由于拒绝了历史由某种强制性发展规律决定的观念，这就产生了自行共同塑造社会的实践任务。作为历史宿命论，以及乌托邦式和整体主义社会工程（即对社会进行整体规划和大规模社会措施）的替代方案，批判理性主义推荐一种针对个别问题和小规模改革的社会工程，这种技术被精辟地称为“零星社会工程”（Stückwerk-Sozialtechnik）（Popper 2003b, 56 f., 59–62, 78, 82 f.）。利用这种零星技术，可以在民主监督下逐步改善个别的法律规定和社会制度（关于对波普尔针对历史决定论社会工程之批评的元批评，参见 Cornforth 1968, 215–231; Habermehl 1980, 10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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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唯物主义）相较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穆勒的心理主义是一个进步。然而，马克思通过将所有精神文化创造，包括宗教、法律、科学和政治，视为物质生产关系的单纯上层建筑，从而将经济主义推向了经济本质主义。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阶级对立的描述具有揭示旧制度错误的功绩。此外，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周期（Konjunkturzyklen）的重要性及其导致的社会不确定性，例如高企且持久的失业。

1 经济学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最详尽的批判见于其著作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篇章，特别是论文 »What is Dialectic?«（《什么是辩证法？》，Popper 1940；亦收录于 2009 [1963], 312–335）和 »Prediction and Prophe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中的预测与预言》，Popper 2009 [1963], 336–346）。

出于政治原因，波普尔起初并不打算发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意见；“因为当时奥地利的反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主义还要糟糕得多。”(Popper 1979, 45)。当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错误与当时的极权主义运动和政权存在平行关系时，他改变了主意，开始更仔细地探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及其实践后果。1936年春，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邀请波普尔参加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讨会。在那里，波普尔提出了他对所谓历史决定论（Historizismus）的批判。同年一月，他已经在布鲁塞尔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Alfred Braunthal）家中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从这些讲座到书籍出版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尽管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实际问题的研究篇幅越来越长，波普尔最初考虑在 Mind 期刊上发表。经过反复周折和多次修改，这些内容于1944/45年分三部分发表在 Economica 期刊上。直到几年后（1957年），波普尔在再次修改后将其作为专著出版，书名为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该作品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德文版于1965年以 Das Elend des Historizismus 为题出版。这个标题影射了马克思的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1847）（德语：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1885；MEW 4），这是对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1846）的回应。

由于波普尔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思路过于抽象，他想通过关于历史决定论历史的注释来补充和说明它：历史决定论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能够在不同时期反复占据上风的？从这些研究中产生了大量手稿，最终扩展为两卷本著作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于1945年在伦敦出版。德文译本于1957/58年以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Popper 2003a）为题出版。

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Das Elend des Historizismus）中，波普尔主要关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哲学方法论批判”（Popper 2003b, X）。它代表了所有犯有同样历史决定论错误的历史哲学。波普尔所理解的 >Historizismus<（历史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方法论立场，根据这种立场：（1）存在着不可避免地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2）这些科学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发现这些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宏大预测。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松散关联的集合，其要素或多或少完整地存在于众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到了赫西俄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奥古斯特·孔德、穆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卡尔·曼海姆和阿诺德·汤因比等人。虽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的重点是柏拉图，但第二卷旨在揭露黑格尔和马克思是虚假的先知。

马克思将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描述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MEW 23, 15 f.）。在他的预言中，首当其冲的是对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预测，马克思正是依靠这一假定的规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纯粹、发展最完善且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Popper 2003a I, 96）。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旨在表明历史决定论不是一种可行的社会科学方法。为此，他详细批判了反自然主义（Popper 2003b, 49–93）和亲自然主义的变体（同上， 94–144）（关于是否应将历史决定论的假设归咎于马克思，文献中存在争议；参见 Suchting 1972; Hudelson 198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波普尔致力于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严格的反驳，试图表明出于逻辑原因，我们不可能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Popper 2003b, XIII–XV; Popper 2001, 68–83）。他的证明基于这样一个考量：关于我们要自身的一些事情，我们无法用科学方法进行预测。特别是，我们无法预测我们在自身知识增长过程中将获得的结果。换句话说：对于任何认知系统 S，从内部进行完整的自我预测是不可能的。该论证可以总结如下：（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显著影响。（2）然而，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无法用理性方法预测。从这些假设得出深远的结论：（3）因此，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至少无法预测那些受人类知识增长显著影响的方面。（4）由此又可以推导出，不存在可以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历史科学或历史社会科学。（5）因此，历史决定论方法的主要目标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决定论被严格驳倒了。为了证明关键前提（2）的正当性，波普尔试图证明不存在能够预测其自身计算结果的预测机器（人或计算机）（关于波普尔试图严格反驳历史决定论的讨论，参见 Habermehl 1980, 19–65）。

其他批评点

除了对历史决定论的这种一般性方法论批评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批评，我们只能列举其中三点（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批评，参见 Keller 1976）。

(1) 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使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改造，也不能作为科学预测的基础。从根本上讲，问题在于辩证法既作为阐明逻辑关系的逻辑理论，又作为旨在重构因果联系的发展理论（Popper 1940；关于辩证法的辩护参见 Cornforth 1968, 60–126）。针对辩证法程序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如此模糊和具有伸缩性，以至于可以按照它的意思“解释”既被预测并已发生的情况，也能解释被预测但未发生的场景（Popper 1940）。批判理性主义在这种情况中称之为对批评的免疫化危险，如果这是有意为之，则称为免疫化策略（参见 Albert 1968）。

(2) 预言：波普尔认为，虽然马克思对制度进行了启发性的分析，但他所做的预测无法从中推导出来。历史预言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受到仔细审视（Popper 2003a I, 第18–21章），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预测。马克思的预言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模式（MEW 23, 791），可以重构为三个步骤的论证（关于波普尔对这一预言的重构和评价，参见 Schupp 1975, 111–117; Finocchiaro 1979, 370–37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生产力的增加和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马克思希望在第一步中推断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财富增加和被统治阶级（工人）苦难增加的趋势。在第二步中，马克思推断除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和庞大的工人阶级外，所有阶级都将消失；两个阶级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在第三步中，马克思推断在工人战胜资产阶级之后，将出现一个只由一个阶级组成的社会，因此严格来说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在所有这些点上，都可以设想替代性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不同。许多例子（马克思时代及其后）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工人苦难的加剧。例如，可以让工人分享所获得的利润。即使发生生产资料的积累和集中，也不意味着只剩下两个阶级。在许多社会中，除了工厂工人外，还有农民和雇员。最后，革命并不保证无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存续。通常情况下，革命后会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例如由党务干部组成）。特别是就俄国革命而言，它表现出的特征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截然不同。

(3) 政治：由于拒绝了历史是由强制性发展规律决定的观念，由此产生了共同塑造社会的实践任务。作为历史宿命论以及乌托邦式和整体主义社会工程（即对社会进行总体规划和大规模社会措施）的替代方案，批判理性主义推荐一种针对个别问题和小规模改革的社会工程，被尖锐地称为“零星社会工程”（Stückwerk-Sozialtechnik）（Popper 2003b, 56 f., 59–62, 78, 82 f.）。通过这种零星技术，可以在民主监督下逐步改善个别的法律规定和社会制度（关于对波普尔批评历史决定论社会工程的元批评，参见 Cornforth 1968, 215–231; Habermehl 1980, 10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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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1 经济学

在阐述马克思著作在经济理论内部的接受情况之前，需要先做一些系统性的说明。这涉及一方面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另一方面涉及所谓的边际革命之后该学科的发展。只有在这一发展的背景下才能理解马克思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随着这一发展，经济理论的方法和基本概念发生了持久的变化，并影响了对18和19世纪经济理论的整体接受。

马克思与古典国民经济学

尽管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特别是作为企业管理组织和公共行政的工具——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直到18世纪末，政治经济学才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将工业社会中的财富生产和分配作为其研究对象。这一分化的起点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对经济联系及其固有规律的系统考察，这也奠定了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基础。


在此之后，例如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4–1873）等人发展出的理论，在认识论目标和方法论建构上都与斯密的构想相似。马克思本人虽然区分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但他采纳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些基本规定和定理，同时也明确地与李嘉图之后的理论家保持距离，正如海因里希（Heinrich, 1999, 28–61）和布鲁尔（Brewer, 2002）所阐述的那样，后者不再通过耗费的劳动，而是更笼统地通过生产成本来决定价值。然而，至少从后世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应被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正如熊彼特（Schumpeter, 1965, 488）或多布（Dobb, 1937, 67–68）所做的那样。因此，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通过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概念——尽管与马克思的表述有明显差异——早已存在于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中。

尽管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定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II, 6, 111 / 23, 95）时，他并没有引入完全不同的论述。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接受而言，基础性文本包括《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最后提到的两部著作直到20世纪才被编辑出版。

对马克思理论对经济理论影响的评估，必须置于19世纪末整个经济学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来看，这一变革对经济科学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义，使得先前的理论几乎不再被视为后续理论构建的对话对象。在1871年至1874年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几部全面的经济理论著作独立地相继问世，它们从重新表述经济价值概念和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出发，并基于此进行模型构建，从而彻底改变了整个学科。在这一时期，不仅价值、地租或利润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规定被修改或扩展，而且整个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起点也被从根本上重新表述。

由此产生的所谓新古典经济理论，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通过抽象效用概念对经济量进行普遍量化的可能性。因此，它通过每种商品最后生产或购买单位的效用与成本之间的权衡互动，来决定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决定调节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价格。在这种观念中，所有的经济量都可以通过经济主体在稀缺条件下的交换行为中的评价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应用数学方法，特别是微积分，开发出了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源于各个理性经济主体的各自权衡。在这种观念中，个人的行为旨在使其所投入资源在所有用途中的边际效用相等。这种通过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因此称为“边际主义”（>Marginalismus<）——来把握经济价格形成的基本思想，早在戈森（Gossen, 1854）那里就已出现，但现在成为了杰文斯（Jevons, 1871, 第1–3章）、门格尔（Menger, 1871, 第3章）和瓦尔拉斯（Walras, 1874）系统性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

边际效用理论的发展不应被理解为对马克思理论的特定反应。至少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他们的理论草案中还无法考虑到《资本论》。同时，随着边际主义的转向，经济理论不仅将马克思的理论，而且将整个古典经济学都抛在了身后，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融入基于效用权衡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学表述中。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规定从现代理论构建中消失了，因为它们建立在价值的社会规定之上，这与主观价格理论无法协调。鉴于一个对经济学至关重要的范畴——价值的基础——被重新定义，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或忽视，不仅要从意识形态的差异来解释，还要从改变了的方法论自我理解来解释。

尽管如此，马克思仍应被视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话语的参与者。然而，首先，对马克思理论的探讨应针对那些处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著作，而不是针对基于此建立的替代性经济和社会政策构想。其次，在这种探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思想中应被理解为对经济理论做出贡献的部分，而不是作为对该学科批判的部分。一方面，需要阐明新古典主义对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批判及对这种批判的回应，或者基于马克思价值概念分析经济联系的尝试。另一方面，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中推导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的论点，特别是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以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性推导出其崩溃的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规定在《资本论》第一篇中得到发展，构成了他理解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的构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宏观经济运动规律的出发点。这些规定是激烈争论的对象，这场争论在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三卷从而完成马克思体系后便已开始。对劳动价值论的拒绝有时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它被视为批判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进而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尽管如此，《资本论》中发展的价值理论同样在真正的科学话语中成为了研究对象。

庞巴维克（Böhm-Bawerk, 1896）对马克思经济学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他集中关注《资本论》第一卷生产过程描述中的价值规律与第二、三卷流通过程描述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之间所谓的不相容性。施密特（Schmidt, 1889, 48页及以后）已经描述了这种价值与价格偏离的问题，他与维克塞尔（Wicksell, 1893, 17页及以后）同属最早在整个经济系统背景下批评马克思价值构想的人。桑巴特（Sombart, 1894）和希法亭（Hilferding, 1904）制定了对这一批评的回应。马克思本人可能在撰写《资本论》第一版时就已经看到了庞巴维克提出的这一矛盾。当时，作为后来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基础的手稿已经写成（II, 6, 312）。这些思考的出发点规定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II, 5, 158–177 / 23, 226–244）。所谓的矛盾存在于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通过以工资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v）以及剩余价值（m）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商品生产者的价格计算，其中除了原材料和折旧外，投入的不变资本（c）也以已进行投资的形式进入计算。根据利润率（p）、剩余价值率（𝜎）和资本有机构成（q）的定义，分析上可得：

p=m(c+ν)=σ(1−q).


这个方程描述了利润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时理解为价格理论，这对它构成了一个问题。只要上述变量中的一个在不同行业间是相同的，其他变量也必须相同，或者它们的偏差必须相互抵消。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q），即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份额，在不同行业中实际上是彼此偏离的（因为不同的商品是以不同的资本密集度生产的），如果利润率（p）要在不同行业间保持恒定，那么剩余价值率（𝜎）也必须彼此偏离。然而，这一点正是必须假设的，因为对资本投资的竞争会拉平资本回报率的差异（Sweezy 1942, 67–71 和 Blaug 1997, 218 清晰地展示了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因此，商品的交换比例只能要么由劳动价值决定，要么由资本提供者的利润计算决定。根据这一反驳，只有在资本构成在不同行业间完全相同的这一不可信假设下，价值规律决定商品价格的说法才能成立。

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价值与价格的分离，引发了各种替代性模型描述的尝试。大多数后来的理论家最初都承认这种根本性的张力。随后，大量的辩论致力于解释这种价值与价格的系统性背离，这一问题被米克（Meek, 1956）、萨缪尔森（Samuelson, 1971）或莫斯利（Moseley, 1993）等人在“转型问题”（Transformationspoblem）的概念下进行讨论。对该问题的相关数学处理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本人提供的解决方案时论证说，价值与价格的一致性，以及剩余价值与利润的一致性，适用于商品总量，但不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商品。冯·博特基维茨（von Bortkiewicz, 1906）展示了一个数学解法，在斯威齐（Sweezy, 1942, 115–125）中有论述。斯拉法（Sraffa, 1960）在一个新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除了这些尝试所遭受的形式上的批评外，以数学形式解决转型问题还存在一个危险，即价值基础以一种抛弃了通过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基本思想的方式与价格决定相协调。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作者声称价值规律根本不需要转化为价格函数，因此根本不存在转型问题。对这一反对意见的回应否认了价值量和商品价格必须在同一个方程组中处理，因此不需要直接从价值推导出价格。鲍莫尔（Baumol, 1974）提出了这一论点。

佩特里（Petry, 1916, 28, 48）在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社会内容的阐述中声称，在这个所谓的矛盾中可以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使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相互协调，而无需对从价值构成量推导价格进行数学证明。对此，布劳格（Blaug, 1997, 224）认为这就产生了一个关于该变量地位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不仅不可观察，而且至少在经济模型构建中似乎完全无效。那么就需要展示商品的价值究竟具有何种经济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另一个特别受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是马克思将经济过程建模为动态过程的方法。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理论首先试图用数学模型描述商品、投资和劳动力市场趋向同时均衡的趋势。Henryk Grossmann (1969, Kap. 5–6) 批评这种发展导致经济模型仅能提供描述，却无法捕捉在经济周期和危机循环中观察到的实际经济过程动态。马克思理论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描述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的批评，同时也结合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矛盾性和不稳定性的描述。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描述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危机的倾向提供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动态的解释主要体现在现代商业周期和增长理论中。例如，Samuelson (1967, 617) 强调，《资本论》第二卷（II, 11, 368 ff. / 24, 391 ff.）中再生产方程的初始考量与 Leontief 或 Solow 的增长模型方法相似。Leontief (1938, 3) 甚至声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当时商业周期理论每一个问题的线索。

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思想是描述消费品生产和资本生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一个简单的模型中，马克思首先区分了消费品制造和生产资料制造的领域。马克思将这种既没有社会资本形成也没有资本减少的稳定状态条件称为 >简单再生产<。工业部门各自生产的总价值由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内的折旧、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组成。由于同样的条件适用于生产资料制造领域，因此可以构建一种关系，其中全社会的资本总量既不扩大也不减少，因为生产资料制造工业为自身和消费品工业提供足够的资本，而消费品工业满足这两个领域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参见 II, 11, 382）。进而可以描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即发生资本积累的情况，因为除了伴随商品生产而来的周期性资本磨损外，还创造了额外的资本。

正如 Sweezy (1942, 75–87 和 162–186) 和 Kalecki (1968) 所阐述的，对这些关系的描述使得马克思不仅能解释经济均衡状态，还能解释宏观经济的发展。Piketty (2014, 52–55 和 227–230) 观察并阐述了资本积累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的普遍趋势，他将资本比率上升的有条件规律性归因于马克思。尽管存在共同点，但马克思关于相互依赖的生产领域宏观经济联系的阐述，不仅奠定了社会不平等理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

危机与经济周期

基于对生产领域之间关系发展的思考，马克思提出了两种关于经济危机形成的解释，这些解释后来被其他经济学家采纳。前面提到的利润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之间的关系 𝑝=𝜎(1−𝑞) 证明了所谓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如果假设剩余价值率长期恒定，同时生产变得更加资本密集，那么利润率必然下降。这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资本积累，以补偿缺失的利润。因此，正如 Sweezy (1942, 96) 所述，如果假设 𝑞 增加的幅度大于 𝜎 下降的幅度，那么 𝑝 必然下降。只有投入更多资本，才能维持绝对利润。关于危机的第二种解释指向了实现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日益增加的困难。因为由于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太低，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不到需求。这种关系指出了消费不足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归因于剩余价值占有制度，它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基于这个原因，一些作者将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凯恩斯关于缺乏 → 有效需求 概念的先驱。John M. Keynes (1936, Kap. 3) 同样在马克思理论中看到了这一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关系的特征，尽管他自己很少提及马克思。

Tugan-Baranowsky 通过再生产图式内的比例失调以及由此导致的消费不足来解释经济危机。他试图表明，虽然消费不足伴随着危机，但并不能解释危机。危机的根源更多在于资本积累本身。因此，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出发点是生产领域内利润率的下降，尽管正如 Tugan-Baranowsky (1905, 224) 所述，这也反映在实现过程中。Schmidt、Hilferding 以及最终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反对这种危机解释，转而将危机理解为消费不足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是因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由于需求不足而无法实现。对于 Leontief 而言，这两种模型在解释经济周期方面都优于当时存在的均衡模型，但无法整合到一个总体经济理论中。因此，Lange (1935) 和 Leontief (1938, 1) 都怀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是否属于经济学范畴。根据 Leontief 的说法，当代经济学家注定要支持一种在这方面不完善的理论，但他们不能仅仅为了拥有一个经济周期的解释模型，就因为该理论在整体观察上的优越性而简单地放弃它。

马克思理论进一步发展中一个相关的讨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普遍均衡趋势问题。人们可以论证，工资下降和资本存量减少具有稳定作用并产生复苏阶段。然而，所描述的关系导致反复出现的危机，从而产生了一种关于经济周期形成的理论。Kondratieff (1926, 599) 对并非归因于外部影响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长经济波动（长波）的存在进行了系统的实证论述。

马克思理论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已确定的内部矛盾性而自我毁灭的断言。这一崩溃论题，不仅作为历史哲学论题，而且作为经济学论题，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主要在社会主义理论内部进行了讨论，但也结合大萧条的经验及其破坏性后果的背景，被 Joseph Schumpeter、Karl Polanyi 或 Albert Hirschman 等人提及。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假设 19 世纪末观察到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的减弱反驳了崩溃论题。由于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各种反对意见，他被归类为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流派，该流派受到马克思理论正统发展代表的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斯·阿德勒 (Max Adler, 1873–1937)、奥托·鲍威尔 (Otto Bauer) 和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等奥地利学派成员。Karl Kautsky (1854–1938) 反对伯恩施坦的论点，并从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中首先得出了长期萧条的结论。Luxemburg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最初可以通过开发新的经济区域来避免消费不足危机。最后，Grossmann (1929) 提出了一个基于资本积累趋势的崩溃论题。

将经济现象作为社会关系的考察

除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剥削和周期性危机的直接具有社会意义的论点外，人们还从马克思经济学中得出了关于经济理论方法论的基本结论，这些结论主要涉及将经济学的对象理解为社会性的构成。这一方面始于价值概念的界定，另一方面始于经济行动者的概念。

Dobb (1937, 1–33) 从马克思的视角提出了关于经济价值理论充分性条件的问题。正如转型问题的辩论早已表明的那样，经济价值理论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经济价格理论。关于这些方法的区分，可参见 Meek (1972, 166) 等。在此背景下，Petry (1916) 阐述了定性价值理论与定量价值理论的区别。在他看来，《资本论》第一卷中经济价值决定的基本思想是揭示社会生产关系和依赖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论证，经济理论需要对经济价值进行社会内容丰富的描述。在与马克思以及新古典价值理论的探讨中，Orléan (2014) 认为，无论是诉诸效用还是诉诸劳动，都不足以在价值决定的基础上描述现代经济关系——特别是在金融经济内部——相反，需要一种经济价值理论，其中恰恰要考虑到定价过程中市场过程的自身规律性。

马克思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还通过新经济社会学中对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模型的接受体现出来，这奠定了经济理论自我理解的一种修正。在此背景下，那种认为经济学处理经济、社会学处理社会作为各自独立对象领域的假设，即对经济关系的理解可以基于此假设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在对 Polanyi 关于社会嵌入性观察的不同解释中，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如 Mark Granovetter 和 Richard Swedberg 认为，如果不理解经济主体在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意义下的特殊地位，就无法在经济模型中充分描述经济现象。通过这种途径，马克思关于经济理论对象的社会构成本质的立场对于经济理论的构建再次获得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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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学

社会学导论总是将马克思视为共同奠基人和经典人物。他的思想对该学科的核心问题和概念具有构成性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很明显，本文不可能汇集马克思的思考在社会学历史中已经留下并将继续留下的所有痕迹。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因为本手册已为一些重要作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或安东尼奥·葛兰西）或流派（如批判理论）设立了专门的章节。因此，如果在下文中我们将论述的重点放在马克思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作品的影响上，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专注于这两位社会学重量级人物，在内容上将显得尤为富有成效。

为了理解马克思作品中与社会学相关的方面，首先看一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很有帮助的，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本身对社会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Maus 1956, 13–17）。虽然在法国和英国，最迟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学已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德国，由于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导地位——更不用说压抑的政治环境——还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同上）。然而，黑格尔凭借其“客观精神”哲学，在当时前所未有的社会理论水平上，探讨了社会发展的自然、技术、经济和文化条件之间的联系——顺便提一句，黑格尔也是最早将社会作为基本独立的科学分析对象的人之一。虽然其目的论本质主义遭到后来社会学研究的强烈反对，但对社会学而言重要的是，黑格尔试图通过其理性和精神的观念来确定社会变迁的因素，而不将其理解为外在于且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原则。黑格尔所理解的客观精神是社会现实的基石，其内在联系必须通过观念和表象与物质、自然、身体方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理解。在此过程中，观念、表象乃至教化不仅在技术产品的世界中对象化，而且也体现为习俗和制度的发展，塑造着人们的习惯、期望、思维和行为方式。如果没有黑格尔所称的第二自然，20世纪例如布迪厄关于惯习（Habitus）作为进入身体的历史的论述——这一点稍后还会谈到——是不可想象的。

年轻的马克思自视为黑格尔的追随者，但他反对黑格尔现实观和历史观中那种极端的精神至上论。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很早就不仅仅关注科学，而是关注社会关系的实际变革。他与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分享着启蒙政治的动力，但与他们所谓的信念划清界限，即认为克服落后的状况仅需改变精神态度。针对这种唯智主义，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社会观和历史观的要素，将人作为具有肉体需求的生物置于考察的中心（见第三章 C.1）。此后，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社会性——因此也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都意味着活生生的个体的存在，从而意味着自我保存的过程。随着这种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方面的存在，同时也给定了特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其结构对应于生产各自的分化水平。人与自然互动的最简单形式因此对应于社会关系的最简单形式（特别是所有制形式），而每当这些形式过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发生相应的重组。政治、道德和美学的观念与形式本质上是由这些联系所决定的。

对于后来的支配社会学（Herrschaftssoziologie，如韦伯、葛兰西、普兰查斯）而言，这一论点变得尤为重要：物质生产框架内的权力关系也会作为意识形态沉淀在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中，其结构性目的在于对既定状况进行合法化和美化。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为了理解和改变政治状况，像费尔巴哈（1804–1872）那样抽象于具体的社会现实而从哲学上思考人的本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IV, 3, 20 f. / 3, 6）。此后，马克思将他的理论注意力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马克思的思想起初在很大程度上——除了少数经济学界对《资本论》的反应外——鲜为人知。直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他作品的兴趣才随之增长，而这些作品最初往往是通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I, 27 / 20）所赋予的形式呈现给众人的。当德国社会学在世纪之交开始发展为一门专业科学时，它（无论是否明言）主要致力于反驳与马克思相关的世界观（Korte 1992, 54 f.; Maus 1956, 18 f.）。马克思去世后的经济和政治事件既推动也限制了对其作品的科学探讨。赫尔曼·科尔特（Hermann Korte）在回顾这一时期时评价道：

“对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发展出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意义的研究，代表了对社会关系及其产生和变迁的社会科学解释的一个重要进步，其对社会学的意义必须与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相提并论。世纪之交前后的所有社会学家都必须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议。”（Korte, 1992, 54 f.）

马克斯·韦伯（Mommsen 197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作品的主要特征可以被视为对马克思思想的探讨和回应。

对于韦伯而言，马克思将人类历史本质上视为由不同生产方式更迭所决定的支配史的观点，只有在作为有助于理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假设时，才是科学上可接受的（Weber 1985, 146–214）。

“虽然摆脱了那种过时的信念，即所有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物质利益组合的产物或功能推导出来，但我们自己仍然相信，从经济制约性和重要性的特殊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过程，曾经是、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谨慎应用并摆脱教条式的偏见——仍将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或历史现实因果解释的公分母，必须予以最坚决的拒绝”（同上, 165 f.）。

尽管韦伯尤其在创作初期主要接触的是关于马克思的文本，而几乎没有接触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参阅 Kocka 1966; Roth 1968），但在他的批判中可以找到两个主要攻击方向：首先，韦伯严格拒绝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维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掌握了人类历史规律性进程的主张。虽然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政治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与科学著作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即使例如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自身“掘墓人”（MEW 4, 474）的说法主要被视为政治战斗宣言，这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仍然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由它自己，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II, 5, 609 / 23, 791）。

其次，韦伯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经济因素”在某种无论何种意义上是因果序列中的某种“终极因素”，“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在科学上已经完全过时了”（Weber 1988, 455）。在其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6）的开创性著作中，韦伯试图指出观念因素，特别是宗教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动力。韦伯仿佛直接针对马克思写道：“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 []，而不是观念。但是：由‘观念’创造的‘世界图景’，往往像扳道工一样决定了利益动力推动行为的轨道”（1986, 251）。尽管如此，认为韦伯用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来对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广泛论点，就像认为马克思仅仅是用他的唯物主义取代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广泛论点一样粗糙。韦伯不仅反复表明，对他而言，人们的观念和表象并不具有绝对独立的性质。同样，马克思虽然确信“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都要从各自的生产方式中得到解释；但这当然意味着必须“展现事物的总体性（因此也包括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II, 15, 29 / 3, 38）。

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在主要特征上与马克思关于结构性强制的观点有明显的一致性；特别是在韦伯谈到资本主义时，他说资本主义“今天以压倒性的强制力决定着、也许将一直决定着所有出生在这个机器体系中的个人——不仅仅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生活方式，直到最后一英担化石燃料燃尽”（1986, 202）。然而，韦伯并不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无论何种形式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是归结为全面的理性化过程。因此，韦伯也否认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过渡到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会实质性地改善劳动大众的处境（Mommsen 1974, 263 ff.）。众所周知，马克思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作为特定资本主义异化和剥削现象的原因之一进行了阐述，而这对韦伯来说则是任何达到高度分工水平的现代分化社会的前提：“即使（且恰恰是）任何理性的社会主义统一经济也会保留对所有工人的剥夺，仅仅通过对私人所有者的剥夺来完成这一过程。”（Weber 1980, 78）因此，如果“认为工人与经营手段的分离仅仅是私人经济所特有的，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掌管这套机器的人发生了变化，例如由国家总统或部长代替私人厂主来支配它，基本事实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Weber 1988, 499）。

作为对马克思社会理论思考的攻击，韦伯的这些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是误导性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极其切中要害。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构想，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生产资料指挥权的主体在形式上的更替。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旨在使生产过程的人际性质发生质的改变。由于私有财产权本质上保护的是任意的使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管理便具有了“专制”（II, 5, 269 / 23, 351）的形式，而非平等的协商形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以需求为导向并民主组织的计划经济相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其社会正义层面的优势在于，那种只能且必须在利润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系统性压力将被消除。相反，韦伯将生产资料支配权主体的更替描述为：大多数劳动者依然仅仅是技术操作者，而不是政治决策者。

虽然韦伯因此错过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方面，但他同时也击中了一个重点。因为鉴于后来如东德（DDR）的发展，他的相关评论不仅显得极具预见性。而且在涉及马克思关于主体的异化或自我异化的思考时，韦伯关于“现代[]劳动钢铁般坚硬的外壳”之不可避免性的提示（Weber 1971, 331 f.），触及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另一种经济方式和社会形式如何才能成功地既保留“过去发展的全部财富”（I, 2.1, 263 / 补卷 I, 536），即包括物质和技术的生活水平，又避免这种生活水平所伴随的劳动的单向度性。

另一个韦伯虽然受马克思影响（Mommsen 1974, 266 ff.）但与之有明显区别的社会理论范畴是阶级概念。总的来说，韦伯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阶级分层模式：根据认识兴趣的不同，社会学应研究占有阶级、获利阶级或社会阶级，必要时还要考察等级地位，即以生活方式为对象（Weber 1980, 第1章和第4章）。虽然对于马克思和韦伯来说，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机会对于阶级概念都是本质性的；但仍需考虑到，导致这两位思想家分别采用阶级概念的认识论语境差异巨大，以至于在这里假设一种竞争关系似乎是荒谬的。韦伯的阶级理解致力于社会中物质、社会及文化资源的分配，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理解这种分配所伴随的支配关系。虽然《共产党宣言》中的鼓动性论述或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经验历史导向的研究也指向类似的方向，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阶级概念主要关心的不是资源分配，不是社会结构分析（因此也不涉及生活方式、教育水平、性别问题、移民背景等），而是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并且只在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II, 5, 14 / 23, 16）的范围内涉及人群（参阅 Ellmers 2009）。

尽管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思考不仅受到韦伯，而且随后受到许多其他研究者的反复批评，但其影响是巨大的，其现实意义经久不衰。这尤其适用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概念的思考，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成问题地——大多被视为一种包罗万象且独立的阶级理论：在这幅图景中，包括一种诉诸阶级斗争的社会观，马克思以此回答了关于社会变迁规律的问题；包括一种唯物主义的、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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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源于现代社会科学正处于形成和分化为独立学科的时代，而当20世纪中叶政治学完成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制度化进程时，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重要性早已确立。因此，现代政治学，特别是其政治理论这一分支，在多重意义上与马克思的著作及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一方面，他在理论史上是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先行者和“经典作家”，或许只有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霍布斯（1588–1679年）或卢梭（1712–1778年）能与之相比，他为对权力、统治和政治行动的科学反思奠定了哲学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代表了一种针对政治变革和社会生活集体规制的实践视角，这种视角替代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主流发展路径。它认为政治相对于社会经济条件仅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批评自由主义对自由、（法律）平等和国家中立性的强调是一种意识形态，并将异化、剥削和错误意识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正是由于这第二个方面，在理论语境中引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一种批判的、往往是异议的内涵，因为利用这一理论资源也是对自由民主制度设置——即这一科学活动本身发生于其中的环境——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提出的一种抗议。人们甚至可以根据与马克思的关系来书写（西方）政治学的科学史，并在其中区分出抵制和压抑的阶段（如战后时期）与强调甚至在某些点上教条式整合的阶段（如20世纪70年代）。就当下而言，可以明确观察到这些引用的强化以及那些长期以来至少在科学话语中被边缘化的论题（Topoi）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的科学

早在早期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马克思进行的、往往与其与实践层面难以剥离的理论引用中，革命、意识形态和统治这三个主题就已占据主导地位。首先，马克思在此是激进政治思想某种变体的先驱，这种思想导致了特定形式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主体的形成，并将与现存政治秩序的彻底决裂作为集体行动的理论依据目标。在理论史上，这里并存着倾向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直接的政党先锋队式的概念化，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容低估（关于罗莎·卢森堡，见第 IV.2.5 章；关于列宁，见第 IV.4.1 章；对比卡尔·柯尔施和斯大林的著作）。尽管如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正统观念到非殖民化理论家（如弗朗茨·法农）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仍是关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参见 Laclau 1987）。

其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一种虽然在理论上是碎片化的、但影响深远的关于意识形态结构和关联的概念，至少自《德意志意识形态》被广泛接受以来，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已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主题是诸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见第 IV.2.8 章）、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见第 IV.2.4 章）以及许多法兰克福学派外围作者思考的重点，并从这些脉络一直传承至后来构建得更为严格的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理论中（参见 Freeden 1996）。

第三，受马克思启发的政治科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政治权力的特定形式，这种权力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相伴随的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而确立。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第二代人所关注的主题，除卢卡奇和葛兰西外，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或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见第 IV.2.7 章）；这一母题也转化为了后来在方法和领域上进行细分的、关于权力和统治的政治学批判理论项目（例如在 Cohen/Arato 1992；Demirović 1997；Postone 2003 或 Jessop 2007 中）。

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科学

来自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三个在更狭义的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讨论语境，可以作为范例证明这种接受状况的轮廓。

首先，所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见第 IV.2.19 章）致力于利用分析哲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重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并将其从被认为站不住脚的方法论和实质性前提（如整体主义、辩证法和劳动价值论）中解放出来（参见 Cohen 2001 [1978]; Elster 1985; Roemer 1986）。讨论的主题范围从功能主义解释的有效性——依据这种解释，上层建筑的形态可以从其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中得到解释——延伸到对马克思隐含采用的规范性区分（如自由/不自由和正义/非正义）的阐释。

紧接着这一最后点，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应局限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和批判并将任何形式的道德论证视为意识形态，还是应提供一种规范的、可以用道德论据证成的替代方案的辩论。例如，具有争议的是，借由马克思，人们是否应局限于对分配正义的批判，并指出这种批判忽略了被分配产品的生产，且预设了“正义的环境”（罗尔斯语）——适度的物资短缺和有限的利他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些将不再存在；抑或是有必要发展一种替代性的、更全面的正义观（参见 Wood 2004, 第三部分; Reiman 2012）。同样具有争议的是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论证之后，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的批判地位：人权在其资产阶级的片面性之外是否具有解放的潜力，还是说它们——作为权利——必然具有原子化和去政治化的效应（参见 Lukes 1985; Brown 1995）？

第三，马克思对将国家视为人民代表和公共利益保障者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主要被政治学的国家批判所采纳。这种批判——特别是紧随葛兰西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之后——虽然将国家理解为相对于经济具有相对自主性，但始终是阶级社会的国家；它因此表现为力量关系的凝结，既是一方党派，也是阶级斗争的一般场所（参见 Poulantzas 2002; Demirović 1997）。紧随在法国发展的调节理论（Regulation Theory）之后，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具有内在的危机倾向，是如何至少在阶段性上成功建立相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性的（参见 Hirsch 2005; Jessop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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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从（后）结构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与刚才提到的接受脉络截然不同，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在理论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发展。阿尔都塞（Althusser）等人最初从一种在党派政治上也属正统的解释内部出发，构想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阅读方式，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辩论。他的“反人道主义”解读摒弃了偏向规范性和行动理论的视角，转而支持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从这种理论出发解释行动能力和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构成，而不是将其作为预设前提（参见特别是 Althusser 2010 和 2011）。这种关于意识形态深层效应以及政治与主体性之间关联的提问，后来在一些项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项目虽然更多地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前提，但仍然保留了具有社会理论视野的权力批判的任务（参见 Butler 1999; Brown 2001）。

同样重要的是，在消化当时社会斗争经验的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工人主义”（operaistische）版本。在这一版本中，新的技术发展、工人的符号、情感和社会能力以及晚期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的新形态扮演了主要角色。特别是通过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著作的接受，这种理论至今仍具有影响力（Negri 1991 [1979]; Hardt/Negri 2002）。

其中一些相当多元的理论参照如今也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下被讨论，这表明这些位于政治理论和一般社会理论之间的阅读和进一步发展，虽然源于与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如阶级分析、科学性要求或历史哲学）的决裂，但仍试图忠实于马克思遗产的根本动力，例如对其进行激进民主的重新诠释（Laclau/Mouffe 2006）。

紧随其后，近期在激进民主理论的框架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回归马克思的潮流。该理论将自由主义国家理解为一种与社会分离的权力的化身，因而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反之，它将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视为民主计划的核心，在其中 demos（人民）的构成性权力得以表达（参见如 Abensour 2012; Balibar 2012）。最后，随着全球化批判的兴起和强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动荡，围绕马克思的政治学辩论获得了强有力的新动力（Hardt/Negri 2002; Altvater 2005; Harvey 2010）。马克思的思考和思想范式这些极其不同的挪用和进一步发展，可以被视为其在面对当今理论和实践挑战时依然具有生产力的证明，而政治科学在面对这位经典作家的遗产时，依然感到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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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学

马克思属于那些对历史思维、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科学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家（Perry 2002; Adamson 2002）。直到今天，他的著作及其多样化的接受史仍对历史编纂学和制度化的历史学科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至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大量的学术贡献都证明了这一点（参阅 Iggers 2007, 75–86; Raphael 2003, 117–137）。世界各地，不仅仅是在那些正在消亡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历史学家援引马克思的观点，并或多或少地紧跟马克思的步伐。

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一概念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困难：归入其下的努力范围极广，从 (A) 忠实地试图紧跟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到 (B) 或多或少自觉地尝试通过修正和更新来利用马克思并超越马克思，再到 (C) 对马克思遗产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简化、删减和扭曲，即文献中被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使个别学说的归属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让马克思能集中精力创作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II, 5, II, 12 / 23 f.），普及新的历史观并针对反对者进行公开辩护的任务越来越多地落在了恩格斯肩上（I, 31, 21 f. / 21, 328）。因此，除了论战性的报刊文章外，还诞生了诸如《反杜林论》（1878）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I, 27 / 19）等著作，这些著作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并决定性地塑造了新历史观的形象。此外，恩格斯还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用自然辩证法来补充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I, 26 / 20）。这些未完成的手稿在出版（1925）后，引发了关于这是否真的深化了马克思学说的争论。

马克思虽然也通过他自己在历史编纂和当代史方面的贡献（参阅 Küttler 1983）对历史学家这一行当产生了影响，但主要还是通过他的理论和政治著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历史观以及其中所表达的人性观、他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的预言，首当其冲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灭亡和无阶级社会即将来临的宏大预测。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最初被支持者和反对者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如 Engels 1859, MEW 13, 469）或“唯物主义历史观”（I, 27, 606 / 19, 208; I, 27, 236 / 20, 25; I, 31, 123 / 21, 264）。随着时间的推移，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由恩格斯、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等人使用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III, 30, 390 f. / 37, 436 f.; MEW 22, 298; MEW 39, 2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唯心主义哲学派别”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黑格尔被视为其范式代表（参阅 Bernheim 1880, Kap. III; 同上 1908, 694–699）。当然，唯心主义元素在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中随处可见，尤其是经典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Johann Gustav Droysen 等），他们虽然改进并更贯彻地应用了史料批判的方法，但在其他方面仍拘泥于政治事件史和叙事性描述的传统模式。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将那些主宰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帝国、国家或民族，以及“伟大”个人的决定和行动置于中心。虽然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并不局限于政治和宗教，但诸如战役、和平谈判和宗教会议及其“英雄”（统治者、统帅、教皇）等事件确实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除了前台的个人行动者外，通常还会假设后台存在超个人的行动主体（观念、道德力量、世界精神等）。在所有带有宗教或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中，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毫不留情的诊断那样，历史表现为“想象的主体及其想象的活动”（MEJ 2003, 116 / 3, 27）。

相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门实证的历史科学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特别是从与物质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MEJ 2003, 115 / 3, 26 f.）。人们必须自己生产生活资料（MEJ 2003, 107 f. / 3, 21）。“新唯物主义”不仅要与所有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界限，也要与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MEW 3, 5–7）。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新唯物主义者，在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等哲学家的区别中，着重将自己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MEJ 2003, 7 / 3, 42），他们不只是沉思地观察和以不同方式解释现存关系，而是要积极地“改变”（MEW 3, 7），更确切地说：是要“革命化”现存世界（MEJ 2003, 7 / 3, 42）。在作为《资本论》预备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II, 2 / 13）中，马克思精辟地总结了他成熟的历史观：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II, 2, 100 f. / 13, 8 f.）

张力与后续负担

诚然，马克思的历史思想中已经存在着不清晰和张力，这些问题在后续的接受过程中也一再显现。例如，在马克思的纲领中可以辨认出双重目标。(A) 一方面，新的唯物主义社会观和历史观应该是一门发现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科学。这些优势旨在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思辨的历史哲学区分开来。然而，为了实现科学性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观必须对相反的经验和批评保持开放。(B) 另一方面，它在实践意图上要为社会革命运动设定纲领。这涉及到已经确定的目标以及选择尽可能有效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一再发生冲突和分裂。这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就已经存在的科学与政治的交织，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人们如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如何在科学诉求和政治策略之间设定优先权，都对理解历史学科及其认知、社会和政治功能产生了影响。

影响与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和政治著作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不同国家表现得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这些“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立场。

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列宁主义的出现，20世纪初发展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形式，其中科学与政治的交织变得越来越紧密。1921年后，米哈伊尔·N·波克罗夫斯基（Michail N. Pokrovskij, 1868–1932）首先领导了新的苏联历史学派，旨在将现有的研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凭借他的《俄国历史》以及更成功的、受到列宁（1870–1924）称赞的《俄国历史以此要》，他本人提供了范本，其中放弃了以人物和事件为导向，转而研究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波克罗夫斯基去世后不久，他的学派就因一场斯大林（1878–1953）深度参与的运动而被粉碎。斯大林强迫历史科学更紧密地依附于党的路线。原则上，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解释中）提升为官方的国家学说，科学也必须服从这一学说。在历史学方面，除了这种教条化之外，还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化：苏联的大国野心需要通过对民族历史的重新评价和理想化叙述来使其变得合理。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一种主要服务于党派利益和爱国主义的政治民族历史编纂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为此，它退回到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只是在表面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加以点缀。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对应的是英雄化传记的繁荣，甚至像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这样的人物也能成为某种奇怪崇拜的对象。

在东德（DDR），历史科学也曾几十年如一日地由国家组织并在政治上被工具化：在那里，它应当提供一种对抗“资产阶级”西德历史学的模式。在195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中，对此直言不讳地指出，“进步的德国历史科学”是“一种尖锐的意识形态武器”，用于“以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以此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有害意识形态”（引自 Hardtwig 1990, 313）。

因此，除少数例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展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并能够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行公开交流。例如，经济史学家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 1916–1988; 参阅 Kula 1986）关于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以及耶日·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 1928–1998）关于波兰历史和历史学方法论（1976）的著作，都引起了国际关注。在东德方面，哈特穆特·茨瓦尔（Hartmut Zwahr, 生于1936年）值得一提，他在其研究《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构成》（Zur Konstituierung des Proletariats als Klasse, 1978）中，基于广泛的数据重建了莱比锡无产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构成，从而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份细致的个案研究。

非社会主义国家：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普遍存在的政治排斥和迫害以及学科内部的保留意见，历史学家要阐述或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也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马克思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及拉丁美洲和日本，都对历史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许多西方历史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从晚期恩格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并以折衷和批判的方式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意大利，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1904）很早就主张以非教条的方式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对他来说，这是从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劳动出发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概念被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采纳，他后来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作为墨索里尼监狱中的政治犯，葛兰西分析了各种权力关系的文化原因和后果，以解释西欧为何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他接续了那个古老的思想，即持久的权力既需要强制也需要同意。他用“霸权”（Hegemonie）一词来指代一个阶级或阶级联盟控制关键机构（学校、大众媒体、教会等）并进而主导政治舆论的能力。葛兰西认为，虽然俄国革命由于那里不稳定的局势，可能以快速的“运动战”形式进行，但在西欧，变革只能以争夺文化霸权的漫长“阵地战”形式进行（Gramsci 1975）。葛兰西的思想和概念工具（霸权、市民社会等）影响了几代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

像葛兰西一样，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到批判社会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都强调意识和文化现象（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作为历史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关键不仅在于事实上的物质状况，还在于人们如何体验、解释和评价它们。基础-上层建筑模型必须相应地被重新解释或弱化。晚年恩格斯在创造那句著名的公式时就已经为此留出了解释空间，即上层建筑“归根结底”（in letzter Instanz）要从基础来解释（I, 27, 606 / 19, 208; I, 27, 236 / 20, 25; MEW 39, 206），并且后来建议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III, 30, 467 ff. / 37, 463 ff.）。

在法国，特别是在二战后，发生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讨论，许多知识分子参与其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与其学生（艾蒂安·巴里巴尔 Étienne Balibar, 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等）合作发展的马克思解释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解释将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要素与结构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以仍受黑格尔影响的早期著作为导向，并在这一背景下将马克思解释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阿尔都塞则着眼于《资本论》时期的成熟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在那里将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为一门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新的自主科学。根据这种观点，社会是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其各个领域之间存在因果的相互作用。历史没有主体；历史过程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两极分化。一方面，他影响了众多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另一方面，他那具有暗示性但往往不清晰且论证不足的论点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参阅例如 Thompson 1978; Cohen 2000, xxii–xxii）。

法国历史编纂学最重要的流派，即聚集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29 ff.）杂志周围的所谓“年鉴学派”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虽然不是由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撑，但在其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承认马克思前期工作的重要性。例如，第四代的一份宣言中写道：“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跨学科并拥有历史过程总体构想的历史观念的先驱之一。”（Le Goff u. a. 1990, 47; 参阅 Iggers 1995, 5）。正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早在1932年所表述的那样，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一种 histoire vue den bas et non den haut（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历史）。通过爱德华·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 1924–1993）普及的表述 history from below（自下而上的历史），这一座右铭成为了新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格言。

英国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具有重大意义（参阅 Kaye 1984; Perry 2002, Kap. 5），它起源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他们于1952年创办的杂志 Past and Present（《过去与现在》）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盎格鲁-撒克逊变体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讨论的重要论坛。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 1916–2002）、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1912–2003）、乔治·鲁德（George Rudé, 1910–1993）、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 1923–2011）、爱德华·P·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他们对国际社会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汤普森的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至今仍被视为现代社会史编纂学的标准著作和典范（参阅 Perry 2002, 99–107; Iggers 2007, 81–86; Raphael 2003, 133–135）。汤普森将1790年至1832年间英国下层社会的政治和宗教运动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过程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组成复杂的英国劳动人口逐渐形成了对其利益认同的意识。从他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汤普森后来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形式，特别是猛烈抨击了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Thompson 1978）。

在德国，在试图批判性地将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理性化和现代化理论相结合的尝试中（参阅 Kocka 1977, 9–40），并紧随埃卡特·克尔（Eckart Kehr, 1902–1933）等历史学家之后，发展出了自己的跨学科社会史学派，或者按照现在的叫法，历史社会科学（参阅 Kocka 1977; Wehler 1980 等）。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韦伯为导向的倾向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马克思的痕迹，或者至少是马克思/韦伯交集的痕迹仍然可见。因此，即使在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 1931–2014）的巨著《德国社会史》（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987–2003）中，尽管原则上承认“统治、经济和文化”是“社会三个平等的、连续贯穿的维度”（Wehler 1987, 7），但“德国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 仍然是德国社会史的一个基础过程”（同上）。

留存下了什么？

历史编纂学史上最优秀的专家之一，古代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在兰克之后一百年，将历史科学的变化总结为四点：(A) 政治民族史和宗教史的主导地位退居其次，让位于“社会经济史”；(B) 历史变迁不再单纯通过求助于观念来解释；(C) 取而代之的是，解释现在求助于“社会力量”；(D) 谈论进步或事件朝特定方向的有意义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Momigliano 1966, 108 f.; 参阅 Hobsbawm 1997, 188 f., 247）。这些根本性的转变中，至少前三点主要（尽管并非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其受其启发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当然，在经验和批评的压力下，马克思最初纲领中的许多内容必须被弱化，或者根据马克思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未曾预见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进行修正。因此，大多数历史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已将阶级概念适应了变化了的情况，并用更差异化的因果和功能解释模型取代了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人们大多局限于回顾性解释的要求，而在宏大预测甚至革命许诺方面保持克制。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历史观仍然保留着巨大的科学和社会批判潜力。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杰拉德·A·科恩（Gerald A. Cohen）等人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辩护，认为它是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科学理论，能够为许多社会现象提供可靠的功能性解释（Cohen 2000; 参阅 Elster 1985; Wetherly 1992; Iorio 2003）。但马克思依然是致力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的灵感源泉，这种历史观察不再盯着政治精英及其著名的英雄，而是将历史的匿名受害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置于中心。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今天的关注点不再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相反，人们致力于将所有类型的统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和抗议形式纳入分析和实证研究之中（参阅 Hobsbawm 1959; Genovese 1976 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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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类学 / 民族学

为了确定马克思的著作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的影响，首先需要区分哲学人类学与从事经验研究的人类学或人文科学。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两个科学领域的思考，尽管在相关研究中，对于马克思具体应归属于哪些立场仍存在争议。关于哲学人类学，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随着其思想的发展，对“人的本质”（I, 2, 405 / 40, 574）这一问题的立场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初，他还需要代表一种明显且明确以黑格尔为导向的方法，并将人类生活方式的本质建立在劳动的社会现象之上，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语境下，他已经认为通往人类生活方式基本问题的哲学路径原则上是错误的，并要求放弃使用“‘人的本质’、‘类’等哲学语汇”（MEW 3, 218）。尽管如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恰恰处理并回答了那些对哲学人类学学科具有构成性意义的问题——例如人与动物之间的决定性区别问题：“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MEJ 2003, 107 / 3, 21）

当然，哲学人类学的主题在马克思后期的经济批判研究中依然具有相关性。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反复坚持区分社会现实中那些特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方面（如商品交换），以及那些独立于任何文化形式的人类共同生活所特有的方面（如使用物品的制造）。在这些语境中，虽然可能不再将劳动称为“人的本质”（同上），但马克思的相关思考并非针对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民族学陈述。马克思谈论的是这样的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II, 5, 129 / 23, 192）

至于这些论点——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反——是否属于哲学人类学的范畴，则是另一回事（参阅 Brudney 1998）。无论如何，马克思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关注肯定是他不构成20世纪上半叶哲学人类学——例如舍勒（Scheler, 1874–1928）、普莱斯纳（Plessner, 1892–1985）、盖伦（Gehlen, 1904–1976）、卡西尔（Cassirer, 1874–1945）——的关键参照系的一个原因，尽管盖伦关于人是“缺陷存在”（Mängelwesen）的观点恰恰可以与马克思的思考很好地协调起来。

经验人类学 / 民族学

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手稿撰写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接受史上无疑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恩格斯在其中探讨了早期的文明与文化形式、家庭与性别关系。恩格斯承接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987）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曾详细摘录过摩尔根的著作（参阅 Shaw 1984）——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依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对生活方式，即对社会现实的文化维度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信念，恩格斯也用社会生活生产的变化来论证上述时代的更替，而在这些生产中，冲突特征往往具有构成性意义：“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是决定性的武器。”（I, 29, 14–17 / 21, 32）

独立于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的作品从人文科学的视角出发，在人类学方面产生了多重影响。这首先在一般层面上适用于这些学科的社会理论概念，因为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作家和共同奠基人，为核心且如今不可或缺的范畴（阶级、统治、利益、意识形态、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等）的形成和精确化做出了贡献。

英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马克思的著作对美国民族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 1973 和 1979a）的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他在关于国家形成的各个历史研究以及对早期亚洲生产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探讨马克思的思考。在此过程中，克拉德全面研究了马克思对其时代民族学研究的阅读和评论，并查阅了马克思相关的摘录笔记。克拉德（1979b）一再指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在探讨早期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等内容时，从未明确将其自身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始终以世界观上开放的方式去接触每一个有待经验研究的对象。

然而，除了克拉德之外，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很少依据马克思的思考。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至少在最初）美国人类学都在L.H.摩尔根那里找到了共同的积极参照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这肯定也归因于政治原因（Bloch 1983, 124 ff.）。最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类学与摩尔根的进化论人类学拉开了距离，因为它试图抛弃该方法所隐含的规范性、有时甚至是政治性的评价维度（想想蒙昧时代与文明时代之间的区别）。在此背景下，所谓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将独立的、即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关系的文化概念置于人类共同体分析的中心。对于这样的文化，不能有意义地断言它优越于其他文化。这种（包括道德上的）可比性论点将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联系起来，而它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质上是进化论的（参阅 Bloch 1983）。

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民族学派得以形成，该学派坚持文化与所发现的自然生存条件之间的依赖关系，但放弃了线性进步发展的假设。其最强有力的代表无疑是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79），他的研究严格导向于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和进化论的原则，即文化无非是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在这一反文化相对主义方法的框架内，社会制度的核心可以通过其对地理条件的适应能力来解释。哈里斯（2005）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关于食物禁忌的研究也属于这一语境：例如，在印度之所以不杀牛，其原因只是表面上在于它们作为神圣动物受崇拜。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对待牛的方式是可持续且高产地利用这些提供牛奶和肥料的役畜的最佳、最有效的方式。这样一种直接的决定论是否有权援引马克思，已受到其他人类学家——特别是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 1983, 132 ff.）——的质疑。马克思本人可能会拒绝这种诉诸有用性的方法：

“例如，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II, 5, 492 / 23, 637）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对于确定马克思在法国民族学中的影响，莫里斯·郭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的著作至关重要。郭德利尔曾在民族学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手下工作，他试图发展一种受马克思著作启发的路径，以分析例如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他主张马克思对这些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从今天的角度看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但他仍然坚持这一信念：即必须从各自的生产关系中推导出社会群体思维形式的理论规定（Godelier 1978a 和 1978b）。但是，恰恰为了确定所谓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必须首先开发相应的概念分析工具。在这方面，郭德利尔以他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为导向，阿尔都塞无疑可被称为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郭德利尔试图将阿尔都塞发展的结构概念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概念联系起来：阿尔都塞笔下的马克思通过揭示构成性的、客观的结构来分析资本主义，这些结构的动力和变化完全与参与行动者对它们的主观感知相联系。因此，郭德利尔的人类学著作总是以强调社会参与者视角的重要性为特征。在分析神话等社会现象时，郭德利尔（1973）指出，神话的传承和变迁只能通过与日常生活经济生产的联系来解释；当然，这些生产方式本身在本质上也由相关主体对其社会的看法所决定。这种主观主义因素在郭德利尔关于宗教现象的著作中也很明显。郭德利尔正确地指出，不应仅仅将宗教理解为操纵工具，它实际上根植于主体所经历的直接体验中。然而，他将这一观点视为对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立场的修正，并将其归功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这大概是归因于对马克思宗教概念的一种不幸且广泛流传的理解。恰恰是通过那个常被错误地表述为“大众的鸦片”（Opium fürs Volk）的著名鸦片隐喻，马克思试图让人们关注宗教的体验性、独立性，甚至可以说是占据性（possessiven）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社会地理学

在较近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他是最早主张社会或关系性空间概念的经验人类学家之一：经验研究不应抽象地追问空间是什么，而必须由这样的问题引导：特定的人类实践以何种方式利用特定空间，并由此首先创造了作为空间的空间（参阅 Harvey 1973）。凭借这种空间理解，哈维让人想起了马克思的关系性社会概念：“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II, 1.1, 187 / 42, 189）。对于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哈维（1982 和 1985）来说，现代经济方式的特点在于不断开发新的空间。由此在全球层面产生的技术和组织进步，归因于由竞争驱动的目标，即在越来越不受地理限制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积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表达了这种全球化趋势：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MEW 4, 466）

大卫·哈维的学生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在此背景下甚至谈到了“空间的生产”（2008），并试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不平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中，在探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框架内，回答社会和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他提出的论点是，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绝不应被理解为工业化进程中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偶然结果，而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特定地点的集中迟早会导致经济上不利的状况（例如通过交通超负荷、租金上涨等），投资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就变得特别具有吸引力。由于资本主义的活动领域早已遍及全球，产生了一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想想鲁尔区经济意义的变迁），这不再归因于不同的文化或生产关系，而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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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学

马克思理论对教育学的光环在于其整体架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是迄今为止唯一允许在社会总体再生产的背景下对教育和教养（Bildung und Erziehung）的功能进行激进批判分析和反思的模型。此外，尽管对历史变革的可能性存有怀疑，但原则上仍持乐观态度的历史哲学，为教育学这样一门行动科学开辟了不可或缺的解放性行动空间。

从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开端到批判唯物主义教育学

在德意志帝国的末期，为了反思教育政策和教育学问题而接受马克思理论的萌芽开始出现。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发表的《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1872年）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发表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78年）构成了最初的基础文献。然而，直到奥托·吕勒（Otto Rühle）和奥托·费利克斯·卡尼茨（Otto Felix Kanitz）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对工人阶级子女灾难性的社会化条件进行实证研究，才开启了与唯心主义教育学截然对立的唯物主义教育研究。在基于这些分析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原则的同时，教育学家安娜·西姆森（Anna Siemsen）、哲学家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和弗洛伊德学派的齐格弗里德·贝尔恩费尔德（Siegfried Bernfeld）首次致力于发展一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教育学。其进一步发展因法西斯主义而中断了数十年。

1960年代末，随着对资产阶级教育经济学、教学法和学校的分析与批判，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当教育社会学的方法主要进行关于教育、教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索以及对教学法和课程规定的意识形态批判分析时，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力需求与培训部门之间的联系（唯物主义教育经济学）。

尝试建立唯物主义的教育经济学，虽然作为对抗维护现状（affirmativ）的教育经济学的反模型是必要的；然而很快就清楚了，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理解教育和教养的社会前提的钥匙，但仅凭它无法发展出教育学，因为从教育和教养的实证条件中无法推导出教育行动的目标和原则。

批判唯物主义教育学的规划

直到1970年代中期，批判唯物主义教育学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有发展能力的教育科学进路出现（参阅 Gröll 1975; Gamm 1983; Titze 1995; Schmied-Kowarzik 2006）。它包含一种教养理论（Bildungstheorie），该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重构教养理念，并以此揭示其基本的辩证法以及内在的反抗和解放视角（参阅 Heydorn 1995）。另一条独立的发展路线是由主要参考文化历史学派和批判心理学的模型构成的（参阅 Braun 1980）。

批判唯物主义教育学与批判理论联系紧密，并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划清界限（参阅 Schmied-Kowarzik 1988）；其特性在于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当代社会及其内部发生的教育和教养过程。在这里，理论一方面要完成揭示教育和教养的社会功能以及儿童和青少年主体生成（Subjektwerdung）所受制于的统治规定的任务。基于一种将统治理解为基础性社会关系——一种源于劳动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关系——的统治概念，教育学开启了对教育中稳定社会的功能和成分的批判。其研究通过对植根于资本关系的社会统治进行系统批判而展开（参阅 Gamm 2011）。另一方面，这一任务又与为使成长中的一代摆脱社会他律和统治规定而确立教育学视角的意图重叠。分析层面和行动视角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进路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辩证法”，“它通过行动扬弃历史从而理解历史”（Gramsci 1993, 1071）。在这种实践哲学的历史理解框架内，教育科学是一种介入、干预的教育学，是在主体生成和社会中激发解放性冲动的教育学（参阅 Bernhard 2012）；它旨在传播其批判，从而使其认识在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的争论以及教育和教养的实践中付诸实践。

社会总体背景下的主体生成

具有构成意义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里，理论参照框架的原则已经展开，在此背景下可以对诸如代际关系、教育、教养和教育行动等核心教育科学概念进行界定。这里既阐述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基本联系，也阐述了世代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种系发生背景中的意义。“人对人的加工”（MEJ 2003, 23 / 3, 36）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需求被纲领性地确立下来。

人们在社会中并在与自然基础的互动中构建其生活状况的方式，既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成长一代的教养和教育。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完全决定的，但确实受到了本质上的制约。虽然人出生时具有各自特定的生物学禀赋，但其进一步的发展是以具体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影响塑造的。甚至在母体中这些影响就已经生效；不存在人的前社会存在。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无法彼此分离，它们有着多——


更为根本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个体是社会的一部分，并因此始终也是社会的表现形式。儿童和青少年的主体生成（Subjektwerdung）和意识发展依赖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因而也依赖于社会组织其生活状况的方式，以及社会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调节社会关系。基于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整合唯物主义导向的深度心理学模型与主体理论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些模型和方法中，人类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教化历史（Bildungsgeschichte）可以在其历史-社会的中介性中被展示出来（参见 Lorenzer 1972; Demirović/Kaindl/Krovoza 2010）。社会条件和危机必须由人来消化，它们在人的深层意识中留下痕迹，若不对其进行处理，通往成为自决主体的教化障碍就无法被克服。对这些障碍的认识标志着一种独特的解放性教化过程。

7 心理学

教育（Erziehung）和教化（Bildung）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相关，只能在这一关联中进行研究和反思。这既适用于对当前教育与教化形式的分析，也适用于对其历史形式的分析。在此，代际关系及其构建具有关键意义，因为社会的再生产从根本上依赖于成年人将经验传递给每一代成长中的人。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不仅受到他们在当前环境中接触到的人的影响（同步视角）。先前的几代人通过他们移交的社会关系、道德基础、交往形式和心态，决定了后一代人的发展前提和条件（历时视角）。这种“再生”（Regeneration）的功能是通过教育和教化过程完成的，它们旨在实现历史习得的社会经验的永久“更新”（Gröll 1975, 19 和 22）。

教育通过赋予新生儿以那些使他们有资格参与社会共存和应对社会要求的价值观、规范、行为导向、交往规则和知识，特别地展开了这一任务。教育的任务导向于整合，即融入社会团体，然而必须在其双重规定性中来理解它。一方面，教育在功能上指向社会关系的存续，因此必然具有维护性的特征。它是统治的工具，因为人们试图借助它使成长中的人的发展需求适应社会的指令。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教育，个体将无法生存，因为教育赋予了它基本的规范、价值和交往形式，使其能够在社会中获得生存和行动的能力。凭借其社会成效，教育为一种自决的生活实践创造了无法回避的基础。教育学（Pädagogik）紧扣这一不可消除的辩证法，探索释放成熟（Mündigkeit）潜力的机会（参见 Jahrbuch für Pädagogik 1997）。

当我们谈论作为社会经验更新的再生时，这一表述已经暗示了上述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仅在分析上指向社会，而是如我们在开头所阐述的，与社会处于一种实践-变革的关系中。它透视整个社会关系，其实践意图在于创造一种社会文明，在这种文明中，既不会像全球资本主义那样阻碍人们对其生活方式的合作性自我实现，也不会破坏自然关系。教育学着眼于“再生”这一不稳定的过程，因为其中本身就蕴含着变革的潜力。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的另一个基本概念——教化（Bildung）——也发挥了作用。与教育一样，教化也被纳入社会经验再生的任务中。但与教育不同的是，教化包含了解放的潜力，因为它包含了意识“分娩”（Entbindung）的可能性，这能使成长中的人与社会及其生活状况保持批判性的距离。

然而，在现存社会中，教化承受着压力，即传递那些经验并建立那些主体属性，这些经验和属性对于社会生产及维持支撑该生产的统治关系是功能性的。特别是，教化应当被转化为人力资本，即转化为可利用的劳动能力。所有当前的教育规划概念——即使它们用进步的词藻进行伪装——都以生产可利用的劳动能力为目标，这将人贬低为有利可图的商业中的单纯商品。同时，社会的统治结构应当通过教化获得合法性，从而防范解放性的异议。经济上强大的群体的文化霸权，部分地通过教化得以维持和建立。一种唯物辩证的教化理论着眼于这些宏观社会功能及其内在的强制力，并挖掘其中存在的反向趋势和异议潜力。教化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逃避批判的社会的运转而被教化。教化本质上也是自我教化（Selbst-Bildung）——即一个特立独行的主体对社会所提供的经验库存的占有（Zueignung）和改变。这种情形中蕴含着发展人类反抗能力的机会。在教育机构中传递社会理性的每一个过程都包含着解放性的认识潜力，这种潜力可以被学习主体释放出来。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形式能够控制，对肯定性思维能力的引导是否会违背其初衷，转变为解放性的批判意识。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在教育机构里，在教育关系中，以及日益在数字空间中，都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可以将教化推向超越其资格认证功能的境地，并利用所占有的内容和能力来实现个人和集体的自我解放（参见 Heydorn 1995）。

批判唯物主义教育学包含一种特定的、针对发达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量身定制的解放教育学，其旨在使儿童和青少年能够发展成为其生命历史的行动主体，以及其生活状况的积极政治行动者。其核心在于将成熟（Mündigkeit）置于一个共同的、团结的框架中，而不是在这个框架中消解个体的自主性，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体和集体的成熟。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共同体的教化过程，解放性的主体生成注定会失败。教育学研究社会前提条件，审视其对解放性主体生成的结构性阻碍，并确定在教育上加强主体的反抗潜力和自主潜力的可能性。除了克服儿童和青少年经济劣势的目标外，教育行动的视角根本上指向从日益微妙的异化形式和文化上的被剥夺自主权（Entmündigung）中解放出来，这种被剥夺是通过消费、文化工业和喧嚣的交流关系的持久性而造成的。它们构成了今天的“彻底的锁链”（radikale Ketten）（I, 2, 181 / 1, 390），束缚着人们的意识，从而阻碍其行动能力。然而，这些现代锁链绝非是全面性的。教育学着眼于现代异化形式在主体生成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断裂、摩擦和失败，旨在鼓励和赋能成长中的一代去发展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能够以自决的方式，并以与他人及自然关系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塑造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种新的文明，鉴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耗竭和自我毁灭力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即便尚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体的发展可能只是“人类历史中的眨眼一瞬”（Zweig 1951, 186），但他们绝非风中的尘埃，而是具有塑造能力的存在，为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而共同奋斗是赋予他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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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理学

马克思对当前的学术心理学几乎没有影响。在通用的教科书中，例如，马克思主义完全未被提及。在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的德语第5版中，虽然还简短提到了批判心理学（Kritische Psychologie，在国际上常被称为“柏林批判心理学派”），但附带说明是其科学价值尚待证明（1992, 11 f.）。然而，在第18版中，甚至连这一提示也被删除了（Gerrig/Zimbardo 2008），这很可能也是因为柏林自由大学曾代表批判心理学的独立心理学研究所于1995年与那里的第二个心理学研究所重新合并，且批判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克劳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同年去世后，其教授职位未再补缺。尽管如此，在介绍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更普遍的关系之前，在此先简要勾勒一下批判心理学的基本理念。

在学生运动期间，主要受克劳斯·霍尔茨坎普（参阅 Holzkamp 1971）的影响，发展出了一种心理学构想，该构想以马克思主义范畴和社会理论为基础来定义其基本概念。这一构想的出发点是对“古典”心理学基本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式的驳斥，以及对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批判：后者被指责未能反思心理学范畴的社会制约性，从而阻碍了对社会的批判以及人的解放。这种批判心理学的核心理念，一方面是由于人的社会构成，人类的心理范畴不能纯粹通过自然科学或非历史的方式进行分析，而是必须在其特定的社会制约性中加以阐释（Holzkamp 1978）。另一方面，批判心理学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人们看清自己的社会处境，并为改变现有社会关系的解放过程创造可能性。

当前学术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刚才概述的批判心理学构想之间之所以不存在适合合作的联系，有两个明确的原因。首先，大学心理学遵循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科学观，自视为“价值中立”的。它试图进行分析和描述，而不作规范性判断。相反，马克思将其科学项目视为有党派性的，因此认为清晰地分离纯粹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科学项目是不可能的。

其次，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导致对心理状态的否认，也不否认心理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的独立对象领域，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依然适用：“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II, 2, 100 / 13, 9）。虽然意识是存在的，但它本质上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焦点在于社会环境，因为它们构成了值得关注的出发点。这种对社会与意识关系的界定，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极大亲近性及其与心理学的相对距离。

尽管如此，心理学理论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仍存在一些联系，并且有过发展纯正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尝试。这其中包括苏联学术心理学的发展，以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心理学”形式的结合（Abl 2010）。此处仅简要探讨苏联的学术心理学，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更详细地讨论上述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结合。

学术心理学

苏联的学术心理学以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wan Petrowitsch Pawlow）的研究为出发点。巴甫洛夫主张一种完全唯物主义的心理学，他将自己在狗身上发现的先天和条件反射的结果推演到了人类身上。巴甫洛夫发现，如果铃声最初伴随喂食出现，狗会表现出唾液分泌增加，但后来即使没有喂食，仅有铃声时也会如此。巴甫洛夫推测，人类也是通过类似的条件作用过程来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然而，他以此将心理学简化为一种行为主义。因此，巴甫洛夫本人既不视自己为心理学家，也不视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Mette 1958）。

随后的时期，主要是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鲁宾斯坦（Sergej Leonidowitsch Rubinstein）以及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列昂昂季耶夫（Alexej Nikolajewitsch Leontjew）及其文化历史学派试图从巴甫洛夫出发来确定社会与心理的关系。他们关心的是，一方面保持社会塑造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维护心理层面的独立性。然而，鲁宾斯坦并未超越仅仅将心理活动理解为社会现实的效应。追随马克思，他强调需求优先于理性思维。心理需求产生于社会环境，特别是生产关系，而理性思维则受到这些需求的塑造（Rubinstein 1972; 1984）。

列昂昂季耶夫强调意识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作为社会现实的心理摄入的重要性。列昂昂季耶夫论证道，通过习得已有的文化语言，人的心理被按照社会关系塑造。此外，一个人发展出什么样的语言进而什么样的意识，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在列昂昂季耶夫看来，意识并没有发展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独立性，因为它已经被一种仅从外部理解的语言预先塑造了。因此，在这里，心理依然仅仅是社会环境，特别是生产关系的效应（Leontjew 1973）。

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一些政治左倾的精神分析学家在柏林定期聚会，并日益深入地探讨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自3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这一主题。连同卡伦·霍妮（Karen Horney），他们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家，其中埃里希·弗洛姆也代表了与批判理论的重要联系。

最著名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是威廉·赖希，他在20世纪20年代系统地追求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Reich 1968 [1929]; 2010 [1933]）。他的主要意图在于表明，精神分析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做出实质性贡献。为此，他借用了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的大众神经症思想，并将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大众神经症的原因，任何改变都必须在社会结构层面上进行。精神分析的贡献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活的病态特征。

赖希于1934年被逐出精神分析学会。原因肯定不仅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更在于他对弗洛伊德所持的——在他看来是——非政治态度的尖锐批评（Reich 1972 [1936]）。其背后是赖希的假设，即大众神经症的一部分也是缺乏“性高潮能力”（orgastische Potenz），即性满足的能力。赖希反对弗洛伊德，认为这不仅必须通过治疗被动地改善，还必须通过改变社会关系主动地改善。二战前夕，赖希前往美国，并日益致力于他的伪科学的“奥贡理论”（Orgontheorie）（1975 [1942]）。他相信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即“奥贡”（Orgon），他认为这种能量甚至可以中和辐射。

卡伦·霍妮（1988 [1937]; 2007 [1950]）发展了自己的神经症和自恋理论，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她将社会结构视为这些障碍的原因。此外，她批评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性别歧视结构，提出了“子宫嫉妒”（Gebärmutterneid）来对应“阴茎嫉妒”，并指出弗洛伊德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对男性的社会编码依赖性。以此，她为精神分析的自我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Horney 2007 [1967]）。

奥托·费尼切尔（1998）主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精神分析学家小组的组织者开展活动，他通过提供通函（Rundbriefe）来构建一个内部圈子。与赖希相反，他还确信，由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唯物主义基本取向，它与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毫无问题地兼容的。他特别关心的是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这意味着一种与赖希相比不那么正统的态度，并隐含着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一定亲近性。

在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最大持久影响的是埃里希·弗洛姆，部分原因是他那些非常成功的通俗著作，如《爱的艺术》（1980 [1956]）和《占有还是存在》（1980 [1976]）。但这部分影响也归功于他与批判理论的亲近关系。弗洛姆在其早期的核心著作《逃避自由》（1980 [1941]）和《为自己的人》（1980 [1947]，即《精神分析与伦理学》）中就已经寻求与道德理论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与其他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批判理论区别开来。他的目的是在古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即关于生活幸福的学说）基础上发展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要在一方的自主性与另一方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

这里与马克思的亲近性主要在于以亚里士多德为导向，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批判，特别是以与类本质和同类相异化的形式（Fromm 1980 [1961]）。弗洛姆论证道，如果没有找到自主性与关联性之间的正确平衡，就很容易形成在施虐与受虐之间摇摆的威权性格。他们向上顺从，向下则享受行使权力的快感。弗洛姆将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这样一个威权社会，人们必须从中解放出来（Fromm 1980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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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学 / 宗教学

“宗教”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据的篇幅并不大，但在实质方面，它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宗教以特别鲜明的方式例证了错误意识的社会根源。在此，马克思毫不怀疑，对宗教的批判在他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因此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宗教不再占据其在早期著作中那样的地位，这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然而，在《资本论》中偶尔的、几乎可以说是顺带的评论表明，马克思并未背离他对宗教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行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完全撇开这种物质基础的宗教史，也是——不批判的。”（II, 8, 513 / 23, 393）。从这些前提出发，实际上不能指望马克思的宗教分析会对受宗教信仰约束的神学产生影响。对于从事经验历史研究的宗教学而言，这种影响倒是更值得期待。

二战前的各神学流派与马克思

正如预期的那样，天主教和新教中受教会约束的神学及其代表人物几乎完全负面地看待马克思的著作。最初，主要是唯物主义立场及其伴随的激进宗教批判显得不可接受，但同时，社会和政治层面以及阶级斗争的构想，也与两个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团体的态度不相容。——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神学家至少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但同时与马克思的哲学基本前提划清了界限。

在新教方面，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鲁道夫·托特（Rudolf Todt，1839–1887）。将马克思的著作划分为可以获得支持的社会经济分析和——据论证——对该分析并非必要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这种划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各种形式反复影响着讨论。这可能与对教会同保守派及资产阶级结盟的做法的批判相结合，偶尔导致像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1842–1919）和埃尔文·埃克特（Erovin Eckert，1893–1972）这样的神职人员积极参与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活动。在分裂为多个圈子的“宗教社会主义者”（Religiöse Sozialisten）协会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特有的终末论（Eschatologischen）时刻。尽管即使是“宗教社会主义者”中更积极的代表，如莱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 Ragaz，1868–1945）、赫尔曼·库特（Hermann Kutter，1863–1931）、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45），一方面强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弥赛亚主义相对于基督教终末论理解的尘世维度，但另一方面，他们确实能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中，甚至在阶级斗争中，识别出一种几乎可称为神圣的时刻，要么视其为“上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判决”（库特），要么视其为被呼召在决定性时刻（kairos）改变历史的运动（蒂利希）。

这些主要出现在德语新教神学中的声音，始终只是在整体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神学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小部分通过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辩证神学传承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保留了一种不拘泥于冷战隐喻的批判性神学传统，尽管宗教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联盟在1945年后已萎缩至无足轻重。

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对话

在马克思主义与神学之间经历了数十年的失语之后，随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的召开，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重新被唤起。虽然在开始的对话中，政治议题也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作用——特别是面对累积的核武器库可能导致人类文明彻底毁灭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成为重要议题——但在神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众多会面中，还是可以发现一种更偏向学术的基调。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对话伙伴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包括其宗教批判，而马克思主义方面则接受了神学的新发展，同时也强调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甚至存在主义成分。

在对话的第一阶段，天主教神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巴普蒂斯特·梅茨（Johann Baptist Metz，生于1928年）和卡尔·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新教神学方面是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1908–1993）和约瑟夫·赫罗马德卡（Joseph Hromádká，1889–1969）；马克思主义对话伙伴包括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生于1913年）和米兰·马霍维奇（Milan Machovec，1925–2003）。戈尔维策在50年代末尚能在辩证神学的传统中肯定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因为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宗教本质上是人造的意识形态），从而——尽管有区别——重拾旧有立场，但真正的对话超越了这一观点。有趣的是，对话日益演变为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尽管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接纳了新教神学家的观点（于尔根·莫尔特曼 Jürgen Moltmann 1964年的《希望神学》），且米兰·马霍维奇（1965）对辩证神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

天主教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天主教背景的保罗协会（Paulus-Gesellschaft）自1965年起通过其会议成为对话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来自南斯拉夫，主要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参与了对话，即来自受天主教影响的共和国，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及其神学家则基本缺席（Mojzes 1981, 128 ff.）。对于神学家而言，关键点在于马克思思想中不可回避的无神论。J. B. 梅茨暗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也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替代方案并非一种唯物主义的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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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徒的对话还明显带有学术性和欧洲主导的色彩，那么解放神学的重心则在拉美，并且不仅植根于神学之中，也植根于天主教会的机构之中。早在1960年代，反对压迫和贫困局面的基底教会（Basisgemeinden）就已经形成。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是1968年在麦德林举行的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援引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呼吁将拉丁美洲转变为更人道的生活条件。在拉美许多国家，这些话语正遭遇革命性的局势，主要是社会主义政党在其中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之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实践上的合作，这也在神学中得到了反思。

1970年代和1980年代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洛多维斯·波夫（Clodovis Boff，生于1944年）和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生于1928年），他们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德语。虽然这些神学家以及其他解放神学家曾在欧洲留学，因而了解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之间的对话，但对他们而言，实践处于首要地位。波夫由此得出定义：“马克思主义者是那些理解并改变社会现实的人”（载于：Rottländer 1986, 43）。朱利奥·吉拉尔迪（Giulio Girardi）谈到，“信徒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受压迫者立场的表达”，并将其作为分析工具加以利用（载于：Rottländer 1986, 129）。这再次达到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某种水平，让人想起1914年的积极接受：这里没有进行理论内容丰富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讨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碎片进行选择性使用。——但即使是这种有限的使用也没能让解放神学家免受罗马教廷的禁令。在信理部部长拉辛格枢机主教的主持下，解放神学使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做法受到了特别的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分析此时被视为唯一的‘科学’”（Greinacher 1985, 139f.）。与此同时，关于解放神学的讨论也平静了下来，就像神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兴趣似乎已经熄灭一样。

宗教学中的接受

宗教的对象并非宗教学的对象；宗教学研究的是宗教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一种理论，该理论可以毫无困难地被视为一种宗教学理论。然而，西方宗教学几乎从未对此加以关注。尽管宗教进化的概念在半个多世纪里主导了宗教学，但在这些理论中找不到马克思的位置，而达尔文却被接受了（Sharpe 2003, 47 ff.）。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宗教被理解为一种精神现象，与宗教观念、仪式等的生产者的物质生活条件仅有极小的联系。——库尔特·鲁道夫（Kurt Rudolph）是一个例外。在他1983/84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哈斯克尔讲座（Haskell Lectures）的第四讲“宗教史与意识形态批判”中，这位当时还在莱比锡任教的宗教学家相对广泛地引用了马克思。虽然鲁道夫本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提出了如下要求：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should pursue and attempt to validate Marx’s notion of religion as, on the one hand,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and on the other, the protest against real distress. In doing so it will acquire insight into the meaning and the use of religious concepts –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economics,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between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and the expectation of salvation.« (Rudolph 1985, 75)

（译文：“宗教史应当追寻并试图验证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观念，即一方面是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这样做，它将获得对宗教概念的意义和使用的洞见——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启示录、末世论与救赎期望之间的关系。”）

然而，宗教学并没有遵循这一呼吁。尽管2005年举行的德国宗教史协会大会以“宗教批判”为主题，但马克思在其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宗教学杂志》2/2006 和 1/2007）。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宗教研究呈现出一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差异化的图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断变化的政教关系。

在东德，继1960年代耶拿的一次尝试之后，瓦尔内明德航海高等学校的科学无神论处于边缘地位。在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奥洛夫·克洛尔（Olof Klohr，1927–1993）的主持下，直到1990年共出版了近50份“科学无神论”研究报告。除了理论问题（第29期）外，这些报告还致力于历史调查，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宗教继续存在的问题（第16期）。这些工作的产生几乎与公众隔绝，部分作为油印打字稿发布，并注明“仅供公务使用”。1990年后，克洛尔将收集的小册子移交给图宾根大学图书馆，从而将其从可能的销毁中拯救出来。

在苏联，以“科学无神论”为名，主要在1959年成立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宗教与无神论历史和理论教研室（kafedra）（1990年后为宗教哲学与宗教学系）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宗教研究。除了理论问题外，主要转向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近期的宗教现象。虽然很少使用“宗教学”（religiövedenie）一词，但在实证层面上完全可以看出与资产阶级宗教学的相似之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往往缩减为导言和结束语的组成部分。关于马克思宗教理解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可以提到关于“根源”（korni religii）的构想：参考列宁，人们也从宗教的认识论（gnoseologieskie）和心理学根源出发，但社会根源占主导地位（Ateisticeskii Slovar 1983, 215 和 382）。在1994年出版的一篇文本中，所有三个宗教根源都在“决定因素”这一关键词下再次出现（Osnovy Religiövedenija 1994, 38–49），却没有再次提及马克思和列宁。在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宗教史领域，尽管例如萨满教研究非常广泛，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应用却极为罕见。该领域最重要的作者S. A. Tokarev虽然在其著作的开头详细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几乎不再涉及他们（参阅 Tokarev 1964）。在他1976年译成德语的《世界民族历史中的宗教》一书中，虽然确实对宗教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划分，分为原始社会宗教、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宗教和阶级社会的宗教。关于各种宗教的具体描述，在Tokarev详细引用的资产阶级宗教历史学家那里也能以类似方式找到。在书的结尾，他强调，“多样性 [] 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宗教一般发展中连续阶段的更替来解释”（Tokarev 1976, 715）。

这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一个困难，马克思本人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的确，通过分析找到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者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是科学的方法。”（II, 8, 513 / 23,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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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学

马克思没有发展出一套连贯的、有意为之的法律理论。尽管如此，他代表了与法律理论相关的立场，并在法学界作为一位重要的理论家被肯定性地或断然拒绝性地接受。这篇关于直到当代的法学和法律理论中马克思接受史的概述，首先概述了法律在马克思生平和著作中的作用。

生平与著作

马克思最初学习法律，是为了像父亲一样成为律师或走上仕途。他的老师包括黑格尔派学者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1797–1839）和历史法学派的纲领性人物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在与萨维尼的辩论中，马克思发展了最初的法律理论观点。给他父亲的信件以及1842年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证明了这一点（参阅 Kelley 1978, 359–361）。萨维尼建立在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学说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反理性主义的法律起源论，导致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法学家法。马克思指责他对社会视而不见的形式主义，并在诸如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早期投稿中，表现为一位对社会、经济及相关法律问题和矛盾的言辞犀利的诊断者。

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商品交换和异化的经济批判及哲学人类学论点贯穿着法律词汇（参阅罗马法概念 alienatio [转让/异化] 和 emancipatio [解放]）。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显示了（部分是明确地，例如在讨论英国工厂立法时）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文献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立场被高度简化地分为四个维度（参阅 Collins 1982; Phillips 1980）：法律被理解为

(1) 统治阶级进行压迫的表现和工具（关于法律的形式和功能的论点）。马克思对法律和法学采取了一种外部视角，并提出了

(2) 意识形态批判的揭露性论证（法律作为意识形态）。即使违背其信念，法律主体的动机也由经济社会状况决定。这一论点与

(3) 将法律解释为产生于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现象紧密相关（基础/上层建筑问题）。此外还有

(4) 共产主义中法律的未来问题。虽然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实现“法律消亡”这一历史哲学-法律虚无主义的论点只能归于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但马克思对此的立场仍不明确（参阅 Sypnowich 1987）。

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关于法律的段落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解释为统一的、内在无矛盾的法律理论构想，这尚存争议。对这些片段的综述显示了一个主张进行根本性“法律批判”（I, 2, 171 / 1, 379）的马克思，但他同时也赋予法律一种核心的社会功能。如果侧重点不同，也可以将马克思归类为法律这种行为形式本身的根本批判者。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中，接受史倾向于将这些极端解读中的一种进行简化。一项符合时代要求的、对马克思法律思想进行整体上适当区分的分析，尚属研究空白。

法律理论和法学中的接受史/影响史

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马克思的法律思想对德意志帝国的法典编纂没有影响。19世纪以概念法学为导向的法律教义学虽然被一种将法律理解为协调相互冲突的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工具、并整合了社会学视角的流派所取代。但利益法学的支持者也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尽管他们与马克思有结构上的共同点（参阅 Haney 1991, 36），却不关注社会问题。马克思在法学和法哲学中被忽视、排斥或批判。例外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和卡尔·雷纳（Karl Renner），他们很早就研究马克思，后来还有如马克思·阿德勒（Max Adler，1873–1937；Adler 1973 [1922]）和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Kelsen 1920），后者作为民主理论家代表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立场。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和法学的发展特点是，关于何种解释应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论，也是通过国家暴力垄断来决定的。有影响力的是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ugen Paschukanis，1891–1937；Paschukanis 第3版 1970 [1923]），他类比商品形式分析了法律形式（参阅 Harms 2000），但在1930年代成为斯大林迫害的受害者（对此参阅 Bloch 1961, 253）。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在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建立并在学术上证明一个具有运作良好的法律实践的国家法律秩序。在这种两难境地中（要么要求克服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要么巩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和实践），大多数法律理论家只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观念。在制度上，致力于实在社会主义法律的理论和教义学的学术机构的逐步建立证明了这一点。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接受：在1970年代，对马克思法律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高潮。在维尔纳·迈霍夫（Werner Maihofer）的周围产生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理解为“法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批判法律理论”（1968；亦见 Paul 1974），而不将自身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为了与传统法学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这些作者致力于发掘法律的解放内容和潜力。这种马克思解读的特点是转向其早期著作，并进行了一种版画式的分期：一方面是“青年马克思”具有法律肯定性和民主导向的著作（Schefold 1970），另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Paul 1974, 164–167）。由此——出于相反的意图——正统的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存在巨大断裂的论点得到了支持。如果在主流法学中（Laufs 6 2006, 283–298; Kaufmann 8 2011 [1976], 67 f.），《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正统立场仍然作为绊脚石处于争论的中心，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则被理解为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证实。卢曼早在1984年就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已熄灭的火山”（13）。

西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元化与美国的批判法学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尽管20世纪下半叶欧洲法律统一化进程开启，法学界仍主要关注各国的国内法。这种国家导向也反映在（新）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家身上。葛兰西（Gramsci，1891–1937）、切罗尼（Cerroni）、普兰察斯（Poulantzas）、阿尔都塞（Althusser）或巴里巴尔（Balibar）的草案在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国家）理论中被广泛接受（参阅 Buckel 2009），但狭义的、法律教义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批判几乎没有在国界之外被接受。作为出现的理论多元化的范例，是植根于美国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批判法学研究流派。如果要总结批判法学研究在规范性法律政策目标上的共同点——尽管其理论借鉴极其混杂——那就是它们像马克思一样反对政治与法律的分离。它们旨在分析基本法律概念的深层结构，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反对法学和法律实践的主流。核心论点是：法律比通常认为的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富裕阶层和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人的利益，而损害了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不再仅指工人阶级成员，还包括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这与一种法律现实主义相联系，即法律的主张与现实脱节，所谓的保护性权利实际上同样服务于权力精英。与马克思不同的是，认为法律具有正义理论中立性并可作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假设被保留了下来。法律——至少在批判法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中——并不被视为本质上社会不公正的。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马克思接受：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被传统法学视为对马克思法律立场的证伪，但历史转型开启了视角转换的可能性。通过对马克思法律批判的建设性探讨，现在的法律理论著作强调被实证主义理解的法律所具有的使自由和民主成为可能的潜力（Maihofer 1992）。在当下，受批判法学研究启发，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比较法和国际法领域（Koskenniemi 2004; Miéville 2005）。这其中可以发现问题的明显转移：虽然革命性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方法不再发挥作用，但辩论集中在例如人权与马克思法律批判的相容性上（Roth 2004）。在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理论家眼中，法律，特别是尚未充分发展的国际立法所具有的保障自由的潜力，也正在从压迫工具转变为个人在面对在解除管制或仍无法律约束的空间中运作的看似极其强大的跨国公司或国际金融机构时寻求解放的载体。

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连贯的理论草案意义上的法律批判，而更多是零散的发现，但这从未触及非社会主义国家法学的主流；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它仍可被视为许多自视为解放批判社会理论的法律理论代表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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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化研究

乍一看，马克思的理论与当今的文化研究之间似乎几乎没有联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一门关注社会基础并由此将文化事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经济科学（“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I, 30, 291 / 4, 130），那么当今的文化研究则将自己理解为“后基础主义的”（postfundationalistisch）。文化恰恰不再应被追溯到奠基性的基础之上。其指导概念是偶然性、多元主义或脆弱性。然而，这第一眼印象是片面的：马克思早已将基础，即各个时期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历史性可变的，且对他而言，它们绝非内部统一的（Williams 1977, 82）。因此，文化也不可能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妙之处倒不如说在于，将那种通过单一宏大文化（西方或“那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解密为意识形态幻象，并释放出观察文化中偶然起源、意识形态扭曲和阶级斗争的视野。此外，正如其早期著作所显示的，马克思预设了一种创造力的人类学，这与文化研究的人性观相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类创造力和自我创造的非凡强调”，Williams 1977, 206）。

然而，一种对语境敏感的唯物主义文化社会学，即将艺术产品和文化实践的形式与内容同文化创造者及接受者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只是到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 1929）以及后来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Bourdieu 1982）才被系统阐述出来。在这一切能在正常的学术运作中成为可能之前，必须先跨越一道巨大的鸿沟：资产阶级文化及其文化反思的自我理解极力抗拒将文化人工制品与社会基础联系起来，因为它——并非毫无道理地——担心这会导致相对化。事实上，一旦意识到了自身的偶然性，文化上的普遍性要求（如宗教、民族或阶级文化）就几乎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关于既有学科对知识社会学的激烈斗争，参看 Lepenies 1985, 377 ff.; Meja/Stehr 1982）。

尽管马克思主义视角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进程缓慢，但某种特定的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派别——即部分艺术家本身——很快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并开始将其创作置于工人运动的语境中，这对上述进程是有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与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格奥尔格·赫尔维格（Georg Herwegh）等诗人交好；马克思去世后不久，随着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位艺术家和社会主义联盟——一个激进的分裂政党——的联合创始人）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探索性艺术流派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便开始了（Thompson 1955）。这里值得提及的文化创作者名单很长，从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建筑师汉斯·迈耶（Hannes Meyer，1928–1930年间包豪斯校长），到电影制作人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再到作曲家路易吉·诺诺（Luigi Nono）；更不用说现实社会主义势力范围内的艺术家，如画家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witsch）、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Wladimir Majakowski）或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既然在文化本身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那么在文化理论中发展此类立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理论不仅探讨社会主义文化，而且——甚至主要是——探讨资产阶级的文学、绘画、戏剧和音乐。对“高雅”艺术的关注可能是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反资产阶级者的遗产——因为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来自这一阶层。学术左翼的大部分人致力于美学研究，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政治左翼更为深远。根据关系主义文化理论，这意味着要在文化领域追踪政治和经济的对立。在这方面，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撰写了基础性的文学研究著作，试图为社会主义“拯救”资产阶级遗产；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捍卫表现主义（包括反对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捍卫超现实主义；而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则在音乐中构建了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与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winsky）之间的政治对立（其中他将新兴的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工业”加以问题化；参见总体 Anderson 1976）。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美学聚焦并不仅仅是西方的特产：作为东方的对应人物，除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布达佩斯的卢卡奇外，还有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文学研究方法，或者1950年至1970年在民主德国教授音乐学的奥地利人格奥尔格·克内普勒（Georg Knepler）。

简言之，在1917年至1990年间，几乎每一个经典的文化学科中都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文学和音乐学、艺术史、美学、文化社会学或——较年轻的——电影理论中，例如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c，参见如 Solomon 1979; Frow 1986）。如果要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最广泛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将其延伸到文化领域。这种理论延伸具体应是何种面貌并不明确，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此只留下了只言片语。尽管如此，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阶级结构、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后者通过商品拜物教和物化产生了一种对社会关系的特定美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需要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中被打破——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并以此构想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仅仅是理解马克思著作影响力的一种途径：必须将这种对传统文化学科（Kulturwissenschaften）的辐射影响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区分开来。后者在德语中被理解为单数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于1950年代末在伯明翰“被发明”后（Hall 2000, 34 ff.），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暂时的巅峰（Marchart 2008）。

区别首先在于主题：与关注“高雅文化”的旧有方法不同，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忠实于马克思——致力于大多数人的文化实践，即更多地关注流行文化。因为恰恰在娱乐小说或电影中，可以示范性地揭示在面对剥削、异化和物化时，应对日常生活的策略以及对身份认同的争取（参见 Wayne 2003 或 Bould/Miéville 2009）。第二个区别在于跨越学科界限：曾被


这些主题最初是通过结合历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的，后来艺术学、媒体学或电影学的方法也加入了进来。（这种开放性的一个缺点是，关于究竟还能根据何种规则进行论证这一点变得模糊不清，毕竟每一门学科都带来了不同的规则集。在学生的培养中，这导致了相应的问题，即不再有清晰的方法准则。）第三，这种理论上的多元主义最终告别了独断主张：马克思在文化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清晰的参考坐标，而且趋势上反而在增强。但今天，他（主要是在安东尼奥·葛兰西改编的版本中）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兰·巴特或米歇尔·福柯等其他作者平起平坐（参见 Hepp 等，2009）。这种对马克思的政治上非约束性的回溯被用一个有些不幸的措辞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仅仅意味着马克思今天被作为众多作者中的一位来阅读。

11 文学研究

Christoph Henning

在文学研究中，马克思关于文学的思考及其社会理论从19世纪至今在国际上一直被接受和研究。在此可以区分两类理论：一类是直接承接马克思并进一步发展其论点的理论（格奥尔格·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W·阿多诺、特里·伊格尔顿等），另一类是仅对其社会理论的某些方面感兴趣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后者由于这种松散的关联，不能被归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对于文学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方法，已经确立了各种通常作为同义词使用的名称：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参见 Lehmann 1977, Raddatz 1969）。在德国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直到1945年后才确立。在此之前，讨论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期刊上进行的，这些期刊的作者将自己视为学院派既定文学研究的反对派。

所有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点都是明确引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及其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一套详尽的文学理论，他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言论散见于其著作（主要在序言中）和信件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与作家费迪南德·拉萨尔在1859年的通信（Hinderer 1974）。拉萨尔将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评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称赞了将文化历史过程作为戏剧主体以及将个人仅理解为特定阶级代表的核心思想，但他们批评戏剧在执行上不够彻底。尽管整个通信仅包含六封信，后来的接受者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模型。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在1931年为此创造了“济金根争论”（Sickingen-Debatte）这一术语，该通信直到1970年代仍受到有争议的讨论。由于马克思关于文学功能的其他评论对其理论立场提供的线索很少，而且关于济金根戏剧的文本基础非常薄弱——马克思仅写了一封约三页的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都参考他的社会理论，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根据该理论，自然和历史服从辩证法的规律）以及反映论（根据该理论，意识和精神产品——包括文学——与存在处于一种反映关系中）。尽管在接受上存在差异，所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都参与了基础-上层建筑模式（Basis-Überbau-Modell），根据该模式，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生产力）影响上层建筑（精神生产的多种形式：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研究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上：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有多强。一些理论家认为经济关系对文学生产具有单因决定作用（monokausale Determination）。另一些人则假设文学相对于基础具有相对的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ie），并且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还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其中最有争议的讨论是关于文学对其时代意识形态观念的依附。虽然一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只是反映了被意识形态扭曲的客观世界，甚至掩盖了它，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成就是否具有批判潜力，能够传达对现有社会关系的洞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

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开端是政论家、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传记作者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的文学批评著作（参见 1961a [1892]; 1961b [1896]; 1975）。梅林拒绝“纯”文学的概念，并强调文学总是且必然是有党派立场的和政治性的。根据反映论，他对文学的评价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总是反映了各自社会的阶级斗争：例如，埃斯库罗斯的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反映了世界历史的经济革命，而整个古典文学（克洛普施托克、莱辛、歌德、席勒等）表达的无非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直到1930年代，梅林的文学批评在德国一直被视为典范。

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在卢卡奇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见第四章 B.8）。虽然卢卡奇在其早期著作中受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但在1920年代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参见 1971a [1932], 1971b [1932], 1971c [1938]）。在他关于文学批评的纲领性文章中，他抨击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因为它们否认文学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同时也抨击自然主义，认为它是重现现实表面结构的拙劣尝试。相反，他主张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能够在其客观的总体性和整体联系中描绘现实。他不将反映论理解为“一张成功的照片与原物的简单一致”（Lukács 1971c [1938], 332），而是更复杂地理解为本质与现象之间联系的展现。只有现实主义作家——他将马克西姆·高尔基、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以及罗曼·罗兰等人列入其中——才有能力创造预言性的人物形象，从而预示社会的特定发展。例如，亨利希·曼在他的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和《臣仆》（Der Untertan）中预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征，这些特征直到法西斯主义时期才完全展现出来。此外，他还批评特定的实验性文学手法（间离、报告文学、蒙太奇），并转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见第四章 B.1）作为创作方法的基础。卢卡奇的立场主要在东德文学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视，但也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布洛赫、布莱希特、西格斯）的有争议的讨论和批评。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也在192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受他与贝尔托·布莱希特亲密友谊的启发——开始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感兴趣。他不仅局限于狭义的文学，还同时关注其他媒体：报纸、戏剧、电影、广播、摄影等。在他那篇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77 [1934]）中，他将马克思的范畴应用到作者及其作品上。他不像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通常询问作品与时代的生产关系处于何种关系，而是询问文学在时代的写作生产关系中发挥什么功能。他对写作创作的分析表明，如果作者只是向生产机器供货而不是改变它，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要求的文学政治倾向仍然是无效的：“政治倾向，无论它看起来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观念上，而不是作为生产者在行动上与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它[就]起着反革命的作用。”（1977 [1934], 689）只要作者只在产品上工作，而不参与生产形式、手段和工具的改造，他的作品就没有使用价值。本雅明以“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为例指出，其中主题化的社会弊端被美化了，因此其目的不是改变，而是娱乐消费者。与卢卡奇不同，他恰恰在新的文学形式（例如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中看到了一种反思生产过程本身的可能性，即通过让观众成为参与者。本雅明的作品在他生前基本上未受重视。直到二战后西奥多·W·阿多诺编辑出版了他的著作，国际上的接受才开始（参见 Benjamin 1974, 1977）。

继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1885–1973）的批判理论（Adorno 1974; Adorno/Horkheimer 1981）之后，意识形态批判（见第三章 C.5）在1960年代发展起来，它建立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上，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可被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文学中——以及在整个艺术中——一方面被认定有一种掩盖现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倾向。因此，意识形态批评家的任务是揭露文学作品是有害意识形态的载体。另一方面，阿多诺承认艺术具有使意识形态可见的重要批判潜力。艺术作品具有双重性格，它们既是自主的，又是“社会事实”（fait social）。然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在于内容上对阶级斗争或社会结构的反映。相反，社会现实的矛盾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传达的：“现实中未解决的对抗在艺术作品中作为其形式的内在问题再次出现。”（Adorno 1970, 16）少数几部能够摆脱意识形态蒙蔽并获得相对自主性的“真实”作品的能力，在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批判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有趣。文化工业假装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可能性。实际上，它是通过消费和决定休闲活动的安排来彻底占有人，从而旨在消除个性。批判成为可能并且人们可以逃避文化工业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自主艺术领域，阿多诺认为现代诗歌作品（如卡夫卡、贝克特）代表了这一领域。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对艺术的批判功能持较为怀疑的态度。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媒体社会中，不再存在一个独立于经济基础的文化领域，使得意识形态批判成为可能：“一切都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之外一无所有。”（Jameson 1991, 180）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来说，积极的政治斗争是通过改变政治意识来打破意识形态力量的唯一途径（参见 1976, 1991, 2012）。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伊格尔顿认为它远不止是一种方法或学术学科：

“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不同时期体验其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和情感。而在这些思想、价值观和情感中，有些只有在文学中才能为我们所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Eagleton 1976, viii）

目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也出现在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立场和文学理论思潮中（参见 Peters 2001; Bartolovich/Lazarus 2002）：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然而，它们不再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也不分享其目标，因此它们本身不能被视为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相反，它们对个别方面——如意识形态概念或文学自主性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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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接受和影响史，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作为自然和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的接受和影响史（参见 Kolcinskij 1999; Sheehan 1993）。这里显现出两个重点。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它与历史以及科学发展（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当前理论问题相结合。这涉及借助辩证思维理解问题，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对科学问题解决的启发功能。另一个是将自然科学理解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现象。这包括社会和科学家对其研究成果在社会中产生的后果所承担的伦理责任问题。

在此过程中，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世界的统一性，并将其理解为在与自然科学相互作用中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因此，预设了其与自然科学世界观之间存在根本的、且需不断综合阐发的某种一致性。著名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指出：»所谓的辩证世界观大体上也是博物学家的世界观，这与物理主义者的世界观相对立。博物学家一直反对还原论以及笛卡尔派的其他物理主义解释。«（1997, 17）

开端

首批将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杰出自然科学家是化学家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1834–1892）和生物学家尤利乌斯·沙克塞尔（Julius Schaxel，1887–1943）。

肖莱马是有机化学的共同奠基人，他将有机化学定义为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化学，他也是石油化学的先驱。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及其自然科学顾问。他曾协助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协助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他参与了国际工人运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员。

肖莱马出生于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木匠师傅家庭，完成了药剂师学徒训练并曾担任药剂师助手。1859年，他在吉森大学攻读了一个学期的化学，同年即前往曼彻斯特。在那里，从1861年到1892年，他在欧文斯学院（后来的维多利亚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起初担任其老师兼朋友亨利·E·罗斯科爵士（Sir Henry E. Roscoe，1833–1915）的助手，1872年起任讲师，1874年起成为英国第一位有机化学教授。1861年至1874年间，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碳氢化合物。从1872年起，他逐渐转向化学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历史。肖莱马是皇家学会会员（自1871年起）以及其他科学学院和科学学会的成员，并拥有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88年）。

他作为唯物辩证法学者着手处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及其历史，他也研究过黑格尔并了解赫拉克利特。1879年，他的科学史著作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有机化学的兴起与发展》）出版，书中应用了唯物辩证法。例如，他批评了同行中纯粹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的拥护者，强调了假设对认知进步的重要性。关于赫尔曼·科尔贝（Hermann Kolbe，1818–1884），他评论道：»他无法认识到，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中，为了进步必须不断提出新的假设«（Schorlemmer 1979 [1889], 196）。他补充道：»对我们来说，假设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它不能再解释所有的事实，我们就做一个更好的，把旧的扔进储藏室。«（同上，198）他认为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辩证原则在化学中是有效的：»石蜡以及其他同系物系列非常清楚地表明，‘量’是如何不断转化为‘质’的。«（同上，161）

如果说肖莱马是化学家中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第一位化学家，那么这对于生物学领域的尤利乌斯·沙克塞尔也同样适用。沙克塞尔出生于奥格斯堡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作为一名中学生，他热读了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94–1919）的 Welträtsel（《宇宙之谜》），并与这位著名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者建立了书信联系，这种联系很快变成了私人交往。在海克尔的建议下，他进入耶拿大学学习生物学、哲学和心理学。他是海克尔最后一位亲传弟子（参见 Krauße 1987）。1909年他在耶拿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12年获得教授资格。1916年他被任命为萨拉纳（耶拿大学别称）动物学副教授，1918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沙克塞尔是一位发育生物学家（胚胎学家），试图通过新的概念方法和实验，在其专业领域克服威廉·鲁克斯（Wilhelm Roux，1830–1924）对立的机械论观点和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1867–1941）的新活力论观点（参见 Mocek 1998; Reiß 2007）。沙克塞尔的一个特别关切是对生物学理论思维进行历史批判性分析，并构建一门理论生物学。为此，他撰写了《生物学理论形成纲要》（Grundzüge der Theorienbildung in der Biologie，1919）一书，并出版了丛书《理论生物学论文集》（Abhandlungen zur theoretischen Biologie）。此时，沙克塞尔的思想已走上了与其导师海克尔不同的道路，即从后者的形态学-系统发生学方向转向发育生物学-实验研究，从后者的自然哲学一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

沙克塞尔成为了工人运动的战友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是工人运动组织中传播科学知识的受欢迎的演讲者。他严厉批评了纳粹的种族意识形态。1924年，他成为科普左翼杂志《乌拉尼亚——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文化政治月刊》（Urania – Kulturpolitische Monatshefte über Natur und Gesellschaft）的联合创始人、科学主管和作者，直到1933年该杂志被纳粹查禁。他还撰写了一系列《乌拉尼亚》的附赠书籍，包括《生命科学的发展》（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 vom Leben，1924）、《地球上的生命》（Das Leben auf der Erde，1928）和《当今世界观及其社会基础》（Das Weltbild der Gegenwart und sein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1932）。

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将沙克塞尔驱逐出德国。1933年4月他流亡瑞士，1934年移居苏联。他应邀前往苏联科学院A. N. 谢韦尔佐夫进化形态学研究所任职，该研究所最初位于列宁格勒，不久迁至莫斯科。他的研究一直持续到1943年。他还参与了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的反法西斯活动，最后参与的是“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根据E. I. Kolcinskij教授先生（圣彼得堡）的私人通讯，沙克塞尔于1938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WD）逮捕。几个月后获释时，他染上了毒瘾。1943年7月15日，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乌兹科耶（Uzkoe）疗养院因一场悲剧性事故去世。在药物中毒状态下，他在房间里引发了火灾并在大火中丧生。

错误的意识形态化与认知进步

在斯大林的庇护下，苏联自然科学界发生了一个过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霍利切尔（Walter Hollitscher，1911–1986）将其贴切地称为»错误的意识形态化«（Fehlideologisierung）（Hollitscher/Löther 1984, 168 ff.; 参见 Lepeschinskaja 1954）。错误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将自然科学的陈述宣称为意识形态陈述，并将本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的具体问题争议变成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例如，生物科学博士、斯大林奖得主奥尔加·鲍里索芙娜·列佩申斯卡娅（Olga Borisovna Lepeschinskaja，1871–1963）创造了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细胞理论，根据该理论，细胞产生于非细胞组织的生命物质。她判定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1821–1903）的原则 Omnis cellula a cellula（细胞只能来自细胞）是反动的，并发起了针对细胞生物学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生理学家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 Pavlov，1849–1936）的反射学说，正如一位苏联生理学家所言，被用作»针对异见者的祈祷书和橡胶警棍«。

受到冲击尤为严重的是遗传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生物进化论（综合进化论，综合达尔文主义），它们遭到了由农学家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 Lysenko，1898–1976）领导的反科学集团的攻击（参见 Löther 1996）。除其他外，他们否认物质遗传载体（基因）的存在，并捍卫关于获得性状遗传的前科学观念（拉马克主义）。李森科主义在臭名昭著的1948年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关于»生物科学状况«的会议上达到了顶峰。斯大林亲自修订了李森科的报告。随后，遗传学和综合进化论在苏联被正式废除，数千名科学家被禁止从事本职工作并失去了工作岗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森科主义蔓延至整个苏联势力范围，也在各国共产党内得到拥护。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失去政治支持后，李森科主义及其同类才从舞台上消失。对于整个斯大林主义对自然科学学科的伪意识形态化，迈尔关于李森科主义的判断同样适用：

»事实上，李森科的伪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关系。他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政府支持，是由于他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科学上的无知。将李森科的观点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污点是错误的。«（1997, 15 f.）

在法国和英国，自然科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发展则有所不同。那里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左翼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其中包括著名作家、艺术家、社会和人文科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参见 Wallon 等 1937）。由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kolaj Ivanovic Bucharin，1888–1938）率领的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了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对这一发展产生了强烈的推动作用。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黑森（Boris Michailovic Hessen，1893–1937）的演讲 The Socio-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黑森在演讲中表明，牛顿的物理学并非纯粹科学的产物，而是与其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紧密交织。这为在社会背景下重新理解自然科学及其历史指明了道路。布哈林和黑森后来都成为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

在法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家包括该国两位顶尖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和他的学生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1958），以及著名的动物学家和寄生虫学家马塞尔·普雷南（Marcel Prenant，1893–1983）。普雷南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是索邦大学教授。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 Biologie et marxisme（《生物学与马克思主义》，1935）。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捍卫了遗传学和综合进化论，反对李森科的攻击。二战期间他在抵抗运动中战斗。1944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驱逐到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

像普雷南一样，郎之万也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自1909年起，他担任法兰西公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磁学理论。他在核物理领域的工作为建造核反应堆奠定了基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致力于和平、人权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针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他在1946年逝世前几周呼吁科学家：»[]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一点，即人们是将他的发现用于善还是用于恶；要警示危险，甚至动员全人类，因为某些政府首脑正威胁着人类的灭亡«（引自 Franke 1992, 346）。

约里奥-居里不仅向郎之万学习物理，还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出身于巴黎一个贫穷且子女众多的商人家庭，完成了化学工程师的培训，并于1925年经郎之万介绍进入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著名的镭研究所。在这里他结识了她的女儿伊雷娜（Irène，1897–1956）。两人于1926年结婚并合并了姓氏。1935年，他们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奖。1937年他成为法兰西公学院教授，1943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妻子去世后，他在1956年接任了她在索邦大学的教席和镭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他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最重要的核物理学家之一，获得了许多国家和国际奖项；月球上甚至有一个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戴高乐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他是抵抗运动的领导参与者。1942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1956年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战后，他担任法国核研究中心主任和原子能高级专员的公职。1948年，他启动了在其领导下建造的第一个西欧核反应堆。当时，通过核裂变产生能源的风险和危险还隐藏在未来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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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致力于原子能的完全和平利用，并坚决反对核武器。因此，他在1950年出于政治原因被免去了两项国家公职。同年，他起草并成为第一个签署《斯德哥尔摩宣言》（Stockholmer Appell）的人，呼吁取缔核武器，全世界有6亿人签署了该宣言，他也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学者不应形成一个脱离其他人及实际需求的小精英群体。作为所有劳动者这一大集体的成员，他们必须关心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发现，”他告诫道（Joliot-Curie 1962, 165）。

在英国以及整个英美语系地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生物学家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和物理学家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促使人们思考是学术导师的唯一任务，”霍尔丹写道（Haldane 1925, V; 参看 Dronamraju 1995）。他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霍尔丹出身于古老的苏格兰贵族世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生理学家、整体论哲学的联合创始人约翰·斯科特·霍尔丹（John Scott Haldane, 1860–1936）。“J. B. S.”（他的昵称）在他的父亲那里接受了自然科学教育，在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语文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使他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战后，他转向生物化学、遗传学和进化论，在牛津大学研究酶以及达尔文选择理论的数学表述。1922年至1930年，他担任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1933年起任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教授，1937年起任生物统计学教授。自1932年起，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

1928年访问苏联后，他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并着手从哲学上梳理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以来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发展（Haldane 1938; 1948）。他为1940年出版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首个英译本撰写了导言。1929年，霍尔丹发表了一篇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小短文。他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生物化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帕林（Aleksandr Ivanovic Oparin, 1894–1980）在1924年出版的一本同主题小册子中的观点相吻合，而当时西方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38年，该书扩充版的英译本才问世。此后，人们称之为“奥帕林-霍尔丹假说”，该假说后来由奥帕林（1963）和伯纳尔（1967）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两位研究者共同的思维切入点是辩证过程思维：据此，生命是遵循规律的化学进化的结果，这一进化始于地球原始水域中有机化学化合物的非生物合成（原始汤或奥帕林汤）。凭借这一构想，生命起源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哲学的话题，而是成为了经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

为了理解地球上生命的进一步发展，作为遗传学与达尔文主义综合的先驱之一，特别是作为种群遗传学中进化论数学基础的奠基人之一，霍尔丹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Haldane 1993 [1932]）。起初，他低估了李森科（Lysenko）反对遗传学的行径（伯纳尔也是如此）。当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极端行为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时，情况发生了改变。作为后果，霍尔丹在40年代末退出了他于1938年加入的英国共产党。1957年，为了抗议英国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霍尔丹移居印度，并于1961年成为印度公民。在印度，他继续进行他的遗传学研究。

伯纳尔是自然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二位英国代表人物，出身于一个爱尔兰农民家庭。作为一名学生，他于1919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产生兴趣。凭借奖学金，他在剑桥大学学习物理学。随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现代晶体学奠基人威廉·H·布拉格爵士（Sir William H. Bragg, 1862–1942），学习利用X射线研究晶体中的原子排列。从1927年到1937年，他在剑桥继续对无机物质以及后来的有机物质进行这种X射线结构分析。1937年，他被任命为伦敦伯贝克学院（Birkbeck-College）的物理学教授，1963年被任命为晶体学教授。1937年，他还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其他的科学荣誉。通过阐明维生素、激素、蛋白质和病毒（特别是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他和他的同事们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

对伯纳尔来说，马克思对科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发现科学具有根本的社会属性，从而发现科学对社会不可或缺的人（Bernal 1953）。对他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截然的界限，没有自然科学就没有社会科学，也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知识。对他来说，社会科学是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向社会的延伸，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则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历史力量。为了理解科学并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利用科学造福人类，他构想了“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参看 Bernal 1986 [1939]; Laitko/Trunschke 2003）。这种科学研究是以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为导向的。其目的在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及其起源与所属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并据此推行一种具有远见卓识、不拘泥于狭隘实用主义、且符合社会需求的科学政策。

与此相关，伯纳尔在科学和教育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许多领域都很活跃。从1923年到1933年，他是英国共产党的成员，他在政治上继续与该党以及苏联保持亲近，但他更愿意在其广阔的活动领域内独立行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是英国最高政治和军事决策者（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顾问，直到冷战爆发后不再征询他的意见。此后，他曾接替他的朋友约里奥-居里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并且是世界科学家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的联合创始人。鉴于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极高的智慧，学生、朋友和同事们都称他为“Sage”（智者）。

霍尔丹和伯纳尔的哲学和社会批判传统由哈佛大学教授、种群遗传学家理查德·C·列万廷（Richard C. Lewontin）和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美国），以及神经科学家、开放大学和伦敦大学教授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等生物学家继承和发扬（参看 Levins/Lewontin 1985; Lewontin/Rose/Kamin 1988; Lewontin 2002; Rose 2000 和 2006）。这里主要涉及的是20世纪生物学中分子生物学革命对辩证思维和生物理论思维提出的挑战，以及对基因中心论和遗传决定论、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还原论观点及其对人类观和社会观的意识形态后果进行的批判性讨论。莱文斯和列万廷解释道：“辩证法的价值在于有意识地挑战当今主要的错误来源，而我们要描述的辩证法原则是专门设计用来帮助解决我们在科学和政治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的。”（1985,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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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勒特尔（Rolf Löther）

13 数学

最晚从1858年起直到1883年逝世，马克思一直在探讨数学问题。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马克思不仅对数学的兴趣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对基本技术问题的研究严谨度日益提高。他涉猎数学问题的出发点与他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发展有关。早在发表他的第一部经济学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之前，马克思就对现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严谨标准表示不满，并感到不得不独立纠正大量计算错误，以便阐述经济学原理，他在185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III, 2, 273 / 29, 256）。

这种原本比较零星且主要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随着《资本论》的写作而进入了一个更深层、系统的维度，因为此时经济规律的数学建模占据了主导地位。继1860年代后期阅读商业算术教科书和研究资本周转之后，马克思在1870年代初转向了如何通过不规则曲线计算价格变动的问题，试图以此通过数学确定经济危机的规律。他在1873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了相关巨大挑战，尽管在他看来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克服这些挑战（MEW 33, 82）。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无法明确回答他是如何从1870年代对经济数学问题的系统研究出发，进而认为需要对微分商的概念进行语义上精确且操作上适用的定义的（Janowskaja 1969, 22）。毫无疑问，在经济科学中研究瞬时变化率（边际率）也必须确定导数。但是，仅凭描述经济关系需要函数可微这一需求，还不足以推导出马克思所追求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澄清意图，因为在个案中确定导函数的能力，与提供数学运算的理论基础的能力是有区别的。

马克思在进行后一项工作时，同时也研究了从艾萨克·牛顿（1643–1727）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经由莱昂哈德·欧拉和让·勒朗·达朗贝尔（1717–1783），直到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1736–1813）的微积分发展史。马克思确信，从初等数学向变量数学的过渡可以描述为一段辩证的发展史。为此，马克思将他所知的跨越百余年的微积分著作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微积分的起点是17世纪末的“神秘的微分学”，其中微分符号简单地出现，并在错误的解释后被强制消除（《数学手稿》，117–119）。在第一阶段，微分符号代表变量的无限小增量，而在一点上的求导操作严格来说尚未实行。这种见于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处理方式在欧拉和达朗贝尔的著作中被克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𝛾-理性的微分学（同上，119–122）。在这一阶段，微分符号也是直接出现的，但随即使用表示不确定但不为零的增量的符号进行了正确的重构（同上，119–122）。拉格朗日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彻底的进一步发展，确实执行了求导过程。但在拉格朗日那里，这并没有产生微分，因为求导是通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替换为）代数二项式展开完成的。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一进一步发展是拉格朗日所创立的 𝛾-纯代数微分学的特征（同上，122–124）。

马克思随后用他自己的系统研究接续了这一发展水平，与拉格朗日不同的是，他确实进行了微分，即在马克思那里，微分符号是通过执行微分运算产生的，从而在有效理解中获得了操作语义。他对微分学的主要贡献见于1881年的手稿《关于导函数的概念》（同上，51–59）和《关于微分》（同上，60–74），其中他对代数微分的研究仅限于可以展开为幂级数的函数。与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同，马克思认为微分符号 dx 或 dy/dx 不应被理解为某种特殊量（“无限小量”）的记号，而应通过它们在演算中的操作角色获得其意义。

为了定义函数 f 在点 x 的导数，他关心的不仅仅是确定微分商 (𝑓(𝑥₁)−𝑓(𝑥))/(𝑥₁−𝑥)（由于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没有设想几何表示，因此这里不谈割线斜率）。更确切地说，首要任务是解释微分运算，即通过可控的操作前提使数学求导步骤变得可理解：当我们让 ⇒𝑥₁ 减少至 x（同上，51）时，像 0/0 这样失去了其起源和意义的所有痕迹的结果，必须被 dy/dx 所替代，以此象征那正在消失的差值。因此，不能简单地用 x 替换 x₁，而是在微分过程中必须始终将 x₁-x 理解为有限差分，从而 f(x₁)-f(x) 也始终不为零。⇒𝑥₁−𝑥 并不只是简单地被设为零（⇒ 先设定微分然后再取消它，从字面上看会导致“虚无”；《数学手稿》，51）；而是考察其趋向于零的发展过程。虽然没有掌握现代极限概念，马克思最终将 f 在 x 处的导数定义为商 (𝑓(𝑥₁)−𝑓(𝑥))/(𝑥₁−𝑥) 的 ⇒ 极小值 ⇒ 或 ⇒ 极限（⇒ 将 x₁ 归约为 x）（同上，55）。

这种操作的具体含义在他处理的幂级数中得到了体现，他以此为例说明，导函数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被删去，并非因为它们“无限小”因而是可忽略的。相反，导函数的各个组成部分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们成对地在代数上相互抵消了。这其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也没有任何东西被“变戏法般变没”（同上，117）。

马克思对数学问题的探讨正值英国数学基本仍处于18世纪发展水平的时期。作为自学者，马克思主要基于索里神父（Abbé Sauri）、让-路易·布沙拉（Jean-Louis Boucharlat）等人的教科书掌握了微积分知识，这些教科书完全承袭了18世纪甚至17世纪晚期的数学传统（参阅 Janowskaja 1968, 24; Struik 1948, 184 f.）。由于19世纪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对函数、连续性、收敛、极限、积分或微分商等基本概念的精确化并未反映在马克思所能接触到的文献中，马克思没有察觉到与之平行的分析学基础方面的决定性创新。因此，他对微积分基础的技术性贡献应被视为对18世纪数学的批判（参阅 Struik 1948, 187）。

马克思关于微分商的语义和操作精确化的贡献从未对微积分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它们处于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黎曼（Bernhard Riemann）、魏尔斯特拉斯（Karl Theodor Wilhelm Weierstraß）、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等人于19世纪完成的分析学澄清工作之外且未被发现。然而，这种缺乏接受的情况并不是其研究缺乏质量的指标，因为相对于马克思所能接触到的数学研究水平，他的技术性贡献在智力上是独创的，在技术上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代表国际研究水平，虽然瓦列里·格利文科（Valeri Glivenko, 1935）发现马克思对微分概念的操作性理解与雅克·阿达马（Jacques Hadamard）晚了50年的同样具有操作性的方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共同点。在马克思研究之外，他对数学的贡献至少得到了数学史泰斗德克·扬·斯特洛伊克（Dirk Jan Struik）的认可，他得出了一个恰当的总体评价：他对经典微积分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建设性贡献，很可能会得到大多数数学家的赞同和赏识（参阅 1948, 196）。

尽管索尼娅·雅诺夫斯卡娅（Sonja Janowskaja）和恩斯特·科尔曼（Ernst Kolman）很早就开展了工作，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偏见，认为马克思不懂数学且不赞成其应用。近期的接受史（参阅 Fahey 等 2009; Matthews 2001）不仅反复驳斥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观点，而且更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如何促进了他对数学问题的探讨，而由此产生的数学能力反过来又帮助了他理解经济现象（参阅 Matthews 2001）。

马蒂亚斯·维勒（Matthias Wille）

14 逻辑学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信件隐含地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逻辑学的相关性，下文将阐述这对关于逻辑学地位的讨论产生的后果。

缘起与讨论背景

1950年5月9日，《真理报》（Prawda）发表了A. S. 奇科巴瓦（A. S. Tschikobava）题为《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这使得苏联语言学家圈子内长期进行的一场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言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公开辩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概念区分，这场争论涉及的问题是：人类语言是基础现象还是上层建筑现象，即它是原则上全人类共同的（阶级不变的）还是阶级差异的（阶级变化的）交流媒介。斯大林认为这场争论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十分敏感，因此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形式，即通过写给《真理报》的五封信（分别发表于1950年6月20日、7月4日和8月2日），介入了这场争论。这些信件被大量学术期刊转载，并早在1950年8月就出版了两个版本的单行本（德文版见 Stalin 1979）。

斯大林的信件引发了关于逻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广泛讨论，讨论主要在《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斯大林所谓的“语言学信件”几乎完全关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的实证语言学基础问题。斯大林反驳了苏联语言学家N. Y. 马尔（N. Y. Marr）关于语言和语法是阶级现象的论点。相反，语言（斯大林在未作进一步问题化的情况下将其理解为自然语言）是与生产活动本身相联系的，并非上层建筑现象。虽然“语言学信件”中缺乏对当时苏联有争议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问题的直接提及，但通过语法规则与逻辑规则之间的相似性，可以建立一种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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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学

最晚从1858年起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一直在研究数学问题。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马克思对数学的兴趣不仅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学科基础技术问题的探讨变得日益严肃和深入。他涉足数学问题的出发点与其基本经济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他的第一部主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之前，马克思就对当时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的严谨性标准感到不满，并感到有必要亲自纠正大量的计算错误，以便阐述经济学原理。他在185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点（III, 2, 273 / 29, 256）。

这种早期的、主要以应用为导向的零星研究，随着《资本论》写作工作的开展，获得了一种更深层的、系统性的维度，因为此时经济规律的数学建模已成为重点。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阅读商业算术教科书和研究资本周转开始，到70年代初，马克思转向了如何利用不规则曲线计算价格变动的问题，试图通过这种途径从数学上确定经济危机的规律。因此，在1873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他指出了与之相关的巨大挑战，尽管依他看来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但他承认目前自己还没有能力克服这些挑战（MEW 33, 82）。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无法明确回答他是如何从19世纪70年代对经济数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出发，进而认识到需要对微分商（Differentialquotienten）的概念进行语义上精确且操作上可行的定义的（Janowskaja 1969, 22）。毫无疑问，在经济科学中，为了研究瞬时变化率（边际率），必须确定导数。但是，仅凭描述经济关系需要函数可微性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马克思所追求的基础理论澄清工作，因为在个案中确定导数函数的能力与提供某种数学运算的理论基础的能力是有所区别的。

马克思在后一方面的工作伴随着他对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以来的微积分发展史的研究，这期间经过了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一直到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Joseph-Louis de Lagrange, 1736–1813）。马克思确信，从初等数学向变量数学的过渡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为此，马克思将他所知的、跨越了100多年的微积分著作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微积分的起点是17世纪末的“神秘的微分演算”，在这一阶段，微分符号简单地出现，并在错误的解释后被强行消除（Mathematische Manuskripte, 117–119）。在第一阶段，一个微分符号代表一个变量的无限小增量，而严格意义上的求导数学活动在一点上实际上并未实施。这种在莱布尼茨和牛顿那里遇到的处理方式，在欧拉和达朗贝尔的著作中被克服，从而标志着 𝛾-理性的微分演算 阶段（同上，119–122）。在这一阶段，微分符号也是立即出现，但随即使用表示不确定但非零增量的符号进行了正确的重新表述（同上，119–122）。这种方法的连贯发展见于拉格朗日，他确实执行了求导过程。然而，在拉格朗日那里，这并没有产生微分，因为在他那里，导数是通过代数二项式展开被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替代——的。这种进一步的发展被马克思描述为由拉格朗日奠基的 𝛾-纯代数微分演算（同上，122–124）。

马克思接着这一发展阶段开始了他自己的系统性研究，与拉格朗日不同的是，他确实进行了微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这里，通过执行微分运算产生了微分符号，从而使这些符号在实际理解中获得了一种操作语义。他对微分学的主要贡献见于1881年的手稿《关于导函数的概念》（同上，51–59）和《关于微分》（同上，60–74），其中他对代数微分的研究仅限于可以展开为幂级数的函数。与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同，马克思认为微分符号 dx 或 dy/dx 不应被理解为某种特殊量（“无限小量”）的符号，而应通过它们在演算中的操作角色来获得其意义。

为了定义函数 f 在点 x 的导数，他的目的不仅是确定微分商 (𝑓(𝑥₁)−𝑓(𝑥))/(𝑥₁−𝑥)（由于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没有设想几何表示，这里不谈论割线斜率）。更重要的是解释微分运算，即通过可控的行动陈述，使当我们让 ⇒𝑥₁ 减少到 x 时（同上，51）的数学求导步骤变得可理解，其中像 0/0 这样失去了其起源和意义的任何痕迹的结果，应由象征着正在消失的差值的 dy/dx 来代替。因此，在微分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用 x 代替 𝑥₁，而是必须始终将 𝑥₁−𝑥 理解为有限的差值，这意味着 𝑓(𝑥₁)−𝑓(𝑥) 也始终不为零。⇒𝑥₁−𝑥 因此不是简单地设为零（⇒ “先设定微分然后再取消它，字面上导致了‘无’”；Mathematische Manuskripte, 51）；而是考察其趋向于零的发展过程。虽然没有现代的极限概念，马克思最终将 f 在 x 处的导数定义为商 (𝑓(𝑥₁)−𝑓(𝑥))/(𝑥₁−𝑥) 的 ⇒ 最小量 ⇒ 或 ⇒ 极限值（⇒ 将 𝑥₁ 归约为 𝑥）（同上，55）。

这在操作上确切意味着什么，在他处理的幂级数中得到了展示，以此为例说明，导函数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被删去，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无限小”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忽略不计的。相反，导函数的某些部分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们成对地在代数上相互抵消了。这其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也没有任何东西被“变戏法般弄没”（wegeskamotiert）（同上，117）。

马克思对数学问题的探讨正值英国数学基本上仍处于18世纪发展水平的时期。作为自学者的马克思主要依据索里神父（Abbé Sauri）、让-路易·布沙拉（Jean-Louis Boucharlat）等人的教科书来获取微积分知识，即那些完全属于18世纪甚至17世纪晚期数学传统的教科书（参看 Janowskaja 1968, 24; Struik 1948, 184 f.）。由于19世纪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对函数、连续性、收敛、极限、积分或微分商等基本概念的精确化在马克思能接触到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体现，因此马克思没有察觉到分析学基础领域同期发生的决定性创新。因此，他对微积分基础的技术性贡献应被视为对18世纪数学的批判（参看 Struik 1948, 187）。

马克思对微分商的语义和操作精确化的贡献从未对微积分的后续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它们处于奥古斯丁-路易·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彼得·古斯塔夫·勒热纳·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伯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卡尔·特奥多尔·威廉·魏尔斯特拉斯（Karl Theodor Wilhelm Weierstraß）、理查德·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等人在19世纪完成的分析学澄清工作之外且未被察觉。然而，这种缺乏接受的情况并不是其研究缺乏质量的指标，因为相对于马克思所能接触到的数学研究水平，他的技术性贡献在智力上具有独创性，在技术上也是有根据的。然而，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代表国际研究的前沿，尽管瓦列里·格利文科（Valeri Glivenko, 1935）指出马克思对微分概念的操作性理解与雅克·阿达马（Jacques Hadamard）晚了50年但同样具有操作性的方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共同点。在马克思研究之外，他对数学的贡献至少得到了数学史编纂泰斗德克·扬·斯特洛伊克（Dirk Jan Struik）的认可，他得出了一个恰当的总体评价：他对经典微积分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建设性贡献，很可能会得到大多数数学家的赞同和赞赏（参看 1948, 196）。

尽管索尼娅·雅诺夫斯卡娅（Sonja Janowskaja）和恩斯特·科尔曼（Ernst Kolman）很早就开展了工作，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偏见，认为马克思不懂数学，也不支持数学的应用。通过较近的接受史（参看 Fahey 等 2009; Matthews 2001），这种毫无根据的观点不仅被反复驳斥，而且人们还更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如何促进了他对数学问题的探讨，而他由此产生的数学能力又是如何帮助他理解经济现象的（参看 Matthew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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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逻辑学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逻辑学的相关性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书信中被隐含地提及，其对关于逻辑学地位讨论的后果将在下文予以阐述。

起因与讨论背景

1950年5月9日，A. S. 奇科巴瓦（A. S. Tschikobawa）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一场早已在苏联语言学家圈子中进行的讨论演变成了一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公开辩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建立的概念区分，这场争论涉及的问题是：人类语言究竟是基础现象还是上层建筑现象，即它究竟是原则上为全人类共有的（非阶级性的）交流媒介，还是具有阶级差异的交流媒介。斯大林认为这场争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具有足够的爆炸性，以至于采取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形式，即通过五封致《真理报》的信介入了这场争论，这些信分别发表于1950年6月20日、7月4日和8月2日。这些信件在众多学术期刊上被转载，并早在1950年8月就以两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德文版见 Stalin 1979）。

斯大林的信引发了一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逻辑观的全面讨论，这场讨论主要在《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斯大林所谓的“语言学通信”几乎完全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框架内的经验语言学基础问题。斯大林反对苏联语言学家 N. Y. 马尔（N. Y. Marr）关于语言和语法是阶级现象的论点。相反，斯大林所理解的语言——对此并未做进一步的问题化处理，指的是自然语言——是与生产活动本身相联系的，并非上层建筑现象。虽然“语言学通信”中没有直接提及当时在苏联备受争议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但可以通过语法规则与逻辑规则之间的相似性构建出一种间接的联系。语言学争论与逻辑学争论之间的比较基础（Tertium comparationis）是：是否存在普遍的、独立于阶级的规则。

对此必须考虑到，随着苏联教育体系的课程重组，作为学校科目的逻辑学曾因被视为“形而上学”而被取消（参看如 Kuczynski/Steinitz 1952, 前言）。在此过程中，人们遵循马尔的语言理论路线，将形式逻辑描绘成具有特定的阶级敌对性质。然而，这种对逻辑学的看法并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逻辑的论述虽然因德国唯心主义对“逻辑”概念的扩展而充满了歧义，但如果仅限于那些明确谈论形式逻辑（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意义上的逻辑）的文本，那么形式逻辑虽然未被认为特别重要，但也并未被视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或“阶级敌对的”。列宁似乎认为逻辑对于实际论证的学科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他有时会抱怨逻辑的缺乏。

20世纪30年代取消逻辑课并非基于对逻辑学的意识形态顾虑，而是基于必须将培训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的压力，或者是指出逻辑课主要由神职人员讲授，因而“相当枯燥”（Kondakow 1978, 282 f.）。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直到50年代中期一直面临的关于形式逻辑作为哲学学科存在的深远的意识形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澄清只有在斯大林介入讨论后才成为可能。

1946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Kuczynski/Steinitz 1952, 2）在中等学校重新引入逻辑教学。这一决定的动机和起因尚不清楚；不能排除斯大林出于哲学考量进行个人干预的可能性。尽管马列主义哲学家曾一度提出批评，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苏联的数理逻辑仍具有很高的水平（仅举几例，如 A. A. Markow, A. N. Kolmogorov 和 V. M. Glivenko 在构造逻辑、算法理论、概率论等方面的工作）。在其马列主义基本立场不容置疑的有影响力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如 S. A. 雅诺夫斯卡娅（S. A. Janowskaja）和 V. F. 阿斯穆斯（V. F. Asmus），在许多著作中致力于论证形式逻辑的必要性，并反对关于这种逻辑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论点（详见 Wessel 1972）。

因此，1946年的决议完全符合科学政治的连续性，起初却被教育官僚机构及对其有影响力的哲学圈子以没有可用的“苏联逻辑”教科书为由拖延执行（参看 Kuczynski/Steinitz 1952, 2; Tscherkessow 1952, 28）。事实上，人们起初不得不求助于一本革命前的教科书（作者是切尔帕诺夫 Tschelpanow；参看 Tscherkessow 1952, 30），直到斯特罗戈维奇（Strogowitsch, 1946）和阿斯穆斯（Asmus, 1947）的教科书出版；然而这些书也面临着“形式主义”的批评。在由此产生的争论中，数理逻辑学家和一小群哲学出身的逻辑学家赋予形式逻辑以理论上的独立性，而大多数马列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则坚持一种特定的“苏联的”、“辩证的”等逻辑，尽管对其内容并不清楚，更谈不上共识。

因此，在1948年至1950年的几轮讨论中，人们试图澄清关于逻辑学的争议问题，目的是制定一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逻辑教学方案（Wetter 1960, 600）。《哲学问题》杂志从1950年第2期开始的讨论也属于这一背景，斯大林的“语言学通信”正是在此时“爆发”并介入其中。其哲学意义可以用“举重以明轻”（argumentum a fortiori）的形式来阐明：既然根据斯大林的观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随语境和语言变化的语法规则都必须被视为非阶级性的，那么对于逻辑的跨语言规则来说，这一点就更加适用了。

苏联的讨论

在苏联，在“语言学通信”发表后，可以简化区分出三种立场：

(1) K. S. 巴克拉泽（K. S. Bakradse, 1952）特别强调只有一种逻辑，即形式逻辑。辩证法的任务是研究整个认识过程。相反，逻辑学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必须研究思维的形式，特别是推理的形式。这些虽然是真实认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巴克拉泽的基本构想非常接近“资产阶级”哲学（如康德）对逻辑学与认识论关系的界定。巴克拉泽援引斯大林的话强调，逻辑规律是非阶级性的；这个问题必须与逻辑规律的解释问题区分开来。

(2) 许多作者如斯特罗戈维奇（Strogowitsch, 1952）、切尔凯索夫（Tscherkessow, 1952）、亚历山大罗夫（Alexandrow, 1952）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区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两门不同的学科。切尔凯索夫（1952）曾发表大量关于辩证逻辑的著作，他首先反对教育官僚机构或受其影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即对于苏维埃人来说只能有一种逻辑，即辩证唯物主义逻辑。这种观点与经典作家，特别是与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述无法协调。虽然形式逻辑在哲学史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形而上学的影响，但关键在于清除这种影响。因此，没有理由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拒绝形式逻辑的重要性。然而，形式逻辑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由此产生了对辩证逻辑的需求。

切尔凯索夫将恩格斯关于形式逻辑局限于“家庭日用”的说法解释为，形式逻辑的应用领域局限于“常量的领域，即初等数学的领域”（1952, 33）。借此，切尔凯索夫也反对那些否认辩证法具有狭义“逻辑”地位并将其（如巴克拉泽那样）等同于认识论的立场。如果辩证法和形式逻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都是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那么就产生了关于它们种差（specific difference）的问题。在此，讨论中的逻辑概念受到近代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接受及其在概念、判断、推理和证明中的表现形式的影响（参看如 Alexandrow 1952, 175）。根据这种观点，逻辑的基础是四个原则，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参看尤其是 Kedrow 1952, 196 ff.）。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逻辑推理理论应该是传统的三段论。

斯大林信件的后果：以东德（DDR）的逻辑学讨论为例

在东德，由于苏联辩论的文献大多已有译本（Bloch/Harich 1953, 3），这场苏联的讨论最初是以几乎相同的问题形式被采纳的。格特曼（Gethmann, 1984）对此作了全面的概述，卡普费雷尔（Kapferer, 1990, 73–83）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概述。申克（Schenk, 1995）和克赖泽（Kreiser, 2009）的论述试图将逻辑学的发展描绘为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对自主的哲学分支学科，这其中不乏自我合法化的尝试。

1951年11月17日和18日，应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邀请，召开了一次由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参加的关于逻辑问题的会议。正如会议记录（Bloch/Harich 1953）所显示的，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许多——包括“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数学家所使用的形式逻辑，与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辩证”逻辑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随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最初是在《统一》（Einheit, 1952/53）杂志上，随后在《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53–58）以及一系列其他出版物中展开。

随着围绕“哈利希集团”（Harich-Gruppe）的事件以及国内政治上对“修正主义者”的清洗（1956年），哲学家和专业学者进行的这场辩论与时代历史进程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作为政治事件的后果，这场讨论在1957/58年随着克劳斯（Klaus）起草的一份总结报告以及一本相应导向的逻辑教科书的出版而告结束；由此达到的讨论状态在东德一直起决定性作用直到7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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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弗里德里希·格特曼


D 实现尝试

1 列宁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出生于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因担任学校督学而获得贵族头衔的官员。他在家中排行老二。1887年中学毕业后，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攻读法律，但几个月后便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不过，他于1891年以校外生的身份在圣彼得堡大学通过了考试。1892年，他在萨马拉开始担任律师助理。次年，他迁居首都，在那里他表面上继续从事法律工作，但全部精力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小组和革命出版事业。

经济分析与资本主义批判

在他1899年的第一部独立大型研究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试图通过论证以农业结构为主的沙皇俄国已具备成熟条件，来揭示资本主义在其中的渗透。此外，他还对民粹主义（narodničestvo）——一种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相竞争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民粹派同样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intelligencija）视为社会进步的载体。然而，他们将农民村社（obščina）视为社会主义的胚胎，试图借此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通过资本集中过程导致广大民众贫困化的负面伴生现象，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曾在1881年3月致民粹派成员维拉·查苏利奇的一封信中，证明村社具有“社会”或共产主义的潜力（参见 MEW 19, 243 以及 I, 25, 296 / 4, 576）。

列宁在其著作中旨在驳斥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并推翻关于沙皇俄国落后性的定论。然而，列宁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暴露出严重缺陷。利用他所选择的参数“雇佣劳动”、“马力”（LW 6, 379 f.）和“播种面积”，他既无法证实阶级分化，也无法证实日益严重的贫困化。他在农村人口社会分层分析框架中区分了贫农、中农和富农（kulaken），但这过于粗略，无法针对沙皇俄国境内巨大的区域、土壤和气候差异做出普遍性的结论。此外，土地和粮食种植绝非农民唯一的收入来源。鉴于生长期短，农民手工业、劳动力迁移以及贸易和运输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 Löwe 1984, 72–113）。新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亚历山大·V·恰亚诺夫（Aleksandr V. Čajanov）提出的一个重要反对意见——即农民家庭经营具有非资本主义的理性——即便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也从未被列宁纳入考量。根据恰亚诺夫的观点，农民家庭经营呈现出世代周期，其导向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家庭内部劳动力和消费的需求。

政党与革命理论

列宁关于政党和革命理论的思考起点主要阐述在其小册子《怎么办？》中（参见 Harding 2009, Bd. 1,161–189; Lih 2006; Reichman 1996, 30–43），其核心信念是：作为社会进步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若无社会民主党的引导，便无法抵达社会主义。相反，“仅凭其自身力量”，它只能发展出“一种工联主义意识”（LW 5, 386），充其量致力于改善其直接的经济状况。因此，党的任务是使工人脱离仅仅为了经济目标的斗争，对抗其自发性，并将其置于“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之下”（LW 5, 396）。列宁批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未能向工人灌输纪律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参见 Harding 2009, Bd. 1,156f.; Reichman 1996, 38f.; White 2001, 65 ff.）。政治自由的获取只能通过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来实现。将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政治意识带入无产阶级队伍，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该党必须由知识分子（intelligencija）成员集中领导，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具有军事般的纪律和战斗力。在这个全俄组织的顶层，必须是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LW 5, 468; LW 6, 240 f.）。

当时，列宁的先锋党模式遭到了——包括来自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批评。一方面，它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其自身去争取（I, 20, 54 / 16, 14; 参见 LW 4, 367）。另一方面，鉴于沙皇统治下直至1905年《十月宣言》发布前盛行的政治环境只允许政党进行秘密活动，列宁拒绝了民主原则。列宁反对形式民主的基本原则，如选举制、由基层或其代表对官员进行控制和问责（LW 5, 496）。集中制是当务之急（LW 7, 400）。由于党领导层拥有增选官员的权利，这不仅为操纵打开了方便之门，也阻碍了党内民主。

列夫·大卫诺维奇·托洛茨基（1904, 54）和罗莎·卢森堡（1970–1975, Bd. 1, 2. Halbbd., 431; Bd. 4, 332–365, 特别是 362 ff.）不约而同地指责列宁搞雅各宾主义，或者说是对群众实行独裁。两人都抱怨自由被抛弃了。列宁试图通过指出具体的历史形势来反驳这种批评（LW 13, 93），但在去世前从未对其政党组织原则进行过修正。因此，毫不奇怪，对列宁政党理论的批评在1917年十月政变后——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bolševiki）的威权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暴露出来时——经历了一次复兴。考茨基认为，一党的统治绝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独裁（Kautsky 1981, 36, 49, 61）。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继承者。基于沙皇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以及由此导致的资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弱势和政治上的冷漠，列宁认为只有当革命载体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时，沙皇专制才能在革命中被克服（LW 9, 44）。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表述（LW 9, 96）是独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没有就“同盟问题”发表意见，另一方面也只是简略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相反，对列宁而言，这具有核心意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LW 25, 424）因此，列宁根据他对俄国现实的认知调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托洛茨基及其不断革命论不同，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尚未对农民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最终可能站在街垒另一边的问题表态。相反，他仅以一种唯意志论的姿态，选择支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行使领导权（参见 Haimson 2005, 2 f.）。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猛烈抨击第二国际各支部实行的“国内和平”政策，并在1915年9月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1916年4月的基恩塔尔会议等社会主义左派国际会议上，号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强调阶级性质的国际内战而斗争（LW 21, 20, 348–351; 参见 Ryan 2011, 273）。通过这一主张，列宁拒绝了通往社会主义的进化道路（LW 23, 74）。此外，他还宣扬失败主义：即本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参见 Haimson 2005, 20 f.）。

列宁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但将其颠倒了过来：马克思曾预言革命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列宁则认为，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加剧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这激化了内部对立和矛盾。列宁这里似乎浮现出一种思想——尽管他没有明确将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表述——即帝国主义国家链条将在其最薄弱的一环，即沙皇俄国断裂（参见 LW 24, 522 f.）。

国家

在1917年初即提出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LW 24, 4; 25, 149 f., 175）中，废除了权力分立的巴黎公社日益成为列宁的榜样。借此，他严词拒绝了议会民主制。在他看来，议会民主制中的民主形式只是掩盖了一个阶级实际上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革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武装起义粉碎镇压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列宁认为，需要经历一个带有镇压性国家权力的漫长社会主义过渡阶段（LW 29, 377）。只有在作为革命最终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才是多余的（LW 25, 476）。

1917年十月政变后，列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革命者变成了政治家。如果说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中粉碎国家机器以实现解放，那么列宁则将国家作为“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LW 25, 415）及其机构加以利用，更多地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LW 25, 449）。这其中包括禁止反革命政党、组织和报纸，而在1918年夏季之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也被归入此类。在实践中，列宁背离了1917年夏末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许多大胆思想。当时他还声称每个厨娘都能管理国家——一种列宁在1921年认为每个工人都不具备的能力（LW 32, 47 f.）——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苏维埃民主的追求很快退居幕后。如果在《国家与革命》中他还谈论工厂的工人监督，那么在1918年4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他则一方面强调绩效、（劳动）纪律、服从，另一方面强调威权主义和暴力。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独立的或非其主导的组织。例如，1918年1月初的立宪会议就是如此。人民委员会以苏维埃制度“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一百万倍”为借口，终结了立宪会议（LW 28, 247; 参见 LW 26, 87, 355, 377）。其他机构，如工会，则被迫服从党的指令，并被降级为纯粹的“传送带”（LW 30, 470; 32, 2–6; 33, 178）。此外，列宁支持利用大规模恐怖来推翻沙皇制度（参见 Ryan 2011, 251）。与马克思不同，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第一，本党的领导作用。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主要表现为暴力镇压（LW 25, 451; 参见 Ryan 2007, 152, 155; Service 2002, 462），这种镇压甚至没有在被列宁称为“民主制的最高形式”的苏维埃面前止步（LW 27, 259）。

当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春季的全国各地苏维埃选举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时，他们要么解散这些苏维埃，宣布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为反革命，操纵苏维埃选举，要么在苏维埃之上建立独裁。委员、临时组建的机构或贫农委员会（kombedy）的统治取代了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民主意志形成机制。列宁对苏维埃的认可并非针对其政体形式，而是针对在苏维埃中代表的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占主导地位，就必须采取后果（LW 24, 218）。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实施了一次语义转换，将苏维埃制度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作为其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最终，托洛茨基、卢森堡或共产主义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所担忧的党中央对无产阶级和其余人民的独裁成为了现实。

列宁的政党和国家理论在系统上与苏维埃模式是不相容的，因为例如，党实际上预设了苏维埃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十月政变后组成的内阁即苏维埃行政机构也是如此。作为立法和行政机构，苏维埃并不需要一个人民委员会。苏维埃模式原则上是反国家和反中心主义的。然而，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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